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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有一版中文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 2003.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
	 [image: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 2003.]。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处于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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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税收……从来都是生动有趣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它比天花病毒或高尔夫球跟我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并包含同样精彩纷呈的戏剧性故事。另外，它还被很多夸张的荒唐理论弄得醇厚芬芳。
	Mencken（1922，p.279）.


	——亨利·门肯（H.L.Mencken，美国著名作家）
	 [image: Mencken（1922，p.279）.]

	古老的税收和财政机制的话题实在晦涩难懂、令人生厌。
	Matthews（1958，p.viii）.


	——乔治·坦尼森·马修斯（George Tennyson Matthews）
	 [image: Matthews（1958，p.viii）.]

	在这个话题上，我们站在门肯先生一边，本书的目的自然是希望说服读者赞同我们的观点。即便是马修斯教授本人，似乎也对自己的说法缺乏信心，因为他随后又用了292页的篇幅去介绍法国古代晦涩难懂的税收制度。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告诉大家，关于税收的历史故事可以是鲜活有趣的：有时荒诞怪异，有时阴森恐怖，有时只是单纯的令人着迷。这些故事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在今天占据媒体头条与政治论坛的各种税收议题。本书介绍的诸多故事跨越数千年时光，从苏美尔的泥板文书、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卡利古拉皇帝异乎常人的税收理念，到“巴拿马文件”揭露的逃税行动、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征税潜力以及被新冠疫情改变后的世界税收前景等。不过，本书既非一部税收史专著，也不是关于税收原理的入门读物，它兼具二者的一些特征。

	原理能给历史讲述设定框架，例如，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统治者在缺乏今天的所得税等工具时，如何创造出其他办法，减轻最贫困人群的税负（以确保他们能够生存下去）。有时候，对税收史上广为人知的少数故事的普遍看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但这样的错误本身又值得人们深思。例如，激起英国1381年农民起义的税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头税；导致美国波士顿茶党兴起的并非增税，而是减税。

	历史故事还能够澄清税收的若干基本原理。有时候，这些原理在反常现象乃至过去的历史遗物中的表现，相比于我们熟悉的日常税种更为明晰。我们很容易被当今时代税收议题中空洞浅薄的政治诡辩所迷惑，而脱离争议的历史税收案例则能充分展示基本原理的作用。例如，利用碳税来解决地球面临的气候危机，从理论层面看与彼得大帝在俄国引入胡须税来解决贵族危机就颇有相似之处。

	我们分析的许多税收史案例初看上去相当勉强甚至有些滑稽。其中某些带来了灾难性的错误或残暴的结果，某些无法提供有益的教训，只能作为华而不实、荒谬可笑的谈资。但除去这些闹剧，还有许多真正包含智慧的故事。本书要探讨的主题之一正是：历代先人在设计和实施税收的时候，从根本上面临着我们当前仍为之挣扎的相同问题。而他们的创造性并不亚于今天的人们，这种创造性不仅体现在设立税收上，也包括规避和偷逃税收。就如今的税收状况而言，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比祖先优越得多。古人对炉灶征税的想法在我们看来或许显得很奇特，但我们今天的一些做法，在后人看来或许会同样怪异，例如对跨国企业征税时试图测算一大群完全不同的公司在极不可能出现的相同处境下会如何行动。对于其中的荒唐之处，后人完全有理由感到好笑。

	本书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税收能解释一切，虽然我们推测它能解释的东西确实超出普通的认知。相比亨利八世如何同罗马教廷决裂，借以掌控本该支付给教皇的税款从而缓解自己的财政问题，谈论他贪恋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美色通常更能吸引听众。本书也不打算宣传作者本人欣赏的任何税收制度体系，虽然我们会竭力从历史上的税收故事中挖掘对当今争论话题有益的启示。这确实是关键的一点。当今世界与古代希腊、殖民地时期的塞拉利昂、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或挣扎于大萧条中的美国都全然不同，但它依然受到很早以前做出的决策的影响。例如，建国初期的美国有关奴隶制与税收的讨论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给今天引入财富税造成现实障碍。此外，本书最核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关于好的税收和坏的税收的许多基本原理在历史上都有充分表现，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过去，为正在被技术变革改造的未来做出明智选择。另外，观察它们在历史上的实际运转也会是令人愉悦的旅程。

	为了阐述贯穿税收故事的上述主题，本书将以话题而非时间线索来组织内容，因此会在多个世纪和多个大洲之间来回跳跃。全书包含五篇。第一篇借助较宏大的背景，首先讲述税收史上某些可怕或有趣的逸事，并对应全书要探讨的若干恒定的税收原理，然后宽泛地介绍在漫长的历史上，各国政府如何让芸芸众生为统治者的各种随心所欲提供资源。第二篇是关于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内容，即税收的公平性。即便是邪恶的统治者，若要生存下去也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个议题。我们将看到他们在此过程中犯下的许多错误与偶尔的灵光闪现。然而，要弄清楚税收中究竟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远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会看到，哪些人是税负的真正承担者这个问题至少从中世纪英格兰以来就困扰着政策制定者，并参与塑造了后来的政治制度。第三篇将展示人类寻找避税方法的杰出创造力，从法老时代的埃及到今天的跨国企业，还将分析各国政府必须或应该如何应对此类恶行。第四篇将转而讨论令人痛苦（有时甚至致命）的税收征管方式，会涉及人性中善和恶的方面，以及各国政府借助何种方法来威胁、哄骗、劝说我们按照它们的法规去缴纳应付的税款，从中国古代的精美青铜器，到当代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空的无人机，等等。最后的第五篇将讨论制定税收政策的复杂实践活动，描述其中的伟大成功和惨痛失败，给未来提供若干经验教训。我们有充分把握认为，税收不会消失，但会开始表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形式。本书结尾部分将提出一些预测：对我们今天的税收实践，未来的人们会认为哪些是可笑而愚蠢的做法。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经济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因此，我们希望专业历史学家能谅解我们在他们的领域内笨拙地闯荡。如果有经济学家希望将本书作为传统、正式甚至较为枯燥的税收原理课程的鲜活补充，那么除了概述，本书的五篇还可以密切对应公共财政课程的几个典型话题：公平问题（包括纵向公平与横向公平）、税收归宿分析、效率与最优税收问题、税收征管问题、现实政策制定问题、未来要面临的核心税收挑战和可能性等。

	本书在逻辑上是层层递进的。当然对于喜欢跳跃式阅览的读者，各个章节亦可以自由挑选涉猎。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读者感受到乐趣，让怀疑者相信税收问题不仅重要，也饶有趣味。税收总是激起无赖的恶行，起义反抗从来不曾间断，愚蠢荒唐同样司空见惯。因此，我们希望本书能给未来的税收制度增加一点点智慧。








第一篇




掠夺与权力



	过去的掠夺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税收。
	Paine（1894/1792，p.412）.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image: Paine（1894/1792，p.412）.]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中。
	Schumpeter（1991/1918，p.101）.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image: Schumpeter（1991/1918，p.101）.]








第1章




所有的公共事务



	税收就是政府本身。
	Burke（1935/1790，p.223）.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image: Burke（1935/1790，p.22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2）.


	众所周知，拿破仑手下的士兵在1799年发现的罗塞塔石碑成了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密钥。当然，诀窍在于石碑上包含了用三种符号书写的相同内容，这让通晓其他文字的学者可以理解象形文字。是什么内容如此重要，竟需要用三种文字将之镌刻在石头上？答案不出所料，正是税收。罗塞塔石碑描述了古埃及给予寺庙祭司的免税优惠，重申这是他们自古以来享有的特权。由此给我们上了一堂早课：税收优惠与税收本身同样古老。然而税收比罗塞塔石碑还要早得多，事实上早期有文字记录的人类历史主要是税收史。来自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泥板文书就包含纳税的收据。
	 [imag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2）.]

	[image: ]

	▲苏美尔文明留下的纳税记录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the Penn Muse-um, object no.33-59-19。

	[image: ]

	埃及托勒密王朝记录的税收优惠

	资料来源：©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All rights reserved。
	OECD（n.d.a）.

	de Tocqueville（1866，p.152）：“Il n'y a presque pas d'affaires publiques qui ne naissent d'une taxe ou qui n'aboutissent à une taxe ...”作者自法文版翻译而来。


	此类古代文物是看得见的明证，提醒我们强大的统治者总是利用其强制力把资源转移到自己选择的用途。根据定义，“税收”乃是“交给广义政府的强迫性、无偿性的付款”。
	 [image: OECD（n.d.a）.]的确如埃德蒙·伯克所述，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定义为统治者。围绕这种强制力的冲突，有时成为重大历史事件，对塑造我们今天依赖的制度环境发挥了关键作用。税收权的具体执行则平平无奇，却同样具有人们难以想象的深刻而直接的影响，与数千年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斗争关系极大，无论是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农民把部分稻米产出交给本地领主的家臣，还是如今尼日利亚拉各斯市的小店主们想方设法去完成增值税申报。对普通民众而言，税收从来就是政府冲击自己生活最直接的方式。不同的统治者和政府体系之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他们选择如何行使征税权，他们的生死存亡与演化前景同样取决于此。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很少有哪种公共事务不是源自税收或归于税收。”
	 [image: de Tocqueville（1866，p.152）：“Il n'y a presque pas d'affaires publiques qui ne naissent d'une taxe ou qui n'aboutissent à une taxe ...”作者自法文版翻译而来。]

	数千年来，统治者们试图为政府行动或自身爱好而抽取社会资源，他们面临的基本挑战始终没有改变。已经改变或者正在改变的是他们如何应对挑战。本书要探讨的就是这些关于税收的问题，以及历史上的税收故事——无论精彩或平凡、愚蠢或睿智、骇人听闻或引人发笑——告诉我们该如何最好地设计税收制度，以避免灾祸，甚至做些好事。

	我们首先介绍四个小故事，以鲜活地展示本书的部分核心主题。在这些主题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税收故事的讲述实际上可以很有趣，当然我们怀疑政策制定者们会将其作为目标来考虑。

	从孟加拉到波士顿
	对国王之类的统治者而言，本书标注的是他们在位的时间。

	严格地说，约翰王并没有签字，而是盖上了印章。无论如何，他很快就反悔了。

	笑话的意思是把大宪章的拉丁文名（Magna Carta）误解成了人名。——译者注


	税收史上能被称作“众所周知”的事件并不多，少数例外是因为税收议题的冲突变成了更广泛的主权争斗的核心。可是，这些事件往往因为过于知名而几乎变成“原创神话”，例如贵族们逼迫英格兰的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
	 [image: 对国王之类的统治者而言，本书标注的是他们在位的时间。]签署《大宪章》的故事
	 [image: 严格地说，约翰王并没有签字，而是盖上了印章。无论如何，他很快就反悔了。]，还有约翰·汉普顿拒绝向查理一世支付船税等。只是各国的神话很少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真实，有时甚至会导致错误的记忆。好比英国喜剧演员托尼·汉考克表演的那样：“《大宪章》在你看来有什么意思吗？——是不是说她白白牺牲了？”
	 [image: 笑话的意思是把大宪章的拉丁文名（Magna Carta）误解成了人名。——译者注]还有些时候，神话忽略了事实的某些关键部分。

	我们要讲的第一则故事正是如此，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发起斗争的“自由之子”把茶叶倾倒入波士顿港口的海水中，而我们被告知，他们的行动受迫于英国的压迫性税收。这或许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抗税起义，但实情并不完全是传说的那样。本书要强调的一个普遍教训是：当涉及税收议题时，神话往往比真相更为流行。波士顿茶党的兴起实际上并非因为增税，而是源于减税！背景故事是日益绝望的政策制定者与有权势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争斗，双方都擅长给自身利益编织出某种样式的高尚外衣。在这则故事中，最让人惊恐的英国税收压迫并没有发生在美洲殖民地，而是在印度。
	Bank of England（n.d.，table A29）.


	故事始于1763年，英国当时刚刚走出七年战争，帝国疆域与债务规模都大为膨胀。在美洲，各殖民地摆脱了法国人在边界上施加的压力。在印度，政府扶持的私人企业东印度公司确立了冉冉上升的主导性殖民强权的地位。只是所有这些成果，加上在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的收获，都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英国人主要依靠大规模借款来支持战争：国债规模几乎翻番，与GDP（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攀升到令人咋舌的120%，大约三分之二的政府支出须用于偿付利息。
	 [image: Bank of England（n.d.，table A29）.]英国是时候整顿财政了，各殖民地也需要采取相应的动作。
	引自Brogan（1985，p.116）。

	Johnson（1998，p.132）. 在当时，1英镑为20先令，1先令为12便士。

	引自Robins（2012，p.17）。


	到1765年，英国人看到事情还没有变得太糟。的确，美洲殖民者并不喜欢1764年开征的糖税，但对法律文件和其他印刷品征收印花税或许能行得通，毕竟在宗主国已经实施了许多年，且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首相预计：印花税会展示出“公平、广泛、不繁重的特点，产生相当数额的收入，而且不需要太多数量的官员去负责征收”。
	 [image: 引自Brogan（1985，p.116）。]此外，这些收入将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殖民地的防卫。非常公正地说，普通英国人每年的平均纳税额达到25先令，人均纳税额只有6便士（或者说半个先令）的美洲殖民者确实应该多缴一些税。
	 [image: Johnson（1998，p.132）. 在当时，1英镑为20先令，1先令为12便士。]来自印度的消息则更令人瞩目，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于当年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地区的征税权，这确实是辉煌灿烂的“成就”。《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评论说：“这些新收获的庞大价值……可能给国家开辟一块财富宝矿……使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还清国债，取消土地税，并减轻穷人的沉重税负。”
	 [image: 引自Robins（2012，p.17）。]1767年，看起来这些预言将会成真，因为东印度公司同意每年向英国政府支付40万英镑，以受命继续掌管印度。
	Davidson（2011，p.25）.

	引自Burke（1774，p.9）。

	引自Hibbert（1990，p.18）。


	但很快，事情变得大错特错。在美洲，民众对印花税的激烈反对导致该税种推出不久即被取消。由（毫无疑问已因为精神疾病而严重失能的）老皮特领导的英国政府在1767年决定，对茶叶及其他产品开征“汤森税”（Townshend Duties）。
	 [image: Davidson（2011，p.25）.]该税种能产生的收入预计只有东印度公司征税收入的十分之一，但关键在于，税收法案的前言宣称，这是“在国王陛下的美洲领地行使征税权的一项权宜之计”。
	 [image: 引自Burke（1774，p.9）。]更多的反抗和抵制随之而来，到1770年，除了对每磅茶叶征税3便士，其他税种都被废除了。而茶叶税的延续是因为国王坚持认为：“总得有一种税收，以使征税权能够保留下去。”
	 [image: 引自Hibbert（1990，p.18）。]抗议和抵制也依然延续，到1770年3月，惊慌失措的英国军队在波士顿街头杀死了7名当地居民。

	[image: ]

	1767年，英国人在孟加拉地区获得了征税权和统治权

	资料来源：Illustration: Benjamin West（1738-1820）/British Library。
	Bowen（1991，table 2，p.104）.

	引自Dalrymple（2015）。“Jaghire”（封地）是印度的一种土地制度，是指将某个地区的税收和收入分配给个人或团体的一种安排。

	Robins（2012，p.114）.

	Bowen（1991）对东印度公司在1772年的危机做了介绍。

	Bowen（1991，p.122）.

	Bowen（1991，p.126）.

	Dalrymple（2015）指出，当时有四分之一的议员持有该公司的股份。

	Burke（1774，p.12）.


	不过，印度的情况甚至更为糟糕。地方征税权的成果远不如预期，因为孟加拉地区在1769年爆发了饥荒。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从1766-1767年的180万英镑锐减至1770-1771年的130万英镑。
	 [image: Bowen（1991，table 2，p.104）.]这一削减幅度比原本预期的要小，因为饥荒的实际程度极为严重：孟加拉地区可能有20%的人口死亡。阻止税收更大幅度下降的因素是东印度公司的横征暴敛。旧政权的一位官员报告说：“印度人受到严刑拷打，被逼交出他们的财富；城市、集镇和村庄遭到洗劫；各个封地和邦被偷窃。”
	 [image: 引自Dalrymple（2015）。“Jaghire”（封地）是印度的一种土地制度，是指将某个地区的税收和收入分配给个人或团体的一种安排。]但这些极端做法仍未能避免税收收入的显著减少，这使该公司面临的其他问题雪上加霜：它在印度的负责人过度扩张，致使借款规模失控，军事开支大幅增加，而部分因为美洲的抵制行动，大量茶叶积压在库房。在1768-1770年，东印度公司对美洲殖民地的销售额暴跌了近90%。
	 [image: Robins（2012，p.114）.]到1772年初，该公司陷入了真正的麻烦。
	 [image: Bowen（1991）对东印度公司在1772年的危机做了介绍。]它在伦敦仓库里有大约1800万磅茶叶亟待出售
	 [image: Bowen（1991，p.122）.]；由此拖欠了从英国进口茶叶需缴纳的关税；它非但没有给英国政府缴纳巨额资金，反而需要向后者大量借款。
	 [image: Bowen（1991，p.126）.]不过作为英国财政的核心（以及许多精英人士的财富来源）
	 [image: Dalrymple（2015）指出，当时有四分之一的议员持有该公司的股份。]，东印度公司已变得大而不能倒。埃德蒙·伯克后来告诉英国议会：“对最赚钱的贸易的垄断，对帝国财政收入的把持，把你们带到了乞讨和毁灭的边缘。”
	 [image: Burke（1774，p.12）.]
	Bowen（1991，p.27）.腓特烈·诺斯（Frederick North）是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Earl of Guilford，1732-1792年），于1770-1782年担任英国首相，其间跨越了美国独立战争。他之前在1767年出任财政大臣，此时兼任首相职务。

	Labaree（1966，p.7）.这是对18世纪60年代实施汤森税之前的估计。

	Burke（1774，p.13）.


	于是，诺斯勋爵在1768年宣称：“英国面临两大问题，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与美洲的问题。”
	 [image: Bowen（1991，p.27）.腓特烈·诺斯（Frederick North）是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Earl of Guilford，1732-1792年），于1770-1782年担任英国首相，其间跨越了美国独立战争。他之前在1767年出任财政大臣，此时兼任首相职务。]这两大问题日益交织在一起，一个问题的方案可能是解决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为确保东印度公司的财务稳定，关键在于增加茶叶销售，主要希望则在美洲市场。市场扩张的潜力显而易见，但实现的障碍同样突出：美洲殖民地消费的茶叶中约四分之三是走私进来的。
	 [image: Labaree（1966，p.7）.这是对18世纪60年代实施汤森税之前的估计。]在某些人看来，这些商业上的问题可以给取消汤森税在政治上提供很好的借口。但是已当上英国首相的诺斯勋爵坚持认为原则必须得到维护：按照埃德蒙·伯克所做的圆滑表述，这并非真正的税收，而只是一种预先尝试。
	 [image: Burke（1774，p.13）.]
	最廉价的武夷茶当时在伦敦的拍卖价约为每磅2便士（Labaree，1966，p.76）。1773年造成的影响会比这里的分析更小，因为60%的进口税已在1772年被免除。所以从这个角度看，1773年茶叶法案最多是进一步加强对走私贩的挤压。


	此时，在伦敦面临巨大压力的官员和政客制订出了一份巧妙的计划。简单来说，他们通过取消英国的茶叶税来降低殖民地茶叶的价格，以此来维护之前的原则：在美洲殖民地继续对茶叶征税。具体来说，他们之前要求东印度公司把运往美洲殖民地的茶叶先送到英国，在那里缴纳约24%的进口关税，然后拍卖茶叶。可是从1773年7月起，出口到美洲的茶叶将完全免除这笔税收。对于最便宜的茶叶而言，这会使殖民地的每磅茶叶售价被削减约6便士。
	 [image: 最廉价的武夷茶当时在伦敦的拍卖价约为每磅2便士（Labaree，1966，p.76）。1773年造成的影响会比这里的分析更小，因为60%的进口税已在1772年被免除。所以从这个角度看，1773年茶叶法案最多是进一步加强对走私贩的挤压。]走私商贩依然拥有不支付汤森税的优势，但东印度公司此时将能够直接向美洲殖民地出口，给走私者带来真正的竞争压力。显然，美洲民众将不再抗拒大量购买纳税茶叶，而他们一旦这样做，就会把东印度公司及其身后的庞大利益集团送上复苏轨道，并且默许接受英国政府的征税权。这真是个聪明的主意！
	这里的“publican”是指酒馆老板，而非如今不用的“收税员”的意思。两个含义都来自拉丁语中的publicus，意指公共的，前者指公开营业的场所，后者涉及公共财政收入。


	但结果表明，这一“锦囊妙计”有些聪明过头了。东印度公司挑选的在殖民地贩卖廉价茶叶的代理人肯定属于保皇派。这样一来，已经因为1765年《印花税法案》而触怒了当地律师、酒馆老板
	 [image: 这里的“publican”是指酒馆老板，而非如今不用的“收税员”的意思。两个含义都来自拉丁语中的publicus，意指公共的，前者指公开营业的场所，后者涉及公共财政收入。]、报纸出版商、作家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知识阶层的英国人，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另一个强势利益集团：从走私茶叶中赚得盆满钵满的狡猾、强大、声名狼藉的商人，这些人越来越倒向美国独立路线。
	Johnson（1998，pp.141-142）.


	该群体中的代表包括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一位广受尊敬的大走私贩、波士顿最富有的商人。他与独立路线鼓动家山姆·亚当斯（Sam Adams）的联系日益密切，并在后来成为《独立宣言》尽人皆知的首位签名者，他的签名也是所有签名中最大和最浮夸的那个。
	 [image: Johnson（1998，pp.141-142）.]这是因为，美洲商人不仅销售走私茶叶受阻，甚至也没有机会参与合法的英国进口茶叶销售。伦敦的如意算盘是，他们的措施将削弱那些强势群体的商业利益兼影响力，可惜误判了形势。在亚当斯的支持下，汉考克于1773年12月16日在老南会议厅主持会议，鼓动“自由之子”把3.5万磅降价茶叶倾倒入波士顿港口的海水中。费城和查尔斯顿拒绝英国茶叶货船入港，茶党势力在波士顿和纽约再度兴起，由此在“无代表不纳税”的旗帜下，骚乱演化成了美国独立革命。
	Adams（2001，p.313）.


	这则故事隐藏着反讽意味：近代的美国茶党激烈反对超出最小幅度之外的一切超额税收，但他们的政党名称来自对一次减税的激烈反抗。该故事还包含其他教训。因此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从中得出如下结论：“结果表明，‘自由之子’反对的不只是无代表权的纳税，他们还反对税收本身。”
	 [image: Adams（2001，p.313）.]当然，波士顿茶党的反抗行动很明显不只是针对税率。

	[image: ]

	1773年，英国人在波士顿失去了征税权和统治权

	资料来源：Photo by Time Life Pictures/Mansell/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Brogan（1985，p.159）.


	波士顿茶党与美国独立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争取国家主权。英国借助茶叶税的形式公开行使统治权，直接激起了明确的反抗。然而此类事件也反映了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美洲殖民地的走私商贩非常巧妙地争取到了其他团体的广泛支持，包括波士顿的普通茶叶消费者，其实后者的利益在当时是与走私团伙背道而驰的。另外，与其他灾难性税收故事类似，税收的具体实施方式影响很大，或者说在此案例中，与税收实施本身关系巨大。走私对美洲殖民者（及其许多英国同党）而言是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英国方面对走私的持续打压不得人心。当负责打击走私的皇家海军“加斯比号”军舰在1772年执行巡逻任务时，就被当地人纵火。
	 [image: Brogan（1985，p.159）.]税收收入的使用方式如果缺乏民众支持，社会就更容易滋生不满。例如，汤森税的收入就被专项用于负担英国给殖民地任命的官员，并设立没有陪审团监督的海关税务局，这类支出极其不受欢迎。
	1786-1787年的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是马萨诸塞州的武装反抗，甚至在美国宪法制定完成前很早就爆发了。起义者当时生活困窘，税收只是他们争取诉求的领域之一。

	该税种适用于所有蒸馏烈酒类，但威士忌是其中的主要项目。

	该税收或者对每加仑征收9美分，或者对每桶征收一笔总额税。若选择后者，规模较大的酿酒商可以把税负降到每加仑约6美分。

	该税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无法执行，并在反联邦主义的杰斐逊于1801年就任总统后被废除。但这并非美国最后一次武装抗税起义，1799-1800年的弗里斯叛乱（Fries's Rebellion）才是。


	摆脱英国人统治后，新成立的美国政府也很快遭遇本国的抗税行动。
	 [image: 1786-1787年的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是马萨诸塞州的武装反抗，甚至在美国宪法制定完成前很早就爆发了。起义者当时生活困窘，税收只是他们争取诉求的领域之一。]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发现关税难以满足新生的联邦政府的需求，于是在1791年引入威士忌酒税（针对带有罪恶感的奢侈品）。
	 [image: 该税种适用于所有蒸馏烈酒类，但威士忌是其中的主要项目。]并非巧合的是，该税种对一个重要的游说团体——规模较大的酿酒商——较为有利。
	 [image: 该税收或者对每加仑征收9美分，或者对每桶征收一笔总额税。若选择后者，规模较大的酿酒商可以把税负降到每加仑约6美分。]可它激怒了另一个利益团体：在西阿巴拉契亚山区酿造威士忌的农场主。这些农村地区的小酿酒商拒绝缴纳酒税，并羞辱税收官员，最终激起武装暴动和流血事件。新生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与英国人基本相同的做法：武力镇压。但结果大为不同，1794年，乔治·华盛顿总统率领的军队轻松平息了农民的武装暴动。
	 [image: 该税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无法执行，并在反联邦主义的杰斐逊于1801年就任总统后被废除。但这并非美国最后一次武装抗税起义，1799-1800年的弗里斯叛乱（Fries's Rebellion）才是。]
	Roberts（2014，p.48）.


	英国人确实从美国独立中吸取了某些教训。1931年，圣雄甘地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用一小茶勺的盐水泥浆在海水里煮沸，生产出微量未纳税的非法食盐。他的行动分明让人们想起波士顿茶党的“自由之子”行动。但这次英国人没有采取与1774年针对波士顿人的《不可容忍法令》类似的惩罚措施。甘地本人也注意到，英国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
	 [image: Roberts（2014，p.48）.]不过在下一则故事里，他们完全没有克制。

	前所未有的耻辱

	这是关于税收最可怕的暴政故事之一，针对脆弱的受压迫群体，在征收数额与征收手段上都极具掠夺性，并且把税收用作社会改造工程的工具。

	1896年，英国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个保护国，任命地方专员来监视当地酋长们的统治。为筹措相应经费以及兴建一条计划中的铁路，弗雷德里克·卡迪尤（Frederick Cardew）总督宣布在1898年1月1日对所有住宅征收棚屋税（hut tax）。这种税收在非洲殖民地广为采用，部分动机是诱使当地人为筹备税款而更多参与现金交易。这是我们要介绍的许多案例之一：某种税收的引入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明确着眼于改变人们的行为。当地酋长们则在宣誓效忠维多利亚女王的同时，礼貌地表达了对该税种的不满。卡迪尤因此下调了税率，并加上了某些免税政策，包括对基督教传教士免税，但依然推进了整个税收工作。
	Hernon（2003，p.714）.

	如Abraham（1974）认为的。

	Hernon（2003，p.728）.

	这次冲突的军事过程可参见Hernon（2003）。

	Hernon（2003，p.717）.

	Kup（1975，p.187）.


	征税过程很快遭遇麻烦。酋长们因为拒绝提供相关协助被关押起来并送去做苦工，这是极大的羞辱。有位酋长说：“自古以来，还从未有一位酋长受到过像我身穿囚服这样的侮辱。”
	 [image: Hernon（2003，p.714）.]北方地区首先爆发了争斗，英国人前去抓捕当地的酋长领袖白·布雷（Bai Bureh），他被视为反抗运动的鼓动者（但或许是被冤枉的）。
	 [image: 如Abraham（1974）认为的。]不过，布雷终归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坚强斗士，曾经与英国人交战并深知对方的底细。卡迪尤给布雷标出了100英镑的悬赏金，布雷反过来给卡迪尤标价500英镑。
	 [image: Hernon（2003，p.728）.]那里很快陷入了游击战，英国军队在丛林道路中遭到伏击，每天有多次交火。
	 [image: 这次冲突的军事过程可参见Hernon（2003）。]英国人的回应是系统性地烧毁乡镇和村庄，也由此摧毁了自己的税基。
	 [image: Hernon（2003，p.717）.]南方地区同样爆发了起义，冲突甚至更加残酷，数百名欧洲人与身着欧洲服装的当地人在大屠杀中遇难。
	 [image: Kup（1975，p.187）.]
	New African（2011）.

	引自Kup（1975，p.181）。

	Hernon（2003，p.731）.


	然而到当年11月，起义势头被压制。布雷被人出卖，被抓捕和引渡到黄金海岸（如今的加纳）。他的96名同党被处以绞刑。
	 [image: New African（2011）.]至此，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他还将在本书中多次现身）所说的“反抗白人统治的普遍对抗”以失败告终。
	 [image: 引自Kup（1975，p.181）。]代价极其惨痛。连卡迪尤本人在念及“阵亡的英勇将士、献出生命的传教士、遭到大屠杀的塞拉利昂人以及许多遇害的本地居民”时也深感不安——类似的事后追悔毕竟聊胜于无吧。
	 [image: Hernon（2003，p.731）.]
	Ochiai（2017，p.72）.

	Kup（1975，p.181）.

	Hernon（2003，p.709）.

	Ochiai（2017，p.75）.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棚屋税战争”，但它涉及的不只是棚屋税的问题。起义者其实并不打算驱逐英国人，争斗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地方习俗和名誉的侵犯。对棚屋征税在当地人看来是直接侵犯财产权利。有位酋长这样解释：“在我们国家，为某个东西付款意味着你对它没有初始权利。”
	 [image: Ochiai（2017，p.72）.]拥有司法权和其他权力的地方专员的到来篡夺了本地酋长们原有的权力，也并不意外地侵占了他们从罚款中获取的收入。
	 [image: Kup（1975，p.181）.]“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国王，如果他连小小的争端都无法平息，那就不再是国王。”
	 [image: Hernon（2003，p.709）.]同样关键的是，让边防警察采用激烈手段征税引发了敌对情绪，有时候，过去的奴隶借此机会对以前的主人实施报复。
	 [image: Ochiai（2017，p.75）.]因此，这场直接由税收挑起的争端在很多时候反映了其他更深层的矛盾，粗暴的征税方式与税收本身一样容易激起反抗。
	Hernon（2003，p.730）.


	有位受命查清问题的皇家专员认识到战争背后的各种混杂因素，报告说反抗是源于“强制征税过程中采用的非法和侮辱行为给人们带来了冤屈感与不公正感，这种征税方式不为当地习俗所容，并激起了民众的厌恶情绪”。
	 [image: Hernon（2003，p.730）.]这位专员建议取消棚屋税，管控警察力量，并提升酋长们的权威。不过，棚屋税并没有被废除，只是降到了每年3先令。布雷则变成了塞拉利昂不朽的民族英雄，如今有一家医院和一家足球俱乐部以他的名字冠名，他的画像还在2013年被印在1000利昂的钞票上。
	Ballara（1993）.他所做的预测其实已经被证实：新西兰自1819年就有了对人征收的所得税，只是毛利人当时很少缴纳。


	这场起义远非唯一由殖民地棚屋税引发的抗争。在德属东非，据称有2000人因为不纳税而遭到处决。不过，最奇特的殖民地税收冲突或许是围绕养犬而爆发的，这种动物将在我们的税收故事中以惊人的频率出现。那是新西兰赫基昂加地区毛利人的武装抗争，以反对该地区对所有犬类开征的税收（以及根据车辆的轮胎宽度开征的轮胎税）。养犬税被人们视为对原住民自治权的侵犯，政府则将军队召集过来，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抵抗运动领袖霍恩·托亚（Hone Toia）还在此过程中发表了税收史上最值得纪念的言论之一，他预言，“如果狗被征税，下一个就会轮到人”。
	 [image: Ballara（1993）.他所做的预测其实已经被证实：新西兰自1819年就有了对人征收的所得税，只是毛利人当时很少缴纳。]
	这次反抗的详细描述可参见Lewis（1977）。

	Crawford（2002，p.276）.


	然而，另一则养犬税的故事结局远没有那么平静。1922年，德属南部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的一支游牧民族邦德施瓦茨人（Bondelswarts）奋起反抗于1917年开征的养犬税的税负提升。
	 [image: 这次反抗的详细描述可参见Lewis（1977）。]这种税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对当地人的放牧生活来说，犬类扮演着辅助狩猎与保护牲畜的重要角色。南非政府在一战后获得了该地区的管辖授权，派出飞机轰炸反抗部落，以逼迫其屈服，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平民的蓄意轰炸，最终造成100多名邦德施瓦茨人死亡。该事件引起了国际联盟的关注，但并未引发任何实际行动。
	 [image: Crawford（2002，p.276）.]

	[image: ]

	抗税斗士：塞拉利昂的白·布雷与新西兰的霍恩·托亚

	资料来源：左图：CC BY-SA 3.0。右图：Photo by Herman John Schmidt, Auckland Li-braries Heritage Collections 31-70772。

	塞拉利昂的棚屋税与新西兰的养犬税表明，抗税行动及其持续后果有时候既源于试图征敛的税收数额，也与政府对待纳税人的具体方式有关，并涉及强制力背后的国家主权。在不那么血腥的时期，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只是税收的侵扰性。这是税收史上一个不变的主题。例如在本章稍后部分，我们将体会到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人们对税收官员的愤懑之情，因为后者有权登堂入室，记录人们家中的炉灶数量。今天的数字时代也有类似的对应现象，人们担忧政府出于税收或其他目的会试图掌握超出我们意愿的大量私人信息。

	玻利维亚缘何变成内陆国家
	当时的情况是，法国宣称有权对在法国营业的美国公司的全球利润征税，导致美国通过了允许实施大规模报复行动的条款。这些措施事实上并没有被采用，但人们没有忘记相关条文依然记录在案（Thorndike，2016）。


	2019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对法国的部分特色进口产品（香槟酒、奶酪和手提包等）征收高额关税，以报复对方计划引入的“数据服务税”。从美方的角度看，法国试图抢夺谷歌和脸书（现更名为Meta）等美国互联网企业的收入。而法方认为，那只是为确保在当地赚到大钱的企业承担合理的税负。谁有权对跨国企业征税以及如何征税，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新闻媒体和街头抗议的核心议题。但这个议题并非新近才有，即便在美国和法国之间，远在数字时代很早之前的1934年就爆发过类似的争吵。
	 [image: 当时的情况是，法国宣称有权对在法国营业的美国公司的全球利润征税，导致美国通过了允许实施大规模报复行动的条款。这些措施事实上并没有被采用，但人们没有忘记相关条文依然记录在案（Thorndike，2016）。]美法两国（很快再加上其他计划开征类似税收的国家）之间的分歧带来了贸易战的危险，而拉丁美洲在19世纪关于征税权的争夺却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不仅象征性地而且实质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也被称作“南美太平洋战争”或者“硝石战争”（Saltpeter War）。


	这就是1879-1884年的“十分钱战争”（Ten Cents War），智利对阵玻利维亚与秘鲁联军。
	 [image: 也被称作“南美太平洋战争”或者“硝石战争”（Saltpeter War）。]它源于玻利维亚与智利之间由来已久的边界纠纷，前者的领土在当时通过阿塔卡玛省延伸至太平洋海岸。19世纪40年代之前，没有人在乎主要是沙漠地区的阿塔卡玛省的归属，但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发现那里富含鸟粪石和硝酸盐矿。于是智利人大量迁居到争议地区，最远的甚至向北进入秘鲁的塔拉帕卡省，那里有世界上大部分未开发的硝酸盐矿。1874年的边界条约达成了部分解决方案，智利放弃领土要求，以换取玻利维亚做出如下让步：
	de la Riva-Agüero（1929/1874-1875，p.62）.


	对在智利放弃地区开采的矿物征收的出口关税……不应超过目前的水平；智利的公民、企业和资本除了目前已有的赋税，不应再增加任何税收负担。本条款的有效期为25年。
	 [image: de la Riva-Agüero（1929/1874-1875，p.62）.]

	如今这些内容会被称作“财政稳定性条款”，以保证玻利维亚不会对自己境内的智利企业增税。企业自然非常重视对未来税收待遇的保证，尤其是在矿业，如果情况恶化，它们的大量预付成本将难以得到回报。但是，政府可能后悔放弃日后非常需要的财政资源。至少在这个案例中正是如此。
	1公担为100磅的重量。该税收的实施是为应对1877年地震和海啸所造成的损害（Farcau，2000）。


	1878年2月，玻利维亚决定对出口矿物征收每公担（约45.36千克）十分钱的关税。
	 [image: 1公担为100磅的重量。该税收的实施是为应对1877年地震和海啸所造成的损害（Farcau，2000）。]智利方面立刻指出这一增税违反了1874年的条约。但玻利维亚态度强硬，并在1879年2月14日宣布将对相关的智利主要企业“盐铁公司”的资产实施清算，以确保其履行纳税义务。同日，两艘智利装甲舰运载的部队占领了玻利维亚阿塔卡玛省的安托法加斯塔港口，战争随即爆发。次月，与玻利维亚方面签署了共同防范智利秘密互助条约的秘鲁也加入战局。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秘鲁军队的指挥官在1880年的阿里卡战役中阵亡。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n.d.）.

	BBC News（2018a），C.Mann（2011，p.255）.


	这场战争的结果对玻利维亚和秘鲁来说很不妙。
	 [image: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秘鲁军队的指挥官在1880年的阿里卡战役中阵亡。]最终，阿塔卡玛省被割让给智利，玻利维亚变成了内陆国家。秘鲁也失去了塔拉帕卡省。智利的土地得以显著扩张，并控制了全球大部分硝酸盐矿和部分最富饶的铜矿。虽然智利向玻利维亚保证可以在商业上自由使用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但后者仍要求获得一条出海走廊，由此遗留的外交纠纷至今尚未平息。目前的情况是，国际法庭在2018年的判决中做出了不利于玻利维亚的判决。
	 [imag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n.d.）.]而玻方的总统则发誓说，“玻利维亚永远不会放弃”。早已割让出去的阿塔卡玛省在今天的玻利维亚议会中依然有代表席位，也参与竞选玻利维亚小姐。
	 [image: BBC News（2018a），C.Mann（2011，p.255）.]

	[image: ]

	为财政稳定而战

	资料来源：Juan Lepiani-Museo de los Combatientes de Arica。

	对天堂之光征税
	窗户税从未在北美洲实施。在查尔斯·狄更斯的《马丁·瞿述伟》一书中，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一位当地人对马丁及其英国好友马克·塔普利（Mark Tapley）吹嘘说：“先生们，这里没有窗户税的。”马克则回复说：“也没有窗户去征吧。”苏格兰直至1748年才开征窗户税，爱尔兰则是从1799年开始。


	本章的最后一则故事没有流血事件，却能让我们了解税收设计的核心内容。这就是英国于1697-1851年征收窗户税的故事。
	 [image: 窗户税从未在北美洲实施。在查尔斯·狄更斯的《马丁·瞿述伟》一书中，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一位当地人对马丁及其英国好友马克·塔普利（Mark Tapley）吹嘘说：“先生们，这里没有窗户税的。”马克则回复说：“也没有窗户去征吧。”苏格兰直至1748年才开征窗户税，爱尔兰则是从1799年开始。]乍一看，对窗户征税似乎不同寻常甚至荒诞愚蠢，但实际上是相当聪明的做法。

	当时英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找到一个有如下属性的课税对象：随着人们的财富规模扩大而增加（公平性）；容易核实（避免纠纷）；能取代炉灶税（已经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在过去征收该税种，因为需要到居民住房内部去检查，所以备受人们憎恨），可以从远处观察。答案很明确：窗户。
	Hughes and White（1991）.窥探员是个轻蔑的说法，但随着时间过去，窗户税的征管得到了改进，包括在评估和申诉中最终采用集中控制的办法，而非让本地精英以合法或非法方式加以裁决，这成为培养公正和专业的税收征管队伍的关键，并有充分能力实施所得税等新的税种。参见Ward（1952）。

	例如，参见Eckert（2008）。


	一栋房子的窗户数量是主人地位与财富的良好代理指标，平均来说，更富裕者的住房窗户也更多，而窗户数量可以由“窥探员”从户外观察到。
	 [image: Hughes and White（1991）.窥探员是个轻蔑的说法，但随着时间过去，窗户税的征管得到了改进，包括在评估和申诉中最终采用集中控制的办法，而非让本地精英以合法或非法方式加以裁决，这成为培养公正和专业的税收征管队伍的关键，并有充分能力实施所得税等新的税种。参见Ward（1952）。]在缺乏专业住房交易网站或大规模准确测算住房价值的其他办法的时代，这种税收并不是一个愚蠢的想法。事实上，窗户税可以理解为极简化版本的计算机辅助大规模评估系统（如今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将这种系统用于评估房产税），它利用若干相对容易观测的特征（位置、面积等），再套用特定计算公式，来测算每套住房的价值。
	 [image: 例如，参见Eckert（2008）。]

	窗户税的想法固然巧妙，但也有其他税种常见的局限性。例如，它不是非常精确的代理指标，也会导致不公平。亚当·斯密就为此感到苦恼：
	Smith（1868/1776，p.357）.自1808年以后，对这个问题做了某些调整，对给定窗户数量的房产，对其中租金较高者征收了更高的税额。如果有人认为税收的复杂性是新鲜的事情，不妨看看当时的规则，详见Glantz（2008，p.21）。


	有时候，在乡下小镇只需要10英镑租金的房子，窗户数量比伦敦需要500英镑才能租到的房子还要多。尽管前一所房子的居住者可能比后一所要穷得多，但由于纳税额是按照窗户税的规定来计算，他只能承担更重的赋税。
	 [image: Smith（1868/1776，p.357）.自1808年以后，对这个问题做了某些调整，对给定窗户数量的房产，对其中租金较高者征收了更高的税额。如果有人认为税收的复杂性是新鲜的事情，不妨看看当时的规则，详见Glantz（2008，p.21）。]

	英国的窗户税只适用于窗户数量多于某个门槛值的住房，这有助于减轻最贫困家庭的负担。然而，城市贫民集中居住的出租公寓被视为单一建筑来征税，很多时候并不能享受免税待遇。
	这个故事转述自Ydema and Vording（2014，p.514）。额外负担也被称作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窗户税的弊端还在于，它导致了纳税人的行为变化，人们希望减轻税负，但为此需要承受其他伤害。该税种带来的最显著激励是减少窗户数量，必要时会把原有的窗户用砖头堵起来。这种做法的遗迹在今天某些知名建筑（以及其他许多不知名建筑）上清晰可见。光照和空气流通因此受到影响。法国经济学家和商人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亲身经历了此类行动，有位泥瓦匠来到他家，把一扇窗户封起来，以减轻税负。萨伊评论说，这导致了舒适享受的减少，同时财政部并无收获，完全符合“额外负担”（excess burden）的定义
	 [image: 这个故事转述自Ydema and Vording（2014，p.514）。额外负担也被称作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这是指纳税人因税收而遭受税款之外的损失，它是税收思考中最核心也最难以把握的概念之一。额外负担是税收造成的附带损害，我们将在本书第9章再细致考察。
	Stebbings（2011，p.61）.

	Glantz（2008，pp.32-35）.

	Franklin（1931，p.20）.


	窗户减少带来的伤害并非微不足道。空气流通不畅会导致疾病传播，缺少光照使维生素B不足，影响人体发育，法国人称之为“英国病”。反对者由此斥责窗户税是对“天堂之光”征税；医学类出版物抗议说，这是损害人类健康的税收。
	 [image: Stebbings（2011，p.61）.]慈善机构雇用建筑师为穷人设计住房，以减轻窗户税。
	 [image: Glantz（2008，pp.32-35）.]当时的许多思想家也纷纷表达了抱怨。曾任美国驻法国大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许就有这种想法，他于1784年给《巴黎杂志》的编辑写信，谈到自然光线的有益影响，给出的建议之一是在日出时分鸣炮或者敲响教堂的大钟，把所有人都叫醒，我们推测是出于讽刺。不过对我们讲述的故事而言，更有价值的内容是富兰克林提出了与窗户税截然相反的建议：对所有安装了遮阳百叶窗的窗户征税。
	 [image: Franklin（1931，p.20）.]查尔斯·狄更斯则直接表达了愤怒的情绪：
	Dickens（1850），引自Oates and Schwab（2015，p.163）。


	由于议会的法案，“像空气一样自由”的格言变得过时了。自从引入窗户税后，空气或光线都不再有自由……无力支付费用的穷人不得不在这两种最关键的生活必需品上苛待自己。
	 [image: Dickens（1850），引自Oates and Schwab（2015，p.163）。]
	Hugo（1982/1862，p.29）.


	法国效仿英国也于1798年开始征收窗户税（还加入了同样令人憎恨的门户税），导致《悲惨世界》中高尚的迪涅主教哀叹：贫穷的家庭、年迈的妇女和幼小的孩童住在发烧和其他疾病蔓延的棚屋里！上帝赐予人类空气，法律却将其拿来售卖。
	 [image: Hugo（1982/1862，p.29）.]

	[image: ]

	要有（少一点）光

	资料来源：Gary Burt (myspace/slowsmile), CC BY-SA 3.0。
	Austen（1906，p.244）.窗户税给建筑造成了持续性的后果，可参见Glantz（2008），包括目前可见的用砖块砌成的假窗户来装饰光秃秃的外墙的现象。

	Braddick（1996，p.159）.

	来自税收专员1747年的一份报告，引自Glantz（2008，p.25）。


	在天平的另一端，超级富豪或许正在其配有浮华窗户的房间里狂欢。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油腻的柯林斯先生骄傲地向伊丽莎白·贝内特展示自己的资助人的奢华房产，可惜伊丽莎白没能如柯林斯期待的那样当场表现出兴奋之情，对于柯林斯提到的房子正面的窗户数量以及这些物件起初花费了刘易斯·德·鲍尔爵士多少钱，也没有太大兴趣。
	 [image: Austen（1906，p.244）.窗户税给建筑造成了持续性的后果，可参见Glantz（2008），包括目前可见的用砖块砌成的假窗户来装饰光秃秃的外墙的现象。]由于人们既希望多保留些窗户，又企图少缴税，与大多数税种的情形类似，窗户税带来的反应也充斥着逃税、避税、纠纷以及法案修订，包括税务法规中澄清哪些应该或不应该缴税。如今的游客在剑桥的康河上泛舟游玩时，导游可能会讲解说：岸边某座房子在拐角处开了扇窗户，设计在那里的目的是让两个相邻的房间都能有光线进入，而在缴税时只算作一扇窗户。但政府很快识破了这种伎俩，于是在1747年通过法律规定，跨越多个房间的窗户应该按照每个房间一扇窗户的标准来计税。
	 [image: Braddick（1996，p.159）.]更隐蔽的一种办法是试图蒙蔽窗户窥探员，把窗户临时遮掩起来。包括利用可以随时被移走的松散砖块或挡板，或者在外面利用容易被雨水冲走的泥土、牛粪、灰浆或芦苇，在里面利用纸张或纸板将其糊上。
	 [image: 来自税收专员1747年的一份报告，引自Glantz（2008，p.25）。]作为回应，1747年通过的那部法律要求，之前被封住的窗户在没有通知税务稽查员之前不能解封，违者将被处以高额罚金。
	Dowell（1884c，p.201）.

	英制单位，1英寸为2.54厘米。12英寸约为30.5厘米。——编者注

	Ward（1952，p.536）.


	由此带来的纠纷、偏袒和烦恼无所不在。例如，到底什么算窗户？在涉及大量金钱（税款）的时候，许多看似有明显答案的问题会变得模糊不清。法律条文似乎意味着，外墙上的任何洞口（包括缺失的砖块）都是应纳税的窗户。
	 [image: Dowell（1884c，p.201）.]这些规则随着时间推移的确变得更加清晰，或者说至少更加复杂。例如，1747年的该法修订版本就明确规定，如果一个框架内包含两个或更多窗格且窗格之间的间隙超过12英寸
	 [image: 英制单位，1英寸为2.54厘米。12英寸约为30.5厘米。——编者注]，则应计算为不同的窗户。无论如何，由地方绅士组成的税务委员会通常都尽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适用税法。这类操作带来了许多偏袒机会。例如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就曾抱怨说，他的一个熟人的房子有100扇窗户，却只按照20扇来缴税。
	 [image: Ward（1952，p.536）.]窗户税确实有很大的瑕疵，但绝非愚蠢之举。它还揭示了税收设计面临的多项关键挑战：追求可接受的公平，税收可能引起浪费式的行为反应，以及希望有效和非侵扰式地控制税收成本。我们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依次讨论这些挑战。读者将看到，许多国家政府的表现比窗户税的情形要糟糕得多。

	并非一切都关乎税收，然而……
	Thornton and Ekelund（2004）.


	托克维尔的观点可能被夸大了，并非所有的起义、战争或政治纠纷都是或主要是与税收有关，即使那些被贴上税收标签的事件也几乎总是涉及内容广泛得多的其他事务。有时候，给更深层动机披上高税收原则这件冠冕堂皇的外衣可能只是一种手段。这类借口不仅出现在波士顿爱国者的行动中，也常见于如下说法：美国南北战争的起源不是关于奴隶制，而是南北双方在关税政策上的分歧。
	 [image: Thornton and Ekelund（2004）.]
	例如，Wood（1934，p.88）所做的分析。近期对宗教改革的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根据该观点，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依靠赎罪券的垄断权以及支持君主的世俗权威而收获大量利益，却逐渐变成一个效率低下、声誉不佳的垄断者，从而为新教教会的竞争敞开了大门。后者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却不需要抽取那样高的利润，尤其是对君主（Ekelund，Hébert and Tollison，2002）。

	在与安妮·博林结婚并与教皇决裂之前的1532年，亨利八世只允许把5%的教会收入转交给罗马，并威胁要将其全部占有。到1534年，他付诸行动。1536年，解散修道院的行动开始推行。

	Cunich（1999，p.129）.此外，这些税收只是他的经常性收入，没有包含一次性收入。

	Cunich（1999，p.135）.


	但在另一些时候，税收问题可能比通常揭示的内容更具决定意义。例如，认为亨利八世同罗马教廷决裂，不是源于他对安妮·博林女士的爱慕，以及教皇拒绝他因此同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离婚这种放纵激情的行为，而是出自他贪图教皇从英格兰教会征敛的资金，虽然这种说法有妄加推测的成分。
	 [image: 例如，Wood（1934，p.88）所做的分析。近期对宗教改革的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根据该观点，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依靠赎罪券的垄断权以及支持君主的世俗权威而收获大量利益，却逐渐变成一个效率低下、声誉不佳的垄断者，从而为新教教会的竞争敞开了大门。后者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却不需要抽取那样高的利润，尤其是对君主（Ekelund，Hébert and Tollison，2002）。]然而对于其最新增税措施导致了反抗行动的国王而言，夺取这些资金带来的巨大财政收益终归无法忽略。不管怎样，亨利八世在与教皇的角力之中曾威胁剥夺这些税收，并且在决裂来临时很快采取了行动
	 [image: 在与安妮·博林结婚并与教皇决裂之前的1532年，亨利八世只允许把5%的教会收入转交给罗马，并威胁要将其全部占有。到1534年，他付诸行动。1536年，解散修道院的行动开始推行。]，及时使自己的财政收入翻了一番
	 [image: Cunich（1999，p.129）.此外，这些税收只是他的经常性收入，没有包含一次性收入。]，但随即又将这些收入浪费在英格兰有史以来最花钱的几场战争之中。
	 [image: Cunich（1999，p.135）.]起义、骚乱乃至宗教改革本质上都围绕着政府强制力的行使，很少不会涉及税收议题。
	Spartacus Educational（n.d.）.


	税收不能解释一切。与其他某些观察家不同，我们并不认为肯尼迪总统是因为打算取消油气产业的税收减免优惠而被刺杀。
	 [image: Spartacus Educational（n.d.）.]但正如税收政策失误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我们也相信出色的税收设计与征管能带来巨大的好处，细致分析前人在税收议题上的愚昧和明智之举或许能给我们指出正确的行动方向。

	为此，我们将揭开跨越数千年的宏大画卷：各国政府行使强制力的方式已经改变，而他们面临的许多根本问题却没有改变。








第2章




往日时光



	一个民族的财政史是其通史的核心组成部分。
	Schumpeter（1991/1918，p.100）.在同一篇文章里，熊彼特（1883-1950年，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曾于1919年短暂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还提出，需要关注一个特定领域：财政社会学。这一思想直至20世纪末才被真正重视，稍后会提到，目前已成为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约瑟夫·熊彼特
	 [image: Schumpeter（1991/1918，p.100）.在同一篇文章里，熊彼特（1883-1950年，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曾于1919年短暂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还提出，需要关注一个特定领域：财政社会学。这一思想直至20世纪末才被真正重视，稍后会提到，目前已成为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独家新闻》一书中借用自己于20世纪30年代在阿比西尼亚的经历描绘了虚构的以实玛利亚（Ishmaelia）地区的征税情景：
	Waugh（2012/1938，p.95）.


	人们已经发现，把国防与国内税务两项功能归并到戈兰茨·杰克逊将军有效掌管的一个办公室是权宜之计。他的队伍分属两个团队：以实玛利亚骡子征税团与步枪征税团，外加专门针对权势贵族继承人的小型炮兵遗产税兵团……一到每个财政年度末，将军的队伍就会追随逃亡的人群前往周围地区，并在预算日之前及时赶回，满载各种战利品：咖啡、兽皮、银币、奴隶、牲畜和火器等。
	 [image: Waugh（2012/1938，p.95）.]
	这句话来自Belsey（1985，p.2）。


	如今令人头皮发麻的复杂税收体系正是从上述这种粗陋掠夺中演变而来。它们有共同的目标，即为掌握强权的统治者抽取资源，这意味着税收或许是我们与遥远先祖在生活中有共同认识的少数事物之一。过去并非如今的简单重现
	 [image: 这句话来自Belsey（1985，p.2）。]，但是当代统治者面临的基本税收问题与历史上大同小异。本章将浏览数千年来的记录，从中找出那些反复出现的挑战，并分析统治者的应对方式有何变化。随后，本章将首先探讨不同时代的政府实际上获取了多少税收资源，事实表明过去并不是非侵扰式低税收的黄金时代，其次说明税收制度如何被两大关键因素塑造：自古以来的战争，以及更晚近的公民选举权扩大。这些探讨将给本书后续内容提供更丰富的背景材料。本章的最后部分将指出：政府给自身筹款的另外两种主要办法，即借款和创造货币，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税收。

	对漫长税收史的简要回顾
	我们这里介绍的来自新财政历史观（追随熊彼特提出的挑战）的思想，得到了其他研究的强烈呼应。其中一种很有影响的思路重点关注财政制度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并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贡赋国家”（我们称之为“掠夺者”），“领地国家”（除了以战争为主的特殊情况，统治者自己筹集资金），“税收国家”（通过明确的规则来筹集收入），“财政国家”（有能力管理和借还大规模债务）。不过，实际情况会更加复杂，因为这些阶段之间的演化并非总是只朝着一个方向，某些阶段可能被跳过，某个时期的社会可能具有不止一个阶段的特征，人们可以合理地产生分歧（例如，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算是贡赋国家还是税收国家）。而在简略的历史介绍中，我们忽略了这一理论框架。该理论的内容可参见Ormrod，Bonney and Bonney（1999）。

	Beard（2015，pp.214 483）.

	Hurstfield（1955，p.57）.


	远在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甚至苏美尔文明出现之前，与税收类似的某些做法毫无疑问就已经问世，一如杰克逊将军式的粗暴掠夺。
	 [image: 我们这里介绍的来自新财政历史观（追随熊彼特提出的挑战）的思想，得到了其他研究的强烈呼应。其中一种很有影响的思路重点关注财政制度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并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贡赋国家”（我们称之为“掠夺者”），“领地国家”（除了以战争为主的特殊情况，统治者自己筹集资金），“税收国家”（通过明确的规则来筹集收入），“财政国家”（有能力管理和借还大规模债务）。不过，实际情况会更加复杂，因为这些阶段之间的演化并非总是只朝着一个方向，某些阶段可能被跳过，某个时期的社会可能具有不止一个阶段的特征，人们可以合理地产生分歧（例如，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算是贡赋国家还是税收国家）。而在简略的历史介绍中，我们忽略了这一理论框架。该理论的内容可参见Ormrod，Bonney and Bonney（1999）。]掠夺的习俗在千百年中持续下来。例如在罗马帝国时期，有时候军事征服的胜利极其辉煌，足以免除当年的其他所有赋税。
	 [image: Beard（2015，pp.214 483）.]在英格兰，1087年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给刚刚立足的诺曼征服者提供他们获得了多少财富的详细记录。掠夺伴随着对资源丰富的南美洲的征服，伴随着掠夺者们偶尔也遭到别人的掠夺：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对西班牙人货船的抢夺，加上1577-1580年对西班牙人的其他海盗式袭击，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带来的财富相当于一整年的正常财政收入。
	 [image: Hurstfield（1955，p.57）.]直至现代社会，掠夺仍在继续，例如围绕非洲和中东的石油及其他矿物宝藏的控制权的各种冲突。
	The Magnificent Seven（1960）.

	Strassler（2009，p.12）. 罗马的提比略皇帝也看到了这点。当有人建议提高行省的税收时，他回答说，“好的牧羊人有剪羊毛的义务，但他不会剥掉羊皮”（Suetonius，1957/121，p.126）。电影《豪勇七蛟龙》中的埃里·瓦拉赫对此补充说：“如果上帝不想让它们被剪毛，就不会造出这些羊来。”


	不过，更为老练的掠夺者学会了比杰克逊将军更圆滑的技巧。他们更像埃里·瓦拉赫（Eli Wallach）在电影《豪勇七蛟龙》中扮演的强盗
	 [image: The Magnificent Seven（1960）.]，认识到给被掠夺对象留下足够的资本和人力以恢复其生产能力，可以给日后更多的掠夺奠定物质基础。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吕底亚的国王阿律阿铁斯的故事：他在攻击古希腊城市米利都时禁止毁坏当地人的住房，使米利都人能够继续耕作土地，也给他带来继续掠夺的物资。
	 [image: Strassler（2009，p.12）. 罗马的提比略皇帝也看到了这点。当有人建议提高行省的税收时，他回答说，“好的牧羊人有剪羊毛的义务，但他不会剥掉羊皮”（Suetonius，1957/121，p.126）。电影《豪勇七蛟龙》中的埃里·瓦拉赫对此补充说：“如果上帝不想让它们被剪毛，就不会造出这些羊来。”]从这里出发，再进一小步就可以发现，掠夺这种艰巨任务本身或许并不是必需的，只需要掠夺的威胁便已足够。通过敲诈获得贡赋变成了能取得同样效果的更文雅的方式，例如古代英格兰人与法兰克人为免遭维京人袭击而缴纳的丹麦金。
	Goldsmith（1987，p.33）.

	Dietz（1921，p.184）.

	Machiavelli（1908/1515，p.125）.


	长期以来，从外国人或者更普遍地说，从因为宗教等因素被视作外人的群体（后文将会讨论）身上掠夺财富和获取贡赋被当作受欢迎的税种。统治者喜欢从自己并不需要获取普遍支持的人群那里榨取资源。雅典人就对外国居民征收人头税
	 [image: Goldsmith（1987，p.33）.]，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格兰则对外国人征收双倍人头税。
	 [image: Dietz（1921，p.184）.]马基雅维利向自己的君主建议：“就像居鲁士、恺撒和亚历山大那样，对于既非您自己或本国臣民的财物，尽可以施恩派送，因为挥霍外人的东西无损您的声誉，反而会为之添彩。”
	 [image: Machiavelli（1908/1515，p.125）.]如今有许多人试图对外来的跨国公司征税，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然而正如本书第1章所述，玻利维亚就吃到了对外国人征税的苦头。另外这样的收入很少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即便是每年有宝藏舰队运回大量财富的西班牙帝国，也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对内部人，也就是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的自身所属共同体的成员，征税同样是必需的。

	随着社会安定下来，税收也采取了更稳定的形式。在前工业化时代，税收主要瞄准仅有的两类供应相对充足的对象：耕地和劳动力。
	在中文里，井田制的“井”字形象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参见Huang（2016）和Theobald（2016）。

	Beijing Tax Museum（2019，p.1）.

	“土地税”经常被作为一个临时的统称，指代以某种方式对农业活动征收的各种税。此类税收往往通过对农产品征税来间接收取。

	Lactantius，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顾问，引自Bartlett（1994，p.298）。

	Gilmour（2006，p.111）.


	例如在古代中国，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的井田制把土地划分为3×3的9块等面积区域，把人们共同耕作的中间那个地块的收成作为税收
	 [image: 在中文里，井田制的“井”字形象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参见Huang（2016）和Theobald（2016）。]；思想家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对这种制度大加赞誉，只是到他生活的时期，井田制已基本瓦解。当然，汉字中的“税”字的构成没有改变，依然是由“禾”（谷物）与“兑”（交易）组成。
	 [image: Beijing Tax Museum（2019，p.1）.]各国政府为征管土地相关税收投入了大量资源。
	 [image: “土地税”经常被作为一个临时的统称，指代以某种方式对农业活动征收的各种税。此类税收往往通过对农产品征税来间接收取。]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公元284-305年），土地被逐块测量，葡萄藤和树木要全部计数，各种养殖动物也都要登记入册。
	 [image: Lactantius，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顾问，引自Bartlett（1994，p.298）。]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对实际或潜在稻米产量开征比例税，通常以实物形式缴纳。在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则有大约90%的收入来自土地税，官员需要收集每块土地的面积、产量和价格信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殖民政权的官员在印度各地做着大同小异的事情，“负责视察和检测……水井和灌溉系统的情况、土地登记的普查和录入、牲畜的数量和健康状态，以及边界的准确位置”。
	 [image: Gilmour（2006，p.111）.]他们采用的许多方法在今天的低收入国家依然很常见，例如主要依靠实物指标来给税基评估提供合理的基础。
	Chen（1911，p.669）.


	对于劳动力，可以直接通过人头税来征收，即要求所有人缴纳等额的税款，这在中国被称为“丁税”。
	 [image: Chen（1911，p.669）.]也可以用间接方式来征收，如通过非常辛苦甚至有致命危险的劳役。更具诱惑力的办法则是，古代欧洲封建制度下的骑士及其家臣必须为大封建主服骑士兵役，作为分享其领有土地的回报。
	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祭祀活动，可参见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p.102-107）。

	Bernardi（1970，p.75）.

	Goldsmith（1987，p.32）.


	前工业化社会还有其他类型的税收。在古代雅典，富人需要给祭祀仪式提供资金，此类活动起初是为节日举办，后来具有了更广泛的职能
	 [image: 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祭祀活动，可参见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p.102-107）。]，例如伯里克利曾在公元前462年把上演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The Persians）作为祭祀仪式。古罗马的重要税种包括销售税（到公元444年被提高至4%）以及继承财产、买卖和解放奴隶的税收。
	 [image: Bernardi（1970，p.75）.]韦帕芗皇帝（公元69-79年在位）对尿液征税，并以此教育他的儿子：金钱没有气味。古代雅典征收1%的进口和出口税，但前现代时期的统治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基本上还是土地和劳动力。
	 [image: Goldsmith（1987，p.32）.]
	英语里的说法是live of their own。法语和西班牙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vivre du sien，conformare con lo suyo（Ferguson，2001，p.53）。

	Schumpeter（1991/1918，p.105）强调了这一点。

	关于军事技术改进与国家结构发展之间的联系，可参见Bobbitt（2003）。另外，Ferguson（2001）列出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军事技术进程与“物有所值”的成本。


	在中世纪的西欧，明确属于现代税收制度的一些元素已开始出现，包括如下理念：统治者要满足快速增长和持久的财政需求，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传统上对统治者的设定是“量入为出”：依靠自己的收入去支出，尤其是战争的费用。
	 [image: 英语里的说法是live of their own。法语和西班牙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vivre du sien，conformare con lo suyo（Ferguson，2001，p.53）。]这些收入来源包括土地收入、下属领主提供的劳务、其他封建义务，加上各种各样的临时增收措施，例如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的做法等。某些不寻常的支出（如战争支出）难以依靠这些收入来满足，还需要临时征税，这些征税通常会假以某种名目，例如英国的“补贴”“津贴”“援助”，西班牙的“服务”，以传递此类款项属于自愿性质、得到共同认可的假象。然而大约从15世纪后期开始，战争的成本变得更高了（部分源于奥斯曼帝国带来的严重威胁），要求越来越强大的火炮（与防御火炮所用的愈益坚固的堡垒）以及大量训练有素的步兵。
	 [image: Schumpeter（1991/1918，p.105）强调了这一点。]例如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1603-1625年）的英格兰，来自传统封建义务的收入显然已捉襟见肘，垄断权出售等临时收费也无法再填补缺口。于是支持战事的临时性特殊收费变得越来越频繁，哪怕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欧洲各国急于寻求更加可靠与稳固的税基，商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城市中心区域此时日益成为让人垂涎的征税目标。
	 [image: 关于军事技术改进与国家结构发展之间的联系，可参见Bobbitt（2003）。另外，Ferguson（2001）列出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军事技术进程与“物有所值”的成本。]不过，为开辟广泛而持久的税收来源，统治者们还必须付出一笔代价：削减自己的政治权力。
	Ferguson（2001，p.57）.

	Grapperhaus（1998，p.17）. 其中提到的地方是Roxanne，但我们认为应该是指今天的Roanne。


	政府收入最古老、最持续的来源之一是贸易税，或许它也是传统上认为统治者拥有无可争议的征税权的唯一领域。长期以来，边境一直是征收贸易税的绝好地点，如今依然如此。毋庸置疑，这部分是源于希望对外国人（而非自己人）征税，当然，背后还会触及税收归宿的问题，即税收的负担最终落到谁头上，这是本书第7章要探讨的主题。贸易税是中世纪欧洲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英格兰的约翰王对类型广泛的进口品和出口品征收约7%的关税，中世纪英格兰王室的很大部分收入则源自羊毛出口税。
	 [image: Ferguson（2001，p.57）.]彼时的欧洲大陆被纷繁的通行费和过境费等弄得四分五裂，例如在1567年，沿着卢瓦尔河从罗阿讷到南特需要穿越120个收费点。
	 [image: Grapperhaus（1998，p.17）. 其中提到的地方是Roxanne，但我们认为应该是指今天的Roanne。]贸易税还支撑着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它位于两条重要贸易路线的交会处。在今天，发达经济体实施贸易税更多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而不以增加政府收入为目标。可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税依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20%乃至更大份额。
	Tarver and Slape（2016）.

	Goldsmith（1987，p.165）.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2005）.

	约翰·皮姆（John Pym，1584-1643年）是反抗查理一世的领袖之一。后者试图在众议院会场将皮姆等五位议员逮捕，结果发现“鸟儿已经飞走了”，而且自己很快将陷入战争。


	统治者需要确保广泛而可靠的收入来源的后果之一，是使货物税（excise tax，意指对国内生产和进口的特定产品征税）规范化和扩大化。货物税的征收基础是经济活动的货币化，以及生产和消费日益集中到数量可控的企业与城市之中。西班牙至少从1342年开始就对类型广泛的产品征收商品税（alcabala）。
	 [image: Tarver and Slape（2016）.]法国从14世纪40年代起确立了令人愤恨的盐税（gabelle）。在美第奇家族把持的佛罗伦萨共和国，1427年的销售税平均占消费者支出的6%左右，佛罗伦萨市内的占比更高，大部分来自对葡萄酒和食盐的征税。
	 [image: Goldsmith（1987，p.165）.]岁月荏苒，货物税的课税范围开始变得更加广泛：西班牙在1590年甚至对基本食品征税，尼德兰联合省（英语货物税中的excise可能来自中古荷兰语的excijs）
	 [image: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2005）.]与英国在1649-1660年的空位时期（interregnum）也是如此（由议会带头人约翰·皮姆推动）。
	 [image: 约翰·皮姆（John Pym，1584-1643年）是反抗查理一世的领袖之一。后者试图在众议院会场将皮姆等五位议员逮捕，结果发现“鸟儿已经飞走了”，而且自己很快将陷入战争。]这些扩大税基的尝试并不总能成功。西班牙人试图对所有产品征收的税率为10%（所谓的十分之一钱），却激化了荷兰人在1568-1648年的反抗。英联邦的历史也催生了英国本土对大范围商品税（commodity taxation）的抵制，这在今天依然是个政治禁忌。不过，得益于经济货币化与工业的发展，商品税仍被稳固地确立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当然，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税收是有意识地根据个人情况而区别对待的。富人的口袋（以及背后的土地、厂房、矿山等）是金钱的藏身之所，或许也应该是财政的来源。但统治者不能轻易判断国民的富裕程度到底如何，尤其是因为报告的财富越多，承担的税负就越重，臣民并不愿意配合。这自然也是今天所有税收制度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p.102-105）.

	Dietz（1921，pp.386-387）.


	古希腊人在很早以前就对这个问题有简洁的处理办法：富人可以免于为祭祀仪式出钱，但前提是愿意把自己的所有财产与承担祭祀费用的人交换。
	 [image: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p.102-105）.]这激励他们不过分低报自身财富，以免到头来得不偿失。这类办法此后偶尔会被采用，作为诱使人们诚实评估自身财产的手段。不过针对富人更普遍的做法是，以生活水准的某个代理指标作为税负的基础，例如在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以地位层级为指标，或者本书第1章提到的住宅上的窗户数量等。类似思路迄今依然在延续。另一种办法则是把细分征税权委托给各地的精英群体，这些人对当地情况更为了解，而统治者毕竟也希望并愿意与之友好相处。有时候这种裁量权以如下方式行使：不设定个人需要上缴的数额，而是给每个地方制定配额。此时偏袒和造假会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现，例如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爵士曾向伊丽莎白一世禀告：“女王陛下账目上记录的我们价值30或40英镑的地产，其实不到我们自己真正财富的1%。”
	 [image: Dietz（1921，pp.386-387）.]与之相比，面向商品的货物税和关税有着非常容易观测和核实的税基，例如羊毛的捆数很容易数清楚。这使得税收的执行可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不那么需要关于富人群体的内部情报（及与他们的复杂关系），更容易委派给政府官员或承包税收的商业机构（它们支付一笔费用以获得征税权）去监督管理。

	到16世纪后期，各国统治者的财政需要使税收不仅成为战争时期提供特殊资金的手段，还变成了永久性的现实行动。斗争于是愈演愈烈，被征税的对象试图对征收多少和如何征收掌握更大的控制权。从中世纪早期的地方性抗税起义，到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1556-1598年在位）同议会的角逐、英国内战、美国独立战争乃至法国大革命。历史事件在不同地方爆发，结果各不相同，直至“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年），西方国家最终建立起了稳定、合适和得到广泛认可的税制体系。
	J.Marshall（1836，p.37）.

	罗伯特·沃波尔是首任奥福德伯爵（Earl of Orford，1676-1745年），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任首相。


	这种制度首先见于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及随后的多次英法战争之后，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依靠配额式土地税、海关关税、范围广泛的货物税，以及日益专业化的税收征管部门，强大的征税乃至借款能力在当时被视为英国国力蒸蒸日上的关键因素。这甚至引来了乔治·华盛顿的忧虑：“在现代战争中，钱袋子必然是主要决定因素。”他因此担心：“尽管英国政府深陷债务……但他们的公共信贷体系依旧能够发挥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力量。”
	 [image: J.Marshall（1836，p.37）.]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某种共识之上的，因为正如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首相在1733年看到的那样，他的任何关于扩大货物税的念头都将立刻被公众的怒火吞没。
	 [image: 罗伯特·沃波尔是首任奥福德伯爵（Earl of Orford，1676-1745年），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任首相。]
	土地税重要性下降部分表明对应税资产重新估值是普遍的政治难题。例如，英国的土地税一直是基于1682年的价值来征收，这确实是它在18世纪的财政贡献率降低的原因之一（Mathias，2013，p.462）。土地税收入在19世纪的英属印度地位下降，则主要是因为1793年在孟加拉的土地收入永久确立方案，将名义税负永远固定下来（Richards，2012，pp.420-421）。第4章将会介绍，英国政府避免重新做财产估值的愿望导致了该国的第二次人头税灾难。

	引自Dowell（1884b，p.99）。


	随着商业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增长，土地税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但数额依然不容小觑。
	 [image: 土地税重要性下降部分表明对应税资产重新估值是普遍的政治难题。例如，英国的土地税一直是基于1682年的价值来征收，这确实是它在18世纪的财政贡献率降低的原因之一（Mathias，2013，p.462）。土地税收入在19世纪的英属印度地位下降，则主要是因为1793年在孟加拉的土地收入永久确立方案，将名义税负永远固定下来（Richards，2012，pp.420-421）。第4章将会介绍，英国政府避免重新做财产估值的愿望导致了该国的第二次人头税灾难。]新的税收来源虽然颇具吸引力，却不容易观测和核实。例如，1697年的英国土地税最初不仅针对土地租金，还包括个人财产（包括金融资产）以及非军事类官职和就业带来的收入。可是到18世纪30年代，土地租金之外的收入大部分都消失了。罗伯特·沃波尔承认：除了地产的拥有者，其他人对这个税种的贡献微不足道。
	 [image: 引自Dowell（1884b，p.99）。]
	Clark（2006，p.88）.

	不过，Grapperhaus（1998，p.63）提到了巴达维亚共和国在1797年实行的所得税。


	财政需求则因为18世纪的频繁战争而剧增。认识到其中的联系之后，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设立了超级机构：战争和财政部。
	 [image: Clark（2006，p.88）.]各国政府纷纷为财政问题而挣扎，有些表现较好（如英国），有些则更加困难（如法国）。但即便是英国也需要更多公帑来支持对付法国和拿破仑的前所未有的庞大战争开支，这导致小皮特首相于1799年首次引入了真正的所得税，把税负同个人的经济状况精准挂钩。
	 [image: 不过，Grapperhaus（1998，p.63）提到了巴达维亚共和国在1797年实行的所得税。]欧洲与北美继续向着更为现代的税收体系转型，推动因素包括市场部门的扩张、农业的重要性降低、就业向大型机构集中以及识字率提高等。各国还建立了能够较为公正和有效地征税的官僚机构。所有这些经济与社会变革都推动了税收征管的进步，而随着征收难度下降，税收收入不断增加。
	劳合·乔治（1863-1945年）是激进的自由党人，1908-1915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1916-1922年担任英国首相。


	到一战爆发前夕，足够稳定和优质的税收体系加上足够规范的税收征管部门已经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演化成形。尽管让人惊讶的是，它们当时还极少效仿英国开征个人所得税。各国税收体系面临的压力正在显现。例如社会矛盾已驱使德国和英国迈出了需要资金支持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最初脚步，还有走向更具累进性税制的压力，这种压力已推动德国各州在1891-1912年采纳了所得税制度。此类紧张关系也是劳合·乔治在1909年的“人民预算”主张引发英国宪法危机的深刻背景（后文还有更多讨论）。
	 [image: 劳合·乔治（1863-1945年）是激进的自由党人，1908-1915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1916-1922年担任英国首相。]在美国，民众对所得税的支持度大增，主要是希望它能部分替代被广泛认为对穷人不公平的关税，这首先推动了针对企业的小幅税收，然后是1913年的宪法修正案给联邦所得税的征收扫除了障碍。

	然而随着一战打响，各交战国的税收负担急剧增加，上述压力相比之下又显得无足轻重。之前尚未推出所得税的国家纷纷引入所得税，法国在宣战后数天之内引入，俄国则是在1916年引入，而且采用了更高的税率和更低的免征门槛。英国的基准税率提升至前所未见的30%，覆盖面翻了一番多。美国的最高所得税税率从1913年引入时的7%急剧提高到1918年的77%。当时作为临时措施引入的一项创新是主要国家都开征了公司层面的税种，对战争时期的超额利润征税，这在后来被长期束之高阁，但近期又被人重新提起。

	二战造成的影响更具革命性。所得税首次对大多数普通人适用，例如在美国，所得税申报表的填写人数从1939年的770万人大幅增加至1945年的4990万人，这一剧烈扩张得益于税收征管方式的关键进步：大量采用预扣方式，让雇主负责代缴税款，而不是直接到员工那里去征收。

	在之后的数十年中，政府采用的主要税收工具类型没有太大变化，但有两个重要的例外。其一是单独的公司税的出现，其二是更具根本意义的增值税的兴起。
	关于谁才是现代增值税的发明人，存在某些争议。主要争议人物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S.Adams），他可能早在1911年就提出了近似的想法。参见James（2015）。

	HM Revenue & Customs（2018，charts 8 and 9）. 应该承认，这个数字高得不同寻常，因为英国不仅对出口（各国通行），还对食品（占消费者支出的很多部分）实行“零税率”，即不对销售额征税，而且向企业全部返还其供应商已经缴纳的增值税。

	关于增值税的兴起，可参见Ebrill et al.（2001），Keen and Lockwood（2010）以及James（2015）。


	增值税最早由德国商人威廉·冯·西门子（Wilhelm von Sie-mens）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
	 [image: 关于谁才是现代增值税的发明人，存在某些争议。主要争议人物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S.Adams），他可能早在1911年就提出了近似的想法。参见James（2015）。]，当时肯定被视为异想天开。该税种的本质是每家企业都需要为全部销售额纳税，但同时应减去它们自身采购中包含的税款（这部分已经由供应商缴纳），假如后者超出前者，甚至可以得到退税。其结果是除了逃税和某些复杂情形，增值税是一种对终端消费者征缴的税收。这个设计听上去或许非常浮夸和可笑：为什么不直接对终端产品销售（零售环节）征税，以避免过程中的全部退税和返还事务（例如在英国，约有40%的增值税款项会退还给各家企业）？
	 [image: HM Revenue & Customs（2018，charts 8 and 9）. 应该承认，这个数字高得不同寻常，因为英国不仅对出口（各国通行），还对食品（占消费者支出的很多部分）实行“零税率”，即不对销售额征税，而且向企业全部返还其供应商已经缴纳的增值税。]答案在于，增值税把缴纳税款的责任放到了所有企业头上，而不只是面向零售商，因为对后者征税是出了名的困难。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增值税风靡全球，在当今世界的税收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美国是明显的例外，有关原因将在本书稍后部分介绍。
	 [image: 关于增值税的兴起，可参见Ebrill et al.（2001），Keen and Lockwood（2010）以及James（2015）。]
	Goode（1993，p.37）.


	关于税收史的这一简要介绍侧重于欧洲与北美的经历，当然世界各国还有其他传统，例如从奥斯曼帝国脱离出来的许多国家依然非常依赖复杂的收费制度，资源极其丰富的某些国家目前对增值税和所得税仍然不够重视等。对欧美地区的关注固然暴露了本书作者自身的背景局限，但也反映了那里形成的税收模式在今天占据了主流地位，姑且不论其好坏。二战后从殖民列强统治下独立出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继承或者保留了殖民者留下的税收制度，他们寻求的咨询建议也经常受到更先进国家的实践的深刻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税收项目创始人曾痛苦地反思说：“专家们往往不加批判地建议照搬他们母国的体系，或许还要加上他们在母国未能成功推动的修订建议。”
	 [image: Goode（1993，p.37）.]这可能让众多发展中国家陷入麻烦，例如在它们培养出充分的行政执行能力之前，就实施面向广大民众的复杂所得税。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甚至是大多数地方，走向足够优秀的税制体系和足够规范的征管实践的进程仍在持续。

	税负几多？

	每个国家，每一代人，往往都认为自己承担着前所未有的繁重税负。当然把法老时代的埃及与如今的丹麦放在一起，很难做有意义的税负对比，另外我们掌握的有关古代社会税负的证据充其量也是非常零散的。可是，我们不能假设自己的祖先总是幸运的——即使没有长寿和富足的人生，也至少处于轻徭薄赋的状态。
	Meade（1977，p.320）.

	Jones（2014，p.120）.


	例如，英格兰的贵族和教士们很可能就不认同这种说法，1193年，他们被迫支付一笔数额空前庞大的赎金，以换回光荣伟大的狮心王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归途中遭遇海难，伪装被人识破，落到敌军手中，后者很快以某个价钱将理查一世交易给势力更为强大的对手——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六世皇帝。当时对被俘贵族索要赎金是寻常之事，但这次的人质不同寻常，亨利六世宁愿冒着因为虐待一位十字军将领而被开除教籍的风险，也要给理查一世标上10万银马克的价签：相当于35吨纯银，远远超出王室当时正常年收入的10倍。
	 [image: Meade（1977，p.320）.]编年史作者拉尔夫·德·迪赛托（Ralph de Diceto）记录说：“为筹这笔款项，大主教、主教、大修道院长、小修道院长、伯爵和男爵们捐出了自己四分之一的年收入，较大的教会拿出了长久积累的财富，教徒们拿出了银制杯具……西多会修士与普雷蒙特雷修会的修士奉献了一整年的羊毛产出。”
	 [image: Jones（2014，p.120）.]这显然是一笔令人痛苦的交易。尽管理查一世野心勃勃、关系不睦的弟弟约翰极力阻挠，并向亨利六世承诺同样金额的报酬，要其扣留理查，但理查的强势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筹集到了足够的份额——人质本身保证继续偿还剩余部分，理查还尴尬地先放弃王冠，再作为罗马皇帝的封臣重新获得王冠——最终确保他于1194年初平安归来。
	Goldsmith（1987，p.32）；这里去除了雅典从其领导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中其他城邦获得的收入。

	Goldsmith（1987，p.78）.

	Goldsmith（1987，p.92）.

	Nakabayashi（2012，pp.395-396）.

	Goldsmith（1987，p.122）.

	Goldsmith（1987，p.226）.

	Ferguson（2001，p.94）；另请参见Hellie（1999，pp.496-497）和Ger-schenkron（1970）。


	这是一个极端例子，前现代社会的其他一些案例反映的税收额度则与如今颇为相似，甚至更高一些。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城邦政府大约占有十分之一的国民产出
	 [image: Goldsmith（1987，p.32）；这里去除了雅典从其领导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中其他城邦获得的收入。]；早期阿拔斯王朝的税收占比或许有三分之一
	 [image: Goldsmith（1987，p.78）.]；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在16世纪末至少占有三分之一。
	 [image: Goldsmith（1987，p.92）.]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年）掌权的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约有30%乃至更多的稻米产出以税的形式上缴
	 [image: Nakabayashi（2012，pp.395-396）.]；印度莫卧儿王朝早期约有四分之一的国民产出归属帝国政府
	 [image: Goldsmith（1987，p.122）.]；尼德兰联合省在1688年的税负也与之大体相当。
	 [image: Goldsmith（1987，p.226）.]与今天发达经济体约占GDP三分之一的平均税负相比，这些数字相差无几。当然某些时期的税负还会高得多。俄国在1710年有大约三分之二的谷物产量被用于缴税，如此高的财政盘剥程度只有到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才再度出现。
	 [image: Ferguson（2001，p.94）；另请参见Hellie（1999，pp.496-497）和Ger-schenkron（1970）。]有人因此把税负过重视为沙皇俄国衰落的原因之一（当然也包含其他许多因素）。无论哪个历史时代，人们始终在抱怨自己的税收负担难以承受，但通常来说还是容忍了下来。
	Goldsmith（1987，p.226）.

	Williams（2017）.

	Stubbs（1936/1870，p.189）.


	到近代初期，英国的税收负担普遍较轻，例如在1688年，只有约3%的国民产出用于缴税。
	 [image: Goldsmith（1987，p.226）.]但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丹麦金的数量绝非微不足道：人们在接受贡赋的丹麦发现的盎格鲁—撒克逊铸币比在支付贡赋的英格兰发现的还多。
	 [image: Williams（2017）.]另外在为理查一世支付赎金的5年前，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征收了“萨拉丁什一税”（Saladin tithe），为十字军东征筹款，志在收复萨拉丁于1187年占领的耶路撒冷。这笔税收要求对各种收入和动产按10%的比率征收，执行中采取了明智的大棒加胡萝卜的办法：不配合的人将被革除教籍，参加十字军的人则得到豁免。
	 [image: Stubbs（1936/1870，p.189）.]
	North and Weingast（1989，p.809）；数字来自1617年。这里的测算排除了王室土地的收入并考虑了采买权的影响（见本书第3章的介绍）。

	丹麦属于例外情形，它的国家教会被视为“广义政府”的组成部分。


	此外，与我们今天的税收较为类似的部分，远非人类祖先必须面对的唯一的强制性负担。在17世纪早期，除王室土地，英国君主的收入中还有超过一半来自封建义务。
	 [image: North and Weingast（1989，p.809）；数字来自1617年。这里的测算排除了王室土地的收入并考虑了采买权的影响（见本书第3章的介绍）。]在世俗政府的赋税之外，往往还需要给宗教机构缴纳强制性款项，如基督教国家的什一税，伊斯兰国家的天课（zakat，通常为农业产出的10%，实际负担还更高，因为不会扣除农民的成本）。此类税收以不同形式长期延续。若干北欧国家至今仍有政府负责收取“教会税”，尽管在官方的财政统计中通常并不列入税收。
	 [image: 丹麦属于例外情形，它的国家教会被视为“广义政府”的组成部分。]关于目前征收天课的信息则更难找到。另外还往往有各种地方税，虽然留下的记录较少，但对支持贫困救济行动非常重要。
	休伊·朗（1893-1935年）在1928-1932年担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32年担任参议员，直至1935年被刺杀。通过正当手段与极其下作的手段，他“比生前身后的任何政客都更牢固地控制了美国的一个州”（White，2006，p.ix）。

	White（2006，p.91）.


	很久以来还有给腐败的掌权者缴纳的“非正式”收入。例如在美国，政客任命的官员给政客及其所属政党捐赠款项，乃是一种被长期接受的习惯做法。好比在休伊·朗（Huey Long）时代的路易斯安那州
	 [image: 休伊·朗（1893-1935年）在1928-1932年担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32年担任参议员，直至1935年被刺杀。通过正当手段与极其下作的手段，他“比生前身后的任何政客都更牢固地控制了美国的一个州”（White，2006，p.ix）。]，州政府雇员通常要把5%～10%的工资捐给朗的政治机构。
	 [image: White（2006，p.91）.]此外，统治者对于如何筹集不被称作“税收”的收入有非常灵活的手腕，这些将在本书第3章详述。
	本段中英国的数字来自Bank of England（n.d.），只针对中央政府，并包含国家保险制度缴费。英国的地方税在工业革命时期约为文中提到的中央政府收入的10%～17%；Hartwell（1981，pp.137-138）。

	Hungerford（2006），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n.d.）.

	Bank of England（n.d.，table A27）.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n.d.，table 14.1）.


	直至进入近代之后，税收才呈现更为清晰但依旧不稳固的图景。英国的税收在18世纪出现了巨幅增长，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1788年，达到GDP的10%左右。
	 [image: 本段中英国的数字来自Bank of England（n.d.），只针对中央政府，并包含国家保险制度缴费。英国的地方税在工业革命时期约为文中提到的中央政府收入的10%～17%；Hartwell（1981，pp.137-138）。]相反在法国，税收占比依然只有约7%，财政危机随之浮现——这是历史上被普遍认为税收负担过低的极少数情形之一。到19世纪初，我们对评估税负（税收收入占一国GDP的份额）有了更大的把握。如果只考虑中央政府的税收，英国的税负从拿破仑战争直至进入20世纪长期维持在低于10%的水平。在美国，除了南北战争时期的短暂攀升，联邦政府的税负一直在5%以下。
	 [image: Hungerford（2006），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n.d.）.]但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两国的税负都急剧提高，英国达到20%以上，美国处于5%～10%。到二战爆发后，税负再度飙升，而且在战后几乎没有回落。1947年，英国的税负达到约36%，仅比如今略高一点。
	 [image: Bank of England（n.d.，table A27）.]美国联邦政府今天的收入占比与1947年基本持平，约为GDP的16%，若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税收并入则约占GDP的26%。
	 [imag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n.d.，table 14.1）.]
	OECD（2019c，table 3.1）.

	OECD（2019c，table 3.1）.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经合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的税负自1965年以来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平均增幅约为GDP的10%。
	 [image: OECD（2019c，table 3.1）.]但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平均水平为GDP的三分之一左右，最低的墨西哥仅为16%，最高的法国达到46%。
	 [image: OECD（2019c，table 3.1）.]与很多美国人的想象不同，按照经合组织的标准来看，美国的税负显然属于较低的行列。
	非常机敏的喜剧演员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也误解了税式支出的意思。在奥巴马于2011年呼吁减少税式支出后，斯图尔特质问：“什么？税法的内容并不是关于在哪里花钱，而是在哪里收钱……你想把税收的增加描述成支出的减少。这些东西以及你必须寄给乔治·奥威尔的版税支票，我们负担得起吗？”有位愤怒的公共财政经济学家为此批评了斯图尔特，并指出有大量支出计划是伪装成减税：“你不相信税法里面有花钱的内容？这里有个活生生的例子：鸡屎税收抵扣。”那是很奇怪却真实的案例，养鸡农场主如果用环保方式处理鸡屎，确实会得到税收抵扣。参见Burman（2011）。


	由于预算惯例的不同，对各国税负开展有意义的比较并不那么简单。“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是一个有些矛盾的构词，意指税收中包含的减免优惠，从性质上看类似于财政支出项目。
	 [image: 非常机敏的喜剧演员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也误解了税式支出的意思。在奥巴马于2011年呼吁减少税式支出后，斯图尔特质问：“什么？税法的内容并不是关于在哪里花钱，而是在哪里收钱……你想把税收的增加描述成支出的减少。这些东西以及你必须寄给乔治·奥威尔的版税支票，我们负担得起吗？”有位愤怒的公共财政经济学家为此批评了斯图尔特，并指出有大量支出计划是伪装成减税：“你不相信税法里面有花钱的内容？这里有个活生生的例子：鸡屎税收抵扣。”那是很奇怪却真实的案例，养鸡农场主如果用环保方式处理鸡屎，确实会得到税收抵扣。参见Burman（2011）。]例如，假设某个国家给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提供税收减免，而另一个国家提供相同金额的财政补贴，这两种办法做的事情完全一样，但后者会有更高的税收与GDP之比。还有对慈善捐款的税收处理，与美国不同，英国目前对于应税收入没有慈善扣除的规定，而是由政府给登记在册的慈善机构发放一张支票，其数额为它们从纳税人那里所获捐助的特定比例。无论是采取减免形式的税式支出还是直接补贴，慈善机构的收入都超出了纳税人放弃的部分，差额则由政府弥补。不过只有在美国，这项政策减少了征缴的税收金额。
	Gaspar et al.（2019）.


	一个关键而不幸的规律是，发展中国家的税负较低。在全球大约半数低收入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足15%。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或许在为增加还是降低税收而苦恼，但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并没有这类烦心事。为满足发展需要，低收入国家的税负几乎肯定有待提高，在许多情形下还需要大幅提高。有一项估计指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部分，即2015年联合国主持下由各国领导人共同批准的2030年系列发展目标，需要增加相当于GDP15%的财政支出。
	 [image: Gaspar et al.（2019）.]那将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

	战争与福利

	从上述极其简略的回顾中便能清楚地看到，税收在历史上既是暴力的产物，又是其源头。掠夺带来了资源，这些资源又能支持更多的掠夺。
	Bean（1973，p.212）.

	有关的权威介绍可参见Brewer（1988）。

	Clark（2006，p.88）.


	军事力量依赖于税收能力，这早已成为定论。西塞罗就说过，战争的力量来自滚滚财源。为支撑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人在公元前428年引入了房产税；在公元2-3世纪的罗马，士兵的军饷是数额最大的财政支出类别，或许达到国民收入的6%。
	 [image: Bean（1973，p.212）.]自古以来，战争的经历和前景给征税能力投资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强大动力，刺激和利用税收技术的进步，例如小皮特推动的所得税、一战期间的超额利润税、二战期间的雇主代扣税制度，这些案例都将在稍后的章节中再做讨论。税收技术的进步不仅带来了直接的财政来源，还向投资者做出保证：针对战争造成的另一个常见后果，即政府债务膨胀，保证偿还债务的机制已经到位。英国在好战的18世纪成长为全球大国进程中税收与借款能力的提升，就属于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当时就引起了乔治·华盛顿的重视，后来更是被广泛关注和借鉴。
	 [image: 有关的权威介绍可参见Brewer（1988）。]各国政府筹集大量税收的能力增强还使它们能更全面地发挥控制与影响力，以至于重新界定了政府：“战争创造政府，政府发动战争。”
	 [image: Clark（2006，p.88）.]
	Peacock and Wiseman（1961）.

	在《亚眠和约》期间的1802-1803年也被短暂取消过。


	回顾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重大趋势会看到，战争的作用极为突出。英国和美国的税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峰值，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的税负同样大幅提升。两次世界大战还造成了棘轮效应：税率在战时显著提升，却没有在战后充分回落。有人将此视为这段时期税负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战争时期，各国政府提高税率、扩大税基并强化征收，以便给国防筹集足够资金；而在战后，新的税率和税收结构往往会保留下来，因为人们对此已经习惯，负责执行的官僚机构也已经成形。
	 [image: Peacock and Wiseman（1961）.]然而此类棘轮效应并非自然规律：英国在19世纪多数时期的财政政策的核心恰恰是努力回调因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而提升的税率（其标志是在滑铁卢战役一年后就取消了所得税），同时清偿之前积累的巨额债务。
	 [image: 在《亚眠和约》期间的1802-1803年也被短暂取消过。]另外，美国在内战后，也把战时建立的大部分制度化税务措施废除了，例如所得税于1872年被取消。
	但这个数字的国别差异非常大，从韩国占GDP的11%到法国的32%。

	Handcock（1996，p.127）.


	到一战尤其是二战之后，英美两国政府规模显著的棘轮式扩张标志着从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向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转型，前者的主要税收目标是筹集国防支出的资金并消化战时积累的债务，后者的大部分收入则是用于给穷人、病患、老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福利。社会希望政府承担比战争、修路等多得多的各类支出，例如基本医疗、教育和社会救助等。在经合组织国家，社会支出如今平均占GDP的20%左右。
	 [image: 但这个数字的国别差异非常大，从韩国占GDP的11%到法国的32%。]此类支出甚至也可能被类比为战争，例如劳合·乔治在1909年介绍“人民预算”（对富人征税，以支持新的社会福利项目）的时候就说：“这将是一场财政战争，是为战胜贫困落后的无情战争而筹集资金。”
	 [image: Handcock（1996，p.127）.]
	Goldsmith（1987，pp.55-57）.

	Thane（2000，p.108）.

	详见Tanzi and Schuknecht（2000）。

	Schumpeter（1991/1918，p.131）.


	同样，利用税收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并非全新的想法。例如，古罗马有大约10%的公共支出用于购买免费分发给平民的谷物（有时是橄榄油）。
	 [image: Goldsmith（1987，pp.55-57）.]如今的人们经常忘记，在英国和德国，给穷人提供扶持从很早以来就是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
	 [image: Thane（2000，p.108）.]强化这种福利发放功能的趋势以及地方政府扮演的领头角色，在19世纪末税负适度提升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image: 详见Tanzi and Schuknecht（2000）。]约瑟夫·熊彼特观察到这个时期出现了“社会关怀领域的拓展”，并颇具前瞻性地预测这将继续推进：并非由战争所致，而且战争亦不能阻拦。
	 [image: Schumpeter（1991/1918，p.131）.]教育支出变成了公认的政府责任。俾斯麦领导的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率先给疾病和事故实施强制保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提倡容克式家长制来有意识地削弱社会主义的影响，最终在1889年推出了面向全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险与伤残保险。关键之处在于，这些制度在雇主和雇员的缴费之外加上了政府提供的保障。随后丹麦（1891年）、新西兰（1898年）和英国（1910年）推出了无缴费要求的养老金制度。
	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了政府规模的各种决定因素，近期的代表性文献包括：Le，Moreno-Dodson and Bayraktar（2012）以及Bird，Martinez-Vazquez and Torgler（2008）等。此类研究并未发现高人均收入水平与更大规模政府存在必然联系（例如Rodrik，1998），但指出有范围广泛的其他特征与高税负有关：对贸易较为开放，人口数量较少，比例制而非多数制选举制度，人口抚养比较高，农业部门规模较小，腐败情况较少，政治参与度较高，媒体自由度较大等。


	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在1890年推测，随着各国的工业化，国民收入中用于公共支出的占比将提高，原因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进步的压力”，该现象如今被顺理成章地称作“瓦格纳定律”（Wagner's law）。这种说法听起来颇具合理性，但支持证据并不特别充分，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就不太容易看到相关的迹象。
	 [image: 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了政府规模的各种决定因素，近期的代表性文献包括：Le，Moreno-Dodson and Bayraktar（2012）以及Bird，Martinez-Vazquez and Torgler（2008）等。此类研究并未发现高人均收入水平与更大规模政府存在必然联系（例如Rodrik，1998），但指出有范围广泛的其他特征与高税负有关：对贸易较为开放，人口数量较少，比例制而非多数制选举制度，人口抚养比较高，农业部门规模较小，腐败情况较少，政治参与度较高，媒体自由度较大等。]另外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例如，规模较小的国家往往有更高的税负。无论如何，税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急剧提升并在战后维持了高水平，关键是要解释这一提升为何会被基本保留下来。
	Genovese，Scheve and Stasavage（2016）.

	Scheve and Stasavage（2016，p.80）.


	答案也许与大规模战争动员关系密切，它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挥了影响。其一是极大地提升了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否则无法支撑战场上投入的庞大军队。其二是形成了强大的政治与社会要求，让那些被动员起来的参战者能够在日后获得福利保证。英国于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对此做了明确的陈述，其中设想的积极进取的战后国家景象对民众颇具吸引力，甚至使丘吉尔在战争刚一结束就被赶下了台。大规模动员以及战争和复苏的成本还使得税收结构具有了高度累进性，英国和德国（一战后引入了联邦所得税）在1920年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为60%，美国更高达73%（相比1918年77%的峰值已有所下调）。
	 [image: Genovese，Scheve and Stasavage（2016）.]平均而言，相比没有实施大规模战争动员的国家，它们的最高税率高出了34个百分点。
	 [image: Scheve and Stasavage（2016，p.80）.]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既创造了支撑福利国家的税收机器，也催生了确保福利国家成为现实的政治氛围。

	巴贝奇的噩梦
	Ferguson（2001）.


	上述税收和政府规模在长时期的扩张还有一个关键缺失部分：选举权的扩大。有人或许会推测——当时的许多人确实这么认为——随着选举权推广到富人群体之外，众多的穷人会通过投票，利用税收制度把资源从人数有限的富人那里转移到自己手中：所谓“有代表不纳税”。
	 [image: Ferguson（2001）.]毕竟，人数有限的富人对征收盐税等主要由人数众多的穷人承担的间接税也不曾心慈手软。在历史上，这是反对全民普选权的核心论点，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学家就已经对此表达过忧虑：
	Guicciardini（1994/1534，p.49）.


	说到税收的方式，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大众通常会更加恶劣、更缺乏公正，因为从本质上讲他们喜欢把沉重负担交给富人。而且由于穷人的人数更多，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并没有多大难度。
	 [image: Guicciardini（1994/1534，p.49）.]
	艾尔顿（Ireton）是克伦威尔的女婿，英国内战中议会军队的主要将领之一。

	Kekewich（1994，p.45）.

	Babbage（1851，p.22）.

	格莱斯顿（1809-1898年）是自由党人，19世纪英国政坛的大人物，曾四度担任财政大臣（1852-1855年，1859-1866年，1873-1874年以及1880-1882年），四度担任首相（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以及1892-1894年）。

	引自Matthew（1979，p.630）。

	Ferguson（2001，p.86）.


	这也是1647年举行的帕特尼辩论（Putney Debates）的一个核心议题，当时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在首次战胜詹姆斯一世之后，讨论协商新创立的世界应具有何种形态。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愤怒地指出
	 [image: 艾尔顿（Ireton）是克伦威尔的女婿，英国内战中议会军队的主要将领之一。]，如果赋予所有的活人投票权，“这些人为什么不会投票要求废除一切财产权？”
	 [image: Kekewich（1994，p.45）.]两个多世纪后的1852年，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发明计算机之余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根据他的计算，英国100万选民中有85万人的收入低于所得税门槛：“在当前世纪的政治错误中，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会具有如此突出的革命性特征……它看上去只是对富人带有危险，其实对各种产业都更加致命。”
	 [image: Babbage（1851，p.22）.]在英国公共财政领域极力提倡财政清廉的代表人物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同样认为
	 [image: 格莱斯顿（1809-1898年）是自由党人，19世纪英国政坛的大人物，曾四度担任财政大臣（1852-1855年，1859-1866年，1873-1874年以及1880-1882年），四度担任首相（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以及1892-1894年）。]，很大程度上需要把选举权同纳税联系起来，而且许多情况下应该把选举权限于缴纳特定类型税收的纳税人。
	 [image: 引自Matthew（1979，p.630）。]这一思路在普鲁士体现得最为彻底，尽管在联邦层面赋予了普选权，但还要根据直接缴纳的税款数额对纳税人排序，把议会划分为三个规模相同的组别，每个组对应相同的税款缴纳金额，背后代表的人群数量却差异悬殊。
	 [image: Ferguson（2001，p.86）.]
	Scheve and Stasavage（2016，p.64）.这个结果来自包含15个国家的样本。

	也就是说，每1英镑纳税7便士到1先令，后一个数字可参见Daunton（2001，p.361）。

	也就是说，每1英镑纳税1先令8便士（Daunton，2001，p.361）。

	这个说法来自德比勋爵（Lord Derby），当时的英国首相。

	迪斯雷利还考虑过让投票权与所得税缴纳挂钩的办法（Ferguson，2001，p.84），但他对这一提议的信心或许没有他后来声称的那样充足（Blake，1969）。


	然而在现实中，把选举权扩大到低收入民众对税收的影响远没有艾尔顿、巴贝奇及其他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严重，或者说至少被大大延缓，以至于很难察觉。例如在1900年，民主国家的所得税平均最高税率甚至比其他国家还略低。
	 [image: Scheve and Stasavage（2016，p.64）.这个结果来自包含15个国家的样本。]选举效应的某些迹象当然是有的。例如在1832年扩大选举权的《改革法案》通过后，英国很快恢复了所得税。从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到1913年，直接税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两番。不过这些发展还说不上革命性，例如，英国的所得税最高税率在1842年重新引入时为2.9%，到1908年仍只有5%，此时距离把选举权扩大到约三分之二成年男性的1884年《改革法案》已经过去了20多年。
	 [image: 也就是说，每1英镑纳税7便士到1先令，后一个数字可参见Daunton（2001，p.361）。]即便在1909年《人民预算法案》之后，所得税最高税率依然只有8.3%。
	 [image: 也就是说，每1英镑纳税1先令8便士（Daunton，2001，p.361）。]事实证明，迪斯雷利（Disraeli）对英国工人阶级固有的保守主义倾向的信心，即他在1867年推动《改革法案》时倡导“黑暗跃进”
	 [image: 这个说法来自德比勋爵（Lord Derby），当时的英国首相。]，是对的。
	 [image: 迪斯雷利还考虑过让投票权与所得税缴纳挂钩的办法（Ferguson，2001，p.84），但他对这一提议的信心或许没有他后来声称的那样充足（Blake，1969）。]
	当然，除非他们看到削弱富人能带来其他好处（即便这不会直接让自己致富）。


	当然，或许众多穷人有着与掠夺者阿律阿铁斯国王类似的高见。尽管总体上出于自利，但他们并不打算对富人实施尽可能高的税率，而是希望从中汲取数量最多的金额，然后在群体内部分享。
	 [image: 当然，除非他们看到削弱富人能带来其他好处（即便这不会直接让自己致富）。]如果他们注意到巴贝奇对高税收危害产业发展、削弱富人创收和投资激励的警告，就可能愿意采取不特别高的税率、不特别陡峭的累进税制。甚至可能意味着不特别依赖所得税，因为富人也负担了一部分商品税。尽管我们可能不清楚真相，但也不必惊讶于扩大选举权带来的影响相对温和。事实表明，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投票中做出约束自身利益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至少如今被归类为“税收”的话题。不同时代的政府还有其他筹集资金的渠道，某些渠道除了名称完全与税收无异，这些将在第3章展开讨论。各国政府还可以利用借款乃至印制货币来筹集资金，这些内容对一部关于税收的著作而言同样值得重视，因为除了表现形式，它们最终仍属于某种类型的税收。

	债务、违约与君主
	Kagan（2003，p.452）.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1854，p.376）.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至暗时刻，雅典熔化了卫城中胜利女神尼姬的黄金塑像并制成铸币。
	 [image: Kagan（2003，p.452）.]威廉·格莱斯顿会赞同这种做法。1854年，在盘算克里米亚战争的支出时，他兴奋地宣布：“战争的花销……是道德上的制约，上帝希望用它来束缚众多国家内在的征服野心和贪欲。”
	 [imag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1854，p.376）.]
	Goldsmith（1987，p.214）.

	Ferguson（2001，p.121）.

	Belasco（2014）.

	要弄清楚战争（以及其他任何特定开支项目）的资金来源，远不像通常看上去那么简单，例如，若没有“9·11”事件后的战争行动，或许税收会被削减。有学者全面回顾了美国在战争时期的税收历史（Bank，Stark and Thorn-dike，2008），尤其关注了牺牲概念在财政问题辩论中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种约束并不总能发挥强大作用。古代战争的支出主要来自税收和其他现成来源，到中世纪以后，好战的国王和王公们的资金饥渴超出了他们即期可以获得的限度，于是推动了欧洲银行业网络的发展。事实上，高效的税收体系反而减轻了统治者对即期税收来源的依赖，因为这有利于增强债权人的信心，从而更容易获得贷款。到17世纪末，被漫长而痛苦的独立战争困扰的尼德兰联合省已经发展出有效的税收和借款制度，可以承受超过年度国民收入100%的公共债务。
	 [image: Goldsmith（1987，p.214）.]增税（在通常情况下）依然被认为是支持战争的主要筹资方式，例如在英国，和平时期按照10%水平征收的土地税到战争时期会被提升至20%，人们对此视作理所当然。不过公共债务已经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6-1783年）的开销有40%来自债务，法国在对抗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统治时期（1793-1815年）的战争开销有30%来自债务。
	 [image: Ferguson（2001，p.121）.]2001年之后的美国更是一个特例，从“9·11”事件爆发到2013年底，用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反恐行动的支出总计约1.6万亿美元，并没有伴随着任何显著或有关的增税行动
	 [image: Belasco（2014）.]；这些支出相当于美国2013年债务总额的10%。
	 [image: 要弄清楚战争（以及其他任何特定开支项目）的资金来源，远不像通常看上去那么简单，例如，若没有“9·11”事件后的战争行动，或许税收会被削减。有学者全面回顾了美国在战争时期的税收历史（Bank，Stark and Thorn-dike，2008），尤其关注了牺牲概念在财政问题辩论中发挥的作用。]
	R.Barro（1987，p.239）.


	重大战争的战胜国的债务负担高企，例如英国在1822年的负债高达GDP的275%
	 [image: R.Barro（1987，p.239）.]，这引发了关于税收筹资与债务融资的平衡以及如何安全化解巨额公共债务的持续争论。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机则重新激起了这一争论，因为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蹿升到了战争时期之外的空前高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与借款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政府在借入100英镑时，实际上承诺在未来某个时点会征缴足够的税收，以偿还与贷款人在今天放弃的100英镑等值的债务，因此，政府或许也可以在今天直接征税100英镑。明智的人会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对政府在今天发行100英镑债务的反应完全等同于政府在今天征税100英镑的情形。要做的选择不是征税与否，而是在当前征税还是在未来征税。这种观点因为大卫·李嘉图（第7章将有更多介绍）而被称作李嘉图等价定理，简洁清晰但说服力不足，即便李嘉图本人也心存怀疑。原因在于，偿还债务的税款很可能不是对你或你的亲朋征收，而是由大街上某个令人恼火的年轻人负担。另一个欠缺是该观点忽略了税收造成的超出税款本身的成本，正如本书第1章提及的窗户税带来的额外负担，它是税收干扰经济决策产生的一个后果。
	例如，把2和4的平方加起来，即4+16=20，这是2和4的平均数（3）的平方的两倍还多（9×2=18）。此外，在不同时期改变税率本身也可能扭曲激励，这是税收平滑观点的另一个理由，本书第9章将继续加以讨论。


	此类额外负担（我们将在第9章更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点）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如何应对公共支出的临时增加（如战争所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随着税率的持续提高，额外负担会超比例增长。也就是说，税率提高1倍，会导致额外负担增加1倍以上。我们由此会得出一个推论：不应该在不同时期过度调整税率，因为税率较高时增加的额外负担大于税率较低时减少的额外负担。
	 [image: 例如，把2和4的平方加起来，即4+16=20，这是2和4的平均数（3）的平方的两倍还多（9×2=18）。此外，在不同时期改变税率本身也可能扭曲激励，这是税收平滑观点的另一个理由，本书第9章将继续加以讨论。]此类“税收平滑”观点认为，给战争筹资的最佳方式是把增加借款与提高税率相结合，税率应该提高并维持在足以防止债务继续扩大的水平上。

	当然，上述观点都假设政府最终会偿还债务。只是统治者借款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违约的历史，即借款人未能按照条款约定偿还债务。在违约时，政府实际上是把未来对某些人征税以偿还债务的承诺，变成对今天的债权人征税。
	Gaspar（2015）.

	意指背弃了用黄金赎回1918年的自由债券（Liberty Bonds）的承诺；Bott（2013）。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结合相关措施来看，这一行动并不违宪。

	Reinhart and Rogoff（2009，figure 5.7，p.80）.


	西班牙的费利佩二世是臭名昭著的违约人之一，他统治时期可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但依然发生了4次债务违约。
	 [image: Gaspar（2015）.]费利佩二世的麻烦是在庞大的帝国疆域内频繁发动战争，这些战争有时候增强了财政能力，有时候也引发违约。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就出现了大量违约。其他债务违约案例则反映了经济下滑，如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突然萎靡导致过去可控的债务负担无法维持。阿根廷自1816年独立以来出现了8次违约，最近一次是在2014年。不过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某些时候发生过违约，很多人认为美国在1933年也发生过。
	 [image: 意指背弃了用黄金赎回1918年的自由债券（Liberty Bonds）的承诺；Bott（2013）。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结合相关措施来看，这一行动并不违宪。]政府违约现象目前仍在延续，1946-2008年发生了169次违约，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3年。
	 [image: Reinhart and Rogoff（2009，figure 5.7，p.80）.]

	有时候，政府通过强制贷款，甚至在借款之前就发生了违约。强制性质使这些行动在本质上具有类似税收的特征，因为它意味着贷款人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其他用途。即便不考虑这一点，我们也能经常看到政府根本没有意愿按照约定的条件偿还贷款。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急于越过议会的批准增加收入，就时常采取这种财政搜刮行动。而在1627年未能征集到强制贷款之后，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直接把70多人关进了监狱。
	Koyama（2010，p.397）.

	Katznelson（2005，p.119）.


	当政府发生违约时，对借款人和贷款人乃至其他人而言，事情都可能变得非常糟糕。贷款人会遭受直接损失，包括给这些贷款人提供贷款的人，乃至他们背后的更多贷款人，如此等等。有时候，违约只是更大伤害的一部分。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对犹太人的债务违约经常伴随着大屠杀和驱逐。君主即使自己没有从犹太人社群借款，也能由此得到好处。例如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在1290年宣布把犹太人逐出英格兰时，他并不欠后者的钱。但已开始在议会中展示权力的贵族多是犹太人的债务人，他们为表达对爱德华一世的感激之情，给他捐献了11.6万英镑
	 [image: Koyama（2010，p.397）.]，这是中世纪历史上英格兰历任国王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
	 [image: Katznelson（2005，p.119）.]几个世纪后的私人贷款人得到的好消息是，通过购买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产品，原则上可以为防范政府债务违约提供保险。但假如美国这样的国家爆发违约，负责债务偿还的承保人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赔付，我们并没有把握。

	对于借款人而言，违约也经常是痛苦和耻辱的。1902年12月，委内瑞拉拒绝偿还外债以及赔偿国内动乱导致的民事损失，遭到英国和德国军舰的封锁（这两支军队又惊又怕地结成了盟友），意大利也加入了干预。最终，委内瑞拉出让了30%的关税收入来偿还债务。
	Ferguson（2001，p.172）.


	不过，违约造成的主要惩罚还是政治领导人的信用丧失，使政府未来将要争取的任何借款都面临更高的利率。在18世纪末迎来美国独立战争的英国政府，自内战之后就从未出现过违约，相比多次违约的潜在对手法国，英国在此前50年里一直保持着良好记录，使其借款利率能比法国低大约2.5个百分点。
	 [image: Ferguson（2001，p.172）.]如今，对于无法再从私人市场上获得借款的违约国家来说，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可以降低自己付出的政治成本，缓解紧张局势。

	鉴于政府借款伴随的风险，债务应该被限制在何等水平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通行惯例是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应限于GDP的60%（被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采纳），新兴经济体则应为GDP的40%左右。而如今，许多国家的债务水平都远超于此，这促使人们思考：债务水平是否真有那么重要，至少对于能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国家而言是否合适？不过，很少人愿意完全抛弃政府的借款能力最终取决于税收能力的正统理论。也就是说，债务实际上仍是对递延税收的承诺。

	印制货币
	我们这里把实际负责创造货币的中央银行视作“政府”的组成部分。


	政府的独有权力之一是迫使人们接受只有政府才能创造的货币，作为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支付手段。
	 [image: 我们这里把实际负责创造货币的中央银行视作“政府”的组成部分。]这种权力被称作“铸币税”（sei-gniorage），在古代法语中表示领主（seigneur）铸造货币的特权。铸币税给各国政府提供了从私人部门汲取资源的另一种手段，因为由此获得的物品价值可能远超货币本身的制造成本。而政府从来不吝于行使这种权力。
	Hopkins（1980，p.123）.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7）.


	在纸币出现之前，降低实物铸币的价值是最臭名昭著的铸币税手段，意指减少铸币中的贵金属含量，削减其真实价值，并希望至少在短期内不被发现。在公元1世纪中期，罗马铸造的硬币中包含97%的白银。然而到3世纪，白银的含量已下跌至40%，并在随后的20年内急剧下跌至4%。
	 [image: Hopkins（1980，p.123）.]而且随着纸币（或法定纸币）——价值由某种类型的政府承诺来支持，而不依靠自身所含的金属价值——的发展，印制货币变得更加便宜，如今印制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只需花费约15美分。
	 [imag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2017）.]此外，印钞并非创造货币的唯一方式，而且在今天已不是主要方式，中央银行现在可以直接在商业银行在央行开设的账户里创造电子记账的贷款。由于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账户支付的利率低于其从资产中获得的利率，作为中央银行所有者的各国政府又获得了一种财源。
	一种可能的例外是发行大面额的钞票，主要使用者很可能是特别令人厌恶的罪犯。有学者认为创造这种纸币是“反向洗钱”（Rogoff，2016，p.4）。本书第12章将讨论纸币的缺陷。


	原则上，在政府筹集收入的各种手段中，铸币税没有理由不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image: 一种可能的例外是发行大面额的钞票，主要使用者很可能是特别令人厌恶的罪犯。有学者认为创造这种纸币是“反向洗钱”（Rogoff，2016，p.4）。本书第12章将讨论纸币的缺陷。]然而与其他各种手段类似，铸币税也可能造成问题，从而限制了它的使用。具体来说，铸币税与通胀税密切相关，尽管并不完全等同。当社会资源已被充分利用时，政府能为自己汲取更多资源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其他人获得的产品和服务变少，而市场对此的反应则是让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变贵，即提升价格水平。或者说，追逐产品和服务的货币越多，价格水平就会变得越高。价格水平的这种提升与税收的作用类似，并且会泾渭分明地制造出受益者和受损者。
	Keynes（1919，p.220）.


	受损者是持有资产或获得收入的那些人，因为其资产或收入以正在贬值的货币计价。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通过持续的通胀，政府可以不被察觉地秘密征收国民的很大部分财富。”
	 [image: Keynes（1919，p.220）.]通胀也有受益者，譬如债务以固定名义价值计算的债务人（但是，由于政府从征收通胀税中获得了好处，私人债权人与名义收入固定者的损失必然会超过私人债务人的收益）。鉴于政府自身也是债务人，若借款没有与通胀指数挂钩，政府的受益还会更多。
	这里的数字引自Bernholz（2003，pp.48 107）。

	关于恶性通胀的这一定义可追溯至Cagan（1956）。


	在适度利用时，铸币税很难被察觉。但如果通胀的破坏性严重，情况就可能失控。历史上有过大量警示。例如美国在1779年11月的月度通胀率曾达到47%。南北战争期间，美国联邦政府靠印制美元来支付战争行动，使1864年3月的月度通胀率被推高至40%。
	 [image: 这里的数字引自Bernholz（2003，pp.48 107）。]历史上首次有记录的恶性通胀（月度通胀率超过50%）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image: 关于恶性通胀的这一定义可追溯至Cagan（1956）。]
	Spang（2015，p.63）.


	法国大革命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旧政权财政危机的产物，但革命者很快给自己挖了更大的财政陷阱。国民大会于1789年6月17日的第一项行动（在宣告自身成为事实上的国家议会之后）就是宣布全部现行税收违法，却同时要求持续征集这些税收，这对税收遵从非常不利。
	 [image: Spang（2015，p.63）.]很快在7月13日，国民大会承诺将偿还巨额的国家债务。然后在8月4日的动荡夜晚，国民大会又直接废除了许多令人憎恨的封建残余制度，包括作为税收制度核心的各种特权以及卖官鬻爵行为（被政府直接出售的职位），但承诺为此提供足够的赔偿。所有这些措施都给公共财政制造了巨大的缺口，是自愿性质的“爱国税”（patriotic tax）远不足以填补的。那么国民大会做出的庞大债务偿还承诺又该如何落实呢？答案在于动用国有资产，即政府从教会（及之后从王室和流亡贵族）那里剥夺而来的财产。此时指券（assignat）登场了，一开始类似于债券，以很大的面额发行，带有利息，并保证可以用于购买公开拍卖的国有资产（此时将把指券回收并销毁）。由此可见，这些指券并不是纸币，而是以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作为支撑，还有什么比它更安全的吗？
	引自Sargent and Velde（1995，p.502）。

	1792-1795年全部政府支出的80%左右是由发行指券带来的铸币税支持的（Sargent and Velde，1995，p.507）。

	根据标准定义，法国在1795年5-11月处于恶性通胀状态（Sargent and Velde，1995，fn.37，p.500）。

	Levasseur（1894，p.191）.

	法国政府于1797年正式拒付指券（Levasseur，1894，p.195）。


	但很快，通过印制指券给越来越多的政府行动筹资的诱惑变得无可阻挡。指券的面额变得越来越小，且不再支付利息，功能形同纸币。初期的通胀较为温和，土地出售十分活跃（甚至被玛丽王后推荐为一项良好的投资）。
	 [image: 引自Sargent and Velde（1995，p.502）。]但随着生死攸关的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指券的发行量暴增。
	 [image: 1792-1795年全部政府支出的80%左右是由发行指券带来的铸币税支持的（Sargent and Velde，1995，p.507）。]在紧随而来的恐怖统治期，价格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胀。而到雅各宾派倒台后，法国很快陷入恶性通胀。
	 [image: 根据标准定义，法国在1795年5-11月处于恶性通胀状态（Sargent and Velde，1995，fn.37，p.500）。]1795年10月，通胀率攀升至每月约为140%，指券兑换的铸币价值只有其面额的2%。在1795年后期的最后一波发行狂潮后，在公众的欢呼中，印刷版被正式销毁。
	 [image: Levasseur（1894，p.191）.]指券很快变得一文不值，未来的去处只能是收藏品。
	 [image: 法国政府于1797年正式拒付指券（Levasseur，1894，p.195）。]
	Burke（1935/1790，p.233）.

	引自Spieth（2006，p.22）。


	指券的故事还有许多惊人的细节。例如，因为其价值来自对教会财产的不公正剥夺，有些人从一开始就鄙夷和拒绝指券。这些人认为，革命者对财产权利的承诺不过如此。埃德蒙·伯克这样描述革命者：“他们抢劫，这只会让他们继续坑蒙拐骗。”
	 [image: Burke（1935/1790，p.233）.]教士们告诉信众，使用指券是一种原罪。其他一些人则把使用指券当成一种爱国义务，例如在米拉博看来，质疑指券的价值就是质疑革命，是犯罪行为。
	 [image: 引自Spieth（2006，p.22）。]在大卫的著名油画《马拉之死》中，那位伟大（也有人说卑鄙）的鼓动家手里拿的正是一张指券。
	Spang（2015，p.216）.

	引自Cooper（2001/1932，p.39）。

	Levasseur（1894，fn.1，p.189）.


	不过，指券的教训一目了然：试图用印刷钞票（或今天的数字等价物）来填补公共支出与税收之间不可持续的巨大缺口，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包括丹东和马拉在内的部分革命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种风险。
	 [image: Spang（2015，p.216）.]当时担任主教、后来成为阴险外交家的塔列朗（Talley-rand）在1789年预测：“你永远不能迫使别人用1000法郎的铸币来换等额指券……因此这整个体系必然失败。”
	 [image: 引自Cooper（2001/1932，p.39）。]对于准备和法国开战的英国人而言，这种风险则带来了机遇：他们在伦敦建立了印刷厂，打算用仿造的大量指券冲击法国，拿破仑后来将用此计还施彼身。
	 [image: Levasseur（1894，fn.1，p.189）.]真正的麻烦在于，各国有时候除了印钞并无更多选择。例如，法国的革命党人在1792年发现：
	Levasseur（1894，p.187）.


	自己国库空虚，大部分税收没有征缴上来，行政部门的组织状况又不足以支持强制征税，对旧政权的清算仍未完成，对外战争要求组建5支现役部队，同时即将面临内战。
	 [image: Levasseur（1894，p.187）.]

	他们还能怎么办？深层的真相在于，如果没有强大的征税能力，国家必然会在宏观经济与政治领域暴露出严重的脆弱性。
	Taylor（2013，p.269）.


	不过，历史上最著名的恶性通胀事件还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与法国的指券事件类似，德国的恶性通胀也给独裁铺平了道路，因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被冲击得七零八落。问题的根源在于战胜国在一战后给德国强加了沉重的赔款要求。到1920年，德国已经难以应付这些赔款，借款潜力也严重受限，于是大量印刷纸币，其价值暴跌，物价飞涨。1923年，除了主要的政府印刷厂，还有130多家印刷商在帮忙印制纸币。
	 [image: Taylor（2013，p.269）.]人们前往面包店时提着成篮的马克，后来要用手推车来装；儿童玩耍时用橡皮筋捆好的马克搭房子；街道清洁工把钞票扫进下水沟；还有人用它来做壁纸。1923年11月2日，德国国家银行发行了100万亿马克面值的纸币。两周后的11月15日，马克被地租马克（rentenmark）取代，后者的价值被固定为1万亿纸马克，而且关键在于，发行有严格的数量限制。通胀在此后回落到正常的水平。
	Keynes（1923，p.46）.

	Hanke and Kwok（2009，p.355）.


	恶性通胀还有许多其他案例。奥地利、匈牙利、俄国和波兰都在一战刚结束时爆发过。据称在维也纳，一位细心的顾客会同时点两杯啤酒，因为在第二次下单的时候价格可能上调。
	 [image: Keynes（1923，p.46）.]在二战之后，波兰的月度通胀率曾达到4.19×1014（没错，419后面有12个0），相当于每15小时翻一番。在津巴布韦，2008年11月的年度通胀率达到8.97×1020。
	 [image: Hanke and Kwok（2009，p.355）.]普通市场上的一块面包一度需要5.5亿津巴布韦元。由于这给日常生活带来了非常现实的挑战，该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2009年被授予面向“让人发笑却又发人深思的成就”的“搞笑诺贝尔奖”：他执掌的机构发行的纸币面值琳琅满目，从极小额的1分钱（0.01津巴布韦元）直至极大额的100万亿津巴布韦元，能够轻松处理各种数额的交易。

	[image: ]

	德国儿童拿成捆的纸币玩游戏

	资料来源：Hulton Deutsch/Corbis。
	Click（1998）.


	即使在较为正常的时期，各国政府也需要通过印制货币来获取部分资源，某些时候印制的货币还相当多。一项针对1971-1990年90个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铸币税较为温和但依然明显：美国相当于GDP的0.4%，英国为0.5%，德国大致为0.7%。
	 [image: Click（1998）.]
	Rogoff（2016，figure 6.1，p.84）.


	但对整个样本而言，平均为GDP的2.5%，占政府支出的10.5%。今天对铸币税的讨论变少了，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2005-2015年，铸币税在英国下降到GDP的0.2%，在瑞典甚至变成负值，但在美国仍有0.4%，欧元区国家则为0.55%。
	 [image: Rogoff（2016，figure 6.1，p.84）.]铸币税收入减少的一个原因是随着支付技术的进步，对现金的需求在减少，尽管中央银行可以发行数字货币（与今天的现金类似的电子货币）。另一个原因是赋予中央银行更大独立性、摆脱政治控制的广泛趋势。这样做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剥夺政府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权，因为政府往往希望用发行债务来保证开支，然后要求中央银行以印钞来购买国债。独立的中央银行有抵制此类政治干预的法律保证，并经常被明确要求维持温和的通胀。在政府用此类方式对自身加以约束的国家，普遍来说通胀率的确更低一些。然而铸币税依旧存在，不仅是以印钞或持有政府债务的形式，还来自中央银行（归政府所有）从货币创造中获得的更广泛的利润。
	Spicer（2015）.


	事实上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随着美国、日本、英国和欧元区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纷纷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一种新型的铸币税在过去几年里已重新兴起。量化宽松政策是指通过创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更多准备金，来购买各种类型的金融资产。例如2014年，美联储向财政部转移了创纪录的969亿美元的利润，是正常时期的3倍，相当于全部联邦企业所得税收入的三分之一。
	 [image: Spicer（2015）.]这些行动没有导致通胀（或许防止了通缩），成为一个很便利的财源。
	例如，参见Blanchard and Pisani-Ferry（2020）。


	的确在当今时代，发达经济体的主要担忧是通胀率过低，而非过高。顽固的低通胀甚至通缩，乃是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遭遇的一种综合征，代表着需求和增长的低迷。如今有人担心，其他发达经济体也会步日本的后尘。有时提出的一个显而易见却充满争议的建议恰恰是印制货币，以刺激通胀。这类议题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变得更加紧迫，因为“不惜一切代价”应对危机导致公共支出规模空前，最终带来了如何为其筹资的难题。有些人担忧会遭遇类似法国革命者在1792年面临的“财政主导式”结果：财政收入与支出需求的巨大缺口只能依靠印钞来填补。时代肯定有所改变，中央银行持有大量公共债务的禁忌已被打破，至少在部分发达经济体是如此。例如在考虑为2020年庞大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筹资的时候，有一种建议就是让美国财政部铸造两枚面值为1万亿美元的硬币，再将其存入美联储即可，这听起来似乎很荒唐，但与不那么透明地发行政府债券、再让美联储创造货币去购买相比，实质上没有太大不同。有人担心，这可能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及未来维持价格稳定的承诺构成严峻挑战。不过大多数人受日本低通胀经历所警示，认为发达经济体今后因为货币引致的通胀而受损的风险不大，尽管并不完全排除这种风险。
	 [image: 例如，参见Blanchard and Pisani-Ferry（2020）。]

	如本章所述，政府利用强制力汲取社会资源不仅采用当今公认的税收形式，也采取铸币税和借款的形式。此外，政府还找到了其他许多与税收高度类似、只是名称不同的筹资办法。它们在这方面的创造力值得专辟一章来介绍。








第3章




改头换面



	如果说历史书能告诉我们关于国王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大多时候，他们的手头都很拮据。
	Hicks（1969，p.81）.


	——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
	 [image: Hicks（1969，p.81）.]
	Gibbon（1946/1776，p.100）.


	公元193年，禁卫军谋杀了佩蒂纳克斯皇帝，然后把整个罗马帝国公开拍卖。家境殷实的狄第乌斯·尤利安努斯（Didius Julianus）无法抵制诱惑，压倒竞争对手，不出所料地出任皇帝。然而，这一“不道德的竞价与最张狂的军事统治牌照”没有被广泛接受
	 [image: Gibbon（1946/1776，p.100）.]，反叛随即爆发。66天之后，被禁卫军废黜的尤利安努斯遭到斩首，一切都似乎命中注定。

	如此公开地大规模出售很少发生，但历代的各国政府一直心甘情愿卖掉他们掌握的某些宝贵的权威和权利。更普遍地说，统治者发现了众多不与“税”字挂钩却同样能汲取资源的方式，很多时候不仅负担繁重，而且丑陋不堪。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这些征集财政收入的手段至少与可识别或明示的税收同样重要，而且在今天依旧具有惊人的意义。

	从伊丽莎白一世到无线电频谱拍卖

	政府的独特权力之一是限制某些人做某些事的权利。各国政府非常擅长通过授予垄断权的办法，把这种权力转化为收入来源：创建某种公共和私人机构，使它成为特定产品或服务的唯一供应方。法律禁止竞争，价格相对于成本来说可以被抬升到足够高，以产生高额利润。当这种机构归公共所有时，利润会被直接汇入政府，除名称外，与其他税收收入没有区别。当这种机构归私人所有时，利润会被留在机构中，但政府往往会拿走其中的一部分，或对其征税，或通过出售未来的利润索取权来提前兑现款项。
	英语里的salad（沙拉）一词也来自salt，这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人用盐腌制绿叶菜和其他蔬菜的行为。


	第一个持续时间最久，或许也最具争议的这方面的案例是盐，有人认为应该恢复政府对盐的垄断。盐在今天是极为常见的日用品，但在历史上曾经是非常珍贵的商品，其价值一方面来自对维持健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可用于保存食物。例如，古罗马的士兵们应该很清楚盐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部分薪酬就是用来买盐的钱。英语中的salary（薪水）一词来自拉丁文中的salarium，其词根正是盐（salt）的意思。
	 [image: 英语里的salad（沙拉）一词也来自salt，这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人用盐腌制绿叶菜和其他蔬菜的行为。]这种语言传统延续至今，例如在描述某人名副其实时会说worth their salt（值那些盐的分量）。于是，控制食盐供给就成为汲取资源强有力的工具。
	Viard（2014）.

	这一垄断权已经被放松。到2017年，中国盐业总公司之外的食盐生产商也可以定价并直接向市场销售（Hancock，2017）。


	在中国，从汉武帝在位时的公元前119年开始，盐业垄断持续了两千多年（中间只有短暂的中断）。
	 [image: Viard（2014）.]起初，政府通过直接负责盐的生产和销售来获得收入。后来，官僚机构通过把盐业经营权卖给商人来间接获取收入，让后者负责在零售市场上出售食盐。唐朝后期（公元800-900年），盐税占据政府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并为长城的扩建维护提供支持。甚至到2017年，除中国盐业总公司外，其他人在中国大陆销售家用食盐仍属非法行为。
	 [image: 这一垄断权已经被放松。到2017年，中国盐业总公司之外的食盐生产商也可以定价并直接向市场销售（Hancock，2017）。]

	不过，任何被征税的物品都可能出现走私。在中国清朝，这种威胁导致的附带结果之一便是1780年绘制的一幅精美地图，由云南省的两位负责官员呈送给清朝皇帝，以展示从邻近的四川省通过山路走私运入的盐如何侵蚀了当地的税收。在旧政权统治下的法国，令人痛恨的盐税在各地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导致了大规模走私，也伴随着严厉的惩罚。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170）.


	除盐以外，西欧统治者借助垄断来创造财源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把谷物带到磨坊研磨的农民有时会被庄园领主收取费用，并被强制使用领主的烤炉来烘烤面包，并需要交费。
	 [image: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170）.]但直至17世纪初期，此类做法才真正普及。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些大型贸易公司——世界上最早的跨国企业——获得了特许经营权。

	全球有史以来几家最强大的公司在17世纪成立，其影响力甚至延续至今。其中包括一系列东印度公司。英国版本的那家公司（后来的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获得执照，被赋予与好望角以东直至麦哲伦海峡以西的所有国家开展贸易的垄断权。荷兰版本的那家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获得执照，法国版本的那家公司（路易十四的东印度公司）则于1664年成立。当然，最成功的一家还是哈德孙湾公司，它迄今仍在营业，从无间断。该公司由查理二世国王颁发执照，负责掌管汇入加拿大哈德孙湾所有水系的流域，这覆盖了今天加拿大的很大部分区域以及美国的一部分地区。另外在非洲、西印度群岛等地还有其他许多不那么声名显赫（或臭名昭著）的类似公司。

	许多此类公司的行为更接近政府而非企业，它们统治着庞大的疆域，铸造自己的货币，彼此爆发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殖民历史的进程。实际上这些成了它们留下的主要遗产，远远超出在财政上的贡献。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击败印度的孟加拉行政长官及其法国盟友，就给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霸权铺平了道路。

	哈德孙湾公司章程中的财政条款尤其不同寻常。查理二世只要求，当他和自己的继承者顺道路过的时候，该公司要送上两匹驼鹿和两只黑色河狸。当然，他们很少前往美洲。不过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1970年确实到了那里：
	Newman（1985，pp.90-91）.


	在女王俯身接受象征性的租金时，对宫廷礼仪一无所知的两只河狸为缓解紧张情绪……竟然在那里交配。陛下向哈德孙湾公司的总督询问说：“它们在干什么？”对方回答说：“夫人，最好别问我……我还是单身汉。”女王做出习惯的中距离凝视姿态后低声说：“我明白了。”
	 [image: Newman（1985，pp.90-91）.]
	Dowell（1884a，p.206）.


	在英国，王室拥有出售“专利权”（对新工艺与业务的有期限的垄断权，与我们今天的含义基本相同）的权利远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1558-1603年在位）之前就确立了。不过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可被出售的垄断权被拓展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盐，还包括醋、咸鱼和鱼干、皮草运输、煤炭海运以及熏制沙丁鱼等。
	 [image: Dowell（1884a，p.206）.]这些垄断权本身并没有给君主带来巨额收入，但它们的定价偏低，于是给足够受宠、能买到垄断权的人带来了丰厚利润，例如沃尔特·罗利爵士就掌握了给酒馆颁发执照的特权。反过来，这给买家增加了负担，相关产业的其他投资人也因此受损并感到愤怒，这不利于未来的业务发展。
	Lockyer（1964，p.209）.

	垄断权带来的收入约为10万英镑（Loades，1974，p.385），总财政收入约为每年90万英镑（Bank of England，n.d.，table A26）。


	此类垄断变得非常不受欢迎（有位议员称之为“国家的吸血鬼”），因为它把公共的利润转移到私人手中。
	 [image: Lockyer（1964，p.209）.]然而要终结它们是很困难的。伊丽莎白一世在1601年宣布放弃这种做法（新思想的专利权除外），但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恢复了这种做法，到1624年再度放弃。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为绕开议会筹集资金，重新大规模实施被众人怨恨的垄断权。到17世纪30年代末，查理一世的收入中有十分之一乃至更多是源于垄断权出售。
	 [image: 垄断权带来的收入约为10万英镑（Loades，1974，p.385），总财政收入约为每年90万英镑（Bank of England，n.d.，table A26）。]只是随着正式的货物税的发展，出售日用产品的垄断权才真正走向衰落。
	Rapport（2009，p.43），Beales and Biagini（2013，p.88），Smith（2000，p.62）.


	政府自身对若干关键日用产品生产销售的垄断化经营，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常规操作。从1890年到一战爆发前夕，英国政府有10%的财政收入来自邮局。烟草或许是仅次于盐的政府垄断经营历史最悠久的例子，而这有时也会带来麻烦。在1848年的动荡中，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对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过度压迫感到愤怒，米兰爆发“烟草骚乱”，抗议者反对在伦巴第地区对烟草销售持有国家垄断权的奥地利统治者征收的高税收，导致近60人伤亡。冲突爆发的导火索是米兰人发誓抵制烟草，而一群奥地利士兵在公开吸烟。
	 [image: Rapport（2009，p.43），Beales and Biagini（2013，p.88），Smith（2000，p.62）.]
	Dupuit（1969/1844）.


	在20世纪很多时候，一些业务被纳入公共部门并非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恰恰相反，而是出于效率或社会方面的考虑，要求这些业务保持亏损经营。桥梁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先驱朱尔斯·杜普伊（Jules Dupuit）也谈过类似的话题。
	 [image: Dupuit（1969/1844）.]桥梁的建造成本很高，而一旦建成，增加一个人通行的资源成本则往往几近于零。因此，对通行桥梁收取任何费用都是不合理的，那只会让某些本来打算过桥的人放弃该行动，而通行本身不会带来任何社会成本。但问题在于，私人企业不会愿意去修造一座无法收费的桥梁。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由政府来修造桥梁，或者由其雇用私人企业去完成。同样的逻辑也普遍适用于其他自然垄断的情形：在此类活动中，随着产量水平的提高，平均生产成本变得更低（例如过桥的人越多，每个人平摊的建桥成本就越低）。这意味着最好把生产集中到单一企业，并且收取低于覆盖成本所需的费用。由此可见，解决方案将是公共所有权。
	此类资产出售经常被列为一种财政收入来源，也确实会带来即期的收入，但也会损失出售资产的未来收入。如今的会计准则已识破了这种操作手段，政府出售金融资产最好被简单处理成不同资产之间的转换，对政府的赤字和净债务没有影响。不过，还有其他许多可能的操作手段，例如可参见Irwin（2012）。


	然而随着国有企业的发展，人们对其效率的疑虑也在增加。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选举中将其作为核心议题提出来。批评方指出，缺乏竞争导致国有企业产生不必要的高成本；另有人认为，修造桥梁的成本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覆盖，而通过一般税收的方式比允许私人运营商对服务收费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他们还提出，无论如何，许多国有企业（例如邮局）是否真正符合自然垄断的条件其实远非那么一目了然。英国的结局是大规模的私有化：把公有资产重新归还到私人手中。
	 [image: 此类资产出售经常被列为一种财政收入来源，也确实会带来即期的收入，但也会损失出售资产的未来收入。如今的会计准则已识破了这种操作手段，政府出售金融资产最好被简单处理成不同资产之间的转换，对政府的赤字和净债务没有影响。不过，还有其他许多可能的操作手段，例如可参见Irwin（2012）。]

	虽然如此，国有垄断机构依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扮演着重要的增加财政收入的角色。例如，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以及美国的几个州都有政府所有的垄断机构，负责酒精类饮料的零售。富含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国家往往让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或合资）来负责开采，这或许是它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项目。

	对私人企业的信心重新增强给人以“往日再现”的印象，特别是复兴了过去曾遭人痛恨的一种做法：政府出售由其批准的垄断权。对于供给量固定、由公共而非私人拥有的某些资源来说，特别是石油或矿物等自然资源（通常归国家所有）以及电信资源（用以在特定带宽的电磁波频谱上传输信号），这已经成为配置使用权的常用方式。关键的差异在于，此类垄断权分配不再像詹姆斯一世时代以及后来的多数时候那样采用“选美”的方式，即由掌权者直接指定（伊丽莎白一世或许尤其如此），而是采用拍卖机制，也就是通过竞价，其目的是从垄断权购买方的经营活动产生的全部价值中尽可能多地抽取好处。
	Cramton（2010，p.301）.

	Binmore and Klemperer（2002），Klemperer（2004）.人均数字的测算来自后一文献的第152页，也是按照该文献中的汇率将225亿英镑换算为390亿欧元的。

	Roller（2001，p.204）.


	拍卖的想法并不新鲜，古希腊人就拍卖过采矿权，古罗马禁卫军显然对此也非常熟悉，美国曾利用拍卖方法来开采海洋石油，在1954-1990年筹集了大约2800亿美元的收入。
	 [image: Cramton（2010，p.301）.]近年来，拍卖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有时能筹集到惊人的数额。例如英国的移动电话执照拍卖获得的收入，平摊到当时的全体居民身上，每人达到约375英镑。
	 [image: Binmore and Klemperer（2002），Klemperer（2004）.人均数字的测算来自后一文献的第152页，也是按照该文献中的汇率将225亿英镑换算为390亿欧元的。]詹姆斯一世与路易十四毫无疑问会赞同此类做法。甚至古巴比伦人也不会对此感到陌生，据说他们拍卖过妻子。罗马的卡利古拉皇帝则拍卖过角斗士的性命。
	 [image: Roller（2001，p.204）.]

	出售主权

	这里自然要提到摇滚明星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故事：为什么他的形象会出现在布基纳法索发行的邮票上？为什么无独有偶，马恩岛发行了6张邮票来纪念詹姆斯敦（英国人在美洲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建成400周年？还有，为什么玛丽莲·梦露现身于乍得的邮票，格劳乔·马克斯现身于车臣的邮票，《活宝三人组》与《X战警》出现在蒙古国的邮票上？为什么蒙特塞拉特岛的邮票上会出现“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的已故吉他手杰里·加西亚？这些邮票大多数其实从未运抵发行国的口岸，它们都是由外国代理商设计、制作和推销给全世界集邮爱好者，代理商则给发行国支付费用，以获得授权。
	Palan（2002）.

	Steinberg and McDowell（2003，p.49）.


	以上案例代表着“国家主权的商业化”。
	 [image: Palan（2002）.]任何人其实都可以选取猫王主题或迪士尼动画角色，印制和推销邮票，但很可能无人购买，因为那样的邮票缺乏由国家权力机构发行带来的基本意义与合法性。“国家的权力至少有部分来自它作为国家的称号”
	 [image: Steinberg and McDowell（2003，p.49）.]，邮票发行就是这种本质的一种表现：国家的权力可以被用来筹集财政收入。
	Slemrod（2008）显示，国家主权的商业化更容易发生在难以用其他办法筹集资金的国家。

	Beech（201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7b，p.8）.

	Henley&Partners（n.d.）.


	政府权力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或多或少并不依赖于财富、税基、规模以及国家本身的其他任何属性。与G20（二十国集团）的成员相比，一个加勒比地区的小型岛国同样是一个国家，掌握着令众多集邮爱好者着迷的邮票发行权，也可以建立能吸引外来跨国企业的税收制度。由于这些国家没有更多其他资源，主权的商业化对它们来说或许具有特别显著而重要的意义。
	 [image: Slemrod（2008）显示，国家主权的商业化更容易发生在难以用其他办法筹集资金的国家。]它们能够出售的其他东西或许非常少。例如，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图瓦卢地处偏远，资源匮乏，它非常乐意借助自己的国名创立互联网域名“.tv”，再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其使用权，使本国的GDP暴涨50%。
	 [image: Beech（2016）.]公民身份是国家地位另一个极具价值的可出售的特征。有二三十个国家给公民身份或获取此类身份的途径明码标价。有人估计，圣基茨和尼维斯借助这种方式获得的收入在2014年的高峰期达到GDP的14.2%。
	 [imag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7b，p.8）.]其他一些加勒比岛国也在如法炮制，规模更大的高收入国家有时同样给大投资人购买本国公民身份开辟了专门的途径。
	 [image: Henley&Partners（n.d.）.]

	[image: ]

	《还给寄信人》——布基纳法索发行的猫王纪念邮票

	廉价劳动力

	统治者很早就发现，其他人的艰苦劳动乃至生命是唾手可得的资源。

	劳而无获
	BBC（2014）.


	劳役的历史就像山丘一样古老，甚至某些山丘正是由劳役创造的。我们的世界遍布坟丘，即人工垒成的土堆或石堆，通常矗立于王公贵族的墓穴之上，它们的修造需要巨量的劳动力投入。例如英格兰境内的西尔布利山（Silbury Hill）是欧洲最大的坟丘，可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却是座神秘的空坟，有专家估计它的建造需要1800万工时的艰苦劳动。
	 [image: BBC（2014）.]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68）.更近期的人类学研究显示，劳动力人数更有可能在2万～2.5万，其中有些人可能是自愿参与金字塔的修建。


	古代的许多伟大帝国也大量利用劳役。据说在第四王朝时期统治埃及的法老胡夫持续20年每年驱使10万名工人劳作3个月，以修造吉萨大金字塔。
	 [image: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68）.更近期的人类学研究显示，劳动力人数更有可能在2万～2.5万，其中有些人可能是自愿参与金字塔的修建。]事实上在古埃及语言中，劳动力与税收是同义词。劳役在古代中国也被广泛使用，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就利用劳役兴建若干庞大的公共工程，包括长城、运河，以及全国性的道路和驰道网络。
	Carpenter（2003，p.84）.

	Judson（2016，p.194）.


	劳役也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核心。对骑士阶层而言，封建义务就是强制性的军事服役，通常还要带上一名随从，加上有足够威慑力的装备。“征服者威廉”的最大封臣则需要每人带上50名左右的骑士。
	 [image: Carpenter（2003，p.84）.]对农民而言，则意味着从事田间劳役、修整道路等。时光荏苒，这些义务被转化为更明确的类似税收的项目，但转化过程的时机与性质各有不同。英格兰出现变化的时间相对较早。法国的贵族则在继续呼吁免除直接纳税的义务，因为他们在原则上仍必须参与军事服役。同时农民的义务即所谓徭役，仍是主要的抱怨对象。在奥地利统治的区域，劳役持续到1848年。
	 [image: Judson（2016，p.194）.]
	Rwanda Governance Board（n.d.）.

	Olken and Singhal（2011）.


	这种现象至今仍在延续。卢旺达保留了名为乌姆干达（umugan-da）的多个世纪以来的社区劳动传统，要求每个月的一个周六从事无偿劳动。
	 [image: Rwanda Governance Board（n.d.）.]近期对10个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研究发现，它们都普遍存在以劳动来充当实物支付的做法。
	 [image: Olken and Singhal（2011）.]

	富人的战争与穷人的肉搏
	Grapperhaus（1998，p.43）.


	有一种形式的劳役把这些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引发了其他议题，也对税收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征兵制度。
	 [image: Grapperhaus（1998，p.43）.]
	Levi（1997，p.89）.

	Meier（1994）.


	进入近代以后，法国人在1793年革命战争之初引入了大规模征兵制度，然后于1798年建立了永久性的常规征兵制度。很快又发展出了广泛的保险制度，以便在某个男性劳动力被征兵抽签选中时，为投保人弥补相应的替代成本。
	 [image: Levi（1997，p.89）.]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当时没有引入征兵制度，而是借助自己的财力扶持盟国承担大部分陆战任务。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引入征兵制度，南方邦联于1862年5月实施，北方联邦于次年3月效仿。英国在1916年引入征兵制度，当时常备军兵力损失严重，愿意填补缺口的志愿兵太少。与此同时，和平时期服兵役的要求——为期仅为几年，主要是参与训练——到19世纪末在许多大陆国家已经成为惯例。有时候，兵役可以被免除。美国南方邦联一开始允许被征召者寻找替代者，即雇用其他人来为自己服兵役，但这种做法后来被废止。北方联邦一开始既允许找人替代，也允许缴纳300美元来免服兵役，该数额不算小（相当于今天的约5000美元），但年轻的约翰·洛克菲勒与后来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都筹到了这笔资金。
	 [image: Meier（1994）.]

	反对征兵制度的某些人声称，只有志愿入伍才能吸引社会中的“最优秀分子”，因为志愿兵更具爱国精神，战斗力也会更强。征兵制度还遭到另一个视角的批评：志愿军队是动员资源更有效率的办法，因为对社会经济贡献较低的人（以他们从其他行业能获得的收入衡量）会认为参军的吸引力较大。不过完全依赖志愿兵会面临一大问题：赢得战争的收益（或输掉战争的成本）具有公共品的许多特征，也就是说，很难不让没有做出贡献的人分享战争收益；但同时，参与战争的成本是高度个人性质的，代价还可能非常大。因此志愿军队的规模通常来说总是太小。原则上，这可以通过支付足够高的薪水来解决，但会很花费金钱和时间。英国在1916年处于战败和混乱的危急时刻，无法再考虑这种途径。
	Levi（1997，p.97），Meier（1994）.


	效率不代表一切。以交钱代替服兵役的方式后来被视为本质上缺乏公平，违反了“横向公平”的原则，即大致相同的人应该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本书第6章将对此展开讨论）。用这种观点来看，不应该只根据父母拥有的财富多寡来判断某个年轻人是否适合服兵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871-1873年在任）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相比富人来说，穷人更能忍受兵营的恶劣条件，为此付出的牺牲更少，但结果表明这种观点对他的选举不利。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乃至其他主要参战国，一战时期及之后都不再允许替代服兵役。不过兵役还是有其他豁免情形，包括根据年龄和婚姻状况（这反映了不同维度的横向公平，如已婚男子在这方面不同于未婚男子），以及从事战争需要的某些熟练工种的人，例如英国在二战期间对贝文男孩（Bevan boys，被强制征召的煤矿工人，因劳工部长贝文而得名）的兵役豁免。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免服兵役的情形很多，大约41%的可征兵男性得到了豁免，要么因为身体或精神缺陷，要么因为是可怜寡妇的独子、体弱多病父母的依靠、仍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鳏夫等。
	 [image: Levi（1997，p.97），Meier（1994）.]
	福特的儿子叫埃德塞尔（Edsel），其主要事迹是以他命名的一系列汽车型号很不成功。

	BBC News（2014）.

	Scheve and Stasavage（2016）.


	富人好像总是能找到规避高税收的办法，以此类推，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也能够逃避兵役。例如在1917年，美国媒体频繁抱怨亨利·福特的儿子与报业巨头斯克利普斯（E.W.Scripps）的儿子获得了缓服兵役的待遇，事情吵得沸沸扬扬。
	 [image: 福特的儿子叫埃德塞尔（Edsel），其主要事迹是以他命名的一系列汽车型号很不成功。]与有些人的推测不同，富人在入伍后未必总能得到更轻松的岗位，例如在一战期间，英国军队中有12%的普通士兵阵亡，而军官的阵亡比例达到了17%。
	 [image: BBC News（2014）.]不过如之前第2章所述，20世纪的大规模军事动员引发了关于公平话题的深刻讨论，为税收累进性在战后的显著提升赢得了民意支持，启发了对资本收入征税的新思想，并永久性地改变了政府的规模与角色。
	 [image: Scheve and Stasavage（2016）.]
	Chambers（1987，p.213）.

	Chambers（1987，p.185）.


	在征兵时，正如任何税收征管官员所能预见的那样，总会出现逃避问题。其中有非法的直接逃避，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19%的联邦军队征召对象没有到体检处报到；在一战中，美国有12%的征召对象逃逸。
	 [image: Chambers（1987，p.213）.]还有合法的逃避手段，在婚姻可以作为免服兵役的条件时，人们无疑会赶紧结婚。某些被征召者则带着假冒的妻子和借来的婴儿到征兵处以逃避兵役。另外还有过度积极的应征带来的问题，这是税务部门很少遇到的情形，例如，偶尔会有妻子推着丈夫去征兵处报名，只是想为家庭保证一笔正常的收入。毫无疑问，也有些妻子是巴不得将丈夫送往某个危险而遥远的地方。
	 [image: Chambers（1987，p.185）.]
	New York Times（1863）.

	Ellis and Noyes（1990，p.190）.

	Levi（1997，p.111）. 一个搞砸了的案例是海军士兵乔治·萨姆森（George Samson），他在着便服出席表彰自己的公众招待会的路上被递上了白羽毛，实际上他已经因为加里波利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政府应对征兵中不配合现象的策略，与现代税务当局采用的许多办法（本书第13章的主题）相似。某些逃避手段会被识破并拒绝，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睾丸上缩”者可以免服兵役，但附带条款规定：“有意识地收缩不属于免服兵役的范围。”
	 [image: New York Times（1863）.]当然，冒着受惩罚的风险直接逃避兵役才是主要问题，而政府也有手段促进民众的遵从。例如在一战期间，美国设计了一套征兵制度，使服役看起来跟志愿入伍乃至参与选举非常相似，至少在初期阶段是如此。各地的民间志愿者在给年轻人做征兵登记时，采用了酷似登记选票的办法，比如，征兵登记处就设在每个选区的投票点。
	 [image: Ellis and Noyes（1990，p.190）.]另外，正如某些国家如今会公开纳税记录以增强对税收遵从的公众压力那样，美国在一战中也会公布登记者的姓名，从而变相宣布哪些人没有登记。民间惩罚措施也随之出现，其中最令人难堪的是英国的“白羽毛”运动，妇女们为了谴责没登记者，会给他们寄去乃至公开递交一根象征懦夫身份的白色羽毛。
	 [image: Levi（1997，p.111）. 一个搞砸了的案例是海军士兵乔治·萨姆森（George Samson），他在着便服出席表彰自己的公众招待会的路上被递上了白羽毛，实际上他已经因为加里波利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尽绵薄之力
	MacFarlane（1844-1845，vol.1，p.130）.

	小皮特回忆说：“从公正和平等贡献中退缩导致的卑劣已经……通过爱国主义精神的自愿展示……予以了补救。”（Seligman，1914，p.71）


	当政府索要馈赠时，你就知道它们遇到麻烦了。之前介绍过，在1789年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法国新组建的国民大会充满激情地放大了自己从旧政权继承的财政危机，很快只好求助于民众的爱国奉献。这在一段时间内卓有成效，名媛贵妇到国民大会捐赠珠宝，甚至“巴黎和凡尔赛的娼妓……也捐献了部分收入”。
	 [image: MacFarlane（1844-1845，vol.1，p.130）.]九年后，随着英国深陷与革命派掌权的法国的战争，小皮特首相试图通过“三部课征捐”（Triple Assessment）来大幅提升财政收入，事实上导致富人的税负增加至原先的5倍。小皮特对此结果感到不安，于是决定让税负依然少于收入10%的人自愿追加缴税。结果表明，与民众普遍逃避的三部课征捐办法相比，这一做法筹集的税款几乎相同，令他在厌恶之余又略感欣慰。
	 [image: 小皮特回忆说：“从公正和平等贡献中退缩导致的卑劣已经……通过爱国主义精神的自愿展示……予以了补救。”（Seligman，1914，p.71）]
	Marshall（1912，p.30）.

	这是个讽刺说法，因为鲍德温家族的财富正是来自钢铁制造业。


	战争不愧是促进人们向政府捐款的主要驱动力。例如在1642-1651年的英国内战期间，交战双方一开始都靠捐赠来提供支持，议会的武装力量甚至被称作“顶针和锥子大军”。
	 [image: Marshall（1912，p.30）.]在1813-1815年的普鲁士解放战争中，王室敦促所有国民捐出金银珠宝来支持反抗拿破仑的起义。作为报答，捐赠者会得到铁制珠宝，上面通常镌刻有“我为国防捐黄金”“为了祖国的安宁”等字样，或者在背面塑有威廉三世国王的肖像。一战中再度出现了类似呼吁，由贱金属制成的带有铁十字装饰的结婚戒指、胸针和珠宝被发放给爱国民众，以换取他们手中更为精美的金银珠宝和装饰品。墨索里尼在1935年如法炮制，鼓励公众捐出金银首饰来换取刻有“为祖国献黄金”字样的钢制手环。他的夫人雷切尔据说也捐出了自己的结婚戒指。二战刚刚爆发，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就遭到抨击：不仅未能阻止战争发生，也没有为战争捐出自家的大铁门。
	 [image: 这是个讽刺说法，因为鲍德温家族的财富正是来自钢铁制造业。]

	[image: ]

	法国名媛贵妇的爱国捐赠
	Brunner and Sonstelie（2003，p.2180）.


	当然，给政府捐赠的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战争期间。在古代雅典，资助祭祀活动在某些市民看来是难得的荣誉和展示财富的机会。当然对其他人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即使在今天，至少仍有一些美国人自愿给政府捐赠。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财政拮据的加利福尼亚州，当地中小学和学区获得的民间捐款通常超过每名学生100美元，少数情形下达到每名学生1000美元。
	 [image: Brunner and Sonstelie（2003，p.2180）.]原因或许在于，在学校和学区的背景下，小规模社区内的居民家庭之间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培养出一种群体认同感，从而帮助他们做出了捐赠多少钱的非正式集体决定。由此还养成了一种社会习俗，促使某些人克服了搭他人捐赠的便车心理。与这个解释相对应的是，平均而言规模较大的社区对学校的捐助水平较低，因为那里更难以维持此类社会习俗。

	[image: ]

	我为国防捐黄金，获此铁牌作为荣誉
	此类捐款可以抵扣税收——如此安排有些古怪，因为抵扣会减少税收收入，相当于同等规模地增加政府债务。


	比本地学校所获捐款更不容易解释的是某些美国人给联邦政府的捐赠。自1961年以来，国会便允许民众为减少国家债务而捐款。自1982年以来，美国国税局（IRS）在所得税手册中收录了对此如何操作的指导建议。
	 [image: 此类捐款可以抵扣税收——如此安排有些古怪，因为抵扣会减少税收收入，相当于同等规模地增加政府债务。]当然这种自愿捐赠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问题。2017年，此类捐赠的总额约为27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当年联邦税收收入的0.0001%。但偶尔会遇到有人提供大笔捐款的情况，例如在2014年，有位匿名人士捐出了220万美元。

	只是在某些时候，捐赠并不是真正自愿的。给喜得贵子的罗马皇帝或中世纪欧洲国王捐赠或许不是被逼无奈，但肯定属于明智之举。
	Weir（1998，p.265）.

	Dowell（1884a，p.243）.


	对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而言，国王索要“善心”捐赠是常见的财政纾困办法。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接受此类捐赠时至少还表现得非常体面。考文垂市市长交给女王一个装有100英镑的精美钱袋，恭敬地说，除此之外还有更珍贵的礼物：“她的忠实臣民的一片丹心。”女王回答说：“诚如爱卿所言。”
	 [image: Weir（1998，p.265）.]查理一世则不太会展示此等魅力。1622年，他要求一位80岁高寿的奶酪商做出选择，要么给自己提供一笔不菲的现金捐赠，要么用奶酪来招待当地的驻军。
	 [image: Dowell（1884a，p.243）.]

	履行你的封建义务
	按惯例的编号为第12条：Bagley and Rowley（1968，p.103）。


	封建主义巅峰时代的一个标志是：给封建食物链更上层的人提供各种名目繁多的强制贡献，其中包括支付赎金的义务。例如1215年的《大宪章》明文规定，这不需要征求同意。
	 [image: 按惯例的编号为第12条：Bagley and Rowley（1968，p.103）。]另外，就像狮心王理查一世的臣民看到的那样，赎金可能是一笔天价巨款。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总是按照计划推进。

	1356年9月19日，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Jean Le Bon，号称“好人约翰”）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吃了败仗，被英格兰国王之子“黑太子爱德华”俘虏。约翰二世这条“大鱼”被带到伦敦，并标上了400万金埃居的天价赎金（还要加上对他的招待费）。然而约翰二世的儿子不按规矩办事，拒绝了英方的要求。接下来通过谈判，约翰二世于1360年获释，承诺日后补交降价后的300万金埃居赎金，同时让英国人扣留他的兄弟和两个儿子。但其中一个儿子又从中添乱，潜逃回了法国。此时约翰二世做出了极具骑士精神的举动，亲自返回伦敦接受关押，并于1364年在那里去世。
	Hurstfield（1955，p.53）.

	Kenyon（1990，p.118）.

	Powicke（1950）.

	Quintrell（2014）.这个数字与他早期收取的船税几乎相当。


	在关于到底应该由谁来行使强制征税权的斗争中，封建义务变成了中心议题。英国的危机始于资金紧缺、对议会过敏的斯图亚特王室，他们高度依赖的其他封建敛财工具甚至在当时就已表现得不合时宜。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混杂不清的财政收入，既不属于中世纪也不属于近代，说不清是合法还是非法，在理论上没有合理性，在实践中又不可或缺”。
	 [image: Hurstfield（1955，p.53）.]例如在1631年
	 [image: Kenyon（1990，p.118）.]，查理一世试图在统治中摆脱议会的束缚，重新采用骑士资格限制办法（基于1278年的一部法律），迫使拥有土地价值超过40英镑的全体人士都缴纳一笔资金，才有资格出席于1628年（3年之前）举办的他的加冕礼。
	 [image: Powicke（1950）.]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对未能履行此义务者的罚金累计达到约18万英镑。
	 [image: Quintrell（2014）.这个数字与他早期收取的船税几乎相当。]王室还有权对继承人的财产承接收取费用，这可以被视为一种遗产税或房产税。
	当时通常换算为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但伦敦并不总是如此（Gill，1990，p.347）。

	Dowell（1884a，p.228）.

	无论如何，1636-1637年的船税收入每年都接近20万英镑（Kenyon，1990，p.119）。

	Gill（1990，p.357）.

	Dowell（1884a，pp.240-241）.


	国王收取此类费用的权利并不存在争议，收取“船税”的权利同样如此。在紧急时期，要求沿海市镇和郡县提供某个吨位的船只以及随船人员。
	 [image: 当时通常换算为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但伦敦并不总是如此（Gill，1990，p.347）。]查理一世在1634年重新启用这种收费制度后，初期遇到的反对声音不大，因为此类费用相当常见（上一次征收是在1619年），也似乎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英格兰海岸附近的巴巴里海盗颇为猖獗。可是到次年，这笔费用被扩展到内地。1636年，国王声称自己是决定是否出现紧急状况的“唯一裁决者”。此时，符合永久性大额税收特征的一些基本元素已经具备，而且不需要通过议会的任何批准程序。为了在统治中摆脱议会的束缚，顾问们给国王献计献策，船税正是“他们的聪明才智的终极表现”。
	 [image: Dowell（1884a，p.228）.]事情开始慢慢向坏的一面发展。
	 [image: 无论如何，1636-1637年的船税收入每年都接近20万英镑（Kenyon，1990，p.119）。]1638年，针对约翰·汉普顿没有支付2.17英镑的船税，法院以微弱的表决优势做出了惩罚性判决。而随着有关船税的令状逐年发出，缴费的遵从度在下降。对1639年发出的令状，仅有20%的征缴金额在规定时间内入账。
	 [image: Gill（1990，p.357）.]国王需要更多资金来应付同苏格兰人的战争，于是在1640年重新召开了议会。在被再次解散前的很短时间内，议会迅速废除了船税和骑士资格限制办法，并坚持按照1628年《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s）的规定制约国王的税收及其他权力。
	 [image: Dowell（1884a，pp.240-241）.]英国内战遂于1642年爆发。

	内战终结了英国的封建义务，但某些奇特的传统仍被保留了下来，包括福南梅森百货公司以及过去的哈罗德百货公司在内，许多英国公司今天依然会骄傲地在自己的产品和招牌上标注“受命于女王陛下”。该说法带有中世纪“采买权”的痕迹，意指英国王室能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入商品，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特权，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尤为热心。作为顾客，君主们并不总是像今天这样广受欢迎。

	越界惩罚

	对违规者处以罚款或其他处罚的威胁，是各国政府确保税收遵从的主要手段之一。更普遍地说，不同时代的统治者都学会了把执法变成一项挣钱的事业。
	Constitution Society（n.d.）.

	Johnson，Coleman-Norton and Bourne（1961，p.120）.

	Aftalion（1990，p.160）.

	Cunich（1999，p.126）. 最后的分期付款在1534年被取消，亨利当时接管了教皇的税收。


	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颁布的法令宣布，偷窃牲畜将被处以最高可达所盗取财物价值30倍的罚款。
	 [image: Constitution Society（n.d.）.]在古罗马，任何人如果被发现破坏供水系统，将被处以10万赛斯特斯的高额罚款。
	 [image: Johnson，Coleman-Norton and Bourne（1961，p.120）.]统治者对于背叛变节行为可能感到欣喜的少数理由是，惩罚措施往往不仅极其严厉，而且有利可图，包括没收罪人的全部财产（英国直到1870年仍在实施）。罗马帝国提比略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就因为利用伪造的变节指控来创收而声名狼藉。法国大革命期间，政府会没收被送上断头台者的财产，当时对处决犯人有一种流行的委婉说法，即“他们将被送到革命广场（行刑的地点）去铸造钱币”。
	 [image: Aftalion（1990，p.160）.]与之类似，在1531年同罗马教廷的决裂中，亨利八世对英格兰的教士处以11.8万英镑的巨额罚款，开辟了一笔新的财源，处罚的理由是蔑视王权，因为教士们拥护教皇的裁决。
	 [image: Cunich（1999，p.126）. 最后的分期付款在1534年被取消，亨利当时接管了教皇的税收。]这个金额比他在决裂前的正常年度总收入多出了30%。
	City of Doraville（2013）.

	Simmons（2014）.

	Seidl（2015）.


	通过罚金获取收入的前景可能激励执法部门过度执法，在美国南方及其他地方穿越城市街道的人偶尔会感受到这一点。例如仅有1万多居民、4平方英里大小的佐治亚州多拉维尔小镇，在2013年收获的各种罚款多达220万美元，几乎是当地全部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image: City of Doraville（2013）.]许多对罚款乐此不疲的小镇分布在美国I-75高速公路沿线，那是通向迪士尼乐园的要道，游客众多，表明这又是一个有千百年历史传统的对“外人”征税的典型案例。20世纪60年代，在同样位于佐治亚州的卢多维西镇，据称当地警察藏身于一家理发店，人为操纵市中心的交通信号灯，以便抓获因突然变灯而猝不及防的司机。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促使当时的佐治亚州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Lester Maddox）采取特殊行动，树立广告牌提醒司机远离卢多维西镇。今天佐治亚州禁止超速罚款超过警察局预算40%的上限（对过分的违规行为除外）。
	 [image: Simmons（2014）.]不过，对鲁莽驾驶的过分查处仍在各地上演，例如得克萨斯州的帕默镇在2015年仅有2023名居民，却在一个月内开出了1080张超速罚单。
	 [image: Seidl（2015）.]

	[image: ]

	超速陷阱还是税收减免？——美国佐治亚州州长于1970年树立广告牌提醒司机当心卢多维西镇

	资料来源：Courtesy，Georgia Archives，Vanishing Georgia Collection，lon001。
	Philip Morris Inc.，R.J.Reynolds，Brown&Williamson，and Lorillard.

	还要加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另外四个州已经在上年同主要烟草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

	这里的条件是，其他烟草公司的销售额减少不超过该公司增加的部分。


	超速罚单令人恼火，但罚款斩获的资金有时候非常惊人，例如有个案例的罚款金额达到2060亿美元。那是在1998年，美国最大的四家烟草公司同46个州的总检察长达成的和解金
	 [image: Philip Morris Inc.，R.J.Reynolds，Brown&Williamson，and Lorillard.]，后者试图借此追讨香烟造成的健康损害。
	 [image: 还要加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另外四个州已经在上年同主要烟草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包裹这剂苦药的糖衣是，那几家公司被免于追究因烟草造成的私人侵权责任。不过“烟草大和解协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罚款。比如，赔偿金额并未与过去的烟草销售额挂钩，四大烟草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包括该产业的新来者）都需要按照协议规定支付赔偿金。另外所有相关方都很清楚，和解金的真正负担不会像罚款的本来意图那样，落到烟草公司及其股东或高管头上，而是会转嫁给未来的烟民。这些赔偿金实际上是对未来香烟销售的税收。和解协议规定了未来25年需要缴纳的具体金额（会根据通胀和销量调整），再根据各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按比例分摊。所以一家公司的销售额越大，需要支付的赔偿金越多，这完全符合税收的特征。
	 [image: 这里的条件是，其他烟草公司的销售额减少不超过该公司增加的部分。]但这种安排满足了各方面不将之称作税收的要求：
	Bulow and Klemperer（1998，p.340）.从理论上说，这一协议甚至有可能增加烟草公司的利润。因为当只有几家公司相互竞争时，税收增加可能让它们心照不宣地同意（公开串谋是非法行为）削减产量，提高售价（其幅度甚至可以超过税收增幅），使税后利润反而提高。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见Delipalla and Keen（1992）以及Weyl and Fabinger（2013）。这方面的基本观点最早可追溯到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奥古斯丁·古诺，真正的新见解在今天并不多（Augustin Cournot，1897/1838）。


	各州希望把自己的行动标榜为对“大烟草公司”的胜利，而非增税……采取胜诉费收费模式的律师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损害赔偿金”，但不能分享增长的税收。烟草公司希望把自己的让步描述得很痛苦，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通过牺牲顾客的利益，同意提高烟草税，以换取诉讼的终止。
	 [image: Bulow and Klemperer（1998，p.340）.从理论上说，这一协议甚至有可能增加烟草公司的利润。因为当只有几家公司相互竞争时，税收增加可能让它们心照不宣地同意（公开串谋是非法行为）削减产量，提高售价（其幅度甚至可以超过税收增幅），使税后利润反而提高。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见Delipalla and Keen（1992）以及Weyl and Fabinger（2013）。这方面的基本观点最早可追溯到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奥古斯丁·古诺，真正的新见解在今天并不多（Augustin Cournot，1897/1838）。]

	还有更多

	最后还有两个展示人类在发明改头换面的税收上拥有无穷创造力的例子。

	男孩子们的工作岗位
	分别来自他们所著的《理想国》和《政治学》。

	Brewer（1988）认为英国的情况较为轻微是因为军事开支的需求较少。

	Brewer（1988，p.15）.

	Doyle（1996，p.9）.

	但这确实给七年战争提供了大约5%的便利资金来源（Doyle，1996，p.99）。

	Doyle（1996，p.60）.


	卖官鬻爵，即出售公共职位并将其转化为个人财产，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谴责过这种现象。
	 [image: 分别来自他们所著的《理想国》和《政治学》。]但从16世纪早期开始，这种现象在欧洲蔓延开来：英国程度较轻，西班牙更为普遍，法国则无孔不入。
	 [image: Brewer（1988）认为英国的情况较为轻微是因为军事开支的需求较少。]卖官鬻爵在法国甚至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台四处延伸的国家机器。
	 [image: Brewer（1988，p.15）.]1522年甚至设立了一个名为临时收入司库（Parties Casuelles）的专门政府机构，负责监督这个日益复杂的体系。到17世纪30年代，法国国王的收入中有四分之一乃至更多是来自卖官鬻爵。
	 [image: Doyle（1996，p.9）.]尽管此后它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image: 但这确实给七年战争提供了大约5%的便利资金来源（Doyle，1996，p.99）。]，但在旧政权末期的1789年依然不可小觑，整个法国约有1%的成年男性的职位是花钱买来的。
	 [image: Doyle（1996，p.60）.]
	Doyle（1996，p.77）.

	Doyle（1996，p.12）.


	当时有各种公职适合大小不一的钱袋子，从巴黎的码头工人到最高等级的贵族。其中最主要的类型在1771年可能占各种可出售职位总价值的四分之三，涉及18%的公职人员，这类职位会给在职者提供定期报酬（gages），因此类似于以年金形式偿付的政府借款，职位报酬通常会以要价的某个百分比公开标出。
	 [image: Doyle（1996，p.77）.]更类似的一点是，大多数出售的职位还带有某些财政特权，例如可以免除盐税或者土地税，后者是当时最主要的间接税，其免除尤其受到珍视，这至少代表着一种身份。
	 [image: Doyle（1996，p.12）.]
	法理上不是，因为他是新教徒。

	Doyle（1996，p.266）.


	整个卖官鬻爵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庞大的隐性政府举债操作。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1777年至1781年以及1788年至1790年7月初事实上的财政大臣
	 [image: 法理上不是，因为他是新教徒。]，估计国王为这些职务支付的报酬约为其全部偿债支出的20%。
	 [image: Doyle（1996，p.266）.]
	Doyle（1996，p.11）.孟德斯鸠是极少数为卖官鬻爵现象说好话的人之一，他本人继承了买来的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的职位（Doyle，1996，pp.76-77）。孟德斯鸠的论点是，凭国王的个人好恶来安排官职可能更加腐败、更缺乏效率。伏尔泰反对卖官鬻爵，但这并未阻止他卖掉蓬帕杜夫人授予的卧房侍从职位，从中谋利（Doyle，1996，p.250）。


	卖官鬻爵的目的就是筹款，对这点几乎毫无掩饰。1637年的一项法令说得很清楚：创设这些职务主要是为了获得其带来的资金……而非出于增加官员数量的必要性。
	 [image: Doyle（1996，p.11）.孟德斯鸠是极少数为卖官鬻爵现象说好话的人之一，他本人继承了买来的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的职位（Doyle，1996，pp.76-77）。孟德斯鸠的论点是，凭国王的个人好恶来安排官职可能更加腐败、更缺乏效率。伏尔泰反对卖官鬻爵，但这并未阻止他卖掉蓬帕杜夫人授予的卧房侍从职位，从中谋利（Doyle，1996，p.250）。]然而，卖官鬻爵付出了沉重的政治成本。司法机构和直接税征收机构的官职被大量出售，等于培养了一批有权有势的债权人，他们既不愿意重组隐性债务（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又抵制取消税收优惠。在传统上，改革方案必须在高等法院登记，而这个机构主要被买官上位者占据。1648年的改革尝试直接引发了首次投石党运动（17世纪中叶的法国内乱）。腐败的巴黎高等法院在1787年11月没有批准布里耶纳的税收改革，最终推动了三级会议的召开，继而点燃了大革命。法国旧政权的税收改革遭到扼杀，主要是因为短视的国家债权人的强力阻挠，而非专制君主不愿意尝试。
	Doyle（1996，pp.275-276）.

	的确，指券发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790年9月）就是为了补偿这些职位占有人。


	法国的卖官鬻爵现象于1789年8月4日的漫长夜晚，在国民大会纷乱争吵的会议之后终于画上了句号。令人唏嘘的是，作为这个不光彩制度的结局的象征，果断地通过法令终止它的国民大会竟然有约一半的代表是依靠它获得的官职。
	 [image: Doyle（1996，pp.275-276）.]由于这项崇高的举动，这些人还将获得赔偿。然而不太令人愉快的是，到这个过程结束时的1794年，对他们的赔偿将以指券来发放。
	 [image: 的确，指券发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790年9月）就是为了补偿这些职位占有人。]
	英国卖官鬻爵现象的一个有趣例子是，军官职位买卖延续到1871年，比其他国家晚很多。这种现象看上去尽管很可笑，却可能产生了理想的激励效果。怯懦表现可能受到惩罚，因为佣金会被没收。蛮干的结果也不好，在战场上牺牲同样会导致佣金被没收，把孤儿寡母留给军队令人怀疑的慈善组织。这个制度造就了卡迪根勋爵（Lord Cardigan），他在1854年领导了命运不佳的轻骑兵冲锋；也造就了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就靠买官升到了上校职位（Allen，1998，p.45）。

	据称有位受益者是威廉·威斯蒂，本书第11章将重点介绍他的事迹。

	North and Weingast（1989，p.811）.


	很少有国家像法国旧政权那样彻底地拥抱卖官鬻爵制度，不过，英国对荣誉头衔的利用有着相似的味道。
	 [image: 英国卖官鬻爵现象的一个有趣例子是，军官职位买卖延续到1871年，比其他国家晚很多。这种现象看上去尽管很可笑，却可能产生了理想的激励效果。怯懦表现可能受到惩罚，因为佣金会被没收。蛮干的结果也不好，在战场上牺牲同样会导致佣金被没收，把孤儿寡母留给军队令人怀疑的慈善组织。这个制度造就了卡迪根勋爵（Lord Cardigan），他在1854年领导了命运不佳的轻骑兵冲锋；也造就了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就靠买官升到了上校职位（Allen，1998，p.45）。]此类荣誉一直被当作实物形式的报酬，例如，因为有望获得某种头衔，一代代的公务员收敛起对上司的轻蔑，并愿意接受比其他地方更低的工资。另外头衔也在以现金形式出售，而且并不总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劳合·乔治与托尼·布莱尔首相都在这方面卷入过非议，前者为个人利益出售荣誉头衔
	 [image: 据称有位受益者是威廉·威斯蒂，本书第11章将重点介绍他的事迹。]，后者则把给工党提供巨额借款者纳入非世袭爵士的提名。很少有人记得某些荣誉头衔本身就是为出售而创立的。詹姆斯一世出售的骑士资格的数量可谓前无古人，他还在1611年创立了“从男爵”爵位，标价1095英镑。刚开始他承诺出售的爵位数量会有限制，但与许多没能抵制住诱惑的君主一样，他后来食言了。1622年，只需要220英镑的抄底价格就能买到从男爵爵位。
	 [image: North and Weingast（1989，p.811）.]

	对愚蠢征税
	尽管参与者完全清楚获胜的概率很低，许多人依然认为购买彩票具有吸引力，参见Clotfelter and Cook（1991）。

	Pearson（2016）.

	例如，对纽约州彩票的一项研究发现，2009年购买彩票的支出约占年收入2万美元者的家庭收入的3%，但对年收入6万～8万美元者的家庭，则只占1%。平均损失额应该具有类似的累退性质。参见Kramer（2010）。


	“对愚蠢征税”，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说法，据说出自伏尔泰。他指的是博彩，从中国的汉朝起就成了一种政府收入来源。伏尔泰认为，只有在参与者总体上亏钱的时候，博彩的组织者才能够盈利。然而，参与者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会高估自己获胜的概率或者仅从博彩过程中就能够获得享受。
	 [image: 尽管参与者完全清楚获胜的概率很低，许多人依然认为购买彩票具有吸引力，参见Clotfelter and Cook（1991）。]有意思的是，伏尔泰本人曾通过参与博彩发了财，他和一位擅长数学的朋友发现彩票价值被低估了，便通过购买了所有的彩票而获利。
	 [image: Pearson（2016）.]无论愚蠢与否，博彩对大众的广泛吸引力在多个世纪以来促使政府参与其中，由此获得的利润与税收很相似，而且具有显著的累退性。
	 [image: 例如，对纽约州彩票的一项研究发现，2009年购买彩票的支出约占年收入2万美元者的家庭收入的3%，但对年收入6万～8万美元者的家庭，则只占1%。平均损失额应该具有类似的累退性质。参见Kramer（2010）。]
	Ezell（1960）.

	Statista（2017a，2017b）.没有开办州博彩业的六个州是：亚拉巴马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密西西比州、内华达州（让人惊讶）和犹他州。


	英国人在美洲的首个殖民地詹姆斯敦于1607年开始兴建，部分资金就来自詹姆斯一世开办的博彩业。威廉三世（1689-1702年在位）与安妮女王（1702-1714年在位）也都利用博彩业来筹集资金。法国人亦不遑多让，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在没有找到其他事情可做的时候，开办了第一家政府经营的博彩业。美洲殖民地很快跟上潮流，利用博彩收入来支持公共工程的兴建，包括桥梁、图书馆、道路和灯塔等。到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殖民地已有大约160家博彩机构在发行彩票。
	 [image: Ezell（1960）.]但广泛的滥用权力行为，包括对公共部门官员的贿赂，导致美国在1894年封禁了博彩业。直到1964年，新罕布什尔州在一次全民公决后打破了这一禁忌。截至2019年，美国有44个州允许经营博彩业，2015年的销售总额高达739亿美元，利润约为209亿美元。
	 [image: Statista（2017a，2017b）.没有开办州博彩业的六个州是：亚拉巴马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密西西比州、内华达州（让人惊讶）和犹他州。]人类的愚蠢（假如这算得上的话）确实可以成为令人眼馋的财源。

	改头换面的税收还有很多。事实上，政府做的许多并没有增加财政收入的事情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税收。例如，1351年的英格兰《劳工法》禁止劳动者索要并禁止雇主支付高于黑死病流行之前1348-1349年的名义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的一笔税收，金额等于他们的现行市场工资水平与瘟疫前水平的差距，税款全部归他们的雇主所有。从理论上讲，价格管制与税收是大同小异的事情。

	∗∗∗

	在本书第一篇中，我们看到各国政府数千年来对于如何汲取资金表现出了惊人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虽然采用的具体方法有所改变，但它们在行使强制力时面临的根本问题并无不同。那就是要找到征税的最佳办法（包括有税收之名和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各种类型），不仅能筹集所需的收入，还能产生足够的公平感，以维持政权的延续；这些办法不会对广泛的经济活动带来过多的附带损害（甚至还能有所助益）；而且能够在实践中有力地执行。接下来的三篇内容将针对这些根本问题逐一展开讨论。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或许最为关键，即关于什么样的税收才具有公平性，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能带给我们哪些启示？由此会不可避免地引出另外一个更为微妙的问题：归根到底，税收负担落到哪些人的头上？








第二篇




受益者和受损者



	对伟大帝国的千百万芸芸众生而言，统治者的残暴带来的恐怖远不如其贪婪。他们的卑微幸福会轻易被沉重税负伴随的委屈不平所剥夺，税收压力对富人来说往往无关痛痒，却会让更为拮据和贫苦的社会阶层不堪重负。
	Gibbon（1946/1746，p.488）.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image: Gibbon（1946/1746，p.488）.]








第4章




足够的公平



	相比负担本身，人们对不公平的抱怨更为强烈。
	De Cive（Hobbes，1651，p.199）.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image: De Cive（Hobbes，1651，p.199）.]
	这里的卡西乌斯·迪奥的记述来自Dio（1925/61，pp.85 87）。


	公元60年，爱西尼（古英格兰部落）的布狄卡王后手握长矛，“表情严肃，眼神凌厉”，向她为反抗不列颠的罗马占领者而召集的将士们发表了慷慨演说
	 [image: 这里的卡西乌斯·迪奥的记述来自Dio（1925/61，pp.85 87）。]：
	卡西乌斯·迪奥甚至让她谈到了继承税，“哪怕死亡也不能免除代价……对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死亡可以让奴隶得到解脱，而对罗马人来说，死人还需要继续为他们谋利”（Dio，1925/61，p.87）。


	我们被抢走了大多数财产……剩下的还要缴税，不是吗？……我们要为自己的身体每年缴纳贡赋，不是吗？……跟头上顶着税收过日子相比，遭到杀戮乃至毁灭又有哪点不好！
	 [image: 卡西乌斯·迪奥甚至让她谈到了继承税，“哪怕死亡也不能免除代价……对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死亡可以让奴隶得到解脱，而对罗马人来说，死人还需要继续为他们谋利”（Dio，1925/61，p.87）。]

	这些其实是一个世纪之后，由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Cassius Dio）假借布狄卡的嘴说出来的语句。老实说，迪奥对于布狄卡到底说了什么恐怕根本没有任何依据，他给王后安排的演讲更多是想产生文学效果，并表达他对不列颠起义爆发时的尼禄皇帝的厌恶，而非如实描述历史。人们更多记住的起义诱因是在布狄卡的丈夫死后，罗马人鞭打了她，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并强奸了她的女儿们。但无论卡西乌斯·迪奥发挥了多大的想象力，布狄卡召集起来的各个部落能够被充分激怒，然后把科尔切斯特和伦敦夷为平地，把他们抓到的罗马人及其合作者统统杀掉，遭人痛恨的精英群体通过税收之类手段实施的压迫显然是根源之一。只是凭借人数众多、策略狡猾和装备精良的军团，罗马人方才在英格兰中部的某个地方摧毁了布狄卡的武装，保住了对不列颠的统治。同时他们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在残酷镇压起义之后，罗马人任命了一位新总督，他会更加和谐地处理当地的敏感问题。

	这场起义揭示的更普遍的道理是，即便不考虑内心是否真正在乎公平，任何在乎自身延续（无论是指实体还是选举意义上）的政府都无法忽视社会对它的压迫和不公平的印象。换句话说，政府需要表现出足够的公平。政府如何征税只是它要表现出公平程度的一个方面，但鉴于税收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这或许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方面。
	直接划分“穷人”和“富人”（本书也将如此）是很粗略的简化办法，忽略了许多对税收问题来说可能极具重要意义的内容。例如，今年收入较低的人可能在未来有高收入，某些收入较高的人可能拥有的资产很少。人们对富足也可能有不同看法，例如看重财富是来自继承还是创新事业。由此可见，这样的简化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税收公平包含若干彼此重合的部分，经济学家通常将其分为两个维度。其中一部分是对富人和穷人的相对待遇，即所谓的“纵向公平”。
	 [image: 直接划分“穷人”和“富人”（本书也将如此）是很粗略的简化办法，忽略了许多对税收问题来说可能极具重要意义的内容。例如，今年收入较低的人可能在未来有高收入，某些收入较高的人可能拥有的资产很少。人们对富足也可能有不同看法，例如看重财富是来自继承还是创新事业。由此可见，这样的简化只是为了叙述方便。]另一部分则是如何对待物质财富以外存在差异的各个群体，即所谓的“横向公平”。本章和下一章将着重考察纵向公平，第6章则讨论横向公平。我们将从某些灾难性的不公平税收案例的教训说起，分析纵向公平的真实含义。然后我们将看到，远在现代所得税引入之前，各国政府就在努力提升税收制度的公平，以避免罗马定居者在科尔切斯特遭遇的厄运。

	挂上人头的长矛

	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发现，违背纵向公平的基本理念并威胁自身生存的最直接方式，就是不考虑人们的物质条件差异，对所有人征收相同的税款，即所谓的“人头税”。但据称，有人（特别是法国人）甚至找到了更容易惹麻烦的做法：对有钱有势者征收比穷人更少的税。

	人头税与英国人
	Marx（1852，p.1）.


	卡尔·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image: Marx（1852，p.1）.]仿佛是纯粹为了找乐子，英格兰人以1380年和1990年的两次灾难性税收政策选择为此提供了绝佳的注释，主要区别在于，后一次被命名为“社区收费”（community charge），但实际上是人头税，而前一次在历史上被称为人头税，但实际上属于社区收费。
	引自Oman（1906，p.9）。

	他们的憎恨内容包括租地继承税（heriot），即租户死亡时把自家最好的动产（通常是一头牲畜）供奉给领主；还有婚嫁费（merchet），为了让领主允许自家女儿（有时也包括儿子）结婚所支付的费用（Hilton，1969，p.66）。


	悲剧事件始于1380年末在寒冷的北安普敦召开的一次议会会议，当时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新任大法官兼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萨德伯里宣布，需要筹集前所未有的16万英镑的资金。甚至王室的珠宝也被典当了，整个国家陷入沮丧的情绪。英格兰同法国的战争在初期捷报频传，包括在1356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俘虏了颇具骑士风度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但后来看似绵延不绝的战事变得对英方不利起来，甚至有遭遇入侵的现实忧虑。与苏格兰的边界上也出现了麻烦，下层社会变得桀骜不驯，1348-1349年的黑死病夺去了约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并引起了给平民提高工资、让地主降低租金的巨大压力。政府对此采取了抵制措施，特别是通过1351年的《劳工法案》。但这样做也给自己带来压力，例如威廉·朗兰（William Langland）在《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一书中写道：“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如果不能得到足够薪酬，他就会诅咒制定此类不公正法律的国王及其下属的全体法官。”
	 [image: 引自Oman（1906，p.9）。]农奴们缺乏自由，为耕种土地不得不承担各种封建义务，因此极其憎恨他们面临的无穷无尽的苛捐杂税。
	 [image: 他们的憎恨内容包括租地继承税（heriot），即租户死亡时把自家最好的动产（通常是一头牲畜）供奉给领主；还有婚嫁费（merchet），为了让领主允许自家女儿（有时也包括儿子）结婚所支付的费用（Hilton，1969，p.66）。]此外，纺织品制造中心弗兰德的起义打击了羊毛出口以及与之有关的巨额收入。议会选择在北安普敦开会，则是由于伦敦的形势已变得过于危险。乐观态度的唯一来源是，国家有了一位新的年幼国王——理查二世。
	这种税收最开始是本书第2章谈到的“萨拉丁什一税”，对动产按照10%收取，以支持1188年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Dowell，1884a，p.44）。

	最贫困的地区得以免除，切斯特和达勒姆等地区也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免税。

	Dowell（1884a，p.97）.于是，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变成只是要求筹集约3.9万英镑的收入，在实践中对筹集既定收入所需的各种手段予以授权。

	这一问题，以及更普遍的财产估值滞后的问题，与总体富足程度关系并不太大，例如可以通过调整税率来解决（还有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的征收次数）。真正的问题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相对富裕程度的变化。


	为战争导致的异常开支筹款的通行办法是“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这是针对动产（谷物种子、农业器具、家禽家畜之类）征收的税
	 [image: 这种税收最开始是本书第2章谈到的“萨拉丁什一税”，对动产按照10%收取，以支持1188年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Dowell，1884a，p.44）。]，在城市地区和王室领地按照十分之一的税率征税，在农村地区按照十五分之一的税率征税。
	 [image: 最贫困的地区得以免除，切斯特和达勒姆等地区也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免税。]1334年后，该税种不是在个人层面征收，而是针对每个社区设置一个与1334年纳税额相同的固定数额，具体筹集方式则由各个社区自行决定。
	 [image: Dowell（1884a，p.97）.于是，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变成只是要求筹集约3.9万英镑的收入，在实践中对筹集既定收入所需的各种手段予以授权。]这种征税办法的问题在于，黑死病对各社区的影响大不相同，所以他们在1380年的经济繁荣状况可能与1334年有着极大的差异。
	 [image: 这一问题，以及更普遍的财产估值滞后的问题，与总体富足程度关系并不太大，例如可以通过调整税率来解决（还有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的征收次数）。真正的问题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相对富裕程度的变化。]
	引自Dowell（1884a，p.102）。

	只有乞丐可以免税，已婚夫妇只按照一个人来征收（Oman，1906，p.25）。

	Oman（1906，p.27）.


	政府在陈旧的税收工具与激增的财政需求之间左右为难，于是在14世纪70年代后期尝试采用更多新的办法。1379年政府引入了与社会阶层挂钩的税种，后来被广泛采用。此前的1377年还尝试过年代史编著者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所说的一种“前所未闻的税种”，这个税种的正式名称为格罗特税（tallage of groats），后来被更通俗地称作“初次人头税”。
	 [image: 引自Dowell（1884a，p.102）。]这种税对所有年满14岁的成年人每人收取1格罗特（相当于4便士）
	 [image: 只有乞丐可以免税，已婚夫妇只按照一个人来征收（Oman，1906，p.25）。]，执行情况并不算太糟糕，它覆盖的纳税人数量极其庞大
	 [image: Oman（1906，p.27）.]，在两三百万的全国总人口中达到1355201人（类似的高覆盖面直至20世纪才重新出现），而且遇到的反抗很小，只有教士们因为首次需要纳税而表达过不满。因此在北安普敦召开的议会会议决定再次选择这条途径，可是税率被大幅提高，对年满15岁的成年人每人收取1先令，只有“真正的乞丐”除外。该税率达到1377年的3倍，相当于普通农业劳动者好几天的收入，并且是在一年中的收获季之前、人们填不饱肚子时收取。此次人头税的实施是引发1381年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
	Oman（1906，p.24）.

	Oman（1906，p.25）.

	但这点不能过分夸大。有时似乎是有意识采用累退制度，作为驯服不听话的低阶层民众的另一种手段，“英格兰的所有财富都落到了劳动者和工匠手里”，引自Oman（1906，p.24）。另外不是所有地方都像布鲁克利村一样。例如在邻近的切温顿，当地只有一位富裕的地主，最贫困的人也必须缴足1先令（Oman，1906，p.27）。


	只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人头税。它的设想不是让所有人都缴纳1先令，而是对每个社区而言，平均每个人缴纳1先令。法律甚至明确提出：“强者可以给弱者提供帮助。”
	 [image: Oman（1906，p.24）.]最穷者需要每对夫妇至少缴纳4便士，这在1379年还是可以承受的水平
	 [image: Oman（1906，p.25）.]，但更富裕者需要为此提供支援，直至每对夫妇缴纳1英镑的最高限额。我们或许会认为这种安排有些奇怪，可是富人需要帮助穷人的观念并不稀奇，共同承担社区义务的做法在1334年之后通行的“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中已成为惯例。这种安排也并非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在萨福克郡的布罗克利村，有位绅士和其他富裕地主就愿意多承担些税款，以减轻底层群体的压力，让他们只需缴纳4便士的最低金额。
	 [image: 但这点不能过分夸大。有时似乎是有意识采用累退制度，作为驯服不听话的低阶层民众的另一种手段，“英格兰的所有财富都落到了劳动者和工匠手里”，引自Oman（1906，p.24）。另外不是所有地方都像布鲁克利村一样。例如在邻近的切温顿，当地只有一位富裕的地主，最贫困的人也必须缴足1先令（Oman，1906，p.27）。]借用后来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1381年的人头税更应该描述为一种“社区收费”。
	McLean and Smith（1994，p.132）.

	Dickens（1914，p.134）.


	很快人们发现，这个税种陷入了大麻烦。早期的税收收入数据显示，英格兰的很大部分人口似乎消失了。于是新派遣的更严厉的税收专员受命去搜寻他们，而这些举动只能招来民众的敌意。结果表明，要求税收稽查员去核实年轻女性究竟有没有年满15岁不是个好主意。农民迅速拿起了武器，叛乱者向伦敦进军，一路杀人灭口、销毁记录。神秘的瓦特·泰勒（Wat Tyler）——英法战争中或许最身经百战的老兵——成为起义领导者。
	 [image: McLean and Smith（1994，p.132）.]根据传说，泰勒被他女儿的遭遇所激怒：“女儿在尖叫，母亲在呼喊，瓦特·泰勒……将收税专员一击毙命。”
	 [image: Dickens（1914，p.134）.]1381年6月13日，起义者已控制了伦敦。次日，年仅14岁的理查二世国王在麦尔安德会见了他们，答应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其核心内容是保证他们的自由。书记员们为此在紧张地准备文件资料。然而与此同时，萨德伯里大法官在祈祷会上被人拖了出去，遭到斩首，并且按照要求被砍了八刀。他的头颅很快被穿在一根长矛上，置于伦敦桥示众。然而第二天，英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剧情之一上演了。
	Oman（1906，p.76）.

	不过在伦敦之外，动荡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由于瓦特·泰勒此前没有现身于麦尔安德，起义者要求再举行一次会谈。于是少年国王理查二世与泰勒以及他们势力的代表在史密斯菲尔德见面了。泰勒似乎对国王有所不敬，可能触碰了匕首，或因为无节制饮酒，于是爆发了打斗。他被伦敦市长刺伤，又被其他人劈砍，在撤回自己阵营的路上坠马身亡。起义者们拿出了弓箭，但此时年轻的国王纵马上前，高声说道：“先生们，你们要射杀自己的国王吗？我仍将是你们的首领和指挥，会给予你们索要的东西，你们必须选择无条件跟随我。”
	 [image: Oman（1906，p.76）.]一直以来都宣誓效忠王室的起义者听从了召唤，到夜晚来临时，这场叛乱事实上已经结束了。
	 [image: 不过在伦敦之外，动荡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image: ]

	一场宏大抗税起义的失败——瓦特·泰勒之死
	Oman（1906，p.84）.


	当然，背弃和报复很快随之而来。瓦特·泰勒的头颅替代了萨德伯里，被高悬于伦敦桥上，自由令状也被取消。面对一个前来重申起义者诉求的代表团，国王隆重宣告：“你们现在是佃农，将来也依然是佃农。”
	 [image: Oman（1906，p.84）.]
	引自Dowell（1884a，p.116）。


	不过，议会知道这次事件可谓死里逃生，于是悄悄取消了人头税，回到“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但这次，地主们决定把该税收全部承担下来，以早期的英国式轻描淡写的方式解释称，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帮助和救济可怜的民众，他们目前看起来比过去更加弱势和贫穷”。
	 [image: 引自Dowell（1884a，p.116）。]

	1381年的人头税并非起义爆发的深层原因，甚至没有出现在麦尔安德或史密斯菲尔德的请愿列表中。根本原因其实是，黑死病造成的经济结构剧变给下层民众带来了宝贵的机会，而政府试图剥夺这个机会。然而，该事件毕竟是一场由税收政策失误导致的血雨腥风。人头税给民众留下的印象是繁重且不公平，征管行动极具侵扰性、冒犯性，加剧了之前已有的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政府也因这项政策失去了信誉与尊重。

	忘记历史教训是愚蠢的一种重要来源。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1990年实施的人头税正是这样的案例。
	本书第7章将更细致地考察税收负担究竟落在谁头上的问题。


	与1381年的悲剧对照，这次事件同样起源于一个传统税种的缺陷：以过时的评估价值作为征税依据。这次扮演“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角色的元凶，是针对住房和商业地产的租金征收的房租税。该税种是英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主要财政来源，但极少被重新评估。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还坚信，房租税导致了房主与租户的割裂，前者在表面上支撑着地方政府的支出，后者则从中受益并投票表达支持。因此保守党认为，地方政府的规模会不受限制地膨胀。当然，税负到底是由谁来承担有待商榷。例如有人会提出，房主会索要更高的租金，在某种程度上把房租税转嫁出去，使得名义上无须承担任何义务的租户实际上支付了部分税收。
	 [image: 本书第7章将更细致地考察税收负担究竟落在谁头上的问题。]然而对于不需要直接缴税的人来说，房租税的显著性——被直接感受到的税负程度——确实很低。无论如何，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政府当时奉行的政策理念就是如此。
	学生和福利接受者只需按照全额收费的20%来缴纳。

	Thatcher（1993，p.648）.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地方政府税收制度的必要性被广泛接受。保守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社区收费”：一笔金额固定的年度税收，这笔税收与人们的收入或其他境遇无关
	 [image: 学生和福利接受者只需按照全额收费的20%来缴纳。]，但会根据各地方政府的支出水平以及从中央获得的拨款水平而存在差异。按照撒切尔夫人提倡的核心原则，即每个人都应该有所贡献，这样如果选出挥霍无度的委员会，每个人都会遭殃，只有监狱的犯人能完全免于缴税。
	 [image: Thatcher（1993，p.648）.]另外，这次没有1380年那种要求强势群体帮扶弱势群体的规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头税。
	Smith（1991，p.429）.

	有关介绍可参见Keen（2013）及其参考文献。


	这轮改革“在英国税收史上极不寻常……整个方案出自一套完整自洽的原则，即政府问责制”。
	 [image: Smith（1991，p.429）.]通常而言，通过明确的地方税为本地公共服务筹资是个好主意：可以促使当地政府在有效开支的愿望与缴纳税款的不悦之间找到平衡。近期也有一些关注税收领域的财政社会学学者强调，让大量民众缴纳税款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问责的参与度。
	 [image: 有关介绍可参见Keen（2013）及其参考文献。]从理论上讲，这绝非英国历届政府尝试过的最愚蠢的改革，但却是最具灾难性的改革之一。
	社区收费制度最早由苏格兰于1989年引入，很快遭遇了强烈的抵制（Bagguley，1995，p.699）。比较冷漠的人认为，保守党政府感觉在苏格兰开展实验无须多少成本，因为他们在当地的选情无论如何都非常糟糕。相比之下，这种税收从未在麻烦的北爱尔兰实施。

	Smith（1991，p.429）.

	这里的详细数据来自Bowles and Jones（1993，p.446）。

	引自Bagguley（1995，p.713）。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该税种从1990年4月起生效
	 [image: 社区收费制度最早由苏格兰于1989年引入，很快遭遇了强烈的抵制（Bagguley，1995，p.699）。比较冷漠的人认为，保守党政府感觉在苏格兰开展实验无须多少成本，因为他们在当地的选情无论如何都非常糟糕。相比之下，这种税收从未在麻烦的北爱尔兰实施。]，每个成年人的平均应缴税金额为360英镑，比政府预测的数额几乎高出30%。
	 [image: Smith（1991，p.429）.]人头税在各地方的差异与当地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没有联系，例如在伦敦最贫困的区域之一哈克尼的税额为499英镑，而在最富裕之一的皇家肯辛顿和切尔西区仅为375英镑。
	 [image: 这里的详细数据来自Bowles and Jones（1993，p.446）。]税负明显从富人转向穷人，强烈的不公平感在各地蔓延：“有着占地4000英亩豪宅的哈伍德伯爵……每年只需要缴纳大约700英镑，而生活在两居室住房里的人……要缴纳的税额却是伯爵的两倍。”
	 [image: 引自Bagguley（1995，p.713）。]
	Smith（1991，p.432）.

	Bowles and Jones（1993）；Besley，Preston and Ridge（1997）.

	Bagguley（1995）.


	特拉法加广场随即爆发了严重的骚乱，抗拒纳税的行为极其普遍，并打上了朗朗上口的宣传语：“缴不起，就不缴。”头一年的实际征收金额比预期少了三分之二。在伦敦的几个行政区，至少五分之一的纳税人需要传唤才去缴纳。
	 [image: Smith（1991，p.432）.]不遵从现象在缴纳额最高、失业率最高的地方最为严重，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image: Bowles and Jones（1993）；Besley，Preston and Ridge（1997）.]甚至出现了与1381年事件相呼应的另一个现象，即女性受到的影响，她们通常是家庭中的次要收入者，却面临相同的缴税额，因此不公平感尤为强烈，在反对社区收费的运动中走在了最前线。
	 [image: Bagguley（1995）.]1380年人头税引发的血腥暴乱的根源来自之前几十年里的压迫感，1990年的人头税同样是对多年政策调整的反弹高潮，包括税收结构快速转向增值税而削弱所得税，以及私有化运动和打击工会等。这些调整被社会认为是蓄意损害穷人的系统性措施。两次事件的相同特征是，税收争议点燃的火药桶都是长期积攒下来的。
	市政税根据资本价值（而非租金）来征收，目前分为8个档位，单个居住者仅需缴纳基本收费标准的75%。

	税负并不以选举登记为依据，但政府在征税时可以查阅选举登记册。

	Oliver Letwin，引自McLean and Smith（1994，p.128）。

	McLean and Smith（1994，pp.141-142）.此时的社区收费变得非常像美国南方某些州实施的人头税（详见本书第6章）。


	到1990年11月，社区收费计划显然已注定失败，撒切尔夫人也尝到了苦果。1993年后，该项目被新设立的“市政税”（council tax）取代，它看起来与过去的房租税非常相似，至今依然如此。
	 [image: 市政税根据资本价值（而非租金）来征收，目前分为8个档位，单个居住者仅需缴纳基本收费标准的75%。]不过，对保守党的选举来说也有个好处。拒绝缴纳者不能参加选民登记，由于他们多数来自较贫困的阶层，这给保守党帮了忙。
	 [image: 税负并不以选举登记为依据，但政府在征税时可以查阅选举登记册。]有报道称：“撒切尔夫人相信：人头税让工党的许多支持者无法参加选民登记……使金诺克先生（工党领袖）损失了很大数量的选票。她估计可能达100万。”
	 [image: Oliver Letwin，引自McLean and Smith（1994，p.128）。]撒切尔夫人的推测可能不算离谱。另有人估计，如果没有人头税问题导致的选民登记缺失，保守党在1992年4月的大选中尽管依然能取胜，但差额会很小，只要发生递补选举失败，他们就会失去议会多数党的地位。
	 [image: McLean and Smith（1994，pp.141-142）.此时的社区收费变得非常像美国南方某些州实施的人头税（详见本书第6章）。]

	高尚的事业
	兵役免除税甚至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Hollister，1960）。

	Bagley and Rowley（1968，p.103）.


	与人头税的故事相比，关于12世纪发生的英国财政史乃至政治和宪政发展史上最具决定意义的另一项变革，人们的了解则要少得多。那就是贵族给国王提供的军事服役义务，以及沿着封建食物链向下传递的类似义务，被一种名为兵役免除税（scutage）的现金缴纳体系取代。这一变革对双方都有利：贵族不再需要离开领地，到法国去参加对自己没有直接好处的战斗；国王则能够有钱招募更多能征善战的外国雇佣兵。变革是逐步推进的
	 [image: 兵役免除税甚至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Hollister，1960）。]，但兵役免除税在1159年就基本上确立了，当时是为了在图卢兹周围发动针对法国人的又一次袭击。该制度影响深远。贵族接受兵役免除税就等于承认了给国王提供直接资金支持的某些义务。反过来，这又给他们提供了舞台，要求上缴金额的数量必须征得自己同意。1215年《大宪章》中最清晰的一条规定正是：“在我们王国征收兵役免除税和救助款时，必须征得王国的普遍同意。”
	 [image: Bagley and Rowley（1968，p.103）.]由此达成的妥协原则是，贵族愿意给国王提供资金支持，但希望在此过程中参与协商。
	Clark（2006，pp.91 94）.

	Judson（2016，p.46）.

	Dewald（1996，p.32）.


	不过在欧洲大陆很多地方，事情的发展有所不同，越来越失去意义的封建义务被转化成贵族的免税特权。这种豁免在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延续到18世纪
	 [image: Clark（2006，pp.91 94）.]，在匈牙利则持续更久。
	 [image: Judson（2016，p.46）.]而在法国，贵族的免税特权造成了最具灾难性的后果。
	 [image: Dewald（1996，p.32）.]
	Cobban（1963，p.58）.

	伟大的军事工程师沃邦（Vauban）在1707年建议，用（事实上的）10%的所得税来取代土地税及其他税种，不允许免税。关于这项建议及法国关于所得税议题的更普遍的思想发展，可参见Chambas and Combes（2001）。

	引自Schama（1989，p.86）。


	免税特权的核心是路易十四达成的一笔与魔鬼的交易，他以继续免除土地税（法国当时最接近财富税的税种）为条件，削弱了贵族和教士的政治势力。其他一些人同样被豁免了土地税，包括在或大或小的城市，如巴黎。
	 [image: Cobban（1963，p.58）.]然而最让新兴资产阶级和改革派大臣不满的还是给贵族的待遇。甚至还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就不时尝试过取消此类和其他的免税特权
	 [image: 伟大的军事工程师沃邦（Vauban）在1707年建议，用（事实上的）10%的所得税来取代土地税及其他税种，不允许免税。关于这项建议及法国关于所得税议题的更普遍的思想发展，可参见Chambas and Combes（2001）。]，但贵族及其占据主导的高等法院（有权确立法规的地方法院）每次都制止或破坏了改革。直至18世纪70年代中期，贵族依然把免税特权视作军事服役的回报，导致改革派的财务大臣（过去做过征税官员）杜尔哥被“所有智者都已抛弃的这一古老借口”搞得心烦意乱。
	 [image: 引自Schama（1989，p.86）。]
	例如，1749-1790年实施的二十分之一税（取代了十分之一税）就是对土地、职位和产业中获得的收入按照6%收取（Kwass，1999，p.359）。

	引自Jeanneney（1982，p.29；作者的译本）。杜邦家族后来在美国税收史上再度现身。皮埃尔·塞缪尔·杜邦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执掌家族的庞大化学产业以及杜邦公司控制的通用汽车公司，为废除禁酒令而积极游说。他希望合法生产的啤酒带来的税收可以让自己厌恶的所得税不再必要。


	免征土地税并不代表特权拥有者能免缴所有直接税，其中包括对所有人征收的人头税（稍后将详述）、十分之一税与后来的二十分之一税
	 [image: 例如，1749-1790年实施的二十分之一税（取代了十分之一税）就是对土地、职位和产业中获得的收入按照6%收取（Kwass，1999，p.359）。]，以及教士缴纳的替代公开税收的貌似自愿的款项等。这些税收在逐渐减少，但在某些情况下对贵族依然是不小的负担。只是，无特权阶层同样需要缴纳此类税收，所以并未缩小税收负担的不平等。法国旧政权的税负并不算特别高，例如相比同时期的英格兰，但法国的税负分配却显得尤其不公平。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后来又在美国建立起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讲过：“只有一种方法能逃税，那就是发财”，这个笑话其实也是对法国旧政权真实状况的描述。
	 [image: 引自Jeanneney（1982，p.29；作者的译本）。杜邦家族后来在美国税收史上再度现身。皮埃尔·塞缪尔·杜邦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执掌家族的庞大化学产业以及杜邦公司控制的通用汽车公司，为废除禁酒令而积极游说。他希望合法生产的啤酒带来的税收可以让自己厌恶的所得税不再必要。]
	Davies（2009，p.20）.

	Schama（1989，p.386）.


	税收不平等造成的严重影响在《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即法国三大等级在1789年的多事之春各自记录的冤屈列表。第三等级主要是非贵族的有产者，他们的主要抱怨是贵族和教士阶层的财务特权。例如，杜尔当的第三等级希望废除土地税和财产税之外的所有个人税收，应不加区别地对所有阶层的民众和所有类型的财产征税，甚至包括封建权利和或有权利。
	 [image: Davies（2009，p.20）.]巴黎人在1789年7月12-13日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们洗劫了巴黎附近的关税站，烧毁记录文件，并推倒了税务官员为收税目的围绕全市修筑的围墙。
	 [image: Schama（1989，p.386）.]在发泄完对税收制度的怒火之后的次日，他们才攻陷巴士底狱。最终，贵族为自己的税收特权付出了沉重代价。

	力图实现公平

	上述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感受：税收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被视为极度不公平，这不仅取决于税收设计，也与税收征缴方式和当时的广泛社会情绪有关。当然，对于什么样的税收会被公认为公平的税收，这些故事能给的启示较为有限。有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公平意味着为受益纳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按能力来纳税。

	为受益纳税？
	布莱恩曾三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失利（1896年，1900年，1908年），他是极其能吸引听众的演说家，在威尔逊总统任上担任国务卿（由于看到政策滑向参战，出于原则而辞职），但不幸的是，如今最出名的事迹是他在1925年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中为神创论辩护。

	Bryan and Bryan（1900，p.243）.


	美国平民主义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曾提出疑问
	 [image: 布莱恩曾三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失利（1896年，1900年，1908年），他是极其能吸引听众的演说家，在威尔逊总统任上担任国务卿（由于看到政策滑向参战，出于原则而辞职），但不幸的是，如今最出名的事迹是他在1925年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中为神创论辩护。]：“什么人最需要海军？是在耕地中劳作的农民……还是有财产位于某个大港口、可能被地方炮火毁坏的人？”
	 [image: Bryan and Bryan（1900，p.243）.]他隐含的质疑是：为什么要让农民给海军建设出钱？事实上，这确实是第3章介绍过的英格兰斯图亚特王朝征收船税的最初逻辑，当只在沿海市镇和郡县征收的时候，该税种执行得很不错，因为对这些地区而言，给海军筹集些经费以减轻海盗和私掠船的危害，算是可以接受的代价。这个故事就是按照“受益原则”收税的案例：每个人的税收负担应该与他们从政府获得的好处成正比。

	然而这种逻辑不能解决太多问题。按照所获收益的大小纳税，根本就不能称为税收。因为根据定义，税收应该是没有回报的支付款项。另外从实践操作的角度来讲，政府做的很多事情不是提供仅限于特定人群享受的产品和服务，而是注定将影响全体国民，例如维持法律和秩序，提供国家的总体防卫等。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年），美国知名法学家，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

	对此的反对意见出现在Compan-ía General de Tabacos de Filipinas v. Collec-tor of Internal Revenue 275 U.S.87（1927）。

	Babbage（1851，p.15）.


	正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image: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年），美国知名法学家，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所说，税收或许是“文明的对价”，如今的美国国税局总部就镌刻着这句名言。
	 [image: 对此的反对意见出现在Compan-ía General de Tabacos de Filipinas v. Collec-tor of Internal Revenue 275 U.S.87（1927）。]如果贯彻受益原则，我们需要弄清楚文明社会的收益在民众中间是如何分配的。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例如威廉·盖茨（William Gates, Sr.，即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的父亲）曾发起一场运动来捍卫美国的累进制税收，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强大法律和其他制度、物质基础设施以及科学研究作为支持，富人将很难发财致富。与之相反，前文介绍过的担心特许经营权扩大的查尔斯·巴贝奇认为，给小业主提供保护的成本比给大资本家提供保护的成本更高，例如街角的水果商贩需要警察来防止盗窃行为，而巴林银行那样的大商行能够通过在全世界流转资产来规避风险。
	 [image: Babbage（1851，p.15）.]如今居住在安保严密的社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富裕中产阶级，对此或许能感同身受。这个逻辑的含义是富人应该比穷人缴纳更少的税，但在很多人看来难以接受。此外，根本的一点在于，受益原则从本质上讲很难解释从一个人那里征税而让另一个人受益的现象，除非存在某些类型的道德扭曲。如果严格套用该原则，只能建立规模非常小的政府。
	也被称作“抵押”（hypothecation）。这一用法与美国普遍使用的“ear-mark”（专项拨款）有所不同，后者是指在法案中加入支出方式的规定，以不再需要履行通常的拨款程序。

	Daunton（2001，p.68）.

	Bird and Jun（2005，p.27）.

	Pérez（2008）.


	与受益型征税较为相似的是，政府有时候会把特定来源的税收收入专项安排在某些特定的用途上。
	 [image: 也被称作“抵押”（hypothecation）。这一用法与美国普遍使用的“ear-mark”（专项拨款）有所不同，后者是指在法案中加入支出方式的规定，以不再需要履行通常的拨款程序。]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政府承诺把某些税收收入用于偿还特定的贷款。
	 [image: Daunton（2001，p.68）.]这种专项支出的做法今天仍在延续，最显著的例子是社保缴费通常与福利待遇挂钩，以至于有时候根本不被当成税收。其他类似情况还有很多，例如美国把联邦汽油消费税的收入专项用于高速公路的支出。又如加纳把增值税税率从10%提高至15%时，政府承诺将新增收入用于改善医疗服务。某些国家的专项支出非常普遍，例如韩国在2005年有大约17%的税收收入用于专项支出
	 [image: Bird and Jun（2005，p.27）.]，美国各州平均大约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专项支出。
	 [image: Pérez（2008）.]专项支出可以和某些受欢迎的支出项目挂钩，或者至少保证这笔钱不会被淹没在扑朔迷离的政府总账目之中，使得增税在政治上更容易获得支持。然而此类做法也有若干不利之处。其中一个不利之处是，没有理由解释某个项目的合理支出水平为何应该与某种特定税收的收入水平挂钩。在20世纪20年代曾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就在车辆税的议题上精彩地提出了这个论点：
	Daunton（2002，p.130）.


	谁曾经说过，无论这些税种能带来多少收入，无论国家的贫困状况如何，我们都应该把这笔收入用于建设公路，而且只能用于建设公路？由于所得税提高，我们可能损害自己的贸易。由于经济状况不佳，我们可能不得不削减教育支出，甚至无法保证舰队的维护。可是有人不管不顾，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把对汽车所征的全部税收拿去建设公路！……这种主张非常荒唐，是对议会权威和社会常识的直接冒犯。
	 [image: Daunton（2002，p.130）.]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1993，pp.64-65）.


	更通俗地说，“强专项支出”是指把某个项目的公共支出同某种税收来源做紧密捆绑，会使政府更难以把相关收入放到最合适的用途上。另外还有“弱专项支出”，这并不会真正限制公共支出的用途。归根到底，货币是很容易替代的。例如我们可以假设，非洲的加纳确实把增值税的全部新增收入都投入医疗，但同时减少了投入医疗的其他资金来源，结果使政府的医疗总支出增幅低于增值税的增幅，甚至可能减少医疗总支出。因此要想真正发挥作用，专项支出将意味着不可灵活调整的预算安排，否则就只是“迷惑纳税人，而非拓展民主制度……的花招”。
	 [imag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1993，pp.64-65）.]出于这个原因，专项税收方面的建议经常会让公共财政部门感到头疼。

	按能力纳税？
	Seligman（1914，p.368）.


	税收公平的第二种原则能让我们更深入理解目前采取的思路和实践的本质，这就是“按能力纳税原则”，意指任何个人的税收负担都应该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挂钩。该原则贯穿了税收史。美洲殖民地1634年在弗吉尼亚实施的第一部税收法规就规定，应该“根据财产状况并考虑其他各种能力”来评估每个人的税负。
	 [image: Seligman（1914，p.368）.]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税负应该取决于他们承担税收带来的物质福利损失的能力。较富裕的人比较贫穷的人有更高的支付能力，相比生活拮据的夫妇，某位亿万富翁缴纳1美元税收的痛苦要少得多。我们推测，很少有人会反对纳税能力对税收公平的意义，哪怕是当年在北安普敦制定人头税的英国议会。可是，这一原则在付诸实践的时候会涉及两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是准确衡量人们的支付能力。我们无法直接评估物质条件给人们带来的幸福程度，很自然的办法是利用某些外在的物质福利指标来帮助判断恰当的税负水平，例如他们拥有多少土地，他们的住房有多少扇窗户，他们的收入是多少等。这样做的问题之一是，此类外在指标有可能反映了人们的偏好与决策差异，其中包括他们对税收制度的反应。于是有人便想到，税负的决定应该根据某些内在和不可变的潜在支付能力指标，然而，潜在支付能力比实际支付能力更难以观察到。
	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我们能够和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测算与比较（此类方法假定存在的）不同个人的量化福利指标。除了关注个人福利的此类“福利主义”方法，还有其他思路，例如强调人们全面参与更广泛社会生活的能力，如Sen（2009）所述。

	Rawls（1971）.


	假设我们能够识别每个人的（外在或潜在）支付能力，第二个棘手问题则是精准地确定不同支付能力应承担何种税负。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认为最公正的税后福利分布状况应该是什么样的。
	 [image: 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我们能够和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测算与比较（此类方法假定存在的）不同个人的量化福利指标。除了关注个人福利的此类“福利主义”方法，还有其他思路，例如强调人们全面参与更广泛社会生活的能力，如Sen（2009）所述。]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应该是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的任务。例如，以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认为，政府的任务应该是让全社会的总福利最大化。以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让最底层的人的福利最大化（哪怕这会使社会总福利减少）。
	 [image: Rawls（1971）.]还有些人的立场介于这两者之间，他们较为看重穷人的福利，但并不完全忽略富人。无论如何，经济学家对于准确判定政策应该如何考虑支付能力的差异并无特别的研究心得。按能力纳税原则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夸张的表述，反映了我们的直观感受：个人的税负应该与他的某些物质富裕程度指标挂钩。只是对于具体应该如何挂钩，各色人等有着各具理由的不同诉求。

	寻找标志

	远在相关术语发明的很久之前，头脑灵活的统治者已经在寻找能够与税收负担联系起来的支付能力的外在标志了，即便这不是为追求社会公正，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今天的所得税不过是这一持续进程在现阶段的表现形式而已。

	按阶层征税
	引自Lockyer（1964，p.33）。

	Dowell（1884a，pp.170-171）.


	1513年，年轻的亨利八世踏上了英格兰国王们追求文治武功的传统道路：跨越海峡去同法国人作战。那时的他尚未长胖，也没有陷入婚姻纠葛，而是被威尼斯大使赞誉为“我见过的最英俊的君主”。
	 [image: 引自Lockyer（1964，p.33）。]战事一度很顺利，在以对手仓皇逃窜的背影命名的“马刺之战”中大获全胜。然而战争所费不赀，为筹集足够款项，亨利八世向公爵征税6英镑13先令4便士，向伯爵征税4英镑，向男爵征税2英镑，以此类推，直至对年满15周岁、工资低于40先令的男子征税4便士。
	 [image: Dowell（1884a，pp.170-171）.]
	Dowell（1884a，pp.105-107）.1379年和1513年的做法有区别，对公爵、侯爵和男爵的收费没有变化，但1513年采用了更为粗略的分类，并与收入水平部分挂钩。

	包括在出生、死亡和婚姻时收取的税收，对公爵、侯爵、子爵等也区别对待。

	North（2012，p.161）.

	Hill（1892）.


	这种按阶层征税的办法并不新鲜，而是英格兰人在灾难性的人头税事件之前，于1379年就尝试过的发明之一。
	 [image: Dowell（1884a，pp.105-107）.1379年和1513年的做法有区别，对公爵、侯爵和男爵的收费没有变化，但1513年采用了更为粗略的分类，并与收入水平部分挂钩。]此次也不是最后的尝试，英国在1689-1698年实施的其他若干税种同样是根据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来征收的。
	 [image: 包括在出生、死亡和婚姻时收取的税收，对公爵、侯爵、子爵等也区别对待。]在法国，防止贵族逃避税收的一个办法是前文介绍过的人头税，于1695年引入，并延续到大革命时期。该税种以阶层划分为基础，把社会划分为22个类别，针对皇太子的最高税额是针对临时工的最低税额的2000倍。在普鲁士，政府于1821年引入了一种针对市镇以外区域的等级税，把农村社会划分为4个阶层，并在各个阶层内部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进一步区分税负。
	 [image: North（2012，p.161）.]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873年。
	 [image: Hill（1892）.]

	这样的税收在今天看起来或许有些古怪，却有很突出的优点。在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中，社会地位是潜在支付能力的合理代理指标，它容易观测且能够借助自尊和炫耀的强大动力来自动实施。例如，公爵不希望被人当作等级较低的伯爵，农民更不希望假扮需要缴纳重税的公爵（当然他们也缴不起）。在这种情形下，该税种不会导致规避行为。借用术语来讲，除了彻底逃税的情况，这会是“一次性”（lump-sum）税收，即税负并不取决于纳税人的任何行动（后文对此将有更多讨论）。人头税也属于一次性税收，但与按照社会阶层的差异来征税不同，它的显著特征是对所有人收取相同的税额。
	Latham（1985，pp.102-103）.另外还记录说，佩皮斯很奇怪地没有出现在1666年的壁炉税申报名单里（Wareham，2017，p.472）。

	Hill（1892，p.211）.

	例如，法国的人头税负担很快就开始在社会阶层内部发生分化。Selig-man（1914，p.50）声称到1705年，人头税实际上已在法国四分之三的地方变成所得税。而在德国税收制度下，税负从来不是只根据社会阶层来确定的。针对1821年阶级税（Klassensteuer）的部长指示对此说得很清楚：“阶级税的目标是在统一的人头税……与所得税之间寻求折中，后者的实施必须依靠对纳税人状况的深入调查，因此总免不了令人厌恶。”引自Hill（1892，p.210）。


	然而，按阶层征税会带来比上述理想化特征更多的具体问题。毫无疑问，某些伯爵的经济状况比公爵要好，但他们依然只需要缴纳更少的税收。另外骄傲和虚荣也未必足以让这些税收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强的自动执行力。例如在1660年12月10日，日记作者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预留了10英镑作为绅士阶层的纳税额，却发现政府只将他归入10先令的纳税类别，他于是有些怯懦地安慰自己说：“我认为没有必要暴露自己。”
	 [image: Latham（1985，pp.102-103）.另外还记录说，佩皮斯很奇怪地没有出现在1666年的壁炉税申报名单里（Wareham，2017，p.472）。]历史表明，“普鲁士的臣民在涉及税收问题时并不渴望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image: Hill（1892，p.211）.]因此，这些税收在实践中并不是真正一次性的。而且随时间流逝，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名义上的社会阶层不再是支付能力的良好代理指标。
	 [image: 例如，法国的人头税负担很快就开始在社会阶层内部发生分化。Selig-man（1914，p.50）声称到1705年，人头税实际上已在法国四分之三的地方变成所得税。而在德国税收制度下，税负从来不是只根据社会阶层来确定的。针对1821年阶级税（Klassensteuer）的部长指示对此说得很清楚：“阶级税的目标是在统一的人头税……与所得税之间寻求折中，后者的实施必须依靠对纳税人状况的深入调查，因此总免不了令人厌恶。”引自Hill（1892，p.210）。]

	按社区纳税
	巴比伦和亚述还必须奉献出500名受阉的男孩，参见Strassler（2009，pp.250-255）。


	希罗多德记录了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如何把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划分为20个地区，每个地区都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银。
	 [image: 巴比伦和亚述还必须奉献出500名受阉的男孩，参见Strassler（2009，pp.250-255）。]帝王并不太关心此类贡赋具体如何筹集，类似的操作办法一直沿用到现代。就像中世纪英格兰的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那样，税收经常采取配额的方式来设置，中央统治者给各个地方或区域确定一个缴纳金额，然后交给地方或基层的精英去决定具体如何筹集这笔资金，辅以不同程度的执行指导意见。
	Dowell（1884a，p.98）.

	根据设计，这一税种属于粗略的所得税，例如，工薪是应税对象（陆军和海军的现役军官除外）。但它很快演变成了以土地税为主的税种。例如，公务员的纳税会被退还。从这种土地税开始，直接税成为一种惯常性质（年度征收）而非偶发性质的税（Ward，1953，pp.7 28 16）。

	Ward（1953，p.20）.

	Ward（1953，p.3）.


	在英国，配额制度在多个世纪的直接税中占据主流。与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税类似，都铎王朝后期增加的“津贴”起源于按照个人的特定经济条件来评估税负，但后来变成了根据习惯对每个地点征收固定数额。评估每个人应该缴纳多少税的任务被委派给当地的重要人物，通常是大领主，利用某些基本的评估规则作为起点，再加上一定的裁量空间。这种做法“后来几乎被民众当作宪法规定的权利”。
	 [image: Dowell（1884a，p.98）.]随着土地税在1693年实施，政府再度尝试在个人层面进行评估，即确定一个税率，然后按此征收税款。
	 [image: 根据设计，这一税种属于粗略的所得税，例如，工薪是应税对象（陆军和海军的现役军官除外）。但它很快演变成了以土地税为主的税种。例如，公务员的纳税会被退还。从这种土地税开始，直接税成为一种惯常性质（年度征收）而非偶发性质的税（Ward，1953，pp.7 28 16）。]然而税收收入因此锐减
	 [image: Ward（1953，p.20）.]，于是从1698年开始，政府又回到设置配额的办法。
	 [image: Ward（1953，p.3）.]本书第5章会介绍，小皮特在1799年引入的所得税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收入征税，而且标志着决定性的飞跃：从配额形式的直接税（确定需要征收的税款金额），变成根据每个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税负水平（确定税收规则，而不是最后得到的实际税款）。
	Pezzolo（2012，p.274）.

	Nakabayashi（2012，p.384）.

	Gatrell（2012，p.197）.

	Goldsmith（1987，p.73）.

	Scott（1998，fn.69，p.38）.


	配额制度远不是英国独有的现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皮埃蒙特（如今的意大利西北部区域），会根据当地的土地租金来评估社区需要缴纳的税款，但如何征收则由社区自行决定。
	 [image: Pezzolo（2012，p.274）.]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
	 [image: Nakabayashi（2012，p.384）.]，税收是在村庄层面以集体责任的形式征收；沙皇俄国与之类似。
	 [image: Gatrell（2012，p.197）.]同样在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社区甚至要负责已离开村庄的人的税收。
	 [image: Goldsmith（1987，p.73）.]在法国旧政权统治的部分地区，土地税以配额形式征收。在殖民地时期的越南，税收根据各个社区的推算人口来征收，与1380年英格兰征收的人头税相似。如果没有缴够总数，中央税务机构会把能够夺取的任何物品拿来拍卖，直至筹集到所要求的金额。这个体系把拥有大多数值钱物品的乡村名流动员起来，以确保税款能够如数上缴。
	 [image: Scott（1998，fn.69，p.38）.]

	配额制度对统治者来说有明显的吸引力，与更原始的贡赋制度类似。它能够筹集税收并维护权威，而无须保持和监督庞大的官僚队伍。把评估和征收委托给地方精英，还有助于尊重基层的权力关系，以巩固社会稳定。从不那么逐利的视角来看，与盲目实施统一税收规则相比，配额制度还提供了有效利用地方信息来提高税收公平和效率的途径。因此，这种制度更多用于与人员关系较为密切的税种，而更加非人格化、更少需要裁量权的包税制则更多用于涉及交易的税种，如关税和货物税等（本书第13章将展开介绍）。
	Ward（1953，p.37）.引自Plumb（1967，p.148）的The Spectator中的一篇文章。


	不过，配额制度的裁量权如果导致偏袒徇私盛行，也会破坏稳定。例如，英格兰在18世纪早期实施的土地税就成了政治斗争的重要角力场，激烈的法院交锋和土地专员提名变成了经常需要众议院投票表决的麻烦事：“党派斗争和土地税组成了糟糕的搭档。”
	 [image: Ward（1953，p.37）.引自Plumb（1967，p.148）的The Spectator中的一篇文章。]当社区的相对经济状况开始发生快速改变时，按配额征税还会表现出日益僵化的缺陷。如果评估区域内的某个部分税收不足，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其他部分多缴纳一些。如果不经历痛苦的税负再评估过程，这个体系将无法适应评估区域内的财富格局变化。同时毫无疑问，疆域拓展与民族认同感强化会加剧对不同地区的人实施区别税收待遇的敏感性，而中央的主导地位提升则会使安抚和依赖传统地方与基层精英群体的需要弱化。于是关注点以非常缓慢的节奏从按配额征税转向按税率征税，另外在更晚些时候，只对中央政府负责的税收征管机构也随之发展起来。
	Goldsmith（1987，p.226）.


	配额制度的主要优点是尊重地方的制度、实践和智慧，不希望创建更多的新机构，这使该制度在今天依然是超国家机构的主要筹资手段。例如，欧盟就依赖各成员国缴纳的经费，数额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增值税来测算，具体筹集方式则由各国自己决定。这与尼德兰联合省在17世纪后期的筹资方式并没有多大不同，当时每个省都被分配到所需总财政收入的一个比例，然后各自负责具体的筹集过程。
	 [image: Goldsmith（1987，p.226）.]有人甚至指出，美国宪法的初始条款要求把直接税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就是为了确保无论联邦税收的总额是多少，各地承担的配额相对于人口数量来说都是公平的（该条款将是下一章讨论的核心内容）。

	对精致生活征税
	因为拥有一块伪造的印版，参见Rickards（2000）。

	此前，法国在1690年实施过帽子税，参见Dowell（1884d，p.401）。

	Uglow（2014，p.149）.帽子税延续到1811年，假发税延续到1869年。


	对18世纪英国的税收政策制定者而言，帽子有两样优点：一是富人喜欢拥有大量昂贵的三角帽，而穷人经常最多有一顶廉价的帽子；二是很容易看出来某个人是不是戴着帽子。因此在1784年，英国政府要求在每顶帽子的内衬中贴上一张印花税票，金额与帽子的成本挂钩。未缴纳此税收的人将被处以重罚，伪造帽子印花税票者可能遭到处决。然后到1798年，不走运的约翰·柯林斯便成了牺牲者。
	 [image: 因为拥有一块伪造的印版，参见Rickards（2000）。]为逃避纳税，帽子制造商不再把自己的作品称作“帽子”，这促使政府于1804年把该税种扩大到所有头部饰品。
	 [image: 此前，法国在1690年实施过帽子税，参见Dowell（1884d，p.401）。]假发在佩戴时同样难以掩饰（除非戴上同样会被课税的帽子），并与人们的经济状况有关，因此同样吸引了税务官员（以及各类有害昆虫）的注意。1795年，英国政府开设了每年缴纳1金基尼的税种，适用于男性和女性用在假发上掩饰臭味的香粉。由于当时留辫子的习俗仍很普遍，缴过税的人便被称作“天竺鼠”（guinea-pigs，对应英语中基尼和辫子的组合词）。
	 [image: Uglow（2014，p.149）.帽子税延续到1811年，假发税延续到1869年。]
	引自Ward（1953，p.123）。

	Simons（1938，p.40）.

	Robertson's British Tax Tables（Robertson，1792，p.58）.用动物脂肪制作的蜡烛的使用寿命不如用植物蜡（或鲸油）制成的普通蜡烛，气味也难闻；灯芯草照明是利用灯芯草的干髓在油脂中浸泡来实现。蜡烛税的目的是针对家境更好的人，相关论述可参见Plumb（1960，pp.241-242）等。

	Brown（2007，pp.12-13）.


	18-19世纪的英国还创造了其他许多针对富人喜欢的消费项目的税收，反映了诺斯勋爵在1769年提出的一项原则：“奢侈品应该被征税……因为主要的税负应该落在富裕群体身上。”
	 [image: 引自Ward（1953，p.123）。]消费或拥有特定物品代表一定的纳税能力。另外，这种税收毫无疑问还有某些寓禁于征的意义，有助于让穷人保持克制。例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就曾不屑地提到，教科书里隐含地把奢侈品定义为“穷人不配拥有也不愿意拥有的商品”。
	 [image: Simons（1938，p.40）.]钟表、马车、赛马以及使用盾形徽章的权利等都需要缴纳特定的税收。家庭制作蜡烛在1709-1831年几乎失传，因为当时的人们必须持有执照并缴纳税收才能自制蜡烛。许多此类税收的设计是为了专门让富人承担，例如蜡烛的税负比动物油脂更重，而最贫困的家庭则能够利用无税的灯芯草来照明。
	 [image: Robertson's British Tax Tables（Robertson，1792，p.58）.用动物脂肪制作的蜡烛的使用寿命不如用植物蜡（或鲸油）制成的普通蜡烛，气味也难闻；灯芯草照明是利用灯芯草的干髓在油脂中浸泡来实现。蜡烛税的目的是针对家境更好的人，相关论述可参见Plumb（1960，pp.241-242）等。]又如在1777-1882年，雇主需要为男性仆人缴税，税负根据仆人数量递增，10名以下为每人每年25先令，从第11名开始激增为每人每年3英镑。
	 [image: Brown（2007，pp.12-13）.]
	引自Dillon（2002，p.136）。


	对富人拥有的物品征税显然不是乔治王时代的英国特有的做法，该做法至今仍在延续，经常表现为对认定的奢侈品征收很高的进口关税。如下是若干多少有些奇怪的例子：2016年，中国对“超豪华汽车”征收10%的进口税，其标准是价格在130万元（约19万美元）以上的车型；而在尼日利亚，游艇和豪华汽车的进口需要缴纳70%的税收。不过，若论特定消费税的类型之繁多，乔治王时代的英国依然独树一帜，尤其针对但并不限于奢侈品。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一繁多的税种至少成为历代作家的现成素材宝库。1743年就有搞笑的观察家抱怨说：“税收官员已成为我们的日常伴侣，从头上的桂冠到足下的鞋底；我们清洗头发时，他会来检查香粉……他穿着我们的鞋子四处巡视，在餐桌上给肉食调味……白天从窗户上窥探，夜晚现身于烛光之下。”
	 [image: 引自Dillon（2002，p.136）。]而到1820年，风趣的教士、评论家和哲学家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仍在埋怨：
	Smith（1820，p.78）.


	濒死的英国人把7%税负的药品倒入15%税负的勺子，躺到22%税负的印花棉布床单上，在缴纳了100英镑执照费以获得行医特权的药剂师怀里断了气。他的全部财产将马上被征收2%～10%的税款……他本人将去墓地与先祖们相聚，从此告别税收。
	 [image: Smith（1820，p.78）.]

	这些听上去似乎非常蠢笨。对代表一定富裕程度的物品广泛征税明显让人们感到恼火，但它的意图非常清晰，至少表面上是对支付能力更强的人多征税。然而以奢侈品为目标，借此要求富人承担税负的理念仍面临若干根本的难题。
	这一故事引自This Way Caribbean Islands（2001，p.167）。

	该税种延续至1792年，引自Brown（2007，p.19）。


	与任何税收一样，奢侈品税可能招致意外的后果。据说至少有一次对富人征税的尝试就失败了，因为自尊心。截至1934年，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的库拉索岛上的艾玛王后桥仍然要收过桥费。为减轻穷人的负担，此费用只对途经桥梁时穿着鞋子的人收取。但岛上的人们发现，这一制度的实施结果事与愿违，因为许多穷人为了面子，往往在过桥时借别人的鞋子，而许多过于吝啬的富裕居民则光脚过桥。
	 [image: 这一故事引自This Way Caribbean Islands（2001，p.167）。]不那么奇特但更加常见的情形是，给某种奢侈品附上税收并不代表税负真的是由生活奢靡者承担。例如，英国小皮特政府在1785年引入的对女仆征税就是如此，这里姑且不谈《泰晤士报》的观点，它认为这根本不算奢侈品，而是属于“大宗商品”。
	 [image: 该税种延续至1792年，引自Brown（2007，p.19）。]该税收的征缴引发了巨大争议，因为人们担心会把某些女性推向娼妓业。当然，出现这种情形的（至少部分）条件是税收不会提高富裕雇主支付的价格，而是降低女仆获得的工资。后文第7章将深入探讨此类事件引发的更广泛议题：税收负担究竟落在什么人头上？
	Ward（1953，p.123）.

	Smith（1868/1776，Book V，chapter II，para v.2.155.）.


	即便某些奢侈品的税负确实落在享受奢靡生活者头上，以此方式对富人征税也存在两个局限。其一是在此类物品上的支出并不足以带来充分的税收。诺斯勋爵虽然认为税负首先应该由富人承担，却也看到了可悲的现实，“在需要借到大量金额的时候，负担必须由大多数群体承受”（他这里说的“借到”是对征税的委婉表达）。
	 [image: Ward（1953，p.123）.]我们在第2章已经看到，当时在英国确实有若干必需品被征税。
	 [image: Smith（1868/1776，Book V，chapter II，para v.2.155.）.]其二是消费模式既反映富裕程度，也受偏好影响。例如，并非所有乔治王时代的富裕绅士都饲养赛马，尼日利亚的富豪也并不全都购买奢华的游艇。英国当年甚至还有些比较穷的人也可能佩戴帽子和假发。

	关于富裕生活的推断

	上文已经谈到的若干让税收变得较为公平的办法都借助了某些容易观测的指标，例如社会阶层、地方富裕程度、特定物品的消费，然后推测它们能够给税收支付能力提供粗略但比较合理的参考。千百年来，各国政府极具创造性和极为积极地寻求此类更新和更好的代理指标。在对富人消费的各种物品征收五花八门的税收的同时，英国人也秉持类似的推定精神，对土地和窗户征税（后者是对炉灶征税的演进），有时能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政府尝试过此类推定方法的清单还有很多，都是针对与支付能力有关的对象征收，当然并不追求做得非常精确。

	[image: ]

	小皮特首相、贫困与娼妓

	资料来源：Copyright ©The British Museum（1868/0808.5437）。
	相关介绍可参见Tax Research Foundation（1938，pp.29-30）等。

	其他税种还有对纳税人主要居住房屋的窗户税和门户税，对房地产租金价值的税收，以及对个人财物（动产）的税收。


	对特定职业收取固定数额的税收，也是极为普遍的推定式征税办法。美洲殖民地很早就对若干职业类型的推定收入征收“才能税”（faculty tax）。
	 [image: 相关介绍可参见Tax Research Foundation（1938，pp.29-30）等。]即使到了今天，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仍允许各县、市、区、一级城镇、自治市和学区征收此类税种，对医生按最高层级，对工厂工人按最低层级征收。乌拉圭在2007年之前仍对“自由职业者”征收职业税，包括建筑师、工程师、律师等，或许是因为确认这些人的真实收入过于困难。法国大革命时期引入、后来长期延续并被称作“四位老太太”的四类税收中，有一类被称作营业税（patente）
	 [image: 其他税种还有对纳税人主要居住房屋的窗户税和门户税，对房地产租金价值的税收，以及对个人财物（动产）的税收。]，其核心内容是针对不同职业收取一笔固定费用。这种做法以不同形式延续到1976年，非洲的某些法语区国家至今仍在沿用。
	Rajaraman（1995），Yitzhaki（2007）.与估算所得税法（tachshiv）一样，这些假定评估或许是可申诉的，即如果餐厅业主能证明其收入少于估算所得法公式的结果，则将征收较少数额的税款。


	如今，此类推定式税收方法最常用于对小企业征税，它们可能不容易保留准确的经营记录，或者税务稽查员不容易找到它们的准确经营记录。有些国家采用一组反映经营活动的指标来替代，例如对餐厅的评估可以根据其地理位置、营业面积、餐桌数量、菜单平均价格等指标来估算。以色列在1954-1975年就正式采用过这种估算法（tachshiv），之后还非正式地延用了一段时间。但对于税额较少的企业而言，这种估算仍可能过于繁杂。如今更常见的做法是根据小企业的营业额来征税，税率会根据不同产业的利润来设定。
	 [image: Rajaraman（1995），Yitzhaki（2007）.与估算所得税法（tachshiv）一样，这些假定评估或许是可申诉的，即如果餐厅业主能证明其收入少于估算所得法公式的结果，则将征收较少数额的税款。]
	Paine（1894/1792，p.496）.


	当代明确采用的推定式税收在设计时尽量贴近所得税的税负，后者已成为追求纵向公平的核心工具。很自然，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可以把对社会阶层征税、对窗户征税等做法理解为显眼的路标，祖先们沿着这条道路跌跌撞撞地走向现代的所得税制度。所得税的发展确实是本章讨论的诸多税收尝试的顶点。托马斯·潘恩等人就看到了这种趋势，他在批评英国18世纪的货物税时指出：“真正的奢侈并不是包含在物品之中，而在于得到物品的手段。”
	 [image: Paine（1894/1792，p.496）.]与一个人拥有多少钟表或赛马相比，收入很可能是反映其经济状况的更好指标。然而所得税同样具有推定的成分，例如某人在一年里的收入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在此期间的决策和机遇，他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而与他的财富总额以及潜在支付能力关系不大。所得税的出现并非税收发展历史的终点，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应的教训，包括战争与谋杀的故事。








第5章




如此庞大的财政发动机



	各地的经济状况都导致了纳税能力的基础发生变化，而民主制度又宣告总体上的最佳衡量指标在于收入。所以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一进程都是不可阻挡的，所得税将被沿用下去，直至未来的民主国家找到某种新的纳税能力指标。
	Seligman（1914，p.672）.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1861-1939年）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1885-1931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在税收和公共财政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也是所得税方面的杰出学者，其代表作《所得税：国内外所得税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研究》（The Income Tax A Study of the 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come Taxation at Home and Abroad）于1911年首次出版。塞利格曼还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本书的一位作者心目中的学术偶像。


	——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
	 [image: Seligman（1914，p.672）.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1861-1939年）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1885-1931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在税收和公共财政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也是所得税方面的杰出学者，其代表作《所得税：国内外所得税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研究》（The Income Tax A Study of the 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come Taxation at Home and Abroad）于1911年首次出版。塞利格曼还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本书的一位作者心目中的学术偶像。]

	所得税尽管可能令人不快，但它如今已被公认为是较合理的税收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且往往发挥着决定纵向公平（税负如何在更穷的人与更富的人之间分配）的核心功能。政客可以讨论也确实在讨论废除增值税或者取消遗产税等议题，但对于所得税，他们虽然可能承诺削减税率水平，却很少会谈论完全取消所得税，至少在美国之外是这样。发展中国家同样渴望并被鼓励提高其所得税制度的效率，而非用其他办法取而代之。

	然而历史上并非从来如此。本章将讲述现代所得税制度在三个国家兴起的痛苦往事：英国、美国和法国。选择这几个国家作为例子，并不是因为它们能代表其他地方的经验。恰恰相反，每个国家的所得税都有其经常充满斗争的独特历史，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这三个国家的经历是非常特殊的。除了故事内容比较有意思，英美法三国的经历还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们在政治和思想上都是当时的大国，深刻影响着其他地方的发展，决定它们进程的力量也会作用于其他国家。这三个国家的经历还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天依然实施的所得税制度的恰当功能和最优设计。尽管这些根本问题没有太多改变，所得税也被视为很早之前的政策制定者的作品，但随着分析工具的进步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化，答案依然会与时俱进。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将考察这方面的变化。

	巨人的工程：英国的所得税制度

	到18世纪晚期的时候，对收入征税的想法已不再新奇。英国人自己就在1689年尝试过，然后逐渐退化为只对土地收入征税。法国人在1710年引入的人头税（第4章介绍过）则被视为历史上首次真正的所得税，但由于豁免范围增加，也逐渐退化。而随着英国在之前一个世纪中悄然发展出具有充分信用和效率的政治制度，高效的所得税终于成为极度渴望扩大财源的政府的终极手段。
	Mitchell（1988，p.580）.


	1797年末，英国即将进入与法国之战的第5个年头，情况并不乐观。作为入侵起跳点的低地国家已落入法国之手；舰队在夏季经历了叛乱；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通过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夺取了意大利北部，并迫使英国仅存的主要盟友奥地利退出了战争。这将是一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战争，政府债务利率的走高表明人们对英国能否为获胜筹集到足够资金的信心在下降。自开战以来，当时兼任财政大臣与首相的小皮特领导的政府就引入了一系列税种（本书第4章介绍过），但增加的收入仍无法满足达到和平时期两倍以上的支出需求。
	 [image: Mitchell（1988，p.580）.]英国还需要某些更为激进的措施。
	关于三部课征捐的详细介绍可参见Dowell（1884b，pp.221-222）和Selig-man（1914，pp.65-66）。

	1778年，诺斯勋爵引入了针对居住房屋的租金价值的税收（Shehab，1953，p.35），除窗户税外还须缴纳该税。

	例如，1795年的发粉税不是针对购买征收，而是针对使用的年度许可征收。直至1900年，该税种是在事实上的购置税之外另行征收（Jeffrey-Cook，2010，p.384）。

	Kennedy（1913，p.169）.

	引自Seligman（1914，p.71）。


	小皮特的首次尝试是1798年的三部课征捐策略
	 [image: 关于三部课征捐的详细介绍可参见Dowell（1884b，pp.221-222）和Selig-man（1914，pp.65-66）。]，把过去所说的“评估税”（包括住房和窗户、马车、仆人、马匹、钟表、养犬等税种）的综合税额提高至原来的3倍，对某些富人而言还不止。
	 [image: 1778年，诺斯勋爵引入了针对居住房屋的租金价值的税收（Shehab，1953，p.35），除窗户税外还须缴纳该税。]这些税收不像货物税那样在购买物品时收取，而是对其拥有者实行年度收费。
	 [image: 例如，1795年的发粉税不是针对购买征收，而是针对使用的年度许可征收。直至1900年，该税种是在事实上的购置税之外另行征收（Jeffrey-Cook，2010，p.384）。]三部课征捐根据纳税人的收入水平明确地设置了缴税上限：例如，年收入不足60英镑者免税；年收入超过200英镑者的纳税额不得高于其收入的10%。因此，这一税种是“介于对支出征税与直接对收入征税之间的过渡措施”。
	 [image: Kennedy（1913，p.169）.]该策略遭遇了失败，实际筹集的收入不足预想的一半，大量民众的收入刚好低于60英镑，整个事件被小皮特称为“不知羞耻的逃避，或者说……极其丑陋的欺骗”。
	 [image: 引自Seligman（1914，p.71）。]
	所得税并未替代评估税，其中几种又保留了许多年，例如，窗户税直至1851年才被废除，土地税则延续至1963年。


	折中做法失败了，于是小皮特政府在1799年引入了全面的所得税。该税种对所有英国公民以及在英国的所有居民征收，税基为他们来自所有渠道和所有国家的全部收入，以及包括外国人从英国资产中获取的全部收入，可谓无所不包。人们只需要申报自己的全部收入，然后据此纳税。不足60英镑的年低收入将被免税，达到或超过200英镑的收入面临的最高税率为10%。
	 [image: 所得税并未替代评估税，其中几种又保留了许多年，例如，窗户税直至1851年才被废除，土地税则延续至1963年。]
	与通常情况类似，这不像看上去那么愚蠢。其本意是认为最高收入者应该按照全部收入的10%来纳税，而非（像今天习惯的那样）只针对超过60英镑的收入。但如果在60英镑的收入门槛处适用10%的税率，则纳税人的收入仅增加1英镑时，其纳税额将增加6英镑。多重税率可以减缓此类税负跳跃现象，但不能完全消除它。例如对刚超过60英镑的部分，税率设定为1/120，可以使新增的税负仅为10先令。这种税负跳跃（档位）带来的问题在英国一直延续到一战之后。


	这一新的所得税种的成功足以引起广泛的不满，抱怨之一是它的复杂性（人们迟早会习惯）：所得税法律长达152页，适用税率有28个细分的档位，从最低的0.8%到最高的10%。
	 [image: 与通常情况类似，这不像看上去那么愚蠢。其本意是认为最高收入者应该按照全部收入的10%来纳税，而非（像今天习惯的那样）只针对超过60英镑的收入。但如果在60英镑的收入门槛处适用10%的税率，则纳税人的收入仅增加1英镑时，其纳税额将增加6英镑。多重税率可以减缓此类税负跳跃现象，但不能完全消除它。例如对刚超过60英镑的部分，税率设定为1/120，可以使新增的税负仅为10先令。这种税负跳跃（档位）带来的问题在英国一直延续到一战之后。]纳税人或许能感到稍许宽慰的是，正如法案的名称所示，该税种是临时性质的，是“为支持战争提供的援助和捐献”。因此当和平于1802年来临时，所得税被取消了，人们在欢庆中烧掉了各种纳税记录文件。
	这些分类有着极长的历史，英国的劳动收入直至2003年还按照报税单E来申报。


	然而，《亚眠和约》是短命的。随着小皮特下台，亨利·阿丁顿出任首相，所得税很快被重新推出。1803年的修订方案与之前的税法有两个重要区别，首先它属于分类所得税，即不是对所有类型的全部收入实施，而是针对五类不同收入类型分别实施，例如土地收入适用报税单A，雇佣劳动收入适用报税单E等。
	 [image: 这些分类有着极长的历史，英国的劳动收入直至2003年还按照报税单E来申报。]这样做不是为了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收入（但本身容易引起争议，后文将展开讨论），而是为了保护一定的隐私，使得税务官员不需要知道某位绅士的全部收入。第二个更显著的不同是广泛采用预扣税办法，当时将其称为“源头扣缴”。也就是说，政府要求业主、雇主、企业和其他机构在完成一系列支付的时候就扣除税款，将资金上缴政府，甚至在收入抵达受益人之前就截留了自己要征收的部分。同样，这个特征本身并不是全新的事物，但此次采取了更系统的操作方式。

	[image: ]

	约翰牛（John Bull，英国的拟人化形象）被小皮特的所得税搞得困惑不解

	资料来源：Alamy Stock Photos/Image ID：D95ME5。
	Jeffrey-Cook（2010，p.389）.

	Daunton（2001，table 2.1，p.35）.

	这一故事来自Shehab（1953，p.60），其认为该税的取消更多源自政治需要，而非对税收本身的反对。


	这次的所得税征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使纳税人的数量增加至原来的3倍多，在最高税率大为降低（仅为5%）的情况下，总税款只是略有减少。
	 [image: Jeffrey-Cook（2010，p.389）.]虽然该税种被明文规定为战时措施，但改造后的所得税效果是如此卓著，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占英国全部税收收入的20%，因此当1815年击败拿破仑的时候，政府中许多人看到战争期间积累下来的沉重债务压力，都希望将所得税沿用下去。
	 [image: Daunton（2001，table 2.1，p.35）.]不过，这次实施的所得税依然被取消了。
	 [image: 这一故事来自Shehab（1953，p.60），其认为该税的取消更多源自政治需要，而非对税收本身的反对。]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年）曾两度担任首相（1834-1835年以及1841-1846年），是历届首相中在今天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也被视为保守党的创建者。此处的引文来自Gladstone（1863，p.18）。

	Seligman（1914，pp.128-129）.

	Gladstone（1863，p.48）.

	Seligman（1914，p.153）.

	Seligman（1914，pp.172-173）.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英国的所得税是每年4月5日到期的临时性税种，其效力必须通过年度预算法案的条款来更新。


	直至1842年，所得税才再度在英国出现。罗伯特·皮尔呼吁“把这位曾经在战争中保护过我们的沉睡巨人唤醒，并且给和平时期的辛勤劳作提供帮助”。
	 [image: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年）曾两度担任首相（1834-1835年以及1841-1846年），是历届首相中在今天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也被视为保守党的创建者。此处的引文来自Gladstone（1863，p.18）。]皮尔在当时的其他关键议题上曾改弦易张，包括天主教解禁运动和《谷物法》等（本书第7章的话题之一），对于所得税，他同样是从反对者变身为拥护者，认为这是弥补削减关税（他的优先财政主张）带来的损失的唯一可行办法。
	 [image: Seligman（1914，pp.128-129）.]这次引入的所得税设置了2.9%的低税率，且依然有时限。在1853年提交的首次预算案中，皮尔的门徒之一格莱斯顿虽然把所得税称赞为“庞大的财政发动机”，却坚决反对将此税种永久作为财政来源的日常组成部分。
	 [image: Gladstone（1863，p.48）.]格莱斯顿原计划在7年之后取消所得税
	 [image: Seligman（1914，p.153）.]，可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扑灭了他的希望，所得税的长期延续被不声不响地逐渐接受。最后的挣扎是在1874年的选举中，对立双方均承诺要废除所得税。
	 [image: Seligman（1914，pp.172-173）.]然而什么事情都未发生，类似的建议再没有听说过。自此之后所得税终于在英国被确立下来。
	 [image: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英国的所得税是每年4月5日到期的临时性税种，其效力必须通过年度预算法案的条款来更新。]

	在整个过程中，所得税的设计都是激烈并且有时候是高度复杂的讨论议题。并非偶然的是，公共财政本身也在这个时期成为关键的研究领域。当时的许多讨论聚焦在公平概念上，核心内容包含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分层问题，用现代术语来讲就是累进性：收入较高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把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缴税。甚至在这个税种被引入之前，托马斯·潘恩在《人的权利》一书中就提出，所得税不仅要筹集收入，还应该追求更加平等的税后收入分配，从富人那里收取资金并转移给穷人，或至少从穷人那里少收一些。这类激进传统得以流传下来，但所得税可以用于再分配的想法仍遭到强烈抵制。问题不在于最低收入群体是否应该把较少份额的收入用于缴税，即适用较低的平均税率，而在于最高收入群体是否应该把较大份额的收入用于缴税。从数学上看，这基本上是相同的事情，以至于让人难以理解其间的争执到底是什么。但社会对这两件事的看法有很大差异。最穷的人应该少缴税是多个世纪以来已经接受的传统，包括在1380年实施人头税的时候，该原则的表现是某个收入水平以下的群体免税（从管理成本的角度看，也有助于减少税务人员需要打交道的纳税人数量），以及限制最低收入群体税负的“抵扣”类政策（当然此类抵扣会增加税收制度的复杂性）。真正麻烦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对最高收入群体实施更高的税率。
	Heilbroner（1999，p.173）.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就此展开了许多讨论，更为准确而规范地研究了纳税人因为税收而付出的牺牲以及他们的支付能力。讨论的最终成果令人吃惊——社会主义，由古怪、害羞但极其杰出的牛津大学教授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于1897年发表。
	 [image: Heilbroner（1999，p.173）.]埃奇沃思提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从任何给定收入中都能获得相同的福利，而从新增加的1英镑收入中获得的福利增量呈递减趋势（这更具有可信度），此时若追求最大化社会总福利的功利主义目标，那就要求我们采用如下税收制度：使所有人的税后收入水平完全相同。它意味着边际税率——对新增1英镑（美元、日元等）收入适用的税率——在所有收入水平上都达到100%，并公开地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也就是最彻底的收入再分配。埃奇沃思的数学推导没有提及的是，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不再有激励去获取任何收入，无论自己挣多少钱，他们的税后收入都将相同，这个难题在当时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经济学家却又用了近一个世纪去完全理解它。
	和蔼但不幸的哈考特曾两次成为公众的笑柄。第一次是1882年有位不知名的排版工人在《泰晤士报》对他的演讲记录中插入了令人吃惊的评论：“演讲者接下来说他想来点乐子。”第二次是在人生后期，他意外地获得了一笔遗产，需要缴纳他自己设立的遗产税，只不过他自己也很快去世了，让其继承者负担了更多的税收。

	反对意见是，如果需要依赖预扣方式以更高的税率征收，则可以获得退税的纳税人的数量将多到难以管理。

	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天赋异禀的激进派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他的职业生涯被“三人同床”的丑闻毁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生活并不缺乏刺激。

	为保持预扣税制度，附加税被设计成一个单独税种。有理由认为自己需要纳税的人必须提交申报单，这也是自小皮特以来，首次要求把个人的总收入披露给政府。


	可是，政治已走到了埃奇沃思的数学推导前头。在1896年预算案中，首相威廉·哈考特对遗产税引入了累进税率，并明确提出自由党支持对所得税也实施累进税率。
	 [image: 和蔼但不幸的哈考特曾两次成为公众的笑柄。第一次是1882年有位不知名的排版工人在《泰晤士报》对他的演讲记录中插入了令人吃惊的评论：“演讲者接下来说他想来点乐子。”第二次是在人生后期，他意外地获得了一笔遗产，需要缴纳他自己设立的遗产税，只不过他自己也很快去世了，让其继承者负担了更多的税收。]反对者在这场辩论中处于下风，明显标志是他们转而强调实施的难度。
	 [image: 反对意见是，如果需要依赖预扣方式以更高的税率征收，则可以获得退税的纳税人的数量将多到难以管理。]经历一个皇家委员会的任期之后
	 [image: 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天赋异禀的激进派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他的职业生涯被“三人同床”的丑闻毁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生活并不缺乏刺激。]，累进税率终于成为劳合·乔治1909年提出的里程碑式人民预算案的组成部分，对最高收入群体引入了2.5%的附加税。
	 [image: 为保持预扣税制度，附加税被设计成一个单独税种。有理由认为自己需要纳税的人必须提交申报单，这也是自小皮特以来，首次要求把个人的总收入披露给政府。]这引发了一场宪法危机，因为有人认定该预算案打破了税收制度不应用来服务于再分配的原则。
	Mallet（1913），由Daunton（2001，p.361）总结。

	The Public（1909）.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1909，p.1959）.


	人民预算案采纳的许多措施在今天看来可能还算温和
	 [image: Mallet（1913），由Daunton（2001，p.361）总结。]：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升至8.3%，遗产税略有增加，以及其他若干行动。更令人惊讶的是，对没有兑现的土地价值增值和未开发土地征税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第10章将介绍的亨利·乔治的精神。然而真正使该预算案极具煽动意味的因素还是劳合·乔治的言辞，包括提交预算案的演讲以及精彩的莱姆豪斯演讲：“一位装备齐全的公爵花掉的钱相当于两艘无畏级战舰，战舰同样威力巨大，而且能用的时间更长。”
	 [image: The Public（1909）.]很显然，劳合·乔治的目标是再分配。两百年来，英国上议院第一次否决了预算案。但最终，贵族被制服了：附加所得税的条款得以保留（但土地税建议被驳回）。在1909年的预算案辩论中，劳合·乔治还彻底扑灭了关于所得税应属于临时措施的任何残存念想：为什么对生活必需品征税应该被视为永久税收，而对高收入征税要被当成临时税收呢？
	 [imag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1909，p.1959）.]没有对手能给出像样的回答。
	这里的“税基扣减”（deduction）是指从应税收入（或其他税基）之中扣减，其减税金额取决于纳税人面临的边际税率；相反，税负抵免（credit）是指直接从税负中扣减的数额。

	引自Seligman（1914，p.203）。


	英国所得税设计中另一个长期存在的议题是分类征税：不同类型的收入是否应该按照不同税率计征。尤其是，相比“不确定性”收入（劳动报酬、贸易收入或职业服务收入等），“自发性”或“永久性”收入（土地收入、政府债券利息等，大致对应现代术语中的资本收入）是否应该承担更高税负，理由是后者通常更稳定，因此缴纳相同数量税款带来的损害会更小。主张让劳动收入承担较低税负者还指出，人力资本（技能、知识和经验等）并不享受实物资本折旧带来的任何税基扣减。
	 [image: 这里的“税基扣减”（deduction）是指从应税收入（或其他税基）之中扣减，其减税金额取决于纳税人面临的边际税率；相反，税负抵免（credit）是指直接从税负中扣减的数额。]时任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就很清楚地表述过这一论点：“我们把两个人做对比，其中一位每年有1000英镑的收入来自绝对安全的政府债券投资，或许是他父亲积攒并遗留下来的，另一位则通过某种辛苦且不太稳定的职业，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同名义金额的收入……在我看来，如果对这两位先生按照相同方式课税，将完全违背公正和常识。”
	 [image: 引自Seligman（1914，p.203）。]
	迪斯雷利试图在1852年预算案中引入差别税率，但他所在的少数党政府被击败了。对于当时非常系统的政策讨论的记述，可参见Daunton（2001）和Shehab（1953）。

	分别为每1英镑9便士（2000英镑以内的收入）和1先令（Daunton，2001，p.361）。


	类似的讨论在19世纪大部分时候持续进行，后来更多聚焦于征缴的难度，而不仅仅从原则上予以反对。
	 [image: 迪斯雷利试图在1852年预算案中引入差别税率，但他所在的少数党政府被击败了。对于当时非常系统的政策讨论的记述，可参见Daunton（2001）和Shehab（1953）。]例如针对一家小企业，如何区分它的不确定性收入与永久性收入？这在后来被明确划分为“劳动收入”（earned incomes）以及“非劳动收入”（unearned incomes）？最终英国在1907年的自由党预算中实施了分类征税的做法，根据以上引用阿斯奎斯的论点，把较低水平的劳动收入的税率下调到3.75%，对非劳动收入的相应税率则维持在5%。
	 [image: 分别为每1英镑9便士（2000英镑以内的收入）和1先令（Daunton，2001，p.361）。]

	非劳动收入应该比劳动收入承担更重税负的观念由此确立下来。以至于到1979年，英国依然对非劳动收入施以15%的附加税，从而让最高收入层级承担的总税率高达98%。就像甲壳虫乐队的歌曲《税务员》（Taxman）里所唱的那样：1份你留下，19份我拿走（更多是表达绝望的心情，而非精准的计算）。但在此之后，关于对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分类征税的讨论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后文将展开详述。

	税收领域的斯科特判决

	美国明确接受所得税的时间比英国要晚得多，与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类似，刚好赶上需要为一战筹款的时候。美国采纳所得税的时间较晚，主要是宪法中的“人头税条款”（第1条第9款）造成的始料未及的后果，该条款的内容并不像名称那么乏味，其影响正在今天卷土重来。
	Seligman（1914，p.430）.

	南方在1863年实施了所得税，塞利格曼等人还认为其设计比北方的更合理（Seligman，1914，p.492）。

	Weisman（2002，p.34）.


	联邦所得税的想法最早在1815年浮现，但在得到落实之前，美国同英国的战争便已结束。
	 [image: Seligman（1914，p.430）.]直至另一场战争——南北战争——及其消耗的大量成本，才促使所得税首次成为现实。北方联邦（南方邦联没有）试图在1861年，即冲突爆发的头一年就实施所得税
	 [image: 南方在1863年实施了所得税，塞利格曼等人还认为其设计比北方的更合理（Seligman，1914，p.492）。]，由威廉·皮特·费森登（William Pitt Fessenden）在国会主持推动以他名字命名的法案。
	 [image: Weisman（2002，p.34）.]可是在该法案生效之前，国会再次召开会议，并制定新的所得税法案，按照5%的单一税率征收，到1864年上调至10%。
	Seligman（1914，p.439）.

	Weisman（2002，p.102）.

	Seligman（1914，p.472）.


	在南北战争持续期间，所得税从各方面来看被广泛接受。美国国税局首任局长当时指出（尽管算不上公正的观察家）：“人民以乐观的态度接受了它，以应对临时的紧急需要，并未激起严重的抱怨。”
	 [image: Seligman（1914，p.439）.]这次实施的所得税从未真正涉及大众，1866年的应税人仅有约45万名。
	 [image: Weisman（2002，p.102）.]然而在缓慢起步之后，所得税带来了巨额的资金流入，逐渐增加到政府全部收入的大约四分之一。
	 [image: Seligman（1914，p.472）.]但在南北战争结束时，来自其他渠道的财政收入增加，国债则在减少，继续征收所得税的需求消失了，该税种到1872年被废止。
	1880年，关税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的56%，烟草和酒类的货物税则占34%，其余各类税收约占10%（Mehrotra，2013，table 1.1，p.7）。

	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主要依赖财产税，这些税款由兼职评估员收取，逃税现象猖獗。尽管从原则上讲财产税涉及各种类型的财产，批评者却认为在实践中它对农民存在歧视，因为农民拥有的土地、牲畜和机器等很容易观察到，而城市里的财富持有者拥有的金融资产经常能够逃避评估（Mehrotra，2013，p.44）。

	New York Times（1891）.

	国会议员David A.De Armond，引自Seligman（1914，p.502）。


	可是，所得税很快又重新出现在政治议程中，原因在于社会对依赖关税和国内税收的政府筹资体系感到不满。
	 [image: 1880年，关税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的56%，烟草和酒类的货物税则占34%，其余各类税收约占10%（Mehrotra，2013，table 1.1，p.7）。]农村地区的抱怨尤其强烈，当地人在1870-1897年面临农产品价格下跌。此外，州和地方税也被视为有歧视农民的性质。
	 [image: 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主要依赖财产税，这些税款由兼职评估员收取，逃税现象猖獗。尽管从原则上讲财产税涉及各种类型的财产，批评者却认为在实践中它对农民存在歧视，因为农民拥有的土地、牲畜和机器等很容易观察到，而城市里的财富持有者拥有的金融资产经常能够逃避评估（Mehrotra，2013，p.44）。]关税同样更有利于东北部地区日益强大和富裕的工业集团，《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这个集团“残酷无情地人为提高衣服、寝具、房屋、工具乃至千百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image: New York Times（1891）.]对托拉斯、银行家和铁路公司的怒火开始蔓延，最终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中凝聚起来。该运动逐渐倾向以所得税替代当时实行的某些和全部带累退性质的关税与货物税。1893年，随着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当选总统，所得税成为国会的热点议题。克利夫兰竞选时的基本主张包括取消保护主义性质的关税，这需要寻找替代税源，因此1894年的关税法案包含对个人和企业征收2%的所得税，个人的免征额为4000美元。某些支持者对此寄予厚望，有人从所得税那里看到“更明亮的阳光，更多的鸟儿在歌唱”——绝非出于讽刺，但是否为酒后所言，历史并无记录。
	 [image: 国会议员David A.De Armond，引自Seligman（1914，p.502）。]
	Article 1，Section 9，Clause 4.


	然而，鸟儿会如何欢乐地歌唱，我们永远都没法知道了，因为1894年的所得税从来没有生效。美国宪法中的人头税条款在此时登场了，它规定：除非按本宪法所规定的人口调查或统计之比例，不得按人口征税或征收其他直接税。
	 [image: Article 1，Section 9，Clause 4.]
	这一解释也令人困惑，因为第4章介绍的法国的“capitation”显然不是真正的人头税。

	Jensen（2016，p.10）.

	Seligman（1914，p.568）.

	Seligman（1914）甚至认为，南北战争之前关于所得税的讨论让所有人都认同了这一解释。

	Seligman（1914，p.435）.

	如今看起来很奇怪的这一解释可能源自18世纪重农主义的观点（第7章将做更多介绍），即所有税收负担最终都将落到土地（其实是地主）头上，因此把税收区分为直接由地主负担以及间接由地主负担两大类。在稍后介绍的波洛克案例中将引用这一观点。但塞利格曼以令人钦佩的学识指出（Seligman，1914，pp.562-564），借用伟大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年）的备忘录来支持所得税属于间接税的说法完全是误导，杜尔哥的备忘录从来没有在法国出版，遑论被翻译成英文；只是在其他著作中，杜尔哥明确地把所得税归入“间接税”——由此可解释我们对塞利格曼的钦佩。至于对奴隶的看法是否符合这种逻辑，则并不清楚。


	按人口征税明显指人头税：针对每个纳税人实施统一数额的税收。
	 [image: 这一解释也令人困惑，因为第4章介绍的法国的“capitation”显然不是真正的人头税。]但“直接税”的含义从来没有被明确说明。马萨诸塞州代表鲁弗斯·金（Rufus King）在1787年制宪会议期间就提出了这一疑问，而詹姆斯·麦迪逊在笔记中说，没有人给出回答。
	 [image: Jensen（2016，p.10）.]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注意到了该问题，指出“这是个遗憾，在宪法中如此重要的术语却如此含糊不清”。
	 [image: Seligman（1914，p.568）.]当然某些人认为“直接税”是指对土地和奴隶的税收，也包括人头税。因此，南北战争时期的所得税被普遍理解为间接税
	 [image: Seligman（1914）甚至认为，南北战争之前关于所得税的讨论让所有人都认同了这一解释。]，并经常被称作“收入税”（income duty）——这一说法被纳入法律条文。
	 [image: Seligman（1914，p.435）.]与相关术语在今天的含义相比，那时候的理解似乎显得非常奇特。因为如今的直接税通常指随纳税人属性而改变的税种，在这个意义上，所得税显然属于直接税。
	 [image: 如今看起来很奇怪的这一解释可能源自18世纪重农主义的观点（第7章将做更多介绍），即所有税收负担最终都将落到土地（其实是地主）头上，因此把税收区分为直接由地主负担以及间接由地主负担两大类。在稍后介绍的波洛克案例中将引用这一观点。但塞利格曼以令人钦佩的学识指出（Seligman，1914，pp.562-564），借用伟大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年）的备忘录来支持所得税属于间接税的说法完全是误导，杜尔哥的备忘录从来没有在法国出版，遑论被翻译成英文；只是在其他著作中，杜尔哥明确地把所得税归入“间接税”——由此可解释我们对塞利格曼的钦佩。至于对奴隶的看法是否符合这种逻辑，则并不清楚。]无论如何，人头税条款的含义是指，如果某种税收被认定为直接税，则各州的人均纳税额必须是相同的。

	这一奇特（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近乎愚蠢）的条款有个不幸的起源：奴隶制。美国宪法的另一条款规定：
	Article 1，Section 2，Clause 3.


	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量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量的计算法，应为全体自由人民……但不包括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数量的五分之三。
	 [image: Article 1，Section 2，Clause 3.]

	这是美国南方和北方重大谈判的结果。南方希望在代表权问题上把奴隶人口的数量完全计入，北方则反对。把直接税同代表权捆绑起来，将奴隶计为五分之三的自由人，能达成浮士德式的可行妥协：南方获得的代表权少于其要求，但希望借此在纳税上获得某些优惠；北方不得不接受奴隶主的更多代表权，但也希望让他们承担部分税负。这一条款只适用于“直接税”的规定，似乎主要是出于遣词造句的需要，核心是表示此安排并不适用于进口关税、消费税及对联邦财政关系重大的其他税种。
	Weisman（2002，p.33），另外有理由认为不必太担心。179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对马车的税收不是直接税（Hylton v.United States一案），因为如果是直接税，那就必须按比例分配，后果将非常滑稽（马车较少的州要面临更高的税率），不可能符合美国宪法的宗旨。


	长期以来，人头税条款就引发了关于所得税可能违宪的私下议论，但正如一位国会议员在南北战争时期的讨论发言中所述，当时的总体精神依然是：我们为什么要纠缠于那些术语？
	 [image: Weisman（2002，p.33），另外有理由认为不必太担心。179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对马车的税收不是直接税（Hylton v.United States一案），因为如果是直接税，那就必须按比例分配，后果将非常滑稽（马车较少的州要面临更高的税率），不可能符合美国宪法的宗旨。]然而到1894年，即联邦军队被派去平息普尔曼铁路公司在全美各地的罢工行动时，阶级斗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决心抗争到底的所得税反对者搬出人头税条款作为主要论据。

	农民贷款信托公司的一位股东查尔斯·波洛克此时以违反宪法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停止缴纳所得税。他在低层级法院败诉，但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而后者在1895年以5:4的投票支持了他的诉求。这就意味着，联邦所得税不能再随便征收，除非各州的税额与各自的人口数量保持固定比例。而实现相同的人均税额不仅在实践中难以操作，还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因为较贫困的州将承担更高的税率。
	Strong（1917，p.225）.

	Pollock v.Farmers’ Loan&Trust Company 158 U.S.601.


	美国最高法院对波洛克诉农民贷款信托公司案的判决是如今所说的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典型例子。支持此判决的大法官没有掩饰对原告首席律师如下论点的赞同，即如果这一进程不被完全阻止，就难免会在未来变本加厉，“把税率从2%上调至10%，甚至20%”。
	 [image: Strong（1917，p.225）.]后来的结果表明该警告是正确的，但对案件而言这并不是要点。该判决的政治色彩一目了然。大法官豪威尔·埃德蒙兹·杰克逊（Howell Edmunds Jackson）在反对意见中痛斥，该判决“除了放弃对有产阶级的征税权，毫无意义”，并称之为“对国会的宪法权力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具灾难性的攻击”。
	 [image: Pollock v.Farmers’ Loan&Trust Company 158 U.S.601.]
	1857年最高法院判决非洲人后裔不能成为美国公民，塞利格曼以此为类比，说明公众对于波洛克诉农民贷款和信托公司一案的反应（Seligman，1914，p.589）。不寻常的是，认为这个判决非常糟糕的塞利格曼并未对此留下引用来源，但Jones（1895）的记述与之很接近。

	Blakey and Blakey（1940，p.20）.


	社会情绪被点燃了。所得税的支持者们怒不可遏，将此判决类比为1857年最高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所做的判决。
	 [image: 1857年最高法院判决非洲人后裔不能成为美国公民，塞利格曼以此为类比，说明公众对于波洛克诉农民贷款和信托公司一案的反应（Seligman，1914，p.589）。不寻常的是，认为这个判决非常糟糕的塞利格曼并未对此留下引用来源，但Jones（1895）的记述与之很接近。]然而斗争没有结束。1895年5月，《纽约世界报》指出“这项税收已经死掉，但它秉持的精神仍然活着，并将以其他形式获得胜利”。
	 [image: Blakey and Blakey（1940，p.20）.]有关迹象此时已非常明显，例如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1896年的著名“金十字架演讲”中就表达了对所得税的支持。
	Roosevelt（1919）.


	不过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平民主义运动的关注点从税收议题转向了反垄断、白银以及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等。但这项事业仍在继续，并被进步派共和党人拾起。形势到1906年后再度改变，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支持引入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遏制巨额财富的增长。当然，由于认识到克服宪法障碍的困难以及开展长期细致研究的需要，他事实上并未采取具体行动。
	 [image: Roosevelt（1919）.]
	在所得税于一战期间的快速发展之前，酒类税已取代关税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最大税源。

	Okrent（2010，p.54）.


	前进的动态在继续叠加，甚至早期的禁酒主义者也参与进来。有人或许认为，鉴于所得税可能减少对酒类征收抑制性税收的需要，他们会表示反对。
	 [image: 在所得税于一战期间的快速发展之前，酒类税已取代关税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最大税源。]可是许多禁酒主义者相信，对酒类征税将使这个产业合法化，而由此带来的巨额税收——约占1910年全部联邦财政收入的30%——使政府变成了这一不道德产业的隐性合作者，不愿意打击它。
	 [image: Okrent（2010，p.54）.]

	[image: ]

	收税员的好朋友——所得税在美国曾遭到打击

	资料来源：Alamy Stock Photos/Image ID：Image ID：G14TK3。
	Weisman（2002，pp.210-211）.

	Weisman（2002，p.102）.

	担任菲律宾总督的塔夫脱向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报告说，自己在山里骑了马，鲁特发电报询问：马的情况还好吧？（Zimmerman，2002，p.392）


	1908年，民主党采纳了支持所得税的竞选纲领，尤其是主张修订宪法。
	 [image: Weisman（2002，pp.210-211）.]共和党的纲领则对此采取沉默态度，但并没有表示反对。事实上，当时在所得税议题上的政治角力主要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而是共和党内部的东北地区利益集团与其他所有人之争。令这个地区的工业资本家感到恐惧的不仅是所得税——虽然他们肯定记得，在南北战争时期的所得税收入中，仅纽约州就贡献了约三分之一，宾夕法尼亚州的份额也超过11%——而且所得税的成功实施还会让他们更难以继续依赖高关税的保护。
	 [image: Weisman（2002，p.102）.]最终，由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担任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输掉了1908年大选。随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获胜，工业家们长舒了一口气。但正是这位如今主要以腰围粗壮被人们记住的塔夫脱总统，给所得税的最终采纳铺平了道路。
	 [image: 担任菲律宾总督的塔夫脱向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报告说，自己在山里骑了马，鲁特发电报询问：马的情况还好吧？（Zimmerman，2002，p.392）]
	这一法案的合宪性受到了挑战，反对方认为，组建公司的特权是州的事务，因此只有各州可以对公司征税。但最高法院的判决（Flint v.Stone Tracy Co. 220 U.S.107，1911）支持了该法案的效力。


	关键时刻是在1909年，塔夫脱政府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建议对大多数企业的收入开征2%的“营业税”，该名称意指在公司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经营的特权，以避开可能被贴上所得税标签的宪法陷阱。在此过程中，国会于当年8月通过了一部税率减半的法案，对任何公司超过5000美元的净收入开征1%的税收。
	 [image: 这一法案的合宪性受到了挑战，反对方认为，组建公司的特权是州的事务，因此只有各州可以对公司征税。但最高法院的判决（Flint v.Stone Tracy Co. 220 U.S.107，1911）支持了该法案的效力。]第二件大事是于当年6月16日向国会提议修订宪法，以授权联邦政府开征无须按照人口比例对各州分配税收额度的所得税。
	引自Blakey and Blakey（1940，p.62）。

	Hormats（2007，p.103）.


	在随后展开的辩论中，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塞雷诺·佩恩（Sereno Payne）争辩说，所得税会制造“骗子国家”，会“对老实人的收入如实征税，而对无赖的收入或多或少予以减免”。
	 [image: 引自Blakey and Blakey（1940，p.62）。]这些批评听上去很犀利，但他其实是支持所得税的，因为佩恩认为对国家在战争时期筹集资金来说该税种不可或缺。众议员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也认为，如果不对以收入形式存在的国民财富征税，美国将无法支撑任何大规模战争。
	 [image: Hormats（2007，p.103）.]看起来，这两个人都吸取了英国小皮特的教训，在重大冲突爆发的数年之前就考虑到了战争筹款的问题。

	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最终做出了如下明确规定：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课征所得税，所得税收入不必分配于各州，亦不必根据任何人口普查或调查。修正案的通过并非定局，因为东北部地区依然强烈反对。但在民主党人压倒性地赢得1912年大选的胜利后，任何疑虑都一扫而光。1913年2月3日，随着特拉华州的批准，第十六修正案最终被正式纳入宪法。不到两周后，伍德罗·威尔逊入主白宫，国会两院均被民主党把控。1913年10月3日，在修正案正式生效后仅过去8个月，威尔逊签署通过了所得税法案。
	Paris and Hilgert（1983）.

	引自Mehrotra（2004，p.188）。


	当时的所得税相当温和，对净收入按1%的税率计征，附加税率为1%～6%，最高税率仅为7%，适用于5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所有纳税人均享有3000美元的免税额，在1913年和1914年，都只有略多于35万的人报税，而当时全美国人口已接近1亿。
	 [image: Paris and Hilgert（1983）.]在国会辩论中，共和党众议员艾拉·克普利（Ira C.Copley）提出警告，最高税率将会被提升至68%（针对1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并预言：“在十年之内，美国国会就会把这样的法规写进国家的法典。”
	 [image: 引自Mehrotra（2004，p.188）。]结果表明，克普利还是太保守了，他的预言只用了4年就成为现实。对企业而言，所得税税率统一设置为1%，没有免征额。新的所得税申报表长达4页（包含内容提示部分），在美国国税局编制的系列纳税申报表中被顺序编号为1040号，它将成为众多美国民众熟知的税表。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1918，1919）.


	这一切恰好发生在一战前。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10月3日签署了《战争税收法案》（War Revenue Act），此时距他签署第一部所得税法案刚好过去4年。免征额被减半，纳税人数增加了300万，增长了8倍多。
	 [imag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1918，1919）.]美国正式采用所得税的时代已经到来。当时的知名学者，包括耶鲁大学广受敬重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内，为此提出的一个有力的支持理由，是将所得税与兵役制的隐含税收明确联系起来。由于服兵役事实上等于一种税收，剥夺了服役者家庭的部分收入，那么对没有服役的美国人的收入征税就具有经济合理性。于是到1918年，最高税率已提升至惊人的77%。到1920年，所得税收入占到全部联邦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此时的所得税依然算不上大众税收，1920年仅有约13%的劳动者申报所得税，但所得税显然已不再会很快消失了。
	Mellon（1924，pp.56-58）.

	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双重所得税制度中非常明显，参见Sørensen（2010）。


	美国没有跟随英国当时已确立的分类征收办法：对非劳动收入实施比劳动收入更高的税率。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提出过此类建议，也借用了与英国非常类似的说法，但并未将之变成法律。
	 [image: Mellon（1924，pp.56-58）.]很久之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做法被纳入税收法规。1969年的美国《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包含一项条款，旨在把1972年税收年度及之后的劳动收入（工资、薪金及其他雇员报酬）的税率限制在50%以内，而当时的最高税率为70%。该条款在1981年后的税收年度被废除。如今的形势实际上是在朝相反的方向演化，对股息和资本收益适用的税率低于劳动收入，我们将在稍后详细考察这一巨大转折。
	 [image: 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双重所得税制度中非常明显，参见Sørensen（2010）。]

	然而，有一件事情并未改变，那就是宪法中人头税条款仍在发挥作用。第十六修正案简单绕开的关于“直接税”的具体含义依然存在模糊不清的解释。因此，如果某项税收被认定既属于“直接税”，又不是（第十六修正案明确允许的）所得税，则必须按比例予以分摊。也就是说，每个州缴纳的人均税额必须相同。而这已再度成为严肃的议题，成为指责年度财富税（2020年民主党若干重要总统提名人都主张这一税种）违反宪法的坚实依据。至少可能在多年之中成为法院的争论焦点。

	一场激情犯罪与法国的所得税制度
	卡约事件的记述参考了Le Naour（2007）。


	1914年3月16日傍晚，法国财政大臣的夫人亨丽特·卡约（Henriette Caillaux）来到当时主流报纸《费加罗报》的办公室
	 [image: 卡约事件的记述参考了Le Naour（2007）。]，要求会见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却被告知对方已外出，可能在一小时后回来。卡约夫人便安静地坐下等待。卡尔梅特归来时，对卡约夫人的到来感到惊讶不已，于是礼貌地邀请她进入办公室。但此时，卡约夫人掏出一把小型左轮手枪，向卡尔梅特连开四枪。几小时后，卡尔梅特被宣告死亡，卡约夫人则由她安排在报社外等候的司机驾车送到巴黎警察局总部自首。

	[image: ]

	卡约夫人的复仇

	资料来源：Le Petit Journal，March 29，1914。

	卡约夫人之所以谋杀报社编辑，是因为担心《费加罗报》将发表她丈夫约瑟夫·卡约多年前写给自己的求爱信，但糟糕的是在写信时，约瑟夫·卡约还是有妇之夫。这些曝光将是《费加罗报》及其他人几周以来发起的针对卡约的人身攻击的高潮。攻击者的怒火来自两方面，其一是他支持同德国修复关系，其二是他带头主张引入现代所得税制度。
	以下讨论主要参考的文献包括Seligman（1914），Jeanneney（1982）以及Didier（2014）。

	Institut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2014，p.2）.

	Seligman（1914，p.281）.


	自1848年革命以来，法国就一直存在引入所得税的可能性及相关争议。
	 [image: 以下讨论主要参考的文献包括Seligman（1914），Jeanneney（1982）以及Didier（2014）。]许多人痛恨这个理念，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阿道夫·梯也尔称之为“写在法律中的恶行”。
	 [image: Institut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2014，p.2）.]另一位观察家评论说，“那会是多么可怕的调查……迫使一位有钱人暴露他本来希望保持神秘的财富”。
	 [image: Seligman（1914，p.281）.]神秘感源于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法国大革命之后确立的“四位老太太”（四类传统税收），它们在事实上已变成一整套日益复杂的推定式税收。然而卡约等人认为，法国需要的恰恰是摆脱这条传统路线：
	引自Seligman（1914，p.318）。


	你尽可以随意构想，尽可以发现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外在财富标志，尽可以将其组合与纠缠起来，但就在你制定一部包含两三百个段落的税法的次日……你会看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制造出了最大的不公平。
	 [image: 引自Seligman（1914，p.318）。]

	在摆脱之前对推定式税收体系的过度依赖时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借鉴英国式的分类所得税体系，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各自实行单一税率，另一部分人主张针对总收入实施累进税制（后来被视为普鲁士模式）。英国模式的支持者认为这最有利于防范过度侵扰的专断官僚作风。普鲁士模式的支持者则强调实现更显著的再分配效果。卡约本人希望把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在一系列分类税收的基础上，结合一种针对税后总收入的累进式附加税，这在后来被称作“卡约计划”。

	然而上述讨论，加上数十项立法建议，在当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卡约本人在谋杀案发生后迅速辞职。正当卡约夫人及大量巴黎民众静待她的审讯时（她的牢房栅栏上还被贴心地装上了帘子），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了。战争即将爆发，筹资也迫在眉睫。于是在1914年7月15日，法国参议院最终批准了所得税提案。
	约瑟夫·卡约后来结局并不妙，他于1917年因为叛国罪入狱。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又有幸运的眷顾。7月31日，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兰（Raoul Villain）带着一把刻了两个字母的手枪去害人。一个字母“J”代表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法国左派的标志性领袖，坚定的反战者。维兰在蒙马特的一家咖啡馆找到他，将他射杀。另一个字母“C”则代表卡约。


	5天之后，卡约夫人的庭审开始。这场汇集谋杀、性爱、政治阴谋乃至与德国关系的党派纠纷大戏让全国上下在好几周内不能自拔，社会最高层亦牵涉其中，法国总统亲自作证。7月28日，卡约夫人被无罪释放，举国轰动。
	 [image: 约瑟夫·卡约后来结局并不妙，他于1917年因为叛国罪入狱。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又有幸运的眷顾。7月31日，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兰（Raoul Villain）带着一把刻了两个字母的手枪去害人。一个字母“J”代表让·饶勒斯（Jean Jaurès），法国左派的标志性领袖，坚定的反战者。维兰在蒙马特的一家咖啡馆找到他，将他射杀。另一个字母“C”则代表卡约。]陪审团认定这是一场激情犯罪。判决结果冲上了新闻报纸头版，同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一战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
	法国的所得税占比为18.6%，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23.9%，但法国的总体税率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的（OECD，2019c，table 1.1）。

	全部个人所得税（即前一条注释中占总税收收入的18.6%）中大约五分之三是一般社会保障缴费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税种（OECD，2019c，table 5.10）。


	结果表明，法国的所得税并没有给战争筹款做出多大贡献。该税种到1916年才付诸实施，最高税率到1918年才提升至20%。此时，美国的所得税已经占全部政府收入的近40%，英国的更是接近60%，法国却只有6.5%。事实上，除了20世纪20年代的一段时期，个人所得税在法国从来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成为举足轻重的摇钱树。直至今日，个人所得税在法国全部税收中的占比依然远低于经合组织中的其他国家。
	 [image: 法国的所得税占比为18.6%，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23.9%，但法国的总体税率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的（OECD，2019c，table 1.1）。]这部分是源于家庭补贴和其他补贴措施削弱了税基，也因为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不同，法国的所得税没有采取雇主代扣的做法（至少在2019年之前）。也就是说，该税收并非由雇主代扣，而是让雇员自己缴纳，这自然会增加征收的难度。很大程度上为克服此类局限，法国在1991年推出了另一种采取代扣方式的税收：一般社会缴费，对广泛的税基按统一税率征收，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个人所得税的作用。
	 [image: 全部个人所得税（即前一条注释中占总税收收入的18.6%）中大约五分之三是一般社会保障缴费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税种（OECD，2019c，table 5.10）。]
	Chambas and Combes（2001）.

	Chambas（2005，pp.82-86）.


	法国的所得税演进历史还有一条线索，可以作为典型案例，用于展示大国如何把税收工具输出到殖民地，而这些工具在更贫困国家缺乏适用性，引发的问题延续到它们取得独立后的很长时间。在法国本土，卡约计划设计的独特的所得税体系沿用到1959年，然后修订为单一的累进式税种。
	 [image: Chambas and Combes（2001）.]相比之下，在非洲的许多法语区国家，该制度继续沿用了数十年，税款主要来自分类收入项目的代扣，却基本上没有附加税收入。
	 [image: Chambas（2005，pp.82-86）.]例如在喀麦隆，卡约式的所得税体系直至2004年才进行改革，塞内加尔更是要等到2012年。

	旧的担心和新的方向
	讽刺的是，我们很难选出美国的一位开国元勋。候选人可能包括埃德温·塞利格曼，他为促进美国人对所得税的认识做了很多工作，还有亚历山大·达拉斯（Alexander Dallas），他作为财政部长，是前文提到的1815年建议的推动者。


	所得税制度的创建者——小皮特、阿丁顿、塔夫脱、卡约及其他人——如果看到今天的状况，会如何评价自己的发明？
	 [image: 讽刺的是，我们很难选出美国的一位开国元勋。候选人可能包括埃德温·塞利格曼，他为促进美国人对所得税的认识做了很多工作，还有亚历山大·达拉斯（Alexander Dallas），他作为财政部长，是前文提到的1815年建议的推动者。]他们或许会认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再介绍些增值税的情况，还会有更多的理解。所得税依然像他们设想的那样，是税收体系明确按照支付能力的理念来实施的主要工具。不可否认，所得税的细微调节已变得复杂了许多，但对复杂性的批评自1799年以来一直存在。
	引自Matthew（1979，p.627）。

	OECD（n.d.b，table I.7）.

	我们将在第14章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不过，创建者们会被所得税支撑的政府规模的大幅扩张惊得目瞪口呆：完全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及同时代其他人担忧的、自己释放出的魔鬼的样子。还有，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累进式税率结构，在格莱斯顿等人看来，将生动地证明他们对于累进式征税就是“直接走向共有”的担忧。
	 [image: 引自Matthew（1979，p.627）。]极高的边际税率——2019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的平均值达到43%——则会让他们感到困惑：社会的勤奋和进取精神为何尚未彻底枯竭？
	 [image: OECD（n.d.b，table I.7）.]许多创建者或许会对如今实施单一税率的国家表示出更多好感：俄罗斯在2001年推出税收改革，对起征点以上的所有收入实施较低水平的单一边际税率（13%），并引发了若干国家的追随。
	 [image: 我们将在第14章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从一个更基础的方面来看，累进税率的观念已经比创建者们的想象走得更远，而且仍在拓展，但他们对此应该能够理解。把收入视为纳税能力的良好指标，更进一步就是将它视为民众需要获取的资金支持的指标。这其实是埃奇沃思的数学推导逻辑的应用，尽管对许多人而言是有些不情愿的应用。与收入水平挂钩的福利制度在二战后兴起，成为社会救助的重要工具，也是福利国家制度越来越核心的组成部分，这其实并不符合英国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的期望，它设想的本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计划。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把此类工具都整合到所得税政策中，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负所得税”概念（意指对低收入者而言，将从政府获得补贴而非缴税），以及对劳动收入实施税收抵免的实际操作（美国率先采用，如今正在全球推广）。各国的税务机关逐渐发现，它们不仅负责向某些人收钱，同时也在给另一些人发钱。例如，新西兰大约有一半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福利发放事务。这种情况并不总是让征税者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要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例如所得税的征收是在一年当中不紧不慢地推进，而需要现金的人往往非常急迫。但总体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将会持续下去的趋势。
	这个说法缺乏逻辑，因为除了法律含义，公司并不是具体的人。


	所得税创建者看到的最重大结构性创新或许是企业所得税的引入，与个人所得税并肩而行。这在本质上是代扣税思路的一种应用。在整个19世纪，企业利润纳税的实际操作办法是对它们支付给股东的股息做提前扣税。由于所有股息是按照相同税率纳税，这种办法效果不错。然而当股息作为非劳动收入的组成部分，将面临较高甚至累进式的税率时，这一提前扣税的办法就不再行之有效。除非对企业自身也施用所得税最高税率，否则它们将选择一个简单的避税策略：把利润留存下来，不分配股息。于是，单独针对企业层面的税种便应运而生，推动它的理由并非“企业应该承担合理的税负”（后文将谈到，这颇有些滑稽），而是为便于在企业层面以代扣方式征收。
	 [image: 这个说法缺乏逻辑，因为除了法律含义，公司并不是具体的人。]但令人惊奇的是，这在美国之外算是很近期的现象，例如英国到1965年才实施企业所得税。

	同样重要的是，所得税创建者会发现关于不确定性收入与永久性收入的区别税收待遇问题仍存在争议，如今通常分别称为劳动收入与非劳动（资本）收入。但真正让他们吃惊的是，当年他们认为非劳动（资本）收入无论如何应该承担比劳动收入更重的税负，而今天的基本倾向则是应该更轻，至少大多数经济学家持这种看法。令许多人推崇的是，若干北欧国家的税收设计就是以此原则为核心，采纳了多种类型的二元所得税制度。其结果是，劳动收入按照累进税率计征，而资本收入按照单一税率计征，且这种单一税率低于劳动收入的最高边际税率。这套办法面临的主要困难与19世纪后期反对分类所得税者的意见并无不同：对许多小企业而言，需要找到能够合理区分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有效办法。它再度表明，在税收的世界里并没有太多真正新鲜的东西。
	Daunton（2001，p.95）.


	对资本收入以及作为其来源的储蓄和投资的妥当待遇，或许依然是所得税面临的悬而未决的主要难题。储蓄应该免于征税的主张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19世纪中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提出被储蓄下来变成资本的那部分收入应该免税。
	 [image: Daunton（2001，p.95）.]这一思路归根到底是主张对消费而非收入征税。
	两种做法的区别在于，在第二种做法之下，政府会成为参与分享储蓄回报（不管实际结果如何）的伙伴。美国读者可能会发现，第一种做法相当于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第二种则相当于401（k）账户。


	对消费征税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依赖增值税或零售税等完全按照单一税率计征的税种，而是可以对每个人的总消费额计征，把全部商品消费累加起来，并按照累进税率计征。更具操作性的办法是对储蓄回报带来的资本收入免税，也能够取得相同的效果。还有一种办法是，允许在计算税负时把储蓄的部分扣除，然后对从储蓄中支取的部分（包括全部本金和回报）征税。
	 [image: 两种做法的区别在于，在第二种做法之下，政府会成为参与分享储蓄回报（不管实际结果如何）的伙伴。美国读者可能会发现，第一种做法相当于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第二种则相当于401（k）账户。]
	我们能想到的例外有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以及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2019b），他们主张实施高税率的税。


	某些人认为对消费（人们从经济中拿走的部分）征税比对收入（衡量人们对经济所做贡献的指标）征税更为公平。但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包括税收的额外负担对投资和增长的影响，以及实际可操作性等问题。许多著名的委员会曾主张采取某种形式的累进式消费税，同时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曾借助深刻的理论去解释：何时免除正常资本收入的税负能促进集体利益最大化。可想而知，他们得出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然而除了某些引人注目的特例，今天的经济学家极少认为资本收入应该适用于劳动收入所适用的最高税率。
	 [image: 我们能想到的例外有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以及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2019b），他们主张实施高税率的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则给许多重要的储蓄类型提供各种税收优惠。例如，私人养老金缴费经常可以抵扣（在某个限额之内），而养老金收入则属于完全应征税的类型。
	Seligman（1914，p.89）.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0）.

	例如，请参见Gordon（1992），Mintz（1994）以及Sørensen（2007）。


	对资本收入实施较低税率还有现实的理由：任何国家在实施高税率时都难免遭遇资本外逃。我们还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同样不新鲜。甚至对所得税的创建者而言，类似的顾虑就已经存在。阿丁顿的所得税对外国人从政府债券中获取的利息实行免征，或许是因为相比本国居民，外国人有更广泛的投资选择。
	 [image: Seligman（1914，p.89）.]1920年的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曾因为累进税率可能导致外国资本逃离而深感痛苦。
	 [imag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0）.]不过从当时直至现在，此类担忧经常被证明有些过虑了。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发表了很多题为“资本税（公司税）还能否延续”之类的文章，此类税收依然被保留下来。
	 [image: 例如，请参见Gordon（1992），Mintz（1994）以及Sørensen（2007）。]当然税率已比过去降低了许多，另外在研判未来的所得税乃至整个税收体系的时候，国际因素正日益成为核心的考虑内容。我们将在第11章对此议题详加阐述。

	关于所得税的累进程度，以及不同类型的收入该如何征税，至今依然存在分歧。但从宽泛的角度来看，对收入征税被普遍认为是公平的，因为收入是支付能力的合理指标，而支付能力的差异被广泛当作区别纳税待遇的合理基础。可是除了收入，人们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存在差异，历代的统治者从不羞于利用这些差异来为自己征集税收，某些时候的行动甚至骇人听闻，某些时候也出于良好的愿望。这将是我们的下一个主题——横向公平。








第6章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税收很像是一个人鼻子上长的疖子，他对此抱怨不已。然后有朋友问：“你希望它长在别的什么地方吗？”他思忖片刻后回复说：“嗯……我觉得还是长在别人的后背上比较好。”
	Congressional Globe（1870，p.4038）.鲁茨来自阿肯色州，担任过一届众议员。


	——洛根·霍尔特·鲁茨（Logan Holt Roots）
	 [image: Congressional Globe（1870，p.4038）.鲁茨来自阿肯色州，担任过一届众议员。]
	Thornton（1983，p.24）.

	Dowell（1884a，p.28）.

	Holloway and Wilson（2017，p.180）.


	与17世纪的刚果国王一起生活或者说受他统治可能会相当难受，据说他每次把帽子弄掉的时候都会征收一种税。
	 [image: Thornton（1983，p.24）.]最让纳税人恼火的莫过于税收设立中的任意专断，有时候这种天威莫测可能还非常怪异。英格兰的财政卷宗里就记录了几次宿醉之后的荒诞情形：“雨果·德·内维尔的妻子给国王敬献了200只母鸡，以获得同丈夫共寝的许可”“温彻斯特主教因为没有提醒国王关于阿尔比马尔伯爵夫人的腰带的事情，需要供奉大量优质葡萄酒”。
	 [image: Dowell（1884a，p.28）.]我们对于这里说的事情感到一头雾水，而它们正是典型的肆意妄为的税收。税收的任意武断可能威胁政府的合法地位，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言：“自由的守护神禁止税收中的一切武断妄为或任意决断。”
	 [image: Holloway and Wilson（2017，p.180）.]不过在任意妄为之外，税收很早以来一直被当作压迫或奖赏的工具。

	税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试图“让疖子长到别人背上”的历史。其中一个方面是税收负担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配，但公平同样（有时甚至更关键）涉及如何平等对待收入和财富大致相当且其他方面也类似的人。这就是税收的横向公平原则：在相关方面具有类似特征的人在税收事务上应该被平等对待。换句话说，在决定税负的时候，不应考虑人们之间的其他一些差别。
	这一观点来自拉塞尔·朗（Russell Long），他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在1966-1981年担任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他也是休伊·朗之子（Pine，1978）。


	这听上去非常合理。然而，实践操作中不把哪些差别作为不同税收待遇的基础，完全取决于政治权力的现实格局。许多税收政策的制定都或明或暗地秉持如下精神：“不对你收税，也不对我收税，只对大树后面的那个家伙收税。”
	 [image: 这一观点来自拉塞尔·朗（Russell Long），他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在1966-1981年担任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他也是休伊·朗之子（Pine，1978）。]大树后面的那个家伙可能是跟你我不一样的人，所以他才会躲到那个地方。换个让人高兴的比喻，我们通常希望让疖子长到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身上。关于哪些差别不应该属于税收的考虑范围，这方面的看法会随权力格局发生变化，有时也会推动权力格局的变化，至今在各国之间甚至各国内部仍莫衷一是。我们内心认为不应该影响税收负担的差别是否真应该被忽略，以及这种忽略是否有现实的可能性，其实未必那么清楚。

	对女性征税

	19世纪早期，印度的诸多国王为压制低种姓群体，对他们征收重税。农民需要缴税才能获得佩戴首饰或蓄留胡须的权利。在某些地区，低种姓的女性如果在离开家时用衣物遮盖胸部，也需要缴税，因为此类体面属于上层种姓女性的特权。这一乳房税的所有内容都明确无误地显示，它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羞辱低种姓女性的。
	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可参见Sadasivan（2000，p.394），Radhakrishnan（2009）以及Surendranath（2013）。关于其历史真实性，有人认为是“没有在任何历史记录中被官方确认的乡村传说”（Arya，2016）。对此事件的发生时间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是在1803年。


	1840年，故事有了进展。南格里，一位居住在当时的特拉凡哥尔王国（如今的印度南部）切尔塔拉镇的女性，拒绝上缴乳房税。
	 [image: 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可参见Sadasivan（2000，p.394），Radhakrishnan（2009）以及Surendranath（2013）。关于其历史真实性，有人认为是“没有在任何历史记录中被官方确认的乡村传说”（Arya，2016）。对此事件的发生时间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是在1803年。]作为抗议，她割掉了自己的乳房，并用芭蕉叶包起来交给税务官员。当晚，她因失血过多身亡。在尸体火化时，南格里的丈夫也跳入火堆自尽。次日，政府宣布取缔这一税种。切尔塔拉镇后来（如今没有继续）被称作“有乳房的女人的土地”。

	[image: ]

	南格里的抗议

	资料来源：Courtesy Murali T。
	Tutt（2010）.

	Crawford（2003，pp.293-294）.

	这一故事来自Frances（2004）。


	几乎与此同时，现代妇女权利运动开始注意到缺失选举权与承担税负之间的失衡关系，抗税变成争取女性选举权的斗争工具。
	 [image: Tutt（2010）.]1852年，在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市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妇女权利大会上，著名女性选举权运动领导人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宣读了同样知名的活动家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致辞，声称在缺乏立法机构代表权的情况下，有财产的女性应该拒绝纳税。在英国，妇女抗税联盟打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旗帜。一位名叫克莱曼丝·豪斯曼（Clemence Housman）的成员决心在抵抗中铤而走险，迫使当局将自己收监，最终成功被收入霍洛韦监狱一周。
	 [image: Crawford（2003，pp.293-294）.]英国面临的一个古怪之处是，已婚女性无须为自己的收入纳税，可需要她们的丈夫代为缴纳。因此在1910年，妇女抗税联盟的财务主管伊丽莎白·威尔克斯（Elizabeth Wilks）拒绝向丈夫透露自己的收入数额，导致她的丈夫马克·威尔克斯因无法为她缴纳税款而被投入布里克斯顿监狱。
	 [image: 这一故事来自Frances（2004）。]
	截至2018年仍是如此，参见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8，p.28）。

	对公开和隐性性别歧视的区分来自Stotsky（1997）。对女性的歧视也可以出现在税前定价中，被称作“粉红税”或者“女性税”。例如2010年的《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发现药店对面向女性的典型产品的定价较高（New York Times，2014）。


	如今，很少有国家的税收制度明确按性别做区分处理，但仍有个别例外。例如在摩洛哥，已婚男性可以在纳税时抵扣经济上不独立的配偶和6名以下子女的生活费，但已婚女性在申请抵扣时必须证明丈夫和子女对自己存在依赖关系。
	 [image: 截至2018年仍是如此，参见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8，p.28）。]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少，如今残存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公开的性别歧视，而是隐性歧视。
	 [image: 对公开和隐性性别歧视的区分来自Stotsky（1997）。对女性的歧视也可以出现在税前定价中，被称作“粉红税”或者“女性税”。例如2010年的《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发现药店对面向女性的典型产品的定价较高（New York Time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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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代表不纳税——争取妇女选举权时的版本

	资料来源：Museum of London，c.1909。

	[image: ]

	克莱曼丝·豪斯曼挺身入狱

	资料来源：Photo courtesy of Schwimmer-Lloyd collection，NYPL。
	Larimer（2016），Leskin（2016），Geiger and Garcia（2016）.


	卫生棉条是一个代表性案例。2016年，克里斯蒂娜·加西亚（Cristina Garcia）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对卫生棉条免征州销售税，认为这是“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正确走向”。芝加哥市在2016年取消了卫生棉条和卫生巾的销售税，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紧随其后。
	 [image: Larimer（2016），Leskin（2016），Geiger and Garcia（2016）.]还有几个州目前正在考虑类似的立法行动。世界各国也都出现了对卫生棉条免征商品税的呼声。加拿大于2015年将女性卫生用品排除在增值税范围之外，以响应由7.5万人签字发起的请愿行动。法国则将此类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由20%下调至5.5%。在英国，脱欧运动带来的成果之一便是在2021年，当它不再受欧盟关于最低税率的约束之后，取消了对卫生棉条的增值税。
	效率观点也可以用来论述应该对次要收入者（大多数为女性）征收比主要收入者更低的边际税率。大多数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决策（尤其是关于是否加入劳动力队伍）对税后收入的反应比男性更为强烈。我们将在第10章说明，这意味着对女性征税会带来更多的额外负担，因为相同的税负会导致女性的劳动力供给相比男性减少更多。所以减轻女性的税负，增加男性的税负，将增加总体的劳动力供给。参见Boskin and Sheshinski（1983）。

	Hitchman and Fong（2011）.


	隐性性别歧视的范围非常广泛。例如，女性进入和退出劳动力队伍更为频繁，因此不鼓励此类行为的税收制度对她们的影响更大。
	 [image: 效率观点也可以用来论述应该对次要收入者（大多数为女性）征收比主要收入者更低的边际税率。大多数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决策（尤其是关于是否加入劳动力队伍）对税后收入的反应比男性更为强烈。我们将在第10章说明，这意味着对女性征税会带来更多的额外负担，因为相同的税负会导致女性的劳动力供给相比男性减少更多。所以减轻女性的税负，增加男性的税负，将增加总体的劳动力供给。参见Boskin and Sheshinski（1983）。]有些常见的税收制度则对男性不利，例如男性比女性更流行吸烟，更多参与体育赛事，因此这类产业的消费税带给他们的负担更重。
	 [image: Hitchman and Fong（2011）.]降低医疗服务的税率也对男性更不利，因为他们平均而言比女性更少享受此类服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女性更多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由于此类经济活动的收入容易逃税，对女性更为有利。

	当然在性别问题上，除了男性和女性各自承担的税负，还有更多要考虑的内容，其他一些目标同样重要。例如，有人会认为购买卫生棉条不同于体育比赛门票，前者是必需的，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占据更大的支出比例。因此纵向公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但这样一来会带来新的疑问：为什么要通过免除卫生棉条的销售税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所得税或社会福利安排？有人会质疑，与没有钱的切尔西队的男性球迷相比，一位富裕的女性为什么更应该享受税收优惠？从另一个角度看，卫生棉条的需求量或许对价格很不敏感，这使它成为一个极好的税收对象，因为相关的额外负担可能较低（理由将在本书第10章详细阐述）。如果把隐性和显性歧视都考虑进来，为了追求税收体系的其他合理目标，我们有时候或许要在横向公平方面做些妥协。
	Thomas（1990，1993）；Lundberg，Pollak and Wales（1997）. 这或许导致若干国家（如印度和多哥）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支出方面的特征，它们特意让女性得到的扶持超过男性。


	还有个关于性别问题的考察视角是，改变已婚男性和女性的纳税义务是否会影响他们各自的福利乃至子女的福利？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税收是否影响家庭资源的实际控制权密切相关，实证研究则表明是肯定的。女性控制的收入中有更高比例用于改善子女生活的食品、教育和医疗，因此改变税收的性别处理方式可能带来深远影响。
	 [image: Thomas（1990，1993）；Lundberg，Pollak and Wales（1997）. 这或许导致若干国家（如印度和多哥）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支出方面的特征，它们特意让女性得到的扶持超过男性。]

	特殊税收制度

	自古以来，按照种族划分来不公平对待民众远远超出税收歧视的范围。不过，种族问题与税收问题有时候又有密切联系，这在美国历史上尤其突出。
	Ogden（1958，p.6）.


	两者的互动可以追溯到奴隶制时代。殖民地有很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对奴隶的进口税和人头税。独立战争后，某些州征收人头税，作为确立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代理指标。到19世纪早期，许多州把纳税作为选举登记的前提条件。但直至南北战争终结了南方奴隶制这个“特殊制度”之后，人头税才变成一种隐性的种族歧视（事实上相当公开）。南方重建行动失败后，联邦军队于1890年完全撤出南部各州。掌权的北方投机客、开明派南方白人和部分非洲裔美国人被从前的南方白人领袖及其后裔所取代。自此之后，特别是在1890-1908年，大多数南方州借助人头税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利。该税收的支持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例如在1898年的路易斯安那州制宪会议上，大会主席在总结发言中用以下质问来为人头税辩护：“它的作用不就是让白人投票，阻止黑人投票吗？要不然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呢？”
	 [image: Ogden（1958，p.6）.]

	某些州采纳了累积式的人头税，要求在连续若干年中每年都缴纳。迟至1953年，亚拉巴马州还规定人头税可以累积计算24年，使潜在选民必须缴够相当于24年的税额，才能够获得投票资格。在许多州，人头税在选举前9个月就需缴纳。人头税不止出现在过去的邦联各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就一直征收到1914年，才通过全民公投而被废止。
	这里对南方人头税的描述参考了Ogden（1958，pp.59-66），引文来自其中的第59页。


	人头税的征管也经常会暴露出本来意图。法律条文经常打击而非鼓励该税种的征收。例如亚拉巴马州没有对拖欠税收收取罚金：不会寄出账单，而且在大多数地方，征税官员不会尽力通知纳税人何时应缴纳税款。密西西比州宪法则规定，该税收在实际执行中不得采取刑事诉讼的方式。某些州要求人头税用现金支付，而当时的许多南方黑人极其缺乏现金收入，主要依赖易货交易以及商家和地主提供的信贷。
	 [image: 这里对南方人头税的描述参考了Ogden（1958，pp.59-66），引文来自其中的第59页。]
	引自White（2006，p.160）。

	Johnson（2010，p.93）.


	当然，人头税属于隐性（尽管形式上是公然的）而非显性歧视，同时也剥夺了许多贫困白人的选举权。南方的部分精英群体认为这是个附带好处，因为他们担忧以白人为主的平民主义政党的力量扩张。平民主义者休伊·朗则希望争取选票，因此帮助许多贫困的白人农民缴纳了1美元的人头税。一位支持者回忆说：“补上人头税，把政客全部赶下台。”
	 [image: 引自White（2006，p.160）。]许多南方女性活动家逐渐把人头税当作性别议题来看待，声称这违反了1920年制定的保证全体女性选举权的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她们指出，鉴于白人家庭整体上的低收入状况和现行的性别角色划分，如果在缴纳人头税才能获得投票权时必须在家里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二选一，那么获胜的基本上是男人。
	 [image: Johnson（2010，p.93）.]
	第二十四修正案只针对联邦选举，但1966年的一系列联邦法院裁决将废除效力延伸到了州选举。

	The Sentencing Project（2016）.

	Sheets（2017）.


	1964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废除了利用人头税（及其他任何税收）作为联邦选举投票权的前提条件的做法。
	 [image: 第二十四修正案只针对联邦选举，但1966年的一系列联邦法院裁决将废除效力延伸到了州选举。]然而相关争执在美国经久不衰。目前的一个论题是，要求国民购买一个州的身份证以参与投票是否等同于人头税，这在事实上阻碍了穷人参与投票，特别是少数族裔。另外，各州广泛实施“重罪剥夺公民选举权”的做法，通过法律剥夺重罪者的选举权，导致约600万美国人无法参与选举。仅在2016年的亚拉巴马州，就有超过28.5万人因此被剥夺选举权，其中一半多是黑人，而黑人在该州全体人口中的占比只有约四分之一。
	 [image: The Sentencing Project（2016）.]亚拉巴马州教会组织大伯明翰事工部门的执行董事斯科特·道格拉斯（Scott Douglas）把这个制度称为“极端形式的人头税”。
	 [image: Sheets（2017）.]

	信仰飞跃
	这里的记述引自Clements（2016）。


	宗教与税收可能成为易燃的组合。这在17世纪的日本表现得特别突出，引发了武士时代的一场重大战争。
	 [image: 这里的记述引自Clements（2016）。]
	这事实上是指天主教徒。来自荷兰的新教徒给镇压岛原起义提供了协助，尽管对此并不情愿。有些人显然对于踏过基督像不觉得困难，这被用来作为识别基督教徒的测试，被称作踏绘（fumi-e）。


	当时的宗教事件是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并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杀戮。
	 [image: 这事实上是指天主教徒。来自荷兰的新教徒给镇压岛原起义提供了协助，尽管对此并不情愿。有些人显然对于踏过基督像不觉得困难，这被用来作为识别基督教徒的测试，被称作踏绘（fumi-e）。]这种现象始于16世纪后期，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后，随着德川幕府的统治得到巩固而愈演愈烈。宗教迫害在西南部的长崎地区（包括岛原半岛在内）尤为强烈，当地有多达30万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得不到政府的信任，后者既不喜欢他们的宗教理念，又担心他们可能成为意图控制局势的外国人的帮凶，此等顾虑也并非没有缘由。
	Clements（2016，p.65）.接下来的两段引文分别来自其中的第79页和第54页。


	税收方面的因素则来自当地大名（封建领主）松仓家族决心在岛原修建一座庞大的新城堡，费用当然要由农民来负担。税负因此翻了一番，导致在已经被糟糕天气所蹂躏的地区，农民需要上缴超过六成的谷物产出。
	 [image: Clements（2016，p.65）.接下来的两段引文分别来自其中的第79页和第54页。]有位荷兰商人记录说，税负远远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让他们在饥饿中煎熬。税收征缴过程中有时略加惩罚，严重的时候则等同于虐杀。“缴不上税的人……被套上粗糙的草编衣服，从脖子到身体都被捆上，双手用绳子紧紧缠在背上，然后让人把他们身上的稻草点燃。”

	对女性的迫害是1380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诱因之一，在岛原也同样如此。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税务官员把农民的儿媳妇关在水牢里，类似猎鹿人采用的灌上水的牢笼，直至他们家缴齐税款。6天之后这名女性死亡。1637年12月，起义随之爆发。
	又名Amakusa Shirō或者Amakusa Shirō Tokisada。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名字的角色出现在许多流行的日本漫画、动画和视频游戏中。


	起义至少在名义上是由天草四郎领导，他只有十多岁，却是富有魅力的基督教领袖，并在早期打了几次像样的胜仗。
	 [image: 又名Amakusa Shirō或者Amakusa Shirō Tokisada。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名字的角色出现在许多流行的日本漫画、动画和视频游戏中。]起义者中不仅有被武士阶级鄙视、认为不堪一击的农民，还包括浪人，即失去了领主的武士。江户的幕府将军派遣了20多万士兵征伐岛原，到次年春天，将大约3万人的起义军包围在原城。等到城堡陷落时，绝大多数被困者或遭到屠戮，或主动投身火海。天草四郎及其1.7万多个伙伴的头颅被悬挂在长矛之上。
	Clements（2016，p.200）.


	统治者吸取了教训。需要为暴政负责的领主松仓没有领会暗示（以切腹方式有面子地自我了结），于是被砍了头，成为整个德川幕府时期唯一被处决的大名。起义爆发的十年后，该地区的税负减半。
	 [image: Clements（2016，p.200）.]对明智的统治者而言——德川政权还将相对和平地统治日本两个世纪——臣民的忠诚是不容失去的，需要缴纳的具体税额则可以商量。

	[image: ]

	点燃岛原的抗税起义烈火

	资料来源：https://nehemiahjapan.wordpress.com/2018/07/02/the-shimabara-rebellion-in-1637/。

	客气点说，各种宗教在与其他信仰者打交道时显然经常会遇到麻烦。与1.7万多个悬挂在长矛上的头颅的恐怖相比，歧视性税收算不了什么。当然，宗教在税收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依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Heemstra（2010）.

	Koyama（2010）.

	Katznelson（2005，p.108）.

	Dowell（1884b，pp.62-63）.


	税收歧视中许多臭名昭著的例子涉及对犹太人的态度。在公元70年摧毁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后，罗马皇帝韦帕芗对整个帝国版图内的犹太人征收了一项附加人头税：犹太税。按照一个确定总额对全体犹太人收取人头税，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
	 [image: Heemstra（2010）.]在中世纪，欧洲国家普遍对犹太人征收各种特别税，这是反犹太主义与针对犹太人的贷款能力（他们不受基督教高利贷禁令的约束）及其利润而课税的欲望的肮脏结合。
	 [image: Koyama（2010）.]英格兰从12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专门的财政部门负责记录和管理针对犹太人的税收。某些历史学家估计，仅在13世纪40-50年代，亨利二世就利用税收剥夺了犹太人的半数财富（用于重修威斯敏斯特教堂等项目）。
	 [image: Katznelson（2005，p.108）.]另外前文已提及，爱德华一世在1290年驱逐了犹太人。这一风气最终发生改变，17世纪30年代，犹太人开始返回英格兰定居。到1689年，英国议会由于担心会把犹太人赶到国外，投票否决了针对他们的一项特别税。
	 [image: Dowell（1884b，pp.62-63）.]
	Jewish Virtual Library（n.d.）.

	Jewish Virtual Library（n.d.）.这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厉，奥地利在1244年之前对尸体免税。

	Gelber（1967）.


	在欧洲大陆，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于1498年下令将犹太人逐出普罗旺斯，还为弥补财政损失于1512年对仍留在那里并接受了洗礼的人群开征“新人税”。
	 [image: Jewish Virtual Library（n.d.）.]匈牙利对犹太人专门征税始于1747年，依据是要求犹太人缴纳税收以获得容留的一部日耳曼法律，此税名为“宽容税”。甚至某些货物税也对犹太人适用更高的税率，例如他们要缴纳比基督徒更重的过桥费，在德语中称作人身税。
	 [image: Jewish Virtual Library（n.d.）.这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厉，奥地利在1244年之前对尸体免税。]犹太人还面临洁食肉类税、结婚税，以及对他们的教堂和墓地所征的税收等。
	 [image: Gelber（1967）.]
	Act of Uniformity 1558.

	这一做法在空位时期被废除，但当时的所有法律到复辟时期都被否定，人们很少注意到，直至1888年，法律条文中依然包含此规定。

	Weir（1998，p.63）.

	Ward（1953，p.69）.

	有时会出现补贴。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43-1715年），胡格诺派信徒（法国新教徒）如果皈依天主教将得到现金奖励。


	当然，这种歧视的受害方并不只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同样受到不同派别基督教徒的歧视。在宗教改革后的英格兰，无正当理由而缺席教会活动的人（意指天主教徒）每次会被罚款12便士。
	 [image: Act of Uniformity 1558.]这个数额不小，但在实际操作中，该规定似乎更多被用于侵扰
	 [image: 这一做法在空位时期被废除，但当时的所有法律到复辟时期都被否定，人们很少注意到，直至1888年，法律条文中依然包含此规定。]，而非普遍压迫。
	 [image: Weir（1998，p.63）.]罗伯特·沃波尔首相于1722年引入了一项专门针对该群体的“天主教徒税”。
	 [image: Ward（1953，p.69）.]另外，天主教徒直至1794年还需要缴纳双倍的土地税。
	 [image: 有时会出现补贴。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43-1715年），胡格诺派信徒（法国新教徒）如果皈依天主教将得到现金奖励。]

	穆斯林在历史上同样对异教徒实施税收歧视，尽管相对来说较为宽容。例如，针对希姆米人（dhimmi，意指有经者）的吉兹亚税（jizya tax），归入课税对象的不仅有基督教徒和犹太人，还包括后来的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和耆那教徒等。具体税负随时间和地点而不同，通常针对身份自由、身体健全的青壮年男性，与财富大致相关。穷人可以免税，同样免缴的还有奴隶、妇女、儿童、老人、病人、僧侣和隐士等，要向这些人征税毕竟也很不容易。
	Ansary（2009，p.47）.

	引自Oxford Dictionary of Islam（n.d.）.

	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天课由税务机关收取，资金转移给社会事务部，再按照伊斯兰教法的规定用于支出。


	吉兹亚税或许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糟糕。例如在穆斯林于637年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耶路撒冷后，生活在城中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发现税负下降了。
	 [image: Ansary（2009，p.47）.]吉兹亚税经常被视为向非穆斯林（他们不能当兵）提供保护而收取的代价，还有些高尚的事迹显示，在没有给他们提供充分保护时，这笔税收会被退回。例如，12世纪的埃及和叙利亚苏丹萨拉丁据说就向叙利亚的基督教徒退还了吉兹亚税，因为在面对十字军的攻击时，他撤出了军队。
	 [image: 引自Oxford Dictionary of Islam（n.d.）.]还有，非穆斯林无须缴纳天课，这是起初针对储蓄、后来日益与收入挂钩的一个税种，这个税种按2.5%的比率征收，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至今仍在许多伊斯兰国家施行。
	 [image: 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天课由税务机关收取，资金转移给社会事务部，再按照伊斯兰教法的规定用于支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为保留信仰而被收取的税收看起来还算较为合理，并且比其他选择的结果更好。
	Eraly（1997，p.405）.

	Eraly（1997，p.401）.


	总而言之，没有出现对吉兹亚税的大规模抵制。1679年，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决定重新开征一个世纪之前被仁慈的阿克巴皇帝取消的这个税种。此项决定是更广泛的反印度教行动的一部分，但也正好赶上王朝的财政困难时期。
	 [image: Eraly（1997，p.405）.]焦虑的顾问们提醒皇帝，这样做可能招来很大的麻烦。法令颁布后，当地很快遭遇了一次地震，凶兆的出现令大臣们更加担忧。然而，奥朗则布的信念非常坚定，只是当众宣告（好比今天的政客利用推特）：“大地确实发生了震动，但那只是代表对我采取的路线的欣喜之情。”
	 [image: Eraly（1997，p.401）.]重新开征税收通常是不容易的，后来确实出现了某些焚烧清真寺和禁食抗议的现象，但吉兹亚税依然得到了执行。
	Montefiore（2011，pp.198 343-344）.

	Hanioǧlu（2008，p.90）.


	这个税种一直延续到现代。到1834年，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依然要缴纳传说中一千年前查理大帝代表该城市的全体基督教徒上缴的类似税种。
	 [image: Montefiore（2011，pp.198 343-344）.]奥斯曼帝国于1856年废除了吉兹亚税，对非穆斯林改征兵役来替代该税。
	 [image: Hanioǧlu（2008，p.90）.]不过到20世纪早期，针对非穆斯林的歧视性税收基本上消失了。
	Ibrahim（2013）.

	Ibrahim（2015）.


	但近期以来，吉兹亚税又回到了大众视野之中。在埃及，有报道称穆斯林兄弟会在2013年对科普特基督教徒开征了此项税收。
	 [image: Ibrahim（2013）.]无法无天的“伊斯兰国”则对伊拉克北部残存的基督教徒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皈依伊斯兰教并缴纳赋税，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他们于2014年7月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发出如下声明：“我们给非穆斯林三个选择，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承认迪马协议（dhimma contract），包括缴纳吉兹亚税；如果这两者都拒绝，就只能面临刀剑的惩罚。”
	 [image: Ibrahim（2015）.]
	Dennett（1950，p.74）.

	Saleh（2018）.


	两类歧视现象，即针对宗教信仰的歧视，以及前文介绍的针对性别和种族的歧视，在今天都令人憎恨，但它们之间仍有一个重要区别。宗教信仰有可能发生改变，或者说表面上可以改变，而性别和种族除了极少数特例无法改变。歧视性税收可能给人们带来皈依受偏袒宗教的激励，这在某些案例中至少是政策的目标之一，或至少是附加好处之一（当然在另一些案例中，完成皈依的人依然要缴纳该税收）。历史上，针对宗教的税收有时确实产生了改变信仰的效果。埃及从公元714年开始禁止修道院接收任何新来者，因为修道士不用缴税，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追求避税的（自称的）“信仰飞跃”。
	 [image: Dennett（1950，p.74）.]另外在非穆斯林人头税（在公元641-1856年实施）征管更加严格的地区，贫穷的科普特人改信伊斯兰教的也更多。
	 [image: Saleh（2018）.]
	Bowman（2000，p.86）.

	Gernet（1995，pp.37 57）.

	Abbott and Johnson（1926，p.225）.


	当然，我们很难判断这样的改换宗教信仰是否出于真心。在古代中国和日本，佛教徒经常获得的税收优待也反复引发此类问题。早在公元486年，中国人就把入教作为避税的一种办法。唐太宗在明显失去耐心之后，于公元629年下令，对于为避税而非法受戒的僧人处以死刑。
	 [image: Bowman（2000，p.86）.]到公元830年，朝廷发现约有30万名僧尼的戒牒是伪造的，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合法证书是买来的。
	 [image: Gernet（1995，pp.37 57）.]于是在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让26万多僧尼还俗。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6-337年在位）对罗马帝国基督教徒的偏爱也招来了类似的麻烦，许多地位显赫的人试图成为免税的教士，他不得不出手制止，另外还禁止富裕平民因为避税目的而进入神职行列。当然，要推测他人的真实动机总是很难的，因此为了考验他们的本心，后来要求希望加入神职系列的人上缴自己全部或部分财产。
	 [image: Abbott and Johnson（1926，p.225）.]
	Martinez（2011）.

	Williams（1981）.


	为税收目的而虚假入教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在美国，对基督教会、犹太教堂或其他宗教组织的捐款有可能获得税收抵扣，偶尔还会出现为逃税而建立的假冒教会。这方面的最佳或最坏案例或许是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在2011年建立的一家妓院性质的“教堂”，男性教徒为其提供“捐助”，以换取“姐妹之爱”。
	 [image: Martinez（2011）.]在这个丑陋名单上紧随其后的是纽约州的哈登堡事件，20世纪80年代早期，该镇的236位业主中有200人获得宗教免税优待，因为他们的房产都被指定为以邮购方式做推广宣传的宇宙生命教会的分支场所。
	 [image: Williams（1981）.]
	这里补充一个案例，美国最高法院在Bray v.Alexandria Women's Health Clinic 506 U.S.263（1993）一案中认为，如果对某些活动给予不利待遇，而这些活动“恰好是由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专门或主要从事的，则可以很容易地推定为对该阶层不利的意图”。该判决中提到的例子（据我们所知是假设的）是“对戴圆顶小帽征税实际上就是对犹太人征税”。

	Kraal and Kasipillai（2014，p.277）.


	与性别和种族的情形类似，宗教方面的税收歧视也可以采取隐性方式，虽然大家对背后的真实意图都心照不宣。上文提到的对犹太人洁食肉类征税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image: 这里补充一个案例，美国最高法院在Bray v.Alexandria Women's Health Clinic 506 U.S.263（1993）一案中认为，如果对某些活动给予不利待遇，而这些活动“恰好是由某一特定阶层的人专门或主要从事的，则可以很容易地推定为对该阶层不利的意图”。该判决中提到的例子（据我们所知是假设的）是“对戴圆顶小帽征税实际上就是对犹太人征税”。]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设立生猪屠宰税，从性质上说只能对非穆斯林民众收取，主要是华人和基督教家庭。
	 [image: Kraal and Kasipillai（2014，p.277）.]税收法规无须提及种族或宗教，即可偏袒某些宗教群体的成员，而损害其他人。例如，通过个人免税额给大家庭提供税收优惠的所得税政策，就对鼓励（甚至要求）大家庭的某些宗教的信徒更有利。

	圈外人

	在任何出现“自己人”和“他人”界限划分的地方，歧视性税收往往如影随形。

	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

	人群中的外国人属于典型的“他人”。马基雅维利曾建议君主把征税对象扩大到本国臣民之外，其实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针对居民中的外国人的特殊税种，并经常带有种族主义和排外意味。
	Stiem（2016），Kassam（2016）.


	前文提到，古代雅典的外国人需要支付一项特别人头税。1440年，英格兰引入了外国人人头税。1885年，加拿大对中国移民（主要是铁路建设工人）征收入境税，到1923年完全禁止入境。近期以来，若干国家对外国人购买房地产征收特别税，理由是担心他们会把房价推高到本地居民的承受能力之上。例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对温哥华地区的外国购房者（大多数来自中国）开征15%的特别税，这重新引发了百年以前的种族矛盾。
	 [image: Stiem（2016），Kassam（2016）.]
	U.S.Constitution Article.IV，Claus.1.


	然而，何种歧视可以接受，哪些人算是外国人，此类问题的看法明显随时间而变化。有意识地禁止此类税收是形成共同身份认同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同时也能帮助强化对共同身份的认同。例如美国宪法中的“友谊条款”（Comity Clause）就禁止各州对其他州施以歧视。
	 [image: U.S.Constitution Article.IV，Claus.1.]不得歧视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人员也是欧盟的一项核心原则，并且在过去几年中被强势应用于税收领域。在各国签署的各项条约中，承诺将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同等对待就是一项标准内容，作为相同税收待遇的指导意见。事实上，如今许多国家经常面临的压力是对外国人实施比本国人更优惠的税收，以便从国外吸引税基和经营活动，对于比较缺乏流动性的本国税基则盘剥得更厉害。我们将在第11章分析这方面的趋势。

	为惩罚而征税
	哈灵顿（Harington，1561-1612年），英国皇家侍从兼作家，他对人类做出的更大贡献是发明了冲水马桶。

	Hyden（2015）.


	借用约翰·哈灵顿（John Harington）的格言，反叛绝不能取得成功，因为如果成功了，就没有人敢说那是反叛。
	 [image: 哈灵顿（Harington，1561-1612年），英国皇家侍从兼作家，他对人类做出的更大贡献是发明了冲水马桶。]无论如何，反叛遭遇的若不是处决，也经常是沉重的赋税。前文已经提及，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的那些人的财产遭到剥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在古罗马，至少从苏拉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0年）开始，没收背叛者的财产便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财源，有时甚至不需要费力气去确认是否真有叛逆之事发生。
	 [image: Hyden（2015）.]
	之前被称作“特别税”（Extraordinary Tax），这个流行名称让人想起古罗马对怯战或反叛的军队实行十杀一的惩罚办法。此处的记述参考了Durston（2001）。

	没有房产，但拥有的财产价值超过1500英镑的人，每1500英镑须缴税100英镑。

	Vaughan（1840，p.523）.


	英国在从内战到复辟之间的空位时期曾空前接近军事独裁，税收同样被用作针对政治斗争失败者的重要惩罚手段。1655年，奥利弗·克伦威尔开征了“什一税”
	 [image: 之前被称作“特别税”（Extraordinary Tax），这个流行名称让人想起古罗马对怯战或反叛的军队实行十杀一的惩罚办法。此处的记述参考了Durston（2001）。]：针对每年财产收入超过100英镑的顽固派保皇党人的收入征收10%的税额。
	 [image: 没有房产，但拥有的财产价值超过1500英镑的人，每1500英镑须缴税100英镑。]该税收的主要承担者是曾为已故国王（1649年被斩首）及其子查尔斯·斯图亚特拿起武器的人，还有曾经“依附、协助或煽动”他们的人。归降是一条出路。克伦威尔向保皇党人保证，如果转头效忠于他，政府将高度尊重他们的归降，而不是希望他们遭受偏见或伤害。
	 [image: Vaughan（1840，p.523）.]
	Hazlitt（1875/1744，p.355）.

	来自威廉·戈夫（William Goffe）给奥利弗·克伦威尔护国公时期的国务大臣约翰·瑟洛（John Thurloe）的信件，引自Birch（1742，p.344）。


	然而，实际执行是个问题。例如，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协助或煽动”？有钱人的各种逃避手段，包括信托等今天依然常见的办法可能把这一法律变成“蜘蛛网”，只能抓小苍蝇，却无法逮住大家伙。
	 [image: Hazlitt（1875/1744，p.355）.]还有个问题来自税收结构的设计：从99英镑到100英镑，收入只有1英镑的增幅，税负却会增加10英镑。这会造成意料之中的结果：“人们想方设法把年财产收入压低到100英镑之内。”
	 [image: 来自威廉·戈夫（William Goffe）给奥利弗·克伦威尔护国公时期的国务大臣约翰·瑟洛（John Thurloe）的信件，引自Birch（1742，p.344）。]税率表的这一特征如今被称作“档位”，意指税基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税负的不连续和不成比例的重大改变。档位设计在税收历史上和今天都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为普遍，对纳税人来说相当痛苦，但对学者的研究而言却是求之不得，原因将在第9章详述。

	以税收作为惩罚手段的观念并没有远离我们。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社会广泛呼吁加重整个金融产业特别是银行家们的税负，这不只是出于复仇的情绪。然而，税收一般而言并不是很好的报复工具，部分原因是到它们可以实施的时候，罪人或许早已离场。正如在克伦威尔的共和国建立时许多保皇党人已经死亡或者流亡那样，对引发金融危机责任最重大的许多金融机构也已破产。而且即便机构还在，过去的股东可能也早已套现走人了。

	艰难抉择

	传统上，对于其他方面相似的人，某些个人特征曾被认为是实施区别税收待遇的绝好标准。例如，吸烟者已习惯于被不吸烟者当作“贱民”来征税。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我们纯粹是出于实用的考虑来接受或许不符合横向公平的安排。例如相比新墨西哥州的居民，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居民需要为取暖燃油承担更重的税负，因为当地普遍需要用这种燃油来给住房供热。如果按照地区划分对燃油实施不同的税率，征管成本又会更高，并且可能导致走私泛滥。有时候社会可能普遍认可某些特征差异（如人们的需求）是实施区别税收待遇的合理基础，但税收差别的程度如何则有待商议。比如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上，有子女的人应该比没有子女的人少缴税，但对于具体的优惠幅度则莫衷一是。

	更多的问题在于，隐性的税收偏袒很难完全消除。即便是所得税（或一般的销售税）也带有隐性的横向不公平的成分，这是因为人们对经济学家所说的“商品和闲暇的偏好”，或者其他人所说的“贪欲和惰性的取舍”各有不同。有些人喜欢货币能买到的东西，愿意通过工作去获得它们，因此在收入和消费中承担较大的税负。另一些人本可以获取相同水平的市场工资，却更喜欢把时间用来追肥皂剧，其税负也就更低。为避免此类横向不公平问题，某些学者更赞成以人们的潜在工资率来征税，而非实际工资收入（后者还取决于他们愿意付出的工作努力程度），这样的话，实际的工作付出对税负就不会有太大影响。该主张的结论是应该采用与潜在支付能力挂钩的一次性税收，这符合我们在第4章介绍的思路（第10章还将讨论其优点）。当然，美中不足的一大缺陷在于难以测算（甚至从理论上构建）人们的潜在收入能力。
	已婚夫妇可以分别申报，但联合申报总是税负最小化的选择。


	税收政策中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几乎不可能实现横向公平：针对个人与夫妇的区别税收待遇。在早期所得税出现时，大多数国家把已婚夫妇视为一个法定纳税单位，也就是说，按夫妇的收入之和来计征。当前这种情况已经在逐渐改变，美国的所得税纳税单位通常是夫妇（共同申报）
	 [image: 已婚夫妇可以分别申报，但联合申报总是税负最小化的选择。]，但大多数其他国家则以个人作为所得税纳税单位，即每个收入获得者都根据自己的收入来纳税，与伴侣的收入无关。

	可是，在我们推行累进性税收制度的时候，这两种做法都不可能同时满足横向公平的两条重要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夫妇被视为一个纳税单位或者单独纳税，对他们的税负不会有影响，既不会造成“婚姻惩罚”，也不会带来奖励；第二条原则是，一对夫妇的收入在内部如何划分，对他们的整体税负不会带来影响。要满足第二条原则，那么一对夫妇的税负只能与他们的总收入挂钩。而在实行累进性税收的时候，如果夫妇二人单独计税，那么他们的总税负不仅取决于总收入，还与总收入在他们内部如何划分有关。这样一来，我们将无法同时满足第一条原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累进性所得税制度下，结婚对总税负可能有巨大影响。

	避免隐性歧视的困难乃至不可能性，此类歧视甚至可能导致减轻额外负担的理想结果的可能性，以及相关的多个理论难题都意味着：即使我们就应该忽略税收制度的哪些特征能达成一致意见，实现横向公平也远没有乍看上去那样简单。

	我们在前三章中分析了各种税收制度如何解决税收公平的问题，然而与几乎所有关于此类议题的公共讨论一样，其中还缺失了一个关键环节。税收在设计时可能考虑了公平，例如与支付能力的某种指标挂钩，但并不代表实际发生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提到过此类问题的迹象，比如乔治王时代的英格兰对女仆的税收不仅会增加雇主的负担，还会逼迫某些下层女性去从事更艰辛的工作。这只是以下深刻道理的一个典型例子：真实的税收负担并不总是落在表面上的纳税人头上，或者我们希望负担的人头上。是时候详细研究这一课题了。








第7章




固定还是转移？



	我指导的一位研究生选择了这个课题，他从1908年左右开始研究，到一战爆发前夕还没有完成，此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证据来自Colwyn Committee（1927，p.65）。


	——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
	 [image: 证据来自Colwyn Committee（1927，p.65）。]

	那位不走运（也没有得到高人指点）的学生选择的研究课题正是税收归宿，即税收负担实际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各国政府很多时候似乎希望让某种税收的影响落在特定群体身上，但税收并不一定按照预期固定在这些群体身上，因为市场力量意味着真实的负担可能被转嫁到别人头上。就像坎南的那位研究生发现的那样，弄清楚税负的最终归宿远非轻而易举，并且会遭遇大量意料之外的后果。要了解这些后果以及更普遍的税收归宿的意义，都涉及极其广泛的内容。
	到1280年，关税（主要来自羊毛）达到王室正常财政收入的40%左右（Barratt，1999，table 3.6.2，p.77）。

	引自Power（1941，p.42）。

	Dowell（1884a，pp.135-136）.


	以羊毛出口税为例，自1275年开始，英格兰的历任国王发现这能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
	 [image: 到1280年，关税（主要来自羊毛）达到王室正常财政收入的40%左右（Barratt，1999，table 3.6.2，p.77）。]该税收由羊毛商人缴纳，但莫城从事牧羊业的修道院院长很快认识到，自己才是真正承受这种税收负担的人：“给国王缴纳税款的人其实是羊毛的生产商，而非中间商……因为给国王缴纳的税款越多，羊毛出售的价格就越低。”
	 [image: 引自Power（1941，p.42）。]由羊毛生产商控制的议会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虽然他们未能取消这项税收，但逐渐酝酿成一场宪法危机。其结果是向着占据议会优势地位迈出了关键一步：1362年，英格兰确立了议会（而非中间商）才有权向国王拨付此项税收的原则。
	 [image: Dowell（1884a，pp.135-136）.]
	Salpukas（1992）.

	Sun-Sentinel（1993）.

	这一描述来自夏威夷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 of Hawaii）执行主任，引自Kalapa（2012）。


	中世纪的英格兰国王或许不太关心羊毛出口税的负担究竟由谁承担，至少在初期是如此。但有时，税收的最终归宿可能破坏预先设定的政策目标。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对几种奢侈品开征10%的税收，包括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船只。这是一种折中做法，希望在不提高所得税税率的情况下让富人多缴税。但事与愿违。《纽约时报》报道称这个税种就好比“一根桩子打入游艇产业的心脏”。
	 [image: Salpukas（1992）.]《太阳哨兵报》则报道：在全美范围内，游艇销售数量从1990年的7500艘锐减至1992年的3500艘，损失了3万个工作岗位，占据美国游艇产量四分之一份额的南佛罗里达州（该报纸总部所在地）有8000人因此失业。
	 [image: Sun-Sentinel（1993）.]“由于游艇的销售量和拥有量锐减，给这些船只的柚木甲板做抛光的吃苦耐劳的人最终失去了生计。”
	 [image: 这一描述来自夏威夷税收基金会（Tax Foundation of Hawaii）执行主任，引自Kalapa（2012）。]由此可见，对奢侈品的税收并没有像预期那样打击到富人，至少部分负担被转嫁给了其他群体。这正如小皮特在对女仆征税时，并没有想到要把她们驱逐到娼妓行业去。

	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不认真考虑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将很难制定出合理的税收政策。然而要弄清楚税收归宿可能非常困难，更糟糕的是，甚至都没有做相应的努力（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税收归宿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仍有若干久经考验的原则可以指导我们的研究，也有若干常见错误应注意避免。

	错误的起点

	在考察税收归宿时，粗心大意的人容易遭遇若干陷阱，而无道德原则的人则会将这些陷阱视作机遇。

	陷阱之一是想当然地认为税收的名称与最终的税收归宿有关。税收的标签被贴到某个物品或某个人身上并不代表它的归宿。例如，许多社会保障制度会区分雇主缴费和雇员缴费，但这两者一般来说都是对工资收入的征税，因此至少从长期看，它们的实际影响很难说会有什么区别（姑且不论其实际归宿）。你或许认为，上述结论应该显而易见且无可争议。然而被广泛传阅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恰恰非常重视这一区别，在税收评估部分把雇主缴费负担（而非雇员缴费）视为不利于某个国家营商环境的因素。各国政府很快认识到，把雇主缴费的部分转为雇员缴费不会改变社保缴费总额，却能够从世界银行那里获得更高的营商环境评分，那是个轻而易举却毫无实际意义的操作。
	这里有扭曲，采用25%或者任何相同税率时，所得税与消费税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我们设想100%的税率会导致何种后果。对所得税实行100%的税率，税后你将一无所有。但消费税并非如此，采用100%的零售税或增值税时，如果被完全转移，只会让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翻番，使你消费的数量减半，而非完全没有消费。因此，100%的消费税其实只相当于50%的所得税，25%的消费税只相当于20%的所得税。


	这里有个更普遍的推论：表面上不同但实质上给予同等待遇的税收设计应该有相同的税收归宿。例如，在能够完美实施的情况下，8%的零售税与8%的增值税应该带来相同的税收归宿结果（先不管这个具体结果是多少）。该结论看上去很直观，大多数研究也能认识到这一点。然而在面对不那么明显的税收等价现象时，许多人会感到困惑。例如，单一税率的工资税在本质上等价于单一税率的消费税（包括增值税）。要明白这一点，可以假设工资是你唯一的收入来源，你也不打算留下什么遗产，此时，哪种税收更让你痛恨：对你的一切收入征税25%，还是对你的一切支出征税25%？从理论上讲，它们对你而言没有差别，因为无论采用哪种税收，你毕生的消费潜力都会被缩减25%，因此两者是等价的。
	 [image: 这里有扭曲，采用25%或者任何相同税率时，所得税与消费税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我们设想100%的税率会导致何种后果。对所得税实行100%的税率，税后你将一无所有。但消费税并非如此，采用100%的零售税或增值税时，如果被完全转移，只会让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翻番，使你消费的数量减半，而非完全没有消费。因此，100%的消费税其实只相当于50%的所得税，25%的消费税只相当于20%的所得税。]然而，税收归宿分析在评估各种税收的税负模式时经常借助各不相同（甚至逻辑上不一致）的方法，以武断乃至（出于某种等价性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意义的分类作为基础，例如划分对消费的“间接”税和对收入的“直接”税。
	这个故事来自McCulloch（1975/1845，p.156），这是他的译文。


	陷阱之二是过度关注缴纳税收的法定责任归谁，即谁给政府开支票。罗马皇帝尼禄曾一度下令，对奴隶买卖征收的4%的销售税需要由卖方而非买方缴纳。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认识到：“让卖方缴纳相当于出售物品价值二十五分之一的税收，这只是名义上的规定，并无任何实际效果，因为尽管法令要求卖方承担税收，但那会作为价格的一部分被转嫁给买方。”
	 [image: 这个故事来自McCulloch（1975/1845，p.156），这是他的译文。]事实上，塔西佗已经发现纳税人的身份根本无关紧要。
	Aguado（2018）.


	我们并不都像塔西佗那般睿智，但他的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常识。当增值税税率上调时，顾客们虽然不是法定需要向税务机关缴税的人（企业才是），可他们同样担心税负加重的效应。更普遍地说，先不考虑避税或逃税的可能性，对市场上的哪一方征税对最终结果并没有影响。这种现象以及人们对它的误解在历史上时有出现。一个典型案例是：2018年，西班牙就谁应该负责缴纳按揭贷款印花税，是银行还是借款者，爆发了激烈争论。国家最高法院也卷入其中，起初判决贷款方应该承担缴纳该税收的法律义务，之后又修改了自己的判决。这场争论中的一位理性怀疑者是地产公司尼诺住房（Neinor Homes）的财务总监，他指出，即便这项税收是由贷款方缴纳，但负担无论如何还是会回到借款的顾客头上。
	 [image: Aguado（2018）.]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如何”一词，意味着名义上由谁来缴纳税收实际上无关紧要。为避免把谁负责缴纳税款与谁承担真实税负这两个不同议题混为一谈，我们在本书中尽量避免涉及什么人缴纳税款的说法，当然要承认，这样做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奇怪。
	Kopczuk et al.（2016）.


	另外，不考虑避税和逃税这一限定条件非常重要。如果逃税的可能性与谁在法律上负责缴纳税款有关，那么这一法律规定就可能关系重大。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十年中期，美国的许多州改变了供应链上负责缴纳州柴油燃料税的法定角色的规定。结果表明，把征税点从零售加油环节改到供应链上更容易监督的上游部分，大幅增加了燃料税向柴油零售价格的转移，也就是说，原来的逃税现象基本上被消灭了。
	 [image: Kopczuk et al.（2016）.]
	Rucker（2011）.

	对公司永续论的最生动描述来自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他在著作《评论》（Commentaries）中指出，尽管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可以改变，公司本身却没有变化，正如“泰晤士河的组成部分随时在改变，它却依然是同一条河流”（Blackstone，1794，p.495）。


	陷阱之三是，每当人们说起“企业应该承担公平的税收份额”时，我们就知道有人掉进了陷阱。2012年角逐美国总统宝座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发表过一句名言：“公司也是人。”
	 [image: Rucker（2011）.]从法律角度讲，他说得没错：今天的绝大多数司法辖区都把公司作为法人来对待。早在罗马时代，就出现了把公司作为人们的联合体而不同于创立者个人的观念。
	 [image: 对公司永续论的最生动描述来自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他在著作《评论》（Commentaries）中指出，尽管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可以改变，公司本身却没有变化，正如“泰晤士河的组成部分随时在改变，它却依然是同一条河流”（Blackstone，1794，p.495）。]然而从税收归宿的角度看，这完全是胡搅蛮缠。

	企业并不是真实而鲜活的人，税收对它们自身来说并不构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负担。真正承受税收负担的人可能是企业的股东、员工以及客户，他们都是自然人，而不是企业本身。当然这句名言背后的假设往往是，被贴上企业或公司标签的税种会更多地由富裕的所有者来承担。可我们刚刚说过，不要被税收表面的标签所迷惑。下文很快还会指出，公司税的最终归宿在理论上还远没有弄清楚，在实际中更说不上解决。而无论税收的最终归宿落在谁的身上，都必须是真实的自然人。
	Haig（1934，pp.31-32）.

	Haig（1934，p.30）.


	最后一个陷阱是，认为税收归宿是很容易由政府法令来控制的事情。当零售税最初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实施时，商家担心这会影响其利润，在它们的坚决要求下，某些州规定这项税收“必须”转嫁给消费者。
	 [image: Haig（1934，pp.31-32）.]税收领域的一位著名学者就此评论说：“如果是一位习惯于从长期角度考察非人力因素发挥作用的经济学家，他一眼就会看出，这种试图控制税收归宿、又不冻结价格的做法是何等幼稚可笑。”
	 [image: Haig（1934，p.30）.]而我们在多看上几眼后，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只要零售商（乃至更普遍的各类卖家）能自由设定产品价格，政府的此类强制就不会有任何效果。
	Kornhauser（2010，p.334）.


	零售商甚至不愿意面对提价招致的顾客的怒火，而是更希望把责任推卸给政府。这在193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就发挥了作用。在挑战现任总统、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艰难进程中，共和党人试图把消费价格高企归咎于他的政府实施的消费税。共和党的竞选运动鼓励各家肉店用黑板展示每块肉的三列价格信息：不含税的价格、需要缴纳的税款以及含税的总价格。同时在旁边注明：价钱贵不能怪肉店，肉价不高，是税高。作为回应，联邦司法部长威胁说要把展示此类信息的肉店告上法庭，依据是极少被动用的一项联邦法规：任何人如果虚假地把产品的部分成本归咎于税收，会被处以罚款乃至监禁。
	 [image: Kornhauser（2010，p.334）.]
	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肯塔基州和内布拉斯加州。

	Cole（2014）.


	零售商把责任全部推卸给政府的另一种策略是，给人们留下商家自己是税负承担者的印象。政府同样不太喜欢这种计谋，或许是因为商家采用的语言往往暗示着顾客的纳税义务已经被免除。美国华盛顿州允许零售商在广告中宣传销售税由自己承担的条件是，“含税”一词必须与广告中其他内容用同样大的音量播出，展示的字体大小至少为其他宣传内容的一半，另外税款在销售收据中必须作为单独项目罗列。还有几个州
	 [image: 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肯塔基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则完全禁止零售商使用“免税销售”或者“我们将替顾客支付销售税”之类的宣传语。
	 [image: Cole（2014）.]
	克努特大帝是古代英格兰、丹麦和挪威的国王，克努特对海浪下令是著名的历史传说。——译者注

	BBC News（2009）.


	这种克努特式的试图逆转税收归宿浪潮的做法同样并非美国的专利
	 [image: 克努特大帝是古代英格兰、丹麦和挪威的国王，克努特对海浪下令是著名的历史传说。——译者注]。法国人在2009年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时的政府把餐厅食品要缴纳的增值税从19.6%下调至5.5%，同时让商家保证，将大部分省下来的税款以降低菜价的方式让利给消费者，但这样的承诺在很短时间之后就无疾而终。
	 [image: BBC News（2009）.]

	通过法律规定税收归宿的问题在于，这样做等同于实施价格管制。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当遇到征税时，任何企业都能自由调整税前价格，因此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变化包含税收金额与税前价格调整两方面的因素。可见，最终的税收归宿将取决于制约企业定价决策的市场供求力量，而非政府的愿望。所以在探索税收归宿时，除了分析市场结果会如何发生变化，我们并无其他办法。这些道理听上去甚是枯燥，但税收归宿问题确实在历史上引发过激烈冲突，而且不只是在中世纪的英格兰。

	窃取他人的智慧
	这里的谷物（corn）不仅是美国人通常理解的玉米。


	1846年取消了要求对小麦及其他谷物征收一系列复杂关税的《谷物法》，这是英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image: 这里的谷物（corn）不仅是美国人通常理解的玉米。]，它是制造业和商业利益集团超越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精英阶层的标志，也是英国向自由贸易类政策路线做出承诺的象征。同样是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今天思索税收归宿问题时依然采用的许多核心思想首次被确立下来。
	东印度公司的足迹在本书中经常能看到。马尔萨斯是该公司在黑利伯里的培训学校的教授，稍后将提到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该公司的雇员，他的父亲、著名哲学家詹姆斯·穆勒也是（Robins，2012，p.187）。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1814-1815年的争论进一步催生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而从分析角度来看他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有学者考察了他们之间更广泛的联系（Dorfman，1989），另外可参见Salvadori and Signorino（2015）。


	《谷物法》争端涉及的议题对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关系重大，由此引发了两位学术巨擘（同时互为好友）的激烈讨论。第一位是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在伦敦金融城发财致富后（其中最突出的事例是，传说他因为正确预见了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而获益100万英镑），李嘉图变身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堪称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税收经济学家（虽然有人或许会认为这个门槛太低）。另一位参与者则是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年）
	 [image: 东印度公司的足迹在本书中经常能看到。马尔萨斯是该公司在黑利伯里的培训学校的教授，稍后将提到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该公司的雇员，他的父亲、著名哲学家詹姆斯·穆勒也是（Robins，2012，p.187）。]，他关于人口变动的思想促使托马斯·卡莱尔给经济学贴上“忧郁的科学”的标签，而且流传至今。
	 [image: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1814-1815年的争论进一步催生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而从分析角度来看他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有学者考察了他们之间更广泛的联系（Dorfman，1989），另外可参见Salvadori and Signorino（2015）。]
	至于《谷物法》的实际保护程度，仍然存在争议，例如可参见Sharp（2010）。

	Dorfman（1989，fn.12，p.158）提到，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在1777年也有过类似的思想。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认可这一分析，但对政策含义存在分歧。李嘉图认为地主的财富增加只会被用于消费，不能给增长做出贡献。马尔萨斯则认为这样做并无不妥，并提出哪怕人为扩张农业也对国家安全有好处。李嘉图反驳说，减少对英国的食品供给会严重损害外国供应商，导致他们事实上不会做此类选择。毕竟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仍在向英国出售食品。


	两位巨擘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谷物法》规定的进口关税如何影响三个关键社会阶层成员的切身利益：地主阶层，劳工阶层，资本家阶层。
	 [image: 至于《谷物法》的实际保护程度，仍然存在争议，例如可参见Sharp（2010）。]大家都认为地主是关税的受益者。针对他们如何受益的具体方式，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发展出了租金理论。
	 [image: Dorfman（1989，fn.12，p.158）提到，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在1777年也有过类似的思想。]该理论的中心内容是，优质农业用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供给固定，完全没有弹性。因此在关税导致食品价格上涨时，对农业用地的需求提升将使此类土地的价格提高（另外也把一些不够优质的土地投入耕种）。拥有优质耕地的人将获得溢价，但他们的努力或投资则没有任何增加。
	 [image: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认可这一分析，但对政策含义存在分歧。李嘉图认为地主的财富增加只会被用于消费，不能给增长做出贡献。马尔萨斯则认为这样做并无不妥，并提出哪怕人为扩张农业也对国家安全有好处。李嘉图反驳说，减少对英国的食品供给会严重损害外国供应商，导致他们事实上不会做此类选择。毕竟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仍在向英国出售食品。]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租金”概念，意指超出从事某些活动（这里是农业耕作）所要求的最低报酬的收入，它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为租用某些财产而付出的代价。租金概念对税收归宿分析来说极为关键。
	The Economist（2018a）.

	Irwin（1989，p.54）.

	对货币工资按照价格做出调整，以测算工资的实际购买力。

	Keynes（1923，p.80）.


	当时没有人认为产业工人是《谷物法》的受益者，对工人而言，法律给食品价格造成的上涨压力是个大麻烦，因为大约五分之三的收入要用于购买食品。
	 [image: The Economist（2018a）.]但问题在于，关税是否真正给他们造成了伤害。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均认为没有，另一位公共财政大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后来也认同此判断。
	 [image: Irwin（1989，p.54）.]根据马尔萨斯提出的著名观点，面对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实际收入的任何下降，工人的数量会做出调整（例如通过饿死），直至留下来的工人能获得生存所需的最低工资。用当代的术语来说，劳动力的供给在最低生存工资水平上具有完全弹性，至少从长期来看是这样。也就是说，无论需要多少数量的劳动力，最终都能够在固定的最低生存工资水平上实现。
	 [image: 对货币工资按照价格做出调整，以测算工资的实际购买力。]食品价格上涨可能在短期内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但随即会导致他们提早死亡，生育率下跌，子女成活率下降，假以时日，就会减少工人的供给数量，导致其货币工资回升，直至足以抵消食品价格的上涨，让实际工资回到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马尔萨斯被贴上“忧郁”的标签可谓名副其实。当然这种从长期来看没有损害的看法是相当冷血的安慰——可以视作对凯恩斯后来的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的另类诠释。
	 [image: Keynes（1923，p.80）.]

	[image: ]

	大卫·李嘉图——值得“窃取”的智者

	资本家则是《谷物法》的明确受害者，最明显的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他们不得不给工人支付更高的货币工资，以部分或全部弥补他们实际工资的损失。这一观点认为，资本家无法把工资成本上涨转嫁给产品的买家，因为他们的主要产业是出口（当时以布匹为主），提高产品价格将让外国竞争对手夺走市场份额。
	这位人士是托马斯·汤普森（Thomas Thompson），来自《晚间太阳报》（Evening Sun）的报道（引自Turner，1998，p.1011）。


	所有这些论述都成了党派政治斗争的素材，尤其是通过反《谷物法》联盟的煽动。据称，其中一位领头的游说者“利用小册子、巨幅说明书、演讲、信件、致辞……让观点传遍了整个地区，甚至让他工厂里的技工都掌握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真理”。
	 [image: 这位人士是托马斯·汤普森（Thomas Thompson），来自《晚间太阳报》（Evening Sun）的报道（引自Turner，1998，p.1011）。]至今仍是自由贸易坚定捍卫者的《经济学人》杂志在那个时代创立，也绝非巧合。这场辩论的高超水平以及公共利益导向着实令人惊讶，也让人惋惜今天的税收政策议题很少能吸引那样深刻而广泛的关注。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与美国的鲜明对比：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公共议题和政治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在1832-1833年的废除联邦法规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中达到顶点，南方农业州拒绝执行给北方制造业提供保护的关税。双方均采用了暴力威胁，而不只是分发标题犀利的宣传手册。
	Peel（1853，p.601）.

	Peel（1853，p.591）.

	Peel（1853，p.651）.


	英国的《谷物法》争端在罗伯特·皮尔担任首相时得到解决。皮尔并非那种只看简报的人，而是号称“通读了最权威人士关于租金、工资、税收和什一税等议题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image: Peel（1853，p.601）.]在他看来，关键之处在于如果《谷物法》的施行导致劳工阶层的生活条件恶化，那就不可继续了。
	 [image: Peel（1853，p.591）.]根据19世纪40年代早期小麦价格走高和走低的不同经历，皮尔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你们或许会说，就像政治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的那样，工资的最终变动趋势会与食品价格相同。但我必须说，这不足为信。”
	 [image: Peel（1853，p.651）.]
	引自Blake（1969，p.236）。在人生后期，迪斯雷利改变了自己对皮尔的看法（至少在公开表达中）：后人会认为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会议员（Lexden，2011）。

	Hurd（2007，pp.368-370）.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爱尔兰可能出现第二次土豆歉收危机的压力，皮尔决心同反对党合作废除《谷物法》。为此，他成为保守党中令人厌恶的弃儿。野心勃勃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讥笑说，他不过是“他人思想的盗贼”。
	 [image: 引自Blake（1969，p.236）。在人生后期，迪斯雷利改变了自己对皮尔的看法（至少在公开表达中）：后人会认为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会议员（Lexden，2011）。]在《谷物法》被最终废除刚过去两个小时，皮尔之前的盟友地主精英阶层便对他施以报复，在一项无关的议案中挫败了他。皮尔随即辞职，成为极少数被众议院投票否决的英国首相之一。当人们看到他从侧门离开议会大厦的时候，大街上爆发出了欢呼声。
	 [image: Hurd（2007，pp.368-370）.]

	务必牢记在心
	Seligman（1899）.


	自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后，税收归宿理论激发了大量研究文献。1899年，伟大的公共财政经济学家埃德温·塞利格曼提到至少有146个人在这个论题上发表观点，另外还有“匿名作者”乃至“美国作者”。
	 [image: Seligman（1899）.]后续的步伐同样没有减缓。即便是皮尔再世，恐怕也很难完全消化如今的丰硕研究成果。不过，现代税收归宿理论的基础依然是《谷物法》辩论时出现的一个简单理念。

	该理念认为，税收负担最终将归属哪个群体取决于所有涉及其中的群体给应税活动找到某种替代选项的相对难易程度。例如，我们今天可能不再认为工资由马尔萨斯的基本生存铁律决定，但依然可以借鉴其中的关键启示，即如果在能够获得某个最低税后工资水平的时候，有无限数量的劳动力供给，那工人就不会承担任何税负。以马尔萨斯的观点来看，工人在工资继续降低时的替代选项是走向死亡，这个选项很不人道，却防止了税后工资被进一步压低。
	Locke（1691，vol.2，p.36）.


	另一个极端是某种物品的供给固定不变，土地就是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对它非常着迷。重农学派——法国旧政权统治下的启蒙时期的经济学流派——根据土地供给缺乏弹性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所有的税收最终都是对土地的税收，将由地主承担。约翰·洛克的观点与他们很接近，但稍有保留：“税收无论如何设计，无论从谁手中计征……绝大部分最终还是会落到土地上。”
	 [image: Locke（1691，vol.2，p.36）.]这个结论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以假发香粉需要缴纳的一种税为例，假设该税收导致买家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于是神气十足的假发佩戴者购买其他东西的支出就会减少，其中包括住房；然后房租会下降，地主将承担最终的税负。假发佩戴者还可能减少购买手杖的支出，于是手杖制造商的收入和住房支出也会下降，然后会出现同样的结果。而如果税收以香粉降价的方式传递给香粉生产商，也会出现基本一样的最终结果。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土地的分析比以上的描述更为细致，更具普遍性。在他们看来，供给缺乏弹性是个信号，表明土地的供给者获得的收入可能高于他们愿意把土地投入生产所要求的最低价格，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收获了超额租金。《谷物法》推高小麦的价格，虽然吸引了更多（质量较低的）土地投入生产，但也提高了原已投入生产的土地的租金。这表明《谷物法》对地主来说确实是件大好事。

	以上分析都是围绕供给侧，其实需求侧也适用于类似的分析。针对任何被征税的物品，买家越容易找到替代品（即需求弹性越充足），例如放弃被征税的奢华游艇而去购置精致的度假别墅，他们承受的税负就越低。含税价格的任何上涨趋势，都可能因为消费者蜂拥转向不纳税的替代品而被削弱。相比完全缺乏供给弹性的物品，要找到完全缺乏需求弹性的物品更为困难，因为归根到底，如果某种东西的价格涨得实在太高，就没有人愿意买了（转而寻找替代品）。然而这条基本原理仍在发挥作用，当需求比较缺乏弹性时（例如香水），很大部分税负就可能落到买家头上。

	税收的最终归宿取决于上述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平衡。简单来说，消费或生产应税物品的人，如果没有替代选择，最终要承担税负。替代选择包括：转向不缴税或少缴税的其他消费，例如用男仆取代女仆；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例如增加劳动力投入，减少机器设备；乃至迁移到其他的司法辖区。最缺乏替代选择的人往往要承受绝大部分税负。具体结果可能在短期和长期有差异，因为现实的选项会发生变化，例如马尔萨斯时代工人的死亡率提高、生育率下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从中得到的基本教训对我们来说仍极有帮助，请务必牢记在心，那就是税收归宿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各自的反应程度，并且要留意租金的影响。这些教训有助于我们摆脱从表面上看待税收问题的习惯，学会分析真正的税收归宿，从而洞悉经常隐藏在政策背后的真实效应。稍后，我们将通过某些当代案例来展示这类思考方式的威力，以及在严肃对待公众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时利用它们的必要性。但在此之前，税收史上还有一些趣事值得讲讲。

	老兄，你能给我找0.2美分的零钱吗？

	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有13个州在大萧条中陷入财政困境，于是引入了零售税，税率通常为2%～3%。但在当时，像肥皂和糖果等许多零售品的价格只有10美分甚至更低，这就带来了一个有意思的难题。例如有位零售商在出售10美分一盒的麦片，2%的税率意味着每销售一盒麦片需要缴税0.2美分。但由于最小的硬币是1美分，这位商人不可能按每盒10.2美分标价。解决办法之一是采用销售税代币，最早由伊利诺伊州在1933年实施，其他许多州和数十个社区纷纷仿效。这些代币的典型面值为1密尔（mill，十分之一美分）或四分之一美分的倍数，由零售商从政府那里购买。回到麦片销售的例子，顾客此时将向商家支付11美分，商家给顾客8个密尔代币的找零，价值0.8美分。顾客可以用这些代币继续去买东西，无论是不是在同一家商店。

	然而，联邦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认为该做法与联邦负责发行国家货币的唯一授权相冲突。于是罗斯福政府要求国会授权发行两种新面值的硬币，分别为0.5美分和0.1美分，但在委员会讨论中未获得通过。最终，12个州发行了某种形式的税收令牌或凭证，以解决分数面值货币的难题。但随着物价上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下降，此类做法亦逐渐消失。密苏里州坚持到最后，于1961年正式终止了类似凭证的使用。

	[image: ]

	让人脑洞大开的0.1美分代币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1LENCE D00600D under the GNU。

	眼见并不总是为实

	如果不考虑税收归宿，许多重大税收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被误解，这种情形在现实中经常发生。

	帮助贫困的工人（还是他们的雇主）？

	劳动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是美国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旨在以鼓励参与就业的方式来减贫。还有几个国家目前也实施了类似的制度。其做法是针对应缴纳的所得税提供一笔退税，当退税额超过纳税额时，会变成给报税人的一笔现金支付，由此给低收入者提供补贴（等他们收入提高后会被取消）。例如在2020年，这种抵免制度给有三个子女的家庭的年度退税额可达6660美元。

	劳动所得税抵免制度是否发挥了作用，是否像预想的那样让低收入工人从中获得了好处？或许不尽如人意。该制度增强了就业的吸引力，使低收入工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但除非市场对这些劳动力的需求完全缺乏弹性（意指无论工资水平如何，雇主都会雇用相同数量的工人，这很不现实），劳动力供给增加将导致工资水平下跌。由于工资下跌，劳动所得税抵免制度的目标扶持对象（往往是缺乏技能的低收入工人）的收益就会减少，部分预定的补贴将被转移给雇主。此外，没有获得这项补贴的低技能劳动者甚至会受到更大伤害，因为他们要与获得补贴的工人竞争，工资水平会下降，同时又没有得到补偿。
	Rothstein（2008）.

	福利转移现象并不局限于劳动所得税抵免制度。有项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儿童和被抚养人看护抵免”制度下，每1美元中有75～90美分会通过价格和工资上涨被转移给看护服务提供者，而非降低儿童看护的价格。另有研究认为，面向高等教育的联邦学生资助给学生及其家庭带来的好处，有相当部分被高等院校的价格上涨所抵消。参见Rodgers（2018）以及Turner（2012）。


	研究发现，这种转移没有完全消除预期的补贴效应，但影响也不容小觑。有研究估计，一位单亲母亲从该制度每获得1美元补贴，最终会因为工资下降损失0.30美元。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主则会从每1美元补贴中获得多达0.73美元的收益，其中0.30美元来自获得税收补贴但工资下跌的单亲家庭工人，另外0.43美元来自没有资格获得税收补贴却同样要承受工资下跌损失的工人。
	 [image: Rothstein（2008）.]该研究显示，如果把有资格和无资格获得税收补贴的全部低技能工人加起来，他们从1美元税收补贴中获得的净转移支付仅为0.27美元（即1美元减去0.73美元）。
	 [image: 福利转移现象并不局限于劳动所得税抵免制度。有项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儿童和被抚养人看护抵免”制度下，每1美元中有75～90美分会通过价格和工资上涨被转移给看护服务提供者，而非降低儿童看护的价格。另有研究认为，面向高等教育的联邦学生资助给学生及其家庭带来的好处，有相当部分被高等院校的价格上涨所抵消。参见Rodgers（2018）以及Turner（2012）。]
	Churchill（1909）.


	原本希望改善穷人福利状况的措施最终让富人获益（甚至获益更多），这种风险经常出现。温斯顿·丘吉尔对此讲过一个非常精彩的假想案例，那是在一战之前，他还只是位不太有说服力的激进派自由党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是税收归宿问题的专家。
	 [image: Churchill（1909）.]丘吉尔设想，有一所教堂给周边的贫困家庭提供免费食品，于是更多穷人搬到这个地区，导致房屋租金上涨。当提高的房租成本正好抵消免费食品的价格时，人们就会停止迁入。最后，这些贫困家庭一无所获，收益全部被能够抬高房租的房东拿走了。

	免税市政债券是送给精明富人的礼品？
	这背后有宪法方面的考虑。1895年判决所得税违宪的波洛克案件同时规定，对州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利息征税也是违宪的，因为这会违反政府间税收豁免的原则。尽管支持联邦所得税的第十六修正案未涉及这一议题，1913年的税收法案引入的所得税却特意把市政债券利息排除在联邦税收之外，而且至今有效。废除这一排除办法是否会引发宪法争议，目前没有定论。


	有时候，税负转嫁可能抵消表面上的横向不公平。例如在美国，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通常是为支持当地的机场、学校、排水系统而发行）获得的利息收入可以免征联邦所得税。
	 [image: 这背后有宪法方面的考虑。1895年判决所得税违宪的波洛克案件同时规定，对州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利息征税也是违宪的，因为这会违反政府间税收豁免的原则。尽管支持联邦所得税的第十六修正案未涉及这一议题，1913年的税收法案引入的所得税却特意把市政债券利息排除在联邦税收之外，而且至今有效。废除这一排除办法是否会引发宪法争议，目前没有定论。]某些投资者会购买此类免税市政债券，还有些人则购买应税债券。两相比较，初看上去似乎存在横向不公平，因为持有不同类型债券的人受到完全不同的税收待遇，有人要纳税，有人则不用。从表面上看，持有免税债券的精明投资者应该是大受益者。
	这里假设，持有两类债券的风险大致相当。新冠疫情之后，在我们撰写本书时，市政债券的收益率实际上高于联邦债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政债券的违约风险相比联邦债券有所提高。

	因为（1-0.233）×2.02≈1.55。


	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列出的债券收益率。
	 [image: 这里假设，持有两类债券的风险大致相当。新冠疫情之后，在我们撰写本书时，市政债券的收益率实际上高于联邦债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政债券的违约风险相比联邦债券有所提高。]2019年7月底，10年期美国国债（应税型）的收益率为2.02%，AAA评级的10年期市政债券（免税型）的收益率只有1.55%。因此，如果你的边际税率为23.3%，那么从美国国债和市政债券中得到的收益率将完全相同
	 [image: 因为（1-0.233）×2.02≈1.55。]，最终市政债券投资人并不会获得免税的好处。这一好处其实给到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希望还包括它们服务的当地居民），通过发行免税债券，这些机构能够以更低的利率借款，而企业等其他借款人发行的风险类似却需要纳税的债券则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由于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人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存在差异，这里面的情形会变得更加复杂。但基本结论依然是成立的：由于免税规定降低了市政债券的收益率，它的主要受益者并非精明的投资人，而是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背后的选民群体。

	公司税的归宿晦暗不明
	Congressional Record（1909，p.3989）.


	税收归宿分析中最富争议的课题与最激烈的争议之一是公司所得税。该税种的支持者从一开始（美国自1909年起实施公司特许经营税）就认为，对公司征税的负担将落到公司自身头上，也就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富有股东以及令人痛恨的托拉斯组织等。今天的许多人依然这样看待公司税，只不过把标准石油公司替换成脸书等公司。不过，公司税的最终归宿一直以来就受到质疑。来自爱达荷州颇为强势的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在1909年宣称：“控制了这个国家工业的各家大公司正联合起来……支持用公司税替代个人所得税的建议……因为它们可以转嫁公司税的税负。”
	 [image: Congressional Record（1909，p.3989）.]

	那么，上文提到的基本原理能否给我们揭示公司税的可能归宿？为此，让我们先来看一种典型的公司税。它的课税对象是企业利润，即销售收入减去经营活动的成本，包括投资品的折旧费和利息偿还的成本等。这样的税基可以说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基本的股本回报，足以吸引股东参与企业的投资；其二是租金部分，即超出股东所要求的最低回报的部分。
	消费者价格或许也会上涨，尽管由于能够从国外进口消费品，其幅度可能有限。


	我们将在第10章再讨论租金那部分的话题。就股本回报承受的税负而言，一个关键因素是股东面临的其他投资机会：替代投资机遇越多，应税企业所在产业的资本供给就越具有弹性，落到资本供给者头上的税负就会越少。假如税收导致投资者从此类企业获得的收益低于最低回报，他们就会把资金转向其他地方。例如，投资者可能把钱投放到国外，我们将在第11章分析这种越来越重要的现实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征收该税收的国家的资本存量将减少，劳动生产率也会下降，工资将随之下跌。无论如何，公司税的负担或许都不会落到富豪头上，而是会（再度）损害他们雇用的劳动者的利益。
	 [image: 消费者价格或许也会上涨，尽管由于能够从国外进口消费品，其幅度可能有限。]他们也有可能把资金转移到不承担公司税的企业类型，例如今天的合伙制企业，以及美国规模庞大的小型股份公司等。此时，税收归宿将部分取决于哪个部分的劳动力投入更密集，是公司类企业还是非公司类企业？如果非公司类企业的劳动力更密集，生产活动从公司类企业转移到非公司类企业将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员工承担的税负趋于消失。
	有关的证据回顾，可参见de Mooij（2011）。


	与《谷物法》之争的情形一样，公司税的效果也可能在短期和长期会有很大的不同。资本在不同部门和国家之间的转移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而公司所得税的意外增加几乎会立刻打压公司的股价，在某种程度上让公司的股东承担税负。同样在短期内，为缓解真实的税负压力，企业将寻找避税的办法。例如，它们会更多地求助于借款，而非采用股本融资，因为所得税税率提高将进一步增加免税的利息回报的吸引力。
	 [image: 有关的证据回顾，可参见de Mooij（2011）。]
	Furman（2017）.

	Summers（2017）.


	公司税的负担将有多少最终落到劳动者头上，这个问题不只在理论上具有挑战性，对于斗胆挑起舆论的人来说同样非常棘手。例如，美国在2017年末的相关争议就变得非常恶劣——对人不对事。当时的问题是：把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从35%（最终）大幅降低至21%，谁将是这项建议的受益者？当时担任特朗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认为，这一降税将使普通美国居民家庭的年收入增加4000～9000美元。民主党派知名经济学家对此说法嗤之以鼻。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詹森·福尔曼（Jason Furman）评论说，哈西特的分析“不只是有一点牵强”，简直堪称“荒谬”。
	 [image: Furman（2017）.]哈西特则在回应中说，有的批评“在科学上并无根据……纯属杜撰”。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再度反击，称哈西特的判断“虚假、无力和荒谬”，并声称如果有哪位博士生将这样的分析作为学期论文提交，自己不会给他及格。
	 [image: Summers（2017）.]如此带有人身色彩的攻击尽管让旁观者感觉相当过瘾，但对我们的行业来说却没有任何好处。我们还是去看看录像回放，解析实际证据到底揭示了哪些真相？
	Gravelle（2017，p.33）.

	他们提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反映了经济学研究文献中对公司税负分配格局的估计区间的中间水平（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2013，p.30）。


	有大量研究文献分析了相关的证据。有一篇综述文献认为，相关研究“具有严重缺陷，估计结果不合理，不具有稳健性……或者与理论不符”，但总体而言依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些证据表明，公司税的负担有16%～40%落到了劳动者头上。
	 [image: Gravelle（2017，p.33）.]2013年，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负责估算联邦税收提案对分配带来的影响。它认为，从长期看资本所有者承担了75%的公司所得税负担，其余的主要由劳动者承担。利用类似的方法，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10年之前的长期预测中，也将25%的公司所得税负担算在劳动者头上，美国财政部计算的相应比例则为18%。
	 [image: 他们提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反映了经济学研究文献中对公司税负分配格局的估计区间的中间水平（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2013，p.30）。]

	当然，仅仅因为美国主要税收机构普遍同意有大约25%的公司所得税负担由劳动者承受，并不代表这个观点就是正确的，也不能告诉我们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税收归宿可能是什么情况。例如，一个经济体对资本流动越开放，公司所得税的税负就越有可能落到劳动者头上，因为资本很容易流向海外，找到替代投资机会。我们还可以预期，一个国家单独提高公司税税率，与各个国家都提高公司税税率，结果会大不相同，因为后者将斩断资本逃避税率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外，税收归宿的正确答案还取决于公司税的具体设计。如果设计方式是专门针对租金部分征收，那么我们有把握认为，税负只会落到股东头上。任何公司税改革导致的归宿都与税收的具体设计及其运行的大环境有关。
	Yglesias（2013）.


	无论事实如何，主张降低公司税乃至更普遍的资本与企业所得税的人无疑会坚称减税最终主要让劳动者获益。让他们高兴的是，“公司税收归宿的晦暗不明意味着，通用电气公司的游说者可以问心无愧地推动保留税收优惠”。
	 [image: Yglesias（2013）.]而在另一方面，关心劳动者福利的人如果想当然地认为只有企业所有者才是公司税的承担者，则可能会给自己的事业帮倒忙。

	更广阔的场景

	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某些特定税种的税收归宿。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回答：税收体系带来的总负担由谁来承受？
	一个主要目标是考察是否采用资本税，这次的主报告认为不应该。

	Colwyn Committee（1927，par.845，p.66）.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20）.这些研究在多年以来已不太受人关注，部分原因毫无疑问是我们将介绍的难题。但有个突出的例外是公平承诺研究所（Commitment to Equity Institute）发布的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系列分析报告，其手册清晰描述了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Lustig，2018）。

	可以比较Saez and Zucman（2019a）以及Splinter（2020）的研究。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20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就此问题（以及其他相关事务）提供建议。
	 [image: 一个主要目标是考察是否采用资本税，这次的主报告认为不应该。]税收归宿的问题不仅难倒了埃德温·坎南指导的那位学生，也让这位知名教授本人心烦意乱，导致他在给皇家委员会提供意见时难以压抑内心的愤怒：“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是自己追求的风花雪月，如果众议院有什么要求，那我可帮不上忙。”
	 [image: Colwyn Committee（1927，par.845，p.66）.]但对于该问题，人们总是很自然地在寻求答案。例如在英国，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推出类似的研究报告。
	 [imag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20）.这些研究在多年以来已不太受人关注，部分原因毫无疑问是我们将介绍的难题。但有个突出的例外是公平承诺研究所（Commitment to Equity Institute）发布的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系列分析报告，其手册清晰描述了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Lustig，2018）。]最近在美国这个领域也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热门话题。
	 [image: 可以比较Saez and Zucman（2019a）以及Splinter（2020）的研究。]
	某些研究不仅试图考虑负税收形式的转移支付，也包含基本上无偿提供的公共服务，如基本教育和医疗。提供这些服务毕竟是征税的主要理由之一，所以该思路是好的，但研究中经常以生产成本来估算服务的价值，与服务对象对服务的货币估值可能相去甚远。

	一种办法是像《谷物法》的情形那样，把关税理解为消费税加上对国内生产的补贴，但在税收归宿的研究中通常不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关税。

	例如，参考公平承诺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参见Lustig（2018，p.lxv）。

	具体而言，这些研究通常假设消费税（如增值税）会被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工资所得税则会被完全转嫁给劳动者。本章前文提到的这两种税收的同等性质表明，此类假设中存在某些矛盾。如果应用这里介绍的一般原则，消费税要完全落到劳动者头上，其必要条件是消费品需求完全无弹性。但随着消费价格因为税收而上涨，劳动力供给也必须相应增加，以能够支付消费成本的提高。于是，劳动力供给就需要一定的弹性。此时，由于劳动力供给不是完全无弹性的，劳动者就不会承受工资所得税带来的全部负担。

	Whalley（1984）.


	通行的研究方法是，首先获取关于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的详细信息，然后根据对税收归宿的某些假设，分析税收（通常还有货币转移支付）在不同居民家庭之间的分配。
	 [image: 某些研究不仅试图考虑负税收形式的转移支付，也包含基本上无偿提供的公共服务，如基本教育和医疗。提供这些服务毕竟是征税的主要理由之一，所以该思路是好的，但研究中经常以生产成本来估算服务的价值，与服务对象对服务的货币估值可能相去甚远。]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恐怕还是难以避免坎南那样的怨愤，因为上述所有不确定因素依然在产生影响，比如福利会如何影响工资率。而对于更广泛的研究来说，涉及的问题可能更加复杂。例如，在评价现行税收制度的时候应采取什么样的反事实场景作为对比？要想象一个完全没有税收，也就是没有国防和法院等的世界已经很困难，要想象那个世界的人们有着与现实世界人们相同的收入水平则更加困难。在某些时候，这些研究的覆盖面是非常不够的。正如我们在《谷物法》之争中所见，关税可能涉及重大的税收归宿问题。
	 [image: 一种办法是像《谷物法》的情形那样，把关税理解为消费税加上对国内生产的补贴，但在税收归宿的研究中通常不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关税。]然而在今天的研究中，关税经常被大家直接忽略。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极其严重的缺陷，因为它们有相当多的财政收入来自关税，有些国家甚至能达到四分之一。公司税有时候也在研究中被忽略。
	 [image: 例如，参考公平承诺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参见Lustig（2018，p.lxv）。]还有，关于税负转嫁的条件假设经常带有内在的矛盾
	 [image: 具体而言，这些研究通常假设消费税（如增值税）会被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工资所得税则会被完全转嫁给劳动者。本章前文提到的这两种税收的同等性质表明，此类假设中存在某些矛盾。如果应用这里介绍的一般原则，消费税要完全落到劳动者头上，其必要条件是消费品需求完全无弹性。但随着消费价格因为税收而上涨，劳动力供给也必须相应增加，以能够支付消费成本的提高。于是，劳动力供给就需要一定的弹性。此时，由于劳动力供给不是完全无弹性的，劳动者就不会承受工资所得税带来的全部负担。]，以至于到最后，研究结论对于没有严格验证的假设高度敏感。埃德温·坎南引以为傲的一项经典研究分析了加拿大的税收制度，该研究目前仍可以提供深刻启示。它表明在不同的假设场景（如根据公司所得税归宿的不同观点）下，加拿大的税收既有可能表现得与收入基本保持固定比例，也有可能表现出高度的累进性。
	 [image: Whalley（1984）.]
	对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此类研究的解释，可参见Dilnot，Kay and Keen（1990）。


	我们并不否认关于税收归宿的大量研究具有参考意义，只是强调对它们需要抱有怀疑精神，或者说至少应该保持谨慎。例如我们可以认为英国发表的相关分析报告描述了民众在税收及福利制度之下的净纳税额，这些数据本身很有意义，但丝毫不代表人们承担的真实税负。
	 [image: 对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此类研究的解释，可参见Dilnot，Kay and Keen（1990）。]我们更需要的或许并非坎南式的抱怨，而是谦逊的态度和清晰的思路。
	Benedek et al.（2020）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这一假设，但问题远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对税收归宿问题的实证研究在许多方面仍进展有限，鉴于该问题在公共财政领域的核心地位，承认这一点对我们这些从事税收研究的人来说的确令人尴尬。它意味着，对于可能听到的许多有关税收归宿的结论（尤其是经常出现的隐含在字里行间的说法），你都需要有所警惕。这种警惕不仅涉及有关整个税收和福利制度的宏观税收归宿研究，也包括各个智库和其他机构发表的对最新所得税和增值税改革提案的更具体分析，它们也经常基于非常特殊的税收归宿假设。我们的研究在不断进步，寻找能识别税收变革影响的更好方法。然而这些方法的进步有时候局限于小范围的情形，例如法国提高汽车维修业的增值税税率带来的影响之类，还没有表现出更大范围的适用性。比如对人们通常采用的一个假设，即改变基准增值税税率产生的影响将被完全传递给消费者，目前仍几乎没有找到实证证据的支持。
	 [image: Benedek et al.（2020）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这一假设，但问题远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更聪明的学者正在利用更丰富的数据和更巧妙的方法，试图填补我们对税收归宿问题的知识空白。不过比寻求实证答案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向公众传递关于税收归宿分析的基本信息：探讨税收问题的时候，事情并不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或者有人希望你以为的那样。

	∗∗∗

	在本书第二篇中，我们看到税收公平包含多个维度。主流观点会随着时间逐渐改变，难以弥合的判断分歧将依然存在。我们还看到，实际上能够达到的公平程度（以及更普遍的税收对民众福利的影响）取决于个人和企业在面对税收时的反应。在后续的第三篇中，我们将更细致地考察这些反应及其后果。最经常遇到的情形是，这些反应是意料之外的或至少是不受欢迎的。但有些时候，税收本身的目的恰恰是希望改变人们的某些行为。








第三篇




改变人们的行为



	话说有只全身长满跳蚤的狗去找一位会计师。他问：“我能把这些跳蚤算作免税额吗？”会计师笑了笑，然后摇着头解释说：“在某些条件下，壁虱可以被当作血缘亲属，但跳蚤则属于奢侈品，属于课税对象，完全不能抵扣。”第二天，这只狗身上的跳蚤就全都不见了，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没有申报，结果总之是一回事。
	来自《狗和会计》（The Dog and the Accountant），引自Barzel（1976，p.1177），原文见1973年9月17日《纽约客》第40页。


	——汉德尔斯曼（J.B.Handelsman，1922-2007年，美国漫画家）
	 [image: 来自《狗和会计》（The Dog and the Accountant），引自Barzel（1976，p.1177），原文见1973年9月17日《纽约客》第40页。]








第8章




除弊兴利



	无限的征税权必然会带来毁灭性的力量。
	来自韦伯斯特（webster）在最高法院McCulloch v.Maryland 17 U.S.36（1819）判决中的证词。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image: 来自韦伯斯特（webster）在最高法院McCulloch v.Maryland 17 U.S.36（1819）判决中的证词。]

	1698年，彼得大帝发起了一系列改革，试图按照他在自己青年时期激荡人心的旅途中见到的欧洲，对俄国进行现代化改造。圣彼得堡是他留下的最宏伟成就。同属这场运动却远没有那么富丽堂皇的一项措施是年度胡须税的引入。
	农民适用于改良版的胡须税，只需要在进入城市时剃须，或者支付1戈比（1卢布的1%）的税款。这里介绍一些当时的背景情况，彼得大帝时期的非技能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为5～8戈比（Sudakov，2013）。对贵族或者商人而言，胡须税的税款可能达到每年100卢布（Eschner，2017），这一税种一直延续到1772年。


	胡须税的目标是俄国传统的波雅尔贵族阶层，对彼得大帝来说，他们是令人恼火的落后群体。波雅尔贵族引以为傲的浓密毛发与欧洲贵族的剃须习惯形成了鲜明对比，征税则是试图终结这种传统的一种手段。
	 [image: 农民适用于改良版的胡须税，只需要在进入城市时剃须，或者支付1戈比（1卢布的1%）的税款。这里介绍一些当时的背景情况，彼得大帝时期的非技能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为5～8戈比（Sudakov，2013）。对贵族或者商人而言，胡须税的税款可能达到每年100卢布（Eschner，2017），这一税种一直延续到1772年。]为强制执行税收并让那些宁愿缴税也不剃须的人背上污名，保留胡子的波雅尔贵族必须购买并出示“胡子令牌”。这种铜制或银制的令牌在一个面上刻了一只俄罗斯鹰，另一个面上则是有须髯的鼻子和嘴，以此证明“税款已纳”。

	胡须税的例子表明，有时候征税的主要目的不是创造财政收入，而更多着眼于改变人们的行为，或为除恶，或为扬善。本章将专门探讨税收的这一独特作用。用专业术语来讲，这被称作税收的“矫正”功能，这听上去不带有太多的价值观念，但事实上它是一种社会改造工程。

	[image: ]

	胡子令牌——彼得大帝的税收政策的刀锋所向

	兴利扬善

	利用税收来诱使人们按照统治者设想的那样去做事情，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奢侈品税。对奢侈品征税的主要动机不是让富人承担更大的税负，而是让下层民众不要奢靡。出于类似的逻辑，瑞士的乌里州于1928年对女士的短发征税，短发是当时最时髦的发型。哪些行为应该鼓励，哪些行为应该劝阻，这对不同时期、地点和人群而言可能各不相同，只是利用税收制度来让人们兴利扬善的本能没有改变。

	家庭的重要性

	利用税收制度来推行社会工程在婚姻及其伴随的生育中非常普遍。我们从本书第6章已经得知，在已婚夫妇与单身人士之间保证横向公平是何等不易。但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话题，其实在历史上多数时候，婚姻都被视为应该积极鼓励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促进生育的一种间接手段。
	可追溯至公元前403年的罗马（Peck，1898）。

	可以和英国今天的地方房产税对“富裕单身汉”实施的折扣做类比：对于只有1位纳税人的房产，提供25%的市政税减免。地方政府部部长布兰登·刘易斯（Brandon Lewis）很会做命名宣传，将取消该折扣的建议称作“布里吉特·琼斯税”（Bridget Jones是《单身日记》的主角）（Eleftheriou-Smith，2014）。

	引自Redman（1959，p.33）。


	为此采取的一种措施是对单身汉征税。古代希腊和罗马对超过正常婚姻年龄的未婚男子征收名为“单身税”的税种
	 [image: 可追溯至公元前403年的罗马（Peck，1898）。]，奥斯曼帝国对单身汉按年度征税，英国人在1695-1706年同样如此。
	 [image: 可以和英国今天的地方房产税对“富裕单身汉”实施的折扣做类比：对于只有1位纳税人的房产，提供25%的市政税减免。地方政府部部长布兰登·刘易斯（Brandon Lewis）很会做命名宣传，将取消该折扣的建议称作“布里吉特·琼斯税”（Bridget Jones是《单身日记》的主角）（Eleftheriou-Smith，2014）。]在美国，单身税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实施，延续至20世纪。佐治亚州、马里兰州、蒙大拿州和得克萨斯州等都有过这一税种。支持单身税的人提出了很多理由。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就宣称：“应该对富有的单身汉课以重税，让这批人比其他人更加快乐是不公平的。”
	 [image: 引自Redman（1959，p.33）。]更为正规但意思大同小异的理由则是，因为不需要抚养家庭，收入和财富水平差不多的单身汉比已婚男子有更多资源可用，所以有更大的支付能力。
	Forcucci（2010），Mann（1943）.

	Kornhauser（2013）.

	Matthews et al.（1919，p.133）. Barnett（2013，pp.18-19）隐约提到了种族方面的动机。


	鼓励生育是个长期目标，它经常反映了拥有比竞争对手更多人口数量的军事需要。例如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和纳粹控制的德国都实施了单身税，并给婚姻和生育提供各种有力的支持措施。
	 [image: Forcucci（2010），Mann（1943）.]有时候，动机也来自扩大优势族裔的人数，以维护其地位。
	 [image: Kornhauser（2013）.]例如在南非，德兰士瓦省在1917-1920年实施这一税种，试图鼓励白人生育，以抗衡黑人数量的快速增长。
	 [image: Matthews et al.（1919，p.133）. Barnett（2013，pp.18-19）隐约提到了种族方面的动机。]
	这就是历史爱情小说《单身汉税》（The Bachelor Tax，Carolyn Davidson，2000）的背景。

	Los Angeles Herald（1903）.


	有时候，仁慈的政策制定者很同情在婚恋市场中未得到垂青的男性：他们既被女士嫌弃，又遭到税收官员纠缠，是否遭遇了双重诅咒？因此，如果单身男士能证明自己曾向某位女士求婚，只是被拒绝了，那么政府可以免除其单身税。
	 [image: 这就是历史爱情小说《单身汉税》（The Bachelor Tax，Carolyn Davidson，2000）的背景。]于是聪明人都会一手攥着求婚戒指，另一手准备好免税申请单。在1900年前后的阿根廷，这样的法律催生了历史上十分古怪的一类合法避税行为。只需花上很小一笔费用，就可以请到“职业拒婚女士”出面向当局宣誓说，某位男士的确向自己求过婚但遭到了拒绝。
	 [image: Los Angeles Herald（1903）.]

	向单身人士征税可以鼓励结婚，但未必会带来生育。如果生孩子才是目标，那最好的办法是直接给予生育奖励，间接鼓励则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不幸的婚姻、无嗣的家庭，或者兼而有之。这些道理不过是税收设计中一条普遍原则的体现：如果你想鼓励或者打击某种行为，最好的办法是把税收或补贴直接集中地用于这种行为。
	这一附加税持续到1992年。

	所有年满25周岁且无子女者，无论是否结婚，都要承担可能达到每月30美元的税负，超过当时民众普通月收入的10%。详见Vâlsan（2014）。


	在20世纪40年代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以及之后的若干东欧国家，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定向原则的应用，它们对没有子嗣的人征税，以提高生育率，促进人口在战争损失后加速回升。苏联对于年龄在25～50岁的无子女男性和20～45岁的无子女已婚女性加征6%的所得税。
	 [image: 这一附加税持续到1992年。]罗马尼亚则对25岁以上没有子女的所有人征收单身税，给人们带来国家鼓励性生活的丰富联想。
	 [image: 所有年满25周岁且无子女者，无论是否结婚，都要承担可能达到每月30美元的税负，超过当时民众普通月收入的10%。详见Vâlsan（2014）。]
	在第二个孩子出生那年，政府征收一笔“社会抚养费”或“抚养费”，按城市居民年度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度现金收入的一个百分比计征。超生父母会被罚款，并且由自己承担全部子女的学校教育费用和全家人的医疗费用。


	同样的原则也在中国得到应用，但方向完全相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至2015年，中国采用了类似税收的办法来劝阻每个家庭生育一个以上的子女。
	 [image: 在第二个孩子出生那年，政府征收一笔“社会抚养费”或“抚养费”，按城市居民年度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度现金收入的一个百分比计征。超生父母会被罚款，并且由自己承担全部子女的学校教育费用和全家人的医疗费用。]尽管这种财政措施有精确的目标定位，但与几乎所有税收的常见情形一样，意外后果仍不期而至。由于传统上的重男轻女观念作祟，性别比例出现了严重失衡，2014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300多万。
	BBC News（2019）.

	Gans and Leigh（2009，p.246）.


	利用财政激励措施来鼓励生育听起来或许有些过时，让人们想起军事力量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的年代。但目前这种做法正卷土重来，因为许多国家深受人口老龄化困扰，并给国家养老金体系和老年人医疗体系造成了资金困难。在用通行的税收减免或现金转移来鼓励抚养子女之外，许多国家还直接提供生育奖励，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立陶宛和新加坡等。2019年，匈牙利开始对有4个及以上子女的女性实行终身免征所得税的政策。
	 [image: BBC News（2019）.]此类措施似乎对生育（或至少是生育的时机）产生了影响。2004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在当年7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孩子的父母将获得3000澳元的一次性抚养免税额。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孩子的生育数量在7月1日之前大幅减少，然后在7月1日当天出生的孩子数量超出了此前30年的任何一天。多生出来的绝大多数孩子是因为引产或者剖宫产手术的时机选择所致。
	 [image: Gans and Leigh（2009，p.246）.]

	生育的例子还表明，对坏事征税（例如罗马尼亚惩罚无子女家庭）和给好事提供补贴或税收优惠（例如澳大利亚鼓励生孩子）有类似之处。彼得大帝如果给剃须的波雅尔贵族提供奖励，可以给社会风气带来相似的影响。给已婚夫妇提供税收优惠带来的激励，跟对单身人士征税差不多。对坏事征税，相比给好事提供补贴，主要优点当然是可以为政府带来更多收入而非更多花费。财政收入至关重要，即便这不是某些政策的主要动机，但也永远不能被完全忽略。

	对知识征税
	History House（n.d.）.

	Oats and Sadler（2007，p.358）.

	Oats and Sadler（2007，pp.367-368）.


	英国在1712年对报纸（及其所用的纸张）开征的税收，只不过是当时众多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之一。而随着媒体的受众面扩大，这项税收开始引起某些严重的逃税行为。报纸可以按小时来租借阅读，从一个邮局传递给下一个邮局，在酒吧与咖啡厅之间相互传阅。
	 [image: History House（n.d.）.]然而到19世纪早期，筹集收入显然已不是该税种的唯一目的。英国政府对某些媒体的压制昭然若揭，例如审查官在1819年指责某些宣传册和报纸“煽动对政府的仇恨和藐视”。
	 [image: Oats and Sadler（2007，p.358）.]两家“声名卓著”的地方报纸出版商则认为，取消报纸税会导致下层人士渗透到出版行业，释放“国民的反叛本性”。这位出版商还宣称，取消报纸税会打开品质低下的廉价出版物的泄洪闸，夺走更值得尊敬的报纸的广告收入。
	 [image: Oats and Sadler（2007，pp.367-368）.]
	Jenkins（2002，pp.226-227）.


	社会上的改革派人士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报纸税妨碍了工薪家庭获得信息和新闻。他们发明了一个响亮而持久的宣传口号，称这种做法是“知识税”。财政大臣威廉·格莱斯顿对此表示赞同，并在1861年取缔报纸税，尽管首相帕麦斯顿（Palmerston）勋爵不太乐意，仍认为管控大众媒体是件好事。维多利亚女王也持同样的观点，并且贵族控制的上议院一意孤行，竟然违反从来不阻拦税收议案的传统，否决了格莱斯顿的建议，但他们的抵制最终被击败。
	 [image: Jenkins（2002，pp.226-227）.]
	Musson（1958，p.411）.

	Printers' Ink（1897）.


	有位历史学家把新闻媒体摆脱税收的束缚视为19世纪报业飞跃式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
	 [image: Musson（1958，p.411）.]然而，并非所有国家的报纸都被免除了沉重税负。19世纪后期的奥地利政府与帕麦斯顿的意见大致相同。纽约《国民报》驻当地的一位记者在1897年回忆，报纸税导致“下层阶级的民众对当今的各种政治、社会和产业问题都严重缺乏了解，而这恰恰是实施此类税种的反动派的唯一目的”。
	 [image: Printers' Ink（1897）.]
	Kolbert（2006）.


	美国通常不会对报纸以及更普遍的媒体征税，这或许来自对英国人于1765年实施的印花税法案的痛恨的持续影响，这一法案涉及包括法律文书和报纸在内的所有印刷品。但美国仍尝试过这个税种。例如，路易斯安那州于1934年在休伊·朗的指挥下通过了一项广告收入税，该税种针对发行量超过2万份的报纸，即反对他的多家城市报纸。朗把这项措施称作“对谎言征税”，听上去像当时关于“假新闻”的说法。
	 [image: Kolbert（2006）.]不过到1936年，他的这项税收被美国最高法院以侵犯新闻自由为由全票否决。
	Waterson（2020）.


	如今，许多国家走上了相反路线，用税收来鼓励而非惩罚包括数字形式在内的各种媒体。欧盟成员国绝大多数给纸质书籍提供增值税优惠，英国和爱尔兰走得最远，实施零税率。从2020年12月起，英国政府取消了对电子书籍与在线报纸的增值税，这一税种曾被反对者贴上“阅读税”的标签。
	 [image: Waterson（2020）.]1983年，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明尼苏达州对报纸采用的纸张和墨水制品征税的法律。就像其他许多领域的税收政策一样，格莱斯顿的路线取得了胜利。

	对坏事征税，放过好事

	虽然关于税收设计的大多数箴言并不值得信任，这条却很难反驳。不过，指出哪些是坏事比较容易，但想用数据来说明坏到何种程度、由此应该课以多重的税收却相当不简单。所幸经济学家至少找到了考虑此类问题的一条清晰思路。
	如果产权的初始配置是相反的，则污染者将没有天然的排污权，他需要给受污染者支付费用，以获得排污权。


	他们的思考方法的核心是“外部性”概念：某笔交易或某项行动给此事发生时没有发言权的人带来的损失或收益，由于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利益很可能被参与者忽略。例如，污染就是确定会造成有害外部性的现象，由于边际污染给外部性制造者带来的收益（包括不采用更清洁技术省下的成本）低于给其他人造成的损失，社会上的污染总量会过多。从原则上讲，收益与损失的这一差额会给污染者和受污染者留下共同改进的谈判空间：如果受污染者给污染者支付一笔金额，让对方减少排放，且其数额高于减排所花的费用，而低于自己遭受的污染损失，则双方的福利都能得到改善。
	 [image: 如果产权的初始配置是相反的，则污染者将没有天然的排污权，他需要给受污染者支付费用，以获得排污权。]这个结局很美好，因为污染最终会达到一个“有效率”的水平，也就是说，偏离这个水平必然造成污染者与受污染者双方净福利之和的减少。如此就完美地解决了外部性。
	来自Coase（1960）。

	Pigou（1920）.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因为在此情况下，自由市场将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例如，污染将会过多，或者房屋正面装饰和基础研究投入过少。


	看起来，这是个巧妙的解决方案。
	 [image: 来自Coase（1960）。]但在实践中，外部性经常会影响太多的民众，导致上述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直接谈判难以实现。对此，税收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在一个世纪前最先认识到这个原理。
	 [image: Pigou（1920）.]他发现只需要对破坏性活动征税，且把税率设置为（超出效率水平的）边际行为给其他人造成的破坏的货币价值即可。这样一来，破坏活动给其他人带来的损失就会变成污染方需要考虑的成本，与他们有多自私无关。庇古的这个论述非常有说服力，自此之后，利用税收来纠正外部性（将其内部化）的建议就成为经济学家工具箱中的标准组件，剩下的唯一分歧只在于庇古税的英文名称到底是用“Pigouvian”还是“Pigovian”。
	 [image: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因为在此情况下，自由市场将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例如，污染将会过多，或者房屋正面装饰和基础研究投入过少。]
	庇古税不是惩罚性的，而是针对资源利用效率——产生负外部性的活动使用的资源太多，产生正外部性的活动使用的资源太少。庇古税逻辑的一个关键在于，如果税收与双方之间的恰当转移支付结合起来（类似双方的讨价还价带来的支付），则不仅受污染者，而且污染者的状况也能得到改善。对“罪恶税”而言，这点经常被忽略，但它可以支持如下普遍做法：把环境税的收入专门用于减轻企业向清洁能源技术转型的成本。


	污染行为是负外部性的经典案例，例如，洗衣房把脏水倒入河中，让下游的其他企业或居民受到损害。庇古税要求向洗衣房收取一笔费用，使其倾倒每单位污水的成本相当于受害者所受损失的货币价值。这一普遍原理有时被称作“污染者付费原则”，竟然很可悲地也被当作不值得信任的箴言，我们在注释中会对此宣泄有些书生气却发自肺腑的不快。
	 [image: 庇古税不是惩罚性的，而是针对资源利用效率——产生负外部性的活动使用的资源太多，产生正外部性的活动使用的资源太少。庇古税逻辑的一个关键在于，如果税收与双方之间的恰当转移支付结合起来（类似双方的讨价还价带来的支付），则不仅受污染者，而且污染者的状况也能得到改善。对“罪恶税”而言，这点经常被忽略，但它可以支持如下普遍做法：把环境税的收入专门用于减轻企业向清洁能源技术转型的成本。]当然，外部性也可以是正面的。例如，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帮助其他科研人员取得进步，就属于正外部性，对这种情形应该提供庇古补贴。
	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是美国1934年《国家枪支法案》（U.S.National Fire-arms Act）规定对绝大多数枪支的生产和交易征收联邦税，这居然得到了全国步枪协会的支持！该税种目前依然在按照同样的名义金额征收。我们这里不讨论持有或交易枪支是否带来负外部性的问题，但提醒大家，自2012年以来美国至少有12个州提高了对枪支和弹药的税收。


	多年来，一代代打瞌睡的学生枯坐教室，听老师讲洗衣房那种寡淡乏味的外部性的例子，借以理解庇古税的概念。
	 [image: 一个更生动的例子是美国1934年《国家枪支法案》（U.S.National Fire-arms Act）规定对绝大多数枪支的生产和交易征收联邦税，这居然得到了全国步枪协会的支持！该税种目前依然在按照同样的名义金额征收。我们这里不讨论持有或交易枪支是否带来负外部性的问题，但提醒大家，自2012年以来美国至少有12个州提高了对枪支和弹药的税收。]但如今，我们有了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异常宏大的负外部性案例——气候变化。

	拯救地球
	有一项估计指出，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普通低收入国家的人均产出到21世纪末将比其他情况下低10%左右（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7c，p.119）。


	科学家普遍认同，温室气体的大量累积——其中约65%来自燃烧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正在吸收地球表面的热辐射，推高全球平均气温。气候模式由此发生的变化会带来巨大而令人忧虑的经济后果：更多和更具破坏力的极端天气事件，许多低收入国家的产出将大幅减少，电影《后天》里描述的那种灾难场景的风险加剧，如墨西哥湾暖流逆转、南极洲西部的冰盖崩塌等。
	 [image: 有一项估计指出，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普通低收入国家的人均产出到21世纪末将比其他情况下低10%左右（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7c，p.119）。]
	Tol（2009，p.29）.

	产生既定能量时，煤炭是所有化石燃料中排放二氧化碳水平最高的。汽油约为煤炭的三分之二，天然气仅为煤炭的一半。

	例如，请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a）。

	这是另一个可以适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论点的例子。化石燃料排放税的部分负担可能落到开采费用较低的矿主获得的租金上，对供给的影响将微乎其微。这个推理可能适用于石油，但似乎对煤炭意义不大，因为全球可利用的煤炭储量能开采数百年，其租金价值可能很小。


	针对这一“所有外部性之母”
	 [image: Tol（2009，p.29）.]，庇古式的应对办法很直接：对温室气体排放普遍征税，尤其是针对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部分，税率要充分反映它们对全球破坏的程度。众所周知，任何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数量都与燃料中的碳含量成正比，所以这样的碳税从原则上讲不难实施。
	 [image: 产生既定能量时，煤炭是所有化石燃料中排放二氧化碳水平最高的。汽油约为煤炭的三分之二，天然气仅为煤炭的一半。]我们只需要测算新增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会带来多大的破坏，然后对在燃烧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征收与其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相同的税。对其他类型的温室气体同样如此，包括奶牛排放的气体，本章稍后部分还将讨论这个实施起来更复杂的部分。
	 [image: 例如，请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a）。]此类税收的全部或一部分可以转移到生产过程中用到碳基燃料的产品的消费者身上，促使其需求量下降。还有些税负可以被转移给化石燃料的销售商，促使其减少供给。
	 [image: 这是另一个可以适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论点的例子。化石燃料排放税的部分负担可能落到开采费用较低的矿主获得的租金上，对供给的影响将微乎其微。这个推理可能适用于石油，但似乎对煤炭意义不大，因为全球可利用的煤炭储量能开采数百年，其租金价值可能很小。]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和企业将考虑自己造成的环境伤害，从而减少排放——不需要完全停止排放，但需要在减排成本与污染危害之间找到平衡点。另外，这会刺激碳税负担更轻的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投资。
	Carbon Tax Center（n.d.）.

	例如，美国环保署在2015年得出的中心估计值为每吨36美元（The 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16），诺德豪斯对2015年的估计为每吨31美元（Nordhaus，2017），他因为在该领域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Dale（1922），Archer（2016）.在伦敦，至今仍能找到标识煤炭税征集区域的方尖碑。

	这里假设在全球范围实施，同时需要采取非税收性质的措施。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a，p.7）。


	从技术角度看，困难之处是如何设定理想的碳税标准。按照庇古的理论，碳税应该等于边际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社会损害。但这一边际损害具体有多大，各方存在分歧，碳税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里没有魔法公式或完美数字。
	 [image: Carbon Tax Center（n.d.）.]当然今天已有大致合理的估算，约为每吨二氧化碳35美元，相当于对每加仑汽油收取31美分。
	 [image: 例如，美国环保署在2015年得出的中心估计值为每吨36美元（The 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16），诺德豪斯对2015年的估计为每吨31美元（Nordhaus，2017），他因为在该领域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听上去可能不算太多，甚至会被完全淹没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汽油价格的波动之中。然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汽油，而是煤炭，它更“脏”（意思是能源生产中的碳密度更大），使用非常广泛，且储量极为巨大。从这个方面来说，碳税可谓由来已久。英格兰在1368年就首次引入了煤炭税，直到1889年，运到伦敦的煤炭都需要专门缴费——除其他用途外，筹集的资金还在1666年的大火灾之后被用来重建圣保罗大教堂。
	 [image: Dale（1922），Archer（2016）.在伦敦，至今仍能找到标识煤炭税征集区域的方尖碑。]对煤炭而言，碳税会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如果同样采用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35美元的碳税，几乎会让煤炭价格翻番。所以为取得预期效果，对燃料征收的税费应该逐渐提高，比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更快。如果我们要把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的限度之内，到2030年需要对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约75美元的税收。
	 [image: 这里假设在全球范围实施，同时需要采取非税收性质的措施。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a，p.7）。]
	不过这两种方法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例如，限额与交易体系下的碳价格可以根据排放需求发生变化，碳税制度下则不会。关于两种方法的详细比较，可参见Goulder and Parry（2008）。


	关键在于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可以实现与碳税同等的效果，这说明税收和其他政策工具之间的界限有时很模糊。我们不妨假定，在每吨二氧化碳征收50美元税款的情况下，排放量为每年300亿吨。换个角度看，这意味着总共300亿吨的排放权可以按照每吨50美元的价格出售。于是我们就有了另外一套治理办法：创造排放300亿吨二氧化碳的权利，将它们出售，并允许在私人市场交易，价格同样会收敛到每吨50美元。这种排放权交易体系又被称作“限额与交易体系”（cap and trade），因为设置了排放总量的上限，同时排放权可以买卖，从原则上讲它可以达到碳税的同等效果，如果排放权通过拍卖出售，还可以给政府带来同样数额的财政收入。
	 [image: 不过这两种方法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例如，限额与交易体系下的碳价格可以根据排放需求发生变化，碳税制度下则不会。关于两种方法的详细比较，可参见Goulder and Parry（2008）。]
	这些远不足以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时代前的水平仅高出1.5～2摄氏度的范围内（即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这是开始行动的标志。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认识到减少碳排放的必要性，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约190个国家批准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参与国几乎都承诺了量化减排目标。
	 [image: 这些远不足以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时代前的水平仅高出1.5～2摄氏度的范围内（即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这是开始行动的标志。]经济学家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对碳定价（碳税）是达成现有乃至更进一步减排目标最有效率和效果的关键办法，也取得了惊人的共识。不过全球还远没有完全接纳减排理念。尽管当前已推出了大约60种碳税或排放权交易系统，包括广受赞誉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碳税以及整个欧盟范围的交易系统，全球平均的碳排放价格仍只有每吨2美元。令人不安的现实情况是，建立有影响的碳定价的努力经常遭遇强大的阻碍。许多国家的政府不愿意单方面采取行动，担心这会损害本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许多拥有大量化石能源储备的国家和企业担心碳排放税会导致自己的资产被搁浅而损失价值。消费者同样不喜欢更高的能源价格。低收入国家则不理解：为什么富裕国家导致的问题要让自己国家的穷人在正常获取能源时面对更多麻烦。
	例如，对低能源效率的汽车征收“油老虎税”，加上对高能源效率的汽车提供补贴，也可以抑制排放。然而这些方法的效果不如碳价格，因为它们对驾驶行为的抑制不够。


	至少对上述大多数难题，我们还是有解决的办法。可以用转移支付来保护最贫困人群免受能源价格提高的冲击，给从事化石燃料生产的人群提供转型补贴。还有一种办法是针对碳作为投入品的使用来定价，这样做对减排的效果不变，同时不会给用碳来制造的产品的价格带来较大冲击。
	 [image: 例如，对低能源效率的汽车征收“油老虎税”，加上对高能源效率的汽车提供补贴，也可以抑制排放。然而这些方法的效果不如碳价格，因为它们对驾驶行为的抑制不够。]有庇古税作为工具，气候变化对我们而言算不上人类遇到的最大的智力难题。问题在于社会缺乏充分接纳这一关键解决方案的意愿。

	挡风的牛，骇人的狗，可爱的猫
	温室气体的这些数据来自Gerber et al.（2013）以及Ritchie（2020）。与二氧化碳相比，甲烷的破坏性更强，但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会更短。

	我们感到有必要提及佛罗里达州的租奶牛混乱事件。该州有一部绿化带法案，为保护农田而实施优惠房地产税率。获得优惠税率的资格是，土地必须用于“善意的”农业目的。结果表明，租几头奶牛，带到你家的土地上待会儿，这就够了。关于该法案及其引发的创造性避税反应的讨论可参见Weissmann（2012）。


	动物也会制造外部性。例如，我们可以把气候变化的很大一部分责任怪罪于奶牛打嗝和放屁。它们消化过程中“肠道发酵”产生的甲烷，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左右，这个数量绝对不容小觑，比航空和船运排放之和还要多。
	 [image: 温室气体的这些数据来自Gerber et al.（2013）以及Ritchie（2020）。与二氧化碳相比，甲烷的破坏性更强，但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会更短。]如果加上喂养它们消耗的饲料和带来的森林砍伐，牛肉和牛奶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9%。世界对牛肉的需求很可能呈继续增长趋势，表明这确实是个问题。很自然，我们会想到庇古式的解决方案。2010年，联合国建议对牲畜排放征收全球性税收。但不出意料的是，农民对此并不接受。2003年，他们拒绝缴纳新西兰针对肠胃气胀类型牲畜征收的一种税，并把一包包粪便送给政府的各位部长，以发泄自己的怨气。
	 [image: 我们感到有必要提及佛罗里达州的租奶牛混乱事件。该州有一部绿化带法案，为保护农田而实施优惠房地产税率。获得优惠税率的资格是，土地必须用于“善意的”农业目的。结果表明，租几头奶牛，带到你家的土地上待会儿，这就够了。关于该法案及其引发的创造性避税反应的讨论可参见Weissmann（2012）。]不过问题并未消失，牲畜税在未来数年很可能还会出现在政策清单上。而且这同样会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因为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对牲畜征税一向举足轻重。
	Erb（2013b）.


	当然，饲养犬类仍经常会被征税。德国的养犬税规定，纳税义务取决于主人在哪里居住，对列入“危险”类型的犬只征收的税率更高，例如杜宾犬和罗威纳犬等，这或许反映了它们可能给其他人造成更大的危害。不过，谁会想到要对可爱的猫咪征税呢？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鸟类学研究所的禽流感专家彼得·贝特霍尔德（Peter Berthold）就是这号人物，他主张用“生态补偿税”来帮助控制猫给鸟类种群造成的伤害。老鼠和田鼠业界的游说者无疑会举起四肢表示赞成。
	 [image: Erb（2013b）.]

	让罪恶付出代价
	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首位有摇滚明星风范的足球运动员，作风放荡不羁（BBC News，2005）。


	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乔治·贝斯特在退役后生活陷入拮据，有人问他把那么多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他坦陈：“我花了很多在……酒宴、养鸟和跑车上，其余的都被挥霍掉了。”
	 [image: 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首位有摇滚明星风范的足球运动员，作风放荡不羁（BBC News，2005）。]看起来，罪恶是我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它付钱的东西。尽管罪恶的代价并不总是死亡，却往往是重税的对象。

	恶习
	King James I（1604）.


	欧洲的首批烟民刚刚把火点上，就不得不发出抱怨。1604年，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国王发布《讨烟檄文》
	 [image: King James I（1604）.]，指出这种物质出现后产生的各种严重问题：吸烟成瘾变成一种无法舍弃的习惯，对任何地方的人来说都极具危害；吸烟给健康带来负面效应，像在人们的身体内部制造出一间厨房，用油腻腻的烟灰来弄脏他们，让他们得病；给易受影响的人群造成不良影响，因为许多人会像猿猴一样模仿别人的行为，最后给自己带来伤害；还有一些二手烟的负面影响，吸烟的丈夫把优雅、美丽、皮肤光润的妻子逼到绝境，要么让她们芬芳甘甜的呼吸受到污染，要么挣扎在永恒的恶臭和痛苦中，这些人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King James I（1604）.


	这套长篇大论没有顾及我们今天那些敏感议题，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把吸烟说成是模仿“野蛮、卑贱、不敬上帝的印第安人的原始兽性行为”。而我们在后文将会看到，这种污蔑将招来某种程度的报复。但无论如何，詹姆斯一世不是普通人，他可以把自己对这种“罪恶污秽”习俗的厌恶变成国家政策。于是，英格兰实施了严厉的烟草关税，以约束吸烟行为，这其实很符合庇古的理论精神：“我们推测通过对烟草施加一定的良性税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此类行为。”
	 [image: King James I（1604）.]
	Smith（2008）；Crawford，Keen and Smith（2010）.

	Shiono and Behrman（1995）.

	某些重要研究文献，如Viscusi（1995）指出，净外部性很可能是负的，但这一结论至今依然存在相当大的争议。


	今天的民众依然普遍认为，对烟草计征高额税收的主要理由是烟民给其他人带来的外部性，包括损害健康和令人厌恶。不过，吸烟带来的外部性并不全是负面的。
	 [image: Smith（2008）；Crawford，Keen and Smith（2010）.]烟民自己寿命缩短，放弃继续领取养老金，由此会充实其他人的公共养老金与长期医疗护理的资金。不过，人们普遍认为母亲吸烟会给婴幼儿的健康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image: Shiono and Behrman（1995）.]总体而言，吸烟带来的外部性到底如何并不完全清楚，且可能在各国之间存在差异。
	 [image: 某些重要研究文献，如Viscusi（1995）指出，净外部性很可能是负的，但这一结论至今依然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很难用外部性来充分解释如今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地方见到的高额烟草税。
	2008年的盖洛普调查数据显示，比较穷的美国人吸烟的概率更大，参见Goszkowski（2008）。

	Gruber and Kőszegi（2004）；Allcott，Lockwood and Taubinsky（2019）.


	外部性的理由不足以支持对烟草课以重税，但还有另外一套说法，烟民对此或许不会感到特别惊讶。这种说法认为，烟民难以自我控制。吸烟的麻烦在于，虽然人们可以理性地决定现在吸点烟，在未来某个时候戒掉，但是当未来到来后，他们会发现自己愿意继续吸下去。也就是说，人们缺乏自我控制力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样的麻烦不仅是上瘾，还有学者们说的“时间不一致性”现象：今天对未来的行动做了理性规划，但届时的理性选择则是不按照规划去行动。高额税收促使人们一开始就不要吸烟，有助于克服这种缺乏自我控制力的问题（又称内部性，因为伤害的对象是烟民自己）。有人认为，因为烟民普遍而言比较穷，烟草税具有累退性。
	 [image: 2008年的盖洛普调查数据显示，比较穷的美国人吸烟的概率更大，参见Goszkowski（2008）。]但内部性观点不同意累退性观点的看法，它认为如果穷人因为缺乏自我控制力而受害越严重，那么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问题的税收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就越大。
	 [image: Gruber and Kőszegi（2004）；Allcott，Lockwood and Taubinsky（2019）.]尽管在某些人看来，以上论述带有父爱主义的味道，不过这或许是高额烟草税的最有力解释中的合乎逻辑的推论。
	Gruber and Kőszegi（2002）.

	各州税收状况的信息来自Boonn（2020）。

	Statista（2019a，2019b）.


	在2002年前后，有个被广泛引用的测算数据是，对每包香烟征收高达9.37美元乃至更高的重税，可能会解决这种内部性。
	 [image: Gruber and Kőszegi（2002）.]这在当时看似高得吓人，如今却已不那么离谱了。在纽约，每包香烟目前的平均价格约为13美元，其中包含4.35美元的州税，1.50美元的城市税，1.01美元的联邦税。另外，1998年的烟草大和解协议（见本书第3章）虽然不属于明确的税收，但也发挥了作用。自2000年以来，美国有48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145项州烟草税增税法规。
	 [image: 各州税收状况的信息来自Boonn（2020）。]烟草税的大幅提升并不限于美国，例如，法国每包香烟的平均价格在2000-2015年上涨了一倍多，英国在2005-2017年也是如此。
	 [image: Statista（2019a，2019b）.]
	Bouw（2017），Statista（2018），OECD（2018）.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这位美国银行抢劫犯颇具绅士气质，多次逃脱追捕，据说有人问他为何抢劫银行时，他回复说：“因为那里是放钱的地方。”


	因此，给烟草税提供解释的行为学理由混杂了外部性和内部性两方面的考虑，再加上一些表述不算充分的抗击罪恶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之为“罪恶内部性”。然而这项措施并不完全是为了改变行为，也涉及筹集财政收入。美国每年的烟草税收入超过300亿美元，欧盟超过700亿欧元，日本超过2万亿日元，占各自财政总收入的1%左右。
	 [image: Bouw（2017），Statista（2018），OECD（2018）.]虽然烟草税在财政总收入中的份额已有所下降，然而与我们在本章后续要看到的其他许多税种类似，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着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式的税收原则：到有钱的地方去找钱。
	 [image: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这位美国银行抢劫犯颇具绅士气质，多次逃脱追捕，据说有人问他为何抢劫银行时，他回复说：“因为那里是放钱的地方。”]
	Chaloupka，Powell and Warner（2019，p.189）.


	这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利弊权衡问题。提高烟草税会削弱需求——因为这种税收毕竟有矫正行为的作用——从而导致税收减少。不过，烟草的需求弹性从历史上看比较低，或者说较为缺乏弹性，即需求不会因为价格提高而受到太大的抑制。这对政府而言很合适：提高税率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又能适度减少有害的吸烟行为。只是对于香烟以及其他罪恶产品的需求弹性很低的说法，我们不要过于迷信。年轻的烟民对价格就相当敏感，烟草产品的总需求事实上也不是人们经常以为的那样缺乏弹性。
	 [image: Chaloupka，Powell and Warner（2019，p.189）.]至少在许多发达经济体，财政收入与健康目标之间的利弊取舍问题已不容忽视。
	Foster（2009）.

	Matthews（1958，pp.95-98）.


	某些国家的政府发现高税率对减小税基的影响非常显著，于是试图通过立法来消除这一影响。湖北省公安县的许多居民在2009年看到这么一份文件指示：要么吸烟，要么缴纳罚款。原来为刺激财政收入，当地官员决定给烟草销售设定配额。《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当地的教师被安排了吸烟的配额，有个村子被要求在一年里为干部购买400条香烟。
	 [image: Foster（2009）.]其实，法国旧政权时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某些地方要求婴儿之外的所有人购买至少一定数量的含税盐。甚至在那个时期，政府决策者就已经喜欢给征税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在有些地区，这种做法被称作自愿税收，因为纳税额虽然是强制的，但你可以在自己愿意的任何时间缴纳。
	 [image: Matthews（1958，pp.95-98）.]

	高税率可能刺激人们从邻近的低税率区域购买香烟，无论是通过合法跨境运输还是走私的方式，从而放大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我们这里需要再继续讲述被詹姆斯一世国王诋毁的美洲土著和烟草税的故事。
	在加拿大，他们需要缴纳联邦香烟消费税，而不是货物与服务税（Lic-kers and Griffin，2015）。

	加拿大和美国都采取了各种类型的措施来强化对非印第安部落成员征收消费税，例如给部落免税香烟配额，参见DeLong et al.（2016），Lickers and Griffin（2015）。

	例如在美国，各部落必须上缴联邦法律要求他们向非部落成员销售香烟时收取的销售税。

	DeLong et al.（2016，p.132）.


	在加拿大和美国，保留给美洲土著的土地都属于主权领地，意味着卖给保留地的部落成员的销售收入无须缴纳州税，包括烟草消费税。
	 [image: 在加拿大，他们需要缴纳联邦香烟消费税，而不是货物与服务税（Lic-kers and Griffin，2015）。]对于非部落成员的销售则需要缴税，但很难执行
	 [image: 加拿大和美国都采取了各种类型的措施来强化对非印第安部落成员征收消费税，例如给部落免税香烟配额，参见DeLong et al.（2016），Lickers and Griffin（2015）。]，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地区内部的执法行动面临的敏感议题乃至有时遇到的法律障碍。
	 [image: 例如在美国，各部落必须上缴联邦法律要求他们向非部落成员销售香烟时收取的销售税。]所以，这些地区的销售有扩大的趋势，涉及的数额可能相当大。例如有报道称，在2010-2011年，新墨西哥州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烟民从部落零售商那里购买过香烟。
	 [image: DeLong et al.（2016，p.132）.]
	Marsden（2009），Dowd（2010）.

	Petit and Nagy（2016，p.11）.

	Sen and Fatima（2011）.

	Marsden（2009）.

	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Contraband Tobacco（2017）.


	在跨越加拿大和美国边境的保留地，此类问题最为严重。20世纪90年代早期面临的问题是，大量香烟从保留地出口到加拿大，几乎完全免税，再以非法的无税进口香烟出现在其他地方。后来发现，某些大烟草制造商在此过程中有深度合谋。雷诺烟草公司因为协助和教唆走私行为被罚款3.25亿加元，部分高管遭到刑事起诉，其中一人在美国入狱服刑。
	 [image: Marsden（2009），Dowd（2010）.]到1993年，加拿大消费的大约三分之一香烟没有缴纳任何税收。
	 [image: Petit and Nagy（2016，p.11）.]这相当于使联邦消费税从每条香烟10.36加元减少至5.36加元。
	 [image: Sen and Fatima（2011）.]此后管制措施得到加强，税率也被提高，但美加边境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今的焦点是这些部落保留地开始制造香烟（包括造假烟），涉及的利益足够大，以至于吸引了有组织的犯罪。
	 [image: Marsden（2009）.]到2017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购买的香烟中，走私香烟的占比可能已经回升到三分之一以上。
	 [image: 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Contraband Tobacco（2017）.]
	HM Revenue&Customs（2018，table 1.2）.目前似乎没有更近期的官方估计数据。

	参见Petit and Nagy（2016，p.9）以及其中引用的文献。


	当然，这不过是更具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的冰山一角。英国税务海关总署估计，在2016-2017年，约有18%的烟草产品税收被偷逃。
	 [image: HM Revenue&Customs（2018，table 1.2）.目前似乎没有更近期的官方估计数据。]从全球范围看，约有10%的香烟属于非法贩卖或生产，合计给各国年度财政收入造成高达400亿～500亿美元的损失。
	 [image: 参见Petit and Nagy（2016，p.9）以及其中引用的文献。]
	或者更普遍的“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

	例如，引自Fruits（2018）。某些只加热烟草但不燃烧的产品的危害性介于香烟与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之间。

	公平地说，这种趋势或许并不太令人吃惊，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以下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即对所有的烟草产品都应该平等地征税。

	截至2019年9月的情形（Dadayan，2019）。

	Fruits（2018）.

	某些国家按照液体或尼古丁的毫升数量对蒸汽产品征税，这符合阻止成瘾的目标（当然本章前文也提到过，该目标有自身的局限性）；还有些国家计征从价税。参见Fruits（2018）和Dadayan（2019）。

	这一观点的更详细讨论可参见Chaloupka，Sweanor and Warner（2015），尤其是第595页。

	例如，美国有几个州发行了“烟草债券”，以本书第3章介绍的“烟草大和解协议”带来的预期收益做偿还保证。然而这些收益取决于香烟销售，由于电子烟出乎意料地占据了香烟市场的很大份额，政策制定者如果不想对它们同样征税，恐怕很难维持收益。


	如今还出现了甚至更严重的税收挑战：电子烟。
	 [image: 或者更普遍的“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此类产品不是通过燃烧烟草，而是利用蒸汽来满足烟民对尼古丁的渴求。电子烟不含对吸烟者危害很大的焦油等物质，也不会导致严重的二手烟危害。关于电子烟的危害性比普通香烟更小，各方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包括美国卫生局执行局长、美国癌症学会以及英国公共卫生部等。
	 [image: 例如，引自Fruits（2018）。某些只加热烟草但不燃烧的产品的危害性介于香烟与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之间。]可是许多国家的政府表现出了近乎巴甫洛夫式的强烈的本能反应，打算对电子烟征税。
	 [image: 公平地说，这种趋势或许并不太令人吃惊，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以下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即对所有的烟草产品都应该平等地征税。]美国有十多个州已付诸行动，更多的州在跃跃欲试
	 [image: 截至2019年9月的情形（Dadayan，2019）。]，还有20多个国家也在推行。
	 [image: Fruits（2018）.]不过，税收水平和形式差别很大，表明各国政府仍在探讨该如何对电子烟征税。
	 [image: 某些国家按照液体或尼古丁的毫升数量对蒸汽产品征税，这符合阻止成瘾的目标（当然本章前文也提到过，该目标有自身的局限性）；还有些国家计征从价税。参见Fruits（2018）和Dadayan（2019）。]这种产品的危害程度小于传统的燃烧型烟草，或许只有后者的十分之一左右，并可能提供一条完全戒烟的途径，说明对它的税收应该比传统香烟更轻
	 [image: 这一观点的更详细讨论可参见Chaloupka，Sweanor and Warner（2015），尤其是第595页。]，然而应该轻到何种程度目前尚不清楚。除了增加财政收入，对电子烟征税的部分理由则是它们具有诱导吸烟的作用。由于我们完全不知道电子烟对吸烟的替代效应和诱导效应的相对强弱，所以在思考对电子烟设置一个相对较低的税率时，不清楚哪里才是恰当的平衡点。此时，考虑到政府对财政收入相当“上瘾”，电子烟可能被过度征税这种判断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image: 例如，美国有几个州发行了“烟草债券”，以本书第3章介绍的“烟草大和解协议”带来的预期收益做偿还保证。然而这些收益取决于香烟销售，由于电子烟出乎意料地占据了香烟市场的很大份额，政策制定者如果不想对它们同样征税，恐怕很难维持收益。]

	嗜饮者的诅咒
	O'Brien（2007，table 1）.

	Vaisey（1985，p.159）.


	自古以来，饮料一直是课税的对象。19世纪早期，茶叶税占英国总税收收入的5%左右。
	 [image: O'Brien（2007，table 1）.]有些人甚至从饮茶中看到了罪恶，一位名叫托马斯·特纳（Thomas Turner）的英国食品店主在1759年感慨道：“喝茶这一奢侈习惯已经腐蚀了几乎所有阶层民众的道德。”
	 [image: Vaisey（1985，p.159）.]
	Cnossen（2008，p.514）.

	引自Cnossen（2008，p.518）对该领域的回顾分析，另外可参见Craw-ford，Keen and Smith（2010）。


	当然，如今带来这种担忧的主要是酒精饮料——特纳先生把它们与茶饮归入一个类别。过度饮酒会导致各种可怕的后果：胎儿损伤与儿童虐待、婚姻不幸、交通事故、犯罪和暴力冲突、死亡率上升，以及60余种与酒精有关的疾病和身体症状。
	 [image: Cnossen（2008，p.514）.]精确测算这些额外成本是困难的，但代价无疑极为巨大，例如在欧盟，额外成本估计平均达到GDP的0.7%。
	 [image: 引自Cnossen（2008，p.518）对该领域的回顾分析，另外可参见Craw-ford，Keen and Smith（2010）。]
	Oliver（2011，p.48）.

	引自“工作是这个国家酒民们的诅咒”（Harris，1918，p.166）。

	Dorn（1983），Harrison（1994）.

	Dingle（1972，p.611）.该数据是指1850-1900年，并包含许可证费。

	Marks（2017）.

	Sunley（2008）介绍了对比迪烟的税收。2017年首次推出了对印度乌木叶的联邦税收，作为新的货物与服务税的一部分。参见Kukreti（2017）。

	Johari（2015），Nair（2015）.


	对酒精饮料征收的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税种之一。据称，埃及的克利奥帕特拉（又称“埃及艳后”）是最早对啤酒征税的统治者，以此支持她与马克·安东尼同屋大维之间的那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image: Oliver（2011，p.48）.]埃及艳后的做法带有庇古税的特征，而她给政策制定者确立的基调是把控制醉酒作为征税的一大理由。自此之后，酒税就经常被当作约束劳工阶层遵纪守法的一种手段，以确保他们能够按时到农地和工厂去干活，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工作成了嗜饮者的诅咒。
	 [image: 引自“工作是这个国家酒民们的诅咒”（Harris，1918，p.166）。]更普遍的作用是，确保他们不会在酒后发动起义或胡作非为。
	 [image: Dorn（1983），Harrison（1994）.]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酒税带来了极为可观的财政收入。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酒税占到国家总税收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更多。
	 [image: Dingle（1972，p.611）.该数据是指1850-1900年，并包含许可证费。]在一战爆发前夕的沙皇俄国，国家总税收中将近30%来自伏特加酒。
	 [image: Marks（2017）.]对酒类征税引起的许多议题同烟草税的情形大同小异。例如，年轻人的需求对价格相当敏感，嗜酒者则不然；高税率会鼓励走私和跨境购买等。酒税和烟草税还有一个共同特征是，高税率可能导致消费转向非法替代品。例如，印度的烟草市场以比迪烟为主，那是用印度乌木叶把碎烟叶卷起来的手工产品，直到近期，对比迪烟征收的税收都比普通烟轻得多。
	 [image: Sunley（2008）介绍了对比迪烟的税收。2017年首次推出了对印度乌木叶的联邦税收，作为新的货物与服务税的一部分。参见Kukreti（2017）。]又如，俄罗斯政府在2012年大幅提高伏特加消费税之后，很快发现一半以上的市场被非法酒类抢占。不过吸烟和饮酒在这方面也有个关键区别。非法香烟通常不会杀死你，或者至少说杀死你的速度不会比合法香烟快很多。但是作为私酿酒的主要成分甲醇则可能致命和致盲，而且经常出事。例如在孟买，2015年的一场事故就导致了100多人死亡。
	 [image: Johari（2015），Nair（2015）.]

	税收是美国禁酒时代的核心话题。在禁酒时代（1920-1933年）之前，许多州高度依赖酒类销售中的消费税，比如在纽约，消费税贡献了全州财政收入的近75%。禁酒以后，这一大笔收入就此断绝。我们之前介绍过，禁酒令支持者要求用所得税来减少对酒税的依赖。与之相应，当禁酒时代来临后，渴望喝酒的人，比如那些在密尔沃基一家酿酒厂外贴出告示的群体，建议取消禁令，以减少政府对所得税的依赖。

	[image: ]

	恢复卖酒，同时减税，一个双赢的建议——密尔沃基酿酒厂外的反禁酒宣传口号

	资料来源：Photograph courtesy of the Milwaukee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性
	Monty Python（1969）.有位角色回应说，这种税收会使特许会计师的职业吸引力大增。


	据我们目前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像巨蟒剧团的小品剧里的窘迫公务员一般过分，讨论设立某种对那种“事儿”开征的税收。
	 [image: Monty Python（1969）.有位角色回应说，这种税收会使特许会计师的职业吸引力大增。]不过，世界各国从未忽略那种事儿及其衍生类型的创收潜力。
	这一税种最终在公元498年被废除（Kornhauser，2013）。

	Ditmore（2009）. 这篇文章还介绍说，内华达州某些县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妓院上缴的房产税。


	从公元390年开始，皈依基督教的皇帝就宣布同性恋在罗马帝国范围内为非法行为，违法者可以被处以火刑，却继续从男妓那里收取税款。
	 [image: 这一税种最终在公元498年被废除（Kornhauser，2013）。]古代雅典的妓女需要缴纳一种名为色情费的专门税收。古罗马的卡利古拉皇帝对妓女收取的税率相当于每天一次性交易的费用。这里采用推定式税收测算办法还算合理，毕竟交易行为不容易被观察到，然而精神不正常或者说有些病态幽默的卡利古拉还对不再从业的妓女征税。内华达州是美国唯一接受合法娼妓业的地方（但限于某些县），它在2009年提议收取这种卡利古拉税，税率为每次交易5美元，作为改善州财政状况的伎俩。不过，这一建议始终未得到批准。
	 [image: Ditmore（2009）. 这篇文章还介绍说，内华达州某些县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妓院上缴的房产税。]
	Sahadi and Lobb（2004）.


	性演出有时也成为课税对象。2007年，得克萨斯州的立法者对允许举办现场脱衣秀并销售酒品的机构征收每位顾客5美元的税收，后来被称作钢管舞税。在犹他州，提供“任何裸体或半裸体服务”的场所需要为商品、食品、饮料和服务销售收入以及入场费缴纳10%的税收。
	 [image: Sahadi and Lobb（2004）.]
	即便没有真正发生性行为，也可能引发相关的税收问题。2015年，美国税务法庭审理了一起案件，有位女性在接受生殖医疗服务后卖掉了卵子，由于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的痛苦，她要求自己从中获得的报酬能获得免税待遇。税务法庭最终驳回了这一诉求（Wood，2015）。


	有人或许认为，与担负重税的其他性产业和罪恶活动相比，色情作品也带有许多类似的特征。这方面有若干例子，意大利在2005年对硬核类色情作品开征25%的税收（在增值税之外另收），法国则只有非色情类电影才能享受5.5%的优惠增值税税率。本书作者之一的某位同事有次承担了对色情演出与其他演出区别征税的实际执行工作，这当然很具挑战性，但相比我们将在第9章介绍的蛋糕和饼干的分类税收执行，或许要更有趣一些。在美国，有9位民主党参议员于2005年建议对大多数成人网站的收入开征25%的税收，但没有得到采纳。
	 [image: 即便没有真正发生性行为，也可能引发相关的税收问题。2015年，美国税务法庭审理了一起案件，有位女性在接受生殖医疗服务后卖掉了卵子，由于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的痛苦，她要求自己从中获得的报酬能获得免税待遇。税务法庭最终驳回了这一诉求（Wood，2015）。]

	还有毒品
	引自Jenkins（2002，p.60）。

	Feige and Miron（2008）.

	Peters（2006，p.4）.


	对鸦片征税在中国历史上引起过轩然大波。英国人（这回又是东印度公司）极力确保自己在印度垄断生产的鸦片顺利输入中国，最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1858年使这一贸易合法化。作为当时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它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流传至今。格莱斯顿曾说，我实在担心，鉴于我们在中国制造的罪孽，上帝会如何看待英国。
	 [image: 引自Jenkins（2002，p.60）。]清朝不愿意接受鸦片带来的社会灾难，同时也急需支付英法两国在战后索要的高额赔款，于是对进口鸦片征收8%的关税。
	 [image: Feige and Miron（2008）.]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各个省份、叛乱政权乃至英国在香港的殖民政府都严重依赖鸦片税，抗日战争时期的日伪政府也同样如此。近期的例子则有，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通过对毒品交易征税来筹集资金，然后在自己控制的地区保护毒品运输，开设海洛因配制实验室，更直接地卷入生产。
	 [image: Peters（2006，p.4）.]
	Grund and Breeksema（2013）.

	来自大麻销售的税收收入接近7000万美元，酒类销售的税收收入约为4200万美元（Basu，2015）。

	Staggs（2020）.

	Bishop-Henchman（2014）.


	如今的议题集中在大麻合法化与征税上。荷兰人自1976年开始就允许合法拥有少量大麻，到2008年时，每年可以从全国700多家所谓的“咖啡店”中获得大约4亿欧元的公司税。
	 [image: Grund and Breeksema（2013）.]对美国而言，这样做等于回到把更烈性的毒品也如此处理的过去。1914年的《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案》规定了鸦片和古柯制品生产、进口和分销的规范与税收，要求麻醉药品的生产商和分销商到国税局登记，保存销售记录，并支付一笔联邦税。美国如今的趋势似乎是走向大麻合法化，至少部分原因是认识到这类税收“大有钱途”。2014年，科罗拉多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允许把大麻用于消遣的州。与此同时，它要求消遣用途的大麻缴纳15%的货物税、10%的特别销售税以及2.9%的销售税，此外还向种植商和销售商收取申请费与许可费。结果，科罗拉多州从大麻销售中获取的财政收入达到酒税收入的两倍。
	 [image: 来自大麻销售的税收收入接近7000万美元，酒类销售的税收收入约为4200万美元（Basu，2015）。]加利福尼亚州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大麻合法化，对消遣用途的大麻征收15%的税收，到2020年3月总共创造了1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image: Staggs（2020）.]不过，从业者们仍然感到不轻松，因为大麻依旧被美国列为附表1里面的管制药品，意味着不能抵扣正常的营业费用，使他们还面临几乎相当于销售税的所得税。
	 [image: Bishop-Henchman（2014）.]

	但摇滚要好一点
	在1975年录制的“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中。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对摇滚乐或其他任何音乐类型征税的案例，不过摇滚明星对税收的故事却有两个显著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甚至不需要回放也能听出来，他们对税收颇有怨言：不仅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甲壳虫乐队的歌曲《税务员》，还有谁人乐队（The Who）唱的“税务员拿走6份，乐队只剩下1份”，以及奇想乐队（The Kinks）所唱的“我没法开动游艇，税务员拿走了我所获得的一切”。
	 [image: 在1975年录制的“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中。]第二个贡献则是有名的避税案例：且待本书第12章分解。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高脂肪食品和含糖饮料似乎将成为新型烟草。鉴于它们导致的肥胖症、心脏病和中风问题——更多来自缺乏自我控制力而非产生负外部性——日益严重，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倾向于对含有阻塞血管的高脂肪食品和含糖软饮料征税。
	The Economist（2012）.


	然而“脂肪税”遭遇了强烈的抵制。丹麦是目前为止唯一实施过脂肪税的国家，它在2011年引入了一项税收，导致小包装黄油的价格提升了约30%，沉重打击了富含果酱、美味可口的斯潘达尔丹麦酥以及酥脆的椒盐卷饼的销售。但这项税收行动只持续了一年。在导致政策反转的原因中，有特定产品的高税收带来的常见问题：人们会跑到国外去购买。有人估计，将近一半的丹麦人驾车穿越边境，到德国或瑞典去采购他们喜欢的高脂肪食品，以逃避税收负担。
	 [image: The Economist（2012）.]
	Asen（2019）. 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和总结来自Petit，Mansour and Win-gender（forthcoming）。


	脂肪税在当前遭遇了挫折，但对含糖饮料征税的做法正变得愈发普遍。这种想法其实也不算新鲜。早在1914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建议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所有税收法案发起的地方）考虑对软饮料、啤酒以及专利药征税，以帮助满足一战的资金需要。该建议并未被采纳，但对此类饮料征税的做法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已相当普遍，虽然未必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而是作为合理的税收来源，特别是因为最贫困人群对软饮料的消费本来就不多。如今，苏打税或者更准确地说含糖饮料税正变得日益流行。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选民首次投票支持实施这一税种，如今美国至少有8个地方政府采纳。其他若干发达国家也实施了苏打税，包括法国、爱尔兰、挪威和英国等。
	 [image: Asen（2019）. 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和总结来自Petit，Mansour and Win-gender（forthcoming）。]
	Watson and Treanor（2016）.

	引自Gallucci（2015）。


	软饮料在墨西哥的消费量特别高，导致肥胖症泛滥，于是该国在2014年对含糖的非酒精饮料加征10%的税收。
	 [image: Watson and Treanor（2016）.]这一做法似乎取得了某些成果，含糖饮料的销售额在次年减少了10%左右，当然其他因素也可能发挥了作用，例如经济增长缓慢与消费者口味改变等。
	 [image: 引自Gallucci（2015）。]而且无论如何，软饮料消费减少并不必然带来体重下降或健康改善。墨西哥人或许只是转而消费其他未被征税的同样不健康的饮品，例如啤酒的销售额在苏打税实施后出现上升。更普遍地说，这是此类税收面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难题：由于上述的潜在转换效应，没有充分证据说明这些税收是否改善了民众的健康状况。或许还有读者会质疑：如果富裕国家的人总体来说都吃得太多，停止给食品设置优惠的低税率是不是更简单有效的办法？
	University of Oxford（2018）.


	其他税种有时候也被赞誉有促进健康的作用，例如，对红肉征税就着眼于解决生产牛肉带来的气候问题。
	 [image: University of Oxford（2018）.]还有对日光浴美容院的税收，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日光浴床提升到最高癌症风险类别（与石棉、砷和香烟并列）之后，美国随即对日光浴美容院开征10%的消费税，这包含在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案》之中。
	Hamermesh and Slemrod（2008）.


	大部分此类“罪恶税”似乎都落到了穷人不那么无辜的享乐上面。我们真就找不到富人更喜好的“罪恶”吗？有人推定，特制毒品在某些上等收入家庭中较为流行，但它们没有被有效征税。许多富人或许是把拼命工作当作上瘾的事情，而内部性理论表明，上调所得税税率将有助于让这些可怜之人克服自己的心魔。
	 [image: Hamermesh and Slemrod（2008）.]

	直接拒绝？

	税收不是劝阻人们远离不该做之事的唯一方式，给他们展示这些行为所致后果的相关信息也是一种方式。另外，经常还存在税收和监管之间的选择，后者并非完全禁止，而是一种不那么极端的非价格控制方式。彼得大帝用税收来打击蓄须的习俗，17世纪清朝则用另一套办法来管制民众的发型。直至1912年清朝覆灭，中国男子如果不剃掉前额的头发并把其余部分梳成辫子作为臣服于清朝统治的象征，都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大罪。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担心滥饮伏特加会破坏他的战争计划，于是在1914年下令禁止生产这类烈酒，却也断绝了自己最大的财政来源。

	除了创造财政收入，税收相对于监管措施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借助价格机制的力量，以确保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相比完全禁止的做法，设计得当的税收让喜欢从事应税活动的人能够继续下去。以气候变化为例，减少总排放量的一种办法是给各家企业设定排放限额，给汽车、建筑物等设定排放标准。即便不考虑设定和执行此类目标的实际成本，这种监管办法仍有一个重大缺陷：我们无法确保总排放量的削减是以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实现的。

	反之，税收却可以做到这一点。监管的难题在于：除非能够观察到每家企业为减少排放付出的成本（这不可能做到），否则给它们的排放设定限额无法保证某家企业（如钢铁厂）减排1吨二氧化碳的成本与另一家（如公交公司）的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让减排成本更低的企业再多减排一些，而让另一家企业少减排一些，也能使总排放量的削减幅度不变（服务于缓解气候变化目标），而消耗更低的总成本。相较而言，给燃烧碳元素设定一个价格的聪明之处在于：它会自动确保所有企业在最后达到相同的边际减排成本。这是因为在碳价格影响下，企业将持续减少排放，直至减排的成本等于不减排的代价（碳价格）。只要每个人面对的碳价格相同，最终都会达到相同的边际减排成本。尽管政策制定者依然无法观察到各家企业的减排成本，但减排能以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实现。由此，在政府的少许助推之下，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了奇效。
	对于不完全信息造成的某些问题，监管规范也更能发挥作用。例如，税收很难解决消费者忽略的某些药物的副作用问题，要求必须有医生处方才能获得此类药物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不过，税收存在一个缺陷：我们不确定有多少有害活动将存续。
	 [image: 对于不完全信息造成的某些问题，监管规范也更能发挥作用。例如，税收很难解决消费者忽略的某些药物的副作用问题，要求必须有医生处方才能获得此类药物是更好的解决办法。]例如我们永远不能完全保证，给定某个水平的碳税，会导致多高的排放总量。当带有外部性的活动的细小水平差异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时，这会带来大麻烦。例如在一战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希望确保弹药工厂的工人在上班之前不要喝得酩酊大醉，因为微小的差错就可能导致整个厂房被炸翻天，他采取的部分措施是限制酒吧的开业时间。当科学家发现氟利昂会破坏大气臭氧层，带来全球外部性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做法是采取联合行动，直接禁止这一物质的生产和使用。

	税收的局限性还突出地表现在我们时代另一个重要的外部性案例中，即新冠疫情。这里的外部性是通过各种类型的人际接触来传播病毒并让人感染。此时实施某种劝阻人际接触的庇古税显然在技术上难以实现，而且即使能够实现，也不是恰当的应对方式。在不同环境下受感染的风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税率的设定肯定不准确。如果税率设定过低，导致人际接触过多，可能造成巨大且无法逆转的严重后果。如果税率设定过高，又会加剧不必要的经济痛苦。针对社交距离的监管在理论上是更好的干预办法，也是在现实中唯一可行的办法。气候变化议题的不同则在于，损害大小取决于逐渐累积起来的排放总量，因此我们可以在长期中调整税率，以影响年度排放量的变化路径。对付新冠疫情可没有这样的操作空间。

	还有些情形是税收与监管都能发挥显著的作用。对某些商品的购买征税毕竟不同于对它们的使用征税，而这些商品的具体使用方式可能在外部性影响上存在巨大差异。例如，试图通过对酒类产品征税来解决酗酒问题就面临一个根本难题：在一晚上喝掉7品脱（1品脱约等于0.5升）啤酒的后果与一个星期里每天喝1品脱完全不同，但要对一个晚上消费的啤酒按照不同税率征税却很难（当然未来的技术进步或许能够解决）。而且有些研究表明，适度饮酒可以减轻冠心病的风险，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促进社会交往，这会给其他人带来有益的外部性，比如像老话里说的，醉汉若可爱，胜却无聊人。所以，对人们购买的全部酒饮按照同一比率征税是非常生硬的庇古式干预，由此也表明监管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制定关于酒驾和汽车酒精锁装置的法律规定等。就香烟而言，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能够有效减轻给非吸烟者带来的危害。
	Lovenheim and Slemrod（2010）.


	与所有公共政策一样，此类禁令同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美国各个州为控制酒驾规定了法定最低饮酒年龄，似乎确实减少了年轻人卷入严重驾驶事故的情况。只不过，对于饮酒年龄限制设置较低的州的周边25英里范围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年轻人为了能合法饮酒，开车去邻近的这些州，于是卷入致命驾驶事故的18～19岁的司机人数反而上升了。
	 [image: Lovenheim and Slemrod（2010）.]
	Wilson（2016）.

	这一下调幅度可能很大，有研究发现，在美国和英国，如果利用庇古税来解决拥堵外部性，需要增加的燃油税不少于解决气候变化所需的增幅（Par-ry and Small，2005）。


	出于同样的道理，即目标定向原则，税收对于损害产生的针对性越强，解决外部性的效果就越佳。例如，实施燃油税的理由之一是缓解交通拥堵，以减少每个司机因为更长时间无聊堵车而相互施加的成本。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直接对拥堵收费的办法正变得更为广泛和成熟。新加坡在这个领域冠居全球，它计划采取一种拥堵定价办法，不仅根据汽车型号以及大致出行时间而变化，而且可以按照预计交通速度做实时调整，在交通速度缓慢时增加收费。相关的通行和停车信息会实时分享给打算开车出行的人。
	 [image: Wilson（2016）.]对司机而言，这方面的进步至少还意味着其他一些改善潜力：随着拥堵费变得更加普遍，用燃油税来缓解交通的理由就不再成立，于是至少从原则上来讲，汽车燃油税应该下调。
	 [image: 这一下调幅度可能很大，有研究发现，在美国和英国，如果利用庇古税来解决拥堵外部性，需要增加的燃油税不少于解决气候变化所需的增幅（Par-ry and Small，2005）。]

	不过，税收与监管之间最显著的差异还在于，与限制或禁止措施相比，税收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好处。这对政府来说极其重要，而且可能因此“上瘾”。就像约翰·皮姆的货物税一样，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像临时性税收那样容易永远流传。

	与本章讨论的许多例子不同，大部分税收的唯一目的是给政府筹集财政资金。这会带来很多意外的行为变化，而且大多数时候不受欢迎，偶尔还极其怪诞。








第9章




附带损害



	为掏空纳税人的口袋，税务局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动作敏捷且充满理由。同样，纳税人也有权在诚实的前提下想方设法来阻止自己的财富被税务局收走。
	来自如下案件的判决：Ayrshire Pullman Motor Services and D.M.Ritchie v.The Commissioners of Inland Revenue 14 TC 754（1929）。


	——克莱德勋爵（Lord Clyde）
	 [image: 来自如下案件的判决：Ayrshire Pullman Motor Services and D.M.Ritchie v.The Commissioners of Inland Revenue 14 TC 754（1929）。]
	Graham（1956，p.78）.

	看起来是因为海关官员们认为测算满载货船的吃水深度不容易（Lane，1964，p.228），于是便直接假定船只的深度为长度的一半。这里面的细节及有些古怪的测算公式来自French（1973）。该制度一直维持到1836年，而且新的方案又用了20年时间才完全投入应用（Graham，1956，p.78）。

	引自Graham（1956，fn.2，p.78）。


	英国在19世纪可以说是称霸了海洋，但大多数时候，它的商船被大海吞没的概率仍高得让人心忧，而且属于“欧洲最难看和最难以驾驭的船只”。
	 [image: Graham（1956，p.78）.]原因当然在于税收。在1773年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船只需要缴纳港口和灯塔费，按照当时的计算方式，税费随着船只的长度和宽度而递增，但和吃水深度无关。
	 [image: 看起来是因为海关官员们认为测算满载货船的吃水深度不容易（Lane，1964，p.228），于是便直接假定船只的深度为长度的一半。这里面的细节及有些古怪的测算公式来自French（1973）。该制度一直维持到1836年，而且新的方案又用了20年时间才完全投入应用（Graham，1956，p.78）。]于是在最大化载货量的同时最小化税负的办法就是制造船舱很深的高挑货船，可这样的设计稳定性较差。1830年《海事目录》（Marine Directory）的一位作者写道，在商船建造中，人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避税而不是如何在复杂的风向中保持平稳航行。
	 [image: 引自Graham（1956，fn.2，p.78）。]结果使英国的商船适航性较差，尽管它们在避税方面颇为有效。

	人们非常清楚，对某些物品征税会导致其消费和生产的数量减少，例如窗户税使建筑物的窗户变少。被鄙视的英国商船则表明，税收还会改变我们消费和生产的物品的特性。税收引发的数量和性质上的两种反应都意味着除纳税带来的单纯收入转移外，还会给人们造成其他方面的损失。本章将更为细致地考察此类额外负担的本质。

	刺激创造性
	引自Mackay（1991）和其他文献，但原始出处不确定。

	关于税收推动的产品创新，可参见Gillitzer，Kleven and Slemrod（2017）。


	据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过，“避税是唯一还会带来回报的智力探索”。
	 [image: 引自Mackay（1991）和其他文献，但原始出处不确定。]我们经常把避税想象成高档写字楼中西装笔挺的律师精心设计的古怪计划，这种情形虽然很多，包括本书第11章要介绍的国际税收的例子，但是很多时候避税只是把日常产品扭曲成表面上怪异的形状而已。这种怪异本身就是税收的额外负担的标志，因为我们看到的物品的样子不是它们的自然应有形态。无论是今天的新潮律师，还是19世纪的造船主，他们的怪异设计都出自相同的根源：一旦政府决定对某项事物征税，就必须明确定义这种事物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然后纳税人会去搜寻或者发明跟应税事物大体相似但不用纳税的东西
	 [image: 关于税收推动的产品创新，可参见Gillitzer，Kleven and Slemrod（2017）。]，由此就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怪异的物品

	鉴于其必要性，税收已被历史证明是“发明之母”。避税激发出了太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创造性，但其中大部分是把物品扭曲成非自然的形态，从社会角度看比毫无意义更加糟糕。对于被征重税的物品，这方面的后果往往最严重，也最清晰可见。多个世纪以来，住房、烟草、酒精饮品和汽车属于其中极为典型的案例。
	Nakamura and Maeguchi（2013）.

	Sauvegrain（2001）.


	建筑物在漫长历史中是很有吸引力的税基，因为它们是财富和盈利能力的清晰标识且不能移动，对它们征税尤其容易导致古怪的扭曲，例如建筑物会变得极其“瘦高”。大约400年前，波兰的房主们需要缴纳的房产税根据临街一面的宽度（和这面墙上的窗户数量）来计算，部分原因或许是更便于在街上勘察。读者很容易猜到此类规定的后果：出现了大量极为瘦高的房子，单位房屋面积负担的房产税大大下降。17世纪的荷兰也按照房屋宽度来征税，而且把这种办法带到他们在加勒比地区的领地上，例如库拉索岛，那里的首府威廉斯塔德至今仍然在海边保留着许多极为瘦高但色彩缤纷的建筑物。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政府按照房屋或店面的宽度来测算税收，结果使日本的许多古建筑也变得又窄又高，许多店铺还采用特意设计的狭小门面，以掩盖整座建筑的真实规模。
	 [image: Nakamura and Maeguchi（2013）.]店主甚至修造起小人国式的店门，希望以此说服税务人员自家的房子很小，应该降低税负。在越南，由于税收同样根据临街面的宽度来计算，住房和店铺被建造成“火箭”形状的建筑。
	 [image: Sauvegrain（2001）.]

	[image: ]

	火箭形状的房子

	资料来源：Marla Holden/Alamy Stock Photo。
	例如，参见Beautiful Puglia（n.d.）。


	还有其他许多避税引发的怪异建筑的例子。例如在希腊，对未完工的建筑物有60%的税收减免，于是出现大量半拉子工程便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在美国，1962年税法引入国内投资税收抵免之后，可移动办公室隔墙变得非常普遍，因为固定结构不能抵免税收，但移动隔墙可以。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现实感受的确如此）的房产税闹剧还是风景如画的意大利东南部小城阿尔贝罗贝洛。这里的传统石制建筑名为特鲁利，只采用干砌石来修造，不使用砂浆。许多旅游网站的介绍中将此特色归因于税收，因为当税收稽查员可能出现时，这样的房子可以很快被拆掉。
	 [image: 例如，参见Beautiful Puglia（n.d.）。]

	[image: ]

	▲请找出图中的隐蔽建筑

	资料来源：David Sanger Photography。

	[image: ]

	特鲁利建筑——避税的结果？

	资料来源：Never Ending Voyage。
	Laffer（2014）.


	烟民也面临各种奇形怪状的产品。在欧盟的许多国家，雪茄缴纳的税率低于普通香烟，由此带来了制作外形像雪茄（出于避税目的）的香烟的激励。比如过滤小雪茄就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直至政府颁布雪茄要满足最低重量的规定。于是生产厂家便推出加长香烟，可以随时分拆为更小更轻的单位，导致欧盟对香烟产品的定义再度收紧。1990年，德国推出了“烟草卷”产品，它把精细切碎的烟草包裹在可渗透纸中，只要塞入单独售卖的空烟管里，即可让你吞云吐雾。这种烟草卷不符合欧盟对香烟的定义，因为它们本身不能直接吸食，而是被归入税收负担低得多的细切烟草类别。最后还有“派对雪茄”。欧盟的许多国家对雪茄和小雪茄的销售税率是按照每个产品单位计算的，而未考虑重量，由此就出现了生产大重量雪茄的激励。例如，在波兰的市场上能够找到长达35厘米的派对雪茄，它用一张外包装大烟叶来包裹许多混合烟叶，以满足政府对雪茄或小雪茄的定义，只不过这种产品本身不是直接用于吸食，而是需要加工成20支香烟。
	 [image: Laffer（2014）.]
	这一事件的介绍可参见McCulloch（1975/1845，pp.159-160）。

	Johnson（1787，p.417）.


	酒类的避税创新同样层出不穷。1786年，苏格兰调整蒸馏酒征税办法，根据实际使用的蒸馏器的容积按比例征收一笔执照税，理由是蒸馏器容积是烈酒数量的良好代理指标。不过在厂家的创新式应对之下，这一直观想法便不再成立。执照税导致厂家采用更浅、更宽的蒸馏器，大大加快了蒸馏速度。在税收史上屡见不鲜的此类猫鼠游戏中，政府再提高税率作为应对，酿酒商则再发挥更多创造天赋。到这项税制最终被取消时，执照税已从每加仑1.50英镑提升至54英镑，而蒸馏40加仑烈酒的时间效率则被提高了2880倍。
	 [image: 这一事件的介绍可参见McCulloch（1975/1845，pp.159-160）。]类似的创举还表现在英格兰的杜松子酒狂热事件中（见本书第12章）：法律规定每加仑收取固定金额的税金，这促使制造商提高产品中的酒精含量，同时抬高销售价格。约翰逊博士指出，零售商“售卖的烈酒是应有烈度的3倍，利用这种发明，他们只需缴纳1品脱的税，就能卖出3品脱价钱的酒，这些酒能够稀释到原来的3倍，并依然保留应有的烈度”。
	 [image: Johnson（1787，p.417）.]
	这个汽车的案例来自Harberger（1995）。

	Atiyeh（2013）.这被称作“鸡肉税”，是法国和德国对美国出口的鸡肉加征关税而引发的报复性措施。


	税收还催生了样式古怪的汽车。智利曾经对小轿车开征比小型货车更高的税，对此市场迅速推出了一款重新设计的小型货车，在货架上安装玻璃窗户，并在后方加上有软垫的座位。
	 [image: 这个汽车的案例来自Harberger（1995）。]印度尼西亚对摩托车实施税收优惠，结果出现了一种奇妙的车型，有3个轮子，后排带着长椅，最多可以坐下8名乘客，作用跟汽车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无须按照汽车的标准缴税。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进口的乘用车征收2.5%的关税，货用车则征收25%的重税。福特公司找到的应对办法是进口5座的全顺车，按照乘用车的低税率缴税，然后去除后座、底板装饰和后窗，再加装新的底板。这样一套从乘用车改装成货用车的工艺只需要11分钟即可大功告成。
	 [image: Atiyeh（2013）.这被称作“鸡肉税”，是法国和德国对美国出口的鸡肉加征关税而引发的报复性措施。]
	延续至1836年。

	延续至1845年。

	The Lancet（1845，p.214）.

	Vose（1980）.

	对于这类砖瓦税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献。例如，Exwood（1981），尤其是Lucas（1997）激烈地反驳了用砖头大小作为避税手段的重要性的说法。


	税收引致创新的许多其他例子也值得一提。乔治王时代的英国政府创造性地引入了大量商品税，作为回应，纳税人以同样杰出的创造性来寻找避税方式。针对1712年引入的印刷墙纸税，建筑商先铺上素色的无印刷墙纸，再往墙纸上绘制花纹图案。
	 [image: 延续至1836年。]1745年引入了一种根据最终产品重量计征的玻璃税
	 [image: 延续至1845年。]，被医学杂志《柳叶刀》批评为“对光照的荒唐征税”。
	 [image: The Lancet（1845，p.214）.]结果出现了被称为“避税玻璃”的大量造型有趣的小型玻璃制品，有些还是中空设计，受到今天的收藏家们的追捧。
	 [image: Vose（1980）.]1784年实施的砖瓦税对每块砖征收一定金额，建筑商很快发现，采用块头更大、数量更少的砖能够显著降低税负。最终政府发现了漏洞，于是对较大的砖块采用较高的税率。从下页的图片上，我们能看到建筑物在不同税收执行时期所用的大小不同的砖块。
	 [image: 对于这类砖瓦税有相当多的研究文献。例如，Exwood（1981），尤其是Lucas（1997）激烈地反驳了用砖头大小作为避税手段的重要性的说法。]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1795年，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对镜子征收的进口税按照面积大小计征累进税，使得面积扩大1倍的镜子需要多缴纳1倍以上的税。据说，人们转而进口小型镜子，然后将它们拼接成更大的镜子。
	Festa（2009），Tague（2008）.


	作为人类税收历史上出人意料的常客，狗也有自己的故事。有人说，英格兰王室在几百年前对犬只征税，但对于截断尾巴的工作类犬只免征。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允许穷人保留能帮忙干活的狗，但不会干扰贵族的狩猎活动，因为当时认为截断尾巴会破坏狗的平衡与运动能力，从而制约其狩猎表现。手头拮据的平民确实为了减税而纷纷截断狗尾巴，到这项税收被取缔时，截断狗尾巴在英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甚至延续至今，远远超越最初的避税需要。不过这个故事有些瑕疵：犬只税领域的严肃学者（确实有这类人）不太相信。
	 [image: Festa（2009），Tague（2008）.]

	[image: ]

	▲中空玻璃制品——最优雅的避税形态

	资料来源：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Drinking Glasses: An Illustrated Guide by L.M Bi-ckerton (Barrie &Jenkins 1971); Page 148, Plate 385。

	[image: ]

	▲墙上采用的不同大小的砖块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JRPG, CC BY-SA 3.0。

	[image: ]

	断尾能够避税的神秘传说

	资料来源：Arterra Picture Library/Alamy Stock Photo。
	对这一观点的经典阐述可参见Barzel（1976）。


	上述案例的一个共性是，税收以产品的某种物理特性为基础来测算：船只的长度和宽度，墙纸上的印刷设计，烈酒蒸馏器的容积等。与我们在介绍所得税时讲的推定征税方法类似，这些物理特征被视为物品本身属性的代理指标。可是，许多物品有着复杂的属性组合，如果把税负放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容易观察的属性上，有可能鼓励潜在避税者通过削弱物品的应税属性并强化免税属性，以维持物品的本质基本不变。
	 [image: 对这一观点的经典阐述可参见Barzel（1976）。]以物理属性为基础的税收通常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而政府的反应则可能是重新对税基做具体规定，就像砖瓦税的调整那样。避税往往是纳税人发明应变策略与政府努力修补漏洞之间的长期竞赛。
	不过，从价税也可能影响出售产品的特性。与从量税（对每个商品单位征收，与销售价格无关）相比，从价税对质量较低的产品有利。这是因为在征收从价税时，为补偿改进品质所花的1美元，需要让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增幅超过1美元（其中一部分会被政府拿走）；而在征收从量税时，价格增幅1美元就足够了。这个区别听起来较为技术性，却可能导致很大的影响。例如在欧洲，烟草公司发现游说税率水平是错误路线，于是转而关注从量税与从价税之间的构成平衡，其立场选择取决于各家公司瞄准的是高端还是低端市场。参见Keen（1998）。


	对于以物理属性为基础的税收面临的这一难题——看似非常有创意的发明，但除了避税的好处，只会让产品本身变得更加糟糕——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以价格为基础来计税：这就是从价税的理念。从价税的办法如今已成为规范，例如在增值税或零售税中。主要的例外情形是，某些物品的特定属性刚好是征税的目的（发挥矫正功能），例如饮品中的酒精含量等。
	 [image: 不过，从价税也可能影响出售产品的特性。与从量税（对每个商品单位征收，与销售价格无关）相比，从价税对质量较低的产品有利。这是因为在征收从价税时，为补偿改进品质所花的1美元，需要让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增幅超过1美元（其中一部分会被政府拿走）；而在征收从量税时，价格增幅1美元就足够了。这个区别听起来较为技术性，却可能导致很大的影响。例如在欧洲，烟草公司发现游说税率水平是错误路线，于是转而关注从量税与从价税之间的构成平衡，其立场选择取决于各家公司瞄准的是高端还是低端市场。参见Keen（1998）。]

	划清界限

	以物理属性为计征基础的税收刺激了人们的避税创造性，在采用从价税时，如果对不同产品适用不同税率，类似的创造性会被再度激发，因为此时必须选择某种属性来决定具体适用的税率，也就是说，需要为区别不同的产品而划清界限。我们将很快看到，这催生了某些声名狼藉的愚蠢法律案例。除了发明新产品的动力，税收的任何区别待遇都会强烈地刺激人们想方设法确保自己的产品或活动属于享受更多税收优惠的类型，无论是重组应税对象，还是聘请精明的律师。因此每当政府选择对不同对象适用不同税率时（这种情况很多），避税现象就会涌现。
	今天位于以色列的雅法（Jaffa）出产的柑橘在历史上闻名遐迩。1927年，英国饼干制造商推出了以之命名的“Jaffa Cake”（雅法蛋糕），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柑橘种植。——译者注


	有时候，采用差异化税率的理由远非一目了然。例如在荷兰，豚鼠饲料按照21%的比例征税，兔子饲料的税率只有9%。有时候，我们至少能看出这些差异化有某些理由，虽然税率设计得还是很糟糕。英国对食品免征增值税，目的是减轻穷人的税收负担，不过我们将在第14章探讨为什么这种做法非常缺乏效率。律师做梦都想弄清楚具体哪些类型的食品符合税收优惠条件。一种名为雅法蛋糕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image: 今天位于以色列的雅法（Jaffa）出产的柑橘在历史上闻名遐迩。1927年，英国饼干制造商推出了以之命名的“Jaffa Cake”（雅法蛋糕），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柑橘种植。——译者注]就遇到了这种难题，它因为雅法柑橘而得名，属于饼干状的蛋糕（或蛋糕状的饼干）。如果雅法蛋糕被视为蛋糕，它们在1991年就可以免征增值税，但如果被视为由巧克力包裹的饼干，则适用高达17.5%的基准增值税。英国一家税务法庭负责对此做出裁决，考虑了大量的影响因素：成分、大小、口感、包装、营销和物理属性等，还包括雅法蛋糕变质后的情形，以及消费者在食用的时候是用手还是叉子。最终，该法庭判决雅法蛋糕与蛋糕足够接近，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当然这没有回答人们最初的疑问：为什么要对蛋糕和饼干按照不同税率计征增值税？

	[image: ]

	蛋糕还是饼干？——得问我的律师

	资料来源：Kevin Wheal/Alamy Stock Photo。
	State of Wisconsin（2010）.


	雅法蛋糕的案例或许是英国特有的一种现象，但复杂而古怪的税收差别待遇却不是。如果你打算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销售一份或一小块冰激凌蛋糕，税务局在向你解释这是否应该纳税的时候，需要仔细查阅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份有1437个单词的备忘录，其中包含10个案例。
	 [image: State of Wisconsin（2010）.]
	CBC News（2014）.


	有时候，政策制定者试图根据买方心里盘算的用途来区别税收待遇，这会自找麻烦。例如在美国艾奥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南瓜只有作为食材时才可以免除销售税，用于雕刻则不能免税。但是，南瓜的销售商如何知道顾客买回去以后的实际用途，然后缴纳恰当金额的税收呢？一个类似的案例是美国对柴油收取的联邦税，不过涉及的金额要大得多。这一税种适用于运输类业务消耗的柴油，但对于农业用途、非运输类业务或飞机消耗的柴油则免税。为此尝试过一种解决方案，给免税柴油染色，然后在路边抽查货车，如果发现油箱中的燃料属于染色型号，则表明有逃税行为，我们将在第13章说明这一尝试的结果。另外在2010年，纽约市开始实施一项法规，对于在面包店里食用的面包圈征收销售税，但顾客带走的面包圈则免税。你如果在店里把面包圈切成小块，就会使交易变成应税类型——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够方便而不唐突地判断顾客会不会在店里吃掉面包圈呢？在2014年的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甜味烘烤食品如果按照不足6个的标准预先包装，就可以免征增值税。
	 [image: CBC News（2014）.]这种规定应该与预设的产品用途有关，但老实说，我们对于具体是指什么完全一头雾水。
	Hays（2013）.

	The Economist（2018b，p.48）.


	当税收体系采用“档位”方式的时候，即跨越某个标准会导致纳税负担跃升（如之前第3章介绍的十分之一税），我们会看到某些极端的产品创新和其他反应案例。例如在日本，对含酒精麦芽饮料的税收会根据麦芽含量而调整。1996年之前，如果麦芽含量在25%～67%，则税率为每升152.7日元，麦芽含量高于或低于这个区间将分别面临更高或更低的税率。税收推动的产品创新尾随而至。1994年，三得利公司推出了发泡酒——足以点起火花的酒精饮料——麦芽含量65%，刚好在高税率档位之下。到2003年，发泡酒在啤酒与发泡酒的共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40%。显而易见，或许出于税收流失的担忧，政府在2003年提高了发泡酒的税率。不出所料，三宝乐公司和三得利公司于2004年又推出了一款麦芽含量为零的饮品，适用最低税率。到2008年，这类饮品的销售量已经与麦芽含量中等的发泡酒旗鼓相当。
	 [image: Hays（2013）.]以同样的干劲，当英国政府在2018年宣布征收糖类税时，苏格兰的流行软饮料（Irn-Bru牌）的生产商也宣布，正在调低大部分饮品中的含糖量，使之缩减到纳税门槛之下。结果有5万多人联名请愿，反对这项税收引致的（糟糕的）产品创新。
	 [image: The Economist（2018b，p.48）.]

	如果是涉及概念而非物品，划清界限遇到的问题可能更多，经济后果可能更严重。例如，企业雇员（雇主必须为其代扣代缴所得税）与独立承包商（不适用代扣代缴）之间就存在一条重要的界限。美国税法中包含一套有20个因素的检测办法，以决定劳动者身处这条界限的哪一边。随着点对点（p2p）商业模式大量兴起，例如优步或来福车等，雇主与雇员的区别变得更模糊，这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2016年，优步公司同意支付1亿美元以解决集体诉讼纠纷，让该公司继续把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司机作为独立承包商对待。然而该和解方案在当年8月被一名联邦法官否决，理由是赔偿金额不足。因此到2020年这场官司仍在诉讼之中。加利福尼亚州官员起诉优步和来福车公司把司机错误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不过在当年11月，加利福尼亚州选民压倒性地投票通过了一项有约束性的公投议案，允许优步、来福车和其他零工经济类型的企业继续把司机作为独立承包商对待。

	税法中另一条重要的界限与企业的融资方式有关。如果企业通过借款筹集资金，即债务融资，它给贷款人支付的利息通常可以作为经营成本从应税收入中扣除。与之相反，如果企业通过发行股份筹集资金，它给股东带来的股息和资本利得等回报则不能从企业应税收入中扣除。所以，这两种基本的企业融资方式面临截然不同的税收待遇，税法对债务融资更有利。这于是刺激了人们寻找筹集资本的特殊方式，既有股权的特征（如对于回报没有任何承诺），又跟债权足够相似（例如有定期固定还款），以满足利息抵扣的税法规定。
	McHugh（2016）.

	Greene（2016，pp.23-24）.


	受监管金融机构经常处在寻找此类“混合融资工具”的最前沿，它们的诀窍是找到那些既能带来利息支出抵扣，又能在满足资本金要求时被视作股份的工具。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这项任务变得尤其迫切，因为银行都试图重建自己的资本缓冲，又尽量不放弃杠杆融资的优势，至少是税务方面的优势。它们推出的主要创新产品是或有可转换债券（CoCo），意指特定类型的付息债务，当某些特定触发事件发生时（例如银行资本下跌到监管要求的标准之下），此类债务可转换成能吸收损失的股份。在2009-2015年，市场上总共发行了超过3500亿美元的或有可转换债券，这不是小数目。
	 [image: McHugh（2016）.]尽管税收不是推动以这种方式满足资本金要求的唯一因素，却显然是关键因素。例如在德国，直至2014年5月，还没有发行过任何或有可转换债券，然后官方明确宣布债券付息能获得税收抵扣，于是在次月，德意志银行便发行了价值47亿美元的此类工具。
	 [image: Greene（2016，pp.23-24）.]
	Burman，Clausing and O'Hare（1994）.

	Gans and Leigh（2009）.

	折旧奖励条款允许把截至2008年底获得的大部分资产（房地产除外）的一半价值在购买当年冲销，另外一半适用正常折扣规则；该条款随后还被扩大适用范围。


	税收档位也可能出现在时间维度上。这通常来自税收规则的变化，例如税收规则会适用到纳税年度的最后一天，然后从第二天开始适用新规则。如果有效税率下调，人们便有激励推迟获得应税收入，如果有效税率提高，人们则会努力提前入账应税收入。这方面最惊人的一个案例是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即将从1987年1月1日起生效，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已实现资本利得的税率将急剧抬升。有大量累积资本利得的资产所有者对此格外关注，于是1986年12月实现的长期资本利得金额达到了上年同期水平的7倍，也是1986年其余月份平均水平的6倍。
	 [image: Burman，Clausing and O'Hare（1994）.]有大量证据表明，不仅年末的出生人数对税收敏感，甚至死亡日期也对税收敏感（更多介绍见本书第12章）。
	 [image: Gans and Leigh（2009）.]税收变化偶尔还会被刻意临时采用，以制造出不同时间断点，改变经济行为发生的时间。例如为刺激新冠疫情后复苏期的消费，德国在2020年7月宣布把基准增值税税率从19%削减至16%，为期6个月，就是故意创造尽快（而非拖延）购物的激励，特别是针对耐用产品。与之类似，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英国政府临时把基准增值税税率从17.5%削减至15%，美国则采取了临时性的奖励折旧的规定，希望刺激投资。
	 [image: 折旧奖励条款允许把截至2008年底获得的大部分资产（房地产除外）的一半价值在购买当年冲销，另外一半适用正常折扣规则；该条款随后还被扩大适用范围。]
	Tax Advisory Partnership（n.d.）.对这一天的调整（与闰年有关）的解释参见taxback.com（n.d.）。


	说到纳税年度，有一个奇怪之处是专家们绝不能忽略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对个人纳税年度的划定与日历年度相同，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例如在英国，新纳税年度的第一天居然是4月6日。这一特例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英格兰和爱尔兰在历史上长期采用4个重要的基督教节日（包括圣诞节）作为清算所有债务和账目、缴纳租金的日子。比如稍后将会介绍的英国复辟时期的炉灶税，就在一年中分两次缴纳：天使报喜节（3月25日）和米迦勒节（9月29日）。当时将3月25日作为新年来庆祝，也被视为（但谈不上庆祝）英国纳税年度的头一天。不过到1752年，英国转而采用格里高利历。此前的英国日历比已经采取格里高利历的欧洲其他地方晚了11天，于是1752年9月2日周三之后的次日变成了1752年9月14日周四。为避免在短期内损失财政收入，英国财政部发出命令，要求从1752年3月25日开始计算的财政年度维持正常的365天，于是其结束日变成了1753年4月4日，下一个财政年度则从4月5日开始。这一做法持续到1800年，财政部又把财政年度的开始日期修改为4月6日。
	 [image: Tax Advisory Partnership（n.d.）.对这一天的调整（与闰年有关）的解释参见taxback.com（n.d.）。]
	Soled（1997）.

	直到埃及中王国时期，参见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71）。


	但无论如何，为什么税务会计期要设定为一年，而不是两年或者其他时长呢？采用双年制的办法无疑会节省征管成本，采用超越单一年份的视野还会更准确地反映人们的经济状况（缓解某些不正常年份的波动）。有位学者曾经从节约成本的角度主张采用双年制税收周期，但也指出这种理念没有获得广泛支持，他在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友人”的如下表述：“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糟糕的建议。”
	 [image: Soled（1997）.]本书的两位作者对这种批评表示绝不接受，而且提醒大家：古代埃及人确实是按照两年为周期来征税的。
	 [image: 直到埃及中王国时期，参见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71）。]
	例如，参见Liu et al.（2019）。


	税收涉及的属性归类与界限划分导致了畸形的汽车设计、滑稽的法律纠纷以及其他许多事件，经常让人感到可笑。有时，税收遭遇的这种嘲讽完全是应得的。不过，税收差别待遇往往是为了追求善意的目标，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例如，为了节约行政管理资源（以用于其他目的），减轻小企业的合规成本，大部分国家的增值税规定，只有营业额超过某个门槛值的企业才需要缴纳。然而这个有良好初衷的档位设置却导致某些企业人为地把自己的规模和增长（至少在表面上）限制在门槛值以下。
	 [image: 例如，参见Liu et al.（2019）。]如果有人打算对食品和其他什么产品实施较低的税率，就不可避免会遇到雅法蛋糕那样的情形，并由此陷入尴尬境地。关键问题在于，与预先追求的目标相比，创造性避税措施带来的副作用是否过高和可控。除了税收执行的成本以及实际上缴给政府的税款，这些副作用中最主要的部分还是人们的行为变化带来的损害，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税收的额外负担。

	额外负担

	通常来说，税收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会高于其实际缴纳的税款，上文谈到的税收引致创新的诸多例子已经清晰地说明了这点。如果不是为了少缴税，谁愿意住在没有完工的建筑、装着低矮大门的房子里呢？它们都是学者所说的“扭曲”：纯粹是由于税收制度造成的激励，事情才会变成这种样子。关键之处在于，在私人部门因为转移给政府的资源而不可避免付出的成本之外，税收还带来了更多损害。税收会造成附加损失，即额外负担，这是我们在思考税收问题时要考虑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但在现实的公共讨论中很少被人提及。这个概念关系重大，它看上去或许有些学究气，但并不那么神秘。

	无火不生烟
	更准确地讲，包括英格兰、威尔士以及在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存在争议的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镇。苏格兰在1691-1695年征收过炉灶税，爱尔兰也在1663-1795年征收过。


	在1660年复辟后不久，英格兰的查理二世国王也像他被砍头的父亲一样面临手头拮据的窘境。议会的态度非常坚决：国王不能重新启用任何古怪的封建义务，所有征税都必须得到议会批准。于是到1662年5月，议会允许英格兰征收炉灶税：针对当时用于做饭和取暖的火炉征税。
	 [image: 更准确地讲，包括英格兰、威尔士以及在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存在争议的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镇。苏格兰在1691-1695年征收过炉灶税，爱尔兰也在1663-1795年征收过。]税率为每个炉灶每年2先令，穷人可以免征。这是除了关税与货物税，国家在和平时期也日常征收的第一个税种。官方对炉灶税的征收记录大部分被保留至今，成为家族谱系学者的宝贵研究资料。稍加一点想象，这些记录也能够带给我们许多关于税收效应的知识。
	Petty（1662，p.74）.

	这是他对1662年6月的记录，参见Latham（1985，p.210）。

	Hervey（1905，p.xxi）.


	对炉灶征税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一所房子里的炉灶数量似乎是支付能力的合理代理指标，对炉灶征税也是现实可行的办法，因为跟人数或票数不同，炉灶不能随便移动，比较容易弄清楚数量。
	 [image: Petty（1662，p.74）.]尽管有这些设计上的优点，炉灶税从一开始便遭到痛恨。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日记中记述说，清点炉灶数量后的第一个月，人们就反对这种炉灶税，号称不会无缘无故地付钱。
	 [image: 这是他对1662年6月的记录，参见Latham（1985，p.210）。]让人们痛苦的不仅是（或者不主要是）税款本身，还包括收税员有权力（其实是责任）进入居民家里去检查申报的炉灶数量是否如实。随即，抵抗行动爆发了。1668年，“布里德波特的炉灶税征收员在镇子里被男女老少追赶，遭到石块袭击……奈特先生的脑袋被砸到两次，并因此死亡”。
	 [image: Hervey（1905，p.xxi）.]
	爱尔兰除外，那里一直维持到19世纪早期。

	Douglas（1999，p.13）.

	Macaulay（1855，p.11）.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1818，p.243）.


	炉灶税于1689年被废除。
	 [image: 爱尔兰除外，那里一直维持到19世纪早期。]这是新国王威廉三世在前一年爆发的光荣革命后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他夺取王位几乎没有遭遇抵抗，此举又为他轻松赢得了民心。威廉三世还刻意让大家知道他反对炉灶税
	 [image: Douglas（1999，p.13）.]，“在从托贝到伦敦的整个行军途中，普通民众三番五次地上前请求，让他帮助大家解除炉灶税带来的难以忍受的负担”。
	 [image: Macaulay（1855，p.11）.]就像废除法案中所说的那样，这个税种已经成为“贴在全体民众身上的奴役标记，让每个人的房子都会被陌生人肆意闯入和搜查”。
	 [imag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1818，p.243）.]取缔炉灶税被明文载入英格兰议会于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中。这项税收的短暂历程虽然伴随着很多麻烦，却提供了一种方式，让我们能通过普通纳税人的眼睛去审视税收的额外负担的本质与影响。
	这里关于荷里路德教区的记录引自Hughes and White（1991）。

	这是在炉灶税实施以后，看起来温多弗先生还没有对该税种做出反应。因为这是个很新的税种，在3月份制定法律，9月份首次征缴，另外要用砖砌或者其他办法来改变家里的炉灶数量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税种是暂时性的，所以不打算做出改变。


	炉灶税刚刚实施后的1662年，约翰·温多弗（John Windover）住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南安普敦附近的荷里路德教区。
	 [image: 这里关于荷里路德教区的记录引自Hughes and White（1991）。]他的家境还不错，房子里有5个炉灶，对于该教区里的应税人群而言，这基本属于平均水平。
	 [image: 这是在炉灶税实施以后，看起来温多弗先生还没有对该税种做出反应。因为这是个很新的税种，在3月份制定法律，9月份首次征缴，另外要用砖砌或者其他办法来改变家里的炉灶数量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税种是暂时性的，所以不打算做出改变。]不过在8年后，温多弗先生家里只剩下4个炉灶了。我们并不清楚是不是税收促使他减少了1个炉灶，姑且假设如此。对于剩下的炉灶，温多弗先生每年共计缴纳8先令的税收。但税收带给他的真实成本其实更多：除了其他方面的花费减少，他如今住在更寒冷无疑也更不舒适的房子里。税款之外的更多成本，包括冻僵的手指、能捂住耳朵的睡帽等，都属于炉灶税给温多弗先生造成的额外负担。

	这些负担不像温多弗先生交到收税员手里的8先令那么显眼，却同样真实。我们甚至可以计算出其货币价值。温多弗先生付出的额外成本就是他在1670年不再拥有的那个炉灶对自己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即超出炉灶成本本身的部分）是多少呢？显然该价值低于保留炉灶所需缴纳的2先令的税收，因为如果其价值高于2先令，温多弗先生就会愿意保留这个炉灶，而承受多增加的2先令税负。同时该价值对他来说也必然大于0，否则他之前就不会拥有这个炉灶。因此他在1670年失去的这个炉灶对他的价值应该是0～2先令，我们可以比较合理地采用中间值1先令作为推测。这样一来，温多弗先生因为炉灶税而遭受的总损失就是9先令，其中8先令是非常明显的税收，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看，至少发挥了支持政府运转的功效。而剩下的1先令额外负担则不仅很难被发现，而且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温多弗个人乃至复辟时期的英格兰社会而言，均属纯粹的浪费。

	本章早些时候讨论的根据属性测算的税收和档位同样会造成额外负担，不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时比消失的炉灶更显而易见。例如，19世纪的英国造船商在改变船只的形状之后，发现他们不仅要支付港口和其他费用（尽管比没有改变船只形状时更低），还要为制造成本更高且更容易倾覆的船只付出代价。由此导致的附加成本，包括可能需要更多压舱物或者支付更高保险费等，都是额外负担的表现。又如，规模保持在增值税门槛之下开展业务的企业尽管不需要缴纳这一税负，却会为此付出其他代价，包括人为限制自身的业务发展，或者不嫌麻烦地拆分成更小的企业（以继续享受纳税门槛之下的待遇）等。

	炉灶税的额外负担在如今已不是重大政策问题，我们也找到了不那么危险的办法来对船只征税。不过，几乎所有税收都仍存在类似的难题，即纳税人（有时也包括非纳税人）的福利损失会超出直接缴纳的税额。某些税种会影响与经济活动和福利水平有关的重要指标，包括投资与企业扩张、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储蓄水平、职业选择、借款与贷款决策等，并由此产生额外负担。只有纳税人无法逃避的税种才不会产生额外负担，例如本书第4章提到的一次性税收，这在下一章里还会深入讨论。其他所有税种除了把部分资金从纳税人手里抽走并转移给政府，还会给民众施加真实的附加成本。
	例如，参见Misa（2011，p.41）。尽管这种观点很常见，但我们没能找到准确的证据。其他记述资料则强调，该税收的实施采用了与过去的祭祀仪式献金（和后来的房产价值评估）类似的手段：货物的应税价值由船主自己报告，但丹麦国王有权按照该价格买下它（Haan et al.，2012）。

	在本章开头描述的英国计税方法中，是在吃水线的位置测算船只的宽度。

	这一观点来自Graham（1956，p.78）。


	这一规律或许也有例外情形，例如，以属性为依据的税收激发了某些很有实际用途的创新。印度尼西亚人发明的有三个轮子和狭长椅子的摩托式汽车或许算不上创新，但荷兰人在16世纪末前后发明的三桅商船却属于这种类型。显然，此类商船的起源与政府对穿行于厄勒海峡（连接北海与波罗的海的主要通道）的船只所征的税收有关。据说，税收是以甲板的面积为依据的，从而推动了顶部甲板较小、水线位置船体较宽的船型的发展。
	 [image: 例如，参见Misa（2011，p.41）。尽管这种观点很常见，但我们没能找到准确的证据。其他记述资料则强调，该税收的实施采用了与过去的祭祀仪式献金（和后来的房产价值评估）类似的手段：货物的应税价值由船主自己报告，但丹麦国王有权按照该价格买下它（Haan et al.，2012）。]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一设计很适合在较浅的水域运载庞大货物，三桅商船由此成为17世纪荷兰创建海上帝国的主力船型。
	 [image: 在本章开头描述的英国计税方法中，是在吃水线的位置测算船只的宽度。]在这个案例中，根据甲板面积测算的税收导致的额外负担甚至变成了一件好事。当然，把三桅商船的创新完全归功于税收有些言过其实，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同样的设计改进。但这个案例，或许还有优雅的避税玻璃制品的案例，毕竟是我们能够想到的税收引致创新发挥有益作用的最贴切的情形。更有可能的情形是，税收引致的创新事实上阻碍了更多有用的创造，例如要不是古怪的船只税收规定，英国人或许会更快开发出船壳较浅的快速帆船。
	 [image: 这一观点来自Graham（1956，p.78）。]

	税收能够激发创新，创新也能够激发税收。威廉·格莱斯顿曾请教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电力有哪些实际用途。据称法拉第这样回答：“阁下无须顾虑，十有八九，您很快就能够对它征税了。”姑且不管法拉第是不是这么说的，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穆勒在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首次出版）中讨论了歧视性税收问题：“税收造成了人为的激励，人们偏向选择两者中品质较差却免税的一种。因此，如果税收会带来什么效应，它这个效应就是降低生产出来的商品质量，或者更加耗费劳动力。它导致社会上大量劳动被浪费，并使资本被用来支持和回报这些无意义消耗的劳动力，就好比雇用人挖坑然后又将其填上。”（Mill，2009/1848，p.654）

	Bartlett（1994）.


	税收的额外负担概念很久以来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近两个世纪前就有过论述。
	 [image: 穆勒在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首次出版）中讨论了歧视性税收问题：“税收造成了人为的激励，人们偏向选择两者中品质较差却免税的一种。因此，如果税收会带来什么效应，它这个效应就是降低生产出来的商品质量，或者更加耗费劳动力。它导致社会上大量劳动被浪费，并使资本被用来支持和回报这些无意义消耗的劳动力，就好比雇用人挖坑然后又将其填上。”（Mill，2009/1848，p.654）]这个概念在现实中的表现则与税收本身同样久远。许多人认为税负沉重是西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他们不仅责怪总体税负过高，还强调税收的额外负担，主要表现为耕地撂荒和产业外迁等。
	 [image: Bartlett（1994）.]

	[image: ]

	有效避税的船只——充满想象力的荷兰商船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Vladimir Sitnik。

	不过事实也表明，把额外负担概念引入实际政策制定和讨论非常困难。麻烦之处在于这种负担相当不清晰，不会出现在任何人的预算里，并经常表现为某些东西的缺失（例如温多弗先生家的壁炉减少了一个，波雅尔贵族喜欢的胡子被剃掉，投资项目没有实施而损失的利润和工资等）或者放弃的某些行动（例如舍弃的加班或舍弃的创业生涯等）。

	有时候，税收的额外负担还会表现为本来不应该出现的某种东西。这是因为税收（或者补贴）会导致某些行动，它给直接影响对象带来的好处少于给其他人造成的损失。假如查理二世反向而行，给炉灶提供补贴，足以让温多弗先生决定修造第6个炉灶，他将会获得更温暖的生活环境。但我们知道，在他本人看来，修造第6个炉灶的好处应该不及其成本，否则不需要任何补贴，他自己就会把炉灶建起来。同样的道理，如果对汽车征收关税导致用高成本的国内产品取代低成本的进口货，国内汽车生产商固然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政府也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但消费者承担的损失比这些好处更大，他们只能购买数量更少、价格更高的汽车。

	额外负担概念的无形特性意味着，在实际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它获得的关注比更显而易见的因素要少。例如，纳税人损失以及政府的征税成本通常更显而易见也更容易理解，谈论简化税制很容易讨好公众，而主张减少税收的额外负担就极少能收获喝彩或者选票。

	当然，公众讨论中忽略税收的额外负担是否会带来重大影响，还取决于这种负担本身的大小及其重要性。这里的关键在于人们对税收的行为反应。我们可以回到荷里路德教区，跟科尔内留·福克斯（Cornelius Fox）谈谈。与同教区的邻居约翰·温多弗一样，在1662年福克斯先生家里也有5个炉灶。到1670年时，面对每年2先令的税收，他家的节约规模更大，减少了3个炉灶。此时，福克斯先生的税负比温多弗先生更低，每年只有4先令。不过他的手指可能冻得更僵，夜晚也更加冰冷难熬，也就是说承受了更大的额外负担。根据前文的同一逻辑，他家里放弃的3个炉灶如果每个估值为1先令，那就可以合理地推测福克斯先生遭受的额外负担为3先令。对他来说，7先令的总损失（4先令的税款加上3先令的额外负担）中有几乎一半不是税款，而是附加成本。由于福克斯先生的行为反应比温多弗先生更为剧烈——他的需求弹性要高得多——他能够通过此类反应更多地降低自身的税负。但这同时表明，福克斯先生为此承受了更多的额外负担，表现为以货币形式测算的超出实际税款的部分。
	Keane（2011）对这一课题在近期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做了综述。


	因此，税收引起的行为反应越大，不仅意味着政府损失的税款越多，而且意味着纳税人承受的额外负担越重。测算此类行为反应的强弱是现代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本职工作之一。学者们采用五花八门的统计技巧和研究设计，借助自然实验和随机控制田野实验，来确认各种税收带来的行为反应程度。例如有研究发现，对在职员工的劳动报酬征税造成的额外负担与税款收入相比很低。这并不表明劳动供给完全不受税收的影响，而只是说在不可避免地抽取他们的部分收入之外，造成的其他影响很小。另一方面，在不可避免的收入影响之外，是否参加工作的决策对税收的反应则相当大，对女性尤其明显，所以单位税款带来的打击劳动参与率的额外负担可能非常大。
	 [image: Keane（2011）对这一课题在近期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做了综述。]
	当一个人对税收的反应还影响其他人的时候，社会损失可能多于或少于纳税人本身遭受的额外负担。例如，如果额外负担包含支付贿赂，社会损失可能就会更小，因为受贿者从中获得了一定好处——除非人们认为此类不法收益不应该计入社会收益。

	这一观点的首次规范论证来自Feldstein（1999）。


	当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思考行为反应时，它不仅涉及家里的炉灶数量或上班的时长这些现实情形，还包括为规避或逃脱税款而发生的所有成本。对此，不妨设想我们的朋友约翰·温多弗并没有封堵或者拆除他家的第5个炉灶，而是在“炉灶员”来访时设法将其遮蔽起来，或者直接贿赂对方。此时温多弗先生的手指将不会因为征税而被冻僵，但依然要为逃避炉灶税付出一定的代价，无论是想办法遮蔽炉子，还是给收税员塞点现金。这样的成本有多大呢？温多弗先生愿意为避免2先令税收而付出的贿赂（假如他对此类做法不避讳）应该介于0～2先令之间，我们不妨推测为1先令。但这正好等于我们之前讨论的他真正拆除炉灶时承受的额外负担。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任何避税或逃税办法伴随的成本。由此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纳税人的行为反应是实际经济活动的变化（如减少炉灶、减少劳动力供给或减少投资），还是某种类型的避税或逃税，他承受的额外负担都是大体相同的。
	 [image: 当一个人对税收的反应还影响其他人的时候，社会损失可能多于或少于纳税人本身遭受的额外负担。例如，如果额外负担包含支付贿赂，社会损失可能就会更小，因为受贿者从中获得了一定好处——除非人们认为此类不法收益不应该计入社会收益。]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image: 这一观点的首次规范论证来自Feldstein（1999）。]其实真相早已在本书第三篇开头引用的汉德尔斯曼所讲的故事中展示过：无论那条狗是真正清除了身上的跳蚤，还是想办法将其隐藏起来，从额外负担的角度来看都是一回事。
	Saez，Slemrod and Giertz（2012）.


	这一发现有个极其实用的启发，即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税基（例如申报应税收入的数额）如何对税收做出反应，来弄清楚额外负担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无须知道税基反应有多少是来自实际行为变化（如减少劳动力供给），有多少是来自其他方式的避税（如把收入转移到不需要纳税的员工福利项目）或逃税（如隐瞒部分收入）。所有这些反应都会导致税基减少，而真正重要的是总体效应。这个发现给经济学家创造了一类业务——测算此类税基反应的大小，他们有时也采用了超级聪明的办法。例如对所得税，有大量论文试图估计“应税收入的弹性”。近期一项对此类浩瀚文献的综述表明，应税收入的弹性通常为0.2～0.3。
	 [image: Saez，Slemrod and Giertz（2012）.]它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所得税税率从30%提升至37%，那么“税后净收入比率”（纳税人自己留下的收入占比）将从70%降至63%，相当于10%的降幅。而应税收入弹性为0.2～0.3则意味着，随着这一税率提高，纳税人申报的应税收入将下降2%～3%。

	观察额外负担的一扇窗口
	本节的内容参考了Oates and Schwab（2015）。如今的谷歌地图在漫游苏豪区康普顿街的时候会展示一个半世纪前留下的这一景象。

	关于税收档位的更多价值，可参见Slemrod（2013）。文章很自豪地用了“Buenas Notches”作为标题（类似西班牙语中的晚安）。


	英格兰的炉灶税后来被窗户税取代，后者同样是反映房子富丽程度的指标，但可以用不那么冒犯主人的办法测量。之前提到过，某些英格兰房主的反应是用砖把部分窗户封起来。1848年，伦敦木匠协会会长在议会作证说，苏豪区康普顿街几乎每所房子都曾请他去帮忙减少窗户的数量。
	 [image: 本节的内容参考了Oates and Schwab（2015）。如今的谷歌地图在漫游苏豪区康普顿街的时候会展示一个半世纪前留下的这一景象。]窗户税的特点之一是当窗户数量达到某个标准后，税负会跃升，即上文提到的“档位”。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税率档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估计额外负担的绝妙办法。
	 [image: 关于税收档位的更多价值，可参见Slemrod（2013）。文章很自豪地用了“Buenas Notches”作为标题（类似西班牙语中的晚安）。]

	为此，让我们回到1747年，当时窗户数量不足10扇的房子无须纳税，而对于窗户数量在10～14扇的房子，每扇窗户（不只是对超出10扇的部分）都需要缴纳6便士的税款。因此，把窗户数量从9增加到10，会带来5先令的税负（即6便士的10倍）。如此大幅度的税负提高让这第10扇窗户变得非常昂贵。如果民众没有对税收做出任何反应，那么我们会看到配有10扇窗户的房子会略少于配有9扇窗户的房子（因为负担得起10扇窗户的人比负担得起9扇窗户的要少），而配有9扇窗户的房子会略少于配有8扇窗户的房子。相反，如果民众对税收的反应很强烈，我们则会看到有大量（据说）配有9扇窗户的房子，刚好低于纳税的标准，其数量甚至可能多于配有8扇窗户的房子——对此无法用其他因素来解释——而刚好配有10扇窗户的房子会相当罕见。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聚集”现象越明显，民众对窗户税的行为反应就越强烈，税收导致的相应额外负担也越大。
	Oates and Schwab（2015）.


	有项研究受此启发，分析了英格兰的493所房子在当地的窗户税记录，这些房子大部分位于什罗普郡的拉德洛镇，时间为1747-1757年。
	 [image: Oates and Schwab（2015）.]不出所料，这些记录显示有大量房屋刚好只有9扇窗户，相比8扇窗户的房子和10扇窗户的房子来说都多出4倍以上。而且在14扇窗户和19扇窗户的位置也有类似的数量激增现象，分别对应着税收档位在第15扇和第20扇窗户上的跃升。这样的聚集过于明显，无法归结为偶然因素。考虑到可以解释这一分布模式的行为反应，研究者估计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平均而言约为纳税额的13%。不过，对于刚好压缩到税收档位（例如14扇）之下的房主而言，他们的额外负担要高得多，约为纳税额的62%。而对于把窗户数量减少到9扇的房主来说，他们无须缴税，其损失全部来自额外负担。政府没有从他们身上获得任何税款收入，但税收扭曲了房主的行为。
	关于巴基斯坦的研究来自Kleven and Waseem（2013）；关于增值税的研究来自Liu et al.（2019）。


	税收制度中的此类档位设计通常不是什么好事，原因正是由此可能引发的强烈反应。不过，学者很喜欢这种设计，恰恰也是因为它们引发的行为反应的强度清晰可见。例如，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评估巴基斯坦的所得税制度（一度设置有许多档位，这在今天已不常见）带来的成本，或者英国的增值税纳税门槛导致的扭曲。
	 [image: 关于巴基斯坦的研究来自Kleven and Waseem（2013）；关于增值税的研究来自Liu et al.（2019）。]
	这种“附近”的说法很重要。采用节点调整方式时，多出的几美元落到50%的税率档位不是大事。但处在错误档位就差别巨大，例如10扇窗户，而非9扇。

	Saez（2010）.


	即便不存在税负突然跃升的情况，边际税率（对最后1美元适用的税率）的变化，即税率表上的“节点”（kinks），也可能有类似的效应。例如，有人愿意在20%的税负下再多挣1美元，但如果税负达到50%就没有多挣钱的欲望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收入集中在边际税率提升的水平或附近。
	 [image: 这种“附近”的说法很重要。采用节点调整方式时，多出的几美元落到50%的税率档位不是大事。但处在错误档位就差别巨大，例如10扇窗户，而非9扇。]对税率表引起的纳税人反应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利用了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抵免数据，如本书第7章所示，这项政策相当于给一定水平之下的收入提供补贴，补贴额在该水平上会达到最大值。而对于更高水平的收入，抵免额会开始“追回”，导致补贴数额减少。因此这种制度包含三处节点：从负的边际税率（补贴）到零税率，即抵免额达到最大值为止；从零税率到正的税率，即开始追回抵免；再从正的税率到零税率，即抵免政策在某个收入水平上完全消失。该研究发现，只有自雇人群在第一个节点处出现明显的聚集现象，因为他们对申报收入有更强的灵活性，说明此类行为主要是为获得更多抵免而夸大真实收入，属于逃税现象。
	 [image: Saez（2010）.]
	Kirchgaessner（2017）.


	在我们结束对窗户税的讨论之前，如果有读者认为对阳光征税已经成为历史，他们可以考虑访问意大利北部的古城科内利亚诺，普罗塞克酒就是当地的特色。在科内利亚诺，当店主把招牌装在户外，给公共人行道制造出一片阴影时，就得缴纳一笔特殊的税款。
	 [image: Kirchgaessner（2017）.]

	尽可能降低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让税收制度尽量有效率和尽量减少扭曲，是税收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正如本书第一篇所述，保证税收制度的公平也是关键所在。我们还看到了这些理想各自的要求，例如，效率特征要求对对税收反应较小的东西征收更重的税，纵向公平特征要求税负与支付能力挂钩。不过，此前对于效率和公平这两大要素的讨论是分别展开的，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同时考虑二者的时候（现实中总是如此）该采取怎样的指导原则。








第10章




怎样给鹅拔毛



	税收的艺术是指在给鹅拔毛的时候，既能收获最多的鹅毛，又能尽量减少它的嘶叫。
	柯尔贝尔于1665-1683年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
	 [image: 柯尔贝尔于1665-1683年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
	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西班牙和瑞士。丹麦和瑞典尽管是中立国，也较早采用了该税种。它们的企业从战争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导致这一税种被人们戏称为“德国炖肉税”（Stamp，1917；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22）。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22）.

	Daunton（2002，p.83）.


	如果你拥有一座煤矿，或身为武器制造商，那么至少对你的钱包而言，一战的爆发就是喜从天降。价格高涨将带来超出维持经营所需的最低水平的超额利润，也就是说，收获李嘉图定义的租金。但这种现象被人们盯上了，包括有儿子死在前线战壕里的民众，以及因开支大幅增加而急于筹款的政府。于是所有主要参战国（奥匈帝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美国）乃至其他许多国家都对此类租金征收“暴利税”
	 [image: 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西班牙和瑞士。丹麦和瑞典尽管是中立国，也较早采用了该税种。它们的企业从战争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导致这一税种被人们戏称为“德国炖肉税”（Stamp，1917；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22）。]，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战争结束时，通过此类税收筹集的资金占到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
	 [imag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22）.]，以及英国中央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image: Daunton（2002，p.83）.]

	此类税收的强大吸引力源于它们结合了两个特点。第一个有吸引力的特点是作为对租金的税收，它们从原则上讲不会导致扭曲。只要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生产武器能够获利，那么在有税收的情况下同样能够获利。因此，暴利税在本质上属于我们在第4章所讲的“一次性”税收，不会带来额外负担。一次性税收的关键并不在于对人们的行为没有影响，影响当然是有的：任何税收都会转走私人部门的资源，导致某些人在财务上受损，从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假如你在明天早上醒来，发现枕头边有一封政府留下的感谢信，表示他们已经从你的钱包里取走了100美元的税收，此时你将无可奈何。你只能少花点钱，或少存点钱，或多加点班，舍此之外恐怕就是发泄怒火了。这就是一次性税收的本质影响。
	McCrum（2004，p.216）.

	均为伍德豪斯的幽默小说《万能管家吉夫斯》中的人物。——译者注


	英国作家伍德豪斯（P.G.Wodehouse）在面临一大笔税款时，仍设法从中找出了某些积极的因素。他写道：“从许多方面看，我对这一所得税事件的出现并不感到遗憾。之前的一切都十分轻松，以至于让我觉得有些无聊。现在我终于又可以摩拳擦掌开始努力写作了，因为我发现挣钱还真是个重要的事儿。”
	 [image: McCrum（2004，p.216）.]伍德豪斯面临的意外纳税通知正好反映了一次性税收的决定性特征：对于这笔收费，他怎么应对都无法改变。这笔税固然会让他的处境变糟糕——即便在精神上没有，在财务上也肯定有——并会给他的行为带来“收入效应”，可能促使他再多干些工作。然而此类效应是从他身上抽走税款之后无可逃避的后果，对任何税收来说都一样。一次性税收只会带来此类收入效应，额外负担则源自收入效应之外的附加效应。例如，假设伍德豪斯面临的不是已经缴纳的税单，而是对他未来的收入实施更高的税率，他或许会感到自己从写作中获得的收益将减少，此时就会产生税收的额外负担，例如表现为伯蒂·伍斯特、吉夫斯及他们的密友们
	 [image: 均为伍德豪斯的幽默小说《万能管家吉夫斯》中的人物。——译者注]的笑话和恶作剧变少。这种情形之所以属于额外负担，是因为它导致了伍德豪斯在税收本身带来的收入效应之外的行为变化。这里的额外负担来自“替代效应”，由纳税人面对的价格或税后工资率的变化引起，这使税收不再属于一次性的。

	暴利税的第二个有吸引力的特点是，它符合人们广泛赞同的税收公平与支付能力的观念。并非所有的一次性税收都能满足此类标准，例如，人头税也是一次性税收，却是出了名的不公平。但只要不破坏生产，有哪位爱国者会反对向战争暴利征税呢？

	类似的情形——既属于一次性税收又较为公平——在第4章介绍的针对社会地位的税收中也能看到：很少会改变行为，并且与潜在的支付能力有合理联系。我们还看到，所有这些税种都存在缺陷。毫无疑问，某些贵族其实比较穷，暴利税则容易被规避。但这两个例子部分展示了理想的税收制度在许多方面的样子：与个人的支付能力相称，并符合普遍的社会公平观念的一次性税收。这样的税收制度能够给柯尔贝尔提供鹅毛（税收收入），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嘶叫（额外负担或者不公平感）。

	然而，建立这样的理想税收制度面临一个巨大障碍。它要求对每个人的支付能力找到某些可观察的指标，而且纳税人不能或不愿为应对税收而做出改变。对纳税人能够改变的任何东西征税，都会导致他们做出相应的改变（或在表面上做出改变），增加或减少工作，向外国移民，或者像第9章里的温多弗先生那样把炉灶封起来，从而导致额外负担。另外，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反映支付能力的完美指标，或许那种指标本来就不存在。因此本章将分析，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税收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可以被如何塑造，以便至少让我们接近税收研究的圣杯：无扭曲且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

	我们将首先探讨寻找较为公平的一次性税收的某些尝试，以及在某些时候激发的政治运动和博弈过程。然而，此类税收不太可能满足政府的全部财政需要。此外，税收的额外负担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接下来将讨论税收引致浪费的真相以及如何限制这种浪费，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

	探寻税收领域的圣杯

	寻找额外负担最小同时又公平的税基曾激起宗教般的狂热乃至对革命的恐惧。

	再谈发战争财与公司税
	Haig（1920，p.1）.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22）.


	到1920年，战争推动税务创新的观念已变得根深蒂固，暴利税也被盛赞为“本次战争期间在融资领域取得的唯一影响深远的发明”。
	 [image: Haig（1920，p.1）.]这个说法并不对（美国佐治亚州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实施过此类税收），却有一定的预见性，因为直至最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充分认识到它背后蕴含的全部启示。
	 [imag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22）.]
	Haig（1920，p.4）.


	一战时期的暴利税采用了各种不同形式，而英国人也逐渐意识到美国采取的税收办法在技术上具有优越性。
	 [image: Haig（1920，p.4）.]这种办法要求，投资资本获得的超过8%的全部回报都将被征税，它背后的理念是8%代表着投资者可以合理要求的最低回报水平。如此规定使暴利税的税基接近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定义的租金。
	Buehler（1940，p.292），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22）.

	Haig（1920，p.9）.

	Buehler（1940）.

	新冠疫情危机让这一话题的兴趣被重新点燃，参见Avi-Yonah（2020）。


	暴利税在英国和美国都按照最高达80%的税率收取，我们已经知道，由此带来了数额巨大的财政收入。
	 [image: Buehler（1940，p.292），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22）.]该税种的实施如此成功，以至于有人建议把暴利税延续到战后。不过，此类税收还是得以逐渐取消，它们在推出的时候即被明确说明属于暂时性措施，企业无疑也发现在和平时期更容易抵制，相比之下，战争时期的“逃税行为基本上会被当作叛国”。
	 [image: Haig（1920，p.9）.]1939年早些时候，甚至在宣战之前，暴利税已经在法国、德国和英国重新出现。
	 [image: Buehler（1940）.]等到它完成历史使命后，人们对暴利税的记忆逐渐淡化，传统的公司税重新成为企业税种的主要部分。
	 [image: 新冠疫情危机让这一话题的兴趣被重新点燃，参见Avi-Yonah（2020）。]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通行的公司税造成的扭曲。这是因为税收不仅针对租金，还包括股份融资的出资方要求的最低回报，从而给融资和投资决策带来了各种类型的扭曲。于是新的观点开始出现，认为这些扭曲或许能够被消除，可以用类似一次性税收的方式来筹集收入，把公司税转向对租金征税，另外保留对股东个人获得的股份回报（股息以及资本利得）征税的可能性。

	对企业的租金征税要求允许扣除企业发生的全部成本。这很难做到，因为某些成本很难观察和核实，例如勤奋上进的业主和经理人的无报酬加班。但我们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出大致的结果：以暴利税的逻辑为指导。
	关于此类税收的设计和实践的回顾，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6）以及de Mooij（2012）。


	的确，有一种把标准的公司税转化成租金税的办法，同一战时期的暴利税颇为相似，那就是把企业股份的正常回报排除在公司税税基之外，在扣除利息之外，还允许企业抵扣公司股份投资的一个预设回报水平。此类税收——允许“公司股份收益抵扣”的公司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比利时、巴西、意大利等国开始试点，许多人认为它取得了成功。
	 [image: 关于此类税收的设计和实践的回顾，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6）以及de Mooij（2012）。]
	如果该企业没有其他税收义务，政府需要提供现金，或者在未来纳税中提供对等的扣减。

	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税（IETU）。在正常公司税与IETU之间，企业支付税负较大的一种。事实证明这种做法较为尴尬，该税种于2013年被废除。


	另外一种办法是给投资提供“现金流”待遇，它的意思是允许抵扣所有发生的投资成本（而非以折旧抵扣的形式逐渐减记），同时不再允许利息抵扣（如果两种抵扣都被允许等于对一项投资做了两次税收抵扣）。以这个办法，政府实际上会成为投资者的一位沉默合伙人。例如，我们假设税率为20%，那么在现金流税制下，通过直接抵扣（会减少企业的税负），政府事实上提供了20%的前期投资成本，但也会拿走投资在后来获得的回报的20%。
	 [image: 如果该企业没有其他税收义务，政府需要提供现金，或者在未来纳税中提供对等的扣减。]政府作为沉默合伙人，在所有的成本和收入上都持有相同的份额，从而不会影响投资的吸引力，无论该份额是20%、80%或多少，都没有关系，税率只决定政府在租金中所占的份额。目前已有此类现金流税的某些实践。墨西哥曾尝试过。
	 [image: 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税（IETU）。在正常公司税与IETU之间，企业支付税负较大的一种。事实证明这种做法较为尴尬，该税种于2013年被废除。]2017年的美国税收改革使该国投资如今的税收待遇非常类似于现金流税，尽管因为债务利息依然可以抵扣，该制度仍不同于租金税。这给希望提供同等投资税收待遇吸引力的其他国家造成了压力，例如，促使加拿大在次年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关于对资源采掘业如何设计和适用租金税，可参见Boadway and Keen（2010），Land（2010）以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2）。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提出了针对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各种租金税的建议，并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施。
	 [image: 关于对资源采掘业如何设计和适用租金税，可参见Boadway and Keen（2010），Land（2010）以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2）。]在这些产业部门，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时显然存在大量租金，政府也一直试图从中分一杯羹。另外毫无疑问，近期对租金有效课税的议题引发了人们的关注，部分原因还在于脸书、谷歌和其他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巨额利润。

	不过在一个关键的方面，相比数字时代的巨型跨国企业，对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租金征税更容易。油田和天然气田无法移动，它们产生的租金高度依赖于特定的地理区域。这就使得控制租金的企业难以（尽管远非不可能）随便转移到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地区。但如果租金不是来自特定区域的地层下埋藏的油气，而是源于知识产权等要素，企业转移利润就会容易得多。如今大多数盈利丰厚、支配力强的跨国企业的商业模式正是以后者为核心的，它们的所有权随时可以调整到税收最优惠的区域。利润转移给跨国企业税收带来的问题将在本书第11章详细讨论，另外还有一个与地理位置有关的重要租金来源不容忽略，即土地。
	引自Cole Porter的“Don't Fence Me In”（Porter，1944）。


	给我土地，多多的土地
	 [image: 引自Cole Porter的“Don't Fence Me In”（Porter，1944）。]

	在简要回顾税收史的过程中，我们已看到土地税在历朝历代的政府财政收入中一直是关键组成部分。其实，土地税的重要意义还不止于此。
	可用土地的供给总量在现实中并非完全固定不变，例如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荷兰，填海造地占了全部土地的很大一部分。供给真正缺乏弹性（能获得要求的最低回报）的是具有特定品质的土地。

	Ricardo（2004/1817）.

	Mill（1875，p.225）.

	有时也称作“位置价值”或“地点价值”税。


	土地的供给高度缺乏弹性，也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用来阐述未来会出现大量经济租金的主要案例。
	 [image: 可用土地的供给总量在现实中并非完全固定不变，例如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荷兰，填海造地占了全部土地的很大一部分。供给真正缺乏弹性（能获得要求的最低回报）的是具有特定品质的土地。]延续李嘉图的思路，出现了对“未改良”土地的价值征税的强烈主张，所谓的未改良土地的价值意指当前对“土地的不可毁灭的原始功能”赋予的价值。
	 [image: Ricardo（2004/1817）.]这样的税收不受土地所有者的控制，故而不会带来额外负担。此外，由于地主的家境可能较为富裕（尤其是比较大的地主），这逐渐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税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主张对土地价值中的“未来非劳动所得的增值”征税，因为这种增值在持续发生，无须业主的任何努力或投资，仅仅伴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就会出现，所以应该用税收截取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image: Mill（1875，p.225）.]今天的房产税通常是针对房产出租或出售带来的价值，与之相比，对未改良土地的价值征税不会打击人们改良和开发土地的激励，例如在土地上修建农舍、旅店等。对未改良土地的价值征税（即土地价值税）的理念非常有吸引力，赢得了近乎宗教狂热般的支持。
	 [image: 有时也称作“位置价值”或“地点价值”税。]
	George（2005/1879，p.392）.

	The Economist（2015）.


	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是该税种的倡导者之一，他从道德上非常反感土地增值带给地主们的好处，认为这些增值是来自其他人的努力（例如在附近修建铁路）以及政府的大量开支。乔治还进一步提出，征收土地价值税可以减轻对其他税种的依赖，于是他发起了“单一税制”运动。他在1879年出版的专著《进步与贫困》风靡一时，把经济学科的睿智同救世主式的情怀结合起来，宣称单一税制将带来“基督教精神的巅峰——在人世间创建一座碧玉砌墙、珍珠镶门的上帝之城”。
	 [image: George（2005/1879，p.392）.]用《经济学人》杂志的话来说，亨利·乔治“或许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把自身信念变成近乎邪教狂热的崇拜对象的税收理论家”。
	 [image: The Economist（2015）.]
	乔治在1886年竞选纽约市市长，他失败了，但他的得票数超过了西奥多·罗斯福。

	New York Times（1912，p.12）.

	Friedman（1978，p.14）.


	虽然乔治的大众号召力从未充分转化为选举的胜利，却仍为他在纽约市赢得了自亚伯拉罕·林肯之后最盛大的葬礼仪式。
	 [image: 乔治在1886年竞选纽约市市长，他失败了，但他的得票数超过了西奥多·罗斯福。]此外，他还获得了众多非同寻常的支持者，包括萧伯纳、列夫·托尔斯泰、孙中山等，据说孙中山在遇到某位“一手高举圣经，一手捧着《进步与贫困》的美国传教士”之后皈依了基督教。
	 [image: New York Times（1912，p.12）.]甚至对任何税收都不太支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勉强算得上乔治的粉丝，曾经表示“对未改良土地的价值征收财产税是最不坏的税收”。
	 [image: Friedman（1978，p.14）.]
	Pilon（2015）.


	另一位不那么知名的信徒带来的影响或许更大，1906年，伊丽莎白·玛吉个人发布了一款棋盘游戏，以揭露土地所有权带来的不当利润之恶。这款“大地主游戏”是如今的“大富翁游戏”的前身（虽然对此存在争议）。
	 [image: Pilon（2015）.]这里顺便给此类游戏的爱好者提示一句，他们现在还能在易贝（eBay）平台上买到“困住国税局：避税游戏”，在这个游戏中，纳税最少的人将成为赢家。

	[image: ]

	亨利·乔治的宣传画——依靠土地税在地球上创建上帝之城
	McCluskey，Grimes and Timmins（2002）.

	Douglas（1999，2011-2012）.

	土地税在澳大利亚依然被保留下来，所有州和领地目前都有某种类型的土地税。关于全球各国的土地税的实践经历，可参见Franzsen（2009）。

	有关报道来自The Public（1912，p.349）。另外可参见Kaize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imited（n.d.）。


	乔治主义在早期取得过一些成功。新西兰于1878年推出了一项针对未改良土地的税收，但只维持了一年。
	 [image: McCluskey，Grimes and Timmins（2002）.]亨利·乔治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之旅似乎也取得了某些效果：那里的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州）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施了这种税。我们还看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09-1910年的预算案中建议对土地价值中的非劳动所得的未来增值部分征税，但最终未被采纳。
	 [image: Douglas（1999，2011-2012）.]美国有几个州引入了“双轨税率”制度，对土地和建筑物执行不同的税率。
	 [image: 土地税在澳大利亚依然被保留下来，所有州和领地目前都有某种类型的土地税。关于全球各国的土地税的实践经历，可参见Franzsen（2009）。]孙中山则证明自己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单一税制倡导者亨利·乔治的教导影响了其改革计划，后来台湾地区的改革延续了孙中山的主张。
	 [image: 有关报道来自The Public（1912，p.349）。另外可参见Kaize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imited（n.d.）。]

	[image: ]

	把经济理论做成桌面游戏

	资料来源：Courtesy Thomas Forsyth，LandlordsGame。
	另一变形办法来自Harberger（1965）的建议，允许任何人以自我评估价值加上一定的溢价将土地买下。这种想法近期得到了Posner and Weyl（2018）的拓展，其思路是对财富征收高额税收，让所有者自己给资产设定价格，但必须同意按照该设定价格出售资产。

	但这引起了法律上的纠纷，该条款似乎没有被大量采用，到1900年被废除。


	对于土地很少发生交易、缺乏有效的市场价格作为参考的情况，孙中山甚至提出了一个巧妙的纳税估值办法来补充乔治的税收主张。他的主意似乎借鉴了古代社会祭祀仪式上的做法，让地主自己申报作为纳税依据的土地价值，但附带规定政府可以选择按照这一申报价值买下土地。
	 [image: 另一变形办法来自Harberger（1965）的建议，允许任何人以自我评估价值加上一定的溢价将土地买下。这种想法近期得到了Posner and Weyl（2018）的拓展，其思路是对财富征收高额税收，让所有者自己给资产设定价格，但必须同意按照该设定价格出售资产。]这种办法创造了如实申报土地价值的激励：申报价值过高，地主需要承担不必要的税负；申报价值过低，则可能让自己的土地被迫贱卖。事实上，1891年之前的新西兰就确实推行过这一制度，王室有权以业主申报价值加10%的溢价收购任何土地。
	 [image: 但这引起了法律上的纠纷，该条款似乎没有被大量采用，到1900年被废除。]孙中山的计划此后也在其他地方被采纳。1993年，主要为了鼓励申报尚未登记的土地，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市推出了一项业主自我评估计划，政府可以选择以申报价值加25%的溢价强行收购土地。于是在1993-1994年，申报的土地数量翻了一番以上。
	Dye and England（2009，p.5）.

	Bourassa（2009，p.17）.

	经济学家甚至得出了一条“亨利·乔治定理”：（当然是）在特定假设下，100%的土地租金税恰好能产生支持全部公共支出的财政收入（Stiglitz，1977）。

	一种长期使用的办法是从包含人工改善（如建筑物）的地块的价值中减去改善成本。更近期的办法则是利用统计建模：利用若干特征变量（包含位置）来解释地产的市场价格或评估价值，再从中估算与地块有关的内在价值。关于有关方法及其在美国应用状况的详细介绍可参见Bell，Bowman and German（2009），以及Mirrlees et al.（2011）的第16章。

	Brunori and Carr（2002）.


	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爆发土地税革命。到21世纪初，全世界仅有约25个国家对土地价值实施某种形式的差别税率，其他地方则将其废弃。
	 [image: Dye and England（2009，p.5）.]在夏威夷，土地双轨税率在鼓励旅店和旅游景点发展方面做得或许过于成功，然后在2002年被终结。还有很多人宣称，音乐人乔尼·米歇尔（Joni Mitchell）的著名歌词“他们为天堂铺路，却建起了一座停车场”就是在夏威夷的威基基海滩度假时写下的。
	 [image: Bourassa（2009，p.17）.]尽管如此，这一想法从未完全消失。
	 [image: 经济学家甚至得出了一条“亨利·乔治定理”：（当然是）在特定假设下，100%的土地租金税恰好能产生支持全部公共支出的财政收入（Stiglitz，1977）。]一个关键挑战在于估值，未改良土地（比如在纽约市中心的位置）很少发生交易，于是没有现成的市场价格来直接评估土地不可毁灭的原始价值，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另外还有概念上的争议，新西兰的早期定居者或许还能看到真正未改良的土地，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已不太可能把土地从清理、排水、平整之类的基本改良结果中剥离出来。当然仍可能找到某些办法来合理评估土地的价值。
	 [image: 一种长期使用的办法是从包含人工改善（如建筑物）的地块的价值中减去改善成本。更近期的办法则是利用统计建模：利用若干特征变量（包含位置）来解释地产的市场价格或评估价值，再从中估算与地块有关的内在价值。关于有关方法及其在美国应用状况的详细介绍可参见Bell，Bowman and German（2009），以及Mirrlees et al.（2011）的第16章。]事实上，目前看起来美国几乎所有评估机构都至少号称把土地与改良成果分开来评估，尽管它们被按照相同的税率征税。
	 [image: Brunori and Carr（2002）.]
	根据OECD（2013）的收入数据计算。


	时至今日，恐怕亨利·乔治也很难相信能够用一种土地价值税来取代其他所有税种。例如，英国的房产税收入——其税基比土地价值税更宽，因为包括了改良部分的价值——需要放大几乎10倍，才能取代其他所有税种。
	 [image: 根据OECD（2013）的收入数据计算。]但同时，这种税收的潜力仍不容小觑，而且还具有一种优势：随着某些税基在国际上变得更容易转移（本书第11章要探讨的主题），对位置固定的土地租金征税的吸引力正显得愈发突出。亨利·乔治的主张可能会迎来新生。

	征用财产
	Bank of England（n.d.）.

	休·道尔顿（Hugh Dalton），引自Daunton（2002，p.60）。道尔顿在1945-1947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因为一起丑闻而辞职，当时他在前往议会发表预算演讲的路上，向一位记者介绍了自己要讲的某些税收调整方案。经济学家则高度评价道尔顿在不平等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贡献。

	这里说的“一次性税收”，是指应税金额不会因任何行为反应而改变。而在租金税中，征收数额还是取决于开采的石油数量，税收金额与行为相关。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租金是否被征税，行为本身不会被改变。


	一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政府尽管在暴利税上收获颇丰，却仍深陷债务泥潭。战胜国为取得战争胜利而大量借钱，战败国还要承担战争赔款。在英国，公共债务在1922-1923年达到国民收入的186%。
	 [image: Bank of England（n.d.）.]处理这一“可怕的战争纪念碑”的建议之一是征收财产税，即对现有财富的一次性税收。
	 [image: 休·道尔顿（Hugh Dalton），引自Daunton（2002，p.60）。道尔顿在1945-1947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因为一起丑闻而辞职，当时他在前往议会发表预算演讲的路上，向一位记者介绍了自己要讲的某些税收调整方案。经济学家则高度评价道尔顿在不平等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贡献。]该税收的对象不限于租金，因为预期回报不超过最低要求的资产也具有正的价值。但它仍有一次性税收的性质，因为财富反映的是过去已经做出的决策，不能再对税收做出什么反应：没有什么比改变过去更加困难。
	 [image: 这里说的“一次性税收”，是指应税金额不会因任何行为反应而改变。而在租金税中，征收数额还是取决于开采的石油数量，税收金额与行为相关。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租金是否被征税，行为本身不会被改变。]因此，通过财产税来削减政府债务，相当于是用没有额外负担的、主要由富人阶层承担的一次性税收，来取代未来偿债所需要的效率更低的税收。
	Daunton（2002，pp.66 69 80）.

	对这些事件的回顾可参见Eichengreen（1990）。


	当然在那时的许多人看来，此类主张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尽管如此，财产税在20世纪20年代仍属于现实的政治议题。在英国，这类主张得到了一个奇怪联盟的支持，这个联盟由工党、财政部（在初期）乃至温斯顿·丘吉尔组成。
	 [image: Daunton（2002，pp.66 69 80）.]财产税在学术界的拥护者更是大名鼎鼎：庇古（以外部性研究而闻名）、熊彼特以及凯恩斯（在初期），他们都援引了李嘉图对于税收归宿的相关论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债务高企的背景下）。不过，英国最终还是没有推行财产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则采用了较温和版本的财产税。到二战之后，日本如法炮制并取得了更大成功。各个国家的实施经历并不都是非常令人愉快。
	 [image: 对这些事件的回顾可参见Eichengreen（1990）。]

	财产税很少被采用或采用后经常令人失望的一个原因是，即便只是讨论这种税收的可能性也会提醒资本所有者，让他们有机会采取避税行动，包括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减少资产存量或者采取其他保护措施。由于存在避税的可能，这种税收就不再具有一次性税收的特性。只有出乎意料地宣布实施并立即生效——这在民主国家里很难想象，二战后的日本属于特殊情况——才能让财产税真正成为一次性税收。
	John A.Hobson，引自Eichengreen（1990，p.200）。


	还有一个原因使财产税的效果令人担忧，并带有更普遍的启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这次表现出了征收此类税收的意愿，它未来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有位支持者总结说：该税种的倡导者再三强调其应急性特征，反对者则担忧这种税会一再重演。
	 [image: John A.Hobson，引自Eichengreen（1990，p.200）。]问题在于，无论政府如何承诺（乃至真心打算）坚持原则，但此类后顾性税收（backward-looking tax）在未来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所以关于不会再屈从于征税诱惑的承诺或许本来就不可信。假定如此，那么今天的行为就会受到未来征税的可能性的影响，于是再度产生额外负担。如果政府能够约束自己，未来不会再征类似的税，世界的福利状况确实可能得到改善。只是，没有哪个政府能有效约束其继任者。很不幸，各个政府能够做的，就是通过在今天屈从于征税诱惑，去打破在未来不屈从于征税诱惑的承诺。

	这种“时间一致性”问题——承诺在未来不会做而到时候想要做的某些事情，此类承诺具有潜在合理性，本身却很难保证——对税收政策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它类似于我们在第8章讨论的（在个人层面而非政府层面的）缺乏自我控制力的问题，为实施矫正式税收提供了内部性理由。它也是纳税人切齿痛恨此类后顾性税收的一个原因：一旦政府屈从于诱惑，实施了纳税人在做决策时未曾预见的某项税收，以后就不会再度采用吗？它还是税收特赦——提出对过去逃税行动加以规范的优惠协议，并宣称这是最后一次特赦——具有重大风险的一个原因。如果政府在今天实施了特赦，那纳税人就不妨继续逃避税款，并期待还有下次特赦。对政府而言，唯一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培育坚守税收承诺的声誉，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

	控制损失

	如果政府能通过对租金征税，或者通过更广泛的一次性税收，或者通过对坏事征税来筹集所需的全部财政收入，并且都采用一个可接受的累进程度，那么税收史或许将变得简洁明了（同时枯燥乏味）。然而这显然做不到。某种程度的额外负担是难以避免的，例如第9章介绍的温多弗先生家里消失的炉灶，问题在于如何控制这些损失。连暴君也会注意这个问题，因为额外负担是一种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纯浪费，并且最终会让某些人（例如某位感到不满的危险的市民）受损。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指导原则可以限制尘世中的温多弗先生们的负担，另外也不要迷信某些箴言。

	英格兰最聪明的人
	Duarte（2009，pp.450-451）.

	Ramsey（1927）.在凯恩斯看来（Keynes，1933，p.295），拉姆齐“毫无困难地生活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难以呼吸的稀薄空气中，带着习惯于处理困难得多的问题的优雅从容来操控我们学科的技术设备”。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国学者，他聪明绝顶，以至于有人曾经认真地讨论过他是否只花了一周时间学习德语，就能阅读康德的著作。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image: Duarte（2009，pp.450-451）.]他确实在还是本科生的时候就把维特根斯坦的书翻译成了英语，并因为纠正了某些“严重错误”而赢得作者的感谢。到1930年死于黄疸病的时候（年仅26岁），拉姆齐已经为哲学和数理逻辑（他的主要兴趣所在）做出了可以传世的贡献。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两篇经济学论文，贡献了这门学科如今仍在使用的常见工具，尽管他本人视之为“浪费时间”（用他自己的标准来看或许的确如此）。其中在1927年发表的那篇论文为如何设计最优税收制度的严谨分析奠定了基础。
	 [image: Ramsey（1927）.在凯恩斯看来（Keynes，1933，p.295），拉姆齐“毫无困难地生活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难以呼吸的稀薄空气中，带着习惯于处理困难得多的问题的优雅从容来操控我们学科的技术设备”。]

	拉姆齐的论文其实是回答庇古提出的一个问题，后者认为自己缺乏必要的数学工具。庇古的问题是：如果不考虑避税和征管的现实问题，政府在征集自己需要的财政收入时，应该如何对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征税（包括采用不同的税率，但暂不考虑所得税）以最小化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

	[image: ]

	卓越的远见——弗兰克·拉姆齐于1925年在英国湖泊地区

	资料来源：Photo courtesy of Stephen Burch。
	Feldstein（1999）.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从本书的第9章开始。通过比较温多弗先生与福克斯先生因炉灶税承受的额外负担，我们看到，课税对象对税收的反应越强烈，额外负担就越高。弗兰克·拉姆齐的论文用严格的推导证明了这一点，并得出我们今天熟知的“逆弹性法则”，意思是最小化额外负担要求对对税收反应较弱的课税对象实施较高的税率，具体来说，就是需求弹性或者供给弹性更接近于零的课税对象。我们还看到，不管税收反应是真实的（炉灶减少）还是假装的（在收税员来时遮蔽炉灶），都不会影响结论，这是半个世纪之后才得出的发现。
	 [image: Feldstein（1999）.]最小化税收的额外负担，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追求“效率”或者尽量减少“扭曲”，要求对对税收反应较弱的税基实施较高的税率，通常的候选对象包括烟草制品、酒精饮品和燃料等，同时这还强化了第8章提到的以除弊兴利为名对这些物品征收重税的理由。当然之前也提到，这些物品的需求弹性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低。
	的确，上文介绍的逆弹性规则成立的条件正是应税商品之间完全没有替代性。


	拉姆齐法则带来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对于有良好替代品的东西征收重税是不明智的（除非对替代品也征收类似的重税），因为这些替代品的存在意味着价格弹性很高。
	 [image: 的确，上文介绍的逆弹性规则成立的条件正是应税商品之间完全没有替代性。]也就是说，民众能够比较轻松地通过调整自己的活动来避税，导致你需要再度提高税率，去追赶缩小的税基。所以，对类似的东西应该按照类似的税率征税。
	对这一观点的正式理论阐述来自Corlett and Hague（1953）。

	更准确地说，打击工作积极性的是普通的高商品税率的替代效应——对额外负担有影响。

	这一观点涉及逆弹性规则：如果某种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那么其价格提高会导致购买支出的较大下跌，这可能伴随着收入乃至工作努力的较大减少，从额外负担的角度看是一件坏事。


	拉姆齐的数学推导还得出了一个教训：通常来说，对于民众在从事更多有偿劳动时消费更多的东西，最好实施较低的税率；或者反过来，对于俗称“闲暇的互补品”的东西，可以实施较高的税率。
	 [image: 对这一观点的正式理论阐述来自Corlett and Hague（1953）。]原因很简单，商品税会降低人们的购买力，使有偿劳动的回报下降，所以通常会导致民众减少工作。
	 [image: 更准确地说，打击工作积极性的是普通的高商品税率的替代效应——对额外负担有影响。]至少从理论上讲，缓和这种效应的一种办法就是对不同商品实施不同税率，奖励人们在努力工作时更看重的物品，而惩罚人们在闲暇时更看重的物品。
	 [image: 这一观点涉及逆弹性规则：如果某种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那么其价格提高会导致购买支出的较大下跌，这可能伴随着收入乃至工作努力的较大减少，从额外负担的角度看是一件坏事。]例如，我们可以降低儿童看护服务的税率，而提高体育赛事门票的税率。
	对这方面的困难的讨论，可参见Crawford，Keen and Smith（2010）。


	上述分析带给我们的一个普遍启示是，税收制度改革者要求对所有消费（或者所有收入类型）实施单一税收的标准主张，从原则上讲几乎都是错的。对某些特定物品实施特别高或特别低的税率，可以从效率角度找到充分的理由。当然麻烦在于，具体选择对哪些物品实施特殊税收待遇并非易事，这取决于它们的需求反应特性。如果我们在实践中对此仍难以确定，就没有信心去提供操作建议。
	 [image: 对这方面的困难的讨论，可参见Crawford，Keen and Smith（2010）。]

	所以，至少在我们的实证分析得到改进之前，理论上的真正难题（暂时不管实际操作问题）依旧是：如何在不完全了解需求反应的情况下，设计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税收。例如，假设我们需要征税来筹集财政收入，但对于各种应税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一无所知，此时应该对它们统一实施较低的税率，还是用扔硬币的办法选出几种物品来课以重税，而对其他物品免税？显然有若干强大的现实因素支持采取统一税收的做法：多重税率要求划分类型，会导致前文提到过的各种博弈纠纷；一旦对某种物品的优惠税率做出让步，政策可能连续滑坡，给更多的优惠让步提供自圆其说的根据。此外，税收的额外负担的内在特征也提供了一个强大理由，表明统一税收往往是限制额外负担的合理做法。

	拓宽税基，（或许还可以）降低税率

	在本书第9章中，温多弗先生面对每个炉灶2先令的税收做出的反应是减少1个炉灶，然后我们估计他承受的额外负担约为1先令。根据是：我们确信他认为撤掉的炉灶不值2先令，但肯定比没有强，因此合理地推测为1先令。现在我们假设税率再提高2先令，达到每个炉灶4先令，由此导致温多弗先生再撤掉1个炉灶。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他应该认为撤掉的2个炉灶的价值不及4先令（现在面临的税率），否则就会把炉灶留下来，但炉灶的价值肯定大于0，否则他最初就不会建造炉灶。于是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每个炉灶对他的价值约为2先令，损失2个炉灶带给他的额外负担则为4先令。
	有些有怀疑精神的读者可能认为，我们是通过特定的数字设定来得出这一结论的。但实情并非如此。例如，假设税率提高到4先令，温多弗先生的反应是再减少半个炉灶（纯粹在假设情形下），由于他给每个炉灶赋予的平均价值仍为2先令，额外负担将是3先令（2先令乘以1.5），这依然属于超比例增加。


	让人惊讶的是，税率翻番带来的额外负担不止翻了一番，而是翻了两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般性结论：税率提高会造成额外负担的超比例增加。
	 [image: 有些有怀疑精神的读者可能认为，我们是通过特定的数字设定来得出这一结论的。但实情并非如此。例如，假设税率提高到4先令，温多弗先生的反应是再减少半个炉灶（纯粹在假设情形下），由于他给每个炉灶赋予的平均价值仍为2先令，额外负担将是3先令（2先令乘以1.5），这依然属于超比例增加。]由此得出的广泛启示是：除了我们有把握适用逆弹性法则或闲暇的互补品法则的情形，降低额外负担的办法是对大量物品按低税率征税，而非对少数物品按高税率征税。
	留下这个告诫的是格伦·哈伯德（R.Glenn Hubbard），他是老布什政府中负责税收政策的财政部副助理部长（Hubbard，2010）。


	从上述发现可以得到税收设计中的一条金科玉律：宽税基，低税率。有一届即将卸任的美国政府为继任政府着想，将其刻在石头上，或至少说写在黑板上，并涂了蜡。
	 [image: 留下这个告诫的是格伦·哈伯德（R.Glenn Hubbard），他是老布什政府中负责税收政策的财政部副助理部长（Hubbard，2010）。]这条原则确实包含许多真理和有用的成分，例如，它给我们在第2章主张的在时间维度上平滑税负的观点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当然，与其他说法一样，这条税收箴言也可能被过分夸大。

	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个可能是好主意的缩小税基的改革案例：允许预先设定的股份回报抵扣税收，从而把常见的企业所得税转化为租金税。由此改造的税收将不再具有扭曲性，尽管缩小了税基，却可以通过设定足够高的税率来筹集更多收入（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税率提高不会影响基本经济活动）。这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提醒我们对于“因为税基很宽，可以实施极低税率，则某个税种必然有效率”之类的说法要保持高度警惕。
	营业税有很长的历史，但随着增值税的兴起，已基本上被取消。但近年来，营业税打着“总收入税”（gross receipts taxes）的名义在美国的几个州重新出现，包括特拉华州、伊利诺伊州、新墨西哥州和俄亥俄州。如本书第4章所述，营业税还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小企业的推定征税办法。


	例如，相比采用零售税或者只对最终消费征收的增值税，对全部交易（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征收营业税可以筹集到同样数额的财政收入。然而对企业投入品征税通常来说是个坏主意，除非有某些特殊原因（如解决化石燃料使用带来的外部性等）。对企业投入品征税的缺陷在于，这样做不仅会扭曲最终消费品的构成，还可能导致生产中的浪费，因为它会鼓励企业采用在面临投入品税收时有商业价值但在不面临此类税收时没有商业价值的生产方式。企业可能采用免税的投入品来替代应税的投入品（比如放弃应税的印刷墙纸，转而在免税的素色墙纸上绘制图案），或者通过合并来减少一层应税的交易。
	 [image: 营业税有很长的历史，但随着增值税的兴起，已基本上被取消。但近年来，营业税打着“总收入税”（gross receipts taxes）的名义在美国的几个州重新出现，包括特拉华州、伊利诺伊州、新墨西哥州和俄亥俄州。如本书第4章所述，营业税还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小企业的推定征税办法。]生产商的此类反应意味着，由于它们做事的方式并不是原来状态下的自然选择，最终产品的价值将缩水（比如装饰精美的墙面减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生产效率损失”。鉴于损失的产出也有价值，采用这样的税收并不明智。
	Diamond and Mirrlees（1971）.

	Glantz（2008）.


	直至20世纪70年代，学者才对企业交易征税的不合理性给出规范的理论阐述，但政策制定者在很早之前就有了这方面的认知。
	 [image: Diamond and Mirrlees（1971）.]窗户税法规就在没有最优税收论证的情况下做了正确选择，把工业和商业建筑排除在外，也对无人居住的房屋（例如乳品厂和食品储藏室等）免除了窗户税，这些豁免给征税带来了麻烦，例如当收税员来访时，有些房间会被装饰成商用或者空置的样子。
	 [image: Glantz（2008）.]采用企业投入品免税的原则总会遇到如何区分企业用品与个人用品的难题，但它依然是我们发现的最有用的税收原则之一。
	Due（1957）.


	糟糕的是，不是所有政策制定者对此都有良好的认知。奥地利在1923年实行的营业税针对特定的生产阶段，对每种商品只征收一次税，但税率的设计“通常反映商品的累计税负，等同于该商品在每个生产阶段都被征税”。换句话说，该税收有意识地模拟了营业税可能带来的损害效率的扭曲。这个例子引来了销售税领域中以客观冷峻著称的学者约翰·迪尤（John F.Due）的评论：“对该税收的基本反对意见是，其依据的原理荒唐无比。”另外迪尤还认为，这个制度将是“税收怪诞博物馆的首选藏品之一”。现在我们知道，在几十年之后出版的本书正是这样一个博物馆。
	 [image: Due（1957）.]
	欧洲委员会在2011年提出的一项建议是对股票和债券交易征收0.1%的税收，对衍生品合约征收0.01%的税收，这两个税种每年可筹集570亿欧元。Matheson（2011）冷静地讨论了金融交易税的优缺点。

	Matheson（2011）.


	对企业投入品征税导致的普遍效率损失还让我们有理由怀疑，金融交易税——对所有金融交易征收的税率很低的税种——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美好。该税种的拥护者兴高采烈地指出，金融交易的规模极其庞大，即使采用极低的税率也能创造巨额的财政收入。
	 [image: 欧洲委员会在2011年提出的一项建议是对股票和债券交易征收0.1%的税收，对衍生品合约征收0.01%的税收，这两个税种每年可筹集570亿欧元。Matheson（2011）冷静地讨论了金融交易税的优缺点。]然而由于该税种是对类型广泛的中介交易征收，即便很低的税率仍可能带来严重的效率损失。例如，相对于某些交易带来的微薄利润而言，提议的税率其实也不是那么低。结果导致现实中的税收提案很快会把对极低税率也特别敏感的交易类型，如债券回购协议（证券的迅速卖出和回购），也排除在外。欧盟近年来的税收提案就遭遇了这种命运。而且总的来说，尽管此类税种的拥护者喜欢给它贴上“劫富济贫”的标签，却没有充分理由认为金融交易税的最终税负是由该产业的高薪员工承担，而不是落到为退休生活积蓄和打理资产的普通民众头上。
	 [image: Matheson（2011）.]

	税收制度设计的一个具体案例

	假如最小化额外负担是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那么制定良好的税收政策并不困难。我们甚至无须担忧拉姆齐法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人头税就能解决问题。假如公平是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那么制定良好的税收政策也非难事。我们可以采用第5章介绍过的埃奇沃思的方法，对一切事物全额征税，然后平均分享，即可实现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平等的结果。可是当效率和公平均不容忽略的时候，税收设计就变成了难题。一旦我们试图把拉姆齐法则付诸实践，就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保持恰当平衡。需求缺乏弹性的物品往往是维持体面生存的必需品，例如食品和住房。拉姆齐法则要求对它们实施较高的税率，这从效率的角度看虽然言之有理，却不符合公平的考虑。
	英国的数据与劳动收入有关，来自Daunton（2002，table 2.5）。

	Peter，Buttrick and Duncan（2010）.


	不过，在税收设计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讨论中，最突出的争议还是所得税税率表的安排：累进的程度应该有多大？甚至累进性质本身是否合适？此处的累进是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面临的平均税率也总是更高，这点需要明确。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做法千差万别。英国小皮特政府实施的所得税包含28种税率，但最高税率只有很温和的10%。到一战结束时，美国执行的边际税率是从最低应税收入的6%到最高档次的77%；英国执行的边际税率则是从11.3%到52.5%。
	 [image: 英国的数据与劳动收入有关，来自Daunton（2002，table 2.5）。]1979年，英国劳动所得面临的最高边际税率达到83%，如今已降至45%。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在世界各国相差悬殊。
	 [image: Peter，Buttrick and Duncan（2010）.]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等国采用单一税率，只有一种通常相当较低的边际所得税税率，往往适用于某个免征额以上的全部收入，因此从平均税率随着收入增长而提高的角度看，仍具有累进的性质，只是累进的程度较低。

	所得税累进程度的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影响各种税收制度公平性的道德价值观的区别与变化，而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对于不同道德立场的正义性并无特别的研究心得。经济学家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弄清楚累进程度提高会带来多大的额外负担，即对人们在工作、收入和储蓄等方面的决策造成多大扭曲，并与所得税可能带来的分配收益进行权衡对比。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的技艺日臻成熟，经常会借助政策制定者在几个世纪以来给税收制度留下的各种奇思妙想或异想天开，例如前文提到的18世纪的窗户税历史记录。另外，经济学家还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此类扭曲给税收制度设计带来的有益启发。

	在这些收获中，首先是认识到只关注人们所说的“个人所得税”是不够的。所得税制度的设计还需要考虑与个人收入有关的社会保障缴费和福利计划的设计及影响（例如劳动所得税抵免规定），以及消费税的纳税数额（与收入有着系统性的联系），等等。如果将以上这些因素都纳入分析，劳动所得的有效边际税率（收入增加1美元带来的更多税负）可能会变得非常高。例如，当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为30%，社保缴费率为15%，增值税税率为20%的时候，一个花掉自己全部收入的劳动者面临的有效边际税率将超过50%。

	结合以上这些因素，并同时考虑额外负担和公平的目标，设计相应的所得税税率表将是极其复杂的数学难题，比弗兰克·拉姆齐求解的问题更伤脑筋，因为他只关注了额外负担而抽象掉了所得税的其他复杂影响。直至1971年，另一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才设法拓展了埃奇沃思的分析，以探索税收对获取收入的激励有何潜在负面影响。该成果是他在25年之后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之一。不过，相比找到这个理论难题的解法，如何对它做出解释还要复杂得多。我们在这里将尽量做点尝试，想走捷径的读者也可以直接跳过以下几个段落。
	我们这里忽略了对储蓄和资本收入的税收（已在本书第5章做过讨论）。


	设计所得税制度（具体是指与劳动所得相对应的应纳税款的税率表）的一条思路是，针对各个可能的收入水平，探讨在提高相应档位的边际税率，同时保持其他档位的税率不变时，会导致的两种效应的大小。
	 [image: 我们这里忽略了对储蓄和资本收入的税收（已在本书第5章做过讨论）。]边际税率提高带来的一种效应是：对初始收入刚好处于该水平的人来说，会打击其工作积极性，属于消极影响。另一种效应则是：会增加从所有收入更高者那里获得的税收（尽管这些人面临的最高边际税率没有改变，但下方档位的边际税率提高仍会导致他们面临的平均税率提高），这方面只属于收入效应，没有额外负担。从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的角度看，这属于正面影响。

	提高边际税率带来的后一种正面影响，对于收入较低的人群来说尤其显著，因为他们的人数众多，而潜在税基更多集中在收入较高的人群。正面影响对穷人非常显著。最穷的群体并不需要缴纳很多税款，相反，他们可能接受大量补贴。较高的边际税率意味着随着收入增加，补贴会迅速减少，所以好处集中在收入最低的人群之中。
	Phelps（1973），Sadka（1976），Seade（1977）.


	对于收入较高的人群来说，提高边际税率带来的影响将更为复杂。假设我们能够明确某个人是所有人中收入最高的，由于没有比他收入更高的纳税人，提高他面临的边际税率带来的就只有负面影响，没有正面影响。那么按照上述逻辑，对此人实施的边际税率就应该是零。这个结论非常让人吃惊，并且进一步意味着税收制度不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是累进性的（根据上文对累进的定义）。
	 [image: Phelps（1973），Sadka（1976），Seade（1977）.]它的基本逻辑并无瑕疵，但在现实中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即便我们能够预先找到这位收入最高者并知道他的收入是多少，也无法由此测算应该对收入次高者适用何种税率。更现实的办法是假设没有这样的收入最高者，或者说对人们可能获得多高的收入不设上限。此时，高边际税率带来的积极效应就能发挥作用，而且相当有力。从高收入人群那里筹集到更多财政收入，从而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由此产生的正面公平效应可能压倒负面激励效应。

	对于大多数工薪人群所在的中等收入区间来说，负面激励效应可能最普遍，因为可能影响到众多纳税人。对这个收入区间实行较低边际税率的理由可能特别充分。
	例如，参见Dahan and Strawczynski（2000）。


	把上述情形结合起来，我们得出的将是这样一种税收制度：给所有人都提供一笔基本收入，但对于较低收入区间实行较高的边际税率（部分表现为补贴逐级削减的形式），而对于中等收入区间实施较温和的边际税率。至于高收入区间的税率如何设计，则取决于收入分配状态和行为反应模式：这个区间的最优边际税率可能随收入而提高（像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那样），但也可能不是这样。最常见的观点或许是边际税率确实应该随收入而提高。
	 [image: 例如，参见Dahan and Strawczynski（2000）。]假设如此，那么最优边际税率的整体安排可能是U形结构。另外，这样的安排还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可能性：最优所得税不是处处累进的，也就是说在某些区间内，更高收入面临的平均税率可能更低，人们的常识在这方面并不完全适用。
	例如，参见Brewer，Saez and Shephard（2010）。

	本书的一位作者参与发现了如下惊人结论，即在这种情况下，对最高收入者的边际所得税率实际上应该为负值，因为对“顶层零税率”结果的逻辑而言，关键在于总体的额外纳税数额，而消费税将随着收入提升而增加（Edwards，Keen and Tuomala，1994）。本书另一位作者提示说，埃奇沃思在另外的场景下指出，“只有绝顶聪明者会看到这一例外情形，而只有极其愚笨者会将它作为一般操作的基本原则”（Edgeworth，1915，p.9）。

	Piketty，Saez and Stantcheva（2014）.


	至于以上分析应该如何转化为所得税设计中的具体数据，还取决于人们对税收激励的行为反应、收入能力的分布状况、社会对穷人和富人收入的相对价值的评估，以及政府除再分配外还需要多少税收收入等。针对此类议题，经济学家如今也能提供更多可行的建议。
	 [image: 例如，参见Brewer，Saez and Shephard（2010）。]不过，要完整回答税收制度的累进程度应该有多大的问题，我们还得承认这里依然涉及众多尚待深入探讨的领域。例如，我们需要考虑同时采用商品税与所得税带来的潜在影响，关键的拉姆齐法则将依然适用，比如对工作的互补品应征收较低的税。
	 [image: 本书的一位作者参与发现了如下惊人结论，即在这种情况下，对最高收入者的边际所得税率实际上应该为负值，因为对“顶层零税率”结果的逻辑而言，关键在于总体的额外纳税数额，而消费税将随着收入提升而增加（Edwards，Keen and Tuomala，1994）。本书另一位作者提示说，埃奇沃思在另外的场景下指出，“只有绝顶聪明者会看到这一例外情形，而只有极其愚笨者会将它作为一般操作的基本原则”（Edgeworth，1915，p.9）。]其他悬而未决的议题还包括税收归宿：税收制度会如何影响税前收入（例如前文介绍过，劳动所得税抵免可能导致税前收入减少），以及观测收入中有多少其实来自租金（例如企业高管的过高薪酬），对这部分收入征税并不会造成任何额外负担。
	 [image: Piketty，Saez and Stantcheva（2014）.]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题，即最优税收理论，并没有提供直截了当的答案，但点出了关键所在，而且提醒人们小心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最优税收理论还将越来越多地指导我们如何在特定条件下实现政策制定者预设的各种目标。

	需要多少根羽毛？

	在柯尔贝尔的比喻中，还有一个因素有待讨论。拉姆齐与莫里斯都试图探索：为筹集给定数额的税收收入，什么才是最好的办法？但他们没有考虑这个数额应该是多少。那么，政府应该筹集多少财政收入才好呢？负责拔鹅毛的人到底需要多少根羽毛？
	Adams（2001，p.46）.


	出于某些原因，就税率而言（不见得是指政府在经济中的全部份额），10%这个数字带有历史光环。孔子曾把10%作为恰当的税率，成吉思汗在占领现在俄罗斯地区的原野时也只要求10%的赋税。
	 [image: Adams（2001，p.46）.]英语中的“什一税”（tithe）这个词本身就是十分之一的意思，类似的还有西班牙语中的什一税（tenth）、威尼斯共和国的什一税（deci-ma）、克伦威尔的什一税（decimation tax）以及法国在18世纪征收的什一税（dixième）等。小皮特在1799年推出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同样是10%。
	Holzman（1955，pp.178-180）. 当然，拿共产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名义税率来做比较可能造成误导，因为那里的所有人在名义上都为政府工作，我们所说的“税收”可能只是表现在报酬的减少上。


	当然，有人或许会期待经济学家拿出一些不那么主观臆断的看法。另外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中，税率设定也相去遥远。丹麦和瑞典的税收收入接近甚至超过GDP的50%，而在美国，如此高的税率仍被广泛视为等同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许多美国人很可能支持最高税率仅为13%的所得税制度，而斯大林在1943年设立的税制正是如此，它被沿用到苏联时代的多数时候，如今再度被俄罗斯采用。
	 [image: Holzman（1955，pp.178-180）. 当然，拿共产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名义税率来做比较可能造成误导，因为那里的所有人在名义上都为政府工作，我们所说的“税收”可能只是表现在报酬的减少上。]

	没有哪个国家是为了好玩才征税，除了我们在第8章介绍的打击不良行为的矫正式税收，征税都是为了给公共支出筹款。所以，决定政府必须征集多少收入的主导因素是支出的需要，至少从长期来看是如此，当然某些低收入国家还可能依靠国外援助。然而反方向的作用同样存在：在支出方面能够和应该取得的成就会受到税收制度的约束。例如我们在第9章谈到，对温多弗先生的炉灶征税获得了8先令的税收，但因为有额外负担，其真实社会成本并不止8先令，而是9先令。所以，要让这些税收真正物有所值，8先令的公共支出带来的社会价值（或者至少对查理一世及其政府而言的价值）需要超过9先令。这一逻辑听上去或许有些古怪。但如果政府认为，它们通过税收筹集到的每1元钱的价值都不如留在纳税人手里的1元钱的价值，那它们根本就不该开征任何税收。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的税收工具越有效率，给分配目标造成的危害越小，政府的规模就可能越大。

	税收征集效率提高是否真的会导致政府规模扩大，这在实证中很难检验。预期公共支出较多的国家（例如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投入军费）可能提前培养税收征集能力：招募更多的审计师，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报告，采购更先进的计算机等。于是更高效的征税能力可能先于税收收入增加而出现，但得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则属于错误的推论。
	Keen and Lockwood（2006）.


	不过，增值税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分析线索。它是一项根本性的税收创新，在过去半个世纪从理论上的奇思妙想变成实践中的重要财政来源。特别是在许多欧洲国家，政府规模大致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显著扩张。对于这种相关性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增值税的发明带来了筹集财政收入的更高效办法，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规模成长壮大，这正是反对美国引入增值税的人的担心所在。假定如此，我们应该看到增值税的扩大会伴随着对其他低效率税收收入的依赖减少。第二种解释是增值税是寻找有效满足政府支出增长需要的结果。假定如此，我们应该看到来自其他税种的政府收入同样在增加。结果表明，这两种效应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都能找到支持证据，不过第一种可能性的证据稍强些，显示增值税确实成了一棵促使政府规模扩张的摇钱树。
	 [image: Keen and Lockwood（2006）.]
	Gaspar，Jaramillo and Wingender（2016）.


	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人们还推测税收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某些联系，并由此给政府规模带来了约束。但结果表明，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简单或普遍的联系。例如，富裕国家的长期增长率自19世纪后期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而政府规模扩大了许多。此外，美国的长期增长率与比利时、丹麦和芬兰等国大致相当，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人均收入与税收差不多，但自此之后，后三个国家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提高了10～15个百分点，甚至更多。税收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机制性的联系，这并不特别出人意料，因为尽管税收制度的某些方面可能对增长不利，会打击各种类型的私人经济活动，但由税收支持的某些公共支出（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却显然有利于增长。某些证据表明存在一个门槛效应，特别是在如今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当税收达到GDP的15%之后，也就是支持政府基本职能良好运转所需的合理的最低水平，才会启动持续的经济增长。
	 [image: Gaspar，Jaramillo and Wingender（2016）.]

	在漫长岁月中，人们发现了税收设计中的某些重要原则，部分来自直觉，更多源于近期的规范理论分析。不过，这些原则通常抽象掉了税收法规实际执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即贯穿各个时代的关键的税收征管事务。这些内容将是本书第四篇的主题。另外，我们探讨的原则也没有考虑税收效应跨境外溢带来的另外一些问题。此类议题是当前许多争议的焦点，也不乏各种荒诞表现。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讨论。








第11章




世界公民



	股票投资者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们可以随时抛弃让他们遭受无端调查的国家……转而投资能够更轻松地做生意与享受财富的其他国家的股票。
	Smith（1868/1776，Book 5 Ch.2 pt.2）.


	——亚当·斯密
	 [image: Smith（1868/1776，Book 5 Ch.2 pt.2）.]
	这里讲述的故事参考了Bezias（2007），Hassan（2015）以及Askolovitch（2017）。


	1962年10月，当全世界紧张关注着古巴导弹危机可能导致的核战争灾难时，另一场国际关系危机正在欧洲上演。这里的紧张局势随着封锁而加剧，它不是由强大的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而是来自六名浑身湿透的法国海关官员，他们正冒雨站在与摩纳哥这个独立小公国接壤的边境处。
	 [image: 这里讲述的故事参考了Bezias（2007），Hassan（2015）以及Askolovitch（2017）。]让法国人尤其是戴高乐总统感到恼火的不是摩纳哥那些光鲜亮丽的大楼和公寓中藏匿了弹道导弹，而是在当地没有实施任何所得税制度。

	摩纳哥没有开征所得税，从而吸引了法国的国民和企业前去定居，或者假装去定居。这个小小的公国夹在法国与地中海之间，没有设置边境检查站，往来非常容易。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当时的财政大臣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后来当选法国总统）用了一个晚上从摩纳哥的电话簿中随机挑选若干人名，然后打电话过去核查。他回忆说，自己联系到的人里有四分之三其实都身处巴黎。然后在1962年，由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在当地的移民（俗称“黑脚人”）大量出走，其中较为富裕的群体喜欢把资金转移到摩纳哥，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戴高乐大为光火，因为回归的法国移民中有些极端分子企图暗杀他，而他对这个群体本就缺乏好感。另外在美国影星格蕾丝·凯利与兰尼埃亲王结婚后，美国同摩纳哥的关系升温，令他更加心生厌烦。

	[image: ]
	克鲁索和梅格雷都是法国影视片中的知名侦探。——译者注


	边境封锁——更像克鲁索而非梅格雷的风格
	 [image: 克鲁索和梅格雷都是法国影视片中的知名侦探。——译者注]

	资料来源：Georges Lukomski—Archives du Palais de Monaco /Institut audiovisuel。

	于是在1962年10月12日，海关官员被派往边境实施封锁。这一行动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边境拥堵则延续了更长时间。不管怎样，法国的态度是明确的。两国达成解决方案甚至比解除古巴导弹危机更劳心费时，不过到1963年5月协议还是达成了。协议规定居住在摩纳哥的法国公民仍需缴纳法国的所得税（除非他们到1962年10月已在摩纳哥居住了5年以上），总收入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摩纳哥之外的所有企业也需要在法国缴纳所得税。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至今。

	法国与摩纳哥之间略显滑稽的冲突只是一个（罕见的对抗）例子，展示了亚当·斯密在250年前就发现的现象：当税基可以跨境移动时，它们（例如法国的国民和企业的收入）会转移到税率最低的地方。斯密没有预见但由1962年事件揭示的是：税基的转移会导致跨境溢出效应（与我们在第8章看到的外部性非常相似）和不公平感，并且成为政治冲突的源头。
	在本章，我们经常会提到“司法辖区”而非“国家”，因为影响国际税收事务的可能是各国的附属领地、皇家殖民地或其他类型的地区，并可能在地方政府层面操作。


	此类事件是如今的新闻热点素材，富人阶层和大型跨国企业可以利用国际税收制度的漏洞来降低税负（包括合法与非法的行动），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并在政治议题中成为争论的焦点。全面追查税收方面的各种漏洞变得十分困难，如“巴拿马文件”、卢森堡泄密事件等例子所展示的，每个漏洞各有特点，但都让国际税收制度颜面无光。某些政客因为此类丑闻而辞职，如冰岛总理。某些企业遭到特别声讨（尽管知名公司被单独挑出来或许有失公允），例如人们了解到，明显赚到大钱的星巴克连锁店在十多年时间里为了减税一直在英国按亏损申报，由此引发社会抗议。受到公众与自身财政需求两方面的压力，发达国家的政府在最近数年中开始认真对待国际税收问题。它们或许不会再封锁边境，但G20成员方如今确实在经常讨论，需要对不遵守现有国际税收标准的司法辖区采取“防御性措施”。
	 [image: 在本章，我们经常会提到“司法辖区”而非“国家”，因为影响国际税收事务的可能是各国的附属领地、皇家殖民地或其他类型的地区，并可能在地方政府层面操作。]当然即便在其内部，G20各成员方对税收议题也存在争执。如本书第1章所述，这次是法国（及其他国家）扮演反派的角色，美国则威胁要对它们的数字服务税收议案采取报复性措施。

	本章将探讨个人与企业在过去和今天如何利用各种机会实现跨境税负最小化，各国政府又如何做出回应，从中渔利，并在最近着手解决此类问题。

	从米糕中挤出水来

	聪明人利用国际税收规则为自己渔利，这是如今的热门话题，但在历史上并不算新鲜。今天仍在使用的许多基本技巧就是威斯蒂（Vesteys）食品王国的奠基者在一个世纪前发明的，他们对不缴税这件事引以为豪。
	The Guardian（1999）.


	一战之初，威廉·威斯蒂与埃德蒙·威斯蒂创建了现代史上首批大型跨国企业之一威斯蒂食品公司。作为冷藏行业的先锋，他们在阿根廷、中国和俄国开展业务，把廉价的肉类输入全球大众市场。战争爆发时，他们已是百万富翁，到一战结束时更是掌控了向英国军队每天供应100万磅肉类的丰厚合同。战争还帮助他们启动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税收财务规划，让英国国内税务局（现为税务海关总署）在几十年里深陷困惑与愤怒。有位税务官员宣称：“要想从威斯蒂公司收税，就好比从米糕中挤出水一样费劲。”
	 [image: The Guardian（1999）.]

	游戏始于1915年11月。随着战争进入血腥的相持阶段，以及或许完全凑巧开征的暴利税（见本书第10章），威斯蒂公司着手将业务转移到海外。它此前享受了如今所说的“延期纳税”规定的好处：只有当海外利润汇回英国的时候才需要缴税，于是可以直接采取不回款的方式无限期避免纳税。只是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转而采用对企业的海外利润即时征税的办法，并同时提高了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税率。接下来，作为早期的“反转”操作（把企业总部迁往海外）的典范，威斯蒂公司的业务以及兄弟俩中的至少一人转移到了阿根廷，那里是他们的业务中心并且不征收所得税，另外把集团利润转移到他们在美国的一家企业，那里依然采用延期纳税的方式。
	国会议员弗雷德里克·班伯里（Frederick Banbury）爵士写给Morning Post的信件，引自Knightley（1993，p.47）。


	不过在战后，威斯蒂兄弟试图返回英国。他们直接向首相劳合·乔治申请获得税收优待，但没有成功。后者依然给威廉·威斯蒂争取到了贵族爵位——这令国王乔治五世及其他人相当不悦，他们认为“让这样一个在战争时期为了避税把公司业务迁出祖国的人享受贵族称号，看不出有任何充分的理由”。
	 [image: 国会议员弗雷德里克·班伯里（Frederick Banbury）爵士写给Morning Post的信件，引自Knightley（1993，p.47）。]可是，威斯蒂家族依然不肯轻易罢休，又去寻找其他的避税手段，然后在偶然间想到了使用信托基金的办法。

	[image: ]

	威斯蒂兄弟——尽量压低肉品价格和自身税负

	信托工具可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即将出征的骑士希望得到保证，让自己回家的时候不至于看到资产荡然无存。他们只能依赖负责照看其财产者的承诺，这种风险在几个世纪后又被一位名叫伍德豪斯的人遇到了：
	McCrum（2004，p.207）.


	一段时间之前，为欺骗所得税征收员，老派克把大量财富转移到……罗迪的账户里，以为罗迪……会在恰当的时候将其返还。我对罗迪说：“胆子大一点，把钱全部带上，发几封告别电报，然后跑到外国去。”
	 [image: McCrum（2004，p.207）.]

	信托工具发展起来，就是为了保护十字军骑士和老派克那样把自身财产交给他人管理的人。其本质是让财产所有权从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而后者有义务按照委托人的具体要求来管理和使用这笔钱。按照威斯蒂兄弟在1921年建立的信托基金的规定，他们的业务被租赁给一家英国公司，后者则会每年支付固定数额的免税收益给一家信托基金（而非威斯蒂兄弟本人），该基金的受托人再将资金转移给威斯蒂兄弟拥有的一家控股公司。基金的受托人有权按照威斯蒂兄弟接受的任何条件发放贷款和预付款。这一系列安排听上去是否有些复杂呢？目的本就如此。

	直至二战爆发后，英国国内税务局才认为自己有充足的信息和法律授权去质疑上述信托安排。但他们在上议院遭受了挫败，其中的部分理由是相关法律规定只针对“个人”，而被调查的信托基金则是由威斯蒂兄弟两人共同授权，如此牵强的诡辩让人不得不佩服。

	通过这些安排，威斯蒂兄弟得以管理高度一体化的经营活动，让多家公司共同参与联系紧密的系列业务：他们拥有的大型牧场、食品加工厂、冷链运输船只、批发企业和零售肉店等。这种情形带来了跨国企业税收中最为核心且依然悬而未决的一道难题：对于威斯蒂食品公司这类跨越多个国家的企业，如果各国单独征税（现实情况就是如此），那么通过操纵“转移定价”（意指关联企业之间的内部交易价格）就可以将利润转移到跨国组合中税负最低的国家（或者逃离税负较高的国家）。牧场的税负很低？那就让你自己的其他企业用高价从牧场采购肉品。集团内部一家企业给另一家企业支付的价格高低，将完全取决于在税收方面有何影响。

	针对此类问题，政府通常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公平定价”原则，意思是跨国企业内部的交易需要按照无关联企业之间开展的类似交易的价格来评估计税。只不过这种事情知易行难，例如威廉·威斯蒂曾在1919年对皇家所得税委员会做过如下的耐心解释：
	引自Knightley（1993，p.35）。


	在这种类型的业务中，你说不清在这个国家获得了多少利润，在那个国家又获得了多少。你屠宰了一头牲畜，然后把产品……卖到50个不同的国家。你不能随便说在英国挣了多少钱，在海外又挣了多少。
	 [image: 引自Knightley（1993，p.35）。]

	转移定价显然存在法律上的灰色地带，但有时候威斯蒂兄弟似乎越过了灰色地带。1934年，已经开征所得税的阿根廷政府对于威斯蒂公司的肉类加工业的真实成本产生了兴趣（这可以帮助它们掌握该企业的实际盈利状况），然后在一艘准备开往伦敦的船只上，从鸟粪堆中若干标记为“腌制牛肉”的箱子里，他们找到了包含工资表、资产负债表和其他信息的大量文件。
	Knightley（1993，p.8）. 从技术角度说，是女王自愿向政府支付了一笔与应缴所得税金额相同的款项。


	这样的安排给长盛不衰的家族财富和避税传说奠定了基础。1978年，有报道称威斯蒂集团拥有的杜赫斯特连锁肉店给超过230万英镑的营业收入仅缴了10英镑的税款。当英国女王于1993年宣布自己将缴纳所得税的时候，据说威斯蒂勋爵宣称：“那好吧，我成了最后一个还没缴税的人。”
	 [image: Knightley（1993，p.8）. 从技术角度说，是女王自愿向政府支付了一笔与应缴所得税金额相同的款项。]

	躲避税收风暴的天堂

	威斯蒂家族及类似人群长期以来寻找国际税收制度漏洞的历史，也是许多国家与司法辖区长期以来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便利的历史。没错，这些地方就是世界各地的税收天堂。
	经合组织（OECD，1998，p.20）对税收天堂的定义是不征收或只征收名义所得税的司法辖区，它是非当地居民逃避居住国税收的地方。但如今经合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不再使用这个术语。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税收天堂是一幅蓝天白云、棕榈树、沙滩加上在日落时分饮酒作乐的画面。其实在不那么蓝天白云的欧洲北海周边，也有些发达国家同样提供非常优惠的税收待遇。尽管税收天堂这个词被人们广泛使用，关于它的确切定义却没有一致意见，有些人还认为它带有些贬义。
	 [image: 经合组织（OECD，1998，p.20）对税收天堂的定义是不征收或只征收名义所得税的司法辖区，它是非当地居民逃避居住国税收的地方。但如今经合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不再使用这个术语。]因此，我们有理由慎用“天堂”的标签，决定在本书中采用“税收避难所”的说法，具体来说是指那些采用低税率甚至零税率，并帮助规避甚至偷逃其他地区税负的地方。
	这里的介绍参考了Palan（2002）和Shaxson（2011）。

	有人解释说，这一限制是为了保护犹太人存放在瑞士的资产免受纳粹德国的侵犯，事实上也确实发挥了这种作用。还有人指出，当时发现巴塞尔商业银行（Basler Handelsbank）为两名主教、几名将军以及《费加罗报》（Le Figa-ro）和《晨报》（Le Matin）的老板逃避法国的税收，结果两年后推出了这一措施（Shaxson，2011，p.157）。

	在这些制度下，控股公司（控制其他公司的企业）免于缴纳公司税，只支付一笔较少的金额，但此类企业可能从其下属公司那里获得很多股息收入。由于对企业所有者的国籍没有限制，还有保密条款拒绝向居住国披露所有者的收入信息，这些制度很受欢迎。

	Higham，Hudson and Guevara（2013）.


	提供税收避难所功能的司法辖区从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
	 [image: 这里的介绍参考了Palan（2002）和Shaxson（2011）。]1862年，瑞士的沃州制定了一项特殊税收规定，鼓励富裕的外国人来当地养老。其他早期先行者还包括美国的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它们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启动了“简易公司”的操作，允许任何人通过提交公司章程而组建公司，无须州议会的特别法案（以争取比其他州更低的特许经营费）来批准。一战后，由于税率在当时被提高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且各国广泛采用上一章介绍的财产税，税收避难所得到了更大发展。例如，1934年的《瑞士银行法》强化了银行的保密要求，把信息泄露的相关惩罚从民事责任提升到刑事责任。
	 [image: 有人解释说，这一限制是为了保护犹太人存放在瑞士的资产免受纳粹德国的侵犯，事实上也确实发挥了这种作用。还有人指出，当时发现巴塞尔商业银行（Basler Handelsbank）为两名主教、几名将军以及《费加罗报》（Le Figa-ro）和《晨报》（Le Matin）的老板逃避法国的税收，结果两年后推出了这一措施（Shaxson，2011，p.157）。]在营业税方面，卢森堡于1929年引入了一套控股公司制度，使持有股权的吸引力相比在英国和美国要强得多。
	 [image: 在这些制度下，控股公司（控制其他公司的企业）免于缴纳公司税，只支付一笔较少的金额，但此类企业可能从其下属公司那里获得很多股息收入。由于对企业所有者的国籍没有限制，还有保密条款拒绝向居住国披露所有者的收入信息，这些制度很受欢迎。]这些现象促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1937年提醒罗斯福总统：当心人们利用低税收辖区和隐瞒所有权等措施来逃避美国的税收。
	 [image: Higham，Hudson and Guevara（2013）.]
	Shaxson（2011，p.89）.


	但直到二战之后，以及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取消外汇管制之后，税收避难所才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势力。每个这样的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独特的税务安排。例如，巴哈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古巴革命后吸引了美国税收规划大佬迈耶·兰斯基（Meyer Lansky）的关注
	 [image: Shaxson（2011，p.89）.]；毛里求斯成为对印度投资的基地；香港则是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瑞士对外国富人继续散发着独有的魅力，特别是在查理·卓别林于1953年移居那里后，被人们熟知的“卓别林法”。它规定没有工作的外国人将按照其生活开支（通常仅限于支付的房租）来缴纳年度一次性税收，而不是执行标准的所得税。
	Halperin and Palan（2015，p.52）.


	并非所有税收避难所都能给你提供蓝色海岸、滑雪休闲的社交场所或者绚丽缤纷的夜生活。例如，美国的怀俄明州、特拉华州和南达科他州允许公司在注册时不披露所有者的真实身份，即便联邦政府前来调查，也必须首先证明涉事公司是空壳公司或者存在欺诈行为。奥巴马曾经强烈抨击开曼群岛的阿格兰屋，那座楼里注册了12000多家公司，它“要么是全球最大的建筑物，要么是最大的税务骗局”。
	 [image: Halperin and Palan（2015，p.52）.]对此，开曼群岛金融服务管理局局长反驳说：他应该去看看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北奥兰治街第1209号，那里注册了28.5万家独立企业。

	[image: ]

	开曼群岛的阿格兰屋（左）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北奥兰治街第1209号——税收天堂未必都有棕榈树

	资料来源：右图：DAVIDT8；Public Domain。
	这座小镇的创建甚至都来自免税行动。大约300年前，当地的一位公爵发布法令，免除当地人缴纳“什一税和其他贡赋”的义务，以要求他们修筑堤坝，阻挡海水入侵（Larner and Collinson，2004）。


	同样不属于热带天堂地带的荷兰，长期以来也有特殊的税收吸引力，那里是安排海外投资的关键中转站。沿着欧洲的北海之滨前行，还能看到一座名字有些绕口的德国小镇北腓特烈斯科格，它在多年之中一直没有征收地方营业税。
	 [image: 这座小镇的创建甚至都来自免税行动。大约300年前，当地的一位公爵发布法令，免除当地人缴纳“什一税和其他贡赋”的义务，以要求他们修筑堤坝，阻挡海水入侵（Larner and Collinson，2004）。]于是，这座小镇成了德意志银行、汉莎航空及其他众多企业的税收避难所。为享受免税待遇，各家企业必须把注册记录、通信地址与核心业务活动放在北腓特烈斯科格小镇。当地的农民便因此通过出租阁楼、谷仓和畜舍赚取收入，本地人被聘用担任办公室经理，德意志电信公司还架设了更多电话线路，以应对激增的传真业务。所有这些行动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导致了约3亿欧元的税收流失。不过好运没有持续下去，从2004年开始，法律要求德国所有城镇都必须以9.1%的最低税率征收地方营业税。
	出于某些原因，“税收天堂”的名单可能产生误导。作为参考，Gravelle（2015）罗列的50个税收天堂中有37个属于岛屿，平均人口为126万。

	Palan（2002）.


	所有税收避难所的共同之处不是棕榈树，而是规模。它们通常来说都很小，比如摩纳哥可以轻松装入纽约市的中央公园。
	 [image: 出于某些原因，“税收天堂”的名单可能产生误导。作为参考，Gravelle（2015）罗列的50个税收天堂中有37个属于岛屿，平均人口为126万。]原因显而易见，从机制上看小国家有着给国际流动的经济活动设置低税率的激励：由于国内经济活动少，降低税率不会让它们因此损失多少税收收入，却会从世界其他广大地区吸引大量税基流入。这样的税基流入不仅会带来（低税率的）公司税收入，还往往伴随着注册费之类的好处，以及旅游业、金融服务业、谷仓出租等各种附带收益。对那些自身经济没有太多亮点的司法辖区来说，此类收益非常有吸引力，于是它们便大力追求由当地身份衍生出来的各种收入。与发行受到收藏者追捧的邮票类似，税收避难所的出现也是本书第3章介绍的国家主权商业化的一个例子。
	 [image: Palan（2002）.]
	Dharmapala and Hines（2009）.

	Shaxson（2011，p.19）.


	还有个特点同样值得注意，成功的税收避难所在治理指数上往往表现不错。
	 [image: Dharmapala and Hines（2009）.]例如，其中许多地方是“大英帝国蜘蛛网”
	 [image: Shaxson（2011，p.19）.]上的皇家属地或海外领地，它们最终能借助英国政府监督带来的信誉。投资者不仅想争取较低的税负，还需要确保合同得到执行，以便拿回自己的钱。提供这样的保证要求有严格遵守法治的声誉，与印刷少量的精美邮票相比，做到这点的挑战要大得多，当然最后带来的回报也会多得多。
	这一排名是根据对内和对外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计算的，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20b）。


	税收避难所尽管通常规模很小，却给全球经济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例如在2018年，卢森堡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高居世界第三位，占据首位的则是荷兰。
	 [image: 这一排名是根据对内和对外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计算的，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20b）。]毫无疑问，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完全因为税收，然而小规模的低税收司法辖区显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当然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各个大国目前正在推进某些从表面上看试图限制税收避难所作用的行动。本章稍后部分将对此展开讨论。
	有报道称，菲茨杰拉德曾经对海明威讲：“你知道，富豪跟你我不同。”海明威则回答说：“是啊，他们的钱更多。”


	富豪不同于常人
	 [image: 有报道称，菲茨杰拉德曾经对海明威讲：“你知道，富豪跟你我不同。”海明威则回答说：“是啊，他们的钱更多。”]

	威斯蒂家族的故事表明，凭借一点创造性和更多胆量，纳税人长期以来找到了不少利用国际税收制度漏洞的办法。诸多税收避难所的兴起则显示，某些地方的政府很愿意为这些人效劳。此类行径引发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解决其背后的根本问题，仅靠愤怒情绪还不够，我们必须弄清楚纳税人能够在各国之间玩什么把戏。威斯蒂家族给我们提供了某些例子，但还有大量内容有待发掘。
	Strumpf（2017）.


	事实上，跨境避税的操纵手段可谓无穷无尽。甚至某些无生命物品（如飞机）也为了寻求低税负而四处转移。美国的某些州把飞机作为个人财产来征税，且以飞机在评估日期的具体停放地作为依据。理所当然，在评估日期临近时，我们会看到异常多的航班从征收此类税收的州飞往不征税的州。
	 [image: Strumpf（2017）.]

	在各种利用跨境税收制度差异的手段中，我们接下来将重点介绍两大类核心策略，然后讨论可以采取何种政策应对措施，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正在开展的行动。

	他们不再住这里了
	McCrum（2004，p.221）.


	一种历史悠久的合法避税手段是住到某些税负较低、最好环境也不错的地方。人生多数时候深受税收问题困扰的作家伍德豪斯，或者说他聘请的会计师，就认识到了这点。伍德豪斯后来回忆说，“就算到了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我只看到他证明我们已有多年的非居民身份，而事实上得承认，我们刚离开英国三天”。
	 [image: McCrum（2004，p.221）.]到1934年，伍德豪斯实际上住在法国，不同寻常的是法国对境外产生的收入（如稿费）免税。在这场逃税行动中，伍德豪斯算得上所有做同类操作的富豪和名流的代表。
	Trannoy（2015，p.35）.

	Kleven，Landais and Saez（2013）.西班牙甲级足球联赛的主席推测，是该国的高税率导致C罗转会到意大利的尤文图斯俱乐部（Garcia，2018）。


	担心引发向外移民经常被作为限制对富人提高税率的理由。关于逃税，肯定有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奇闻逸事。不过要做出合理的政策决定，我们还需要更系统的证据，以揭示典型富豪（假设存在这类代表人物）选择居住地的决策到底对税收制度有多敏感。少数几个流传深远的案例未必表明问题有多严重。例如研究发现，美国各州之间的税收制度差异会带来显著的行为反应，尤其是对退休人士，但力度并不太大。对于法国，也不容易找到具有重大影响的证据，只是法国的亿万富翁有大约三分之一住在比利时或瑞士，或者有大量资产登记在这两个国家。
	 [image: Trannoy（2015，p.35）.]不过，某些人的移民机遇可能比其他人更多。按照这个思路，有一项研究考察了流动性极高的一个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决策：欧洲的职业足球运动员。结果发现他们的决策对税收的反应特别强烈，尤其是其中收入最高的那部分球员。
	 [image: Kleven，Landais and Saez（2013）.西班牙甲级足球联赛的主席推测，是该国的高税率导致C罗转会到意大利的尤文图斯俱乐部（Garcia，2018）。]这一现象的意义在于，足球明星或许属于典型的高技能职业人士，他们的工作很容易跨境转移。对此类世界公民而言，居住地选择对税收制度的敏感度可能真的很高。
	Abbott，Frost and Johnson（1926，pp.96-97）.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141）.秉持类似的精神，14世纪富有的佛罗伦萨商人在城市外面建立了逃避税收的居所，市政府的对策则是把城市边界拓展到郊外（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p.201-202）。

	可能需要缴纳一笔“出境税”，计算方法是，脱离国籍者在出国之前出售全部资产所对应的需要缴纳的资本利得税。

	Organ（2020）.


	除了降低税率以阻止向外移民，还有一种办法是制定法规，使移民并不能免除在母国的税负。例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富人不仅要为自己居住城市的祭祀仪式出资，还得负担自己故乡城市的相应费用。
	 [image: Abbott，Frost and Johnson（1926，pp.96-97）.]罗马的戴克里先皇帝发现许多小农场主抛弃了自己的小块土地，且没有缴税，于是他下令，要求这些已经离开者继续承担自己拥有的土地的税负。
	 [image: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141）.秉持类似的精神，14世纪富有的佛罗伦萨商人在城市外面建立了逃避税收的居所，市政府的对策则是把城市边界拓展到郊外（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p.201-202）。]美国在这方面几乎独树一帜，对国民的所有收入（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按照相同规则征税，只是给在国外缴纳的税款实施抵扣待遇。随着人们的流动性越来越高，这样的办法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例如，以此来防止人们参加工作时在税率高的地方扣除养老金缴费，而在退休后到税率低的地方去享受养老金。按国籍征税的办法使美国人不容易变成逃税者，当然国籍也可以被放弃。
	 [image: 可能需要缴纳一笔“出境税”，计算方法是，脱离国籍者在出国之前出售全部资产所对应的需要缴纳的资本利得税。]选择这种操作的人中就有脸书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他变成了没有资本收益税的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放弃美国国籍的人数在披露海外未申报资产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于2014年生效之前的两年里增至原来的3倍，这或许并非偶然。
	 [image: Organ（2020）.]

	拒不申报
	Zucman（2013）.

	Alstadsæter，Johannesen and Zucman（2018）.

	Alstadsæter，Johannesen and Zucman（2019）.


	一种最简单的直接避税办法（在许多年里也是最安全的办法）是把银行存款和其他金融资产放在“离岸”的地方——基本上是指“境外”，通常是税率较低、容易隐藏财产的外国司法辖区，并且不向居住地的税务当局申报来自此类资产的任何收入。有个被广泛引用但存在争议的估计数据是，全球约8%的居民财富（近6万亿美元）是以离岸方式持有的，其中很多应该属于对税务当局隐瞒不报的。
	 [image: Zucman（2013）.]在某些海湾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这类资产可能达到GDP的60%，即便在欧洲大陆也可能达到GDP的15%。
	 [image: Alstadsæter，Johannesen and Zucman（2018）.]可以想象，离岸资产主要由富人阶层持有。据估计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有的0.01%居民利用离岸账户逃避了约四分之一的应纳税额，不会受到随机审计的抽检，而这些国家还是以良好的依法纳税习惯而闻名的。
	 [image: Alstadsæter，Johannesen and Zucman（2019）.]由于很难获取准确的逃税数据，即便对这些估计报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其规模也相当巨大。

	面对上述问题，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请求其他国家的税收当局收集本国居民在当地的收入和资产信息，同时作为回报，向对方提供自己境内其国民的相应信息。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样做并不符合许多大人物的利益，某些想从中渔利的司法辖区（和企业）也不愿意配合。因此直至最近，希望追踪本国居民离岸收入的税收当局经常无功而返。只有在达成相关国际协议，并找到逃税嫌疑的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才会要求对方分享此类信息。而接到要求的外国税务当局即使愿意配合，仍可能受阻于银行保密法规。

	不过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方面的形势发生了迅速的改变。保守地说，我们对离岸避税行为与金融危机之间有何联系还不太清楚。然而各国政府极度渴望增加财政收入，离岸避税行为由此成为一个在政治上很正确的打击目标，另外G20也随之积极行动起来。“自动信息交换机制”（AEOI）如今成为国际上的标准做法，意思是把本国的非居民银行存款、共同基金账户之类的信息（包括其价值及产生的收入等）作为惯例自动传递给他们居住国的税务当局。这一做法背后的理念是：不要给资产和收入留下任何藏身之地。
	欧盟有这方面的先例，2003年的一项指令要求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的非居民获得的款项，要么自动提供信息，要么执行预扣税，75%的此类收入将归属居住国，详见Keen and Ligthart（2006a）。

	更确切地说，是“纳税目的信息透明与交换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

	没有金融中心的发展中国家除外。

	参见经合组织的承诺声明（OECD，2018）。

	也可以采用其他办法：让各国从信息带来的财政收入中分享一定的份额，激励它们提供信息（Keen and Ligthart，2006b）。

	欧盟还制定了一个认定在税收事务中不配合的司法辖区“黑名单”，若想脱离该名单，就需要遵守信息交换标准以及其他事项。


	前文提到的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是该领域的引领者，它要求大多数非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给国税局提供美国纳税人拥有的5万美元以上的所有账户的详细信息。
	 [image: 欧盟有这方面的先例，2003年的一项指令要求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的非居民获得的款项，要么自动提供信息，要么执行预扣税，75%的此类收入将归属居住国，详见Keen and Ligthart（2006a）。]G20在推动一个平行进程，由大名鼎鼎的“全球论坛”负责组织
	 [image: 更确切地说，是“纳税目的信息透明与交换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目标是让所有成员和司法辖区（目前超过150个）同意采纳自动信息交换机制。
	 [image: 没有金融中心的发展中国家除外。]当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始实施此类自动信息交换。
	 [image: 参见经合组织的承诺声明（OECD，2018）。]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强制因素。
	 [image: 也可以采用其他办法：让各国从信息带来的财政收入中分享一定的份额，激励它们提供信息（Keen and Ligthart，2006b）。]例如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规定，拒不配合可能引来美国政府对本国金融机构发生的所有相关支付款项征收30%的预扣税。如果某个司法辖区未能达到全球论坛制定的标准，则可能遭遇他国的“防御性措施”的惩罚，虽然此类惩罚的具体内容还有待明确。
	 [image: 欧盟还制定了一个认定在税收事务中不配合的司法辖区“黑名单”，若想脱离该名单，就需要遵守信息交换标准以及其他事项。]
	Johannesen and Zucman（2014）；Beer，Coelho and Leduc（2019）.

	由此获得的绝对收益可能非常大（Elsayyad and Konrad，2012）。

	欧盟委员会报告的（收到的外国信息与本国纳税人的信息之间的）匹配成功率仅为37%～80%（European Commission，2018，p.10）。

	许多国家在加强信息交换之前还制订了“自愿披露”计划，通常会对披露离岸资产信息的人减少惩罚和利息费用。这些行动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约950亿欧元（Kerfs，2019），但不会持续增加财政收入。


	上述措施似乎正在产生作用，承诺参与信息交换的司法辖区的银行账户开始受到影响。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账户有很多随即转移到尚未承诺参与信息交换的地方。
	 [image: Johannesen and Zucman（2014）；Beer，Coelho and Leduc（2019）.]这里的困难在于，说服某些司法辖区提供此类信息，会使不参与信息交换地区的收益变得更大。
	 [image: 由此获得的绝对收益可能非常大（Elsayyad and Konrad，2012）。]另外这个安排也不是完美无缺。从海外税收当局那里获得数据是一回事，将此类信息跟国内纳税人实现有效的比对匹配是另一回事。
	 [image: 欧盟委员会报告的（收到的外国信息与本国纳税人的信息之间的）匹配成功率仅为37%～80%（European Commission，2018，p.10）。]某些发展中国家可能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信息，但由于不能充分保证保密协议会得到遵守，而得不到对方的信息互换回馈。要判断上述措施能否带来税收收入的持续增加，还为时过早。
	 [image: 许多国家在加强信息交换之前还制订了“自愿披露”计划，通常会对披露离岸资产信息的人减少惩罚和利息费用。这些行动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约950亿欧元（Kerfs，2019），但不会持续增加财政收入。]另外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各国政府已变得更有信心或者意愿提高对资本收入的税率，而不用担心金融财富会流失海外。当然这些还只是初步的尝试，今天已经取得的成绩在短短十年前从政治和技术上来讲还都是不可想象的。

	虚假利润
	U.K.Parliament（2015）.


	威斯蒂家族采用的转移定价诡计只是一道不起眼的前菜，跨国公司的避税手段后来变得极其过分，乃至在英国触怒了部分情绪激动的星巴克消费者以及其他群体。关于跨国公司丑闻的报道（例如2014年的卢森堡泄密文件）助长了这种不满情绪，增强了要求政客采取行动的压力，最终把普华永道等专业服务企业定性为“把协助逃避税收当作主业”。
	 [image: U.K.Parliament（2015）.]许多受到公众抨击的跨国企业感觉需要做出回应。例如星巴克公司在遭遇抵制后，在社会的普遍鄙视之下，宣布将在之后两年里自愿给英国政府缴纳2000万英镑税收。政策制定机构同样感到需要做些事情。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国际公司税制度破败不堪，需要修复。

	如果是我，就不会从这里讲起

	要理解现行的国际公司税制度以及该如何加以修复，第一步得认识到“国际公司税制度”并不存在。事实上，解决国际税收问题的是各国的法律加上大约3000项双边税收协定，后者试图把各国的税收制度以较为合理的方式拼接起来，尤其是避免相同课税对象在不同司法辖区被重复征税。在所有这些协定和法律之下还有社会规范，它们是长期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尽管不需要追溯到苏美尔文明那么久远。
	至少在政策事务上是如此。第一份关于具体税收事务的国际协定可追溯至1843年，法国和比利时同意在征管方面开展合作（Jogarajan，2011，p.687）。

	Jogarajan（2011，p.684）.

	这些经济学家中包括我们的偶像埃德温·塞利格曼。还有一位是英国税收问题专家乔赛亚·斯坦普爵士（Sir Josiah Stamp），他很不幸地遭遇了与第5章介绍的威廉·哈考特相似的命运。他和儿子一起在二战中被炸死，当时的法律认定他先死，从而需要缴纳两层的遗产税。


	国际合作方面的重大标志包括英国与瑞士的沃州于1872年达成的首份国际税收协定
	 [image: 至少在政策事务上是如此。第一份关于具体税收事务的国际协定可追溯至1843年，法国和比利时同意在征管方面开展合作（Jogarajan，2011，p.687）。]，以处理在沃州离世的英国人被双重征收遗产税的事务
	 [image: Jogarajan（2011，p.684）.]；还有189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达成的首份所得税相关税收协定；以及国际联盟在20世纪20年代开展的工作，该联盟以四位知名经济学家的报告为基础，总结历史经验来制定税收规范。
	 [image: 这些经济学家中包括我们的偶像埃德温·塞利格曼。还有一位是英国税收问题专家乔赛亚·斯坦普爵士（Sir Josiah Stamp），他很不幸地遭遇了与第5章介绍的威廉·哈考特相似的命运。他和儿子一起在二战中被炸死，当时的法律认定他先死，从而需要缴纳两层的遗产税。]在此之后，捍卫国际税收标准的责任就落到联合国（尤其是经合组织）的肩上。不过我们今天的实践，包括所有税收协定的内容，并没有太多会让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税收协定的设计者感到惊奇的东西。

	把这段极其漫长的历史浓缩下来，现有国际税收制度的核心其实是两条规范。第一条规范就是我们已经在威斯蒂家族的案例中见到的公平定价原则：对跨国企业征税时，把收入分解到集团中的各个实体，再将它们都作为独立经营者来征税。于是每个司法辖区将首先对当地经营实体的“主动收入”（即与业务有关的收入）征税，接下来，母公司所在的司法辖区再决定是否也要征税，并且在征税时给予已经在他国缴纳的税收某些抵扣待遇。

	第二条规范是，各司法辖区只能够对在当地注册、受当地管理或在当地有某些实际业务的实体的收入征税。例如，只是把美国的产品出口到德国，而没有在当地设立实体，那么德国就不能对这些产品销售带来的利润征税。

	在德皇威廉二世与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时代，这两条规范或许能有效发挥作用，甚至能沿用到国际联盟时代。例如，公平定价原则可以确保独立公司实体在税收待遇方面与开展相同业务的跨国企业大致平等，我们在第10章曾谈到这普遍来说有益于促进生产效率。而在外国投资并不太常见的时候，要求存在实体机构是比较明显的标准，例如一家英国公司掌握着尼日利亚的铁路所有权的情形。可是到今天，这些规范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
	为避免给人留下太玄妙的印象，我们来看个例子。假定一家跨国企业在税率为50%的A国有家子公司，在税率为10%的B国也有家子公司，现在让B国的子公司把1000万美元借给A国的子公司，利率为5%。此时，利息收入50万美元将在B国纳税，税额为5万美元。但这笔利息在A国属于可抵扣的支出，于是那里的税款将减少，幅度为50万美元的50%，即25万美元。总体而言，该跨国企业节省了20万美元的税款。

	有关报道参见Bergin（2012）。这一操作只不过是更复杂架构的一部分，其他方法则是确保从英国获得的税款减扣不会在其他任何国家造成更多税负。星巴克在此后重新调整了在英国和欧洲的运营架构。


	先来看第一条规范：公平定价原则。我们已经知道，威斯蒂家族如何利用转移定价的办法，在集团内部把利润从面临较高税率的实体转移到面临较低税率的实体。实际上，改变集团内部的牛肉定价的效果也能够用其他很多方法来实现，其中之一是人为借贷。例如，把股权融资放到低税率司法辖区的某个实体（甚至是专门为此目的而创立的“现金牛”类型的实体），再让它给位于高税率司法辖区的实体提供借款。放出贷款的实体需要为自己获得的利息纳税，但税率较低，获得贷款的实体则能够在较高的税率环境下为支付的利息获得税收抵扣。因此总体而言，跨国企业减轻了在全球范围的税负，增加了税后利润。
	 [image: 为避免给人留下太玄妙的印象，我们来看个例子。假定一家跨国企业在税率为50%的A国有家子公司，在税率为10%的B国也有家子公司，现在让B国的子公司把1000万美元借给A国的子公司，利率为5%。此时，利息收入50万美元将在B国纳税，税额为5万美元。但这笔利息在A国属于可抵扣的支出，于是那里的税款将减少，幅度为50万美元的50%，即25万美元。总体而言，该跨国企业节省了20万美元的税款。]如果此类债务游戏让你感到乏味，那也可以用管理费或者专利、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的特许权使用费之类的办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在无形资产成为经营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且很容易转移的当今世界，此等操作正变得愈发普遍。这就是星巴克公司在英国的红火业务几乎不用缴税的秘诀所在：它需要给位于荷兰的一家子公司支付商标特许权费和其他费用，需要给荷兰和瑞士的其他子公司付费购买和烤制咖啡豆，还需要从集团内部获得借款，等等。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image: 有关报道参见Bergin（2012）。这一操作只不过是更复杂架构的一部分，其他方法则是确保从英国获得的税款减扣不会在其他任何国家造成更多税负。星巴克在此后重新调整了在英国和欧洲的运营架构。]

	在跨国企业内部分解利润可能非常不易。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某种新药在一个国家的研发实验室中被开发出来，在另一个国家获得专利权，从第三个国家取得融资，再安排到世界许多国家去生产和销售，此时该如何分解其收入来源？某些人或许觉得，即使面对此类复杂场景，多做点细致分析再加上些许天赋，即可有效适用公平定价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公平定价原则从本质上讲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指出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与彼此无关的企业相比，跨国企业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开展经营，而且能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彼此无关的企业能接受的市场定价不仅是虚构的，而且纯属幻觉。

	第二条规范，即需要在当地有某种形式的实体才可以被征税，在近年来也越来越成问题，越来越引发争议。原因在于，如今更有可能在并无多少实体的情况下在某个国家做生意，谷歌和脸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虽然它们通过搜索服务或社交媒体平台收取了费用，却在许多国家没有实体，所以利润不是当地的课税对象。在许多普通人看来，此类互联网公司早已是自己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供应商，他们会觉得：等一下，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吧？然而在当前的税收法规下，的确如此。这种情形是否会持续下去，让我们拭目以待。目前的关键在于，避免在某个国家以实体形式存在已成为规避在当地纳税的一种手段，而且与过去相比，技术变革让此类操作变得容易了许多，涉及的资金规模也随之大增。
	具体方法如下，如果某个国家把在当地注册设立的公司作为居民，而另一个国家把在当地实际开展业务管理的公司当作居民，那么就在后者注册公司，而在前者实施管理。

	对这一避税策略的解释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3）。

	希思·罗宾逊（Heath Robinson，1872-1944年）是英国漫画家，与美国的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1883-1970年）地位相当。


	以上这些都属于跨国企业的最基础避税教程，它们还有很多其他办法来利用国际税收制度的这两条核心规范，以及借助其他漏洞来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直至2017年税收改革，美国的跨国企业仍可以像威斯蒂家族那样通过收益递延操作来避税，当时它们在海外实体中积累的收益已超过2.8万亿美元。仅苹果公司一家避税（至少是延迟纳税）的利润额就超过2800亿美元。另一种伎俩是利用各国的税收协定网络，在集团内部人为地安排付款路径，使整个流程的税负最小化，这被称作“税收协定滥用”。某些公司还利用各国税收法规的错配来避免在任何地方成为纳税居民。
	 [image: 具体方法如下，如果某个国家把在当地注册设立的公司作为居民，而另一个国家把在当地实际开展业务管理的公司当作居民，那么就在后者注册公司，而在前者实施管理。]这些操作都变得极其复杂。我们在下图中展示了声名狼藉的“双份爱尔兰配一份荷兰的三明治式”避税策略，该策略与谷歌的关系尤其紧密。
	 [image: 对这一避税策略的解释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3）。]与图中另一侧展示的希思·罗宾逊（Heath Robinson，英国漫画家）画的古怪装置相比，如此繁复的避税设计看上去一样荒唐可笑。
	 [image: 希思·罗宾逊（Heath Robinson，1872-1944年）是英国漫画家，与美国的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1883-1970年）地位相当。]

	[image: ]

	哪边是“双份爱尔兰配一份荷兰的三明治”，哪边是“用格吕耶尔法复制格洛斯特奶酪”——避税策略的繁杂设计

	资料来源: 右图: William Heath Robinson,“Doubling Gloucester cheeses by the Gruyere method in an old Gloucester cheese works when cheese is scarce,” The Sketch, 15 May 1940; pen and wash, 390 x 295mm; with kind permission of the Heath Robinson Museum。
	Tax Justice Network et al.（2015）.

	这个案子与沃达丰公司出售当地资产有关。关于该事件及其引发的更广泛的避税问题，可参见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on Tax（2020）。

	OECD（2015a，p.15）.

	Crivelli，de Mooij and Keen（2016，figure 3）.

	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c）表1中国家特有的结果。其中提及美国的结果是在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前的测算，此后的利润转移可能有所减少。


	这些避税涉及的规模有多大？大量迹象显示，数额庞大的利润利用此类设计被转移到低税收司法辖区。有研究认为，美国企业2012年在低税收的百慕大群岛报告的利润额超过了在中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报告的利润总和。
	 [image: Tax Justice Network et al.（2015）.]单个案例涉及的金额可能极大，印度的一个案子涉及的税额就高达26亿美元。
	 [image: 这个案子与沃达丰公司出售当地资产有关。关于该事件及其引发的更广泛的避税问题，可参见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on Tax（2020）。]在过去几年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试图较为系统地量化分析跨国企业避税行为导致的税收损失。其中一项研究针对将近50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认为全球损失了4%～10%的公司税，或者说每年1000亿～2400亿美元。
	 [image: OECD（2015a，p.15）.]另一项研究覆盖了更多国家，认为经合组织国家每年的税收损失就有约4000亿美元，其他国家的损失约为2000亿美元。
	 [image: Crivelli，de Mooij and Keen（2016，figure 3）.]这些估计数字还存在较多争议，讨论具体国家所受影响的大小就更加困难。不过对于最受研究者关注、税收损失可能也较大的美国，损失额度的量级可能约为实际所征公司税收入的15%～25%。
	 [image: 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c）表1中国家特有的结果。其中提及美国的结果是在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前的测算，此后的利润转移可能有所减少。]
	例如，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c）的图4。


	就发达国家而言，人们对税收损失造成的后果的严重程度，可能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对美国税收损失的较高估计额仅相当于GDP的0.6%。但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影响可能更大，税收损失或许超过GDP的1%。这些国家的税收收入经常还不到GDP的15%，其创收需求十分迫切，而且通常比发达经济体更为依赖公司税，能够增收的未开发资源也更少，所以如此显著的税收损失很值得重视。
	 [image: 例如，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c）的图4。]

	告别公平定价原则？

	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就哀叹：
	Kennedy（1961）.


	美国公司在海外建立起越来越多的企业，并精心策划其组织架构，加上母公司与分支机构之间在内部定价、专利授权费用、管理费之间的人为安排以及类似操作，尽可能增大它们在税收天堂的累积利润，从而大幅削减乃至完全消除它们在母国和其他国家的税负。
	 [image: Kennedy（1961）.]

	然而，又过去了半个世纪，各国政府才针对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采取重大行动。近期的政策措施的核心内容是G20与经合组织联合推进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BEPS）。该计划在2015年达成了共同标准和期望，旨在解决税收协定滥用的问题，并鼓励各国采取严格限制利息支出的税收抵扣等措施。然而，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并没有改变前文阐述的国际税收制度的规范，也从未将这些规范视作重点目标。即便最积极的支持者也只是把该计划作为一种“消防演习”。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它实际取得了多大的成果，前文介绍的避税数据都是该计划实施前的情况。不过无论如何，火还没有熄灭，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税收规范的议题如今正在引发严肃讨论，许多人会说，这一天总算到来了。

	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信奉的理念是“在创造价值的地方征税”。这是一条人们很难反驳的原则。另外对于在哪些地方没有创造价值，人们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然而在1923年向国际联盟提交建议报告的四位经济学家就已经发现，把价值创造过程清晰分解并没有那么轻松：
	League of Nations（1923，p.2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果树上结的橙子本身不能算既得财富，它们还需要被采摘下来，这也不够，还需要包装好，再运输到有市场需求的城市，并且放置到消费者可以享用的地方。
	 [image: League of Nations（1923，p.23）.]

	与这种情形类似，从果实采摘到最后食用，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是价值链上的必要环节，很难找到唯一正确的办法把创造的全部价值分配给各个阶段。在涉及真金白银的时候，现实中的政策制定者尽管都认同理论上的原则，却会对价值创造的具体环节产生极大争执。很不幸，这一理念本质上非常空洞。
	The Economist（2017b）.

	一经披露，事实的供给量就是固定的，就像一处石油储量被探明一样。关于信息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类比，及其对税收问题的启示，可参见Cui（2019），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c）以及Aslam and Shah（2020）。


	当我们思考如何对脸书或谷歌之类的公司征税时，上述痛苦现实就会展露无遗。它们属于企业能够在许多国家开展业务却不需要设立实体机构的典型。有些人认为，这种情况并不表明需要放弃国际税收制度中的第二条规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企业创造的价值都是来自那些设计出基础算法以实现网络服务的人。另一些人则认为，前文提到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反应包含某些合理成分，因为在他们看来，当你在谷歌网站上开展搜索，或者在脸书网站上发帖子的时候，你不仅是消费者，也正在做“用户贡献”，你提交的信息被网络公司采集并用于定向广告投放，因而参与了价值的创造。所以，你上网时所在的国家应该有权对这些公司的相关收入征税，等同于它们在当地设立了一间信息收集工厂的情形。还有一种理由能得出类似的结论。《经济学人》杂志已经把信息列为全世界最宝贵的资源，取代了石油的地位。
	 [image: The Economist（2017b）.]这表明我们在税收议题上也可以参照石油来看待信息：将信息视为一种新型的潜在租金来源，对信息租金征税造成的效率损失最小。
	 [image: 一经披露，事实的供给量就是固定的，就像一处石油储量被探明一样。关于信息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类比，及其对税收问题的启示，可参见Cui（2019），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c）以及Aslam and Shah（2020）。]
	Hufbauer and Lu（2018）.


	不过，这一征税权应该如何行使以及应税收入应该如何测算，目前尚未得出完整的答案。就短期而言，欧洲委员会与英国共同建议，首先可以对此类公司的广告收入征收“数字服务税”。法国则希望成为第一个付诸实践的国家。从信息与石油的类比看，可以将这样的税收视同如今在许多自然资源销售中经常收取的开采权费。但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数字服务税可以被理解为尚待确立的基础利润税的过渡措施。而站在美国的立场看，所有这些行动都好像是发明一条原则，以掩盖赤裸裸的收益掠夺：因为在欧盟的建议下，可能遭到征税的很大一部分公司的总部在美国。
	 [image: Hufbauer and Lu（2018）.]由此出现了本书第1章就提到的国际税收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以及美国发出的报复威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c）清楚地介绍了这些建议。


	尽管围绕数字巨头企业的税收争端非常引人注目，但事实上也只是上文讨论的现有国际税收制度的更广泛问题的一些表象，而非问题的实质。当前几乎所有活动和产品都在增加某些数字内容，例如电冰箱会把你的饮食和烹饪习惯的信息发送给生产商，很像我们之前谈到的用户贡献。这里的核心议题——包括测算使用某些无形资产要支付的恰当授权费——对于从事非数字业务的企业来说至少同样适用，例如销售咖啡。因此，对于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实施后依然存在的问题还需要更基础的解决方案，G20和经合组织也提出到2021年中期拿出更好的办法。至少可以认为，有几项深刻改变现行国际税收制度的建议在当前受到了充分的重视。
	 [imag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c）清楚地介绍了这些建议。]
	更准确地说，“全球无形资产的低税收收入条款”是把海外获得的超过有形资产10%回报率以上的收入纳入美国的税基，没有递延，适用正常税率的一半；并对海外缴纳的税款给予部分抵扣（80%）。

	The Base Erosion Anti-Abuse Tax.

	关于《减税与就业法案》中新国际条款的介绍，可参见Chalk，Keen and Perry（2018）以及Dharmapala（2018）。


	某些建议与现行规范基本保持一致。有一种思路认为，其他国家应该追随美国在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中制定的路线，其中涉及公司税的主要措施是把联邦税率从35%大幅削减至21%，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的国际税收规定，影响可能还更加深远。该法案中采用的英文缩略语也异常漂亮，例如其中的“GILTI”（与英文中有罪一词guilty接近）条款规定，超出基准回报率的海外利润如今需要在美国纳税，不得递延，但适用的税率为国内利润的一半。
	 [image: 更准确地说，“全球无形资产的低税收收入条款”是把海外获得的超过有形资产10%回报率以上的收入纳入美国的税基，没有递延，适用正常税率的一半；并对海外缴纳的税款给予部分抵扣（80%）。]对设立在美国的母公司而言，这使它们把海外获得的高利润转移至低税率或零税率司法辖区的吸引力大减，因为最终无论如何都需要缴纳至少10.5%的联邦税。与此同时，针对美国国内利润收入的“BEAT”（有打击的含义）条款
	 [image: The Base Erosion Anti-Abuse Tax.]，则限制了本地企业经常使用的通过抵扣某些支出把利润转移到海外的能力。
	 [image: 关于《减税与就业法案》中新国际条款的介绍，可参见Chalk，Keen and Perry（2018）以及Dharmapala（2018）。]其他国家在意识到上述两类措施的奥妙后，纷纷表现出如法炮制的兴趣。
	某些民间组织长期以来主张采用全球性的公式分配方法，例如“国际公司税收改革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ation，2018）的建议。

	The Common Consolidated Corporate Tax Base：See European Commission（2016）.

	Devereux et al.（2019）.


	不过，还有些建议对现行的两条国际税收规范提出了挑战。有的认为应该完全抛弃对跨国企业集团内部的实体单独征税的思路，转而采用某种测算公式，把跨国企业的全球利润分配到各个司法辖区，例如根据各个地方在该集团的全球销售额、资产状况、工资支出和就业人数中所占的份额等，有时被称作“公式分配法”。这样一来，跨国企业在集团内部到处转移利润的做法将失去意义，因为影响税负的只有集团的总利润。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税在州或省层面的分配就是采用类似的做法，而公平定价方法在高度一体化的经济生活中难以适用。所以该建议的支持者认为，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公式分配法显然是未来的必由之路。
	 [image: 某些民间组织长期以来主张采用全球性的公式分配方法，例如“国际公司税收改革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ation，2018）的建议。]类似方案已经在欧盟被正式提出。
	 [image: The Common Consolidated Corporate Tax Base：See European Commission（2016）.]还有一种变形做法是剩余利润分配，即通过某种机制性规则来分配跨国企业利润中超出资产和业务最低回报的部分。这里的剩余利润概念大致相当于李嘉图当年所说的租金。
	 [image: Devereux et al.（2019）.]

	另一些建议试图取消第二条规范，即以实体为基础征税，转而把部分征税权分配给做出用户贡献或者消费者所在的司法辖区。由消费者所在地征税的建议把税收因素引入“目的地国家”或“市场所在国家”，是对现行规范的更深刻背离：即便跨国公司在某个司法辖区没有实体，而只是发生销售行为，也将因此承担税负。这类理念的支持者逐渐增多。其支持者提出的一个理由是，用户贡献很难测算，而最终消费者所处的位置难以改变（例如，相对于某些专利权所在的国家的位置），按照最终销售发生的地方来征税就非常适合防止避税行为。基于上述理由，有些人呼吁采用（我们这里要介绍的最后一种解决方案）“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只可惜其英文缩写DBCFT着实不堪。
	在增值税制度下，进口商品应该纳税，但对企业采购而言，这笔税收可完全抵扣销售税，影响将被完全抵消。

	有读者或许会问：这样会不会带来在高税率国家产生工资成本从而获得更大税收抵扣的激励？不过，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导致工资率提升或者货币升值（使得以外币计价的劳动力更加昂贵），从而抵消此类效应。更一般地说，汇率以及国内价格水平在原则上会做出调整，以抵消各国在采用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时的跨国税率差异。这方面的问题以及该税种的设计和影响的更多讨论，可参见Auerbach et al.（2017）。

	只有在所有国家都采用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的情况下，这些优秀特性才会有效。而如果某些国家不采用该制度，则会产生一种激励，提高征收该税种的国家相对于不征收的国家的出口价格，因为这对在征收该税种的国家的税负没有影响，却能通过进口成本抵扣，降低在不征收该税种的国家的税负。


	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早期曾短暂成为热门建议，其本质是认为出口不应该被征税，进口应该作为课税对象（对企业可以抵扣），同时所有的投资应该立即抵扣。这一办法可以理解为增值税（它的税基也扣除出口价值，包含进口部分）与工资成本抵扣的简单结合。如果得到普遍采用，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会有很多优点。与增值税类似，它不受利润转移的影响。例如在这两种税制下，出口都不征税，企业为进口支付的价格不纳入税基，因此操纵转移定价将失去意义。
	 [image: 在增值税制度下，进口商品应该纳税，但对企业采购而言，这笔税收可完全抵扣销售税，影响将被完全抵消。]还有，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对于在某个国家而非另一个国家开展生产并不带来税收优惠。
	 [image: 有读者或许会问：这样会不会带来在高税率国家产生工资成本从而获得更大税收抵扣的激励？不过，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导致工资率提升或者货币升值（使得以外币计价的劳动力更加昂贵），从而抵消此类效应。更一般地说，汇率以及国内价格水平在原则上会做出调整，以抵消各国在采用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时的跨国税率差异。这方面的问题以及该税种的设计和影响的更多讨论，可参见Auerbach et al.（2017）。]最后一个关键是，这种税制对所有成本给予立即抵扣，即本书第10章介绍的现金流待遇，所以作用相当于租金税。
	 [image: 只有在所有国家都采用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的情况下，这些优秀特性才会有效。而如果某些国家不采用该制度，则会产生一种激励，提高征收该税种的国家相对于不征收的国家的出口价格，因为这对在征收该税种的国家的税负没有影响，却能通过进口成本抵扣，降低在不征收该税种的国家的税负。]许多经济学家因此很欣赏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的理念，但它的时代尚未到来。

	当然从技术和政治的角度看，以上这些建议也有各自的问题。例如，利用公式在各国之间分配利润要求各国之间史无前例地达成税收分享的共同规则，这点即便是欧盟也还没能做到。放弃以实体为基础的税收规范则需要对现行的全部跨国税收协定进行修订。当然，我们只是用很简洁的方式描述了各种改革建议，具体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做得比这里的介绍更加完善。
	有关建议来自OECD（2019d）“支柱1”（Pillar One）的A部分方案。

	OECD（2020）.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2019年，在国际税收规则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缓慢演进之后，经合组织牵头组织的对包容性框架的讨论突然加快，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推进速度和打破陈规的开放精神，并汇集了135个国家和地区。经合组织秘书处自身也建议普遍采用类似于上文介绍的剩余利润分配计划，针对最大型跨国企业的某些收入，把部分剩余利润分配到市场所在地。
	 [image: 有关建议来自OECD（2019d）“支柱1”（Pillar One）的A部分方案。]根据建议，这一行动从涉及的资金规模来看可能不算太大。
	 [image: OECD（2020）.]另外它并不是要取代现行国际税收制度，而是作为补充，跟简化的方向相反。此外，这一建议或许不会得到实施，因为新冠疫情让本就艰难的国际谈判变得更加复杂。不过令人瞩目和鼓舞的是，经合组织曾是国际税收制度中两条核心规范的长期捍卫者，有时态度还较为粗暴，目前接受了这些规范可能已经过时的现实。

	翻滚的税收游戏

	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税收避难所的各个国家的政府在国际税收领域属于自寻烦恼，或者说至少参与了共谋。某些跨国企业缴纳的税收太少，可能引来社会对它们的愤怒，但这些企业也完全可以认为自己只是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给股东谋取利益，正如克莱德勋爵鼓励的那样。归根到底，税收规则毕竟是各国政府制定的，而它们长期以来彼此激烈竞争，试图让自己国家的税收待遇比其他国家更具吸引力，当然能从中获利的个人也会鼓励它们这么做。此类“税收竞争”不仅导致对能跨境流动的物品普遍实施低税率，也创造出了上文提到的许多通过转移利润来捞取好处的机会。
	Weightman（2007，p.31）.

	Weightman（2007，p.32）.

	Hamilton（1791，p.13）.

	Clark（2006，p.176）.

	Norwich（2003，p.273）.


	税收避难所只是其中极端的案例。这样的游戏已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例如急于推动俄国工业发展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63年下诏，对于“来到俄国兴建纺织厂，制造此前没有生产过的产品的外国人”，赋予“为期十年的此类产品的销售权和出口权，无须缴纳任何内陆通行费用、港口费用或边境海关费用”。
	 [image: Weightman（2007，p.31）.]据说，以改良蒸汽机而闻名于世的詹姆斯·瓦特就深受该法令的诱惑。
	 [image: Weightman（2007，p.32）.]试图在1791年建立实用制造业协会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主张实施十年期免税待遇，因为他相信制造商“为了摆脱在旧世界承受的负担和束缚……可能会成群结队地从欧洲搬迁至美国”。
	 [image: Hamilton（1791，p.13）.]许多国家的政府在此后确实是这么操作的。有的除了税收优惠还提供直接补贴，例如普鲁士在18世纪50年代给参与西里西亚亚麻产业的移民免费提供织布机。
	 [image: Clark（2006，p.176）.]我们甚至能找到许多更早的案例，例如在中世纪的威尼斯，玻璃和蕾丝制品的生产商等能获得两年期的免税优惠。
	 [image: Norwich（2003，p.273）.]
	Ruding（1992）.


	游戏还在继续。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明显的是世界各国大幅下调了公司税的名义税率。发达经济体的税率中位数从1990年的大约38%下降至不足20%。看到这一问题之后，欧洲委员会在1992年收到的一份报告建议在欧盟内部执行30%的最低税率，这个数字在今天看起来可笑地不合时宜。
	 [image: Ruding（1992）.]美国联邦公司税税率大幅下调是2017年税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实可以理解为对各国税率竞相下调的现实的迟来承认。然而，税收竞争不仅涉及名义税率，还可能包括各种类型的特殊优惠。比如，卢森堡泄密案暴露的显然就不是名义税率较低的问题，而是比利时、卢森堡与荷兰对转移定价安排之类事务的税收处理规定过于宽松。
	Djankov et al.（2010）.


	这些对公司税税率的下行压力是非常现实的麻烦。从政府财政收入所受的直接影响看，普遍下调几个百分点的公司税税率带来的损失就超过跨国企业避税的总额。事实上，某些人甚至为公司税收入的这种萎缩叫好。他们认为这是“饿死野兽”的好办法，即减少了政府只会浪费的资源。他们还会提到，（有争议的）相关证据表明公司税比其他税种对增长和投资的损害更为严重。
	 [image: Djankov et al.（2010）.]不过，为什么国际税收竞争的异想天开会是比正常财政规则更好的约束政府支出的方式，这背后的逻辑并不清晰。而且我们从第10章已经了解到，设计得当的公司税可能非常接近理想的没有扭曲的税种。此外，公司税税率下调还会带来下调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的压力，因为许多企业可以不采取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而选择合伙制等，然后以个人为基础来纳税。在如今这个社会不平等加剧引发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化利益分享不够合理的时代，以上影响都不是什么好事。

	国际税收竞争的核心是外部性问题，与我们在第8章讨论的内容很接近：每个国家都试图提供更优惠的税收待遇，以吸引投资或税基，却忽略了由此给其他国家造成的投资或税基损失。于是，所有国家的最终结果都比原来的更加糟糕。我们有理由相信，应该为此做些改变，但问题在于具体该怎么做？
	The West Afric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Communauté Economique et Monétaire de l'Afrique Centrale.

	有关建议来自OECD（2019b）“支柱2”（Pillar Two）方案。


	正如欧洲在这些年来建议的那样，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让所有国家达成共识：即使不能采用共同的公司税税率，也至少设定某个最低税率标准，任何地区都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关键之处在于，甚至那些需要提高税率的地区也可能从中获利。这是因为，税率原本就高于最低标准的其他地区将减轻对税收竞争的顾虑，于是倾向于提高税率，从而抵消被迫提高税率的原低税收地区可能遭受的投资和税基损失。非洲的一些区域集团目前已同意，将公司税税率设定为25%的最低水平。
	 [image: The West Afric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Communauté Economique et Monétaire de l'Afrique Centrale.]多年以来，这一理念似乎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如今它可能获得了某些支持，包括上文提到的包容性框架也在考虑采用最低有效税率。
	 [image: 有关建议来自OECD（2019b）“支柱2”（Pillar Two）方案。]实现办法要么是让跨国企业的母国在它们海外缴纳税款的基础上充分补征税款，以确保支付最低的纳税总额（有些类似于美国的GILTI条款），要么是让跨国企业产生收入的国家补征税款（有些类似于美国的BEAT条款）。当然，这两种办法的主要差异在于税款归属哪个国家，由此可能产生严重的分歧。另外，还会面临现实的技术困难。最低税率应该是多少这一关键问题仍悬而未决：可能应该在12%左右，但许多人会觉得太低。无论如何，这些改革建议将走向何方目前仍不清楚：或许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后，各国充实财政收入的迫切需求有助于推动改革。当然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个“美丽新世界”，传统上一直反对任何实质性国际税率合作的某些国家如今也愿意讨论设定全球最低税率标准的议题。

	无论如何，除了最低税率标准，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制止公司税竞争的恶化，甚至效果更好。其中之一是把目的地国家征税同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的要素以清晰的方式结合起来。毕竟在增值税制度下很少发生税收竞争（因为最终消费者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而大部分劳动力也是不跨境流动的（这方面的补贴是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的另一部分内容）。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办法不需要设定最低税率，各国可以完全忽略其他国家的做法，按照自己的需要设定税率即可。
	Keen，Parry and Strand（201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a，2019b）.


	税收竞争问题在公司税领域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但影响远不限于此。例如，各国不太愿意通过强有力的碳价格来应对气候危机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如果其他国家不配合，这样做会让本国失去竞争优势。国际航运中使用燃料的历史经验就以极端方式揭示了这一点。
	 [image: Keen，Parry and Strand（2013）.]这些燃料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左右并仍在增加，但它们不仅被排除在气候变化协定之外，甚至也不用承担通行的燃油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像在1991年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看到的那样，当该州对远洋运输燃油征收销售税之后，如果某个港口试图对轮船加注的燃油征税，这些巨型船舶可以很轻松地调整航线，到其他港口去加油。于是在各港口的竞争中，税率被一路压低到零。为克服世界各国普遍不愿意单独采取有力措施来削减碳排放的现象——这虽然在远洋运输业特别突出，但其实普遍存在——有一种思路就是力争达成最低碳价格协议。
	 [imag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a，2019b）.]
	Mourlane（2005）；参见我们的译文。


	如今，人员、货物和货币的跨境流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让政策制定者关注。世界各国都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税收权。当年摩纳哥大公兰尼埃三世认为，实施所得税将会“直接侵害我们国家主权的根基”。
	 [image: Mourlane（2005）；参见我们的译文。]然而纯粹的税收主权早已成为历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而且是基本错误的印象。今天的现实问题是各国应该如何汇集和行使它们依然掌握的集体主权。

	∗∗∗

	本书第三篇主要讨论了税收设计与纳税人的问题：面对税收规则，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会做何反应，这些反应又如何塑造合理的税收规则。不过，设计再精巧的税收规则也必须在现实中得到具体执行。因此，本书第四篇将重点探讨税收征管方面的议题。








第四篇




税收不会自动上缴



	我跟（内地）税务局说了，因为住在海边，所以我一分钱也不欠他们。
	肯·多德（1927-2018年）是英国喜剧演员。BBC News（2018b）.


	——肯·多德（Ken Dodd，英国著名演员）
	 [image: 肯·多德（1927-2018年）是英国喜剧演员。BBC News（2018b）.]








第12章




穿刺大公弗拉德与优雅的征税艺术



	我去税务局……站起身来，发誓要不停地撒谎，不停地行骗，不停地干坏事，直到我的灵魂被一层又一层的背信弃义覆盖，我的自尊被永远抛弃。但这又怎么样呢？这不就是全美国那几千个最高贵、最富有、最自豪、最受尊敬、受到最多褒奖和最被追捧的人每年都在做的事情吗？
	Twain（1870，p.2）.


	——马克·吐温
	 [image: Twain（1870，p.2）.]
	他也以德古拉（Dracula）这个姓氏而闻名，但不是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或者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这两个姓氏。

	Tibballs（2017）.


	1459年，布拉索夫市（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境内）的商人拒绝向瓦拉几亚大公缴纳税收。结果表明这是很糟糕的决定，因为大公将成为史书上记载的“穿刺大公弗拉德”。
	 [image: 他也以德古拉（Dracula）这个姓氏而闻名，但不是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或者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这两个姓氏。]的确如此，弗拉德派兵攻击并焚烧了这座城市，刺穿了许多居民的身体。
	 [image: Tibballs（2017）.]要确保税款征收上来，在很大程度上真的需要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而且某些时候，大棒用得相当狠。
	出自Denis Healey，1974-1979年担任工党政府劳工大臣，引自The E-conomist（2006）。


	当然，税收征缴的基本问题在于民众不喜欢缴税。有时候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减轻税负，同时并不违反字面上的法律规定。这就是我们在第9章分析的避税现象。有时候他们干脆就不遵守纳税的法律规定，这属于逃税现象。避税和逃税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许多衣冠楚楚的税收顾问正是靠着测试这条界限而过上奢华的生活。避税与逃税之间的界限尽管不清晰却不容忽略，因为它“堪比监狱的围墙”。
	 [image: 出自Denis Healey，1974-1979年担任工党政府劳工大臣，引自The E-conomist（2006）。]还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在道义上并无差别，于是主张采用“躲避税收”（tax dodging）或“非法流动”（illicit flows）的说法来一以概之，由此模糊它们在合法性方面的重要区别。无论如何，本章将聚焦于逃税问题以及政府采取的应对策略。
	West（1908，pp.11-12）.


	逃税是政府面临的最古老的税收挑战。公元前19世纪的一块苏美尔楔形文字陶板记录说，某位名叫普书肯的不走运商人因为接受走私货物而被投入监狱。公元前17世纪的一份古埃及纸莎草文件记录说，有位老人以低估价值把房产转移给他的几个儿子，试图逃避遗产税。
	 [image: West（1908，pp.11-12）.]后来留下的一幅墓室雕刻画则表明，逃税者这样做的后果是遭受鞭刑。政府如何确保税收得到有力征缴不仅关系到税收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影响，对政府自身的成就乃至生存也至关重要，这一点向来如此并将一如既往。

	[image: ]

	依靠鞭刑为法老征税
	这一方法的最早规范化描述来自Allingham and Sandmo（1972），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关于犯罪的开创性经济学分析应用（Gary Becker，1968）到逃税问题。

	与任何其他赌博类似，纳税人不仅要考虑预期净收益，还要结合相应的风险。


	胡萝卜加大棒的比喻对我们思考逃税问题很有用：它与其他类型的赌博类似，例如投资高风险资产或者购买洪灾保险。
	 [image: 这一方法的最早规范化描述来自Allingham and Sandmo（1972），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关于犯罪的开创性经济学分析应用（Gary Becker，1968）到逃税问题。]这种观点认为，纳税人判断是否逃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逃税跟其他任何风险决策的情形大同小异：主要考虑预期收益（逃避的税负）是否超出预期损失（被抓住之后遭受的惩罚）。
	 [image: 与任何其他赌博类似，纳税人不仅要考虑预期净收益，还要结合相应的风险。]因此，强制执行就是更多地利用大棒而非胡萝卜，让逃税变成糟糕的赌博。我们将在本章看到，各国政府在数千年来采取的种种措施尽管有时显得滑稽甚至疯癫，背后的逻辑却没有多大改变。为解释这里的利害关系，我们将首先展示若干知名的税收“老赖”，并讨论逃税问题在现实中的严重程度，然后介绍历代政府尝试的各种解决办法。

	关注税收缺口

	有些逃税者被抓了，困难的地方在于找出那些还没有被抓的。

	逃税流氓群像
	United States v.Sullivan 274 U.S.259.潜在的帮会成员可能会又惊又喜地发现，从事非法活动付出的必要成本如今通常可以抵扣，除非被专门排除，例如贿赂或违禁药品等。


	层出不穷的高调逃税者让我们的历史变得精彩纷呈。美国著名黑帮首领阿尔·卡彭最终被送入恶魔岛监狱，不是以策划情人节大屠杀或其他什么罪名，而是他逃避了非法收入的所得税——精明的法律制定者总是力图确保非法收入也要像合法收入一样纳税。黑帮的律师同样精明，可惜还不够。卡彭的罪名得以成立，还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在之前否决了被告方的如下主张：要求人们申报非法收入违背了不允许自证其罪的宪法保护。黑帮的律师继而提出，如果非法收入需要纳税，那么非法活动的费用也必然可以申请税收抵扣。霍姆斯法官对此回应称：“不妨等到哪位纳税人有胆量提起这方面的申请时，我们再考虑。”
	 [image: United States v.Sullivan 274 U.S.259.潜在的帮会成员可能会又惊又喜地发现，从事非法活动付出的必要成本如今通常可以抵扣，除非被专门排除，例如贿赂或违禁药品等。]
	Plumb（1960，pp.121-122），Pearce（2011，p.36）.

	Samson（2005）.

	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贝卢斯科尼实际上只从事了一年的社区服务作为处罚。


	逃税对黑帮成员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还有其他许多出名的业余爱好者。政客就有乐于逃避自己制定和监督的税收法规的长期传统。例如，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曾同手下的海军大臣串通，从荷兰走私商品。
	 [image: Plumb（1960，pp.121-122），Pearce（2011，p.36）.]理查德·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面对所得税逃税指控未做抗辩，于1973年辞职。尼克松本人也遭遇了税收方面的麻烦，一位助理因为替他申请57.6万美元的欺诈税收抵扣而被判处4个月监禁。
	 [image: Samson（2005）.]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则在2012年因为税收欺诈被判刑4年。
	 [image: 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贝卢斯科尼实际上只从事了一年的社区服务作为处罚。]
	Nelson（2014）.

	Wood（2015）.


	对商务人士而言，逃税可以成为有效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在艰难时期。英国企业家、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年轻时曾短暂入狱，罪名是虚假申报3万张唱片的出口（以此逃避其销售物品的购置税）。
	 [image: Nelson（2014）.]更一般地说，税收遵从度在经济衰退期往往会下降——尽管从实际效果看，可能对缓解衰退有积极的作用。当然，商人们并不总是拿艰难时期作为逃税的理由。纽约房地产大亨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在1992年被判税收欺诈，虚增260万美元的不合格业务费用，有报道称她讲出了一句名言：只有小人物才缴税。
	 [image: Wood（2015）.]
	Conn（2015）.


	运动员对参与逃税运动同样充满激情。这场竞赛的失意者中包括美国棒球大联盟的传奇球星和教练皮特·罗斯，因为没有申报担任嘉宾和出版自传的收入，他被处以5万美元罚款，外加1000小时社区服务。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子网球职业运动员鲍里斯·贝克尔由于声称居住在低税收的摩纳哥，而实际上安家在慕尼黑，被判决犯有“双重”（甚至多重）过错，补交了300万美元的税款和滞纳金。作为英国女王最喜欢的赛马师和9届德比赛事冠军，莱斯特·皮戈特在1987年因为超过300万英镑的税务欺诈被判处3年监禁，那次调查被公众戏称为“半人马行动”。当今许多声名显赫的足球运动员，包括梅西、罗纳尔多（俗称C罗）以及内马尔等，都跟各国税务当局发生过争执。甚至英国的板球运动员们也很没有风度地投资了若干合伙制企业，而被税务海关总署指控为滥用避税计划。
	 [image: Conn（2015）.]
	Lawless（2013）.

	这被称作“鲍伊债券”（Bowie bond），意思是发行一笔债券，以过去作品的未来版税收入来保证偿还。通过精巧设计，这种债券可以用免税方式立即获得未来的收入，而利息支出被版税抵消。该策略还有其他的潜在优势，版税低于预期的风险被传递给债权人，鉴于流媒体之类的传播方式兴起，实际情况确实如此（Gupta，2016）。

	Myers（2018，p.A12）.


	接下来看看艺术家。作为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谷物商与房产业主，莎士比亚显然就因为这些生意中的逃税而遇到过麻烦。
	 [image: Lawless（2013）.]摇滚明星更多是因对报税单不满，选择逃税，或更普遍地寻找避税方式，而非直接逃税。大卫·鲍伊甚至留下了一个以他自己命名的避税策略。
	 [image: 这被称作“鲍伊债券”（Bowie bond），意思是发行一笔债券，以过去作品的未来版税收入来保证偿还。通过精巧设计，这种债券可以用免税方式立即获得未来的收入，而利息支出被版税抵消。该策略还有其他的潜在优势，版税低于预期的风险被传递给债权人，鉴于流媒体之类的传播方式兴起，实际情况确实如此（Gupta，2016）。]然而在法律界限的另一头，威利·纳尔逊无疑尝到了忧郁的味道，他被指控参与虚假避税，受到1600万美元的补税和罚款惩处，大部分资产于1990年被扣押。朱迪·加兰在1964年被发现偷逃了纽约州400万美元的税款，没能够靠她的红宝石拖鞋（电影《绿野仙踪》里的神奇宝物）脱身。中国知名女演员范冰冰则在2018年因为偷逃税被追缴和罚款超8亿元，并公开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表达羞愧和悔恨。
	 [image: Myers（2018，p.A12）.]
	这一事件的争议可参见Collins（2020）。

	前者可参见Rowland（2019）；后者可参见Kopczuk and Slemrod（2003）。某些变化或许是因为真实死亡时间的改变，也有是对死亡日期的非法误报。前者更令人恐怖，后者则属于逃税行为。

	DW News（2017）.


	有时候，某些极具创意的逃税计划来自不那么知名的人物。例如当让娜·卡尔芒于1997年在法国阿尔勒市去世时，媒体广泛报道说她是全世界最长寿的人。然而到2018年，两位研究者宣布在1997年去世的那位女性其实是让娜的女儿，她从1934年以来就一直冒充母亲的身份，以避免缴纳遗产税。
	 [image: 这一事件的争议可参见Collins（2020）。]如果说这种情况听上去还非常稀罕，那么本书的作者之一曾发现，当人们得知房产税率会提高（或降低）的时候，某些人的死亡报告时间会被提前（或推迟），该研究成果获得了另类诺贝尔奖。
	 [image: 前者可参见Rowland（2019）；后者可参见Kopczuk and Slemrod（2003）。某些变化或许是因为真实死亡时间的改变，也有是对死亡日期的非法误报。前者更令人恐怖，后者则属于逃税行为。]另一个没那么毛骨悚然而纯属厚颜无耻的例子来自德国的罗斯托克市，有人为了逃避德国的养犬税，宣称自己的西班牙水犬是一只（无须缴税的）绵羊。等兽医确认这只狗的身份之后，主人受到了罚款，可能还要面临诉讼。
	 [image: DW News（2017）.]

	以上故事告诉我们，那些有权、有钱和有名望的人有时候会撒谎与行骗，这并不出人意料，聪明的小人物同样如此。当他们被抓获的时候，社会上的其他人有理由感到开心。不过，这些故事没有揭示逃税行为到底有多普遍。

	已知的未知

	这个问题相当棘手。假如逃税比较容易测算，那也就容易被发现和惩处，从而不太会发生。
	这种归类比有意识地不纳税更为宽泛，例如，也包括诚实的差错现象（当然这种情形的低估税负大致会与高估税负相互抵消）。美国国税局采用的估计办法是结合密集随机审计的特别项目得到的信息，日常执法行动的信息，以及对审计可能忽略的特殊收入来源（例如小费收入、保姆和家庭油漆工的现金收入）的专门研究得到的信息。这些方法虽然已经非常详尽，却仍可能缺失隐藏在国外的资产的收入。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19a）.

	还包括国家保险缴费（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HM Revenue&Customs，2018，table 1.2）。英国把某些避税行为纳入报告的缺口，这样的做法并不寻常。

	Kleven et al.（2011，p.668）. 各国之间某些报告的差异可能源于定义和方法的不同。

	欧盟的数据来自Poniatowski et al.（2019）。乌干达的数据来自Hutton，Thackray and Wingender（2014）。


	大多数国家对于逃税的具体规模都不太清楚，这着实令人惊讶。美国投入了巨大资源去测算“税收缺口”，即本应该缴纳但事实上没有按时自愿缴纳的税收金额，或许是对逃税的规模和构成最有把握的评估。
	 [image: 这种归类比有意识地不纳税更为宽泛，例如，也包括诚实的差错现象（当然这种情形的低估税负大致会与高估税负相互抵消）。美国国税局采用的估计办法是结合密集随机审计的特别项目得到的信息，日常执法行动的信息，以及对审计可能忽略的特殊收入来源（例如小费收入、保姆和家庭油漆工的现金收入）的专门研究得到的信息。这些方法虽然已经非常详尽，却仍可能缺失隐藏在国外的资产的收入。]美国税务局对2011-2013年的最新估计表明，应该收到的联邦税中有大约六分之一没有缴纳，这个数字相当大。
	 [imag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19a）.]如今更多国家正在采取严肃措施来测算各自的税收缺口。例如，英国测算的个人所得税缺口在2016-2017年略高于4%
	 [image: 还包括国家保险缴费（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HM Revenue&Customs，2018，table 1.2）。英国把某些避税行为纳入报告的缺口，这样的做法并不寻常。]，丹麦则在3%左右。
	 [image: Kleven et al.（2011，p.668）. 各国之间某些报告的差异可能源于定义和方法的不同。]很自然，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缺口普遍来说比发达国家更大。例如欧盟的增值税缺口的中位数约为10%，而非洲的乌干达接近50%。
	 [image: 欧盟的数据来自Poniatowski et al.（2019）。乌干达的数据来自Hutton，Thackray and Wingender（2014）。]
	MTIC欺诈的一种形式被重点报道，被称作“旋转木马欺诈”。其做法是：一个成员国进口另一个成员国的免征增值税的产品，违法进口商在没有缴纳增值税的情况下将其出售；这一链条持续下去，直至抵达一家出口企业，然后要求返还事实上从未缴纳的增值税；接下来这批产品又重新流通循环（即其名称的由来）。这一策略看似复杂，却是最初级的增值税欺诈方式，比这个复杂得多的策略还有很多。关于增值税欺诈的更多讨论，可参见Keen and Smith（2006）。

	Europol（n.d.）.


	此类研究还注意到一种不同于单纯欠缴税款的不合规表现：纳税人通过获取原本没有资格享受的税收抵扣和退还来进行欺诈。精明的罪犯们（据传闻，甚至包括某些资金拮据的国家情报机构）设计出极为巧妙的计划，获得了从未缴纳的税款的退税。例如欧盟出现了名为“消失的贸易商”（MTIC）之类的欺诈
	 [image: MTIC欺诈的一种形式被重点报道，被称作“旋转木马欺诈”。其做法是：一个成员国进口另一个成员国的免征增值税的产品，违法进口商在没有缴纳增值税的情况下将其出售；这一链条持续下去，直至抵达一家出口企业，然后要求返还事实上从未缴纳的增值税；接下来这批产品又重新流通循环（即其名称的由来）。这一策略看似复杂，却是最初级的增值税欺诈方式，比这个复杂得多的策略还有很多。关于增值税欺诈的更多讨论，可参见Keen and Smith（2006）。]，估计每年让成员国损失约6000万欧元。
	 [image: Europol（n.d.）.]在巅峰时期，此类欺诈带来的损失可能占英国增值税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个数字当然不小，但也意味着增值税缺口中还有更多的重大漏洞。大规模犯罪欺诈虽然比小规模日常操作更容易登上媒体头条，但至少从金额上看，它们的问题却未必更为严重。

	除了造成财政收入损失，逃税还会破坏社会对税收制度之公平与完整的信任。如果人们认为其他人在逃税，自己也就更愿意效仿，这既是因为逃税已然成为某种社会风气，也由于逃税的普遍存在表明被抓获的可能性较低。不过即便暂不考虑对制度公平感造成的破坏，只从收入损失的角度看，逃税问题在任何地方也始终不容忽视。逃税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赌博，这种观点暗示了我们该如何约束它：提高被抓获的概率，增大被抓获之后的惩罚力度（大棒），同时给依法纳税的良好表现提供某些激励（胡萝卜）。

	很多大棒，加上一两根胡萝卜
	Mwakikagile（2000，p.66）.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其中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编者注

	Hogg（2011）.

	Dalrymple（2019，p.34）.

	泰尔是否因为没有向奥地利总督表达敬意而被捕，乃至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个人，并不确定。


	穿刺大公弗拉德远不是唯一采用极端暴力手段来催缴税收的统治者。在法国的旧政权时期，对贩运私盐的惩罚包括用车轮碾死。1898年，有人指责德国在非洲乞力马扎罗地区的殖民当局处死了约2000名抗税者。
	 [image: Mwakikagile（2000，p.66）.]中国直至2011年才取消对税收欺诈犯罪的死刑惩罚规定
	 [image: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其中包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编者注]。
	 [image: Hogg（2011）.]历史上的惩罚行动五花八门。在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孟加拉地区的长官逼迫欠税者“穿上皮革长裤，再往里面塞好几只活猫”。
	 [image: Dalrymple（2019，p.34）.]对抗税者威廉·泰尔的处罚同样古怪（当然可能只是传说）
	 [image: 泰尔是否因为没有向奥地利总督表达敬意而被捕，乃至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个人，并不确定。]：1273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拒绝承认施维茨和乌里地区独立，于是包括泰尔在内的当地民众拒绝纳税。作为惩罚，泰尔被迫用箭射击他儿子头上顶着的苹果。
	Lunt（1909，p.268）.

	美国的数据来自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20，table 24）；英国的数据来自Houlder（2015）。

	21世纪初期，美国司法部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在纳税截止日期之前大量发布关于成功税收执行案例的媒体消息——考虑逃税的纳税人在此期间会特别留意（Blank and Levin，2010）。


	如今，顽固的纳税人不太需要像泰尔那样展示百步穿杨的神技，而更多是以补税、罚款和罚息的方式被迫支付罚金。不过，非货币形式的惩罚依然存在。对中世纪的宗教税收欠缴，最高惩罚是驱逐出教。
	 [image: Lunt（1909，p.268）.]其现代方式则是吊销驾照乃至护照等“附带欠税惩罚”，例如在美国，自2015年起对于“严重拖欠税款”的人就可以适用。今天对税收犯罪的终极惩罚往往是监禁，当然实际上获刑的人数比人们的普遍印象要少：美国每年约2000人，英国仅有约200人。
	 [image: 美国的数据来自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20，table 24）；英国的数据来自Houlder（2015）。]其中偶尔会包含一些富豪和名人，由此给民众传递出明确信号：税务当局既没有失去爪牙，也不会蒙头大睡。
	 [image: 21世纪初期，美国司法部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在纳税截止日期之前大量发布关于成功税收执行案例的媒体消息——考虑逃税的纳税人在此期间会特别留意（Blank and Levin，2010）。]
	Kornhauser（2007）.

	Rosenberg（1996，p.221）.


	用来奖励依法纳税良好表现的胡萝卜的类型比大棒稀奇得多。这方面的建议包括给依法纳税者更快铺设电话线、减少公共交通收费、提供免费参观博物馆和参与文化活动的待遇，以及给企业颁发特别执照
	 [image: Kornhauser（2007）.]，乃至给模范纳税户提供税率下调优待等。
	 [image: Rosenberg（1996，p.221）.]某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把上述建议付诸实践。例如巴基斯坦给四类纳税人中每个类型的缴税冠军授予“纳税人特权及荣誉卡”，获奖人将受邀出席总理主持的仪式，在巴基斯坦共和国日参加国宴，还可以得到免费护照等其他一些好处。然而，用这些方式来奖励纳税人的一个麻烦在于，它是以纳税规模作为评判好坏的依据，最终很可能表彰国内某些富豪，而这批人的税收遵从度未必那么好。更好的办法应该是奖励那些最按规矩办事的人，即使他们的纳税额并不多。在这一精神指引下，阿根廷的一个市政府随机选出了400位如实缴纳房产税的人，予以公开表彰，并修缮了获奖者家门口的人行道。20世纪50年代，有报道称日本政府非常认可居民按时如实缴税的市镇的努力，会邀请当地官员出席表彰仪式，有时还会请天皇莅临现场来接见优秀官员。

	在严惩与奖励之间，税务当局在多个世纪以来发展出了若干强有力的高效税收征管的行动原则。

	先拿到钱
	Soos（1997，pp.36-37）.


	本书第4章介绍过，英格兰亨利八世在1512年推出的社会阶层税并不新鲜，但其中包含的一个创举却成为标志性事件。课税对象包括仆人，甚至收入最低的人群。不过，这些人并不是自己缴税，而是让他们的雇主代缴，从各自的工资中扣除相应的税额。
	 [image: Soos（1997，pp.36-37）.]这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一条税收征管基本原则的最古老案例：当情况允许时，在最终收款人有机会藏匿、开销或怎么样弄丢资金之前，从较为可靠的源头那里先把税款收过来。这种“代扣代缴”成为所有高效税收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如今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

	劳动所得税代扣代缴是人们最熟悉的上述原则的应用案例。我们会不经意地谈起所得税是对雇员收取的，但大家都很清楚，直接给税务当局付款的人是雇主。如此操作有两项优势。一是从发工资的雇主或各种企业那里收税的效率要高得多，因为代扣代缴可以成为工资发放流程的一部分。二是如果遇到不服从的情况，税务当局更容易追查数量有限的雇主，而无须寻找每个逃税的雇员。

	代扣代缴制度对个人所得税的兴起关系重大。我们在第5章已看到，正是因为引入了对股息、租金与政府证券收入的代扣代缴制度（1806年），英国在1803年推行的所得税才取得了成功，效果远远胜过小皮特在1799年的类似行动。系统性的雇主代扣税制度则要很晚才出现，得等到二战。1939年之前，英国的雇员每6个月直接上缴一次税收。这种安排难以应付战争财政需求。于是在1944年，政府推出了如今我们所说的“现收现缴”制度（Pay As You Earn），结果取得了巨大成功。不过遗憾的是，该制度的一位主要倡导者——丘吉尔首相的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在议案提交议会的当天去世，未能亲眼见证这段历史。
	Soos（1990，p.124）.

	在1913年通过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时候，众议院选择3月1日作为纳税申报截止日期，到1918年将其调整为3月15日，到1955年再度调整为4月15日。

	从之前在税务年度后缴纳税款的制度过渡到雇主同步代扣代缴制度，带来的问题是在过渡时期，需要为两年的收入一并缴纳税收。例如，美国1943年的税收原则上覆盖了1942年和1943年的收入。尽管美国当时急需为战争筹集资金，在1943年收取两年的税款还是显得太多了。于是通过当年的《现期纳税法案》（Current Tax Payment Act），国会基本上赦免了过渡时期1942年的税款。法国在2019年向代扣税制度过渡时也有类似安排。

	Redelmeier and Yarnell（2012）.


	在美国，代扣代缴制度从第一笔所得税就开始了。到1865年，代扣税占政府税收的比例已接近40%。
	 [image: Soos（1990，p.124）.]1913年重新实施的所得税法案包含了广泛的代扣税规定，但结果很不受欢迎，此规定于1917年被废除。当然，一时受挫不会让山姆大叔就此罢休。20世纪30年代引入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旧依靠代扣代缴的工薪税作为资金来源。与英国一样，美国的雇主在二战中开始对工薪收入实施所得税代扣，于1943年取代了之前在次年3月15日（而不是在4月）之前缴税的制度。
	 [image: 在1913年通过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时候，众议院选择3月1日作为纳税申报截止日期，到1918年将其调整为3月15日，到1955年再度调整为4月15日。]，
	 [image: 从之前在税务年度后缴纳税款的制度过渡到雇主同步代扣代缴制度，带来的问题是在过渡时期，需要为两年的收入一并缴纳税收。例如，美国1943年的税收原则上覆盖了1942年和1943年的收入。尽管美国当时急需为战争筹集资金，在1943年收取两年的税款还是显得太多了。于是通过当年的《现期纳税法案》（Current Tax Payment Act），国会基本上赦免了过渡时期1942年的税款。法国在2019年向代扣税制度过渡时也有类似安排。]这里需要补充两句，缴税截止日期并非完全无关痛痒。例如在美国，所得税申报截止日期伴随着致命汽车事故风险的增加（可能源自人们的紧张情绪），其程度堪比星期日超级碗比赛造成的事故增加。
	 [image: Redelmeier and Yarnell（2012）.]
	Friedman and Friedman（1998，p.123）. 代扣税制度在美国的一位主要倡导者是纽约联储董事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他在担任梅西百货公司的高管时，显然已经认识到分期付款对消费者购物的吸引力，这与分期小额纳税（而非一次性大额纳税）没有太多不同。


	代扣税制度让所得税的大规模增长变成了现实，却也成为它的美国主要设计者之一的遗憾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政府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目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被付诸实践。然而，弗里德曼后来哀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帮助开发了这样一部机器，让我严厉批评的规模过大、侵扰过度、严重破坏自由的政府能够变成现实。”
	 [image: Friedman and Friedman（1998，p.123）. 代扣税制度在美国的一位主要倡导者是纽约联储董事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他在担任梅西百货公司的高管时，显然已经认识到分期付款对消费者购物的吸引力，这与分期小额纳税（而非一次性大额纳税）没有太多不同。]

	[image: ]

	所得税代扣——钱包变瘪了

	资料来源：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Ltd。
	这一观点的规范化阐述参见Kleven，Kreiner and Saez（2016）。串谋激励还会受到利润税之前的工资支出抵扣的阻碍：如果利润面临的税率高于工资面临的个人税率，对于雇主而言抵扣工资支出并代扣税款就比隐瞒工资支出更有利。


	代扣税主导制度以及大量所得税收入的兴起还得感谢大型现代企业的诞生。因为归根到底，雇主及其员工如果串通起来，悄悄发放工资，把原本应该缴纳的税款在他们中间分掉，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样做的危险在于，税收稽查员可能上门调查。大企业要隐藏自己的经营行动比较困难，不仅在实体经营上如此，在营销活动等方面也一样。另外，员工人数越多，企业税收违规现象被举报的风险越大，有些员工可能因为诚实守法而举报，也有些员工可能想借此获得税务当局的奖励。
	 [image: 这一观点的规范化阐述参见Kleven，Kreiner and Saez（2016）。串谋激励还会受到利润税之前的工资支出抵扣的阻碍：如果利润面临的税率高于工资面临的个人税率，对于雇主而言抵扣工资支出并代扣税款就比隐瞒工资支出更有利。]
	OECD（2019e）.

	纳税人可以提交一份表格，申请减少代扣额度，这样他们就不会获得税收返还，但大多数人没有选择这样做。参见Fennell（2006）。


	目前，让雇主代扣代缴劳动所得税已经成为惯例，当然具体方式在各国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瑞士没有采取这种做法，法国则是从2019年才开始执行。
	 [image: OECD（2019e）.]大约一半的经合组织国家采用了类似英国的制度，在年终重新核算全年的总税收，以确保代扣数额准确无误，大多数劳动者无须再做纳税申报。美国的情况则不然，雇主代扣的结果是大多数劳动者在税收申报后还会获得退税。这种安排提供了报税的激励，有助于美国国税局保留潜在纳税人的记录，另外或许也能略微改善国税局不受欢迎的公众形象。代扣数额过多相当于纳税人给政府提供了无息贷款，但许多美国人明显喜欢在每年5月份收到政府的退税，或许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安排，他们自己很难把那笔钱积攒下来，从而使这种制度变成了受大家欢迎的强制储蓄方式。
	 [image: 纳税人可以提交一份表格，申请减少代扣额度，这样他们就不会获得税收返还，但大多数人没有选择这样做。参见Fennell（2006）。]
	Keen and Lockwood（2010）.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不同结果，参见Alavuotunki，Haapanen and Pirttila（2019）以及Ebeke，Mansour and Rota-Graziosi（2016）。


	代扣代缴原则还可以很有力地应用于商品税（包含产品和服务）领域，它属于增值税的核心要素。增值税的标志性特征是每家企业都需要按全部销售额纳税，但购买方（如果也是企业）能获得抵扣或退还。这就好比，每个买家都把客户的一部分税款代扣下来并缴给税务当局，否则后者就需要在今后的销售中缴纳。在理想情况下，这一税制的结果将与零售营业税完全相同。在去除各种税收抵扣和退款后，剩下的税收完全针对最终消费者的销售额。但世界的运行并不总是那么完美，而增值税采取的分阶段征收使它在现实操作中比零售营业税有巨大优势。我们不妨假设，由于某种原因，终端零售商没有缴纳税收。在零售营业税制度下，此时政府将收不到与这些销售有关的任何税收。根据经验，当税率达到10%或更高的时候，逃税问题将非常严重。而在增值税制度下，我们可以希望，至少在零售商进货的环节，税收能够收上来。如果这个环节仍然没有缴税，那么至少在零售商的供应商进货的环节，税收能够收上来，依此类推。所以，增值税收入可以免受商业链条中某些环节的税收违规现象的影响。在发生违规的环节，至少其投入品的税收已经缴纳。这一安排不符合本书第10章提出的生产效率原则，但为满足税收收入的需要，可能值得付出这些代价。现实结果也表明，增值税确实是非常高效的税收，尽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表现不如世界其他地区突出。
	 [image: Keen and Lockwood（2010）.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不同结果，参见Alavuotunki，Haapanen and Pirttila（2019）以及Ebeke，Mansour and Rota-Graziosi（2016）。]另外我们还会看到，从某些角度看增值税或许显得过于高效了。
	例如，参见OECD（2015b，table 9.6）。

	关于此类税收在低收入国家的普及程度和潜在意义，可参见Keen（2008）。


	代扣税给征税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促使税务当局非常有创意地将其覆盖范围拓展到工资之外。如今，这种办法对利息（至少是居民获得的部分）和股息已经相当普遍，某些情况下也适用于股份的资本利得。
	 [image: 例如，参见OECD（2015b，table 9.6）。]税务当局经常采用特殊的代扣税制度覆盖某些不能轻易相信会主动纳税的群体。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进口实施代扣税，甚至还对手机之类的物品实施代扣税。
	 [image: 关于此类税收在低收入国家的普及程度和潜在意义，可参见Keen（2008）。]
	Armey（1996，p.99）.


	但有个问题仍需解答：对现有的政策选项来说，代扣税是否真正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几个世纪以来，税务当局对此信以为真，政客也一样。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类似，美国的保守派议员多次提议取消代扣税制度，转而要求个人在每个月上缴所得税。例如共和党人迪克·阿米（Dick Armey）谈道：“在民众见到自己的收入之前就将其拿走，正是依靠这种办法，政府才能够把税负提高到目前的程度，且没有引发起义。”
	 [image: Armey（1996，p.99）.]然而，学院派经济学家普遍不愿意轻易相信几个世纪以来的经验和智慧，于是认真寻找代扣税制度带来影响的直接证据。毕竟，代扣税具有优势的理念与本书第7章分析的税收归宿的一条基本原则相悖：某种税收由什么人负责缴纳，与它最终由谁承担无关。
	Dušek and Bagchi（2018，p.5）. 细究起来，这一问题类似于之前探讨的问题，即增值税是政府规模扩张的原因还是结果？


	要估计所得税代扣制度给财政收入带来的影响很困难，因为这个制度在英国和美国（联邦层面）都是在战争时期引入的，所以几乎不可能将其影响与同时期的其他各种因素分开。然而，美国的各个州是在不同时间点上引入所得税代扣制度的。有项研究估计，平均而言，采纳代扣税制度伴随着大约25%的财政收入增长。那么，财政收入增长真是由代扣税制度带来的，还是由于迫切希望增加收入的政府找到了其他创收办法呢？研究发现，在代扣税制度实施时，其他税种带来的收入也在增长，这表明引入代扣税制度的州确实在通过多种渠道增加财政收入，而且代扣税的引入受到了政府支出需求扩张的激励。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估计的代扣税制度在相应时期内给州所得税收入增长带来的贡献为10%～12%。这个份额依然相当可观。
	 [image: Dušek and Bagchi（2018，p.5）. 细究起来，这一问题类似于之前探讨的问题，即增值税是政府规模扩张的原因还是结果？]
	Maseko（2008，p.164）.

	Douglas（1999）.


	无论实际影响有多大，代扣税制度确实会影响人们对征税的感受。在19世纪早期的爱尔兰，许多天主教佃农拒绝向新教教堂缴纳什一税。这种冲突在1831-1836年的什一税战争中严重激化，仅1831年就导致约200人死亡。
	 [image: Maseko（2008，p.164）.]解决办法是1838年通过的《什一税代偿法案》，要求地主替代佃农缴纳这笔税款。对于税收负担最后落到谁头上，该法案其实没有带来影响，因为地主会提高租金，以抵消自己代缴的税款。
	 [image: Douglas（1999）.]但它的确平息了爱尔兰的事态，至少在短时期内起到了作用。

	[image: ]

	宗教因素让缴税变得很重要

	资料来源：Alamy Stock Photo/Image ID：ERGGN3。

	大企业是税务当局的好朋友
	OECD（2017a），Slemrod and Velayudhan（2018）.


	代扣税的关键功能是把企业推到了税收征管的中心位置。在发达经济体，企业贡献了全部税收的85%左右（包括代扣的部分）。在有可比数据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也是如此。
	 [image: OECD（2017a），Slemrod and Velayudhan（2018）.]我们的先祖早在多个世纪前就已经总结出了这一经验：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可以成为税收征管机构的福音。
	完整的事件叙述可参见Dillon（2002）。

	George（1965，p.44）.


	在英格兰，尤其是在伦敦，廉价蒸馏酒（特别是杜松子酒）的泛滥在18世纪20年代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政治影响也日益凸显。伦敦杜松子酒的消费量膨胀到每周平均每人2品脱（1英制品脱约为568毫升）左右。许多可怕的故事流传开来，把杜松子酒描述成乔治王时代的快克可卡因。有个传说讲，朱迪斯·杜福尔把两岁大的女儿从救济所领回来，同时得到了一套新的衬裙和外衣，然后她杀死了女儿，把尸体扔到水沟里，再以1先令4便士的价钱卖掉了新衣服，拿去买酒喝。
	 [image: 完整的事件叙述可参见Dillon（2002）。]杜松子酒被视为“贫困与下层人群中各种罪恶和堕落现象，乃至这座城市之中和附近犯下的诸多重罪及骚乱的主要根源”。
	 [image: George（1965，p.44）.]当时的街道经常混乱不堪，或许跟如今许多英国城镇在周六晚上的情形大同小异。
	Dillon（2002，p.75）.


	英国政府决心对杜松子酒狂热现象采取行动，选择的办法就是征税。具体操作方式又是怎样的呢？当时的原酒生产商数量较少，在伦敦附近仅有二三十家，是进入门槛比较高的产业。
	 [image: Dillon（2002，p.75）.]另外有数百家“复合蒸馏厂商”负责把原酒制成杜松子酒，以及更多作为销售端的店家，很多还同时销售水果和调味品等。
	势力雄厚的大酿酒商和大谷物种植商等地方精英很可能已完全预见了这一结果。沃波尔首相本人也显然有所准备。

	没有关于消费的数据，这里的数据来自Mitchell（1988，p.407），是指缴纳税款的家庭酿制的全部烈酒。


	英国政府的首次尝试是《1729年杜松子酒法案》，对杜松子酒零售商严格按照销售的加仑数征税，并要求它们购买年度许可证。但由于仅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就有6187家销售商，这一法案实际上很难有效执行。
	 [image: 势力雄厚的大酿酒商和大谷物种植商等地方精英很可能已完全预见了这一结果。沃波尔首相本人也显然有所准备。]于是又推出了《1743年杜松子酒法案》，至少阻止了杜松子酒消费量迅猛增长的势头。到1751年名称“古雅”的《烈酒法案》推出后，消费量终于开始显著下降。
	 [image: 没有关于消费的数据，这里的数据来自Mitchell（1988，p.407），是指缴纳税款的家庭酿制的全部烈酒。]毫无疑问这种转变背后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但其中一个重要区别是1743年及之后的法案不再针对为数众多的小零售商，而是瞄准少数容易监督的、从事批发业务的大蒸馏酒厂商。此时执行的税率比1729年对批发和零售业务的税率之和更低，实际效果则好得多。对大厂商征税的成本更低，并有助于减少逃税，英国人也因此变得稍微“清醒”了一些。

	在税收征管得到改善的这个案例背后，我们看到了与代扣税制度类似的逻辑：把缴税责任交给组织更为完善的企业。另外一个启示是：不仅能够直接从企业那里获取较大份额的潜在税收，而且在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少数企业通常会占据潜在税收特别大的份额。
	Crandall，Gavin and Masters（2019，table 34）.


	即使在乔治王时代的英国，人们也认识到大量税收能够从少数规模庞大的企业那里集中收取。我们在第3章曾谈到，都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都特意创立能轻松获得资金的垄断机构。而如今，现代税收征管机构几乎都包含名为“大型纳税人部”的核心部门，主要负责监督大型企业。约有90%的各国税务当局设立了此类部门，它们负责的课税对象仅占全部企业总数的2%，收到的款项却接近总数的一半。
	 [image: Crandall，Gavin and Masters（2019，table 34）.]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18，table 2.1）.

	有些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可能借助对容易收税的大企业的监管和其他限制，有意识地充分发挥这种天然优势，参见Auriol and Warlters（2005）。


	企业总体来说贡献了政府全部税收收入的85%左右，但其中大型企业所占份额依然令人吃惊。例如在2013年的美国，数量占比0.055%的最大的活跃企业在全部公司税收入中的份额约为70%。
	 [imag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18，table 2.1）.]在发展中国家，税收集中程度并不逊色，甚至更加突出：最大的1%企业（通常包含银行、电信公司、自然资源企业等）可能占到政府全部税收收入（不只是公司税）的70%。潜在税基如此显著地集中在数量较少的企业之中，对税收征管当局来说是价值无法估量的天赐礼物。
	 [image: 有些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可能借助对容易收税的大企业的监管和其他限制，有意识地充分发挥这种天然优势，参见Auriol and Warlters（2005）。]它意味着建立高效税收征管的关键就是密切做好少数企业的监督，其数量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屈指可数。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防止大企业逃税，而且确保一家巨型跨国企业按时缴税给政府带来的好处会远远胜过抓获大量未如实申报小费收入的餐饮服务者。

	小企业则是税收征管的梦魇

	如果说大企业是税务当局的好朋友（暂且不考虑第11章探讨的避税问题），那么小企业就堪称税务当局的梦魇。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19a，table 2）.由低报导致的全部个人所得税缺口为2450亿美元，其中1100亿美元是营业收入；导致的公司所得税缺口为380亿美元，其中110亿美元是来自资产金额不足1000万美元的公司。

	Ishi（1993，p.68）.

	HM Revenue & Customs（2020，figure 1.5）.

	Artavanis，Morse and Tsoutsora（2016）.


	上文提到的多项税收缺口研究一再发现，小企业群体中的纳税不遵从现象尤其普遍。例如在美国，小企业（包含自雇企业）有超过一半的收入逃避纳税，相比之下，工薪收入的逃避比例仅有1%。这个数字累计起来规模巨大，美国的全部所得税缺口中有近一半可以归咎于低报企业收入。
	 [imag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19a，table 2）.由低报导致的全部个人所得税缺口为2450亿美元，其中1100亿美元是营业收入；导致的公司所得税缺口为380亿美元，其中110亿美元是来自资产金额不足1000万美元的公司。]在日本，自雇劳动者和农民比企业雇员更容易逃税的现象甚至有了专门的术语：九六四。这个组合词的含义是，人们认为工薪劳动者有90%的收入会被税务当局掌握，自雇劳动者的这一比例为60%，农民则只有40%。
	 [image: Ishi（1993，p.68）.]类似情形在其他国家似乎没那么严重，却依然不容忽视。例如在英国，全部税收缺口中有超过40%是源于小企业逃税。
	 [image: HM Revenue & Customs（2020，figure 1.5）.]问题不仅是各地的取巧者逃避缴纳增值税，也不限于小型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律师、会计师、建筑师之类的专业服务群体谎报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希腊最近发现，某些自雇类专业人士申报的收入甚至低于他们为消费贷款支付的利息。
	 [image: Artavanis，Morse and Tsoutsora（2016）.]
	某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甚至在增值税制度下用这种方法，要求大型企业或上市公司根据其采购额缴纳部分税收，而卖方能从中获得税款返还。


	小企业群体中不遵从纳税义务的比例如此之高，原因并不复杂，包括上文介绍的让企业有效代扣税款的前提条件并不满足，如广泛缺失第三方信息，企业采购与个人消费之间的界限难以监督，会计记录可能不够完善（或许有意而为）等。政府采取的一种应对办法是我们在第4章介绍过的推定式税收方案。
	 [image: 某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甚至在增值税制度下用这种方法，要求大型企业或上市公司根据其采购额缴纳部分税收，而卖方能从中获得税款返还。]例如在瑞典，房屋装修和家政服务购买方可以给供应商支付全部材料费，但只付一半劳务费，其余部分交付给政府。然后让供应商向税务当局申请返还政府所收的劳务费，从而向税务当局披露这笔业务以及相应的所得税和增值税的税基。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141）.

	Daunton（2001，p.197）.


	小企业带来的税收难题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罗马帝国后期，绝大多数商人不再保留账目，这主要是为了避税。
	 [image: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141）.]1870年，英国国内税务局宣称，非公司制企业约有40%低报收入。
	 [image: Daunton（2001，p.197）.]不过，围绕数字平台兴起的新商业模式可能愈发凸显小企业税收问题的重要性，例如我们在第9章介绍过，优步等平台的出现让自雇就业变得更加普遍。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让产业结构走向分散化的数字技术本身能否为税务当局所用，给政府提供原本不容易获得的小企业和自雇人群的收入信息。

	信息法则
	关于西拉吉的这段忧伤的故事参考了Dubner and Levitt（2006）。


	布拉索夫市商人痛恨的穿刺大公弗拉德娶了伊洛纳·西拉吉为妻。五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税局招聘了一位负责研究分析的官员约翰·西拉吉，他跟弗拉德家族肯定有关，人生有时真是充满诗意。他高度怀疑某些纳税人在虚假申报被供养人——例如有的给孩子取名“绒毛”——以获得额外税收抵扣。约翰·西拉吉于是建议让纳税人提供被供养人的社会保障号码，以便核查。这一建议于1986年被采纳，然后大约700万被供养人突然之间就消失了。他为此获得了2.5万美元的奖励，而有人估计，这个主意给美国带来的税收增幅约有140亿美元。
	 [image: 关于西拉吉的这段忧伤的故事参考了Dubner and Levitt（2006）。]有时候似乎能找到某些很简单的办法来增加逃税的难度，但别指望每个人都会感谢你做出的这种贡献。
	Weinberg and Bealer（2002，pp.86-87）.


	西拉吉的故事还有一个更鼓舞人心的启示：能够利用独立的可验证信息来增加逃税的难度。聪明的税务当局想到了各种各样收集信息的办法。例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让嗅探犬在城里四处溜达，帮助找出他极其厌恶但可以征税的咖啡是在哪里烤制的。
	 [image: Weinberg and Bealer（2002，pp.86-87）.]当然，还有更系统性的办法。

	当其他办法都失灵时，就讲真话
	本小节的标题来自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他于1981-1985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是《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动者。

	例如，Bellon et al.（2019）发现电子发票显著提升了秘鲁小企业报告的销售和采购金额。

	OECD（2013）.

	最著名的美国“zappers”软件案例之一是中东连锁餐厅La Shish，本书的一位作者所住的街道上就开设有一家店面（Ellison，2012）。

	这些政策的讨论可参见Williams（2014，pp.102-103）；关于“zappers”软件和其他政策反应的讨论可参见Ainsworth（2010）。

	关于这一创新和电子收款机的其他类型，可参见OECD（2019a）。


	这里的根本困难依然在于，纳税人没有激励如实报告其所作所为，因为这会带来税收负担。
	 [image: 本小节的标题来自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他于1981-1985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是《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主要推动者。]政府尝试了很多手段从纳税人那里了解实情，从非常严厉的惩罚到比较巧妙的自我估值策略（如用于古希腊的祭祀献金）。今天的变体则是利用新技术来诱导纳税人提供真实信息。强制采用电子发票就是一种产生可验证交易轨迹的手段，能够为增值税的征管服务，效果似乎很不错。
	 [image: 例如，Bellon et al.（2019）发现电子发票显著提升了秘鲁小企业报告的销售和采购金额。]不过，使用电子收款机的要求——希望借此提供关于小型零售商交易的可验证信息，不过，这受到了“zappers”软件的阻挠，这类软件能够随机且不可追踪地删除收款机上的信息。
	 [image: OECD（2013）.]比如在著名歌手席琳·迪翁开办的尼科尔斯连锁餐厅里，就发现了类似的软件。
	 [image: 最著名的美国“zappers”软件案例之一是中东连锁餐厅La Shish，本书的一位作者所住的街道上就开设有一家店面（Ellison，2012）。]为防范“zappers”软件的影响，几个欧洲国家要求零售商采用专门认证的收款机，其中包含一个只有税务当局可以访问的黑匣子。
	 [image: 这些政策的讨论可参见Williams（2014，pp.102-103）；关于“zappers”软件和其他政策反应的讨论可参见Ainsworth（2010）。]如今由俄罗斯领头的一个趋势是，要求采用在线收款机，把销售数据即时传送给税务当局。
	 [image: 关于这一创新和电子收款机的其他类型，可参见OECD（2019a）。]然而，所有这些手段仍无法解决一个没有那么巧妙的逃税办法，那就是在交易中不采用收款机。告诉人们要用电子手段来记录交易，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照办；把信息用电子手段储存下来，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信息就反映了真实情况。
	第三方是指除纳税人和政府之外的其他人。

	例如，美国国税局（2019a，figure 3）报告说，在2011-2013年的税收遵从缺口中，1%为同时需要重大信息报告和代扣（工资和薪金）的收入类型，5%为只需要重大信息报告的类型，55%为既不需要代扣也不需要信息报告的类型。


	另一个补充策略是利用来自形形色色的“第三方”的信息，这些信息大多数时候来自各种企业，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并且通常没有造假的激励。
	 [image: 第三方是指除纳税人和政府之外的其他人。]有时候，此类第三方同时还处在代扣代缴税款的位置，此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有时候它们只负责传递相关信息，角色会弱一些，但仍可以对税收遵从有潜在的促进作用。
	 [image: 例如，美国国税局（2019a，figure 3）报告说，在2011-2013年的税收遵从缺口中，1%为同时需要重大信息报告和代扣（工资和薪金）的收入类型，5%为只需要重大信息报告的类型，55%为既不需要代扣也不需要信息报告的类型。]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通常要求雇主把它们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信息报告给税务当局，以此来核对员工自己的申报信息。此类安排并非天衣无缝，因为雇主与雇员可能串通来低报工资水平，让双方都获得好处。但对于更容易核查的大企业来说，跟代扣税的情形类似，承担与员工串谋的风险未必很划算。
	OECD（2015b，table 9.6）.


	信息报告的要求已远远超出雇主的范围，并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如今超过三分之二的经合组织国家要求利息、股息、某些类型的企业收入以及租金的支付方报告相关信息；几乎同样多的经合组织国家还要求报告股份出售、房地产出售以及租金方面的信息，这些项目通常不涉及代扣税。
	 [image: OECD（2015b，table 9.6）.]加强使用第三方信息的趋势也在持续，本书第11章介绍的跨境自动信息交换的行动只是其中最显著的案例。
	Slemrod et al.（2017）.

	Carrillo，Pomeranz and Singhal（2017）.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若干警示。自2011年以来，美国要求信用卡公司（如维萨卡）和支付结算机构（如贝宝公司）向国税局报告各家企业的总收款金额。本意是让国税局能够据此核查某家企业报告的收入是否少于（或令人生疑地接近）通过支付卡获得的数额，这背后包含的假设是：对信用卡公司而言，同商家串谋带来的风险太大。某些证据显示，许多企业确实把申报销售额提高到至少与独立报告相当的水平。但这里有个隐患：许多申报销售额增加的企业同时也报告了更多难以核实的费用，由此削减了它们可能承受的更多税负。
	 [image: Slemrod et al.（2017）.]厄瓜多尔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在引入关于销售额的第三方信息后，部分企业申报的收入确实有所增加，但它们申报的抵扣部分（与信息报告的要求无关）也有几乎同等幅度的增加
	 [image: Carrillo，Pomeranz and Singhal（2017）.]，所以只看部分事实总是容易产生误导。

	取消现金
	Sung，Awasthi and Lee（2017）.


	对逃税者而言，自古以来都是现金为王，采用现金交割方式可以避免给税务当局以及其他人留下追踪探寻的信息轨迹。某些国家以提供税收优惠的方式来鼓励非现金支付。例如，对于收入未超过约6万美元标准的纳税人，韩国允许从应税收入中抵扣15%的信用卡收费（上限约为2600美元）。
	 [image: Sung，Awasthi and Lee（2017）.]然而，这一措施带来的税收遵从度提高所增加的收益能否抵消降低税率造成的损失，目前并不清楚。
	Rowlatt（2016）.

	Blackstone（2019）.

	Calvert（2019）.


	最直接的做法则是通过立法禁止使用现金，尤其是高面额纸币，这不只是出于税收方面的考虑。有的国家完全禁止超出某个限额的交易使用现金，例如意大利的标准是1000欧元。最极端的情况是，印度在2016年宣布，占流通现金数量86%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面额的钞票将不再是法定货币，并且只给民众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办理存款，或者把有限数额的旧钞票送到银行兑换新钞票。
	 [image: Rowlatt（2016）.]采取该措施的理由是大面额钞票会助长逃税和洗钱，而携带或隐藏1万张100元的钞票要比1000张1000元的钞票麻烦10倍。不过，并非所有人对使用现金都持这种消极态度。2019年，瑞士发行了一套1000瑞士法郎（约值1000美元）面值的新钞票，瑞士国家银行副行长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这种钞票更容易被用于犯罪”。
	 [image: Blackstone（2019）.]2018年，美国费城立法禁止开办无现金交易商店，原因是这会歧视没有信用卡或借记卡的民众。
	 [image: Calvert（2019）.]无论如何，废除现金有其必要性的舆论氛围在新冠疫情之前已变得很明显，如今则更为浓厚。

	线人、雪貂和告密者
	Clark（1988，p.80）.

	在英式英语中“grasses”有告密者的意思。

	Warner and Ivis（1999，p.309）.

	Carver（1898，p.426），有关讨论参见Mehrotra（2013，pp.202-203）。

	出自当时担任希腊财政部长的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给欧元区财政部长首脑的信件，引自Traynor and Smith（2015）。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n.d.）.


	在杜松子酒狂热的高潮期，英国税收委员会获得招募线人的授权，每次定罪可以提供5英镑的奖励。
	 [image: Clark（1988，p.80）.]不出意料，有几位这样的告密者遭到谋杀。
	 [image: 在英式英语中“grasses”有告密者的意思。]法院则忙于应付大量琐碎的举报案件。
	 [image: Warner and Ivis（1999，p.309）.]但此类做法依然在延续。从19世纪早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地方当局偶尔会和私人承包商（绰号“雪貂”）签约，让他们核查未申报或低报的房产，并把增收的房产税收入的某个百分比作为回报。
	 [image: Carver（1898，p.426），有关讨论参见Mehrotra（2013，pp.202-203）。]在金融危机巅峰时期的2015年4月，希腊政府建议招募游客、学生和其他人去核查零售商的纳税状况，让这些人“戴上录音录像设备……装作顾客光顾店家”。
	 [image: 出自当时担任希腊财政部长的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给欧元区财政部长首脑的信件，引自Traynor and Smith（2015）。]该建议未被采纳，但其他国家仍在悄悄地利用告密者。例如，澳大利亚税务局就提供了一条在线举报逃税嫌疑的通道，但表面上没有给举报人提供任何奖励。
	 [image: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n.d.）.]美国则相当慷慨，举报者提供信息带来的税收、罚金和其他增收金额中，有多达30%可用作奖励。
	瑞银的麻烦并不止于此，2019年2月，法国一家法院以帮助客户逃税为由，判决对其罚款37亿欧元（Bisserbe and Blackstone，2019）。

	Kocieniewski（2012）.另外给读者们补充一点：这样的奖励金额本身也需要纳税（Saunders，2015）。


	这一政策最声名显赫的受益者（至少从公开资料来看）名叫布拉德利·比肯菲尔德（Bradley Birkenfeld），他从金融服务机构瑞银集团（UBS）离职后，很快就向美国国税局举报了该机构协助美国公民逃税的细节。瑞银集团最终同美国政府在2009年达成和解，支付了7.8亿美元的罚款（另外还向美国证监会上缴了2亿美元），并交出了4000多名美国客户的信息。美国政府由此获得的最终收入估计高达约40亿美元。
	 [image: 瑞银的麻烦并不止于此，2019年2月，法国一家法院以帮助客户逃税为由，判决对其罚款37亿欧元（Bisserbe and Blackstone，2019）。]由于他自己在协助逃税中的作用，比肯菲尔德先生被判处了3年监禁——但不是在瑞士（他躲过了瑞士的控制），而是在美国。但他也获得了巨大的好处：美国国税局给了他1.04亿美元的巨额奖励。
	 [image: Kocieniewski（2012）.另外给读者们补充一点：这样的奖励金额本身也需要纳税（Saunders，2015）。]

	[image: ]

	布拉德利·比肯菲尔德——幸福的告密者

	资料来源：Photographer：Bradley C.Bower/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Reprinted by per-mission。
	Kroll（2016），Watt et al.（2016）.

	Addady（2016）.


	还有些人属于揭发者：把逃税信息告知公众，而不是直接向税务当局报告，此类案例包括“巴拿马文件”、卢森堡泄密案、阿普尔比律师事务所（天堂文件）等。“巴拿马文件”泄露了巴拿马的莫萨克·丰塞卡律师事务所的活动，涉及21.4万家离岸实体的细节，牵连100多位政客以及梅西、西蒙·考埃尔等知名人士，产生的冲击最为强烈。
	 [image: Kroll（2016），Watt et al.（2016）.]其中揭发的许多内容或许属于合法避税而非逃税，但足够让涉事者汗颜。这些揭发还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在第11章介绍的国际税收制度的改革，同时也给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正是借助英国汇丰银行与“巴拿马文件”泄露的信息，研究者推算了北欧国家中最富裕群体出人意料的高逃税率（同样见本书第11章）。另外，这些揭发行动同样给阴谋论者带来了意外之喜，例如“巴拿马文件”的泄密出处目前仍是一个谜，鉴于文件中明显缺少来自美国的大人物，许多人猜测中情局才是幕后黑手。
	 [image: Addady（2016）.]

	信息曝光
	根据美国于1909年开始实施的公司税法，公司纳税申报表被列入公共记录，“并且接受开放核查”。然而这方面的资金安排没有被批准，于是公开披露并未得到执行。

	Twain（1870，p.2）.

	Weisman（2002，p.99）.

	意大利的数据保护机构在一天之后要求删除这些信息，宣布公开信息的行为是对隐私权的违法侵犯（Coronel，2013）。


	美国在1861年推出的首部所得税法案规定，税收申报信息将被公开。
	 [image: 根据美国于1909年开始实施的公司税法，公司纳税申报表被列入公共记录，“并且接受开放核查”。然而这方面的资金安排没有被批准，于是公开披露并未得到执行。]因此前文提到的马克·吐温的小说中的讲述者会说：“我认识一位相当阔绰的人，房子堪比宫殿，桌子气派豪华，开销数额巨大，可是……我时常注意到，从报税表看，他没有任何收入。”
	 [image: Twain（1870，p.2）.]接下来，正是这位富豪朋友给出的慷慨建议让讲述者进入了本章开头描述的道德开悟状态。不过，税收申报信息公开的规定很不受社会欢迎，于是在1870年被终止。
	 [image: Weisman（2002，p.99）.]在意大利，公开披露纳税金额的实践甚至只持续了1天。
	 [image: 意大利的数据保护机构在一天之后要求删除这些信息，宣布公开信息的行为是对隐私权的违法侵犯（Coronel，2013）。]
	有关的图像介绍可参见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298）。

	信息披露在北欧国家似乎确实是惯例。例如在瑞典，报税单自1903年以来就是对公众开放的，参见Coronel（2013）。

	这一增长是指，相对于其他地方，网上发布信息让搜索变得更加便利，参见Bø，Slemrod and Thoresen（2015）。

	Slemrod，Ur Rehman and Waseem（forthcoming）.为区分信息披露与2012年发生的其他许多变化的影响，这一研究对比了有普通名字者的申报收入（只公布了纳税人的部分名字和税负，并未披露其真实身份）与有特殊名字者的申报收入（他们的纳税信息被有效披露了出来）。

	Boone（2012）.


	公开纳税申报信息可以给潜在的举报者提供线索，或许还能给逃税者带来羞辱和恐吓。例如在古代雅典，个人的纳税额会被刻在石头上公之于众。
	 [image: 有关的图像介绍可参见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298）。]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有证据表明信息公开能提高个人纳税额。例如，挪威自1863年以来一直公布此类信息。
	 [image: 信息披露在北欧国家似乎确实是惯例。例如在瑞典，报税单自1903年以来就是对公众开放的，参见Coronel（2013）。]但如果你想知道丽芙·乌尔曼（著名演员）或萨米族牧民朋友的纳税收入数据，以前必须到政府办公室去查询。在这些信息于2001年被公布在网上之后，小企业主的申报收入出现了约3%的增长。
	 [image: 这一增长是指，相对于其他地方，网上发布信息让搜索变得更加便利，参见Bø，Slemrod and Thoresen（2015）。]与之类似的是，巴基斯坦始于2012年的公开披露计划似乎也提高了自雇人群的申报纳税额，增幅近10%。
	 [image: Slemrod，Ur Rehman and Waseem（forthcoming）.为区分信息披露与2012年发生的其他许多变化的影响，这一研究对比了有普通名字者的申报收入（只公布了纳税人的部分名字和税负，并未披露其真实身份）与有特殊名字者的申报收入（他们的纳税信息被有效披露了出来）。]信息公开还能够提高问责性，例如巴基斯坦人民在几年前发现，仅有约30%的国会议员和40%的内阁成员申报所得税，这些信息或许会对他们有所启发。
	 [image: Boone（2012）.]
	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大量业务信息，但在大多数国家，应税收入的定义与财务报表中报告的收入差异很大，导致不容易推测公司的应缴税额与实际纳税额。上市公司通常也不需要报告实际缴纳的税款数额。关于企业税务申报信息公开披露的支持和反对意见的综述，可参见Lenter，Shackelford and Slemrod（2003）。

	2016年4月，欧盟委员会建议要求所有跨国企业集团发布在每个业务活跃国家的利润和纳税的年度报告。欧洲议会在2017年批准了该建议的一个版本，但截至本书写作时尚未付诸实施。

	Hasegawa et al.（2013）.

	Hoopes，Robinson and Slemrod（2018）.


	还有些行动的目标是公开企业的纳税状况，获取这些信息比人们通常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主要原因是许多跨国企业缴纳的税额明显太少。
	 [image: 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大量业务信息，但在大多数国家，应税收入的定义与财务报表中报告的收入差异很大，导致不容易推测公司的应缴税额与实际纳税额。上市公司通常也不需要报告实际缴纳的税款数额。关于企业税务申报信息公开披露的支持和反对意见的综述，可参见Lenter，Shackelford and Slemrod（2003）。]例如对自然资源产业，欧盟要求的“采掘业透明度行动倡议”鼓励增加信息披露，试图以此追踪各国政府付出与获得的所有款项，从而增加贿赂的难度。
	 [image: 2016年4月，欧盟委员会建议要求所有跨国企业集团发布在每个业务活跃国家的利润和纳税的年度报告。欧洲议会在2017年批准了该建议的一个版本，但截至本书写作时尚未付诸实施。]更普遍的一种做法是本书第11章介绍的G20与经合组织发起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促成了大型跨国企业提供它们在所有国家的纳税数据。然而，目前收集的这些企业的信息只供各国税务当局使用，而没有向社会公布。企业通常强烈反对公开此类信息，商业机密或许能提供部分理由，但也源于它们担忧较低的纳税额（有些是因为往年的亏损所致）会引来错误解读。不过，部分企业如今已自愿公开自己的纳税额和纳税地点等信息。澳大利亚自2015年起开始发布大型上市和非上市企业的应税收入与纳税额信息，促使澳大利亚的非上市企业平均缴纳了更多税款。当然与日本的类似计划遇到的情形一样
	 [image: Hasegawa et al.（2013）.]，某些澳大利亚企业似乎采取了规避信息披露的行动，有意识地把申报收入控制在要求信息披露的门槛之下。
	 [image: Hoopes，Robinson and Slemrod（2018）.]

	信任但仍需核实
	Johnnie Walters，引自Langer（2014）。


	在征集大量税收时，不可能让评估员详细审查每个纳税人的应税细节。这种操作的成本过高，还会给贿赂和敲诈制造太多机会。因此，现代税收征管工作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自我评估，美国国税局前局长甚至称之为“民主生活方式的根基所在”。
	 [image: Johnnie Walters，引自Langer（2014）。]具体办法是，由纳税人自己申报并缴纳他们认为应该承担的税额，同时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申报有可能受到核查与审计。所以更一般地说，现代税收征管是一种风险管理操作：最高效地利用稀缺资源识别可能存在欺诈且数额较大的纳税人或相关交易，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恰当处置行动。
	Crandall，Gavin and Masters（2019，table 40）.


	这一风险管理的核心是选择性审计，只针对全部申报中的一部分做极其细致的审查，不仅要发现和纠正特定纳税人所犯的“错误”，还借此向全体纳税人发出明确信息：此类欺骗手段将给你们自己带来危险。为此，应该对纳税申报进行随机抽查。这是了解纳税人总体合规状况的最好方式。不过，能更直接地增加税收金额的方式是根据某些可疑迹象来挑选审计对象。这种评估可以基于税收审计官员的经验与直觉，但显然也伴随着发生腐败的风险。目前税务当局越来越多地采用规范算法来提供辅助，通过分析过去的审计行动以及其他信息来源，评估潜在审计对象的“分值”。例如，美国国税局就利用算法得出的一套评分作为基本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来挑选审计对象。这套系统方法的普及程度或许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高，高收入国家的税务当局中仅有一半采用此类技术。
	 [image: Crandall，Gavin and Masters（2019，table 40）.]已经采用的国家均对方案的细节秘而不宣，保密的理由却不太清晰。的确，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具体的算法设计，人们就会减少触发警报的抵扣项目的申报，以降低自己受到审计的概率。但这样的结果本来也是政府希望得到的。
	OECD（2017b，p.99）. 受到审计的概率随收入提升而增加，对报告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者来说接近20%。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审计过程对最大的企业来说基本是连续不断的。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20）.


	各国政府对于被审计的概率也讳莫如深，或许是因为往往低于人们的普遍预期。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有约0.7%的个人纳税申报表受到审计。
	 [image: OECD（2017b，p.99）. 受到审计的概率随收入提升而增加，对报告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者来说接近20%。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审计过程对最大的企业来说基本是连续不断的。]美国的纳税审计率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大幅下跌，从2010年的1%以上降至2019年的0.45%，主要原因是财政收入紧缩，导致税务员人数减少了39%。对于净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人来说，审计覆盖率的下降幅度超过三分之二。
	 [imag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20）.]如果人们发现实际受到审计的概率有多微不足道，税收遵从度或许会降低。
	税收在《死魂灵》中还扮演了另一个更为人们熟知的角色：乞乞科夫试图创造通过收购农奴来为贷款提供抵押品，这些农奴已经死去，但还没有从纳税名单上去除，所以对领主而言是个负担，他们大多很高兴将其廉价卖出去。


	在有效的审计与风险管理策略中可以加入胡萝卜类型的元素。有时候，可以向保持良好税收合规记录的纳税人提供“金卡”待遇，允许他们更快地通关，例如更快地获得增值税返还款项。但这样做也有自身的风险。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的核心人物乞乞科夫在创造性的行骗生涯中曾担任海关官员，他处心积虑塑造了一个正直诚实的形象，但这一切都只是他最后的惊天骗局的前奏。
	 [image: 税收在《死魂灵》中还扮演了另一个更为人们熟知的角色：乞乞科夫试图创造通过收购农奴来为贷款提供抵押品，这些农奴已经死去，但还没有从纳税名单上去除，所以对领主而言是个负担，他们大多很高兴将其廉价卖出去。]在涉及税收问题的时候，信任永远都不会是绝对的。

	纳税人也是人

	以上介绍的各种手段都有一种“抓到你了”的意味：目的是增加躲避税负的难度。但纳税人除了尽量减少预期税负，还有更复杂的行为动机。有时他们出于某些原则而拒绝纳税，有时则因为做个诚实的人并不容易。

	有原则（和爱唱歌）的逃税者
	Levi（1989）.

	Crevar（2015，p.8，travel section）.


	如果人们相信政府处事公平，并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则更愿意缴税，即使从短期利益来看逃税比较划算。
	 [image: Levi（1989）.]地拉那市市长埃迪·拉马（Edi Rama，后来出任阿尔巴尼亚总理）曾负责监督一个建设项目，把共产主义时代的灰色建筑物重新涂抹得五彩斑斓。他回忆说：“当我们开始刷漆的时候……民众也开始缴纳税款。”
	 [image: Crevar（2015，p.8，travel section）.]与之相反，当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崩塌，或者不再支持财政收入的预定用途时，良好的税收遵从习惯也可能被抛弃。问问瓦特·泰勒或者约翰·汉考克就知道了。
	Gross（2016）.

	这些人包括James Baldwin，Noam Chomsky，Lawrence Ferlinghetti，Betty Friedan，Allen Ginsberg，Norman Mailer，Thomas Pynchon，Susan Sontag，Benjamin Spock，Gloria Steinem，Hunter Thompson以及Kurt Vonnegut。

	例如，可参见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2017）的立法提案。


	有时抗税现象纯粹来自内心坚持的原则。至少从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某些宗教人群就在纳税义务与和平主义之间挣扎。1776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费城，有一场贵格会教徒的会议做出决议：根据我们的基督教精神，不能缴纳为购买战鼓、彩旗或其他战争物资而征收的税款。
	 [image: Gross（2016）.]亨利·戴维·梭罗（美国知名作家）为抗议1846年的美墨战争以及把奴隶制拓展到西南部地区而拒绝纳税，导致自己入狱一个晚上。据说，获释是因为他的姑母玛丽亚在次日早上替他缴了税。1968年，有接近500位专家和编辑拒绝缴纳拟议中为支持越南战争而征收的10%的附加税。
	 [image: 这些人包括James Baldwin，Noam Chomsky，Lawrence Ferlinghetti，Betty Friedan，Allen Ginsberg，Norman Mailer，Thomas Pynchon，Susan Sontag，Benjamin Spock，Gloria Steinem，Hunter Thompson以及Kurt Vonnegut。]还有些激情满满的人主张把税款转入不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和平税收基金”。
	 [image: 例如，可参见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2017）的立法提案。]其实只要政府有足够多的非和平资金满足军事需要，这样的专项资金安排就无实际意义，但它会发出一种信号。
	Burg（2004，pp.108-109 193 219）.


	抗税行动甚至会带来诗歌创作的灵感。例如，1338-1339年英格兰流传一首反对国王征税的歌曲，表达了民众对于因再度跟法国开战而征税的强烈不满。1626年，参与抗议的奥地利农民经常同声高唱，他们的主调是一个有55小节（每节14行）的名为《巴伦之歌》或《法丁格之歌》的歌曲，借以表达自己的各种要求。在1653年的瑞士农民起义中，抵抗运动领导者谱写了一首进行曲以唤起民众对威廉·泰尔的记忆。
	 [image: Burg（2004，pp.108-109 193 219）.]
	Billings（1969）. 与之不相上下的还有，太平洋岛屿瓦努阿图的Yaohnanen地区的人们认为菲利普亲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丈夫及爱丁堡公爵——是神一般的人物，当然令人失望的是，在对菲利普亲王的崇拜中没有什么税收故事的题材。


	不过，非暴力抗税行动中最奇特的案例还是“约翰逊崇拜”抗议事件，这一事件于1964年前后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岛屿上。当地人希望把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买过来（原文如此），并任命他为政治领袖，他们为此拒绝缴纳政府要求的2英镑人头税，说要把这笔钱存下来，用于购买约翰逊。
	 [image: Billings（1969）. 与之不相上下的还有，太平洋岛屿瓦努阿图的Yaohnanen地区的人们认为菲利普亲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丈夫及爱丁堡公爵——是神一般的人物，当然令人失望的是，在对菲利普亲王的崇拜中没有什么税收故事的题材。]

	让诚实守信成为最轻松的选择
	的确，世界各地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宣称自己认为逃税是不对的，但这只是说说而已。


	我们中间至少有部分人愿意保持诚实的品质。
	 [image: 的确，世界各地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宣称自己认为逃税是不对的，但这只是说说而已。]所以，给如实纳税者提供便利是有意义的。那些铁了心偷税漏税的人永远需要打击，但现代税收征管当局通常假定：绝大部分纳税人有强烈的遵从税收法规的内在激励，它不同于因为害怕惩罚而产生的外部激励。
	Suetonius（1957/121）. 税收在卡利古拉遇刺案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认为这是因为卡利古拉指责（阴谋和谋杀团体的领导人）卡西乌斯·卡瑞（Cassius Chaerea）过于软弱，嗓音太小，在税收征收过程中不够强势（Barrett，1990，p.161）。


	让人们如政府所愿履行纳税义务以及推行问责和民主制度的一个最基本要求是税收法规的内容要清晰，或至少尽量清晰，因为现代规范的税收制度都不是特别简洁。当然，税收法规的内容设计还是可以做得比古罗马的卡利古拉皇帝更好一些，他曾经仅靠口头传达的方式推行新税法。面对由此带来的不满和牢骚，他以独有的魅力“响应民众的迫切要求，把税收法规张榜公示，但字体非常小且排列极其密集，让人完全没有办法抄录”。
	 [image: Suetonius（1957/121）. 税收在卡利古拉遇刺案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认为这是因为卡利古拉指责（阴谋和谋杀团体的领导人）卡西乌斯·卡瑞（Cassius Chaerea）过于软弱，嗓音太小，在税收征收过程中不够强势（Barrett，1990，p.161）。]
	Marcuss et al.（2013）.


	弄清楚税收法规的内容之后，要在行动中完全如实操作往往并不容易。看懂和填写申报表格、保留必要的记录、雇用专家提供建议，所有这些事务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纳税人要承担的各种合规成本很难测算，而且我们也不太清楚税制设计会对此产生何种影响。但有如下两点是我们知道的。第一，税收合规的成本可能很高，经常远远超出税收征管本身的成本（后者更容易测算）。例如就美国的所得税而言，纳税人的合规成本约占税收收入的10%，几乎是政府征管成本的20倍。第二，合规成本对小企业而言尤其繁重，因为其中许多部分，如填写增值税报税表，与企业规模的关系不大。
	 [image: Marcuss et al.（2013）.]这些成本切实占用了本可以有更好用途的人力和资源。降低税收合规成本是税制设计需要考虑的内容，当然税收征管当局也越来越注重通过各种服务（包括电子归档、呼叫中心等）来帮助减少依法纳税的合规成本。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58）.

	如今已没有再继续。


	通过对人性的观察和操控，各国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如今流行的行为经济学的长期实践者。它们不仅尝试了威胁和促进的手段，还玩弄鼓励诚实的情感因素：良知和羞耻。古巴比伦的国王汉谟拉比曾大发雷霆：“你为什么还没有给巴比伦送来30只羊作为赋税，不该为这种表现感到羞愧吗？”
	 [image: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58）.]四千年之后，羞耻感依然被用来鼓励民众的税收遵从。例如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有人问税务当局会如何追究那些没有申报或纳税的人，本以为政府会采取某些强制行动，得到的回答很简单：我们会通知这些人的父亲。把拖欠税款或判决逃税者的名字公之于众，在很多国家是惯常做法。例如在新西兰，许多读者会失望地发现《逃税者公报》（Tax Evaders' Gazette）并非逃税操作指南，而是税务违法人员的公示名单。
	 [image: 如今已没有再继续。]更不同寻常的是巴基斯坦税务当局的做法，他们有时让某些跨性别群体的成员（当地称“海吉拉”）到拖欠税款者的家或办公室，负责“击掌、喧哗以及各种吵闹”，直至对方把税款结清。这种做法据称使收缴率提升了15%。
	的确在爱国主义精神与税收遵从度之间找到了关联的证据，参见Kon-rad and Qari（2012）。


	各国政府还很善于利用爱国主义情绪，特别是在（但不限于）战争时期。
	 [image: 的确在爱国主义精神与税收遵从度之间找到了关联的证据，参见Kon-rad and Qari（2012）。]即使动画人物唐老鸭也在二战期间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从繁忙的演艺日程中抽空出来鼓励美国人“高兴而自豪地”缴纳税款。在过去几年，针对如何利用人性来鼓励税收遵从（或避免打击纳税意识），还出现了更成体系的思考建议。
	针对税收的第一项现场实验来自Blumenthal，Christian and Slemrod（2001）。此后还有更多的实验，有关综述参见Slemrod（2019）。

	Frey（1997）.

	有项针对以色列托儿所的研究发现，父母接孩子经常晚点，当引入货币罚款机制后，迟到的父母人数却上升了。引入惩罚机制可能改变这些父母的感受，把按时接孩子从自己有时未能完成的义务变成一种可以随意购买的商品（Gneezy and Rustichini，2000）。

	Dwenger et al.（2016）.


	这方面的一种观念是：“助推”，即汉谟拉比式的宣传以及更加微妙的方式，可能显著影响人们的行为。可是除了少数例外情形，多项随机现场实验发现：唤起纳税人的良知、强调税收支持的公共项目的好处、确保大多数其他纳税人也遵纪守法以及突出税收遵从的公民义务等做法，对于提高税收遵从度均收效甚微。
	 [image: 针对税收的第一项现场实验来自Blumenthal，Christian and Slemrod（2001）。此后还有更多的实验，有关综述参见Slemrod（2019）。]另一种观念是，惩罚性的强制政策有可能导致反弹，挤出原有的依法纳税的内在激励，因为惩罚会让人们感受到纳税是被逼无奈而非自愿选择。
	 [image: Frey（1997）.]在税收领域之外，确实能找到此类现象的证据。
	 [image: 有项针对以色列托儿所的研究发现，父母接孩子经常晚点，当引入货币罚款机制后，迟到的父母人数却上升了。引入惩罚机制可能改变这些父母的感受，把按时接孩子从自己有时未能完成的义务变成一种可以随意购买的商品（Gneezy and Rustichini，2000）。]但有一项研究试图在德国的地方教堂税场景下（这里确实不存在强制手段，却依然有人自愿缴纳）寻找同类效应，却没有成功。当然，经常去教堂的德国新教徒算不上纳税人的典型代表，这一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或许有限。
	 [image: Dwenger et al.（2016）.]
	Besley，Preston and Ridge（1997）；Besley，Jensen and Persson（2015）.


	对纳税人内在的诚实本性，我们寄予的信心不能太高。英国的社区收费失败案例显示，即使在以普遍守法而著称的社会里，税收遵从度仍具有潜在脆弱性。传统和习俗的迅速瓦解似乎主要取决于是否诚实纳税的个人决策的相互依赖性。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对社区收费的不遵从现象越普遍，在邻近地点出现不遵从的概率也就越高。
	 [image: Besley，Preston and Ridge（1997）；Besley，Jensen and Persson（2015）.]这或许是因为其他人的糟糕表现削弱了人们自己不遵从法规时产生的内在罪恶感，或许是因为从机制上看，其他人的大量违法表明被发现和遭受惩罚的风险很低。无论如何，这种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导致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税收遵从结果：一种是好的均衡，绝大多数人自觉遵从，因为其他人都遵从；一种是坏的均衡，几乎没有人遵纪守法。许多社会当前仍难以摆脱税收遵从的坏均衡，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

	所以，强制手段依然是税收执行中的关键因素，税务当局的一项中心任务依然是利用本章介绍的“抓到你了”的各种手段，去影响纳税人的激励。这些工作的成效还取决于税务官员和税务当局自身面对的激励以及可用的技术，这也是我们下一章要探讨的主题。








第13章




必须有人去干活



	我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入神的国。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2019）.


	——《马太福音》（21:31）
	 [imag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2019）.]
	Doran and Tucker（2019，p.828）.


	公元前88年的某一天，在小亚细亚崛起的本都王国的米特拉达梯六世（又称“大王”，公元前120—前63年在位）命令他的臣民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位罗马人。民众则似乎不需要更多动员催促。主要的受害者中包括税务员，因为正是这些人的“高利贷和敲诈勒索”激起了反罗马情绪。
	 [image: Doran and Tucker（2019，p.828）.]在历朝历代，税务员显然参与了很多暴力行动，但他们也一直是受害者。最令人恐怖的下场之一则是在18世纪的英格兰，海关官员威廉·加利和告密嫌疑人丹尼尔·蔡特被走私犯掠走，他们被割掉生殖器，吊起来沉到井里，最后遭到活埋。在如今的很多国家，税务员的人生依旧被无处不在的暴力笼罩。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他们则在晚宴上享受最殷勤的招待。
	近期一篇关于早期基督教的文章风格很独特，却带有一种轻视税吏的感觉，虽然把他们纳入耶稣展示友爱的名单，却伴随着“精神病患者、恋童癖、肇事逃逸的司机、在大街上自言自语的疯子……会点火灼烧流浪汉、虐待儿童的光头党”（Carrère，2017，p.261）。


	出于同样的原因，耶稣基督在展示他的爱与宽恕的博大之时，就把向税吏（这些人在当时由于跟罗马人合作而被社会唾弃）敞开怀抱作为一种展示方式。在《路加福音》里，他对于税吏撒该的同情之举引发了民众的愤怒。不过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是他选择了来自加利利的马太作为自己的弟子之一。
	 [image: 近期一篇关于早期基督教的文章风格很独特，却带有一种轻视税吏的感觉，虽然把他们纳入耶稣展示友爱的名单，却伴随着“精神病患者、恋童癖、肇事逃逸的司机、在大街上自言自语的疯子……会点火灼烧流浪汉、虐待儿童的光头党”（Carrère，2017，p.261）。]

	当然，我们这里关心的并非税务员的前世景象，而是他们的今生所为。第12章描绘了纳税人的各种潜逃路径，这里我们谈谈税务员。

	税务员的群像

	很少人能够以税务员的身份而闻名于世，但确实有不少服务于税务当局的人士因为其他原因被人们熟知。作为第12章描述的逃税者群像的补充，我们这里推出税务员的群像。
	这带有讽刺性，因为他当时把家族酿造产业搞破产了。

	Brogan（1985，p.141）.

	Unger（2011，pp.100 106）.

	Conway（1970/1909，pp.7-8）.


	首先是税务员出身的两位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他们在税务局的业绩考评都一般。第一位是波士顿茶党事件中声名大噪的山姆·亚当斯（如今更让人熟悉的则是以他的名字做品牌的精酿啤酒）。
	 [image: 这带有讽刺性，因为他当时把家族酿造产业搞破产了。]亚当斯于1756年被推选为波士顿的税务员，关于他的业绩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工作懈怠，以至于少收了约4000英镑，并因此广受民众拥戴。另外，“从法律上讲（暂不考虑道德角度），他还是个贪污分子”，在1766年被勒令归还1463英镑。
	 [image: Brogan（1985，p.141）.]不过在当时充满革命激情的时代，他没有全数归还。
	 [image: Unger（2011，pp.100 106）.]另一位英雄是托马斯·潘恩（《常识》与《美国危机》的作者）。潘恩在林肯郡做货物税征收员，于1765年因为弄虚作假而被解雇，但又被重新聘用。
	 [image: Conway（1970/1909，pp.7-8）.]1772年，潘恩初次展示了自己的激进宣传威力，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主张提高货物税征收员的工资，并成为代表这批人利益的全职游说者。
	U.S.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n.d.）.


	历史上有些作家参与过征税（或在位置上消极怠工）。乔叟就是在1374-1386年担任伦敦港海关总监时期创作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塞万提斯因为在税务员位置上挪用公款而被判入狱。赫尔曼·梅尔维尔更为正直些，在其名著《白鲸》石沉大海、没有激起反响后，他在纽约市担任海关稽查员，赢得了这个以腐败闻名的机构中唯一诚实员工的美誉。
	 [image: U.S.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n.d.）.]他关于办公室生活的短篇小说《书记员巴特尔比》是否来自这段履历，则不得而知。18世纪的标志性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也曾担任海关官员，并留下了令人费解的不朽诗句：
	“many loud thanks to the big black devil.That danced away with the Excise-man.”从当时的歌词翻译过来，这一故事及解释来自Ferguson（2001，pp.76 444）。


	许多人大声感谢那个黑色恶魔梅克尔，他陪着税务员跳了舞。
	 [image: “many loud thanks to the big black devil.That danced away with the Excise-man.”从当时的歌词翻译过来，这一故事及解释来自Ferguson（2001，pp.76 444）。]
	Salih（2011）. 必须承认，这一荣誉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但我们还是可以想到马克·吐温不太知名的短篇小说《神秘的访问》（Mysterious Visit），本书第12章开头引用了该章的部分内容。

	Wallace（2012，p.87）.需要提醒的是，《苍白之王》里的“事实”并不都是真的，尽管某些最怪异的部分是真实的，例如确实有一项在核打击来临时如何征税的计划（New York Times，1989）。


	彭斯跟自己的上司发生了矛盾，为避免遭到解雇，而被迫“屈辱地”道歉，但他至少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某些灵感。大卫·华莱士同样如此，他那本没有完成的小说《苍白之王》（The Pale King）被誉为“第一部关于税收题材的伟大文学作品”，正是植根于他1985-1986年在伊利诺伊州皮奥利亚市地方国税局的工作履历。
	 [image: Salih（2011）. 必须承认，这一荣誉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但我们还是可以想到马克·吐温不太知名的短篇小说《神秘的访问》（Mysterious Visit），本书第12章开头引用了该章的部分内容。]华莱士记述说：“我在国税局工作时期体会到了乏味、信息与无关紧要的复杂性，那些无聊透顶的谈判，关于一块土地，它的高低起伏、树林与无尽的荒野。”
	 [image: Wallace（2012，p.87）.需要提醒的是，《苍白之王》里的“事实”并不都是真的，尽管某些最怪异的部分是真实的，例如确实有一项在核打击来临时如何征税的计划（New York Times，1989）。]
	Davidson（2010，p.429）.

	这个职位并不算清闲。“议会通过了800项涉及关税的独立法案需要监督，还有无数的裁决需要处理”（Phillipson，2010，p.257）。


	哲学家同样体面地出现在历史上的税务员行列。约翰·洛克在1689-1704年担任货物税上诉专员，之后被约瑟夫·艾迪生接任，即《观察家》杂志的联合创始人与著名作家。我们将看到，尽管伏尔泰对法国旧政权时期税务员的行为感到愤怒，但有记录宣称，他自己却当上了税务专员。
	 [image: Davidson（2010，p.429）.]另外有个让人措手不及的讽刺是，自由贸易的布道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出版之后很快担任了海关及盐税专员。
	 [image: 这个职位并不算清闲。“议会通过了800项涉及关税的独立法案需要监督，还有无数的裁决需要处理”（Phillipson，2010，p.257）。]
	Karabell（2004，p.4）.

	Karabell（2004，p.25）.

	1874年，国会废除了份额奖励制度，把阿瑟的收入重新降至1.2万美元（Reeves，1975）。


	相比之下，政客对征税的兴趣似乎还不如避税。美国历史上最默默无闻的总统之一切斯特·阿瑟属于少见的例外，按当时标准来看还相当值得尊敬。在因詹姆斯·加菲尔德遇刺而出人意料地就任美国第21任总统（1881-1885年在任）之前，阿瑟曾担任纽约港的海关税务员（同梅尔维尔的职业生涯有重合），该机构当时贡献的税收超过美国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image: Karabell（2004，p.4）.]阿瑟的工资为1.2万美元，但由于“份额”奖励体系，他从工作中获得的总收入超过了5万美元。
	 [image: Karabell（2004，p.25）.]此类奖励是对被认定逃避关税的进口商收缴的货物和罚款的提成，完全合法合规。
	 [image: 1874年，国会废除了份额奖励制度，把阿瑟的收入重新降至1.2万美元（Reeves，1975）。]或许在这个行列中还勉强可以加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她是一位包税人（很快会详细介绍）的女儿、另一位包税人的妻子，还有一位包税人门徒，而且自己也间接担任了包税人。
	Lens on Leeuwenhoek（n.d.）.

	Pet Health Network（2014）.

	Waite（1993，pp.133 221）.

	Eisinger（2013）.


	接下来就是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等。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微生物学之父、荷兰科技发展黄金时代的知名人物——在1679年作为葡萄酒税务员加入代尔夫特市的包税行业，他的任务是测算给定尺寸的酒桶中的葡萄酒体积，以得出正确的征税额。
	 [image: Lens on Leeuwenhoek（n.d.）.]不可避免，我们的故事中再度出现了狗的身影。据说在19世纪，有一位德国税务员对于在履行征管职责中遭遇的不敬和攻击感到厌倦，于是培育出了一种斗犬，其凶悍外貌足以震慑潜在攻击者。
	 [image: Pet Health Network（2014）.]这位官员名为卡尔·杜宾，他培育的犬种沿袭了自己的名字，即大名鼎鼎的杜宾犬（Doberman Pinscher，拼写方式在历史上略有改变）。在教育子女方面，阿道夫·希特勒那位严酷且不近人情的父亲阿洛伊斯留下的影响相当突出。阿洛伊斯在奥地利的公务员系统中逐级晋升，成为邻近德国的因河畔布劳瑙市的海关督察。他儿子后来把税务员以及法官、牧师和妓女视为社会的渣滓，或许不是毫无缘由。
	 [image: Waite（1993，pp.133 221）.]更快乐一点的故事是关于后印象主义画家亨利·卢梭，他在年轻时负责对输入巴黎的货物收取入市税，被朋友们戏称为“海关大人”。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更是在墓志铭中继续跟卢梭开玩笑：“让这些包裹不用缴税就进入天堂之门吧，我们将给你带去毛笔、颜料和画布。”
	 [image: Eisinger（2013）.]
	Weisman（2002，p.253）.


	税务员在历史上的典型命运都是默默无闻。有时这种工作令人感到无聊（如大卫·华莱士的描述），而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则有致命的危险。当美国弗吉尼亚州于1909年引入州所得税之后，某些被派出去收款的税务员便从此人间蒸发。
	 [image: Weisman（2002，p.253）.]在今天的世界各地，仍有许多职员希望让税收体系高效公平运转，试图为社会做些好事，却经常身处难以想象的困境。正是因为有这些税务员的贡献，才有了当前的税收体系，乃至今天人们享受的文明生活。

	谁来征收？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政府会把税收工作委派给某个税务机关负责，例如美国国税局、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澳大利亚税务局、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等，它们都属于公务员体系的组成部分。政府给这些机构一笔预算，职员得到工资，然后每个人各司其职即可。

	但事实上，税款征收还有其他许多组织形式，我们今天的做法从历史上看属于例外情形，而非普遍规律。税务员得到一笔固定工资，扣除费用之后的剩余部分都归政府，这只是一种极端的可能选择。事情完全可以倒过来安排：政府把征税权卖出去，得到某个固定的数额，超出上缴政府部分的数额则归买下征税权的人。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包税制，它是世界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的税收征缴方式。

	包税制和包税人的兴衰
	Matthews（1958，p.279）.


	1794年5月8日是税收征管历史上的糟糕日子，“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与他父亲及其他24人被推上了断头台。他们的确切罪名并不非常清晰，但在罗伯斯庇尔掌权的巴黎，这丝毫不重要。法国的包税人早已被严厉诅咒了几十年，有此足矣。愤怒的马拉已经发出了警告：“颤抖吧，你们这些从不幸的人民那里吸血的人！”
	 [image: Matthews（1958，p.279）.]我们在第4章里曾经提到，巴黎的暴民在1789年7月瞄准的首批打击对象中就包括首都周边的围墙，那正是包税人为了向输入城市的货物收税而修造的。
	例如，他们的某些包税合同非常成熟。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制定了1774年的租约，让包税人保留超出承包价的前400万里弗尔的50%，超过承包价的1200万里弗尔以上部分的80%，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本书第10章的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对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

	但包税制也不是被普遍采用，例如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就不用，而中国则主要依靠复杂的官僚体系来征税，只在王朝势力孱弱的时候采用包税制。


	法国的总包税人成了包税行动的典范，在许多方面代表着包税制的最高发展形态。
	 [image: 例如，他们的某些包税合同非常成熟。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制定了1774年的租约，让包税人保留超出承包价的前400万里弗尔的50%，超过承包价的1200万里弗尔以上部分的80%，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本书第10章的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对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不过，他们也只是在延续长期的传统而已。包税的做法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就有了，于公元前282年由托勒密二世引入埃及，古希腊也沿袭了这种做法，罗马共和国则是于公元前123年采纳。在耶稣时代的朱迪亚地区，包税制颇为盛行。所谓“恺撒的归恺撒”，其实是把东西交给那些已经付给恺撒好处以获得征税权的人。印度的莫卧儿王朝（1526-1857年）以及中国的清朝（1616-1911年）同样广泛采用包税制，波斯的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也不例外。这种做法在16世纪中期左右进入西欧，当时的君主习惯出租自己直辖的土地，于是把同样的原则应用于税收制度。因此，至少有一种理论认为，这是给包税制贴上“farming”（意指农场经营）标签的由来。
	 [image: 但包税制也不是被普遍采用，例如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就不用，而中国则主要依靠复杂的官僚体系来征税，只在王朝势力孱弱的时候采用包税制。]

	[image: ]

	拉瓦锡——参与征税并遭受厄运的科学家

	资料来源：Geraldine Simonnet。
	Forrest（1918，p.413）.


	在英国人看来，包税制已成为大英帝国的一块基石。英国势力在印度崛起的真正转折时刻并非他们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击败孟加拉行政长官及其法国同盟军，而是我们在本书第1章谈到的1765年的标志性事件：莫卧儿皇帝把征税权授予东印度公司。该公司以每年35万英镑接管了莫卧儿王朝的整个包税机器。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普拉西战役的受益者，绰号“印度的克莱武”——在谈及这笔交易的魅力时相当坦率，认为由此“可以获得对那些富裕王国的绝对掌控权，仅以不足总收入五分之一的代价，就得到了莫卧儿皇帝本人的许可”。
	 [image: Forrest（1918，p.413）.]这一切都似乎给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创造了轻松捞钱的大好机会，但我们已经介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他们所愿。
	Johnson and Koyama（2014，p.11）.

	Matthews（1958，pp.224-225）.


	包税人事实上还经常成为王室的贷款人。他们提前向王室支付未来要征缴的税款，要么为此直接收取利息，要么借此调整包税条款，以得到同样的补偿。不过，君主们总是有违约的选择，要么取消包税合同，要么借钱不还，事实上也经常如此。在1598-1655年，仅有三分之一的法国包税合同执行到期。
	 [image: Johnson and Koyama（2014，p.11）.]包税人有时还要给王室负担相当多的支出责任，例如给巴黎的街道铺路。
	 [image: Matthews（1958，pp.224-225）.]他们把支出从上缴给政府的款项中扣除，免去运输铸币或者安排复杂银行交易的手续。这些包税人由此变得非常类似于各种类型的财政政策的执行代理人。当然，君主们也可以踢掉中间人，直接掌控财政收入，到其他地方借款。只是这里有个附加条件：建立有效的税收体系需要投资，投入的资金需要借款。而鉴于王室并没有太多的其他抵押品，借款又要求有效的税收体系作为支撑，因此，君主们在现实中也被束住了手脚。
	de Vries（1976，p.202）.

	McCarthy（2005，p.640）.


	包税人几乎总是被各方势力咒骂谴责，被当作勾结罗马的奸细或者法国国王的傀儡等。连温文尔雅的荷兰人也曾起来反抗包税人，1748年的商人骚乱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此类事件”。
	 [image: de Vries（1976，p.202）.]阿姆斯特丹的住户遭到洗劫，政客们被迫出面终止包税制。1874-1875年，波斯尼亚的基督教徒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包税人，导致这个地区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迅速接管。
	 [image: McCarthy（2005，p.640）.]
	Pamuk（2012，p.317）.

	巴基斯坦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由私人承包商征收货物入市税（Zaidi，1996，pp.2950-2951）。


	不过，包税制的终结并不总是那么暴力，各地的时机也大不相同，有些地方非常晚近才终结包税制。英国是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结束包税制的。而在俄国，针对数百家地方伏特加酒辛迪加实施的包税制延续到1863年，他们贡献了俄罗斯帝国大约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在奥斯曼帝国，“包税制……盛行于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广大伊斯兰地区，从帝国建立之初直至现代早期阶段”。
	 [image: Pamuk（2012，p.317）.]早已在本国废除包税制的荷兰人，直至1925年仍在爪哇岛上长期采取包税制。有报道称，直至最近，巴基斯坦还在对某些地方的货物入市税采用包税的做法。
	 [image: 巴基斯坦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由私人承包商征收货物入市税（Zaidi，1996，pp.2950-2951）。]

	我们该如何理解如此漫长却并不完美的包税制历史？与招募工薪制的公务员来征收税赋相比，包税制有如下三个潜在优势。
	White（2004）.

	Matthews（1958，p.283）.


	第一个优势是效率。私人企业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要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事务的成本，这也是私有化主张常见的核心理由。在效率方面，人们通常认为包税人的工作还是不错的，有些人的表现尤其一丝不苟。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说，部分应该归功于拉瓦锡留下了极其严谨且条理清晰的记录。还有一位包税人则利用自己的收益修建了法国南部的米迪运河。包税人投入包税行动的资金的收益率在人们想象中很高，其实并没有高得离谱。
	 [image: White（2004）.]当法国人于1806年结束这种制度时，人们发现被雅各宾派宣称骗取了国王1.3亿里弗尔的包税人，实际上还被拖欠了7000万里弗尔。
	 [image: Matthews（1958，p.283）.]可以说，他们是自食其果。如果这些包税人没有如此高效地征收间接税，政府就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去解决土地税过度豁免的缺陷（原则上由实行工薪制的官僚机构来负责），更有希望建立起较为公平的税收体系。假如历史真的如此演进，这些包税人自己或许能存在更久一些。

	包税制的第二个优势是，由于征税权是按照固定费用出售的，它给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如果因为歉收或者战争爆发等原因，收入比预期水平更低，承担损失的不是政府，而是包税人，当然他们在年景好于预期的时候也会获得额外的收益。但在现实操作中，如果情况糟糕，包税人往往能够和政府重新谈条件。例如在1744年，法国的包税人就达成了在战争时期减少上缴金额的条款，把部分风险转移给了王室。包税制的第三个优势是，它给税收征管提供了很强的激励，因为多征收的税款都归包税人所有。
	据说拉瓦锡的尸体与恐怖政权的其他受害者一起被丢弃在城墙下的一处地下墓穴里，这段城墙遗迹至今仍保留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广场附近。

	Salzmann（1993）.


	与这些优势相对，包税制也有两个重要缺陷。第一个是包税人在增加投资以改善长期征税能力方面的动力可能不足。因为这些包税合同都有期限，他们并不确定能否收回全部的投资。针对这种问题，出现了“小团体”包税制：把包税权限制在少数长期参与的群体中。例如法国的总包税人就是仅包含60位可变动成员的合伙团体，他们确实在组织、人力和物力上完成了高效的税收基础设施建设。在拉瓦锡的建议下（后来又有卢梭等人的加入），他们得以在王室授权下修建起环绕巴黎的围墙，方便对进入城区的货物征税。
	 [image: 据说拉瓦锡的尸体与恐怖政权的其他受害者一起被丢弃在城墙下的一处地下墓穴里，这段城墙遗迹至今仍保留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广场附近。]从1695年起，奥斯曼帝国授予某些人终身包税权，希望借此来缓解投资不足的问题，但后来发现很难在包税人死亡后收回这一权力。
	 [image: Salzmann（1993）.]

	第二个更基本的缺陷是强征收激励的黑暗面：包税制带来了在评估赋税时弄虚作假和敲诈勒索的强大诱惑。包税人没有与纳税人串谋低估赋税的动机，因为这会损害自己的收益，但他们可以索要贿赂，以免高估纳税人的赋税。更普遍的情况是，包税制意味着竭力压榨纳税人的一切资源，而不顾及给对方或者未来税基造成的伤害。亚当·斯密就认识到了这种风险：
	Smith（1868/1776，p.46）.


	与包税人相比，哪怕是糟糕的君主也会更加怜悯自己的臣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王朝的持久辉煌有赖于臣民的富足昌盛，他永远不会因自己的财政需要而故意损害民间繁荣。给他提供财政收入的包税人则不然，这些人的辉煌很多时候可能来自破坏而非维护民众的富足生活。
	 [image: Smith（1868/1776，p.46）.]
	Adams（2001，p.104）.


	各国政府并没有忽视对此类问题的担忧及约束税收征管行动的必要性，甚至包税人自己也在关注。施洗约翰就催促抱有悔恨之心的税务员“只征收被授权的部分”（《路加福音》，3:13）。罗马帝国对横征暴敛的税吏有处以钉刑或火刑的规定，总包税人则不辞辛苦地到各个行省巡视，检查此类违规现象。
	 [image: Adams（2001，p.104）.]
	Copland and Godley（1993，p.64）.

	Davidson（2010，p.429）.


	判断包税制带来的权力滥用程度并非易事。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此类滥权现象，或者包税人是否被民众仇视，古往今来答案显然都是肯定的。例如在印度，经常有包税人虐待纳税人、不堪重负的村民集体逃离的传说。
	 [image: Copland and Godley（1993，p.64）.]的确，民众极其憎恶包税人擅自闯入和搜查的强势权力。伏尔泰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卫兵“以国王的名义把所有车辆拦下来，搜查所有的口袋，强行闯入所有的住房，制造各种破坏，强迫农民给自己好处……我无法想象民众为什么不会对他们敲响警钟……以及为什么不把他们消灭”。
	 [image: Davidson（2010，p.429）.]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与采用税务机关的方式相比，包税制带来的滥权问题是否更为严重，因为在任何权力制度下都免不了衍生滥权和腐败的机会。
	Wedgwood（1961，pp.196 212）.


	与官僚制税务机关相比，包税制的明显区别和争议之处在于，民众感觉包税制下的税收征管是直接为了少数人致富，通常还包括给君主及其亲信捞好处。英格兰的查理一世总是特别渴求不经过议会而得来的资金，他不仅每年从爱尔兰海关的包税人那里收获租金，还要拿走一半甚至更多的利润。
	 [image: Wedgwood（1961，pp.196 212）.]在旧政权统治时期的法国，当民众得知分享包税利润的人群中竟然有国王的情妇蓬帕杜夫人与杜巴利伯爵夫人的时候，便群情激愤。包税制逐渐被视为极不公平税收体系的重要元素和象征。

	回扣：合法与否

	如今的政府税务机关作为公共部门，与包税人的形象大相径庭。不过，尽管形式已经改变，征集税收的核心问题却没有变，包税制时代面临的基本挑战大体上依旧存在。在理论上永续的公共部门中，短期承包的问题没有了，却仍然面临资源配置的选择：是投入当前行动，还是建设长期能力。税务官员的私人利益依旧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根本的激励问题也没有消除，无论是在单个雇员层面，还是在整个组织层面。各国政府用了各种办法来应对此类问题，某些采用了有别于包税制的市场激励措施，或许以后还会用得更多。毕竟，从完全的包税制（征收者的所得只取决于实际税收数额）到固定薪酬的官僚制度（税务官员的收入与实际税收完全无关）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还有一系列可能的折中方案。
	Hervey（1905，p.xxii）.

	Plumb（1967，p.123）.

	Brewer（1988，p.108）.


	例如，给税务官员提供部分奖励，让他们能保留某个比例的税收收入，这种做法在历史上甚至比包税制更为普遍。克伦威尔实施的什一税的征收者，就可以保留3%的收入作为佣金。1662年的炉灶税法案规定，每征收1英镑的税款，警察将得到2先令，高级警察得到1先令，警长得到4先令，治安官得到1先令。
	 [image: Hervey（1905，p.xxii）.]在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英国的货物税官员能截留约一半的赃款
	 [image: Plumb（1967，p.123）.]，发现和抓获走私犯可以得到大约50英镑的奖励（约相当于1年的工资）
	 [image: Brewer（1988，p.108）.]，还可以从正常征缴的税款中获得提成。在英国，税务官员截留部分税款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872年，名为“磅税”。前面我们还讲过切斯特·阿瑟如何从美国的份额奖励体系中获益的故事。
	Kahn，Silva and Ziliak（2001）.

	Khan，Khwaja and Olken（2016）.


	对此类做法的现代版本的研究表明，它们毫无疑问有效地促进了税收增长。例如巴西在1989年对负责欠税催缴的税务官员实施奖励制度，就使得每次检查的罚款金额比之前提升了75%。
	 [image: Kahn，Silva and Ziliak（2001）.]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个现场实验项目，考察不同激励机制对税务官员的实际效果。该研究发现，把最多可达40%的增收税款用于奖励的方案，让税款收入增加了大约65%。
	 [image: Khan，Khwaja and Olken（2016）.]

	与包税制的情形一样，这种奖励计划的主要风险是敲诈勒索。对旁遮普省的研究确实发现平均的贿赂金额有所增加，尽管令人奇怪的是纳税人报告的“满意度”并没有下降。
	Besley and McLaren（1993）.


	当然，腐败现象同样会出现，特别是当税务官员只拿固定工资时，会表现为内外勾结低报赋税的形式。只要薪酬与业绩无关，就无法轻易抑制此类腐败。
	 [image: Besley and McLaren（1993）.]一种建议是把工资设定为税务官员在其他行业能获得的水平，但如果没有严厉的惩罚作为威胁，腐败对他们而言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另一种建议是把工资设定为低于其他行业的水平，因为我们知道官员会利用腐败收入补偿自己，这其实是放任自流。第三种建议是设定更高的工资水平，让官员把诚实尽责作为最优选择，而非铤而走险。这样做还能给征收效率带来良好激励，精明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系统性地招募受伤的战场老兵担任征税员时，或许正是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用工作岗位给老兵提供保障，而且这些人会比较尽心尽责，因为他们如果行为不端，被解聘后将很难维持生计。然而这种方法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是，在许多情况下要求的工资水平可能过高：腐败分子放行一辆装载走私香烟的卡车，涉及的税款将高达几十万美元，从中获得的潜在收益远非工资的涨幅能比。
	Crandall（2010）讨论了税收征管工作的业绩评估问题。

	World Bank（2001）.


	所以不足为奇的是，我们看到给税务官员安排佣金奖励的做法并未完全消失。当前的内部绩效考核通常与税款之外的指标挂钩，如电子申报的占比、审计的完成次数等。
	 [image: Crandall（2010）讨论了税收征管工作的业绩评估问题。]而上述对旁遮普省的研究发现，此类考核办法并无任何效果。若干迹象显示，与税款收入挂钩的激励机制没有消失。有一项针对12个税务机关的研究发现，其中5个机关把税款收入作为奖金评定的标准之一，某些地方的理由正是为了防止串谋低报赋税的腐败。
	 [image: World Bank（2001）.]例如在罗马尼亚，奖金评定的依据是超出既定目标的税款金额和侦测欺诈案件的数量，奖励额最高可达工资的3倍。该研究还提到了菲律宾，那些在走私案的侦探和查获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官员，最高可得到赃款20%的奖励。

	当然，各国税务机关处理相互往来事务的时候似乎也承认与税款收入挂钩的激励机制的威力。例如在欧盟内部，所有关税收入最终都不是归各成员国政府，而是用于维持联盟本身的运转。然而，税款必须依靠各国的海关征收。这不能完全指望各个国家凭良心做事，因为欧盟也不负担他们付出的征收成本：解决方案是让各成员国保留各自收取的关税收入的10%。
	Matthews（1958，p.216）.

	Brewer（1988，p.102）.

	Spence（1969，p.113）.

	感谢一位信任他的主管，他才逃脱了厄运（Brewer，1988，p.109）。


	税务机关很久以来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打击腐败。人事方面的晋升和资历体系或许可以发挥作用，等到忠诚度得到证实后，再显著提升工资待遇。法国的总包税人制度有过类似的尝试，在1768年引入了首个公务人员养老金体系。
	 [image: Matthews（1958，p.216）.]还有些更加简单的反腐败办法，其中最基本的一种是限制纳税人与评估人一对一的接触。例如，18世纪的英国货物税官员就是结对开展工作，罗伯特·沃波尔认为这能促使“他们彼此监督，不容易被贿赂”。
	 [image: Brewer（1988，p.102）.]税务官员还会被定期重新调配到不同的地方。而清朝海关官员例行但无法预知地调换工作地点的做法（目的是防止他们过度卷入当地的关系网），其实是中国官僚体系古已有之的传统。
	 [image: Spence（1969，p.113）.]另一种办法是给官员的行动留下不易篡改的信息记录，有时候比较简单，就是确保他们的分类账簿有序号连贯且不可替换的册页，然后审查未予解释的更改。18世纪的一位英国税务官员就记录了自己的惊慌失措：在涂抹账本的一处污迹时给册页留下了一个破洞，他深知“擦去或改动任何数字”都是“不可原谅的过错”。
	 [image: 感谢一位信任他的主管，他才逃脱了厄运（Brewer，1988，p.109）。]
	Trevisani（2015）.

	Perez（2015）.


	尽管人们对如何防止税务机关的腐败有很多认识，但这在如今的许多国家依然是每天面对的令人头疼的现实痼疾。2015年，巴西检察机关发起了一项调查，针对税务官员向大公司索贿以降低公司税负的行径，据估计在15年中给国家造成了61亿美元的财政损失。
	 [image: Trevisani（2015）.]同年，危地马拉的现任和前任税务负责人在团伙犯罪打击行动中均被逮捕，团伙首领为副总统的一位高级助理，罪名是利用贿赂和逃税进行欺诈。
	 [image: Perez（2015）.]当然，所有这些丑闻都不仅会破坏税收体系，还可能损害整个政府的合法地位。
	Galloway（2017）.


	政治干预是诚信守则的税务机关面临的另一种风险。马丁·路德·金曾被美国国税局反复调查，并在1960年成为亚拉巴马州历史上首位因为税收欺诈被刑事指控的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决他无罪。
	 [image: Galloway（2017）.]理查德·尼克松则认为，政治干预是国税局局长的工作职责之一，并于1971年5月对助理约翰·埃利希曼和鲍勃·霍尔德曼这样讲道：
	在此事件中，他挑中的人选约翰尼·沃尔特斯（Johnnie Walters）在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支持下后来拒绝按照尼克松的对手名单进行调查。但故事还有更多内容。在白宫录音带里可以听到，尼克松抱怨前任政府对自己的审计，而沃尔特斯承认，“在肯尼迪时代，做了些不应该做的事情”（Langer，2014）。


	我要确保此人是个冷酷的浑蛋，按照我的吩咐办事，调查我想调查的每一笔所得税，他要针对我们的敌人，而不是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如果办不到，那他就不能坐这个位置。
	 [image: 在此事件中，他挑中的人选约翰尼·沃尔特斯（Johnnie Walters）在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支持下后来拒绝按照尼克松的对手名单进行调查。但故事还有更多内容。在白宫录音带里可以听到，尼克松抱怨前任政府对自己的审计，而沃尔特斯承认，“在肯尼迪时代，做了些不应该做的事情”（Langer，2014）。]
	关于特勤人员历史的深入讨论可以参见Andrew（2002）。


	据称，以这种精神为指导，尼克松鼓励国税局通过“特勤人员”计划调查自己的政治对手，利用审计进行骚扰。
	 [image: 关于特勤人员历史的深入讨论可以参见Andrew（2002）。]40年后的2013年，美国再度出现此类争议，有人指控国税局针对保守派的非营利团体开展“特别”调查。
	The Economist（2017a）.


	其他许多人也似乎有过利用税务机关实现政治企图的相似意图。2017年，《经济学人》报道卢旺达政府以逃税为名扣押了一名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及其母亲和姐姐。赞比亚税务局则以欠税为由关闭了一家表达不同政见的小报。另外在肯尼亚，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的两家非政府组织因为税收不合规的指控而被临时关闭。
	 [image: The Economist（2017a）.]

	税收的独立性
	Mann（2004）.


	改进税务机关业绩表现的一项创新（与流行）办法是把它们改造为“半自主性质的税收机构”，至少能够减少政治干预。此类做法起源于南美洲，其成功范例是帮助秘鲁在1992-1997年恢复了财政收入
	 [image: Mann（2004）.]，然后推广到非洲，并被加拿大和其他发达国家借鉴。

	半自主税收机构依然属于公共服务部门，但各国之间差异很大。一般来说，它们与其他官僚机构有两方面的不同。其一是把税务机关的人员招聘和薪酬政策同普通的公务员体系分开，这意味着在操作中更类似于上文描述的模式：工资水平设定得足够高，以吸引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并鼓励勤奋诚恳，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其二是给予税务机关足够的独立性，以防止征税行动受到政治干预。在许多国家，自主权增强的一个方面就是让税务机关保留某个比例的税款，这相当于较为温和的包税制。采用此类安排的常见理由包括：让税务机关免受财政资金安排的奇葩规定的影响，同时削弱强势人物对它的支配力。另外我们可以推测，这会对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的热情产生某些作用。
	Ebeke，Mansour and Rota-Graziosi（2016）.


	许多实干家对于把传统税务机关改造为半自主税务机构的好处仍然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改造过程可能引起极大的混乱，某些地方为了根除腐败，要求税务机关的全体雇员重新申请工作岗位。在至少一个案例中，税务官员对此类改造建议举行了罢工抗议。改造中的扰动或许最终对税务机关乃至社会大众有利，却可能影响现有的工作运转，付出不菲的代价。许多实干家还提出，可以通过两条并行线来取得进步，而无须创立新的机构。当然目前的证据仍表明，转向半自主税务机构的改革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
	 [image: Ebeke，Mansour and Rota-Graziosi（2016）.]

	税款征收的私有化
	Beard（2015，p.263）.

	引自Johnson and Koyama（2014，p.10）。


	包税制在今天听上去是个古老的概念，但包税的基本思想，即借用私人激励来为公共目标服务其实具有现代感。在某些地方，它近似于如今在石油开采权或无线电频谱使用权分配中广泛采用的收入最大化拍卖模式。例如在公元前120年前后，罗马就用报价拍卖的方式来分配各省的包税权。
	 [image: Beard（2015，p.263）.]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44-1795年拍卖海关的包税权。回到欧洲，法国在16世纪中期的包税权同样主要采用公开竞价的方式来分配。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如法炮制，试图“在有足够多的人报价的情况下，把我们的海关税收承包出去”。
	 [image: 引自Johnson and Koyama（2014，p.10）。]

	另外在最近几十年中，过去认为完全属于公共部门领域的越来越多的事务在很多国家被交给私人部门完成，包括铁路、空中交通管理、航空和能源供给等。例如在孟加拉国和印度，道路桥梁通行费和公共财产（如湖泊和森林）收费经常被出租给个人或企业。2006年，美国印第安纳州从一家澳大利亚—西班牙商业联合财团手中收取38亿美元，以让渡157英里印第安纳收费公路在此后75年的收益。这些做法与包税制并无根本差异。
	Cleary，Crandall and Masters（2017，table 5）.


	事实上，私有化还通过某些税收任务的外包进入税收征管领域，尽管规模还不算大。把某些基本功能分包给私人企业的做法已经极为常见，但内容还远不止于此。目前大约67%的各国税务当局都有任务外包的实践，其中近一半是信息技术服务。
	 [image: Cleary，Crandall and Masters（2017，table 5）.]在某些国家，私有化已触及各国税务机关的最核心功能之一：征收欠缴税款。
	根据Cleary，Crandall and Masters（2017）的表5计算。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19b）.


	例如从2010年7月开始，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就把部分属于“低价值债务”的征税任务外包给债务催收机构。从全球范围来看，截至2013年，有15%的税务机关把债务催收外包，8%把审计业务外包，而且这两个比例都在增长。
	 [image: 根据Cleary，Crandall and Masters（2017）的表5计算。]美国有40多个州利用私人催债机构协助征收欠缴税款。2017年，美国国税局宣布将开始利用4家私人催债公司来帮助催缴税务欠款。根据这一计划，催债公司将留下其收到的拖欠款项的25%。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估计，外包行动将在未来十年带来约24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激动。美国纳税人权益保护办公室负责人妮娜·奥尔森（Nina Olson）指出在过去尝试类似做法的时候，外聘催收员利用“心理战术”胁迫欠税人，让他们付出本来无力承受的款项。以往的类似计划因为收不抵支而没有延续下去，但最新的计划却在2019财年带来了2.13亿美元的收入，成本仅为0.65亿美元。
	 [imag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2019b）.]

	完整形态的包税制不会很快回归。不过，我们可以预期税务机关将继续尝试各种办法去利用私人激励，包括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以克服数千年来平衡征税和征税权必然伴随的腐败与滥权的老问题。与在经济生活中其他领域看到的情形一样，在税收征管领域，市场激励措施的使用空间可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

	税收征管队伍的规模应该多大？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116）.

	Goldsmith（1987，p.50）.


	税收征管是门大生意，而且长期以来都是如此。据说，公元前1世纪负责比提尼亚（如今的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税收任务的辛迪加组织有数万名雇员
	 [image: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116）.]；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则雇用了近2万名包税人。
	 [image: Goldsmith（1987，p.50）.]拉瓦锡估计，法国总包税人在1774年的全职雇员约有2.4万人，比他们人数更多的组织只有陆军和海军。英格兰在1690年的税务官员已多达约2500人。
	OECD（2015b）.


	不过，各国税务当局的规模确实相差悬殊。以国际标准看，美国国税局的规模相对较小。截至2013年，其管理费用仅为所收税款的0.47%，是有可比数据的28个经合组织国家中第五少的，例如远远低于英国税务海关总署的0.73%。
	 [image: OECD（2015b）.]美国的税收成本较低或许有些充分的理由：比如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国税局并不征收增值税或销售税。美国国内对此问题的看法同样五花八门，有人认为国税局已膨胀到可怕的地步，也有人认为给国税局的资源严重不足。谁对谁错呢？我们该如何判断税务机关的规模应该大一些还是小一些？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在给定的税收法规之下，只要新增加的1元钱投入能带来超过1元钱的税收，税务机关的规模就应该继续扩大。如果按照该规则去做，就会使减去征收成本之后的净税收收入最大化。不过，尽管这个答案很有诱惑力，却是错误的。

	这条规则的一个直接问题是，它忽略了税收征集行动扩展之后给纳税人带来的更多遵从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发生在逃税者身上，也包括那些从未考虑过要逃避税收的人，由于需要保留更多的交易信息和受到审计抽查，他们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之前所述，此类税收遵从成本甚至可能远远超出征管机构本身花费的成本。
	这里的观点主要参考了Keen and Slemrod（2017）。


	但是净税收收入最大化规则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
	 [image: 这里的观点主要参考了Keen and Slemrod（2017）。]我们可以看看之前提到的案例：美国国税局把部分欠税催收业务外包，带来了2.13亿美元的收入，税务机关的成本则只有0.65亿美元。现在假设这些操作让遵从成本增加了0.4亿美元（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真实情况），2.13亿美元的新增税收超过0.65亿美元的成本，也超过再加上0.4亿美元之后的成本之和。但这样的比较参照的是不同类型的对象。0.65亿美元的行政成本和0.4亿美元的遵从成本是真实的资源消耗，包括工时、电脑设备等。与之相比，增加的税款却会转化为政府的支出。而我们在之前已经知道，让税收有价值的前提是：政府相信由此支持的公共支出带来的社会价值高于私人部门支出的结果。也就是说，从私人部门转移过来的1美元支持的公共支出的社会价值更高，比如能够达到1.2美元，即与这笔钱没有转移给政府时相比，其价值增加了0.2美元。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欠税催收外包计划带来的1.48亿美元净税收收入的真实社会价值只有该金额的20%，即0.296亿美元，远远低于征收税款消耗的1.05亿美元的资源成本。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执行和遵守税收法规会耗费资源，而税收本身并不创造更多资源，只是转移给了政府。于是，在税款增长超出征收成本的情况下继续扩大税务机关的规模，将会导致税务机关的过分膨胀。

	税收技术
	Romeo（2016）.


	技术在税收征管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方面最精致的例子或许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那里有名为鄂君启金节的藏品，铸造于公元前323年，由楚怀王授予，作为货物运输时的免税凭证。它是件铸有错金铭文的青铜器，由两部分构成，其中一半由运货的商队携带，另一半掌握在税关的官员手里。只有当两个部分成功拼接，金节上镌刻的货物和运输路线的具体描述属实时，才能免税通过。器物的形状让我们想起一种更古老的用竹片拼接来核查信息的做法。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埃及托勒密王朝采用类似的技术来追踪尼罗河的水位高度（那是影响农作物收成的关键因素），然后用推断方法来决定税率的高低。
	 [image: Romeo（2016）.]

	多个世纪以来，税务机关充分利用各种现有技术来武装自己，但他们负责的基本任务没有太大改变，例如称重、计数、搜查和观察等。从统一度量衡到列文虎克测算酒桶容积的方法，各种技术进步让税务机关的工作受益，却很少带来深刻改变，比如，蒸汽机的出现对税收稽查员站在风雨之中数窗户的工作就没有什么帮助。真正给税款征收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的，是收集、分析和利用庞大数据的能力的提升。

	如果没有处理庞大数据的能力，将无法利用本书第12章描述的有效完成大规模税收的工具，即代扣、自我评估、抽样审计以及借助第三方信息。在短短20年之前，对数以百万计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交叉比对，或者各国税务机关之间日常分享成千上万纳税人信息的做法还完全不可思议。而在如今的许多发达国家，电子税收申报的做法已成为惯例。有些国家更进一步，利用它们获得的第三方信息和其他信息发出所谓“预填式”所得税申报表。在报税日期之前，纳税人经常会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已包含基本内容的报税表，只需要核实其真实性，并做出必要的修订即可。

	[image: ]

	税收征管中的美——中国古代的金节
	Brummitt and Purnomo（2015）.

	Casaburi and Troiano（2016）.

	Daley（2010）.


	新技术（或相对新颖的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在今天四处开花。2014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省税务局利用无人机核查没有被业主申报的大约200栋豪宅和100个游泳池，然后收取了共计200万美元的罚款，相比每架无人机1万美元的成本而言有很高的回报率，即便用上文的苛刻标准测算回报率也很高。印度尼西亚税务部门则利用无人机核查低报种植园面积或矿产开采价值的逃税者。
	 [image: Brummitt and Purnomo（2015）.]按照类似的思路，意大利政府于2007年发起了“鬼屋”行动计划，把航空照片与数字化土地登记地图做比对，以便查找那些没有纳入土地登记、向税务机关瞒报的房产。该计划找到了超过200万块建有“鬼屋”的土地。
	 [image: Casaburi and Troiano（2016）.]2010年，希腊政府借助警用直升机拍摄富豪家族拥有的住房，找到了16974个游泳池，远远超出业主们自己申报的324个。
	 [image: Daley（2010）.]
	关于爱沙尼亚和肯尼亚的情况介绍，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8）的附录2；肯尼亚的情况介绍还可以参见Ndung'u（2017）。


	人们往往认为，技术本身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甚至能够让没有被传统技术拖累的发展中国家在税务实践中跳跃式超越某些发达国家。例如，爱沙尼亚就利用技术手段改进税收工作，在发达国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肯尼亚同样如此。
	 [image: 关于爱沙尼亚和肯尼亚的情况介绍，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8）的附录2；肯尼亚的情况介绍还可以参见Ndung'u（2017）。]但我们也不能对此寄予过大的希望。政府掌握大量信息（比如关于国民的海外资产状况）并不代表就能很好地加以吸收和利用。在升级信息系统等重大工程方面，各国政府也未必很擅长（这么说还算客气）。例如，英国从2003年起试图建立一套由税务局（而非社会保障部门）掌握的税收抵免系统，就是典型的失败经历。相关政策的目标和设计本身较为复杂，然后发现福利发放所需的技能和操作办法同征税截然不同。在此情形下，系统本身无法达到预期要求，有时甚至分不清姓名相似的人。这些并不全是信息系统的过错，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包括遭遇有组织的犯罪欺诈），最终导致英国政府多发放了超过10亿英镑的税收抵免额。于是下一任政府赶紧改革抵免制度，把支出责任重新划归社会保障部门。

	当然，纳税人同样可以利用技术手段为自己服务，尤其是试图逃避税负乃至获得欺诈款项的群体。我们来看一个本想利用技术手段加强税收征管的例子。之前的第9章提到，美国对柴油燃料设定的税率取决于最终用途，如果用于农业拖拉机或住房取暖等非运输用途，则税率较低，如果用于道路车辆，则税率较高。但税款是在柴油最终投入使用之前征收的，差异税率制度又该如何实施呢？自1993年起，美国政府制定了一套燃油染色规定，以方便判断道路车辆是否使用了低税率柴油。由于低税率柴油被染成红色，如果拦截一辆卡车，发现其油箱中装有染色柴油，那就是逃税的绝佳证据。这是个很巧妙的主意，也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借鉴，但唯一的问题是染料有可能被去除。
	BBC News（2010）.


	2010年，北爱尔兰阿马郡的执法机构发现有家非法柴油加工厂能够每年去除850万升燃油中的染料，给纳税人带来约550万英镑的损失。
	 [image: BBC News（2010）.]
	Smith（2015）.


	纳税人找到欺骗税务机关的办法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之前已经提到，“zappers”软件如何破坏电子收款机的记录。造假者在利用新技术为自己服务方面一向表现出色，例如在2015年，某些犯罪分子利用偷来的数据，通过美国国税局网站上的应用程序掌握了10多万人的历史报税记录，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来申请虚假退税，在国税局识破骗局之前，得到了5000万美元的退税。
	 [image: Smith（2015）.]在东欧，有人找到办法，由于电子系统遵照标准的“先进经验”，主要控制大额退款申请，他们就通过次数非常多的小额退款申请以获利。数字化或许会成为税务机关与狡猾的不良纳税人之间的军备竞赛。税务机关与避税策略玩猫鼠游戏已有数百年的漫长记录——私人部门想出某个避税策略，税务机关将漏洞堵上，私人部门想出另外一个策略，税务机关再度补漏，如此循环——让人对于税务机关能否最终获胜并无十足把握。

	到目前为止，税务机关应用的绝大多数技术手段依然是为现有征管事务服务，只是力图做得更好一些。说到底，利用无人机侦测游泳池，跟派遣稽查员调查炉灶数量并无本质区别。几个世纪之前的海关官员也很容易理解对集装箱货柜的非侵入式扫描是为了什么。相比纸质发票，电子增值税发票提供了更便利的追踪与核查方式，但它们包含的信息基本相同。电子申报采用的表格与手工填写的表格也差不多。不过在后面的第15章，当我们试图展望未来的时候，会看到数字化带来的新机遇以及新问题可能会被证明具有深刻得多的影响。

	∗∗∗
	Wallace（2012，p.85）.


	大卫·华莱士在《苍白之王》中写道：“税收政策和税收征管的全部主题都是枯燥乏味的，是巨大而惊人的无聊。”
	 [image: Wallace（2012，p.85）.]能锲而不舍地跟随我们来到此处的读者，想必会有不同的感受。截至目前，我们对于什么是设计得当和执行有力的税收体系已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困难之处则在于把这样的智慧付诸实践。这是本书最后一篇的主题，从创立税收体系的现实入手，这往往丑陋不堪和令人沮丧，但有时也能取得惊人的成就。








第五篇




创造税收



	这个国家应该有一个看起来像是由什么人特意设计出来的税收体系。
	威廉·爱德华·西蒙（William E.Simon，1927-2000年），美国企业家、慈善家，于1974-1977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引自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1977，p.1）。


	——威廉·西蒙（William E.Simon）
	 [image: 威廉·爱德华·西蒙（William E.Simon，1927-2000年），美国企业家、慈善家，于1974-1977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引自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1977，p.1）。]








第14章




负重和愉悦



	征税和取悦，跟学会爱和学聪明一样，都跟天赋没有关系。
	Burke（1774）. 这一演讲是在1774年4月19日发表。


	——埃德蒙·伯克
	 [image: Burke（1774）. 这一演讲是在1774年4月19日发表。]

	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苏联，政治局对农业税的未来展开了讨论：

	李可夫：每个农民都在质疑，假如他不加入集体农庄，他是否就必须缴纳税收并承受各种负担……这将是个胁迫性的制度。
	Service（2009，p.350）.


	托洛茨基：算不上胁迫，只是有所激励而已。
	 [image: Service（2009，p.350）.]
	引自University Chronicle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869，p.4）。萨克斯（Saxe，1816-1887年）是一位美国诗人。类似说法经常被归在俾斯麦的头上，但没有得到证实。我们无法解释最先把法律和香肠做类比的人为什么是位诗人而非政客。


	制定税收法规并不总是那么冷酷，但很少令人愉快。约翰·戈弗雷·萨克斯（美国诗人）曾说：“法律跟香肠一样，当我们知道它是如何制造出来之后，就无法给予应有的尊重了。”
	 [image: 引自University Chronicle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869，p.4）。萨克斯（Saxe，1816-1887年）是一位美国诗人。类似说法经常被归在俾斯麦的头上，但没有得到证实。我们无法解释最先把法律和香肠做类比的人为什么是位诗人而非政客。]（这句话也可能出自俾斯麦）本章将考察现实中的税收法规是如何制定的，以及这个总是不愉快的过程如何在某些时候得出还算令人满意的结果。

	财政部长的梦想
	Jarvis（1987，p.20）.


	走私在18世纪的英格兰属于大生意，且充满暴力。在鬼鬼祟祟地享用白兰地的肥胖牧师以及与友人相聚品茗的儒雅店主身后，是高度组织化并经常铤而走险的犯罪团伙。在海滩和卸货处有人打斗，在海面上有激烈冲突，海关的船只往往火力不足，在内陆同样有暴力事件。在1723-1736年，共有250位海关官员遭到殴打，有6位被杀害。
	 [image: Jarvis（1987，p.20）.]

	[image: ]

	走私犯确保英国人能喝到一杯好茶

	资料来源：Smugglers by John Augustus Atkinson，1808。
	Jarvis（1987，p.21）.

	McCulloch（1975/1845，p.344）.

	本段的数据来自McCulloch（1975/1845，p.332）或从中测算得出。严格来说，我们无法完全确定是不是减税导致合法购买量的增加，当时还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而且减税也伴随着执法行动的强化。例如，死刑处罚被扩大至帮助隐匿走私犯的人，这一措施及其他内容可参见Jarvis（1987，pp.25-27）。但我们也很难否认，减税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走私货物中最重要的一种货物是茶叶。英国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在1745年获知，仅在东海岸萨福克郡，就有1835车逃税的茶叶被运上岸，由多达70人的武装人员将其运往内陆。帮派组织成员达到2万多名。
	 [image: Jarvis（1987，p.21）.]尽管茶叶需求在增长，来自茶叶税的财政收入（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却逐渐下滑。
	 [image: McCulloch（1975/1845，p.344）.]1745年，亨利·佩勒姆首相下决心解决这个社会与财政难题，他把茶叶税的税率减半，从高于100%下调至50%左右。
	 [image: 本段的数据来自McCulloch（1975/1845，p.332）或从中测算得出。严格来说，我们无法完全确定是不是减税导致合法购买量的增加，当时还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而且减税也伴随着执法行动的强化。例如，死刑处罚被扩大至帮助隐匿走私犯的人，这一措施及其他内容可参见Jarvis（1987，pp.25-27）。但我们也很难否认，减税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使得消费者面对的茶叶价格大跌，合法纳税的茶叶的销量增加至原来的3倍。纳税茶叶数量的增幅超过了税率的降幅，因此来自茶叶税的收入不降反增。降税后5年与降税前5年的情况相比，茶叶税收入几乎翻了一番。
	Ibn Khaldûn（1967/1377，p.89）.


	这当然是每个财政部长梦寐以求的事情：降低税率，税收却会增加。每个人都感到高兴，或者至少受损者没有底气站出来抱怨。在下调税率之后，经济行为的反应（在18世纪的英格兰茶叶税案例中是走私现象减少）会导致税基大幅增加，使税收不降反增。这种想法即便在佩勒姆的时代也不算新奇，它至少可以追溯至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赫勒敦于1377年发表的论述：“在王朝建立之初，从较小的估值中能获得很多的税收，而在王朝没落之时，从较大的估值中只能获得很少的税收。”
	 [image: Ibn Khaldûn（1967/1377，p.89）.]
	类似观点可参见Bartlett（2012，pp.1207-1208）。

	这里的100%税率是指所得税，这使得收入的增加不会带来税后收入增加。请注意，与上文提及的佩勒姆调整关税的情况不同，100%的税率只会使价格翻番。


	在漫长的岁月中，其他人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如乔纳森·斯威夫特、亚当·斯密、大卫·休谟、让-巴蒂斯特·萨伊、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
	 [image: 类似观点可参见Bartlett（2012，pp.1207-1208）。]如今这种理念与“拉弗曲线”扯上了关系，据说是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阿瑟·拉弗于1974年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餐厅里，临时拿餐巾画出来的。拉弗曲线背后的逻辑很直观：对某种活动实施100%的高税率将不会带来任何财政收入，因为人们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就完全不会从事这种活动。
	 [image: 这里的100%税率是指所得税，这使得收入的增加不会带来税后收入增加。请注意，与上文提及的佩勒姆调整关税的情况不同，100%的税率只会使价格翻番。]于是，只要降低税率能带来税收增长，就必然有某个低于100%的税率会让税收收入达到最高水平。反过来，如果税率超过使税收收入最大化时的税率，税收收入就会减少。这个逻辑非常清晰。不过，麻烦在于拉弗曲线并没有告诉我们实现税收最大化的关键税率水平到底是多少。而税收最大化究竟是在10%的税率水平上实现，还是在90%的税率水平上实现，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佩勒姆当时只是凭推测行事，初始的茶叶税设定确实也超出了使税收最大化的水平，但在今天的各种场合下，我们依然不太清楚自己究竟处于拉弗曲线的何种位置。
	McCulloch（1975/1845，p.340）.

	此外还略微提升了最低的税率水平，从12%提高至13%。

	Keen，Kim and Varsano（2008）.

	对于俄罗斯单一税制的影响的分析，可参见Ivanova，Keen and Klemm（2005）以及Gorodnichenko，Martinez-Vazquez and Peter（2009）。


	事实上，除了佩勒姆削减茶叶税或几年前下调咖啡消费税等少数情形
	 [image: McCulloch（1975/1845，p.340）.]，我们并不容易找到通过降低税率带来持久税收增长的重大税收改革的成功案例。近年来有可能表现出拉弗曲线效应的一个主要案例是俄罗斯在2001年的单一税制改革（见本书第5章），它大幅削减了过去20%～30%的较高税率，实行13%的单一税率，并取消了部分减免规定。
	 [image: 此外还略微提升了最低的税率水平，从12%提高至13%。]改革后的第一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了大约23%。这看起来符合拉弗曲线的描述，并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乃至模仿：在之后几年中有十多个国家采纳了某种类型的单一税制。
	 [image: Keen，Kim and Varsano（2008）.]可是目前得出的共识是：俄罗斯的改革并未显著促进劳动供给或投资，税收遵从度确实有显著提高，部分原因在于为增加税收而同时采取的严厉打击，但遵从度的提高不足以抵消税率下调造成的负面影响。
	 [image: 对于俄罗斯单一税制的影响的分析，可参见Ivanova，Keen and Klemm（2005）以及Gorodnichenko，Martinez-Vazquez and Peter（2009）。]

	[image: ]

	阿瑟·拉弗的餐巾

	资料来源：Division of Work and Industry，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关于1981年的税率下调，可参见Slemrod and Bakija（2017，p.224）。关于堪萨斯州的案例可参见Ritholtz（2017）。


	在美国，当里根政府于1981年大幅下调所得税税率之后，并没有像有人宣称的那样带来财政收入增长。堪萨斯州新任州长于2012年下调税率后，情形同样如此：在实施减税后，该州的经济表现严重落后于邻近地区，财政收入也下降了，迫使其削减了在道路和教育方面的支出。
	 [image: 关于1981年的税率下调，可参见Slemrod and Bakija（2017，p.224）。关于堪萨斯州的案例可参见Ritholtz（2017）。]

	佩勒姆的成功已无法复现，几乎注定会失败，因为鲜有证据表明，世界各国主要税种的税率普遍高于减税会带来增收的水平。

	当然，有一个关键的事实不容回避，即经济行为的反应会缓冲税率下调带来的税收损失，但不至于转而增加税收。“静态”税收估算不仅忽略人们对激励改变做出的反应和逃避税负的创造力，而且总是高估税率下调带来的损失和税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但要量化分析税率变化的行为反应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即所谓动态评估）颇为不易，而且可能引发争议。例如在美国，对特朗普总统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十年期静态财政收入损失估计约为1.5万亿美元。这项改革的支持者声称，它带来的行为反应非常强烈，足以弥补上述收入损失。可是无党派的税务联合委员会估计，行为反应只能弥补大约0.5万亿美元的损失。这固然是不太精确的推测，但精确性本就不是动态评估关注的焦点，其目的是给税收改革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提供一个广泛的现实检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政客们已下定决心用减税来讨好选民的情况下，他们经常含糊其词地强调行为反应的作用，以推卸对自己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指控。

	饿死野兽

	财政部长的梦想是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增加税收收入。其他梦想家喜欢减税的原因则恰恰是这样可以减少财政收入，以约束在他们眼中会为了自身利益或少数派系利益而膨胀的政府规模。我们已经在第11章提到，正是出于这种立场，有人认为国际税收竞争给公司税造成的下行压力是一件好事。
	美国的标志性案例是阿拉斯加的桥梁建造议案，拟建的桥梁跨越仅有8900人口的凯奇坎及其在格拉维纳岛（仅50人居住）的机场，预计建造费用达3.2亿美元。该议案最终未被采纳（Utt，2005）。


	此类观点最强有力的表述来自杰弗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与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他们把政府视为《圣经》中的海怪“利维坦”：丝毫不关心民众的福利，只想尽量扩大自身的规模，从而倾向于过度征税。当然，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取决于人们对由税收支持的公共支出持何种态度。税款的确经常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项目上，让少数掌权者获利，或者被贪污盗窃。每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版本的“无用之桥”的故事，关于数千年来政府支出中的荒诞愚蠢，完全可以另外写本书。
	 [image: 美国的标志性案例是阿拉斯加的桥梁建造议案，拟建的桥梁跨越仅有8900人口的凯奇坎及其在格拉维纳岛（仅50人居住）的机场，预计建造费用达3.2亿美元。该议案最终未被采纳（Utt，2005）。]但话又说回来，有些人眼中纯属浪费的某些用途，另一些人却可能视为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包括再分配，有时候双方很难就此开展有意义的对话。
	Becker and Mulligan（2003）.


	把政府视为利维坦的观点会完全颠覆我们对税收的通常理解。最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意味着高效的税收是件坏事：改进税收技术以减少政府征税的成本实际上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让本已臃肿的政府更加膨胀。
	 [image: Becker and Mulligan（2003）.]由此得出的奇特推论是，只能够让政府采用额外负担非常高的税收工具。
	Lledó et al.（2017）.

	Cordes et al.（2015，p.4）.


	另一种不通过低效税收政策来浪费资源的限制政府规模的办法是借助宪法。美国有大约一半的州宪法给政府收入或支出的水平或增速设定了上限，或者与人口、通胀率、个人收入水平等的增速挂钩。还有些州在提出新税收修正案时，要求得到州议会两院的绝对多数或全体选民的批准。在联邦层面，给宪法加入预算平衡修正案、明确要求联邦支出不得超过财政收入的建议，已经来回争论了很多年。比宪法约束低一个档次的办法是各种类型的法定财政规则，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做法迅速普及。到2015年，已经有90多个国家制定了此类规则。
	 [image: Lledó et al.（2017）.]其目标经常是纠正赤字偏差，即试图扭转政府过度积累债务的倾向，而非限制政府规模。但遵守限制赤字或债务水平的规则不仅依靠节约支出，也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实现。给税收总收入明确设定上限的财政规则在现实中非常罕见，但可能采用间接的限制手段。全球有大约20个国家给财政支出设定了上限，其目标更多是为了限制政府的增速。
	 [image: Cordes et al.（2015，p.4）.]例如，瑞典给政府支出设定了3年期的滚动限额。人们希望这些支出限制加上总体的财政责任约束以及关于债务和赤字的相关规则，也能够给税收收入设定隐含的上限。
	社会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是该战略在美国的重要倡导者，他曾经谈到自己在25年内把政府规模缩减一半的志向，说要努力“将其规模缩小到我可以拖进浴室并放进浴缸里的程度”。来自Liasson（2001）的一次采访。

	Romer and Romer（2009）.

	这一解释来自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威廉·尼斯卡宁（William Nis-kanen，2006）。


	还有就是有意识的“饿死野兽”的策略：明确要求用减税来制造赤字，促使担心赤字的立法者削减政府开支。
	 [image: 社会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是该战略在美国的重要倡导者，他曾经谈到自己在25年内把政府规模缩减一半的志向，说要努力“将其规模缩小到我可以拖进浴室并放进浴缸里的程度”。来自Liasson（2001）的一次采访。]这种办法的问题在于现有证据表明它并不奏效，甚至可能导致反弹。
	 [image: Romer and Romer（2009）.]用增加赤字而非增加税收来筹款，可能让选民认为政府服务的供应并不依靠相应的税收，从而低估公共服务的实际成本，然后要求增加而非减少政府的行动。
	 [image: 这一解释来自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威廉·尼斯卡宁（William Nis-kanen，2006）。]

	从考文垂到华盛顿K街
	这里的数据均来自CBS News（2018）。


	民众和企业界都时常为了自己的需要去努力影响税收政策，当有待表决的议案涉及巨额利益时，庞大的游说资金便蜂拥而至。例如，美国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前就属于这种情况。按照无党派监督组织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说法，有超过4600名游说者专门参与此轮税收改革的游说活动。仅在当年第四季度，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就花费了2220万美元游说经费，商业圆桌会组织出资1730万美元，美国商会则花了1680万美元。
	 [image: 这里的数据均来自CBS News（2018）。]

	关于游说的赤裸裸的真相
	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是美国的一个组织，从会员那里筹集资金，然后捐赠给支持或反对特定候选人或议案的政治行动。


	但就像税收领域的常见情形那样，这本质上并不新奇。《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在杜松子酒狂热早期阶段为支持酿酒商奋笔疾书，后来则改换门庭，变成了反对派的得力干将。托马斯·潘恩花了两年时间在伦敦为提高税务官员的待遇而游说。不过，所有税收游说者中最浪漫的莫过于以一头金发而闻名的戈黛娃夫人，而非堆满黄金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image: 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是美国的一个组织，从会员那里筹集资金，然后捐赠给支持或反对特定候选人或议案的政治行动。]
	主要参考Ranulf Higden的Polychronicon（circa 1342）。

	但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开展的一次调查显示，当时在考文垂并没有征收通行费，只有马驮的例外（Barber，1855；Harris，1909）。


	据说在11世纪早期，戈黛娃夫人请求她的丈夫——默瑟伯爵、考文垂领主利奥弗里克——减轻市民的税负。轻视夫人意见的利奥弗里克表态说，如果戈黛娃夫人能裸身骑马走过市镇，他就同意减税。戈黛娃夫人没有退缩，她要求考文垂的民众都回到家里，关好门窗，然后松开一头秀发披在身上，骑马穿过了寂静无人的街道。传说只有一位名叫汤姆的家伙没有控制住偷看的念头，由此在英语里留下了“偷窥狂”（Peeping Tom）的说法。汤姆推开了自家窗户，但在得逞之前眼睛就瞎掉了。人们更少记住但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部分则是利奥弗里克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免除了全城的通行费——只有马匹上驮的东西例外。
	 [image: 主要参考Ranulf Higden的Polychronicon（circa 1342）。]，
	 [image: 但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开展的一次调查显示，当时在考文垂并没有征收通行费，只有马驮的例外（Barber，1855；Harris，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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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黛娃夫人——著名的抗税人士

	资料来源：Lady Godiva by John Collier（1897）。
	Brewer（1988，p.233）.

	Brewer（1988，p.237）.


	戈黛娃夫人显然不是为任何特殊利益团体服务，但自古至今的绝大多数游说者总是这样。在17世纪后期呼吁英格兰取消皮革税的斗争中，皮革商行会从100多个地方向议会发起了150多次请愿行动。
	 [image: Brewer（1988，p.233）.]1694年，扑克牌制造商征收了一笔会费，以填补取消扑克牌消费税的游说行动的开销。
	 [image: Brewer（1988，p.237）.]

	到18世纪早期，游说者们已发展出了五大类理由来反对增税提案，这些在今天依然是他们的常备武器。第一类理由是，被征税的产业或职业会遭受产量减少、失业增加以及其他悲惨后果。给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前期准备工作留下经典记述的作者则很难掩饰自己对当时提出的反税主张的怀疑：
	1978年，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在琼斯镇利用氰化物制造集体自杀惨案。——译者注

	Birnbaum and Murray（1988，p.111）.


	根据国会山上传阅的各项研究的说法，该法案（包括缩减投资激励措施的条款）将给建筑业强行“注入一剂琼斯镇类型的氰化物”
	 [image: 1978年，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在琼斯镇利用氰化物制造集体自杀惨案。——译者注]，把公寓租金价格抬升20%～40%，摧毁古老的城市社区，并损害“美国人民的口腔健康”。马匹的培育数量会减少18%，美属萨摩亚将遭到破坏，罐装金枪鱼将被淘汰。
	 [image: Birnbaum and Murray（1988，p.111）.]
	Brewer（1988，pp.243-244）.


	第二类理由是，增税提案没有效果，这将导致大量行政成本，使税收变得更为麻烦和昂贵，得不偿失。第三类理由是，在某些情况下，增税违宪。第四类理由则来自宏观经济方面，例如，增税会给对外收支造成负面影响。
	 [image: Brewer（1988，pp.243-244）.]
	Brewer（1988，p.247）.

	Jagoda（2017）.

	White（2006，p.253）.


	最后，游说者们经常会表现出看似无私的同情心，认为相关增税议案会损害其他人的福祉。例如，英国1733年货物税议案的反对者就提出，他们不只是在捍卫烟草与葡萄酒产业的经济利益，还在维护每个英国公民的政治权益，因为这一税收议案将剥夺英国人的自由。
	 [image: Brewer（1988，p.247）.]此类论点在今天极为常见，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们表现得大公无私，他们并不强调对自身的影响，而是关注那些无辜、脆弱的普通民众。比如在2017年，针对一项对进口征税、对出口免税的“边境调整式”营业税建议——其思路来自本书第11章提到的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科赫兄弟（有巨大的石油产业利益背景）支持的游说集团投放了一则电视广告，声称该建议将“损害辛苦工作的美国居民的利益，税收法规应该减轻民众的负担，而不是用新的消费税来加重日常用品的成本”。
	 [image: Jagoda（2017）.]该广告并没有指出这笔税收实际上会伴随着相应的工资补贴，也未提及对石油进口相关产业的利润有何影响。借用美国政治家休伊·朗的精辟概括来说：“即便不是那样，你也必须说服对方：这是为了他们好。”
	 [image: White（2006，p.253）.]

	就算是某些看似无伤大雅的税收改革也会威胁某些人的利益。例如，人们会觉得对于《2016年税收申报简化法案》那样的关于免退税的规定，应该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但以行业领先的特波税务软件（TurboTax）为首的私人税务软件开发商们，却认为这种改革会给民众的利益造成惊人的损害：
	Free File Alliance（2016）.


	改革不仅会把报税师、征税员、税务审计师和税务执行官等多种职责全部纳入国税局这个实体，从而给美国民众造成巨大且有潜在危害的利益冲突，而且创建这一体系本身也会给纳税人带来沉重负担……该议案会使国税局的核心税收征管工作无法完成，同时对纳税人极为不利。
	 [image: Free File Alliance（2016）.]

	好吧，我们同样看不懂这套说辞的逻辑。

	我无法相信这不是（同样税收待遇的）黄油

	有时候，税收游说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

	19世纪60年代，法国的黄油价格飙升，与普鲁士的迫在眉睫的战争有可能让黄油供应更加短缺。为此，拿破仑三世在1866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拿出了一笔悬赏金，以鼓励发明某种价格低廉、数量充足的黄油替代品。法国化学家伊波利特·米格·穆列斯想到，从牛油中可以提取出类似乳脂的纯油脂，然后与牛奶混合，就能形成一种类似黄油的廉价替代品，他称之为“人造黄油”。美国乳业公司于1874年购买了穆列斯在美国的专利，随后便把这种产品推向广大消费者。另外，穆列斯也确实拿到了拿破仑三世的奖金。
	Sundelson（1941，p.86）.


	不过，美国的乳品行业很快注意到了这种低成本的黄油替代品，并催促议员们着手限制（最好是消灭）它带来的竞争。1877年，有两个州制定了“标签法”，名义上是为防止消费者受到愚弄，误以为自己购买的是真黄油。1882年，各地方乳业协会联合起来组建了“全国防止黄油掺假协会”，以抵御所谓由人造黄油带来的掺假行为与健康风险。在耸人听闻的反人造黄油的宣传中，充满了用令人作呕的原料来制作“假黄油”的恐怖故事。到1886年，有22个州制定了某种类型的反人造黄油法案，7个州直接禁止其生产和销售。
	 [image: Sundelson（1941，p.86）.]到1900年，有30个州制定了规范人造黄油颜色的法律，以确保其外观和黄油的差异，有5个州要求把人造黄油染成粉红色。
	Sundelson（1941，p.87）.


	税收很快也被加入黄油保卫战的武器库中。1886年，《联邦人造黄油法案》对人造黄油征收每磅2美分的特别税，并对人造黄油生产商征收每年600美元的许可费，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分别需要每年缴纳480美元和48美元的特许费。这些税收的支持者甚至很少掩饰其真实意图。一位来自富产奶牛的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就很热心地证明了丹尼尔·韦伯斯特对于税收威力的精准描述：“我高举旗帜，要利用税收来消灭人造黄油的生产。”
	 [image: Sundelson（1941，p.87）.]到1937年，已有31个州对人造黄油征收特别税。
	时代已经改变。在英国和美国，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非黄油类的涂抹剂如今在商业上取得了优势。因此对某些重视营养成分的购物者来说，由混合油制成的名牌产品I Can't Believe It's Not Butter！®成了一种时尚的选择。


	就这样，美国乳品行业极其成功地把税收政策争取到了自己阵容的一侧。毕竟对企业而言，不用缴税比缴税更好，只让自己的竞争对手缴税就再好不过了。
	 [image: 时代已经改变。在英国和美国，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非黄油类的涂抹剂如今在商业上取得了优势。因此对某些重视营养成分的购物者来说，由混合油制成的名牌产品I Can't Believe It's Not Butter！®成了一种时尚的选择。]

	借助税收实施连锁店“大屠杀”
	这里的数据来自Lebhar（1959，pp.16 20 29）。


	20世纪20年代，美国连锁行业出现井喷式增长。杰西潘尼公司（J.C.Penney）在1920年经营着312家店铺，到1930年增至1452家。沃尔格林（Walgreens）在同一个十年中从23家店铺增至440家，A&P则从4621家增至15737家。
	 [image: 这里的数据来自Lebhar（1959，pp.16 20 29）。]这一竞争态势引发了关注。
	夫妻零售店还试图通过监管和税收（通常以摊贩费的形式）来保护自身利益，以对抗规模更小、更缺乏组织的流动摊贩，并经常取得成功。密歇根州引以为傲的城市安阿伯曾一度对小商小贩使用的每辆车每年征收150美元的特许费。这一做法得到了法院判例的支持（People v.Riksen，284 Mich.284，279 N.W.513，1938），判决指出摊贩虽然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却可能带来很大的社会滋扰。参见Arlt（1941，p.180）。


	在地方政治中往往颇有势力的小商铺开始组织“本地购买”运动，各州的立法机构也着手研究抑制连锁店扩张的税收政策。
	 [image: 夫妻零售店还试图通过监管和税收（通常以摊贩费的形式）来保护自身利益，以对抗规模更小、更缺乏组织的流动摊贩，并经常取得成功。密歇根州引以为傲的城市安阿伯曾一度对小商小贩使用的每辆车每年征收150美元的特许费。这一做法得到了法院判例的支持（People v.Riksen，284 Mich.284，279 N.W.513，1938），判决指出摊贩虽然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却可能带来很大的社会滋扰。参见Arlt（1941，p.180）。]第一批此类行动被法院制止，但是到1929年，北卡罗来纳州和印第安纳州针对连锁店的税收立法经受住了法院的审查。路易斯安那州批准对连锁店征收累进税，只对在当地开设的店征收，但税率以全国范围内的总店数为基础来测算，最终有28个州和某些市政府批准了某种类型的连锁店税。不过，这一势头在1936年遭到逆转，边际税率不折不扣地呈指数式增长的新连锁店税提案（第1家店征1美元，第2家征2美元，第3家征4美元……第9家征256美元，第10家及更多的店每家征500美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投中被选民否决。
	Lee（1941，p.158）.

	Ross（1986）. 路易斯安那州授权教区和市政当局征收年度连锁店税，马里兰州的各县收取连锁店特殊费，对于在该州的店铺数量达到20家及以上的连锁店，可以达到每家店铺每年300美元。


	与此同时，利用税收来实现某种预定目标（如打击大型连锁店）的做法不止一次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连锁店发现：“减轻税收影响的最佳方式之一是把独立单位合并入超级商店，总营业额超过了之前独立店铺营业额之和。”
	 [image: Lee（1941，p.158）.]到20世纪40年代初以后，不再有哪个州制定类似的连锁店税收，到1980年，仅有6个州在纸面上保留了连锁店税收法规，且都不算严厉。
	 [image: Ross（1986）. 路易斯安那州授权教区和市政当局征收年度连锁店税，马里兰州的各县收取连锁店特殊费，对于在该州的店铺数量达到20家及以上的连锁店，可以达到每家店铺每年300美元。]
	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2014）.


	小企业与大公司之间的矛盾迄今依然存在，税收和监管措施同样受到影响。从2004年开始，旧金山市要求连锁店在该市特定区域开店须获得特别批准，并给其他零售商和市民提供表达异议的机会。沃尔玛已经成为摧毁夫妻店的巨头企业的象征，批评者指控说，沃尔顿家族的所有者从多项联邦税收规定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补贴中获得了大量好处，补贴额约为每年7000万美元。
	 [image: 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2014）.]

	出于某些原因，小企业还憎恨大型跨国公司利用我们在第11章介绍的狡猾避税方法来减轻税负的能力，这是小企业无法做到的。例如在对星巴克感到不满的群体中，就有众多地方性的小型咖啡店主。

	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很多国家重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的类似担忧。亚马逊公司那样庞大而遥远的卖家不仅给夫妻店之类的小企业带来了冲击，也威胁到实体连锁企业，乃至沃尔玛这样的巨头。而税收或许正是助力它们快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South Dakota v.Wayfair，Inc.，et al.


	直到最近，美国法律依然规定各州不能对其他州的卖家面向本州顾客的销售（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交易）征收零售税，但从本地商店购买同样的物品则需要纳税。小商贩们合理地指出，这种做法给外地卖家提供了竞争优势。当然情况正在改变。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南达科他州可以要求州外的卖家根据其对本州居民的销售额缴纳销售税。
	 [image: South Dakota v.Wayfair，Inc.，et al.]预计许多州将很快采纳同样的规则。

	类似的问题也在国际层面出现，特别是与“无形服务”有关的部分，如专业服务或软件下载等，它们与实物产品不同，难以在边境上被拦截和征税。增值税法规越来越支持购买方所在国对此类服务征税，难点则在于对卖方的确认和登记——卖方可能在买方所在国家没有实体。产品贸易同样有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低价值进口产品经常免征增值税，而随着此类产品数量的大幅扩张，如今的改革趋势是降低对个人进口产品的增值税起征门槛。

	走出新冠疫情之初，许多零售企业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对政策制定者以及游说者而言，取消对远程卖家有利的税收偏袒很可能成为各方面更加关注的问题焦点。

	对特定对象的豁免
	引自Seligman（1914，p.154）.


	从17世纪的扑克牌制造商到如今华盛顿特区K街两侧精致中庭里衣冠楚楚的高级管理人员，游说活动之所以兴盛，是因为都来自一种非对称性：特定税收措施的好处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成本却由众多其他人分担。格莱斯顿曾提醒我们，“对一个人的豁免意味着让另一个人承担更多税负”，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让其他许多人多承受数额较小的税负。
	 [image: 引自Seligman（1914，p.154）.]相比团结数量较少的受益者，把众多小受损者召集起来需要付出更多成本。

	游说活动并不创造资源，只是改变资源的用途。尽管游说团体貌似关心普通民众的福祉，他们更多是出于私人而非公共利益。游说活动让特定团体获利，乃是经济学家在现实操作中不愿意推荐我们在第10章介绍的弗兰克·拉姆齐发现的对各类产品实施差别税率（使额外负担最小化）的原因之一。更好的办法是采取同等待遇，或者学者经常说的“税收中性”原则。

	然而经验表明，经济学家的这一合理建议不太可能有效限制游说，更有希望的做法是设计出限制游说的规则。可以限制政界和游说产业之间的身份转换。宪法规则也能够发挥作用，例如在德国，就禁止采取让特殊团体获利的税收措施。我们在本章后续部分还将看到，政府利用了其他一些策略来对付游说活动。可是基本的非对称性仍在发挥作用，让各国政府——它们对政策措施后果的了解经常比不上受政策直接影响的群体——难以执行格莱斯顿式的平等待遇的方针。在过去几年，民间组织开始发挥作用，日益有效地审查某些特殊诉求，尽量从它们的角度出发维护公共利益。但通过专门游说来扭曲税收体系，依然是税收政策“香肠”制造过程中添加的不那么美味的作料之一。

	绝对禁忌：长达4个世纪的英国食品免税
	由于历史上的联系，税收可能被玷污的另一个例子是南非的增值税，在种族隔离时代结束之际被引入，如今征收较为困难，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参见Naidoo（2012）。


	税收政策有自己的禁忌：某些事情即便没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聪明的政府也发现最好别触碰这些事。许多东西对特定国家和文化来说有特殊意义，例如只有鲁莽无知的政策制定者才会反对销售《圣经》或《古兰经》的免税待遇。
	 [image: 由于历史上的联系，税收可能被玷污的另一个例子是南非的增值税，在种族隔离时代结束之际被引入，如今征收较为困难，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参见Naidoo（2012）。]英国的禁忌则是对食品征税。
	在英国的增值税体系下，食品实行零税率，意味着在销售环节不征税，而投入品的税收可以被退还。

	例如，参见Crawford，Keen and Smith（2010）。


	今天的英国不对食品销售征税。
	 [image: 在英国的增值税体系下，食品实行零税率，意味着在销售环节不征税，而投入品的税收可以被退还。]对此的标准解释是为了帮助穷人，他们花在食品上的收入占比比富人更高。然而，严肃分析这个议题的任何人都知道这个理由并不充分，甚至可以说没有意义。如果对食品征税，再把部分税收收入用来提高现有的社会福利，将有可能改善穷人的境遇，同时还可以用剩下的税款来支持削减其他税负或增加公共支出。
	 [image: 例如，参见Crawford，Keen and Smith（2010）。]这背后的原因是，零税率的好处其实主要归于富人，他们花在食品上的收入占比或许更低，但花费的绝对额更高，从免税中获得的好处也更多。食品免税并不是帮助穷人的有效办法，政策制定者对此心知肚明，却听之任之毫无作为，这到底是为什么？或许恰恰是因为有钱有势的人非常清楚自己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无论真相是否如此，英国不对食品征税都是一个长期传统，其中充满了政治教训。
	大致如此，因为本书第3章探讨的垄断有着与税收类似的经济影响，另外对国内生产的某些自然资源例如煤炭征税。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只对少数有明确的征税（O'Brien and Hunt，1999，pp.204-205）。英国没有货物税，在外国人看来确实足够怪异。例如，在16世纪50年代玛丽女王时代驻扎的威尼斯大使就认为这一现象“独特而有趣”（Dowell，1884b，p.8）。

	de Vries（2012）.

	Grapperhaus（1998，p.24）.

	Kennedy（1913，pp.51-52）.

	Kennedy（1913，p.53）.

	出自他们提出的宪法解决方案：“提案要点”（Heads of Proposal）（Hughes，1934，pp.122-123）。

	O'Brien and Hunt（1999，p.210）.


	英国在食品征税方面遇到的麻烦可以追溯到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时期。此前有负担很低的货物税，该税种对国内产品征收，相对于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
	 [image: 大致如此，因为本书第3章探讨的垄断有着与税收类似的经济影响，另外对国内生产的某些自然资源例如煤炭征税。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只对少数有明确的征税（O'Brien and Hunt，1999，pp.204-205）。英国没有货物税，在外国人看来确实足够怪异。例如，在16世纪50年代玛丽女王时代驻扎的威尼斯大使就认为这一现象“独特而有趣”（Dowell，1884b，p.8）。]而在欧洲大陆，货物税，包括食品的货物税，已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荷兰人于1574年引入了事实上的面包税
	 [image: de Vries（2012）.]，许多城市很早就发现对进入城门的农产品和其他物品征税是极为便利的财政来源。
	 [image: Grapperhaus（1998，p.24）.]在1642年爆发内战时，英国的保皇党人和议会双方都试图把货物税作为财政支撑。如本书第2章所述，议会方面的领路人是约翰·皮姆。他们从1643年起对啤酒和其他饮品征收货物税。与更广泛的税收政策制定传统一致，在货物税推出的几个月之前，若干议会成员义愤填膺地否认了计划开征该税种的谣言
	 [image: Kennedy（1913，pp.51-52）.]；另外在引入货物税的时候，宣布这属于临时性措施。但很快，对于肉类、鱼类和其他食品也开始征收货物税，社会气氛随即变得紧张起来。1647年，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爆发了骚乱
	 [image: Kennedy（1913，p.53）.]，日益强大和激进的军方则提出要求：“取消这片土地上的穷人赖以维持日常生存的商品……的货物税。”
	 [image: 出自他们提出的宪法解决方案：“提案要点”（Heads of Proposal）（Hughes，1934，pp.122-123）。]于是肉类、面包和蔬菜的货物税被废除，对其他一些产品的税收则在日常生活中被固定下来，特别是啤酒。
	 [image: O'Brien and Hunt（1999，p.210）.]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390）.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接着描述说：“这不是由普通的财产法官来判决，而是让收取货物税的那些人雇用的恶棍来决定。”

	O'Brien and Hunt（1999，p.211）.


	标志就此被树立起来。对穷人看重的物品征税会引来政治麻烦，货物税也普遍不受欢迎。约翰逊博士（1709-1784年，英国著名文学家）后来在描述社会气氛时把货物税定义为对商品征收的可恨的税种。
	 [image: Webber and Wildavsky（1986，p.390）.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接着描述说：“这不是由普通的财产法官来判决，而是让收取货物税的那些人雇用的恶棍来决定。”]局势变得非常激烈，甚至有位妇女因为诋毁税收舌头被钉在树上。
	 [image: O'Brien and Hunt（1999，p.211）.]实践证明，对穷人同样重视的其他一些产品的货物税在政治上或多或少可以持续，比如啤酒、肥皂、盐和蜡烛等。但如果试图对食品征税，英国人就会给你点颜色看看。
	Langford（1975，p.1）.

	Plumb（1960，p.241）.

	Hervey（1848，p.179）.


	这一特征在1733-1734年的货物税危机中表现出来，那是“国王的大臣有史以来在公共舆论中遭受的最惨痛的失败”。
	 [image: Langford（1975，p.1）.]当时其实并未提出食品税的建议，而只是打算引入对烟草和葡萄酒的货物税，同时会把土地税降至每英镑1先令。
	 [image: Plumb（1960，p.241）.]可是那些受够了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人四处散布谣言，说范围广泛得多的货物税即将到来。赫维勋爵（Lord Hervey）报告说：“英格兰的城镇无论大小，十之八九的居民都认为这项计划是要开征一般货物税，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要被征税。”
	 [image: Hervey（1848，p.179）.]结果是一场政治风暴，令最精明强干的首相也难以幸免。前面的第7章还提到，一百年后围绕《谷物法》（涉及对食品进口的保护性关税）的斗争成为当时的决定性政治战场，其结果是赞成推高食品价格措施的托利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失去了掌权的机会。
	这里展示的海报的左侧描绘了多位女性，她们急切地在实行自由贸易的店铺外排队，那里商品丰富，物价低廉。右侧描绘的是实行保护主义的情形，店铺橱窗里挂满蜘蛛网，商品种类稀少，价格高昂，画面中也看不到女性顾客，只有一位男性税务官员和一名面貌与约瑟夫·张伯伦惊人相似的店员。

	Crosby（2011，p.176）.

	帝国特惠制在1932-1937年曾以一种较弱的方式实施，当时淹没在其他被抱怨的议题里。


	又过了50年，明显没有吸取教训的保守党再度在食品税上栽了跟头。1903年，喜欢佩戴单片眼镜和兰花装饰的英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旗手约瑟夫·张伯伦发动了一场争取“帝国特惠制”的运动，意指对大英帝国内部的贸易实施低关税，而对外一律实行保护性高关税。但由于英国本土的大量食品进口自帝国之外，这会释放出食品价格上涨的幽灵。
	 [image: 这里展示的海报的左侧描绘了多位女性，她们急切地在实行自由贸易的店铺外排队，那里商品丰富，物价低廉。右侧描绘的是实行保护主义的情形，店铺橱窗里挂满蜘蛛网，商品种类稀少，价格高昂，画面中也看不到女性顾客，只有一位男性税务官员和一名面貌与约瑟夫·张伯伦惊人相似的店员。]当时的托利党首相阿瑟·贝尔福——才华横溢，足以担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熟谙英国历史。他指出“对小额食品税收的偏见根深蒂固，会影响很大数量的选民”。
	 [image: Crosby（2011，p.176）.]尽管有此疑虑，贝尔福却没有努力消除民众对于他的政党主张征收食品税的印象。大选灾难随之降临，保守党于1906年失去政权，直至一战过后才重新执政。
	 [image: 帝国特惠制在1932-1937年曾以一种较弱的方式实施，当时淹没在其他被抱怨的议题里。]
	Crosby（2011，p.164）.

	这里是指一种英式肉馅卷饼。更具体地说，该建议是把增值税按照基准税率引入新鲜制作的热食食品，也就是说，你在离开酒吧与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回家之间可能想吃的东西。


	过去，各国政府并没有如今可用的许多政策工具（例如社会救济金），以缓冲食品税对穷人的影响。约瑟夫·张伯伦确实思考过此类问题，希望把帝国之外的进口品关税作为扩大养老金的一个财源。
	 [image: Crosby（2011，p.164）.]可意料之中的是，无论英国政客对公共政策的缺陷有多么深刻的了解，但凡略有些历史常识，都绝不敢提出对食品征税的建议。如果有人忘记了这点，公众在2012年对“馅饼税”建议（很快被撤销）的激烈反应就是一次强有力的告诫。
	 [image: 这里是指一种英式肉馅卷饼。更具体地说，该建议是把增值税按照基准税率引入新鲜制作的热食食品，也就是说，你在离开酒吧与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回家之间可能想吃的东西。]

	[image: ]

	贸易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给食品加税

	资料来源：“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各国政府的花招

	政策制定者也可能像游说者一样狡黠。他们深知选民对税收政策的反应和政治压力取决于他们对税收的了解程度和感受，并经常相当自如地操控这两个方面。

	消失的法案
	引自Seligman（1899，p.87），他引用的是Anonymous（1756，p.28）。


	1756年的一位英国宣传册作者写到，“当税收被混入商品价格，它就会被忘掉，或者说不会给人们留下多少印象”，而如果税收是直接向消费者征收，“就会变得极其令人厌恶”。
	 [image: 引自Seligman（1899，p.87），他引用的是Anonymous（1756，p.28）。]政客早就有同样的认识，并有明确的动机和能力掩饰税收，利用纳税人的行为习惯、认知局限乃至愚昧无知。
	McCaffery（1994），Krishna and Slemrod（2003）.

	McCaffery and Baron（2003）.

	Finkelstein（2009）.


	他们开发出了许多实施“隐性税收”的伎俩。税收可以表现为使用费，但实际付费却超出了相应服务的成本。税收阶梯和门槛可以用名义金额设定，而且不做指数化处理，以便利用通胀很快把人们带入更高的税率档位。有些社会科学家发现，所得税的设计会利用认知偏差来降低纳税人的税负感受，其中包括借助市场营销大师所说的“价格展示”技巧，例如采用折扣（对宽口径测算的收入进行扣减）和经常性的小额支付（例如雇主代扣的情形）等。
	 [image: McCaffery（1994），Krishna and Slemrod（2003）.]实验室研究表明，此类策略行之有效，例如在税负分散到多个税种和小额组成部分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低估总税负。
	 [image: McCaffery and Baron（2003）.]实际操作中的证据同样显示，缴税方式与缴税数额同样关系重大。从每次行程中人工扣缴的通行费变成自动化的电子计费，会使通行费涨价在政治上更容易通过，因为缴费行动对司机和选民来说变得更加隐蔽了。
	 [image: Finkelstein（2009）.]
	之前提到的Keen and Lockwood（2006）的证据表明，这一猜测有某些真实的成分。

	Chetty，Looney and Kroft（2009）.


	某些人认为，隐性税收表面上的无痛感意味着税收最终会过多，从而助长浪费性的政府支出。例如，美国的许多保守派人士之所以反对增值税，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税收对选民来说不可见，而且作为高效的“赚钱机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大政府的后果——在他们看来过大的政府。
	 [image: 之前提到的Keen and Lockwood（2006）的证据表明，这一猜测有某些真实的成分。]不过在许多欧洲人看来，这种隐性税收的论点颇有些怪异，因为消费者收到的发票上通常都明确显示了其中包含的增值税的确切金额（在零售层面）。这些欧洲人或许还会恼火地发现，当他们在美国花钱购物，仔细盘算手里的预算时，货架上标识的价格通常并没有包含销售税。美国和欧洲的做法似乎都没有把税负隐藏得很深，当然与发票上显示税收信息相比，在结账时加入税款或许能给人们更明显的提示。不过其中的关键可能在于，无论是否反映了税负感受的差异，这两种做法带来的消费行为效应具有差异。有研究表明，当货架上展示的商品价格明确包含税负的时候，人们的购买量会减少。
	 [image: Chetty，Looney and Kroft（2009）.]
	Rees-Jones and Taubinsky（2020）.


	那么，隐性税收是好事还是坏事？它们或许有某些优点。毕竟，如果人们感知的所得税的抑制效应比实际水平更低，他们表现出来的带有社会成本的行为效应（比如减少工作量）就会比显性税收时更小。例如，许多人在判断行动时显然把平均所得税税率（总税负除以收入）当作边际所得税税率（新增收入所面临的税负）来考虑，至少在大多数人面临不止一个税率档次的情况下，平均税率更容易测算出来，并且几乎总是低于边际税率。所以，人们在决定是否多挣些钱（也多付出劳动）的时候，通常会低估由此带来的税收负担。
	 [image: Rees-Jones and Taubinsky（2020）.]
	Ali，Fjeldstad and Sjursen（2014）.

	de León（2005，p.71）.


	当然，在任的政客喜欢隐性税收的原因在于这会削弱对他们的问责，而我们理应对此保持警惕。民众对自己转移给政府的资源数量心里有数，这是鼓励大家关注这些税款用途的有效办法。鉴于此，如今的一些评论家特别强调，纳税意识对于建立负责任、有响应的政府来说意义重大。还有迹象表明，在撒哈拉以南的部分非洲国家，对增值税的了解加深会带来更积极的纳税态度。
	 [image: Ali，Fjeldstad and Sjursen（2014）.]要发挥税收对鼓励公民监督政府的潜在作用，最好让民众直接缴税，即采取最显著的征税办法。因此，除了最贫困的部分群体，让绝大多数人缴纳少量金额的税收或许是值得的，哪怕这样做不具成本效益。古代印加人就有过类似的奇怪认识，当某个省宣称无力支付标准贡赋的时候，当地的居民都必须定期缴纳一大批活虱子，以此方式来“教育和训练他们纳贡”。
	 [image: de León（2005，p.71）.]当然在此情况下，不是要求政府对自己的民众负责，而是迫使民众对统治者尽忠。相比高效和公平的税收，低效率和不公平的税收更加引人注目，所以这种世界观会导致一个有些疯狂的推理，认为某种税收越糟糕，它对推动政府问责的效果反而越好。不过我们不必考虑那样极端的假设，也可以理解提高显性税收对民众的好处远远超出对掌权政客的好处。

	如何命名？
	Courtenay（1803）.


	税收政策之争中的另一个前沿阵地是如何对税收命名。英国首相阿丁顿在1803年重新引入小皮特开征的不受欢迎的所得税时，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重新命名。有位评论家抱怨说：“大臣们表现出相当不情愿的态度，认为这个税种不应该被称为所得税，但他们也还没有想到任何合适的名称。”
	 [image: Courtenay（1803）.]
	这一标签很巧妙，却具有误导性。正如我们敬重的同事小詹姆斯·海恩斯（James Hines，Jr.）所述，遗产税可以同样准确地描述为“生活补贴”。此外还有研究指出，死亡对于触发美国的遗产和赠与税来说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Slemrod and Gale，2001）。非必要是因为在世人员之间的财富转移可能触发赠与税。非充分是因为遗产税的免征额较高，99.8%的死者并不需要被征遗产税。

	Alvarez（2001）.


	而无论对于什么目标，反对方似乎总能巧妙地贴上令人讨厌的标签。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共和党人下决心永远用“死亡税”（让人联想起生活中两个更焦虑的方面）来称呼遗产税（让人联想起财富和地位）。
	 [image: 这一标签很巧妙，却具有误导性。正如我们敬重的同事小詹姆斯·海恩斯（James Hines，Jr.）所述，遗产税可以同样准确地描述为“生活补贴”。此外还有研究指出，死亡对于触发美国的遗产和赠与税来说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Slemrod and Gale，2001）。非必要是因为在世人员之间的财富转移可能触发赠与税。非充分是因为遗产税的免征额较高，99.8%的死者并不需要被征遗产税。]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杰克·法里斯（Jack Faris）要求办公室的所有人都采用死亡税的标签，忘记用的人每次需要给一家比萨基金捐1美元。这个标签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路杀进国会山，被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纷纷采用。美国的遗产税税率在2002年得以下调，起征标准也被提高。
	 [image: Alvarez（2001）.]这个巧妙的命名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显然没有坏处。
	Mason and Campbell（2017）.

	Erb（2013a）.

	Quinn（2012）.


	其他人也玩过同样的游戏。英国保守党于2016年提出一项建议，试图削减与伴侣同居或结婚的单亲父母的福利，随即被自由民主党人贴上“恋爱税”的标签。保守党的另一项建议要求资产超过10万英镑的老年人为居家护理支付费用，则被工党幸灾乐祸地命名为“痴呆税”，把税收负担尽可能同这个群体可怜无助的形象联系起来。
	 [image: Mason and Campbell（2017）.]纽约市在197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把零售税扩大至价格不足1美元的餐食，被戏称为“热狗税”，并激起100多万人签署废除它的请愿书。
	 [image: Erb（2013a）.]最后还有上文提到的，英国尝试把增值税扩展到原本是热食，但会自然冷却的食品，这一尝试就是以失败告终的“馅饼税”。
	 [image: Quinn（2012）.]

	税收的支持者们也丝毫不缺乏想象力或者误导性。例如，对所有金融交易征收的一项小额税收被冠上“罗宾汉税”的称号，这传递了真实负担将落在富有的银行家头上的寓意。其实至少有同样多的理由认为，很大部分税负将落到储户身上，而且未必是高端储户，因为人们每次买卖金融资产的时候都会触发这项税收，包括储户自己直接买卖以及通过养老基金等机构间接购买的情况。
	奶牛税的税基在各个邦均不相同，从房产转让到购买四轮车或酒类等。


	有时候，税收的名称或多或少反映了收益的指定用途。例如，印度有许多邦征收所谓的“奶牛税”，意思是这笔税款将专门用来建设牛棚、购买饲料，以照顾那些走失的奶牛。
	 [image: 奶牛税的税基在各个邦均不相同，从房产转让到购买四轮车或酒类等。]

	某些税收的名称似乎纯粹是无聊的设计者为了找乐子而选择的，比如“渗漏水地下储罐建设基金”，其英文简写LUSTfund带有“欲望基金”的含义。2010年的美国《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的英文简写FACTA非常接近预想中针对的目标：fat cat（肥猫，意指富豪们）。人们也很容易推测，美国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中采用的某些简写词汇反映了法案起草者的心愿：打击跨国企业的避税策略。例如GILTI[英文中近似guilty（有罪）一词]和BEAT（税基侵蚀与反滥用税，英文中有打击的含义）等。2020年众议院第H.R.6690号议案的标题《为北美洲当地的消费者带来创业进步》，看似生硬，其实打算用特定的英文简写来表达真实意图：BEAT CHI-NA（打击中国）。
	Petersen（1997，p.232）.


	名称有时候对税收确实很重要，而税收有时候也同样影响着名称。在东欧，大部分犹太人（除最富裕的部分之外）直至拿破仑时代前都没有姓氏。拿破仑要求俄国、波兰、德国和其他被占领国家的犹太人都要选个姓氏，主要是为征税和征兵服务。结果某些官员把这当成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天赐良机。有钱的犹太人可以购买包含美好寓意词根的姓氏，如Gold（黄金）、Fein（美好）或Blum（花朵）等，没钱的犹太人则往往被赋予带有贬义词根的姓氏标签，如Schmalz（贪婪）、Ochsenschwanz（牛尾巴）或Eselkopf（驴脑袋）等。
	 [image: Petersen（1997，p.232）.]

	哎呀，不好

	有时候，政府直接把事情搞砸了。
	Crockett（2014）.


	1872年，美国政府发布第13部税法，下调了许多进口制造品的税率。过去的税法规定对“用于培育或种植的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类植物”免征进口关税，但水果本身要缴纳很高的关税。可在1872年的税法文本中，在“水果”与“植物”之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逗号（原本应该是连字符），导致水果进口商将获得免税待遇，这是一笔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飞来横财。起初，财政部长拒绝这种免税要求，认为法律文本“显然应该做另外的解读”。可是两年之后，政府屈服了，水果进口确实获得了免征关税的待遇。政府随后退还了已经征收的大约200万美元税款，约占1875年联邦总税收收入的1%。
	 [image: Crockett（2014）.]

	[image: ]

	价值200万美元的逗号
	Nix v.Hedden 149 U.S.304（1893）.


	这个故事还有个相当神奇的尾声。在1883年的税法中，水果获得免税，但蔬菜不行。这导致西红柿生产商指出，从植物学上讲，西红柿属于水果，所以应该免税。然而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民众实际上把西红柿当作蔬菜（谁会把它当作甜点来吃呢），所以从法律上讲，西红柿仍然属于需要缴纳进口关税的蔬菜。
	 [image: Nix v.Hedden 149 U.S.304（1893）.]这让我们又想起雅法蛋糕曾经引起的争议。

	某些高效税收政策案例
	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The Rivals以及The School for Scandal等。


	各国政府随时都在调整自己的税收体系，这里调整税率，那里增加（或更为少见地取消）一些免税规定。许多税收政策的制定依然像18世纪的剧作家兼政治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描述的那样
	 [image: 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The Rivals以及The School for Scandal等。]：

	首先是推出征税法案，然后是修订征税法案的法案，接下来是解释修订法案的法案的法案，最后是弥补解释修订法案的法案的法案的缺陷的法案。
	引自Rhodes（1933，pp.94-95）。


	税收法案就像一艘船……送到海上开启处女航之后才发现忘了装船舵。在每次航行之后，都会暴露新的缺陷……必须给它补上漏洞，重新铺上船板，重新配上船帆，做倾斜检修，在所有这些代价不菲的改造后，又必须被拆解重造。
	 [image: 引自Rhodes（1933，pp.94-95）。]

	在这种无休止的税收调整过程中，政府有时候把事情搞得比多加了一个逗号更加糟糕，但有时候它们也能做出卓有成效的深刻的结构性调整，足以配得上“改革”的称号。我们已经知道，战争耗费的巨额成本对刺激许多改革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有若干和平时期推出的重大改革，此处将介绍几个案例。“重大”并不代表它们的成果不存在争议，而是说即便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变革不同于简单的修修补补。
	两个国家的程序差异可参见Daunton（2002，pp.18-20）以及Keen（2005）。

	这个课题的研究文献非常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IMF（2013）及其援引的文献入手。


	假如这些经历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完成有效的税收改革，那固然好。但每项税收改革在制度架构、程序、选举规则及周期、自身特性上都各有不同，都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例如在英国，税收调整方案在从首相的红色手提箱（从格莱斯顿手中传下来的那个）取出来后通常不再做什么修改，对其中任何重大内容的否决都会被当作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相反在美国，税收议案通常会在众议院、参议院以及两者之间的后续协商中得到实质性修订。
	 [image: 两个国家的程序差异可参见Daunton（2002，pp.18-20）以及Keen（2005）。]各国税收改革发生的背景既有相似性，也存在巨大差异。对过去制度有所不满是先决条件（当然有时也不过是希望否认前任的工作成果）。此外，我们只能找出两个明显的必要条件，它们基本上是成功改革理念固有的同义反复的要素。
	 [image: 这个课题的研究文献非常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IMF（2013）及其援引的文献入手。]第一是对于什么是更好的制度有清晰的设想，但这不代表改革必须有特别明晰的理论阐述，例如纵向公平、额外负担之类的内容，尽管其中许多理念已经在多年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改革者心中的基本愿景。第二个老生常谈却实实在在的必要条件则是政府最高层要发挥的领导力。改革会制造出受益者和受损者，受损者的抱怨声音可能盖过受益者的庆祝欢呼。冲突恐怕不可避免，赢得胜利要求巧妙行使权力，包括纯粹的政治算计。除却这两个共同点，成功的税制改革彼此相差悬殊。

	来自古驰峡谷以及其他地方的启示
	美国国会税务起草委员会会议室外面的走廊被命名为古驰峡谷（Gucci Gulch），众多衣着光鲜的游说人士汇聚于此。

	《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概述，可参见Slemrod and Bakija（2017，pp.392-395）。


	自古以来，和平时期也可以通过政治上达成的共识来推进税收改革，尽管此类情况并不常见。
	 [image: 美国国会税务起草委员会会议室外面的走廊被命名为古驰峡谷（Gucci Gulch），众多衣着光鲜的游说人士汇聚于此。]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TRA86）算得上是现代的一个经典案例
	 [image: 《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概述，可参见Slemrod and Bakija（2017，pp.392-395）。]，当时被视为美国所得税制度自二战以来的最重大调整。今天的人们在回看1986年时感到很震惊：如此全面的税收调整可以获得跨党派的广泛支持。大多数观察家（尽管肯定不是全部）鼓掌喝彩，称其为睿智地下调税率并扩大税基的成功举措，既可以保证税收收入，又能被普遍视作公平之举。

	即便是那些最密切参与该议案政治运作的人士，也对成功结果感到吃惊。显然每个人都认识到所得税问题一团糟，社会的不满情绪酝酿已久。通胀把美国居民家庭推入更高的纳税档位，人们同时还感觉税收漏洞让这个制度高度失调且极不公平。不过，当时并没有兴起推动重大改革的山呼海啸般的政治运动，政治权力也呈分立的格局：共和党把持了白宫和参议院，民主党仍控制着众议院。陷入僵局似乎才是合理的预期结果。

	有两件事情打破了僵局。其一是推动税收改革的人意识到，税率下调与税基拓宽相结合起来可以为达成历史性交易创造条件：税率下调让共和党人满意，而堵住富人的税收漏洞为民主党人所喜。双方都可以宣称获得了胜利。其二是里根总统的领导力，他当时民望极高——在税收法案通过两周之后，“伊朗门”事件的丑闻才爆发。里根虽然没有参与细节讨论，却通过干预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改革：坚持税收中性原则（有助于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并愿意为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的顶层税率而接受某些共和党人深恶痛绝的妥协交易。如果没有他的支持，这部改革法案不可能出台。
	对于《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回顾及其与《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比较，可参见Slemrod（2018）。


	当然，达成此类税收改革的政治共识属于例外情形。特朗普总统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虽得以通过，却没有从民主党人那里获得哪怕一张赞成票。
	 [image: 对于《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回顾及其与《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比较，可参见Slemrod（2018）。]这几乎成了惯例，重大税收改革会遭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需要有能力、意愿和权势压倒反对力量的政府强行推进。
	有六个国家曾取消增值税。除马来西亚在2018年取消之外，其他国家后来都重新征收增值税。

	Adam and Shaw（2003，p.24）.随后有更多的减税，非劳动收入15%的附加税于1984年被取消，最高税率于1988年下调至40%，基础税率调整至25%。公司税率最开始仍保留在40%，到1984年下调至30%（Corporation Tax Rates，n.d.）。


	有时候这种反对是形式上的，归根到底，反对党做的事情就是表达反对。例如有许多政党曾反对设立增值税，但等到它们掌握政权的时候，却几乎没有人废除增值税。
	 [image: 有六个国家曾取消增值税。除马来西亚在2018年取消之外，其他国家后来都重新征收增值税。]当然，反对也可能来自深层的本能，尤其是当改革措施带有阶级对立意味的时候。例如在1979年的英国，新上台的撒切尔政府发起对税收制度的根本性调整，在某些方面与后来美国的1986年税改有相似之处，同样是针对税率过高、税基收窄以及通胀引致的问题等，其中的荒唐标志是当时的非劳动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竟高达98%。撒切尔政府把个人劳动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从83%下调至60%，基准税率仅下调3个百分点，降至30%。
	 [image: Adam and Shaw（2003，p.24）.随后有更多的减税，非劳动收入15%的附加税于1984年被取消，最高税率于1988年下调至40%，基础税率调整至25%。公司税率最开始仍保留在40%，到1984年下调至30%（Corporation Tax Rates，n.d.）。]增值税税率则有所提高，奢侈品和其他大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别从12.5%和8%统一提高至15%。可是，她的改革与美国的税改有一个关键不同：在分配效应上不是中性的，而只是大幅减轻了富人阶层的潜在负担。许多经济学家或许认为税收制度的这一调整有助于提高效率，但改革本身造成的再分配效应显著，遭到了受损群体的强烈抵制。只是因为新政府在议会占有明显的优势，才得以强力推进。
	Treisman（2002，p.60）.联邦安全局（FSB）是克格勃的继任机构。

	Gaddy and Gale（2005，p.985）.


	有时候成功的改革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需要大张旗鼓的宣传，例如美国1986年的税改。但有时候税收改革进程很迅速，且很不透明，例如俄罗斯2001年单一税改革的主要推手是新任总统普京，他带领“联邦安全局官员与自由派经济学家组成的奇特团队”接掌政权
	 [image: Treisman（2002，p.60）.联邦安全局（FSB）是克格勃的继任机构。]，普京决心让失控的税收体系恢复正常，很快表态称税收执法将严格推进，尤其是对寡头阶层。
	 [image: Gaddy and Gale（2005，p.985）.]从宣布单一税建议到法案获得通过只用了约6个月时间，这种速度既反映了总统的强大权势，也被视为打算速战速决、让反对派利益集团没有时间做充分动员的重要策略。
	Birnbaum and Murray（1988，p.260）.


	类似的快速行动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无法实现，也不符合更为传统的经验智慧：广泛咨询与谨慎研究是推动合理而持久的改革的必要条件。当然还有其他办法可以约束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例如，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的部分关键讨论采取了闭门方式。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评论说：“当我们闭门开会时，参议员们可以凭良心投票……然后走出去对游说者讲，‘上帝啊，我帮你说话了……可你也知道，帕克伍德那个家伙就是不肯让步，真是无能为力’。”
	 [image: Birnbaum and Murray（1988，p.260）.]后来，议员们抓紧时间在夏季休会前达成协议，因为担心继续拖延会让利益集团有时间重整旗鼓。

	在不可避免地要对游说集团做出某些让步时，或许至少还有办法限制他们造成的税收成本，包括采用分化和压制他们的策略。美国人所说的“枪击”（rifle shots）类型的惊人条款或许就属于这种情况，此类规定会让某个特殊纳税人获益，却不需要在条款中专门指明。例如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就包含一条规定，让“1916年10月13日在特拉华州创立的一家汽车生产商”获利，完全是为通用汽车公司量身定制。

	有时候税收改革的发生是不得已而为之。财政危机即使不能创造共识，也至少会让人勉强承认变革不可避免。当然，即便在非来不可的情况下，税收改革依然可能无法实现，比如旧政权统治下的法国就不具备逃脱财政危机所需的长远眼光与领导魄力。

	增值税的强势兴起

	过去半个世纪最突出的财政成就故事，即增值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形势使然。这个税种在60年前还鲜为人知，如今已遍及160多个国家，占全球税收收入的大约30%。增值税的兴起始于196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采用它作为一般类型的消费税，主要是因为增值税不针对出口产品，而将进口产品视同国内销售，即便各国实施不同的税率，它也不会干扰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增值税的实施区域如今已远远超出欧洲，事实上，它在1985年之后的拓展主要是在欧洲与南北美洲之外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增值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国税务专家的热烈欢迎，尤其是用范围广泛的增值税来取代关税和级联流转税（cascading turnover tax）。
	Keen and Lockwood（2010）.


	必要性在增值税的兴起中发挥了推动作用。欧盟成员国需要实施增值税，后来加入的国家也必须采用增值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某些外部顾问也鼓励它们实施增值税，因为这也关系到能否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计划。
	 [image: Keen and Lockwood（2010）.]当然关键还在于扩大财政收入的需要，以及征收增值税导致的扭曲程度较低。每个采纳增值税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可讲，而在书写这整段历史的时候，领导力尤其值得一提。

	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例子之一是布莱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于1991年引入联邦增值税（在当地被称为一般销售税，GST）的加拿大总理。这项税收很不受欢迎，通过采取极端措施（让女王任命更多参议员）才得以通过，并且是马尔罗尼辞职及随后大选惨败的主要原因。但引人注目的是，没有任何继任的加拿大政府试图取消这项税收。事实上，被迫下野的布莱恩·马尔罗尼的政治继任者还以各种方式把增值税推广到了大多数省份。
	Keen and Lockwood（2010）.

	关于单一税制度的不同拓展形式，可参见Keen，Kim and Varsano（2008）。

	Smith（1868/1776，pp.392-393）.


	增值税的历史还提醒我们税收改革的远见卓识来自何处：经常是邻国。各国都在邻国中寻找能有效提升税收收入的现实办法，让增值税的推广表现出了区域性爆发的特征。
	 [image: Keen and Lockwood（2010）.]与之类似，俄罗斯单一税改革的成功也吸引了众多中东欧国家的模仿，令它们非常感兴趣的是，税收收入在税率下调后还增加了（尽管我们看到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太确切）。
	 [image: 关于单一税制度的不同拓展形式，可参见Keen，Kim and Varsano（2008）。]当然这并不新奇，政府总是乐于从国外借鉴好的税收建议。17世纪20年代，为了筹集更多资金资助与西班牙的战争，荷兰给提出最佳新税收建议的人设置了一笔丰厚的奖金。印花税的建议从中胜出，并于1624年实施。理所当然的是，英国人很高兴地借用了荷兰人的印花税，就像法国人照搬英国人的窗户税一样。亚当·斯密就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时候，学得最快的莫过于从民众口袋里抽取资金的艺术。”
	 [image: Smith（1868/1776，pp.392-393）.]
	Thorndike（2013）. 但决定他的命运的是不是增值税提议，依然存在争议。

	同样的观点参见Barro（2015）。


	然而，过去半个世纪中全球税收领域最成功的故事还没有在美国上演，这里尚未实行增值税。有人将此归咎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艾尔·厄尔曼（Al Ullman）的“厄运”，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是美国所有税收法案发起的地方，曾于1979年提出10%的增值税建议。已经在国会有12个任期的厄尔曼为此丢掉了议席。
	 [image: Thorndike（2013）. 但决定他的命运的是不是增值税提议，依然存在争议。]增值税是美国的税收禁忌这一说法就此延续下来。一个简单的解释是，美国人原本就害怕税收，一种全新的税收自然会立刻成为警惕的对象，尤其是它还起源于欧洲。各个州的政府则担心，联邦增值税会削弱自己所依赖的零售税。另一个比较精辟的解释来自前财政部长与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共和党人因为赚钱机器的属性而反对增值税，民主党人则因为累退的属性而反对增值税，一旦有政治分歧的双方都认识到对方的正确一面之后，美国就会实行增值税。
	 [image: 同样的观点参见Barro（2015）。]
	Neff（2016）.


	然而形势或许正在逆转。在2016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选举中，泰德·克鲁兹与兰德·保罗这两位候选人提出了增值税建议，当然深知名称重要性的他们都采用了别的说法。即便如此，这种偷梁换柱也没有逃脱竞选对手的眼睛。最生动的例子是一家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另一位候选人马尔科·卢比奥）的电视广告，里面恐吓说：“克鲁兹想实施增值税，跟加拿大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同时在屏幕上乱七八糟地打上意大利、法国，特别是瑞典（用粗体）等国的名字。广告里的声音接着说：“保守主义者会把克鲁兹的计划称作进步派的梦想，因为这将让他们轻松收获大笔税款。”
	 [image: Neff（2016）.]在这场角逐中，克鲁兹、保罗乃至卢比奥都没有获得提名，之后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则明确表示增值税不在考虑之列。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特别支出需求，或许会进一步推动增值税在美国被采纳。即便如此，我们也有把握预测它不会采用增值税的名称。

	增值税显然给许多国家展示了一个清晰的场景：比较理想的税收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领导力作为税收改革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当然也至关重要。初心良好的领导有可能陷入狂妄自大，例如本书第4章介绍的撒切尔夫人的财政计划因为人头税而失败的例子。即便是比较轻微地调整税收制度，领导力和政治技巧也往往不可或缺，比如如今致力于在非洲建立高效税务机关的许多特派员的表现。有时候，包括职业政客在内的掌权者会有做一番事业的特别冲动，但从罗伯特·皮尔到布莱恩·马尔罗尼的结局来看，他们往往会为此付出代价。

	好了，回顾历史的篇幅已经够长。接下来该做些总结，并展望税收的未来。








第15章




未来场景



	历史是个异域国度，那里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这是《送信人》（The Go-Between）一书的开场白（Hartley，1953，p.17）。


	——哈特利（L.P.Hartley，英国著名编剧）
	 [image: 这是《送信人》（The Go-Between）一书的开场白（Hartley，1953，p.17）。]

	此话千真万确。只是，生活的基本内容并没有那么大的改变，无论是像哈特利的小说《送信人》中注定失败的恋情，还是征税，改变的只是具体场景和人物。与小说女主角玛丽安·莫德利失去理智的恋爱类似，政府也希望在征税时不要带来太多不愉快。他们由此面临的关键问题在历史上大同小异，这是本书传递的核心理念之一。

	在这最后一章里，我们试图从数千年税收历史中总结出若干经验教训，并以此推测未来的情形。把注意力转向未来的一个不利之处是让我们没有传奇故事可讲，比如穿刺的酷刑或者塞了猫的裤子。但有些以想象未来为职业的人，或许已经给我们描绘了今后的税收制度是什么模样的。

	纳布星球与乌托邦的税收
	Star Wars（1999）.


	在电影《星球大战前传1：幽灵的威胁》开篇，银河共和国陷入了混乱状态
	 [image: Star Wars（1999）.]：

	对外围星系的贸易路线征税引起了争议。贪婪的贸易联盟打算用致命战舰建立的封锁来解决问题，完全切断了通往纳布星球的运输。在共和国议会对这一系列警报事件展开无休止讨论的同时，最高议长悄悄地派出了两名绝地武士……
	这里的讨论参考了Anders and Jackson（2011）对科幻小说中相当少见的税收问题的研究成果的综述。

	Heinlein（2008，pp.256-257）.

	Heinlein（2008，pp.308-309）.


	以上描述听起来有些熟悉。科幻作家能赶在现实场景出现的很早之前就设想出登月旅行、潜水艇和机器人法则，却似乎没有用类似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来设计未来的税收制度。
	 [image: 这里的讨论参考了Anders and Jackson（2011）对科幻小说中相当少见的税收问题的研究成果的综述。]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税收制度的地方（经常无关紧要），往往都是引发古老形式的反抗。有时候，这些文学家太过喜欢在自己头脑里激发此类起义抗争。例如在小说《严厉的月亮》中，知名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就策划了一场争取月球独立的革命，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免税的月球。
	 [image: Heinlein（2008，pp.256-257）.]书中的理论家贝尔纳多·德拉巴斯教授有着类似于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观点：“一旦赋予了征税权，它就将贪得无厌；它会阻碍，直至摧毁……完全废除政府或许无法办到……但有可能使其维持小规模、匮乏与无害的状态。”
	 [image: Heinlein（2008，pp.308-309）.]
	Adams（1980，p.115）. 该书是亚当斯的系列丛书《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之中的一部分。该系列最开始是1978年播出的BBC广播剧，英国摇滚乐团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有成员于当年在英国之外待了一整年，也是为了避税。亚当斯很著名的事迹包括曾与该乐团一起登台演出。参见Sale（2012）。


	在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宇宙尽头的餐馆》里，超级有钱的摇滚明星霍特布拉克·德夏托有更为慵懒躺平的想法，“出于税收的考虑”，他将有一年时间进入死亡状态。
	 [image: Adams（1980，p.115）. 该书是亚当斯的系列丛书《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之中的一部分。该系列最开始是1978年播出的BBC广播剧，英国摇滚乐团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有成员于当年在英国之外待了一整年，也是为了避税。亚当斯很著名的事迹包括曾与该乐团一起登台演出。参见Sale（2012）。]
	Manjoo（2002）.


	的确，有人建议对科幻产业本身——包括文学作品、玩具、影视等——征税，以资助……宇航事业。理由是喜欢看科幻作品的人可能愿意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出钱，使它能接着开发出更酷的东西。这一天才税务创意的始作俑者当时在竞选众议员，承认自己并没有对此做任何测算——当然也符合参与竞选的政客由来已久的惯例。
	 [image: Manjoo（2002）.]不知道为什么，此人最终没有当选，又回到超市装袋工的日常岗位上。

	所以令人失望的是，从科幻小说中我们很少发现对未来税收制度的深刻洞见。但本章稍后部分会指出，过去曾经被当成科学幻想的许多东西，如今正变成税收制度的现实。这里不妨换一个方向去寻找对税收制度发展趋势的思考。我们或许可以带着比较乐观的心态，去看看许多有识之士在过去两千年里对乌托邦有过什么样的设想。
	此处关于乌托邦的税收问题的讨论主要参考了Goodwin（2008）。

	Bellamy（1888，p.134）.

	Goodwin（2008，pp.316-317）.


	当然，文学中畅想的乌托邦对税收细节往往轻描淡写。在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创立乌托邦一词的著作中，所有居民都需要把自己的产品交到中央仓库，然后从中拿走自己需要的东西。
	 [image: 此处关于乌托邦的税收问题的讨论主要参考了Goodwin（2008）。]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要做出贡献。老人、弱者、管理者以及幸运的专家学者并不需要。于是平均来说，其他人的缴纳多于其所得。这听起来跟税收类似，只不过没有用税收的名义。爱德华·贝拉米1888年发表的《回顾》也类似：“我们没有陆军、海军这些军事组织，没有政府部门、税务部门，也没有税收和税务员。”
	 [image: Bellamy（1888，p.134）.]那里没有正式的税收，但有着“不返还给公民个人的剩余产品，可以被视为某种税收”。
	 [image: Goodwin（2008，pp.316-317）.]他们的描写都属于社团主义乌托邦，资源将被平均分配或者按需分配。

	右翼与自由意志主义的乌托邦不那么为普通人熟知，但确实存在。例如奥古斯特·施万于1922年发表的《走向新社会秩序》构想的场景里就几乎没有税收，为支持极其有限的必要政府行动（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提供道路、供水、消防等服务），公民自愿缴纳“一定的会费”，这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说法。唯一的例外是土地税，根据亨利·乔治提出的理由，认为地主排斥他人使用土地，从而妨碍了他人的自由。而在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中，自由意志主义的理想社会把税收视为自愿性质，只为获取需要的服务而缴纳。安·兰德提到了政府彩票，但没有探讨本书第3章介绍的由于不可能成为受益者而造成的隐性税收问题。

	上述社团主义乌托邦和自由意志主义乌托邦的共同特点是税收最小化，毕竟它们都是乌托邦。它们的差异则在于，前者要求人们给社会做出贡献，当然是带着微笑去做；而后者认为贡献属于自愿性质，却没有详细阐述当自愿贡献不足以应付政府需要时会有何种不良后果。
	Orwell（1949，p.85）.


	或许反乌托邦作品至少能告诉我们哪些场景需要避免，而彩票在这些作品里也有出彩的表现。乔治·奥威尔显然非常清楚彩票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被广泛采用，他的《一九八四》做了如此描述
	 [image: Orwell（1949，p.85）.]：

	这是普罗大众认真关注的唯一公共事件。可能对千百万民众而言，彩票即使不是唯一、也算他们要活下去的主要原因……温斯顿……乃至党内的所有人都知道，所谓奖金基本上存在于想象，只有很少的金额用来发奖，而且中大奖者的身份是虚构的。

	从这些景象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启示，在展望税收制度的未来时，我们还得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教训。

	税收智慧的支柱
	为什么是11条？好吧，因为这是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盛行的英式足球和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知道的美式足球之间唯一的相同之处：每方有11名队员上场参赛。


	过去几千年对税收的忍受、讨论和思考，给我们留下了如下11条启示。
	 [image: 为什么是11条？好吧，因为这是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盛行的英式足球和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知道的美式足球之间唯一的相同之处：每方有11名队员上场参赛。]

	税收反抗很少只针对税收

	当税收问题在历史上被点燃的时候，通常是由于某种起义或抗争，但这些事件基本上总包含比税收更多的因素。税收事务在更多情况下是激起冲突的引爆点，深层原因则是更原则性的分歧，即关于更广泛的统治权的分配或行使方式。因为征税的强制力几乎等同于国家主权，也是其最显著的外在表现之一。

	最激烈的税收反抗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调整税收制度，还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样的结果有时确实能实现。无论是国家（包括尚未成立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被后世误解的波士顿茶党或19世纪的南美洲十分钱战争，还是各国内部的纷争，例如英国内战和法国革命等，情形莫不如此。瓦特·泰勒领导的起义农民在控制伦敦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在诉求清单中把人头税列出来，他们的深刻不满其实是源于黑死病大瘟疫之后，仍有各种障碍在阻挠他们实现本已被提升的经济地位。而1790年遭到废除的引发众怒的法国旧政权的盐税，却在1806年被拿破仑悄悄恢复了。
	The Economist（2018c）.


	尤其容易引发抗税行动的是明显的不公平，不仅来自税负水平和税收结构，也涉及征管方式，正如日本岛原的税吏及历史上各种不知名的腐败事件表明的那样。当然，被视为税收不公平的政府很可能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会给人留下不公平的印象。比如1990年的英国人头税是在同工会爆发激烈争斗后推出的，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是由上调燃油税引发的，但也被很多人理解为表达了“对马克龙政府为富人阶层和巴黎精英群体服务的普通愤怒”。
	 [image: The Economist（2018c）.]在宣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时，反抗和抵制税收会很自然地成为焦点，因为这既否认了政府的合法性，又挑战了最基本的国家强制力的实际执行力。

	用词需要谨慎

	政府可以通过许多不被称为“税收”的渠道从私人部门获取资源。尽管如此，它们获得大量资源的能力最终仍取决于强制行动的权力，也就是征税权。例如，政府可以在贷款人相信能得到偿还的限度内借款，其最终保证是政府为偿还借款找到相应资源的能力，即在必要时对民众征税。通过创造货币来获取资源的铸币税只不过是税收强制力的另一种行使方式，表现为政府有能力决定采用何种法定货币。最后，无论在过程中采用何种名义，只要政府掌握了部分资源，私人部门中总是有人要遭受损失。

	当然，各国政府不愿意提及的一个词就是“税收”，它们经常采用“费用”“收费”或者“征收额”之类的说法，意味着纳税人因为缴纳会获得某种回报，当然从广义上来说也对，尽管民众未必喜欢那样的回报。政府还通过误导性的命名来粉饰税收，例如撒切尔夫人的社区收费其实就是人头税，而1381年的人头税才是真正的社区收费。这些标签固然可以影响政治感受和支持度，并影响政府的账目登记，却不容易显著改变真实税负究竟落在什么人头上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反应。
	该法案把对服务和产品征税的权力分别授予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央/联邦政府，以及省/邦政府。这种安排对增值税来说难以实行。印度只是在2016年修订宪法之后，才得以推行联邦增值税。而巴基斯坦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意大利宪法第53条。


	然而语言确实很重要。它在税收的政治经济学中关系重大，因为政客和游说者都试图操纵政治讨论所用的术语，无论是狄更斯当年把窗户税痛斥为对阳光和空气收费，还是如今的美国共和党人给遗产税贴上“死亡税”的标签。通过各种或大或小的渠道，语言对税收的法律架构也意义深远。宪法的具体规定依然在以独特方式给税收政策施加限制，例如美国宪法中关于“直接税”的规定就给财富税制造了障碍。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则让如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推行全国性增值税时面临难题。
	 [image: 该法案把对服务和产品征税的权力分别授予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央/联邦政府，以及省/邦政府。这种安排对增值税来说难以实行。印度只是在2016年修订宪法之后，才得以推行联邦增值税。而巴基斯坦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某些国家旨在确保税收公平的宪法规定（类似1634年的弗吉尼亚税法的要求）听上去很好，却无法得到有效执行，比如意大利的宪法要求“税收制度应该以累进标准为基础”。
	 [image: 意大利宪法第53条。]法律细则的准确排版印刷同样重要，关税法规中标错的逗号可能让政府损失惨重，船只征税时采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对船员而言可能性命攸关。

	你可能成为给午餐买单的人

	任何税收都要回答的最困难问题之一是到底由谁来承担税负，具体而言，谁会因此损失购买力。公共讨论中很少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但号称“针对”某些人或某些活动的某种税收（或收费之类），并不意味着真实税负就是由这些人或从事此类活动的人承担。其中的关键在于，随着税收给供需双方带来影响，市场价格会做出相应调整，税负也可以并经常发生转移，尤其当我们谈论名义上由谁负责给政府缴纳（给定税基和税率的）税收的时候。在乔治王时代的英国，女仆税是由雇主负责缴纳的，结果却使许多女仆转而从事其他职业。给低收入的劳动者提供补贴，则可能压低补贴前的工资水平，让雇主拿走好处。这样的结果也许并非政府所愿，而对于真实税负应该落到哪里，政府或许本来另有目标。可任何税收的真正归宿并不取决于政府的愿望，而是税收导致的各种行为反应的博弈结果。

	要弄清楚某种税收的负担究竟由哪些人承担并不容易。例如，企业所得税最终由哪些人承担——员工、股东还是消费者——这样的基本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并存在激烈争议。对税收归宿的实证研究尽管进步很快，成就却依然有限。现代分析方法似乎很适合考察特定环境下的狭义税种的税收归宿，如欧洲某些地方下调理发税带来的结果，但政策制定者在面临许多问题时仍缺乏理论指导，例如提高基准增值税率是完全传递到消费价格上，还是会部分转嫁给员工和企业主。

	经济学家对许多税收的真实归宿知之甚少，对整个税收体系的税收归宿更没有把握，这着实令人汗颜。不过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谷物法》之争以来，就有一条预示税负可能出自何处的直观原则：税负往往会落在对被课税物品或活动最缺乏其他替代选择的人身上。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租金，即超出资产所有者要求的最低水平的收入，它来自供给不变的某些基础资产：此时税负将由资产的所有者承担。另一个极端则是有良好替代选项的物品，例如只针对红葡萄酒而不包含白葡萄酒的税收就不太会完全落在红酒爱好者头上。

	某些税收的负担最终会落在何处，我们对此不可能知道得特别清楚。上述直观原则的关键作用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把讨论焦点放在真正的议题上，而非简单地贴上标签，或者只从表面上领会政策制定者的意图。

	无论选取何种标准，税收公平均不易实现

	针对不同的人，除了他们之间的支付能力差异，还可以在何种基础上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与此有关的看法（即横向公平）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如今，很少有税种明确按照宗教、种族、性别或面部毛发的不同来给予区别待遇，现在的问题更多是隐性差异，并不直接点名任何群体，却在实际上反映了女性和男性，以及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系统性偏好和需求差别。完全消除此类歧视或许不现实，甚至可能与其他合理目标发生冲突。例如，从数学上讲，对单身家庭和已婚家庭实行平等待遇与累进所得税就无法同时实现。某些人缺乏行为反应或许与个人特征有关，从减少额外负担的角度考虑，对他们应该适用较高的税率。问题在于，隐性歧视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过于令人反感，进而需要采取相应措施。

	公平的第二个维度，即“纵向公平”带来的问题甚至更加难解。至少从古代雅典的祭祀仪式起，税收负担该如何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分摊就是一个核心话题。19世纪的税收政策辩论同样如此，当时还只需要为国防之类的基本政府功能筹集款项。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兴起，从富人到穷人的资源再分配已成为如今税收和支出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纵向公平问题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税收负担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朝富人倾斜，仍部分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判断，这更多属于哲学领域而非经济学范畴的课题。经济学家能做的是指出并最好能够量化税负倾斜可能带来的其他社会成本。在不与支付能力挂钩的一次性税收的情况下，困难在于无论选取哪种福利代理指标，都不可能在对富人多征税的同时，不打击其他人致富的激励。有些办法能够从较富裕的人那里筹集更多税收，而不会带来太多（甚至任何）额外负担，这就是亨利·乔治打算把天堂之城带到人间的土地税，以及让许多人着迷的改进公司税使其落到租金上面，从而由股东承担的想法。不过，确认租金的任务未必轻松，另外此类税收不太可能满足政府的全部财政需求，所以在累进制与效率之间最终仍不免做权衡取舍。这种艰难抉择依然是税收制度设计的核心议题之一，甚至是最根本的议题。

	我们还必须记住，税收（包括现金福利类型的负税收）只是解决纵向公平问题的政策工具箱中的一类选择，甚至并非其中最高效的工具。尤其对低收入国家，政府扶持穷人的最强有力手段之一是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医疗。相对于累进性质很强但税收收入太少的税种，像增值税之类累进性质不强却能带来大量收入的税种可以有力地支持政府的教育和医疗支出，从而更好地为穷人提供帮助。

	征税的关键是找到良好的代理指标
	Shehab（1953，p.35）.


	税收制度要想摆脱反复无常的特性，就必须有可以测量的依据，并最好能够经得起法庭的检验。多个世纪以来，这样的观测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在乔治王时代的英国，诺斯勋爵认为对私人教师和仆人征税是“恰当且合理的，因为这些是税收支付能力的显著标志”。
	 [image: Shehab（1953，p.35）.]如今我们主要把收入作为更好的指标。我们不需要数一栋房子的窗户数量就能比较准确地估算房子的市场价值。随着各经济体摆脱以小农户占据主导的状态，我们可以更多地依靠雇主，要求它们根据雇员的收入水平来报告、代扣代缴税款。这极大地增强了税收制度的力量。不过，我们在征税时依然经常不是直接针对某种对象，而是依据它的某种代理指标。

	有时候采用代理指标比较便利。例如对商品征税时，我们需要对课税对象的本质做出明确定义，比如，香烟到底是指什么东西？税务法规对此类问题的回答可能引发一些古怪现象，但大体上仍可控。在利用税收应对外部性的情形下，如果我们能确认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损失，什么因素应该被征税（比如燃料中的碳含量），就没有必要寻找代理指标。但对于其他某些情形，尤其是在试图确保税收制度公平的时候，寻找良好的代理指标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涉及税收制度的核心目标。

	例如，房产价值就不能特别准确和完整地反映业主的经济状况或财富总额。即便对大公司来说，我们对其收入的测算也要根据关于资产价值的假设，其中包括无形资产，这些假设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悬殊。对小企业来说，今天仍经常采用对其收入的粗糙代理指标（如营业额）来计税。如今的政策讨论依然围绕着：为确保税基公平，什么才是最佳的收入测算方法（例如允许扣除哪些类型的医疗支出），应该将哪些内容纳入新设立或修订后的年度财富税的税基等。

	但问题不仅仅是准确地测算收入和财富以及对其征税，尽管这些显然很重要，但还有更基本的问题，即虽然存在税负应该与支付能力挂钩的广泛共识，我们却没有可靠的办法从最有意义的角度测算这种支付能力。归根到底，它不是某个人实际获得的收入或财富，而是指此人可以掌握的数额。例如，税收因素可能诱使家庭中挣钱较少的一方放弃工作，此时用实际收入测算的支付能力就远低于其潜在水平。更高效的税收制度可以考虑这种潜力的影响，采用与是否就业无关的某种税负，从而避免打击参与工作的积极性。然而这样做依然反映了公平方面的判断：对潜在收入应该适用何种水平的税率。

	一次性税收是理想形式：有公平方面的考虑，与纳税人的实际行为无关，只与潜在的支付能力挂钩。但麻烦在于，不管纳税人怎么想，他们都会有掩饰其潜在收入的动机。当我们直接询问个人和企业能挣多少钱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如实回答。除了很少尝试的古代雅典祭祀献金和孙中山设想的自我评估计划，似乎没有什么聪明的办法能诱使人们讲出真相。因此，我们仍旧只有依靠代理指标去揭示未知的支付能力，纳税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操纵这些指标，由此成为税收额外负担的重要来源。这将是稍后要专门讨论的一个启示。

	极具创造性的逃税和避税行为

	历史表明，人们在逃避税收方面有着无尽的聪明才智。如果10扇及更多扇窗户会带来更大税负，有人肯定就会只保留9扇；如果税收按照临街面的大小计征，有人就会住到瘦高形状的房子里；人们用移动隔板来替代砖墙，因为前者符合投资税抵扣规定，而后者不符合；还有那些被砍掉尾巴的狗（假如传说是真的）……在上述例子中，若不是为了减轻税负，人们的表现都不可理喻。而这些做法还都在法律限度之内。在含糊不清的灰色地带的另一侧是逃税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属于欺诈，创造性通常要弱一些。但有人在给名叫“绒毛”的孩子申请免税额时的厚脸皮，有人在设计“旋转木马”或其他更令人迷惑的增值税欺诈手段时的诡计多端，仍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从某种层面来讲，这种逃避税收的创造性只是小打小闹。各国政府必须想出某些办法来防止给虚报的儿童提供税收优惠，堵住纳税人不断寻找的其他漏洞。当然纳税人的创造性可能导致总税收收入减少，或者让他们中间较为诚实和不那么狡猾的人多承担些税负。然而最基本的问题是，避税和逃税等行为反应意味着资源利用的效率损失：无论对个人来说多么有利可图，这种情形纯粹是因为税收法规而产生的，所以从社会意义来讲造成了浪费。

	税收的最大成本或许是你没有看到的部分
	这里先不管庇古税的情形。


	不管一个税种能够带来多少收入，这个数字肯定会低估税收给社会带来的真正成本。
	 [image: 这里先不管庇古税的情形。]原因在于税收会改变个人与企业的决策，制造更多的社会成本，即所谓的额外负担。

	此类扭曲很少会表现得像超长的香烟、火箭形的房屋那样夸张，也并不要求之前所介绍的那样有创造性的避税或逃税策略，它们可能只意味着少购买某些税负更重的物品，或少供应劳动之类的物品。这些反应无处不在，涉及许多重要决策，例如干多少工作付出多少努力，从事何种职业（比如选择容易逃税的自雇职业），把多少钱用于储蓄和投资以及选择何种方式（比如投资于住房，或者把钱存到低税收国家的银行里），是否承担创新的风险等。税收扭曲可以通过以上种种途径深刻影响经济表现。麻烦在于，封堵的窗户固然能让人们看到税收的恶果，但此类扭曲的影响并不总是那么一目了然，因为有很多并不显而易见，例如放弃的投资或者脱离劳动力队伍的人。这些真实成本可能数额庞大，却因为不容易被看到和理解，所以在税收政策的讨论中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所幸，对于税收会造成什么样的额外负担以及如何测算它们，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概念。关键的教训是，税基对税收措施的反应越强烈，带来的额外负担就越大。导致税基改变的行为变化可能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把炉灶拆除或者决定不从事兼职工作，也可能只是表现为避税或逃税，例如在企业融资时选择用借款而非新增资本，或者瞒报兼职工作获得的收入等。无论何种情况，税基对税率的反应越强烈，单位税收收入伴随的额外负担越大。

	认识到这种联系能帮助我们仔细斟酌在税收设计中如何减轻额外负担。在极端情形下，我们知道怎样的税收设计不会刺激行为改变，从而不产生额外负担。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一次性税收：税额固定，不受纳税人的任何选择的影响。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就指出，土地可以获得“租金”，即超出地主要求的最低收益的额外收益，以此为基础可以设计出不会影响经济行为的种类广泛的政策工具。他们所说的租金可以有其他来源：拥有独特的技能，或开发出有特殊价值的产品等。在产生租金的地方，由于它们是确保供给所需的最低收益之上的额外部分，对租金征税就不会改变经济行为。两次世界大战中征收的暴利税就属于这种情形，今天的公司税也可以做相应的改造，确保完全抵扣各种成本，使其具有类似租金税的特征。

	此外，减少（虽然不是完全消除）额外负担的基本策略是尽量不干预企业和个人正常做事情时的选择，除非另有充分理由。这背后的原因对企业和个人略有不同。干预企业的投入决策通常会使现有资源得到的总产出减少，这基本上不是什么好事。但对居民而言，只要有税收，就不可避免地会给他们的消费选择带来某些扭曲。原则上，引导居民在不同产品之间做选择有可能成为减轻额外负担的一种手段。当然除了某些基本理念，特别是从效率角度看，需求弹性较弱的产品是比较理想的高税收对象，我们对于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操作还知之甚少。而且无论如何，任何类型的差别税收政策都会给游说和争取特殊待遇打开方便之门。

	只有在有明确理由的时候，最典型的是解决外部性问题，或者实现公平目标的重要性显著压倒对额外负担的考虑，税收设计才可以偏离中性原则，也就是说，税收设计应该尽量避免干预消费者或企业的经济决策。

	税收并不只是为了筹集资金

	对污染或交通拥堵等社会意义上的“坏事”征税，这本身可能是件好事。此类庇古税是针对人们给其他人造成的损害（负外部性）而收取的，可以改善社会福利，即使它带来的好处并不反映在我们测算的GDP中，例如使空气或水源变得更清洁，交通拥堵得到缓解等。此类税收需要专门面向有害行为，比如对拥挤道路上的车辆收取，而非对所有车辆收取。而对于号称“所有外部性之母”的全球变暖问题，经济学家几乎一致建议采用碳价格（碳税）作为主要政策手段。税收还可以用来解决人们的自我控制力问题，即所谓的“内部性”，引导人们不要养成日后会后悔却又难以戒掉的习惯。这或许是如今对香烟课以重税的最强大理由，并将被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如今天成为舆论热点的软饮料和高脂肪食品，以及引发新问题的电子烟等。

	当然，税收未必是不良行为的解决方案，至少不是完整解决方案。监管措施可以发挥补充作用，例如对于酒驾，惩罚或许是比对酒类征税更好的解决办法，即便在温和采用的情形下。有时候，监管可能是本质上更合理的应对措施，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社交隔离法规。

	但此类不以筹款为目的的税收也可能存在黑暗的一面。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犹太人税到克伦威尔的什一税，从20世纪30年代的连锁店税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呼吁对银行家奖金征税的报复气息，我们看到税收总是被用作党同伐异的工具。且不管在现实中是否事出有因，报复性税收往往没有什么效果，就像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那样，反派角色经常在征税之前就消失了。而利用减免或特殊待遇给自己人输送好处的做法，同时意味着给其他人设置不利条件，不仅令人厌恶，也会带来额外负担。

	民众缴纳税收是因为感到害怕
	与税收遵从度正相关的因素包括：对政府的信任度，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腐败的遏制，甚至爱国主义的程度等。当然，各种结果之间差异较大，而且年龄和宗教信仰等其他因素也有重要影响。这方面的资料可参见Ali，Fjeld-stad and Sjursen（2014），Konrad and Qari（2012）以及OECD（2019f）等。另外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例如，有可能从内心来讲更倾向于遵从纳税义务的人对自己获得的公共服务也更满意。


	许多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缴纳数额不菲的税收，背后有各种动机和考虑。对政府和官僚机构的一定程度的信任，以及认为税款不会被浪费肯定会发挥作用，并帮助建立起一种社会习俗，支持和巩固许多人内心对诚实守信的偏好。
	 [image: 与税收遵从度正相关的因素包括：对政府的信任度，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腐败的遏制，甚至爱国主义的程度等。当然，各种结果之间差异较大，而且年龄和宗教信仰等其他因素也有重要影响。这方面的资料可参见Ali，Fjeld-stad and Sjursen（2014），Konrad and Qari（2012）以及OECD（2019f）等。另外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例如，有可能从内心来讲更倾向于遵从纳税义务的人对自己获得的公共服务也更满意。]反方向的信任同样重要，让税务机关不要默认为纳税人都是潜在犯罪分子。强大的税收制度需要以彼此支撑的共同信任作为基础。

	明智的税务机关会想办法方便民众履行纳税义务，并尽量保持应有的信任，但他们不会完全被动地坐等税款流入。在所有关于自觉守法或者把纳税人当作客户之类的好话背后，他们很清楚最终约束逃税的是对被抓获和惩罚的恐惧。尽管我们很难准确估算实际的逃税规模，但我们很清楚：逃税行为被抓获和惩罚的风险最小的群体，如自雇人员和小企业，逃税也总是更为严重。因此，税法必须强制执行。被抓获的知名逃税者会登上新闻热搜，而逃脱惩罚的人却会加重照章纳税的老实人的实际负担。逃税并不是没有受害人的犯罪，只是受害者范围广泛，不能一一列举。

	税收执法往往采取令人惊悚的雷霆手段。在极其恐怖的一端，我们看到了岛原被活埋的农民、被弗拉德穿刺的商贩等很多案例。但多个世纪过去后，税务机关已发展出越来越高效且基本符合人道的办法来消除和遏制逃税。有针对性的审计就是一种成本相对不高的方式，给打算逃税的人制造普遍焦虑，并且为税收执法树立起公众形象。难以隐藏的大企业的崛起让代扣代缴制度得以广泛推行，让劳动者没有机会抢在被征税前挥霍和藏匿收入，在掌握如此高效的技术手段后，各国税务机关目前仍在想办法扩大其应用范围。雇主、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向税务机关提供的信息报告也正在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所有这些手段都没有让税务官员变得更受欢迎，没什么人愿意在庆典派对中扮演收税员的角色。但如果离开认真能干的税务官员，税收制度不可能做到基本的公平或效率。用何种办法鼓励他们高效而诚实地开展工作，同时摆脱政治势力的干扰，乃是所有国家一直以来的挑战。对腐败的担忧不应让我们忘记，数千年历史上仍有无数尽职甚至勇敢的税务官员，他们并未得到应有的报酬与认可。

	税收主权正在成为历史

	亚当·斯密很早就注意到，税基对税收的一种行为反应是迁至其他地方，全球化则将他所说的世界公民牢牢放置到税收议题的核心。这种流动性意味着，从任何国家的视角看，税收的额外负担都可能很高，而从全球视角看，如果联合征收某种税，额外负担则会很低，当然《星球大战》的场景除外，那里的税基很难在行星之间流动。它还意味着，国家拥有设定税率和税基的主权可能已经成为幻觉：一个国家或许有权以较高的税率向国内利润征税，但如果利润留不下来，这样做将失去意义。就像历史上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差点用免税待遇把詹姆斯·瓦特吸引到俄国一样，今天的各国政府也在相互竞争，意图主动“窃取”对方的税基，或至少保住自己的税基，激烈程度或许前所未有。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各国在税收事务上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已名不副实。而且在行使剩余的部分税收主权时，它们热衷的税收竞争很可能最终会损害广大国民的利益。

	自19世纪后期以来，各国政府已采取了某些行动来联合行使税收主权，尤其是通过签订税收协定来确立各自的征税范围。但数十年以来，威斯蒂家族等衣着光鲜、见多识广的人群狡猾地利用了国际税收政策中欠缺合作的漏洞，令人不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受“巴拿马文件”及其他泄密事件引发的公众压力，加上跨国企业最终缴纳的税收明显太低，各国政府终于在联合行使税收主权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采取了某些措施来终结过分嚣张的偷逃税行为。如今，通过把资产放置在低税收辖区而隐匿收入的难度明显提升，人们也普遍承认国际公司税体系所依赖的规范难以为继，这给严肃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包括对税收竞争的一定限制。当然目前开展的合作还远不足以应对挑战，有关数字服务税收的争议表明通过真正的集体行动来改革国际税收体系之路仍充满艰险。

	不要轻信箴言

	与其他领域类似，宣传语很少能为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基础。有些口号纯属误导，例如“企业应该支付公平的税收份额”就落入了陷阱，仿佛税收的真实负担并不是落在真正的人身上（且不说围绕“公平”的争议）。有些口号则空洞无物，难以落实，例如G20与经合组织在“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计划”中提出的口号应该“在创造价值的地方征税”听上去不错，但由于对具体测算无法达成共识，这一口号也无法给我们多少现实帮助。

	箴言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它们虽然包含一点真理，但会被过度引申。例如我们应该致力于“拓宽税基而降低税率”，的确，对广泛税基按统一税率征税造成的经济破坏通常小于对狭窄税基按较高税率征收相同税额的情形。可问题在于，某些表面上的宽税基却是劣质的税基，而优质税种的税基有可能较窄。

	例如，对金融交易征税面临的税基非常大，却可能具有极强的扭曲性，因为即使很低的税率也可能在连续交易中累积很大的金额，最终打击对社会有利的金融活动。对全部销售额征收的营业税同样如此，由此造成的鼓励人为的企业合并等扭曲效应是全球许多国家转而采用增值税的关键理由之一。增值税的税基本质上要狭窄得多，因为（在执行得当的情况下）它并不针对企业的投入品。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增值税对经济活动的潜在扭曲要小得多。同样的逻辑还适用于公司税，例如，目前对债务融资的税收优惠超过股权融资，导致企业过度提高杠杆率，给金融稳定带来更多风险。在利息之外把股本回报也纳入抵扣虽然会缩小标准公司税的税基，但这会使公司税变成一种租金税，从而减轻扭曲效应。

	把公司税改造成近似租金税以及推行增值税的例子都反映了本书介绍的税收设计的基本原则：尽量避免扭曲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决策，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例如外部性过于显著，或者对公平目标的考虑远胜过额外负担。如果真的需要找一句指导箴言，这会是我们的首选，真希望这句话能说得更生动些。

	当然，作为例外，以上列出的11条启示都算是值得信奉的箴言。

	未来的超越

	上述11条启示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如新冠疫情所示，根据现有趋势预测未来远不是那么保险。当世界各国于2020年纷纷采取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时，许多人预测政府的角色将发生永久性的改变。但我们并不确定在疫情过去之后，支持大规模财政干预的广泛共识还能否持续，更不用说对民众生活与社交活动的空前监督。

	我们感到有把握的是，这个世界的税收制度在今后几十年里将任务艰巨，它们需要为应对许多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如高企的公共债务、迫切的发展需求、人口老龄化、不平等恶化、全球化、气候变化等而发挥关键作用。这些挑战会造成相互关联、错综复杂且往往相互叠加的影响，在此之上还有大规模快速技术变革带来的潜力与破坏。

	艰难时代
	IMF（2020a，table 1.2），这里的数据是指政府总债务。


	为了走出新冠疫情危机，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都有大幅提升。而此前的债务以和平时期的标准来看本就处于极高的水平：2019-2020年，全球公共债务与GDP之比提升约15个百分点，达到近100%，发达国家则超过125%，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
	 [image: IMF（2020a，table 1.2），这里的数据是指政府总债务。]这一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办法：最理想的办法是依靠强劲的经济增长，当利率水平较低时，削减债务水平尤其见效；某些时候得靠债务违约或者债务减免；还可以通过货币融资或者削减开支。但无论何种选择，很可能都需要大幅增加税收收入。
	Gaspar et al.（2019）.


	税收收入的挑战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今约有一半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收入不及GDP的15%）是保障民众过上体面的生活。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发展中国家增加财政支出，为此需要再筹集占GDP 15%的资金。
	 [image: Gaspar et al.（2019）.]很大一部分资金无疑必须依靠自身的税收制度建设，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今天的发达经济体用数十年取得的成就。上文介绍的启示都可以作为参考，但没有一条可以保证能轻松迅捷地实现如此规模的进步。
	He，Goodkind and Kowal（2016）.

	United Nations（n.d.）. 在低收入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预计将接近翻番，但也只会提升到11%左右。

	这一数字假设，没有采取政策措施来约束开支的增长趋势。


	对几乎所有国家而言，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的现实压力来自人口严重老龄化，这一现实与未来密切相关。在今后40年左右，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预计将翻番，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占比将增至目前的3倍。
	 [image: He，Goodkind and Kowal（2016）.]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尤其严重，到2060年，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将与劳动年龄人口相当，日本目前已经如此，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体上更加年轻，还没有这样迫切的压力。
	 [image: United Nations（n.d.）. 在低收入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预计将接近翻番，但也只会提升到11%左右。]于是，参与就业并缴纳收入相关税收的人口占比将下降，再加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很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公共卫生与长期看护的支出将飞涨。有一项研究估算，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此类费用到2060年将大致翻番，需要再增加的税收相当于GDP的8%。
	 [image: 这一数字假设，没有采取政策措施来约束开支的增长趋势。]筹集更多养老资金的压力同样在加剧，尽管程度可能略轻。部分新增税收可以来自更年长的世代自身，例如推迟可以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年龄，或者通过提高增值税和其他消费税的税率等更隐蔽的措施（此类税收的负担会更多由老年人承担，因为他们倾向于逐渐消耗收入而非积累储蓄）。当然，要指望年轻人既扶持老年人，又为自己积攒退休金，也会引发世代之间的横向公平难题。
	这是奥巴马的评论：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2013）。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2017）.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https://wid.world/world/#sptinc_p99p100_z /US；FR；DE；CN；ZA；GB；WO/last/eu/k/p/yearly/s/false/5.11/30/curve/false/coun-try.


	更普遍地说，我们已看到税收制度如果被认为不够公平合理，其效力将大打折扣。因此，不平等的恶化引发了进一步的挑战，甚至被称作“我们时代的决定性挑战”（尽管还有其他许多挑战也在竞逐此称号），至少从它与民粹主义泛起的联系来看，确实如此。
	 [image: 这是奥巴马的评论：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2013）。]在全球范围内，如今大约1%的人口控制了总财富的一半。
	 [image: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2017）.]在许多（虽非全部）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加剧，例如，美国顶层1%群体在税前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到2012年翻了一番多，达到20%。大多数其他国家的这一比例也在提升，但速度慢一些，英国从7%增至12%，法国从8%增至11%。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大衰退之后，这一提升势头似乎有所减弱。
	 [image: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https://wid.world/world/#sptinc_p99p100_z /US；FR；DE；CN；ZA；GB；WO/last/eu/k/p/yearly/s/false/5.11/30/curve/false/coun-try.]
	例如，发达经济体实现的再分配有四分之三左右是在支出侧发生（包括通过货币类型的转移支付），有关材料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7a，p.ix）等。

	例如在英国，Blundell et al.（2020）指出在隔离时期过后，疫情不仅加剧了收入方面的已有不平等，还恶化了性别、年龄和地理等维度上的不平等。


	在过去，转移支付、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对调节实际收入不平等至少发挥了与税收相当的作用。
	 [image: 例如，发达经济体实现的再分配有四分之三左右是在支出侧发生（包括通过货币类型的转移支付），有关材料可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7a，p.ix）等。]这当然也加强了筹集更多资金以满足此类支出的需要。从税收本身来看，要求提高税收累进程度的声音正在增强。假如新冠疫情让社会感受到弱势群体面对共同挑战时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更富有的群体需要并愿意分摊负担，展示团结精神，这样的呼声还会被继续放大。
	 [image: 例如在英国，Blundell et al.（2020）指出在隔离时期过后，疫情不仅加剧了收入方面的已有不平等，还恶化了性别、年龄和地理等维度上的不平等。]

	以上所有趋势都表明税收制度在未来将面临更大压力，需要筹集更多收入，所用的手段要符合不断发展的公平观的要求。这种压力的大小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各国也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但前文总结的若干启示依然可以为应对挑战提供帮助。各国会更加努力地寻找减少经济成本（额外负担）的办法，这可能意味着更多地依赖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租金征税，虽然仅靠这些明显不足以满足财政需要。提高税收遵从度可以用更具公平感的方式增加税收收入。但与此同时，税收归宿问题会提醒我们，在试图对富人征税的时候要区分表面效应与实际效应。最终还是要回到上述的一条启示：设计得当的税收制度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好权衡，而这只有通过广泛的政治行动去解决。

	作为又一个生存议题，气候变化为我们协调好税收收入需要与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提供了机会。这对税收制度显而易见的指导意义是：
	这一数字是根据许多人视为比较适中的每吨35美元的碳税水平来测算的（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a，p.28）。


	世界需要开征碳税，或者某些类似形式的碳价格。在许多国家，即使很小幅度的碳税也能筹集到相当于GDP 1%的财政收入，这虽然还远不足以满足上述的财政需求，但仍是值得重视的贡献。
	 [image: 这一数字是根据许多人视为比较适中的每吨35美元的碳税水平来测算的（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9a，p.28）。]

	当然在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时，我们还面临一个基本问题：税基的流动性正变得越来越强。在新冠疫情之后，各国试图更坚定地明确并捍卫国家利益，这可能减缓税基流动的势头，但问题依然存在。这将使各国更难以完成它们即将承担的各项任务，如筹集更多的资金，增加富人阶层的相对税负，实施更激进的碳税等，除非建立远比目前紧密的国际合作。这还将迫使各国政府更多地依靠跨境流动能力较弱的税基，例如流动性较弱的普通民众的消费，这不利于缓解不平等问题。对土地和涉及特定地点的其他类型的经济租金征税也会变得更重要，并更可能落在富人群体头上，然而此类税源产生的收入可能有限，不足以取代主要面向非流动消费者的税收。

	解决此类挑战的唯一办法是深化国际税收合作。如若不然，依旧难以对高流动性的富人群体征税，国际税收制度将更加声名狼藉，有效的碳价格制度也将继续面临重重阻碍。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能看到这种合作兴起的迹象，包括公司税改革的多边讨论与《巴黎协定》。但这些进步的幅度都还太小。我们显然需要更具创新性的办法，或许可以在国际上采用某种目前在联邦制国家内部普遍实施而国家之间却极少听说的税收分享协议；又或许在遥远的某一天，可以建立世界税收组织（World Tax Organization），就像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领域扮演的角色那样，负责制定和实施某些方面的税收法规。

	美丽新世界

	这些问题尽管艰巨，但20年前甚至一个世纪之前的政策制定者却很容易理解它们的实质。不过，技术的飞速进步则会让过去的人们深感震惊，它将给税收活动带来何种影响，我们今天依然难以估量。

	我们在第13章看到，技术进步如何能够帮助税务机关以更高效的方式完成他们一向负责的各种任务：汇集多种来源的信息，采用预填报形式的纳税申报表，利用移动通信技术缴纳税款以及向纳税人传递重要信息，开发和利用跨境收集、比对纳税人信息的技术能力，借助无人机查看未申报的房产……还有其他很多例子。税务机关开始利用大数据的预测功能来提升侦测异常申报的能力，另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纳税人客户服务中，已经采用语言识别系统来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在推动数字技术大显身手方面，新冠疫情冲击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由于现场交流和纸质文件的工作方式被打断，政府机关更多地采用数字技术作为替代手段，其他人也由此意识到跟上潮流的重要性。
	Wintour（2007）.


	问题同样如影随形。诈骗犯也在利用数字技术，还有涉及安全和隐私的各种现实问题。例如，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在2007年丢失了包含约2500万名纳税人信息的数据磁盘。
	 [image: Wintour（2007）.]至少就目前而言，许多人似乎并不太介意让谷歌、亚马逊及其他企业了解自己的购物习惯并从中获利，却十分憎恶让（拥有更大强制力的）政府掌握自己太多底细的主张。

	数字化还在改变目前处理税收事务的方式。以平台革命为例，如爱彼迎、优步和易贝等网站采用的商业模式，我们是应该把司机视为优步公司的雇员，从而要求企业为其代扣代缴所得税，还是应该将司机视为独立承包商，从而需要解决对自雇群体征税时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还看到，企业在没有设立实体机构的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的能力越来越强，从而削弱了国际公司税体系的一项核心规范的支持基础。
	Ventry（2011）.


	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所有这些还只是开始。例如在预填式申报之外，有人建议采用一种数据检索平台，让纳税人和税务专家可以从政府维护的安全数据库中获取和下载纳税信息。
	 [image: Ventry（2011）.]于是，纳税人及其税务顾问就可以从此类中央信息交换中心获得帮助，而无须再到雇主、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那里收集信息。这样的数据库能够大幅节约税收遵从成本，但也可能放大对隐私和安全的忧虑。
	关于这里提到的更多类型猜想的讨论，可参见Gupta et al.（2017）以及Jacobs（2017）。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要点在于：数字化不仅是用不同方式（但愿是更好的方式）完成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它还能够让我们做之前不可想象的事情。
	 [image: 关于这里提到的更多类型猜想的讨论，可参见Gupta et al.（2017）以及Jacobs（2017）。]
	Seamans（2017）.

	关于对富豪阶层征税带来的问题的综述，可参见Scheuer and Slemrod（2020）。


	我们不愿意看到对机器人征税，尽管有人建议用这种办法来缓解自动化对就业的冲击。
	 [image: Seamans（2017）.]这种税收会压抑创新，更好的应对方式可能是确保技术进步的收益被较为合理地分配，而不是压倒性地归属极少数超级明星发明家。
	 [image: 关于对富豪阶层征税带来的问题的综述，可参见Scheuer and Slemrod（2020）。]信息本身堪称新型石油，它们附带的价值或许还会是更有前途的税基。

	我们可以设想最终会出现更具颠覆性的变革，例如，区块链号称是一种可完整保持全部交易记录、防止篡改的工具，可以视为收税员记账簿的全新升级版。例如有人建议在区块链系统中嵌入“智能合约”，以此来自动缴纳增值税。但如果所有交易都以这种完美方式记录下来，包括面向最终消费者的销售（姑且想象已经找到了某些办法来确保执行），我们其实就不再需要增值税了，零售税同样能够解决问题，因为之前有过介绍，增值税的优点正是确保没有记录在案的交易也能至少缴纳部分税收。

	当今税收制度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公司税——最终也可能面临根本性变化，甚至有可能消失。我们这里说的并非国际税收竞争导致的非预期的税基侵蚀，或者取消公平定价和实体机构存在标准等过时的规范，而是指随着获取和操控大量信息的能力提升，我们可以在未来某个时点放弃从公司层面对收入征税，转而将利润分摊到潜在股东头上。通过对这些个人的收入征税，能够更好地实现纵向公平。今天看这样的现实可能性还很小，但就在不久之前，如今正在变成日常操作的利息支付和资产的自动信息交换机制也曾被视作幻想。

	还有一种可能是，放弃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一年作为征税周期的古怪习惯，而是结合跨时期的信息，以类似生命周期为基础的方式来征税。这样一来，对支付能力的评估就可以超越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各种起伏变化。与此同时，政府还有可能更快速而完整地对这些起伏做出响应，在人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救急，比如就在今天之内，而不用等到几周之后或者税务年度结束时。这意味着把公共财政中的税收与福利两方面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传统上它们属于不同官僚机构负责的领域。毕竟对税收和福利事务而言，它们都需要大致相同的婚姻和个人状况的信息，如果此类信息变得更加丰富、及时且易于管理，采用更整体化的方式就能够提高干预措施的效率，并使制度设计更连贯一致。此类制度能兼顾长期和短期因素，可以根据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意外情况，持续调整应纳（或应免）税额与获得的福利津贴。
	关于在税收制度中利用基因信息的前景及问题的讨论，可参见Logue and Slemrod（2008）。

	这里谈“假如”，是因为有朝一日基因本身也可能变得可以操控，对此的重点讨论可参见Chen，Grimshaw and Myles（2017）。


	不过，最剧烈的变化或许会来自人类基因组领域令人惊叹的技术进步。如果我们发现某些遗传标记与毕生收入水平或福利及支付能力的其他指标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就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输入变量，用于决定个人的应纳税额（可能为负值），类似于如今经常采用的残疾、年龄、婚姻状况等指标。
	 [image: 关于在税收制度中利用基因信息的前景及问题的讨论，可参见Logue and Slemrod（2008）。]这听起来又回到了科幻小说，但目前有报道宣称，学者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可能影响某些智力表现的基因，并明确识别了影响罹患虚弱性疾病概率的若干基因。这些知识有可能帮助设计出更高效的税收：假如基因信息是不可改变的，并与人们的收入能力有关，那么原则上就可以利用它来设计理想的一次性税收。
	 [image: 这里谈“假如”，是因为有朝一日基因本身也可能变得可以操控，对此的重点讨论可参见Chen，Grimshaw and Myles（2017）。]当然这会引发棘手的横向公平问题，给决定哪些因素才是（以及不是）可以接受的，并以此为基础实施差别待遇的古老难题带来新花样。例如，我比你更容易罹患某种可怕的疾病，这样的信息是否应该成为税收和福利制度中对你我给予不同待遇的合法基础？
	King and Crewe（2013，p.154）.


	当然，发挥技术进步的潜力还要求制度与观念方面的根本变革。有些涉及深层的哲学认识，有些更平淡无奇。例如，税务机关已越来越多承担起福利支付方面的任务，却发现征集税收与发放福利所对应的工作方式有很大差异。当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开始负责劳动所得税抵免类型的福利发放时，它们原有的接待室都成了问题，因为没有足够多卫生间供孕妇使用。
	 [image: King and Crewe（2013，p.154）.]当然在这方面，我们至少已经有成熟的技术方案。

	是非功过谁与说？

	对我们今天的征税方式，后人无疑会看到许多荒唐的方面。在他们眼中，如今的公司所得税采用的“公平定价”逻辑，或许像我们看待中世纪神学讨论中关于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跳舞的逻辑一样稀奇古怪。另外，有些引人发笑的事情也会发生，例如注定会像转盘式拨号电话那样消失的纳税申报表，以及用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时间长度作为纳税依据的有趣习俗，等等。甚至增值税这项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税收进步，也可能引发后人宽容的微笑。

	毫无疑问，后人还将从我们的不作为中看到许多荒唐之处。看到我们没有把公共支出的税收与福利两方面完全整合起来，他们可能会难以置信地摇头，然后又惊讶于我们极少利用私人企业去征集税收，还有税务机关粗糙的业绩奖励制度。看到我们容忍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税收制度，为自身而非公共利益服务，他们是否仍有可能感到好笑？这也许是一种奢望。

	反过来，他们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哪些智慧呢？不妨畅想一下，假如我们现在采取坚决行动，及时建立有效的碳税制度，以防止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并且在国际税收事务中发展出有效的合作机制，这应该会赢得后人的崇敬。或许当情况变得足够糟糕时，我们真的会有如此作为。

	但未来的政府所依靠的治理智慧不是我们这代人发明的，而源于我们前几代的税收设计者和执行者：高度重视纳税人在行为和特征方面的判断与信息，以此建立既警惕对经济活动的附带损害，又符合主流公平标准的税收制度。这是税收设计与征集的发展历程的一条通用线索，从古代中国圣贤采取井田制的建议，到G20决定将纳税人利息收入的自动信息交换作为国际惯例。如今，随着任何个人的潜在可用信息变得极其丰富，各种可能性开始超出我们的想象力。

	未来的政府将如何利用超出想象的丰富信息来改造税收制度，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它们如何更普遍地行使国家强制力。在新时代的机遇与敏感问题中上下求索时，政府将有很大的空间去做傻事，也迫切需要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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